

前言

人的高度“组织化”,可以说是工业化及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人们最初关注的组织行为,显然是大机器工业组织中人的行为;组织行为学的兴起,直接来源于现代工业组织管理实践。近百年来,组织行为学,作为一门研究人在组织中的行为特征及其规律性的学科,随着现代组织管理实践,也经历了一个艰辛曲折而富有成效的探索路程。

在20世纪上半叶,现代组织获得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组织规模日益巨型化,组织形态日益多样化,同时,组织行为也越来越复杂化,组织中的人际冲突和矛盾亦愈来愈尖锐化。对此,一大批心理学家、管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等人文社会科学家,纷纷聚焦于组织行为问题研究,并各有侧重、各显其能地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理论观点和实证解说。到20世纪中叶,关于人类行为研究的各路大军都聚集在“行为科学”的旗帜下,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科学共同体。可以说,组织行为学就是现代行为科学群集成的一个重要产物。经过近数十年的进一步推广和深化,组织行为学已成为现代行为科学体系中一个最成熟、最核心和最前沿的学科,成为一门在微观层面探索现代组织中人的行为特点和规律性的重要学科。从未来发展前沿走势来看,组织行为学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新时代背景下,将会朝着更加综合化、更具普适性和更为多元化的跨学科通论方向阔步前进、发展完善。

近30年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中国工商企业组织、政府公共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从治理结构到运营模式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包括组织行为学在内各类现代组织管理理论和方法应实践召唤也快速在中国社会各界传播开来,并作为各大学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程和热门知识向广大青年学生“大规模”宣讲传授。但是,从国内出版的相关教材(包括外文中译本教材)体例和内容来看,一个令人遗憾的现象是:大多囿于组织行为学原初受心理学奠基性影响所造成的偏态残缺性构架,机械教条地按照“个体行为群体行为组织行为”的传统范式讲授有些“凌乱”甚至“大杂烩”性质的内容,没能开放性地将其他学科最新前沿成果有机容纳进来,也没有紧贴当今“高度组织化”的全球化发展动态,特别是当今中国转型期“火热”的社会组织实践活动,从而对组织Ⅱ行为学有关理论与方法给予一种集大成性质的“创造性转述”。

这里须特别指出的是,按照“个体行为群体行为组织行为”传统范式撰写的教科书,存在明显的学科构架及理论逻辑缺陷。其中很多内容,在理论逻辑和实践指引上,与心理学、管理学和人力资源管理学没有办法区分开来,尤其是一般放在前面讲授、约占1/3课时的有关“个体行为”内容实际上是直接从心理学中搬来的,讲授者自己交待是关于“组织中的个体行为”,但从实质内容来看与心理学所讲“一般个体行为”规律根本没有什么区别。这样的安排,在理论逻辑和行文安排上不能“开门见山”,与“组织行为”主题根本“接不上气儿”,严重损害了学科理论逻辑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也给青年学生对组织行为规律和特征的准确理解及把握造成很多障碍。


鉴于此种情况,笔者“立志”撰写一本“集成性”、“准经典”(以国外经典范本为目标)的中国版组织行为学教科书。其主要意愿和基本思路就是:立足中国国情,放眼全球化发展动态,在充分掌握和清晰梳理相关学科(包括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的历史演变脉络、最新研究进展和未来前沿走势的基础上,对组织行为研究领域的一系列经典思想方法和重大理论成果进行了“创造性转述”和“跨学科通解”。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本《组织行为学通论》,就是在如此“志愿”引领下“刻苦努力”的一个结果。

《组织行为学通论》试图打破一般教科书“个体行为群体行为组织行为”的传统范式,将组织行为分解为“组织经济行为”、“组织社会行为”和“组织政治行为”这样三个基本维度,对工商企业组织、政府公共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等所有现代组织行为的多元表现特征和规律性进行了全方位透彻阐释,从而搭建起“三位一体”的逻辑构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完整而新颖的组织行为跨学科理论体系。全书除有奠基导论性的第1章“组织行为学渊源及通论框架”,以及有前沿扩展性的第11章“现代组织学习行为理论通解”之外,主体内容共分“组织经济行为”、“组织社会行为”和“组织政治行为”三篇,每篇三章,这样11章内容有机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科学合理、逻辑严谨而又独到新颖、富有美感的理论框架体系,全面系统而又重点突出地展示了组织行为学的精要内涵、经典思想、前沿成果和政策含义。

《组织行为学通论》在保持学术严肃性、研究科学性的同时,理论解说力求通俗易懂,具有可读性。在体例安排上,也“费尽心机”,努力达到严肃活泼、图文并茂的效果。这主要体现在:(1)在正文中穿插“著名学者小传”栏目,以增强读者对学术氛围的真切感应;(2)设置“相关文献”、“经典演义”、“精英感悟”、“经理亲历”、“典型案例”等专栏,为读者提供一系列生动、丰富、有趣的背景资料,以增强读者对相关问题现实复杂性的切实感受;(3)每章前有“学习目标要求”、“逻辑架构图示”和“情景故事引导”三个栏目,每章后有“精要内容提示”、“复习思考问题”、“自我认知练习”和“情景个案研讨”四个栏目,以帮助读者掌握学习方法、把握学习内容,做到“纲举目张”并能够在现实情景中“活学活用”。这些辅助栏目与正文内容相互映衬、参照、呼应,可以使读者在一般原理方法学习时具有“活灵活现”的实感意境。此外,本书还严格按照学术规范,通过章末“注释”和Ⅲ书末“参考文献”,为读者提供尽量周全的学术线索指引及进一步研究提高的学术平台。


《组织行为学通论》其实不仅是一部教科书,而且也是一部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大众读本。 本书虽然是作为普通高等学校经济管理类精选教材丛书之一出版的,但在写作时笔者也努力广泛照应到公共管理、社会事业管理等所有相关专业学生的需要。而且笔者注意到,在“高度组织化”的当今社会,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是“组织中人”,身处组织中而对组织行为无所感知,显然是不可以的。因此,本书有关内容对于高校所有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乃至社会各职业界人士来说,也都具有重要的参阅价值。究竟是不是那么回事,最终还要由广大读者朋友检核。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们参阅了大量学术文献和案例资料,没有这些研究成果作基础本书根本无法形成。事实上,作为教科书,本书正是对相关研究成果的一种“创造性转述”。当然,凡所引用文献,我们都在章末“注释”和书末“参考文献”中一一清楚列出,并且力尽所能地与作者进行了联系,以便支付相应引文报酬。在此,我们对本书所有引用文献作者,谨表诚挚谢意!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和清华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及编校人员,特别是责任编辑杨正泽先生为本书付出的辛勤劳作!

真诚欢迎朋友们反馈批评意见,访问我的博客:

人本论http://blog.sina.com.cn/m/libaoyuan,

或发电子邮至:byl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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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北京师范大学

人本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


第1章组织行为学渊源及通论框架

组织是由人组成的，其目的是发挥人的优势而避开其劣势。事实上，这是组织惟一能做的事，也是组织存在以及我们需要组织的惟一理由。

彼得·德鲁克

［《走向新型组织》(1997)］[image: image]
 学习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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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了解组织行为学的缘起及发展演变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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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刻理解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等早期思想家对工业组织特征及其正负面效应的经典阐释和评价，以及这些思想对后来组织行为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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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晰认识古典管理学理论对于组织行为研究的奠基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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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把握现代心理科学的发展演变路径及其对组织行为学形成和发展的直接影响及决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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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了解组织行为学于20世纪50年代在“行为科学”旗帜下的学科集成背景和定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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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系统深刻地掌握组织行为学的前沿发展走势、跨学科通论框架及内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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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架构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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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故事引导

山洞前，一只兔子在伏案写作。一只狼本想扑上前去将它吃掉，但看它写得那认真劲儿有些好奇，于是上前问道：“你在写什么?”兔子答说：“我在写一篇题为《兔子可以吃掉狼》的论文。”狼听后哈哈大笑：“这怎么可能呢?让我看看。”兔子说：“我写的论文稿大部分在山洞里，不信你跟我进去看看?”狼很想看个究竟，就跟着兔子进了山洞。

过了一会儿，兔子独自走出来，在山洞前继续写论文。一只狐狸看见了，走过来问兔子在写什么，兔子答说“我在写一篇题为《兔子可以吃掉狐狸》的论文。”狡猾的狐狸也大笑道：“你知道我是谁?你竟骗起我来了，笑话！”兔子真诚地说“刚才狼兄也不信，但它在洞里读了我们的论文后现在是心服口服，不然你也进去看看?”最终，狐狸也被兔子领进了山洞。

一会儿，兔子又独自一个走出山洞，继续伏案写作。而山洞里，一只狮子正在白骨间满意地剔着牙齿，并悠闲自得地浏览着兔子的论文稿，其摘要写道：“在当今社会，你自己是谁往往并不重要，关键要看你属于哪个组织，老板是谁。”

这则寓言故事，可以有多种解读，但它与本章乃至本书要讨论的主题，似乎很相关。难道不是吗?如果对其寓意尚看不大明白，那就在学习了本章内容后，再回过头来想想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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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即人们在一定社会环境条件下为实现特定目标而组成的相对稳定性群体，其“行为”特征和规律性，归根结底是由组织中人的行为方式所决定的。人的“组织化”程度，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在现代“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所有的人可以说都是“组织中的人”。组织行为学，简单地说，就是一门研究人在组织中的行为特征及其规律性的学科，它是在现代社会组织高度发达且日益普遍和重要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并获得蓬勃发展的，其间大致经历了一个百余年渐进演化的历史过程。

1.1.1组织与组织行为

何谓“组织”(Organization)?简单地说，组织是人的一种最基本社会存在形式，其正式定义可以作如下界定，即：组织是人们在一定社会环境条件下为实现特定目标而组成的相对稳定性群体。在现实中，组织的表现形态多种多样，从政治组织、学术组织、文艺组织、社团组织和宗教组织，到生产组织、商业组织、消费组织、教育组织和医疗组织；其具体实体表现为各种社会机构，诸如机关、协会、学会、教堂、商店、工厂、医院、学校和家庭等等。

一个组织，无论其具体性质职能和形式如何，无一例外都有如下五个基本维度特征：(1)组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2)特定的组织目标和发展战略；(3)支撑组织运作的核心技术和独特文化系统；(4)组织结构，即组织中各工作单元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和协调运作方式；(5)组织发展阶段及其所达到的规模和水平。其中，组织结构是决定组织基本架构和功能的最重要维度，它与环境、目标、技术、文化和规模都有直接关联和互动影响。同时，应该清楚地看到，组织是由人组成的，组织行为由组织中人的行为耦合而成。所谓“行为”(Behavior)，其一般词语意义是指可以观察到的有机体(特别是人类或动物的)外显活动。组织作为由人组成的社会有机体，其可以由观察所见的外显活动，即谓“组织行为”(OB)；不同的组织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和模式，它由组织中人的行为经过复杂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耦合而成。

传统组织理论，往往将组织看作是一种机械装置，主要侧重于从工程技术角度加以分析和设计。其实，作为一种社会群体单元，组织更应该看作是在特定社会中依照固有的“生存竞争”法则，高度依赖于市场经济环境而生存、成长和发展的有机体。在这个意义上，每个组织都有它特殊的生命周期和轨迹，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上，所面临的环境压力不同，组织规模有很大差异，技术要求和文化特征同样可能存在很大差别，它们对组织结构状态也有不同的影响和要求，从事使组织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

1.1.2组织行为学缘起

简单地说，组织行为学(Organizational Behavior)是一门研究人在组织中的行为特征及其规律性的学科。可以说，人的“组织化”程度，是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组织行为学，就是在现代社会中组织高度发达且日益普遍和重要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并获得蓬勃发展的。

人的高度“组织化”，可以说是工业化及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正是基于大机器工业生产的需要，以及在此基础上由发达市场机制链接而形成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才使人们集结在一个个具有开放系统性、内在合作性和外在竞争性的“命运(利益)共同体”中；所谓“组织”，就是这些命运(利益)共同体随着时间推移不断稳固化、巨型化发展的结果，并随着市场秩序不断向外“自然扩展”而在空间上广泛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在现代“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所有的人可以说都是“组织中的人”。人们从出生到死亡，每天从早到晚，无不存在于特定“组织”之中，并且无时无刻不与特定的“组织”打交道。

在前工业社会，虽然也存在家庭、部落、教会、军队和国家等各种形式的组织，但人们基本上是处在一种“自然经济”格局中的“自给自足”状态，其社会活动并没有被普遍地、经常地、大规模地“组织”起来。只是到了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所开创的新时代，大规模、高密度、商业性和社会化的“工业组织”(企业)涌现出来以后，人们才逐渐被广泛地、高度地“组织”起来，并渐次演化成为一种离开组织就无法正常劳动、工作和生活的“组织人”。特别是在20世纪初，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完成工业化，其市场经济进入高级发展阶段以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普遍地“扭结”在特定的社会组织中；同时，以工商企业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和政府公共组织多元鼎立为基本格局的现代组织网络体系，逐渐演变成为每一个现代人时时刻刻生存其间、必须直接面对和积极适应的基本生存环境或社会生态环境。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中每个人的行为都现实地表现为其在特定组织中的行为，而组织行为则成为每个社会成员个人行为的现实载体和表现形态，并成为一个社会经济运作和发展中最基本、最普遍、最重要的行为模式。于是，组织行为学，即专门以人在组织中的行为特征、模式和规律性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焦点和前沿课题。

1.1.3组织行为学演化路径

组织行为学的思想源远流长，但作为独立学科发轫于20世纪初，后于20世纪60年代正式形成，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快速发展，现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类社会组织管理活动之中，并成为工商企业管理、社会事业管理以及政府公共管理等管理学教育培训系统中的基础学科和核心课程。

人们最初关注的组织行为，显然是大机器工业组织中人的行为。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工业社会组织，在几百年的时间里给人类带来了过去成千上万年都累积不到的物质财富和丰裕生活，但与此同时，工业组织也给人类社会经济行为带来了一系列“异化性”负面影响。组织行为学的早期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家以及其他相关社会科学家的经典理论；特别是关于工业组织的技术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形态，斯密、马克思和韦伯等著名经典作家都给予了深刻的剖析、清晰的阐释和严厉的批评，这为后来组织行为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思想素材。

组织行为学的兴起，直接导源于现代工业组织管理实践。正是现代大规模、巨型化的工业组织运营对“管理”前所未有的迫切需要和特殊要求，才现实地激发了一大批工业管理专家及管理教育先驱相继辈出，他们纷纷基于各自亲身管理经历和经验，对工业组织运作以及人们在组织中的行为特点和规律性，进行了一系列朴素而可贵的开拓性探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工业化革命和制度化管理实践“历史地”巧遇了泰勒和法约尔两位伟大人物，他们对其一线实践经验的古典理论总结成为后来组织行为学的直接源泉和学术奠基。

组织是由人组成的，组织行为就是组织中人的行为。关于人性、人的观念和行为，心理学给予了最经典、最系统、最精确的科学解析。心理学是以古老的哲学思想为火种、以生理学理论和实验方法为科学本体，以达尔文进化论为孕育媒介，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探索人类心理和行为规律的科学。现代心理科学自建立起一百多年来，从最初的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到激进行为主义及新行为主义，后来是格式塔心理学和精神分析论，最后走向“第三势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此间关于人类心理和行为的科学探索，走过了从内隐机制实验证明到外显行为观察再到整体实证综合描述这样一个曲折艰苦的发展历程。现代心理科学关于人类行为的基础性和普适性阐释，为组织行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宽广的技术平台，以致可以说心理学为组织行为学搭建了奠基性的母体架构。

在20世纪前半叶，现代组织获得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组织规模日益巨型化，组织形态日益多样化，同时，组织行为也越来越复杂化，组织中的人际冲突和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化。对此，一大批心理学家、管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等人文社会科学家，纷纷聚焦组织行为问题研究，并各有侧重、各显其能地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理论观点和实证解说。到20世纪中叶，关于人类行为研究的各路大军都聚集在“行为科学”的旗帜下，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科学共同体。可以说，组织行为学就是现代行为科学群集成的一个重要产物。

经过近数十年的进一步推广和深化，组织行为学已成为现代行为科学体系中一个最成熟、最核心和最前沿的学科，它是一门在微观层面探索现代组织中人的行为特点和规律性的重要学科。从未来走势来看，组织行为学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新时代背景下，将会朝着更加综合化、更具普适性和更为多元化的跨学科通论方向阔步前进、发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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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组织作为由人组成的社会有机体，其可由观察所见的外显活动，即谓组织行为。组织行为学，是一门研究人在组织中的行为特征及其规律性的学科。其思想源远流长，但作为独立学科则发轫于20世纪初，后于60年代正式形成，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目前已成为现代行为科学体系中一个最成熟、最重要和最前沿的学科。组织行为学的未来走势，将会朝着更加综合性、更具普适性和更为多元化的跨学科通论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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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追溯组织行为学的思想源头，即关于工业化社会中组织行为特征和规律性的理论研究历程，至少与“工业化”和“科学史”一样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其中，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视界和历史逻辑上，有三位思想家的贡献和影响尤其巨大而深远，他们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卡尔·马克思(Carl Max，1818~1883)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工业化的历史富有戏剧性：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曾给人类带来不断涌流的物质财富和越来越丰裕的生活条件，但同时也给其间“高度组织化”地工作着的人们带来了“非人”的苦难。工业组织对于人类行为这种“异化”的矛盾性，曾被三位思想家敏锐地觉察、捕捉到并得到其深刻的剖析和批判。

1.2.1组织的现代特性及威力

现代工业组织的突出特点和巨大优势在于专业化分工，其好处被经济学鼻祖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国富论》中做了精辟描述和肯定。他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有了分工，同数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其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避免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1］
 斯密敏锐地看到了专业化分工这种“组织效应”的巨大威力，并将它看作是社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和社会财富大规模涌流的主要源泉。

专业化分工是市场交换的组织基础，市场是分工的社会实现形式；同时，分工又起因于交换能力，专业化程度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而“资本”，实质上就是借助专业化分工和市场交换体系来进行的一种“迂回”生产方式，是一个人和组织在动态上实现“未来”预期目标而在“现在”或“过去”投资形成的一种迂回手段。因此，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工业组织，其巨大威力和神奇优势，并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超越个人行为的巨大“社会力量”。借助这种社会力量，资本主义在短短几百年的时间里创造出的财富，比人类过去成千上万年累积的还要多得多。这一点，不仅斯密阐释得很明白，而且马克思也给予了极为充分的肯定。

1.2.2工业组织的异化和局限性

以此同时，以专业化分工为基本特征的工业组织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显然，过度强调专业化分工，就会走向反面，会大大影响工作效率。更主要的问题是，专业化分工对人性的异化，对于组织中人的劳动价值和内在工作意义带来的扭曲。对此，斯密和马克思也都看得一清二楚，所不同的是：斯密侧重于从正面效应看问题，因而更多地加以肯定和阐释；而马克思则主要关注其负面效应，进而更多地予以否定和批判。

在论述到现代社会组织中人们内在的全面发展需要与外在的专业化分工体系之间的关系时，斯密曾明确指出：“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人们壮年时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2］
 斯密清楚地看到了极端专业化的分工有可能对人们精神创造力所带来的伤害：一个人如把他一生全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他自然要失掉(精神上)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昧、最无知的人，他对自身特定职业所掌握的熟练技巧，可以说是由牺牲他的智能、他的交往能力、他的尚武品德而获得的。

关于分工的这种特殊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作了精辟的论述。他们指出：“分工还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于自发地形成的社会中，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是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3］
 马克思的特殊贡献在于，利用“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辩证史观和方法论，对于人们在现代工业组织的“生产关系”及其社会属性和制度实质进行了深刻剖析，并在社会意识形态和制度层面上严厉批评了工业组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对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所造成的“异化”。

1.2.3现代组织：精神气质与理性模式

相对于斯密和马克思所强调的组织经济行为特征及其对人的社会性异化力量，韦伯则主要从传统或信仰的精神层面着手，试图从世界各民族宗教“经济伦理观”和“精神文化气质”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并描述现代组织(特别是公共行政组织)的驱动力、运作机制和行为模式。

在20世纪初发表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认为：西欧民族经过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后形成的各派“新教”，其主要教义即“神召天命”思想是现代社会组织行为的精神实质，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新教提倡社会组织中每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工作都是“神的召唤”，都体现着“上帝的意志”，从上帝的角度看，每个社会成员在特定组织中的所有职业工作及世俗事务本身都是正当的、崇高的道德活动，人们在组织中的工作成就和成功正是一个人真正属于“上帝子民”的最直接、最崇高体现；人在组织中努力劳动、积极工作，不是为了追求超越需要的外在物质利益(这种追求不仅是“不正当”的而且是“邪恶”的)，而是要体现“神的意志”，形成一种“善”的人生目标和精神追求。［4］
 其实，这种从宗教意义上引申出来的“资本主义精神”，也蕴涵着更有普遍性、更具深刻性的组织行为思想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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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韦伯看来，组织不过是人们为实现其特定目标而“理性”设计的一种工具或手段，而从工具理性或技术效率的角度来讲，由于特定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的驱使，使得“资本主义”明智地选择了最理性化、最富有效率的生产组织方式。与斯密和马克思不同的是，韦伯既没有从正面颂扬也未从负面批判这种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而仅是从“科学理性”的角度，指出并描述了其“本来是什么”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正面或负面社会效应。以此思想方法为指导，韦伯对现代社会中各类组织、特别是“官僚组织”的行为模式及特征进行了分析和描述。他认为：相对于以传统或个人魅力为基础和驱动力的传统社会组织来说，以法律权威为合法性基础、以科层等级结构为基本特征的

大型官僚组织，是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是一种最普遍、最理性化、最有效率的组织行为模式。正因于此，这种组织形式或组织行为模式不仅常见于政府机构，也广泛存在于工商企业、非营利性甚至宗教机构。

总之，韦伯强调现代组织的“理性化”行为特征，即认为工作专门化、职权等级化以及运作制度化和非人格化是现代社会组织的必然发展趋势，也是现代社会中“理想型”组织的根本性标志和基本行为模式，而这也成为后来以泰勒和法约尔为代表的古典管理学派关于组织行为理论阐释之直接思想源头。显然，与斯密和马克思一样，韦伯也同样敏锐地察觉到现代社会中组织行为的双重性和矛盾性，并充分认识到组织中越来越“官僚化”的形式结构对人的自由个性、自主精神及主体创造力的异化和压抑，不同的是他更倾向于将希望寄托在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制度规则上，试图通过完善的民主制度来为组织选择具有“人情味”和“价值导向能力”的领导人，从而点燃组织变革和创新的“火花”，以此超越外在的官僚制组织结构对人类行为的异化和限制。

可以看出，在这里，与其他很多思想家们一样，韦伯也不自觉地陷于了一种“悖论”：本来是为了克服传统社会组织价值导向“非理性化”局限而按照工具理性的思路特别设计的“理性化”组织模式，其局限性到头来恰要由“非理性”的价值导向机制去化解。这种理论设计与对策思路之间“自掘陷阱”的悖谬循环困境，恰恰反映了现代社会中组织行为内在的双重矛盾性，以及它在现实中具体表现形态的异常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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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现代工业组织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关系。这既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效应，也对人性造成某种程度的异化。以法律权威为合法性基础、以科层等级结构为基本特征的大型官僚组织，是现代社会中最普遍、最重要、最有效率的组织行为模式。如何克服现代组织中越来越“官僚化”的形式结构对人的自由个性、自主精神及主体创造力的异化和压抑，是组织运营管理和组织行为研究的一个根本性问题、长期性任务和挑战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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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行为学的兴起源于实践需要。人们之所以在理论上对人在组织中的行为特征和规律性予以特别关注，就是因为现代工业组织运营实践本身具有对“管理”前所未有的迫切需要和特殊要求，由此在早期激发了一大批工业管理专家及管理教育先驱相继辈出，其中著名的有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查尔斯·巴比齐(Charles Babbage，1792~1871)和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1778~1857)等，他们基于各自切身的工厂管理经验，对工业组织运作以及人们在组织中的行为特点和规律性，作了朴素而可贵的开拓性探索。［5］
 后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工业化革命和制度化管理实践“历史地”巧遇了两个伟大人物，他们也恰巧都是工程师出身的管理实践家：一个是美国人、“使用秒表的文艺复兴式人物”弗里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他使组织管理学以“科学”的面目正式登上学术大雅之堂；另一位是法国人、“被同代人长期忽视的伟大人物”亨利·法约尔(Henri Fayol，1841~1925)，他首次将工业组织管理过程在理论上作了“一般化”推广和系统化阐释。

1.3.1“科学管理”传统

工业化早期，“业主制”是当时典型而普遍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按照学术传统上的说法，也就是所谓“资本雇佣劳动”模式。在这种企业组织中，管理者是资本家兼企业家的“业主”(雇主)，被管理者是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即雇佣工人，管理活动中人和人的关系往往处于一种“给钱干活、干活索钱”的外在对立冲突状态。在这种情势下，资本家与工人这一对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拿今天的话说就是所谓“劳资矛盾”，在18世纪末的英国和19世纪末的美国就日益激化起来，演变到后来，罢工浪潮可以说是此起彼伏、“阶级怒火”就像烧不尽的野火越来越呈燎原之势(见专栏1-1)。于是，业主管理者们很为“恼火”，一开始大都以“强硬”的态度，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本权利，借助并操纵强大的国家机器，进行“阶级压迫”；到后来，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在管理策略技巧上积极寻求“科学方法”，来有效监管和控制工人的组织行为。这就是早期工业组织中所谓“科学管理”的现实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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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1：情景故事

钢铁大王卡内基时代的罢工浪潮和劳资冲突

1855年，年仅20岁的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凭借个人胆识和眼光，不仅借了600元的巨款，还将住宅作为抵押，买下了亚当斯快递公司的股票。同时，在斯考特先生的提携下，当上了阿尔图纳调车场事业总部秘书，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对付劳工罢工运动。

因为受法国二月革命(1848年2月法国爆发革命，放逐国王路易腓力，成立第二共和国)以及英国民权运动的影响，美国一些铁路工人也在酝酿罢工，并成为当时的时代潮流。但这对像卡内基这样的年轻管理者来说，却是个令人讨厌的麻烦。

一天傍晚，卡内基在下班返回旅馆的途中，发现有人跟踪他。

“卡内基先生，您认识我吗?”一个戴着鸭舌帽、工人模样的男子追上来问他。

“……”

“我是乔，前些时托您的福，才得以进入调车场修理部当工人。”

“喔，……”卡内基这才从紧张的神经中放松过来。

“我有情报向您报告，请到暗处来！”

“好啊……”卡内基相信了这个工人。这段时间，卡内基正殚精竭虑地致力于罢工的离间工作，利用这突如其来的一把刀来斩草除根，对他来说真是天赐良机。他边想边走，随着乔来到了露天煤厂的一个阴暗角落。

“从星期一开始，他们要举行罢工！”

“哦?”

“这是主谋者与参与者的名单。”乔低过一个包裹严实的信封，并解释说：“如果您听任不管，再过三天客货车将全部停驶。”

“谢谢！”卡内基喜出望外地道别。

随后，卡内基立即将名单交给了总部部长斯考特先生。

第二天，斯考特先生召集了所有黑名单上的主谋者,严厉地宣布：“好，现在统统到会计科那里领钱，以后就不必来上班了！”

这次罢工就这样被预先制止了。卡内基望着斯考特先生刚毅决然的表情，以及被解雇者哭丧着脸的失落模样，突然记起了自己小时候在苏格兰邓弗姆林的父辈们，那些当年参加民权运动的纺织工人们当时出现在他眼前的就是这种脸孔。

37年后，也就是1892年7月份，功成名就的卡内基如往年一样携夫人在苏格兰拉诺克牧场度暑假，5日他向国内霍姆斯特德钢铁公司的下属佛里克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密电：“……纵使工厂内杂草丛生，也不再雇佣反叛之徒。胜利属于我们！”由此遥控策划了一起警备公司与劳工枪战的流血惨案。

第二天拂晓，在淡淡的月色中，莫农卡黑河面上吹着令人窒息的热风，一艘大拖船发着沉闷的发动机声从匹茨堡驶出，朝着霍姆斯特德工厂的码头驰骋而去。大拖船的船舱及后面拖着的两艘舢板上，有近百名全副武装的彪形大汉，个个手持莱福枪，这是佛里克秘密签约的皮卡顿警备公司在行动。所谓“警备公司”听起来很好听，其实就是破坏罢工的武装暴力集团。

一时间，号称“万人冶铁镇”的霍姆斯特德已经成为“革命的战场”，全美钢铁劳工联盟占据了镇公所和警察局，并控制了整个生产管理系统。警备公司动用武力由码头进入工厂，在陆地上立刻遇到还击，用汽油弹炸毁了舢板，结果造成了11人死亡、60人受伤的大惨案。警备公司武装人员不得不举白旗投降，被拉到镇上游行并再次遭受袭击，死伤惨重。

最后，佛里克不得不求救于州长，由州政府派出8 000人的骑兵部队前来镇压，才算制止了这场震惊世界的劳资冲突暴乱。

资料来源：大森实《钢铁大王卡内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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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罗所处的时代，正是美国工业革命的全盛时期。伴随着欧洲工业文明在北美的广泛传播，特别是1861~1865年南北战争军需的特殊刺激，美国创业者们可谓“如鱼得水”，开始了他们各自雄心勃勃、轰轰烈烈的发家史。当时，工厂大多是典型的业主制企业，资方管理人员、特别是工头往往凭经验随意对工人实施控制监管，他们任人唯亲、随心所欲、独断专行，在日常管理中出言不逊甚至污言秽语，常常像盯贼一样看守着工人劳作，像吆喝牲口一样吆喝工人干活，从而使劳资矛盾日益尖锐化、劳资冲突不断升级。泰勒科学管理原理的提出，一方面就是基于这样残酷的历史现实，另一方面也是针对这样一种现实所做的改良性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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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当时劳工管理模式的现实状况和历史局限，泰勒在管理学上的人性假定是极其悲观的。按照泰罗的看法，如果认为工人也有“创造性”、“积极性”，那是“非科学”的；如果让工人参加管理工作，那是愚蠢的；对于这种人讲百分比没有意义，因为他们头脑简单，无法理解。对于一个适合装卸生铁的人进行管理所必需具备的各种主要条件之一，就是他应该愚蠢得像头牛而不是其他，也就是说，他必须被一个比他更聪明的人来训练和控制。所谓“科学管理”原理，简单地说，就是：(1)对工人操作的每个动作进行科学研究；(2)科学地挑选工人，并进行教育和培训使之成长；(3)资方与工人们分工协作，以保证工作按既定的科学原则进行。其操作要点和步骤是：首先，精

心挑选合适的个人；其次，告诉他们这样干活不仅无害而且有实际好处；其三，帮助他们获得完成既定工作定额的技能；最后，在具体工作场景中使工人严格按照“科学”程序和方法劳动。［6］


值得肯定的是，“科学管理”理论将关注的视点聚焦在组织中人的工作上，其伟大贡献在于对人类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劳动或工作，第一次在“作业研究”的理论层面上进行了系统化的科学总结。正如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中所高度评价的：“的确，科学管理是有关员工和工作的系统化科学，可能是自《联邦论》以来，美国对西方思想最伟大而持久的贡献”；但是，“就好像所有伟大的见解一样，科学管理本身非常单纯”，它也是“管理员工和工作中最古老的一种方法，在19世纪末与工程学一同兴起”，因而“也最早变得了无新意”。其盲点有二：一是工程学上的，将“分析的原则”与“行动的原则”混为一谈，认为“个别的分解动作是良好工作组织的根本要素”而“没有明白整合的必要性”，因而“不加验证就假定人只是机械工具”；二是哲学上的盲点，将“计划”行为与“执行”活动割裂开来，将组织中的人武断地区分为少数精英“计划”管理者与多数“听命行使”的被管理者，其管理思想渗透着“一种模糊而危险的精英哲学观”。［7］


虽然泰罗本人极有同情心，也曾将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享乐，甚至具有比享乐更高层次的意义，并以“为工人服务”为其终生奋斗的基本宗旨，但由于其所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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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限，他对组织人性假定总的来说是悲观的，其组织管理思想确实充满着浓厚的精英主义、科学主义色彩。他主张通过发明“微动计时器”、绘制“动作分析流程图”、设计“刺激工资制”等技术手段，以最大限度提高劳工效率和企业利润。效率高于一切，多就是“好”，组织中的管理与人性、情感、尊严、伦理无关——这种“泰勒主义教条”，曾被后来的追随者，如吉尔布雷斯夫妇(Gilbreth Frank，1868~1924；Lillian，1878~1972)等，诠释到了几乎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的地步。

关键的问题在于，纯粹依据理性方面的技术规范来管理一个社会的组织，此事本身便是违反(人)理性的。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被同时代伟大的工业实业家、汽车大王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1947)，以令人震惊的傲慢强硬态度付诸了实践；虽然在个人关系上，这位“无知的理想主义”实业家与“求实的科学主义”管理家泰勒，如同两股历史轨道上跑的车，始终毫无来往、互无影响。［8］


1.3.2“一般管理”传统

在工业化历史进程上，法国远远落后于英国，直到19世纪中叶，大多数工业企业的组织规模都很小。直到19世纪末，在大型钢铁公司纵向一体化发展的引领下，一些大规模生产的巨型企业组织才在法兰西土壤上逐渐成长起来。法约尔关于现代组织管理职能和过程的“一般管理”思想，就是在长期运营管理“科芒里特-富香博”(CommentryFourchamboult)这样一种巨型采煤和钢铁联营公司的经验基础上，经过系统化的理论归纳和总结而形成的。

在当时的法国社会，管理在工业组织中的重要作用并没有得到普遍了解，学校教育的重点也大都侧重于技术和技能训练，法约尔却在自己的长期管理经验中洞察到了这一点，并力图在理论上进行系统的归纳、梳理和总结。他认识到：对于一个企业而言，一个管理能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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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而技术上平庸的领导人，比一个技术上出色而管理能力平庸的领导人，一般来说要有价值得多，也就是说，组织的成功更多地取决于其领导人的管理能力而不是技术能力。不仅工业企业是如此，其他组织，诸如政治、宗教或慈善等组织中，都需要管理；所有组织的领导人，都必须接受系统的管理理论培训，具备管理素质和能力，才能胜任并获得成功。

与泰勒关心基层作业和车间生产管理的“科学方法”不同，法约尔关注的是整个组织中管理者应该发挥的“基本职能”和“一般原则”。基于自己数十年的实际管理经验，法约尔在1916年出版的巨著《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中，提出了具有广泛普适性的组织管理五个基本职能及十四条一般原则。［9］
 他将一个组织的所有活动按照职能分为六大类，即技术的、商业的、财务的、会计的、安全的和管理的。其中，管理活动的基本职能包括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五个方面，即预测未来、制订目标和行动计划，有效配置和组合各种资源，领导组织成员，使有关方面和环节相互配套，并在执行过程中随情况变化及时反馈、调整和修正。法约尔还从自己“运用最频繁的”管理经验中，总结出了任何组织都必须灵活贯彻的十四条一般管理原则，如果用汉语的工整对仗词语来表达，即：明确分工，责权相当，纪律严明，指挥统一，领导协同，顾全大局，合理报酬，民主集中，等级链接，运作有序，公平友善，人员稳定，积极主动，精神团结。

毫无疑问，法约尔关于现代组织运营管理职能、原则和过程，在“一般理论”层面上所进行的系统阐释，对于后来组织行为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他提出的五大管理职能和十四条管理原则，几乎贯穿了现代组织中个体、群体和整体所有层次上的组织行为，涵盖了组织中人的社会行为、经济行为、政治行为和文化行为等各个层面的行为特征和规律性，也普遍适用于现代社会中包括工商企业组织、政府公共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等在内的几乎所有类型组织管理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法约尔的组织运营管理理论，在管理学的理论视角和话语体系下，为组织行为早期研究提供了活络的经验材料和必要的学术积累，奠定了初步的框架基础，构建了基本的理论纲领，这就为后来组织行为学的正式形成、不断完善和进一步发展铺平了宽广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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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组织行为学直接导源于现代工业组织运营管理实践，古典管理理论为组织行为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初步的科学基础和构架。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将视点聚焦在组织中人的工作效率上，其伟大贡献在于对人类组织行为第一次在“作业研究”的技术层面上进行了系统科学的理论阐释。法约尔的“一般管理”原理，则将视野扩展到工业组织之外，用更具普适性和通用性的管理学话语，为组织行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经验素材、指引性的研究纲领和奠基性的理论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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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组织行为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说，在所有以人类行为特征和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中，心理学是最直接、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一门基础学科。现代心理科学从内隐和外显两个层面对人类行为基本特征和规律的阐释分析，为组织行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宽广的学术平台。为此，有必要对现代心理科学的起源、发展历史和演变脉络，以及各主要学派的独特视点、核心思想、突出贡献和局限性，做一个简要评介。

1.4.1心理学演化脉络

心理学(Psychology)，顾名思义，是一门“阐释心灵”的学问。而关于“心灵”(Soul)的哲学和宗教阐释，则已有数千年之久的思想渊源；但是，作为一门专门研究精神现象的“科学”(Science)来阐释，则是19世纪末才开始的事情。因此，心理学可以说是一门“渊源数千载但却只有百年历史”的学科。如果更形象地说，现代心理科学的诞生，就是以千载流传的哲学思想为父，以有数百年史的生理学知识为母，并在生物学、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催生下，才快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20世纪前半叶，心理学的研究重心，由内在的“心理过程”(Mental Processes)，逐渐移向外显的“行为表现”(Behavior/Experience)；20世纪70年代以后，现代心理学才逐渐演化成为一门以人的心理现象及其行为表现为特定研究对象的科学。［10］


其实，现实中的人类行为是复杂多样、难以捉摸的，它是在复杂多变的特定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中，由“身”(自然属性和生理机制)与“心”(社会属性和心理机制)两个方面非线性耦合而成，并随机或内隐或外显地存在和表现出来的。心理学侧重于对“心”的阐释，不能不联系并考察生理学关于“身”的解析，同时，也要将身心结合起来作为一个生物有机体，考察其在现实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是如何进行适应选择的，这又不能不涉及到生物学、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及结论。其观点归纳起来，无外乎是：要么“一元论”(Monism)，要么“二元论”(Dualism)；前者，或是“唯心论”(Idealism)，或是“唯物论”(Materialism)，或是“折衷论”(Eclecticism)。心理学作为一门“超科学的科学”，在与其他学科的“分工合作”中，实际上就是沿着这样的基本逻辑和脉络，对于人类行为特征和规律性进行多方位探索的。

1.4.2达尔文进化论遗产

在前现代社会，由于没有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作支撑，人们主要是借助哲学思考来探索“心-身问题”(Mindbody Problem)，这最早可以追随到两千多年前古希腊贤哲亚里士多德(Aristotles，公元前384~322)关于人性、感官、记忆和认知等问题的阐释，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法国哲学家笛卡尔(René Descarts，1596~1650)和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他们先后承继发展起来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思想，认为人类行为是“身由心驱”的结果，即人身体的一切活动都系由与生俱来的理性即心理功能所控制；而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ke，1632~1704)则倡导“经验主义”(Empiricism)，强调人类一切知识均来自后天经验，认为人性本无善恶，人的行为之所以有所不同，全由后天经验及“观念理想”(Association of Ideas)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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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中叶，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发表名著《物种起源》［11］
 ，提出“进化论”(Evolutionism)，在科学史上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事件，其与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一起，被恩格斯并称为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进化论的核心思想，简单地说就是“自然选择”，其基本法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就是说，世界上存在的任何物种和生物形态，并非上帝所创造，而是在遗传、变异和生存斗争的“自然选择”中，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进化演变而来的。变异、遗传和选择是进化论的三个关键词。所谓“变异”，即同种类生物的个体之间因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性。但是，不是所有变异都可以遗传下来，只有那些稳定地从亲代遗传到子代身上、可以代代相传的变异，才

在进化中发挥作用，这导致不同种类的生物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性。在特定的环境中，如果一些生物体拥有某些有利于生存和繁殖的遗传特征，那么这些生物体将会留下相对于其他生物体较多的后代，于是，这些生物就因“差异繁殖成功率”较高而被“自然选择”，从而得以在进化中代代相传。

达尔文的进化论具有革命意义，其影响堪与哥白尼、牛顿相媲美。更重要的是，达尔文改变了传统人性论、历史观，这不仅在科学史上，而且在哲学史、特别是心理学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及深远影响。进化论原理不仅适用于自然界，而且也是人类在社会环境中所遵循的“生存竞争”法则，并被用来解说人的适应性选择和历史演化行为，这也成为后来心理学发展中外显行为研究倾向的重要思想源头和学术主题。后来，达尔文在《人类的起源》(1871)等著作中，认为人类也是进化的产物，人类情绪表现是生存所必需的动物情绪之残存物，而且人类面部情绪表现具有文化普遍性，这成为现代比较心理学、动物心理学和进化心理学研究的最初思想来源。达尔文进化论还对当代心理学其他流行的研究主题，诸如发展心理学、心理生物学、心理测量学、行为遗传学以及各种应用心理学研究课题，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将进化论用于研究和揭示人类社会行为时，诸如对爱恨情感、利己利他倾向、好战与友善、宗教仪式、道德伦理、婚姻制度、择偶策略、亲疏关系等等，如果运用由进化论直接产生的“社会生物学”来分析研究，往往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当然，其影响也并不完全是积极的，例如，在用进化论解说种族、性别差异以及社会竞争机制时，衍生出来的“种族达尔文主义”、“性别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理论观点，时常会引发一系列政治性争议或谬误。

1.4.3心理“科学”之传统

尽管“生理”机制与“物理”机制有很大不同，但是，17、18世纪人类所取得的科学成就，足以促使人们以用全新的、更精确的方法，来重新审视和解释古老的“心-身”哲学问题。当时，人们在生理学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无论是在认识论上还是在方法论上，都为现代心理学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科学”准备。现代心理科学，就是以建立在达尔文进化论基础上的生物学为宏观背景和思想媒介，由生理学、解剖学及神经医学所开创的人体解剖技术和实验方法为微观基础和学术母体，并将之与传统哲学关于“心-身问题”的各种认识论和方法论解说相结合，由此孕育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12］


心理学的有关实验科学研究，最初是从神经机能着手研究知觉现象开始的。首先，英国生理学家查尔斯·贝尔(Chaeles Bell，1774~1842)与法国生理学家弗朗索瓦·马戎第(Francois Magendie，1783~1855)先后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现：感觉神经与运动神经在解剖和机能上存在差异，这表明特定的心理机能是由不同的解剖结构承担的，也就是说，感觉机制由不同于反应机制的神经所控制，这个原理被后人称为“贝尔-马戎第定律”。后来，德国生理学家约翰尼斯·缪勒(Johannes Müller，1801~1858)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特殊神经能说”，他通过实验证明：无论怎样受到外界刺激，五种感觉神经都有自己的特殊能量，人类对外界刺激之所以有感知，完全是各种不同神经传导所产生的特殊能量所致，而眼耳鼻舌身每一种感官都会对某种特殊的刺激最敏感，由此形成感觉的“特殊兴奋性”，乃是由中枢神经系统的特性而不是由外在特殊物理刺激所决定的。这个学说是缪勒对于心理学最有意义的贡献，作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试验生理学家，缪勒特别强调生理实验研究对于心理学的重要作用，认为“没有人能成为心理学家，除非他首先成为生理学家”。接着，缪勒的弟子赫尔曼·冯·赫姆霍茨(Hermann Von Helmholtz，1821~1894)，进一步将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与心理学联系在一起，特别对色觉和听觉现象进行了综合而深入的研究，这为现代心理学关于知觉现象的理论阐释奠定了坚实基础。

18世纪末，人们普遍相信一个人的性格可以由分析其面部特征、身体构造以及体态和运动习惯方式来辨识。这种被称为“人相学”的方法，激发了人们开始对大脑机能进行初始研究和探索，结果发现：物理刺激通过感受器转化为神经冲动，进而引起各种主观经验，而这直接与神经冲动的终端即大脑的构造及活动有关。那么，感觉过程与心理感受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人们试图用科学实验的方法来回答这一问题。对此，德国生理学家古斯塔夫·西奥多·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1801~1887)首先做了开拓性和奠基性研究，他通过精密的实验设计来测量和考察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即：对感官的物理刺激属性变化，与受试者的心理反应(感觉意识)之变化，这二者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对应关系，由此奠定了“心理物理学”(Psychophysics)的基础。而心理科学的正式诞生，一般公认始自德国人威廉·马克西米利安·冯特(Wilhelm Maximilian Wundt，1832~1920)的实验研究工作。

1879年，冯特在他供职(共长达45年)的莱比锡大学建立“实验心理学研究所”，这是世界上专门从事心理学研究的第一个实验室，标志着科学心理学的诞生；此外，冯特还于1881年创办了第一份实验心理学专业杂志《哲学研究》，后改名为《心理学研究》。冯特为实验心理学设定了两个基本目标：一是寻找基本的思维元素；二是寻找将心理元素结合为复杂心理经验的规律。为此，冯特在继承缪勒和赫姆霍茨衣钵并对生理心理学做出集大成贡献的基础上，进一步以突破性的构想和方法，即所谓“内省法”(Introspection)，直接从“意识/心理内容”(Consciouness/Mental Content)开始，对感觉、思想、情感和意志等心理现象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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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系统和具有验证性的科学研究。由此，冯特被尊称为“(实验)心理学之父”。

冯特试验心理学研究的科学取向，显然受当时以实验为基础、旨在分析探究“物性”结构或原理的化学和物理学影响很大，因此，冯特所开创的心理学研究方法被称作“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后来，冯特的英国弟子爱德华·布雷德尔·铁钦纳(Edward Bradford Titchener，1867~1927)，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将结构主义作为心理科学的第一个学派正式开立门户并发扬光大。其基本观点是：人的经验可以经内省而知，经验构成意识，意识由感觉性(知觉)、想象性(观念)和情感性(情绪)三个基本元素构成；因此，心理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借助内省法，来探索和控制不同刺激情境下，各种元素结构的具体情形。铁钦纳去世后，结构主义消亡，心理学研究呈现多元化走向，形成学派林立局面。

1.4.4外显行为研究趋势

心理学从内隐的结构主义走出，转向外显行为研究，其第一面旗帜就是由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所开创的“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学派。詹姆斯是从欧洲心理学向美国心理学过渡的代表性人物，他在1890年出版的《心理学原理》标志着功能主义学派正式诞生。在学术传统上，功能主义学派其实可以看作是达尔文主义进化论传统与美国个人主义精神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相结合的产物，其基本假设来自于英国哲学经验主义和生物学进化论思想传统，在此基础上加上科学实用主义精神，最后在美国个人主义文化土壤上孕育发芽并茁壮成长起来。功能主义者认为：心理学是一门实用科学，其基本任务就是通过一切能够增进认知的方法，诸如内省法、心理测验以及动物行为或精神异常行为观察研究法等，来探索心理过程和行为在帮助有机体适应外部环境时究竟是如何起作用的，以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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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切实指导人们去有效改善个人生活、提高教育效果或提升工作绩效。功能主义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将心理学中的实用主义精神发扬光大，这直接导致和促进了一系列应用心理学科产生和发展；二是将心理学研究方法大大拓展，这直接引发心理学研究进入百花齐放、学派林立的局面；三是将心理学研究主题向外引申开来，使研究视野广泛扩展到人类行为及活动的各个层面，诸如意识流、习惯和本能、自我价值判断、情绪控制和自由意志实现以及宗教经验等等。

真正将心理学研究正式地、大规模地导向外显行为的，是由美国心理学家约翰·B·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1878~1958)所创立的“行为主义”(Behaviorism)学派。华生在提出行为主义心理学时，受伊凡·M·谢切诺夫(Ivan M. Sechenov，1829~1905)、伊凡·彼得罗维茨·巴甫洛夫(Ivan Petrovitch Pavlov，1849~1936)和弗拉德米洛·别赫切列夫(Vladimir M.Bechterev，1857~1927)等俄国客观

心理学家的影响和支持，但他基本上是独立于俄国学者而提出自己心理学观点的。华生对大脑生理学本身不感兴趣，而主要专注于由刺激引起的生理反应机制，这种反应的副现象即所谓“行为”。华生认为：关于心理现象的科学解析，不能根据不可观察的内在事件(如意识)来进行，而都应以客观上可以观察和测量到的外显行为即“客观的客观”事实为准；个人行为不是由遗传决定、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受环境影响并通过学习得来的，因此通过对动物或儿童外显行为进行观察测试，可以推断和解释一般人类行为特征。正是由于他的研究和影响，才使心理学研究从关于意识状态的描述和解释，转向了关于行为的预测和控制，并使外显行为成为心理学几乎唯一的主题。华生的影响之大，以至于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后来的心理学家几乎都是行为主义者。

20世纪30~50年代，在逻辑实证主义(它将科学划分为经验的和理论的)影响下，华生的“激进行为主义”(Radical Behaviorism)受到质疑，出现了各种变种的行为主义，即所谓“新行为主义”(Neobehaviorism)。其基本观点是：心理学研究可以逻辑实证主义原则来使用“理论术语”，所有理论术语都应该具有可操作性意义；由于动物试验具有更易于控制相关变量的优点，而动物认知和学习过程仅与人类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因此，应该通过控制和观察动物行为来间接研究人类行为；学习是有机体适应环境变化的基本机制和方式，因而是最重要的。新行为主义的这些观点，其实是对激进行为主义将心理学研究对象极端外显化和狭窄化取向的一种矫正，这使行为主义在当代心理科学发展中具有更加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当时，在人文社会科学各界，“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s)之所以异军突起、纵横驰骋和声名远扬，在学术传统上，可以说就是直接导源于行为主义心理学及其影响。

1.4.5更完整现实地分析精神现象

当行为主义在美国畅行无阻的时候，一个被称作“格式塔”(Gestalt)的心理学派在德国崛起。在德文中，Gestalt有“构型”(Configuration)、“整体”(Whole)或“形态”(Form)的含义，所以，此学派名称也被译作“完型心理学”的。该学派的创始人是德国心理学家马克斯·惠特海默(Max Wertheimer，1880~1940)，他于1912年发表《运动知觉试验研究》，被认为是格式塔心理学派形成的标志。格式塔心理学反对心理学中任何形式的元素主义，既不同于结构主义将意识还原为元素的企图，也不同意行为主义将个体刺激反应机制连接为整体行为的理念，而是主张知觉经验虽然得自外在刺激，各个刺激也可能是离散的，但人们所经验的并非事物孤立的片断，而是经过心理过程有组织地感知事物的总体形态和完整意义。因此，心理现象不是物理刺激“客观的客观”反应，而是一种有选择的“客观的主观”反应，心理学应该以整体方法来研究意识在行为中的自然显现。后来以信息处理和认知过程为研究对象的“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就是在格式塔方法论和研究主题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如果更完整、更现实地分析精神现象，就会发现人们实际生活中的意识经验其实包括显意识和潜意识两个层面。在心理科学形成和发展中，尽管从结构主义到功能主义，再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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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乃至格式塔心理学，都认识到了潜意识过程，但都没有正面地关注它、系统地分析它。最初引起人们正面关注和系统分析潜意识现象的，并不是来自于学院或试验科学研究领域，而是来自于精神疾病的临床实践。19世纪末，精神分析成为一套完整系统的心理学理论，是由奥地利精神医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l Freud，1856~1939)做出集大成贡献的。弗洛伊德氏所创立和推广的“精神分析论”(Psychoanalysis)，不仅是现代心理学中最有影响力的学派之一，而且也是对当代人类文化有最大影响力的学说之一。

精神分析论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庞杂，几乎涉及到精神现象的各个方面，但归纳起来，其主要内容和贡献可以说有三个基本点：一是大大拓展了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二是创立了一套治疗人类心理障碍和精神疾病的精神分析方法；三是将心理学拓展运用于解释诸

如宗教、体育、政治、艺术、文学和哲学以及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的现象。弗洛伊德首次对潜意识动机、婴儿性欲、梦和焦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观察研究，提出了包括人格动力(Personality Dynamics，其关键观念有潜意识、性本能、生本能和死本能等)、人格发展(Personality Development，分为1岁口腔期、2岁肛门期、3~5岁性器期、6岁以后的潜伏期以及性征或生殖期等不同发展阶段)和人格结构(Personality Structure，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在内的综合性人格理论，以至于后来的人格理论都可以看作是对其在某一方面所进行的完善或细化。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们第一次系统揭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异常或正常行为的内在心理病理学机制，使人们对于诸如梦境、遗忘、失误、择偶、幽默等日常生活现象的理解更加深刻和清晰。总之，弗洛伊德学派以其不太“科学”或“精确”(缺乏证伪性、没有严格检验性或操作性)甚至有些模糊、混乱和偏激的术语及研究方法，对人类行为几乎所有的方面，都给予了活灵活现的、极为有趣的、具有包容性并可由每个人凭借生活经验亲切感知的理论解说。

1.4.6回归人本主义

20世纪60年代，美国等西方社会进入了一个“精神喧嚣”的时代，在反战运动、种族抗议活动中，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嬉皮士化”叛逆，他们在肉体本能上追求更加“自由”和放荡不羁的感官刺激，在精神情感上有明显的世俗化和颓废化倾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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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种不同于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论的“第三势力”(Third Force)在心理学界悄然兴起，这就是以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1908~1970)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Humanistic Psychology)。人本主义者认为：行为主义将人等同于低等动物或机器人去研究，精神分析论则以异常个体病态行为来推断正常人的精神状态，如果说前者是一种“幼稚心理学”，那么后者则是一种“伤残心理学”，二者在研究人的完整精神状态和现实行为方面都有局限性。他们宣称，应该建立一门真正研究人本身的“主观实在”的新学科，这门学科不是将人作为“客观物体”来考察，而是“把人当人”，将人当作有意识、有情感、有价值追求、能够主动进行选择的独特宇宙存在去研究。人本主义心理学关注的是人的特殊性，即那些使人之所以为人、人与其他物种区别开来的特有属性；在人本主义者眼里，人不仅仅是一个被经验和文化改造的生物有机体，而更重要的是一个能够反思自身存在并赋予其意义和方向的精神性实体。

也就是说，人本主义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其本身就蕴藏着无限的发展潜力，心理学应该以“正常人”为研究对象，研究人类特有的需要层次和复杂经验，诸如动机、欲望、需要、价值、快乐、幽默、情感、责任、爱情、嫉妒和仇恨以及生命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有利于个性全面自由发展的条件和途径。马斯洛认为，指引性知觉是高度集中的探照灯，把光照到这儿或那儿，以寻找满族需要的物体，忽视与需要无关的东西。一个人的行为就是特定情境下最迫切的需要即动机激发出来的，而需要是有层次的。如果按照与动物需要的远近程度，人的需要可以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和爱以及尊重等不同层次的基本需要，以及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需要。前者是一种“缺失性动机”(Deficiency Motivation)，而后者则是一种人的“存在性动机”(Being Motivation)。马斯洛关注的是基本需要满足后人所进入的“自我实现”状态，即一个人不断实现潜能(能力或天赋)，完成使命(召唤、命运或天职)，趋于内在统一(整合或协同)的过程。

通过比较研究诸如爱因斯坦、弗洛伊德、詹姆斯和林肯等一些他认为是“自我实现者”的杰出人物，马斯洛归纳出自我实现者的一些共同特征，诸如：能准确、全面地洞察现实；对自己及他人表现出极大的认同和接纳；具有自发自然性；有独处的需要并独立于环境和文化；以持续新奇的眼光欣赏事物；关心全人类而不只限于亲友和熟人；往往只有少数几个挚友；有强烈的道德感但并不一定接受传统道德标准；具有良好的、善意的幽默感；富有创造力；经常经历神秘或高峰体验，等等。所谓“高峰体验”(Peak Experience)，按照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一书中的描述，就是：“感到视界被无限打开；既感到前所未有的强大，同时又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感到巨大的狂喜、惊喜和敬畏；感到失去了时间和空间；最后，相信发生了某种极为重大和有价值的事，使主体某种程度上在这种经验中得到了改造和加强，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13］
 当然，自我实现者不是没有生活缺点，诸如憨直、轻率、固执、易怒、骄傲等，这些毛病在杰出人物身上都是存在的。到了晚年，马斯洛更加“走火入魔”，进一步关注人性更神秘、迷醉或奇异的一面，进一步致力追求“超个人心理学”(Transpersonal Psychology)，即一种超个人、超人类、以宇宙为中心的所谓“第四势力”心理学。

总之，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基本理念和信条，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1)研究非人类的动物对研究人没有什么价值，主观实在是人类行为的特殊心理指向；(2)研究个体(特别是杰出人物的个体)比研究具有共同特征的群体更有意义，应将主要精力放在发现那些能拓展并丰富人类经验的事情上；(3)研究应寻求那些能够帮助解决“人的问题”的信息，其根本目标应该是完整地阐释并回答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成为一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人本主义以现实中“人的需要”本身而不是纯科学上的需要，去研究人性、研究人类行为和精神活动，这样，就又将心理学当初崇尚的“科学”色彩给冲淡了，将心理学研究重新拉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中。近年来，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兴起和传播，不仅直接引发了教育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等一系列当代新兴应用心理学的形成和发展，而且在更加具有广泛性和普适性的意义上，给人们认识、应对和处理现实生活或工作中人类行为动机或动力，也给学术界关于组织行为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实用的和鲜活的理论指引。

1.4.7小结：组织行为心理学基础

组织是由人组成的，组织行为实际上就是组织中人的行为集合或集中表现，而心理学又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中一门最细微、最精确、最奇妙地解析人类行为的学科，因此，在组织行为研究中，心理学处于一种奠基性的、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心理学是组织行为学形成和发展的母体，没有心理学理论作基础，组织行为学无从建立，也谈不上健康全面发展。是故，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组织行为学似乎就是“组织行为心理学”的一个简称，可见心理学对于组织行为学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有学者将现代心理学的内容归纳为“五大理论”和“八大主题”。［14］
 五大理论是行为论、精神分析论、人本论、认知论和生理科学论。八大主题包括：心理的生理基础；感觉与知觉；学习心理；身心发展；个体差异；动机与情绪；社会心理；异常行为与心理治疗。五大理论与八大主题交互存在，彼此分化和整合，形成十分庞杂的心理学科群，大致可以分为理论心理学与应用心理学两个门类(见表1-1)。其中，与组织行为学最为相关的应用心理学科，主要有工业心理学、工程心理学、管理心理学、人事心理学和组织心理学等。这些学科在内容上往往相互交叉，但各有所侧重，且相互补充。

表1-1现代心理科学群门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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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公认的组织行为学三层次理论体系中，关于个体行为的分析和描述基本上是直接依托理论心理学研究思路和主题来展开的。价值观、态度、知觉和学习，以及人格与情绪，同样直接构成组织中个体行为的心理学基础；而关于组织中个人行为的激励原理和机制，则是直接以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为基础，同时借鉴管理学中的一系列实证研究结论，逐渐构建和完善起来的。至于群体行为和组织行为两个层次的分析和描述，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是直接引用组织心理学、产业心理学、工程心理学、管理心理学和人事心理学等相关应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并借鉴和运用其他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元跨学科研究成果，逐渐组合和完善而自成体系的。

归纳起来，心理学对于组织行为研究的特殊贡献，集中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一般及基础性心理学科，诸如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学习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等，为组织中个人行为的心理特征和规律提供了直接和基本的理论支持；(二)一些理论和应用心理学科，诸如社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和产业心理学等，为研究组织中的群体和整体社会行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经验依据；(三)其他一些心理学科，诸如变态心理学、咨询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健康心理学和心理测量学等，则为工作压力、人际冲突和人员大幅度流失等有关异常组织行为的研究，在基本方法论和实践操作层面提供了直接而有力的学术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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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在所有以人类行为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中，心理学是最直接、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一门基础学科。现代心理科学，是在传统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引下，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为宏观背景和思想媒介，由生理学理论与方法为微观基础和学术母体，逐渐孕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从内隐和外显两个层面对人类行为基本特征和规律进行阐释分析，首先从内隐的结构主义演变到外显的功能主义和行为主义，后提升到强调整体性、综合性的格式塔学派和精神分析学派，最后回归到更加现实的人本主义。现代心理科学研究成果，为组织行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宽广的技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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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界，一个通称作“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s)的庞大科学共同体，逐渐集结并兴盛起来。这个庞杂的学术共同体，实际上是以心理学为基础和核心，广泛融合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经由各个领域专家学者的广泛分工合作、协力推动而形成的。各个学科的研究者们从各个角度和侧面以各自独特的方法，共同研究人类行为、特别是现代大型产业组织中人的行为特征和规律，最后都集结在“行为科学”的旗帜下，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学术趋同、学科融合和跨领域协作现象。从学术承继传统和学科演变路径来看，广义的行为科学研究其实最初起源于狭义、微观的组织行为研究，而组织行为学作为独立学科形成、完善和发展，又是现代行为科学群集成的一个重要产物。从整个行为科学体系演化的层面来看，组织行为学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前半叶的早期组织行为研究属于学科形成前期，50~60年代属于学科集成和昌盛期，70年代以来属于学科发展后期。

1.5.1早期的组织行为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其产业运作中劳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企业生产经营管理陷于前所未有的重重困境。这个时期，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逐渐被垄断竞争的市场经济所取代，大规模、资本密集型、官僚机构式的经济组织大量出现，加之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频繁发生(1870~1900大约有一半时间处在萧条中)和不对称的劳动力市场矛盾长期累积，其结果自然是令人尴尬的：一方面是庞大的失业大军，工资下调的巨大压力以及工作条件的日益恶化；另一方面是资方管理人员、特别是基层工头们粗暴强硬得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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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忍受的传统“劳工”型管理行为。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劳资纠纷频繁发生，劳资矛盾日益突出，暴力事件层出不穷，罢工浪潮风起云涌。于是，为改善劳资关系为首要任务的人事管理就被“历史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正如斯图尔特·克雷纳(Stuart Crainer)在《管理百年》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管理学思想开始关心人的方面，这并不是出于人道的考虑，而是因为绝望。”［15］


在这样的背景下，“产业关系”(Industrial Relations)、特别是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人际关系”(Human Relations)就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诸如员工录用、职前教育、人事档案、郊游计划、福利改善等一系列“工业民主”(Idustrial Democracy)手法，也纷纷被广大管理者们效仿采纳，一时间竟成了解救企业管理危机的“救命稻草”。哈佛商学院的乔治·艾尔顿·梅奥(George Elton Mayo，1880~1949)等人，于1924~1932年在芝加哥西方电器公司Howthorne工厂进行的著名“霍桑实验”，以及由此为标志所开创的所谓“人事管理”(Personnel Management)学派，其实就是对于这种时代背景和管理实践的一种学术和理论回应，它如同漫漫黑夜里点亮了一盏明灯，照亮了被工业机器隆隆声震晕了的经理们的心田。［16］


这里，还应特别提及的是，早期对组织行为学做出奠基性贡献的两位重要人物。一位是原籍德国的美国心理学家、“工业心理学之父”雨果·缪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1863~1916)，他于1913年发表的《心理学和工业效率》以及后来陆续发表的《企业心理学》等著作，最早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现代组织中人的行为，几乎涉及了现代组织行为学中所有研究主题，成为组织行为学的早期开拓性和奠基性文献。另一位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管理学先知”玛丽·帕克·福莱特(Mary Parker Follett，1868~1933)，她在1920年发表《新国家：作为大众政府解决方案的集体组织》以及后来的《创造性经验》(1924)、《动态管理》(1941)、《自由和协作》(1949)等著作中，最早认识到应从个人和群体行为角度研究组织管理问题，其研究视野涉及从政府公共组织到工商企业组织的领导、协调、控制、服务行为以及组织变革等广阔领域，并成为现代组织行为学诸多前沿思想的源头。他们二位以其独特的学术敏感性，立足当时的实践需要，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对行为科学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但是，对组织行为学形成和发展影响最直接、最重大的，还是梅奥等人的“霍桑实验”以及人事管理学派。霍桑实验向人们揭示了：影响生产效率的关键因素不是外在条件，而是员工的心理；工人们追求的不仅是金钱，他们还同样看重工作本身，以及安全、地位、晋升等非物质奖赏。因此，管理者的眼里应该有“人”，一个企业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就是看它能否在管理中“善待”其雇员，能否妥善处理员工的“人际关系”。与此同时，美国管理界创立“产业关系学派”，其宗旨是分析和阐释影响产业中劳资关系的各种因素和力量，寻求解决劳资矛盾和改善劳资关系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各大学纷纷开展相关专业和课程，实业界成立“美国产业关系协会”(the Industrial Relations Association of America，IRAA)，并出版《人事》月刊；司法界也设专门法庭，仲裁审判劳资纠纷案件。在这个研究阵营中，一些实业界经理们把注意力放在劳资关系的管理一方，认为惟有好的管理才能解决劳资问题，主张通过调整日常管理策略以及采取人性化、民主化的方式方法，来修补和完善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劳资关系及契约化管理规范。这就是管理学史上的所谓“人事管理学派”。

尽管梅奥“霍桑实验”和人事管理学派的着眼点及境界都有相当局限性，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由此确实引发了人们对于现代组织中人性面及人的行为层面，予以前所未有的理论审视和现实关注。这些研究者告诉企业的老板们：在注意“成本”和“效率”问题的同时，别忘了工人们的“情绪”和“情感”因素；为了不让他们闹事生非以便好好干活，也要关心他们的生活需要、安全心理和感情变化等，哪怕这种关心有点“虚情假意”甚至让人感觉有点“假惺惺”；为了实现雇主雇员利益关系整合，管理者就要讲究策略和艺术，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在实际管理工作中诱导员工“合作”，在不组织工会罢工的情况下通过“谈判”协商解决矛盾和冲突。现代行为科学，就是在这样一些学术先驱的开路旗帜下，逐渐酝酿、集结和兴起的。

行为科学研究人的行为规律，自然要以心理学为基础和核心。但是，绝不能将行为科学等同于心理学中专门研究外显行为的行为主义学派，行为科学并不排斥而是广泛接受传统心理学关于认知、学习、思维、动机、需要、个性和心理发展等基本原理。而且，如上文所述，当代心理学在各个领域的扩展应用，也为行为科学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理论线索及经验材料。更广泛地看，现代行为科学其实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心理学与管理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实现跨学科大融合的产物，其中，现代大型工商组织中逐渐人性化的管理实践是这种融合的现实契机和关键中介。正是在大型工商组织中人性化管理实践的直接激发下，一些相关的应用心理学分支，诸如工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及组织心理学等，才逐渐集结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组织行为学”，而更加广泛意义上的行为科学群也恰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7］


1.5.2行为科学时代的跨学科集成

20世纪30~40年代，随着美国全国劳动关系法颁布和产业联合会以及各大学人际关系研究机构的成立，梅奥等人的学说以及人事管理学派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二战后已被管理学界普遍认可和接受。战争使平民百姓生灵涂炭，使商人得以投机大发横财，也使管理实践获得难得的历史机遇。以梅奥等人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派遇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刺激下的大规模生产运动，使“人间亲情”在战火纷纷中、在美国商人的热血澎湃中一度得以“激情燃烧”，这也为战后日本“大和”文化及商业精神复兴和传播，以及IBM那样类似《东方红》的企业抒情歌曲［18］
 被人们到处传唱，打下了应有的人文情感基础。

在这样一种时代大背景下，关于个人行为的内在心理动机和基础、组织中人的行为特征和规律，以及人类社会活动中群体行为取向、运作和演变规律，就成为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科学家们共同关注的研究课题，而且他们以各自不同的角度，在自己特定的学术领域，运用不同的科学方法，进行大规模的探索性研究，到20世纪50年代，也都纷纷取得了一系列令人注目的学术成果。

——关于组织的“人性”问题研究，代表人物和代表性理论有：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1906~1964)，他在《企业的人性面》(1957)中提出了著名的X-Y理论；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1904~1990)，他从新行为主义心理学角度提出了著名的学习强化理论；克瑞斯·阿吉里斯(Chris Argyris，1923~)，他在《个性与组织：互相协调的几个问题》(1957)中提出了著名的不成熟-成熟理论等。

——关于人的需要、动机和组织中个人行为及其激励机制的研究，代表人物和代表性理论有：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H.Maslow，1908~1970)，他在《人的动机理论》(1943)中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论；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Frederick Herzberg，1923～)，他在《工作的激励因素》(1959)中提出了著名的保健－激励双因素理论；维克托·弗鲁姆(Victor H.Vroom)，他在《工作与动机》(1964)中提出了著名的激励-期望值理论。

——关于企业组织中非正式组织人际关系及群体或团队行为的研究，代表人物和代表性理论有：科特·卢因(Kurt Lewin，1890~1947)，他提出的群(团)体力学理论，对非正式组织的群(团)体行为要素、目标、结构和动力机制做了系统阐释；利兰·布雷福特(Leland Bradford)，他提出的敏感性训练理论，对组织中的群体行为和人际敏感性及其对提高组织绩效的重要意义等，在操作层面进行了经典阐释。

——关于组织管理或领导行为风格、模式问题的研究，代表人物和代表性理论有：伦西斯·利克特(Rensis Likert， 1903~1981)，他于1961年提出了著名的支持关系领导风格理论；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R. Blake，1918~2004)和简·穆顿(Jane S. Mouton，1930~)，他们于1964年提出了著名的管理(领导)方格理论；罗伯特·坦南鲍姆(Robert Tannenbaum，1915~2003)和沃伦·施米特(Warreu H.Schmidt)，他们于1958年《如何选择领导模式》中提出了著名的领导方式连续统一体理论。

20世纪中叶，相关的研究都集结在“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s)的旗帜下。1949 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一次跨学科学术研讨会议上，第一次提出“行为科学”的概念。1953年，由福特基金会召集各大学相关科学家参加的科学大会上，将以人类行为作为共同研究对象的跨学科群体，正式定名为“行为科学”。随即，福特基金会成立了科学部，建立了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并在1953年拨款委托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专家学者，专门资助他们从事行为科学的教学和研究。此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也相继拨款支持行为科学的研究。1956年，《行为科学》杂志出版发行。

按照美国管理百科全书的权威定义，行为科学是指：运用自然科学的实验和观察方法，研究自然和社会环境中人的行为以及低级动物行为的科学，其涉及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其他学科类似的观点和方法。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分化，行为科学研究逐渐形成个人行为、团队或群体行为和组织行为的不同研究层次。如果以管理学为轴心和主线来看，整个行为科学群主要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门类：一是心理行为学，侧重从心理学角度，研究需要与动机、激励机制、领导方式与组织氛围等；一是社会行为学，侧重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人际沟通及相互作用、组织结构、技术与社会环境对行为的影响。前者称作“微观行为科学”，后者叫做“宏观行为科学”。

1.5.3行为科学中的组织行为学

在英文文献中，关于“行为科学”的名称，习惯上有单复数之分。以复数表示者，是指广义的行为科学，它包括一个庞杂的跨学科群体，凡是一切与行为有关的科学研究，甚至包括研究动植物生态行为现象的生物行为学、生态行为学等自然学科在内，都全部列入其中；以单数表示者，往往是指狭义的行为科学，即“组织行为学”。由此，组织行为学可以看作是整个行为科学体系中在微观层面专门研究组织行为特征和规律性的一个重要分支。

在各类行为的科学研究中，组织行为学的研究对象和学术视野，基本上属于比较单一、微观的层面。但是，组织行为在现代社会中是如此普遍且表现形态多样、复杂，因此也是一个需要跨学科多维审视和各领域专家多方协作研究的综合性现象。也就是说，组织行为研究属于综合应用性研究，组织行为学属于综合应用性理论学科。进一步来看，组织行为学有两个基本特征，即：

(1) 在学科理论基础上是跨学科、综合性的，它要综合运用各门基础理论学科，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文化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一般化的理论归纳总结形成自己的跨学科基础；

(2) 在学科实践背景上是覆盖全社会的、具有应用性的，它要基于各类组织行为，首先是各类工商企业组织行为，同时要扩及政府公共组织和公民社会组织等其他各类组织行为，具体针对各类组织行为的特殊或共同实践情景进行理论归纳和总结，并进一步探索实际应用的途径、方式和策略。

当然，在学科研究方法上，组织行为学与其他行为科学没有什么不同，也是灵活多样化、实证性的。组织行为学家一般要事先设计包括假设、变量(自变量、因变量、中介变量)、模型和结论的理论研究框架，然后严格按照科学实证范式，即从理论实证到经验实证的科学研究法则和流程，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和运用案例研究、现场调查研究、情景模拟研究和实验室控制观察研究等灵活多样化的研究手法，对于组织行为特征及其影响效应进行科学研究。

总之，组织行为研究，既是现代行为科学研究的学术源头、根基和成长平台，也是现代行为科学研究的学术焦点、重心和发展前沿。半个多世纪以来，组织行为学在“行为科学”的旗帜下，不断集结跨学科相关研究成果，并借助现实组织管理实践需要的激发，逐步形成、不断完善和快速发展起来。在整个行为科学体系中，组织行为学作为一门具有综合性、普适性的微观行为科学，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处于一种举足轻重和引领风潮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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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组织行为研究，既是现代行为科学研究的学术源头和根基，也是现代行为科学研究的学术焦点和前沿。从20世纪中叶开始，组织行为学在“行为科学”的旗帜下，由众多科学家通力合作，综合运用心理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重点针对工商企业组织行为，同时扩及政府公共组织和公民社会组织等其他组织行为，进行跨学科应用研究和理论集成，并得以形成、完善和发展起来。作为现代行为科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组织行为学并不是一个纯基础理论学科，而是一门综合应用性理论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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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现代市场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多元化、多样化和跨文化成为社会组织运作和发展的主旋律，组织扁平化、团队化和网络虚拟化变革已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所有这些都给组织行为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和新要求，也为组织行为学发展带来了新契机和新条件。展望组织行为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前沿走势，广泛吸纳和统筹整合各学科、各领域的最新经验材料及学术成果，构建一个全新的现代组织行为学跨学科通论框架和内容体系，是很有必要、很有意义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亦是本书的写作目的、努力方向、基本任务和主题线索。

1.6.1新时代大背景

20世纪后半叶，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全球化渐成趋势，组织跨文化运营和管理日趋普遍，组织学习与变革也成为组织行为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20世纪60、70年代，世界市场已被商业“列强”分割占据完毕，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企业要在“零和博弈”的竞争格局中生存和发展，仅有营销上的策略和技巧就已远远不够，还必须有长期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眼界和定位，以及实实在在的“核心竞争力”。于是，“战略管理”(Strategy Management)就成为这个时期实业界和管理学界的热门话题。进入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由于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突飞猛进地推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后工业化”社会特征日益明显，所谓“知识经济”、“虚拟经济”、“体验经济”等新经济形态层出不穷，以“全球化”为新时代大背景的战略竞争也大有“势不可挡”之趋向。

“全球化”(Globalization)，其实是一个多元复合概念。首先，全球化，作为一种关于客观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描述，往往在日常中被作为一个“无主语的模糊术语”来使用，其中包含了“成为全球性的”、“扩展到全球范围”、“上升到全球水平”、“在全球范围内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全球范围内组成一个整体”、“着眼于全球范围进行思考”以及“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等多种含义。同时，全球化也是一种“世界观”，即人们关于外部世界时代性变化的主观感受和判断，也就是诸如“地球变小了”、“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地球上”、“地球村”、“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等等术语所表达的意思。这些概念和想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信息通讯技术革命扩大了人的“感觉”范围，扩大了人的社会交往活动范围，使人们像长了“千里眼”、“顺风耳”和“飞毛腿”一样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意识”，即对于人类共同面临的许多全球问题与自己切身的感受、情感和利益有了从未有过的直接或近距离感应。总之，全球化可以在“全球性”(国际化、全球一体化发展过程)和“全球主义”(国际社会意识、全球化思维方式)两个基本层面来理解。［19］


全球化必然带来“跨文化”(Across Cultures)。所谓“文化”(Culture)，广义地看，其实就是一群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一群人在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下生息繁衍，常此一往便形成特定的社会习俗习惯及生存生活方式，这就是所谓“民族文化”。进一步，不同层次的细分群体，也会各有其独特的“亚文化”(Subcultures)，如城市文化、乡村文化、社区文化、组织文化等等。文化具有差异性、多样性、多层次性或多元性的表征。这些特征，我们可以从一个人和人群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饮食习惯等外在行为观察到，也可以从他们的空间概念、时间意识、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做事态度等内在维度上去感知。面对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竞争挑战，一个企业、政府和公民社会组织要能够实现长程可持续发展，必须有全球性跨文化的战略视界，形成富有弹性、更具包容性的“跨文化管理”(Managing Across Cultures)体系和“战略性激励”(Strategic Motivation)机制，以便有效整合来自世界不同国度文化政治及宗教背景下的多样化人力资源和专业化人力资本，使信息、知识、资源、产品及服务等能够跨越文化界限得到传递、共享、运用和创造。

全球化必然带来“跨文化”，跨文化交流进一步引发更大范围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全球化其实是作为开放系统的市场自然秩序不断扩展的必然结果，而市场经济最为本质的特征就是民主性、自主性和多元互动性，由此引发人们日常行为、特别是组织行为，朝各个方向、在各个层面上去进行探索和创新，从而使社会经济组织朝着无限多样化方向变革和发展。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技术革命，为这种多元化和多样化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和加速推动力。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和复杂性，自然会给现代社会中各类组织行为及其管理带来一系列特殊的跨文化矛盾、冲突和挑战性问题。在新经济时代背景下，组织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是全球一体化激烈竞争以及变化莫测、剧烈动荡的市场，这就要求组织真正从顾客的个性化需要出发“由外向里”思考问题，重新审视和评估组织传统业务流程，在组织结构设计上彻底摆脱传统金字塔式的官僚职能制结构，找出发挥组织独特优势的关键价值环节，以直接面向市场和顾客的项目团队重组工作流程，进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扁平化网络结构。这就是所谓“工程再造”(Reengineering)，它已经成为近年来在欧美国家企业界和管理学界的流行术语和热门话题。

1.6.2组织行为研究前沿走势

近1500多年来，关于人类行为的哲学观念和学术探索，大致走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演化历程：从前现代主义(Premodernism)，上升到现代主义(Modernism)，最后再回复到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前现代主义盛行于中世纪(1000~1450年)，在当时人们看来，包括人类行为的所有事物都可以根据宗教信条来解释。文艺复兴时期(1450~1600年)，教会权威受到怀疑和挑战，在启蒙运动激发下，人们逐渐认识到经验和理性在探求客观真理中的重要作用，于是“现代(科学)主义”逐渐盛行开来。在这种情况下，从19世纪末开始，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关于人类行为的相关研究，从各个方向和领域纷纷趋向“科学化”，终于在20世纪50、60年代走到了一起，共同集结在“行为科学”的旗帜下，到达了现代主义的鼎盛状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后现代主义逐渐抬头。人们重新认识到，任何“真理”，包括关于人类行为的知识，都是人们在各种个体或社会情景以及历史和文化环境中相对地、随机地创造出来的；人类行为是一种长期演化、多因耦合的历史演化形象，很难通过单一的、抽象的“科学”原理来解释。同样，就组织行为研究领域的前沿走势来看，“后现代主义”思潮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具有标识性，这在各个相关学科中都有显著表现。

首先，心理学领域最新的研究进展，虽然在方法论和技术手段上依然继承已有的科学主义传统，引入了脑电扫描术(EEG)、磁共振成像术(MRI)、计算机断层扫描术(CT)以及正电子放射断层扫描术(PET)等最新技术工具，但在研究理念和思路上却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倾向，除了继续探索人性本质、身心关系等传统心理学主题而外，前沿性研究课题包括：与后天经验相对的先天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类行为?人类行为在多大程度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人性中是否存在某些非物质的重要力量使得我们不能够以完全机械论来解释人类行为?人类行为就其本质来说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主观实在(精神)与客观实在(物质)对于人类行为的形成哪个更具有决定意义?人类行为与非人类的动物行为究竟是什么关系?……针对和围绕这样一系列问题进行探索，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形成了一门心理学的最新学科——“演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又译为“进化心理学”)。［20］
 演化心理学以人类在漫长进化史中所面临的适应性问题为核心，来研究人类心智以及外显的行为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其基本观点就是：人类的心智模式是在长期进化过程中经由自然选择形成的，现代社会中的人类行为、特别是组织行为，其实都可以从前工业社会，甚至数百万年前原始社会中，人类的自然选择行为中找到根据；换句话说，现代人的头骨里装载的其实是一幅石器时代就已经形成的大脑(神经元结构)，现代人的心智或行为模式都是人类祖先在漫长的采集游牧进化过程中早已形成的某种“适应器”(Adaptations)。

演化心理学在学术上“最为激动人心”的意义在于：它为有机整合各门心理学科、甚至所有行为科学的相关论点提供了一个“通论”框架，借助这个框架可以形成关于人类行为的总括性理论描述。由于自然选择是唯一已知的能够产生复杂有机体设计的力量，因而演化心理学似乎是关于人类行为研究唯一具有整合功能的“元理论”(Metatheory)；由于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适应性问题在本质上都属于社会性问题，所以演化心理学的有关研究方法和结论更接近社会(组织)现实，对于组织行为更具有直面现实的解释力。演化心理学不仅为人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人格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等心理学分支学科提供了一个具有普适性的“通解”，而且其触角已经广泛延伸到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宗教学等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并由此引申出一系列关于组织行为研究的最新前沿性课题。例如，在经济学领域发展出演化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等一系列新学科、新领域和新课题，在社会学领域由演化社会心理学出发也衍生出一系列最新的研究课题，等等，所有这些都对组织行为通论框架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由于演化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引入，使经济学研究范式发生了更加贴近现实的革命性转变，行为经济学就是这种变革的最新产物。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扬弃了传统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类“理性”的基本假定，试图借用演化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计算机仿真模拟实验技术和工具，研究现实情境中一切人类行为(不仅是理性行为而且更加关注非理性行为)的经济特征和规律。2002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丹尼尔·坎内曼(Daniel Kahneman)，按照瑞典皇家科学院宣言的说法，“因为将心理学研究结合到经济学中，特别是关于不确定条件下的人类判断和决策行为”有突出贡献，而获得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标志着行为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重要研究分支的地位得到正式确认。实际上，行为经济学与其说是一个学科分支，不如说是一种“从(演化)心理学视角看待经济行为”的前沿思潮，由于这种思潮引领，使得经济学从传统“理性行为”的狭小视界中走出，直面现实人类行为去解说个体或群体的经济行为规律。这种思潮本身具有很大包容性，其中包括了很多分支或流派，最有代表性者如：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领导的实验经济学，侧重于可以精确重复进行的行为实验方案、模型和方法的开发设计；理查德·R·纳尔逊(Richard R.Nelson)和悉尼·G·温特(Sidney G.Winter)领导的“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从自然选择和遗传学角度对组织经济行为做出了开拓性贡献；此外，还有理查德·赛勒(Richard Thaler)从心理经济学角度提出的“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和“行为生命周期假说”(The Behavioral Lifecycle Hypothesis)，以及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Wilson)、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等人从社会学或生物社会学角度对行为经济学所作的探索。［21］
 总之，行为经济学关于偏好、效用、理性和激励等个体行为等一系列修正性解释，关于利他主义、人际互助互惠行为、公平与效率以及经济行为倾向的文化演化规律等更加贴近现实的相关理论探索，对于组织经济行为研究都具有直接而重大的指引意义。

人类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群体性的社会行为。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类所面临的许多重要适应性问题，诸如争取社会地位、维持社会交换关系、维护社会声誉、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等等，本质上都属于社会性问题。为了解决这些社会性问题而形成的适应器即社会心理机制，这正是“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所要关注和研究的主题。社会心理学关注的主要不是客观的社会环境，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即在社会活动中人们的行为是如何受其对社会环境(他人的言谈举止甚至仅仅是在场目击或局外静观行为)的主观认知或构建影响的；换句话说，社会心理学将人的行为放置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去观察，试图解析那些超越人格差异的群体心理现象及行为表现，诸如社会认知、社会认同和从众、人际吸引、承诺与守信、互惠互助、利他或攻击倾向、偏见和歧视等等。对此，演化心理学从进化论角度都给予了最新的统一解说。但是，有“社会影响”的个人行为相互耦合而形成的“社会现象”，具有更为宏观、多元和复杂的表现形式。由此，从19世纪初开始逐渐从哲学中脱胎，并在200多年的人文社会科学分工演化过程中，沿多元传统和路径衍生出一门叫做“社会学”(Sociology)的独立学科谱系，专门从宏观层面研究有关社会行为耦合而成的社会阶层、结构和制度等问题，其中，家庭、学校和工厂等组织及组织行为，就是它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22］
 社会心理学、演化心理学等最新心理学科以及当代社会学诸多最新流派逐渐融合，并由此形成的很多相关前沿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如果能得以有机整合在一起，将对于研究现代组织中的“社会行为”特征和规律可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人是一种社会动物，更是一种政治动物。这里所说“政治”(Politics)，在广泛的意义上，是指人际交往关系中一切与“权力”有关的现象。［23］
 在人类行为中，凡是涉及“权力”关系的，即在一个社会群体中，依托道德、宗教或法律所赋予的“合法性”，利用权力为特定个人或集团谋福利，从而影响、控制和支配大众活动的一切行为，都属于“政治行为”。由此可见，政治行为也具有普遍性，不仅有国家政权层面上的政治行为，而且在公司、学校等不同组织层面也存在政治行为，后者就是我们要关注的“组织政治行为”。其实，政治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早在古希腊时期，先哲亚里士多德就写有《政治学》名著，但直到19世纪中叶，才沿着两条路线逐渐由思辨哲学演化为实证科学。这两条线索，一是由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开创的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路线；一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与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开创的比较分析和经验实证主义路线。现代西方政治学基本上沿着后一路线发展下来的，其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传统政治学，沿袭了以规范和定性分析为主要特征的制度主义方法论；盛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行为主义”政治学，主张以“政治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强调借用行为主义心理学方法，通过精确的量化分析工具，按照假设—观察—验证的程式，以“价值中立”的态度对人们的政治行为进行客观描述和经验验证，这种思潮当时被称作“新政治科学运动”；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政治学逐渐回归传统，并整合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向所谓“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嬗变，出现了多元化整合发展趋势。近年来，不仅在传统的“国家政治”层面上，而且在工商企业组织、非营利性组织等各种组织政治层面上，将政治行为作为整个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属性、层面和表现形态，利用多元化方法进行泛化研究，广泛探索人们以合法性为基础围绕公共资源配置、公共利益分配所进行的一系列权力互动、斗争和选择行为，看来是当代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大趋势。

毫无疑问，在各门学科中，对于组织行为学发展影响最大、最直接的，还是管理学。与其他学科相比，管理学本来就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开放性、综合性和实践性，而组织乃管理学研究的现实背景和基本单元，组织行为是管理理论融合发展、管理实践向外拓展的基本支撑点，同时又是管理学与其他学科的重合处和联结点；因此，依托于管理学的开放包容性，广纳和整合其他各个学科关于组织行为的丰富研究成果，就成为组织行为学发展的基本状态、格调和走势。近年来，各个学科都从四面八方聚焦于“组织行为”，并将有关研究成果汇集于组织理论与组织管理学领域，使组织行为学发展获得前所未有的跨学科大整合机遇。从前沿走势来看，组织管理学研究有三个显著取向，即：在管理理念上具有更加显著的人性化倾向，在管理层次上更加具有战略导向性，在管理视界上表现出更加国际化、多元化和跨文化的整合管理取向。对此，人力资源管理学、战略管理学和国际管理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于组织行为学研究都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借鉴意义，实际上，这些成果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分彼此”的，其本身大都是“跨学科研究”的产物，都是在与组织行为学相关课题研究相互激发、借鉴和贯通中形成的。

综上所述，关于现代组织行为学发展的前沿走势，大致可以循着如下几个方面的线索来认识和把握：(1)在组织行为基本原理方面，以演化(心理学)理论为新视角、新支点和新方法，对有关组织行为的基本特征及一般规律作出通论性归纳和解说；(2)在组织经济行为研究方面，从传统“理性行为”的狭小视界中走出，直面现实人类行为去解说组织中个体或群体的经济行为规律，是组织行为学研究的最新动向；(3)在组织社会行为研究方面，在社会学关于“社会现象”的大背景下，将人的行为放置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去观察，以解析那些超越个体人格差异的群体心理现象及行为表现，是组织行为学研究需要努力一个重要研究方向；(4)在组织政治行为研究方面，相关研究者特别关注的一个中心议题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一个组织为获取生存合法性和持续竞争优势，其成员究竟是如何在内部通过权力斗争，以及在外部与其他组织间围绕控制权展开较量，从而实现组织场域利益最大化的，此乃组织行为学前沿研究的又一焦点或核心问题；(5)在组织整合管理行为研究方面，以“战略性激励”为核心，近年来组织行为学研究密切关注现代组织学习型变革的基本趋势，这涉及组织中工作理念、工作方式和职业生涯模式等各个方面的创新性变革，在这样的变革浪潮中，组织工作场所作为人类活动的“主空间”更加生活化、人性化，具有更加深厚的人生价值意义，组织管理行为更加关注和强调个性创造力、团队精神凝聚力和内在价值理性驱动力。

1.6.3跨学科通论框架

基于上述现代组织行为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前沿走势，广泛吸纳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的最新学术思想和前沿研究成果，立足现代工商企业、政府机构和公民社会各种组织行为及其运营管理实践，我们可以构建一个由经济行为、社会行为和政治行为等三维组织行为有机耦合形成的跨学科通论框架。

我们知道，现实中人类行为千变万化、丰富多彩，具有多重属性和多元层面，并随着时间、场景不同而有着无限多样化的表现形态。但是，人们观察研究现实中人类行为的特征和规律，其实都有各自“抽象”的角度和方法，这也就是所谓理论和学术研究的特定含义。基此，我们平常所说的“经济行为”、“社会行为”或“政治行为”等等，其实也都不是直指客观存在于现实中的全部人类行为，而是其在某一特定学科视角上的一种“抽象”层面。也就是说，各门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并不在“客观对象”上有什么不同，它们在“客观对象”上共同面对的都是客观实在的全部人类行为，其真正的不同之处和“分工合作”关系主要在于“理论抽象”的角度和方法上。所谓经济行为、社会行为、政治行为就是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在各自特定学科视角上，运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所“看到”(抽象出来)的特殊行为表现状态。就组织行为来说也是如此。客观实在的组织行为是非常复杂多样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不同学科的理论抽象来观察分析它，然后综合起来就会得到关于组织行为特征和规律的“全象”。我们可以将组织行为分解为组织经济行为、组织政治行为和组织政治行为这样三个基本维度，来全方位审视和条分缕析组织行为的不同表现特征和规律性，从而搭建起“三位一体”的理论逻辑构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完整而新颖的组织行为跨学科理论体系(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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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组织行为跨学科通论框架体系

组织经济行为，是指组织成员在特定的组织环境约束下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行为。但是，这些追求自身利益(薪酬)的行为可能与组织(绩效)目标相一致或相契合，也可能与组织(绩效)目标不一致或相矛盾。换句话说，组织经济行为的内在矛盾和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协调处理组织成员的个人需要(薪酬)与组织目标(绩效)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在组织经济行为管理中，调动或强化那些与组织目标相契合的个人逐利行为，引导组织成员在实现个人薪酬欲求的同时去为组织绩效目标而奋斗，这正是组织经济行为理论即“激励理论”所要研究解决的基本问题和核心内容。研究组织经济行为特征和规律要着眼于两个基本层面：一是要研究组织环境条件对组织成员个人逐利行为的限制和影响，侧重从“制度”层面研究激励机制设计问题；二是要关注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特定动机和具体情景，注重从日常“管理”策略上研究有效激励实现问题。二者相辅相成，构成完整的组织激励理论。这构成本书第1篇三章所讨论的内容。

组织社会行为，是指人们在组织中的相互影响和群体互动行为，包括社会认知、社会认同和从众、人际吸引、承诺与守信、互惠互助、利他或攻击倾向、偏见和歧视等等，都在组织中有各种具体表现形态。其中，有效沟通是组织社会行为中实现群体互动及相互影响的基本条件、主要途径和重要内容，因此，如何在组织中实现有效沟通历来是组织行为学研究和讨论的一个核心课题和传统内容。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推动下，一些社会组织，包括工商企业组织、政府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在其实际运作和发展中都或多或少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官僚危机”；于是，在横向扁平化的新型组织结构框架中，以工作团队为核心，如何进行激励性工作设计或再设计，也就成为现代组织社会行为理论研究的一个前沿课题和重要内容。这构成了本书第2篇三章的内容。

组织政治行为，是组织行为在权力运用方面的一种表现形态。凡是在组织活动范围内，一切旨在为自己、自己所在群体或组织整体谋取特殊利益而单方面利用特定权力去影响和控制他人的行为，都属于我们所讨论的组织政治行为范畴。实际中的组织政治行为有各种各样的具体表现形态：从所运用的权力手段和策略来看，有强权控制行为、利益诱导行为、信息操纵行为、理性劝导行为和情感鼓动行为等；从权力运用的目的和利益目标来看，有出于谋取组织或群体利益的政治行为，也有出于牟取个人或局部私利动机的政治行为；从权力运用的效应性质来看，组织政治行为有正面和负面两种基本表现形态。确认组织权力重心所在，实现纵向有效授权，并在工作中巧妙运用办公室政治策略，是组织工作中权谋权术的三个关键问题。在组织政治行为中，基于组织目标对成员政治行为进行权变控制的导向行为，或者说，在一个开放型组织系统中发挥权变控制功能的行为，即所谓“组织领导行为”；领导理论即关于有效领导特征、规律和方法的理论阐释，包括领导特质论、领导行为论和领导权变论等三个具有承继性的理论序列，这是组织政治行为理论的研究重点和核心内容。在组织中，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需要相互“合作”，在合作中由于共同面临的“资源稀缺性”环境约束又彼此“竞争”，竞争中必然发生“冲突”。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人们为了实现合作博弈的潜在利益并有效解决非合作博弈中的冲突，需要采取适当策略行为以便逐渐趋向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利益均衡点。这些构成本书第3篇三章的内容。

从长期动态来看，任何社会组织行为，都是“战略上多属偶然，经济上每出意外，政治上源于灾难”，在运作管理行为上“应急行为”、“理性行为”和“被迫行为”因应环境情势交替出现，“学习”与“运作”矛盾统一的自然历史过程。现代组织学习型变革的基本方向及趋势，概括地说，就是实现“四化”，即：目标导向远景化，组织结构扁平网络化，团队工作设计丰富化，组织创新民主化。在本书最后一章即第11章中，我们基于赫斯特模型，对于组织学习行为给出了一种社会生态学意义上的理论通解，并重点介绍了圣吉关于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炼”理论，以及野中郁次郎从知识论角度对组织学习行为的“ESCI”理论解析。这也可以看作是本书关于现代组织行为跨学科研究最新进展的一个前瞻性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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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近1500多年来，关于人类行为的哲学观念和学术探索，大致走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演化历程：从“前现代主义”上升到“现代主义”最后再回复到“后现代主义”。就近年来组织行为研究领域的前沿走势来看，“后现代主义”思潮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具有标识性，这在各个相关学科如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管理学中都有显著表现。展望组织行为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前沿走势，广泛吸纳和统筹整合各学科、各领域的最新经验材料及学术成果，我们将组织行为分解为组织经济行为、组织政治行为和组织政治行为这样三个基本维度，从而搭建起“三位一体”的理论逻辑构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完整而新颖的组织行为跨学科通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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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要内容提示

[image: image]
 组织作为由人组成的社会有机体，其可由观察所见的外显活动，即谓组织行为。组织行为学，是一门研究组织中人的行为特征及其规律性的学科。其思想源远流长，但作为独立学科则是发轫于20世纪初，后于60年代正式形成；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目前已成为现代行为科学体系中一个最成熟、最重要和最前沿的学科。从未来走势来看，组织行为学将朝着更加综合性、更具普适性和更为多元化的跨学科通论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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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关系是现代工业组织最显著的特征。专业化分工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效应，同时也对人性造成某种程度的异化。以法律权威为合法性基础、以科层等级结构为基本特征的大型官僚组织，是现代社会中最普遍、最重要、最有效率的组织行为模式。如何克服现代组织中越来越“官僚化”的形式结构对人的自由个性、自主精神及主体创造力的异化和压抑，是组织行为研究及组织运营管理的一个根本性问题、长期性任务和挑战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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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行为学直接导源于现代工业组织运营管理实践，古典管理理论为组织行为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初步的科学基础和构架。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将视点聚焦在组织中人的工作效率上，其伟大贡献在于第一次从“作业研究”的技术层面对人类组织行为进行了系统科学的理论阐释。法约尔的“一般管理”原理，则将视野扩展到工业组织之外，用更具普适性和通用性的管理学话语，为组织行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经验素材、方针指引性的研究纲领和开拓奠基性的理论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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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对组织行为研究的意义来看，在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中，心理学是最直接、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一门基础学科。现代心理科学，是在传统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引下，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为宏观背景和思想媒介，以生理学理论与方法为微观基础和学术母体，逐渐孕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从内隐和外显两个层面对人类行为基本特征和规律进行阐释分析，首先从内隐的结构主义学派演变到外显的功能主义学派和行为主义学派，后提升到强调整体性、综合性的格式塔学派和精神分析学派，最后回归到更加现实的人本主义学派。现代心理科学有关研究成果，为组织行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宽广的技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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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行为研究，既是现代行为科学研究的学术源头和根基，也是现代行为科学研究的学术焦点和前沿。从20世纪中叶开始，组织行为学在“行为科学”的旗帜下，由众多科学家通力合作，综合运用心理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重点针对工商企业组织行为，同时扩及政府公共组织和公民社会组织等其他组织行为，进行跨学科应用研究和理论集成，并得以快速形成、不断完善和跨越式发展起来。作为现代行为科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组织行为学并不是一门纯基础理论学科，而是一门综合应用性理论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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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1500多年来，关于人类行为的哲学观念和学术探索，大致走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演化历程：从“前现代主义”上升到“现代主义”最后再回复到“后现代主义”。就近年来组织行为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来看，“后现代主义”思潮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具有标识性，这在各个相关学科如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管理学中都有显著表现。展望组织行为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前沿走势，广泛吸纳和统筹整合各学科、各领域的最新经验材料及学术成果，我们将组织行为分解为组织经济行为、组织政治行为和组织政治行为这样三个基本维度，从而搭建起“三位一体”的理论逻辑构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完整而新颖的组织行为跨学科通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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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习思考问题

(1) 从相关思想和实践历史渊源来看，组织行为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性质和独特性的学科?

(2) 关于现代工业组织行为特征、优势和局限性，马克思和斯密是怎样进行理论阐释的?其对组织行为研究的现实启迪意义何在?

(3) 韦伯组织理论对于现代组织行为研究有什么理论指引及方法论借鉴意义?

(4) 如何评价泰勒“科学管理原理”和法约尔“一般管理原理”对组织行为研究的奠基意义?

(5) 简述现代心理科学的历史演变脉络，并说明其与组织行为研究具有什么样的学术关联性。

(6) 从近年来各学科发展的最新前沿走势看，你认为现代组织行为跨学科通论体系应如何构架?

(7) 关于组织行为学理论在中国组织管理实践中的应用，你有什么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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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认知练习

学习状态快速评估

说明：不要回看课文，直接对下面陈述快速作出正误判断，以检验自己对本章内容的掌握程度。认为对的就在Y上打记号，否则就在N上打记号。完成后对照正文相关内容去辨别结果。

(1) 人的“组织化”程度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Y

N

(2) 组织行为就是组织中人的行为，包括个体、群体和组织三个基本层面。Y

N

(3) 在现代社会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组织中人”。Y

N

(4) 组织中人的行为倾向是可以观察、分析和预测的。Y

N

(5) 组织行为学的兴起，直接导源于现代工业组织管理实践。Y

N

(6) 心理学各派理论是组织行为学形成和发展的奠基性母体。Y

N

(7) 在现代工业组织中人的行为曾被高度专业化分工体系所“异化”。Y

N

(8) 组织行为学是现代行为科学集成的一个产物，也是其一个重要分支。Y

N

(9) 组织行为学作为一门综合应用性理论学科，其原理广泛适用于各类组织。Y

N

(10) 在组织中，普通员工行为属于经济行为，而管理者行为则属于政治行为。Y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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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个案研讨

社会组织行为模式与大国历史兴衰变迁

据说有西方权威人士预测，到21世纪中期，世界经济大国将是：中国第一，美国第二，印度第三。实际上，人类社会很难按照预言的轨道发展，未来国际形势会如何发展、世界格局将如何改变，根本不可预料。一战之前没人想到有一战，一战之后没人想到二十年后还有更大规模的二战；上世纪80年代初没人想到几年之后庞大的苏联会垮台，剩下美国一家独大。不过有一个道理确实被历史证明过，那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古代马其顿强大过，终于衰弱了。代之而起的是罗马，罗马也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阿拉伯，阿拉伯也衰落了。后来兴起的是西班牙，西班牙之后是英国。英国之后呢，现在是英国的儿子美国独占鳌头。可是，随着风水流转，曾经创造过汉唐威仪的中国，未必不可以敞开大门来做一回老大。我们没有理由不为中国的未来保留这种可能性。

但是，中国能不能成为老大，恐怕并不能仅看经济实力一项。当年西班牙和英吉利这些殖民者将它们的国旗插在世界各地的时候，固然因为他们经济强大，武器先进。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军事上的真正强大，不是在实行殖民战争之前，而是在殖民战争之中和之后，是随着殖民掠夺的成功而暴发暴富的。而且，即使他们的国家无比强大，可是他们派到殖民地进行掠夺和屠杀的军队，永远是那么微不足道的一小撮。比如，西班牙派到中美洲的军队，只有两百多人，派到南美洲的军队，只有一百多人，而且这些人都不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都貌似该国乡村不务正业走投无路的小混混。可是，两百多人征服了中美洲，一百多人征服了南美洲，他们究竟靠什么?

道理很简单，靠的是他们跟被征服者完全不同的组织模式。这一两百人远在异国他乡，具有惊人的凝聚力，他们依仗着这种凝聚力，加上先进的武器，将美洲原住民的部落和酋邦各个击破。他们巧妙地利用各个部落之间的矛盾，带领东部落屠杀西部落，唆使南部落屠杀北部落，然后再亲手将为他们立下汗马功劳的东部落和南部落打败，把他们打成带着锁链干活的奴隶。整个美洲就这样，先后被西班牙和英吉利殖民者完全占领了。澳洲原住民还处于典型的氏族时代，他们的遭遇更加悲惨。无论美洲还是澳洲，他们没有建立古典国家，各个部落之间要么是时时交战(比如澳洲和北美洲)，要么是一个部落奴役其他众多部落(比如印加酋邦、阿兹特克酋邦)。那些名义上的国家，因为实际存在的是部落之间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而完全没有凝聚力。拿中美洲的情况来说，西班牙人出现以后，那些被阿兹特克奴役的部落以为自己复仇和解放的机会来了，他们兴高采烈地带着西班牙人去消灭阿兹特克政权。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当阿兹特克政权垮台以后，他们也遭到西班牙人的疯狂屠杀和奴役。他们是真正的沙聚之邦。

中国为什么虽然挨打一百多年，而没有像美洲人、非洲人、澳洲人那样沦为奴隶?看样子是出于西方列强的相互牵制，给我们网开一面；实际上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在社会组织方式上远胜于美洲澳洲同胞。即使是清朝最为腐败的时候，其社会控制能力也远远超过美洲印加酋邦和阿兹特克酋邦(称他们为帝国是不准确的，只能称之为酋邦)，没有出现过诸如广东人带着洋人打湖南人，或者底层人带着洋人消灭上层人的局面。西方人如果要摧毁这么一个组织体系，必须付出巨大的血肉代价。他们不愿意付出这种代价，所以他们对中国采取的是掐着脖子勒索钱财的殖民方式。简单地说就是，中国之所以挨打近两百年而没有亡国，主要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虽然极度专制和腐败却依然具有严密的组织制度的国家。靠着这种组织制度，中国挺过来了。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英德弗尔斯预言中国将独占鳌头的21世纪中期，正好长达两百年。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经验出发看问题，中国由一个挨打的劣等国家，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实体，在时间上、心理动力上、精神能量的积聚上，都是具有可能性的。问题是，我们在经济实力超群出众(假设)的同时，是不是有相应的社会组织制度能将这个庞大的经济身躯撑起来，真正显示出国际社会领导者的风采?两百年前，中国靠着强大的集权制度所拥有的社会控制力，维持着一个病病歪歪的身躯没有完全趴下；两百年后，国际背景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满身肌肉的中国如果没有跟国际社会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模式，那一堆肌肉会不会依然瘫在地上?睡狮的本来含义就是一堆瘫倒的血肉之躯，如果没有一种合理的社会组织制度作支架，我们凭什么相信这堆血肉能够挺立起来?须知两百年前的集权组织制度模式，不可能将其效用维持到两百年之后。

如果我们没有与时俱进地调整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模式，我们即使经济上十分强大，也可能会像当年美洲的印加酋邦和阿兹特克酋邦那样不堪一击。一个人的力量和地位是综合因素维持的，仅仅有钱还不够，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如果西洋人关于中国崛起的预言能够实现，那当然是中华民族的大福。这个屈辱了近两百年的民族，的确需要真正挺直自己的脊梁。可是，如果我们不能从今天起就从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模式上做好准备，很可能我们将会又一次坐失良机。

资料来源：摩罗《为未来中国的强大做好制度准备》(有删改)，载《南方周末》2008年4月17日第D25版。

研讨方向指示：

(1)在大国兴衰的历史变迁中，西方社会经济组织为什么具有如此强的凝聚力和竞争力?这与其社会达尔文主义文化以及工业化背景下发达的专业化分工体系有什么关系?

(2)中国虽然挨打一百多年，而没有像美洲人、非洲人、澳洲人那样沦为奴隶，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环境中，为什么那么少的人组成的武装团队比那些人口成千上万的酋邦部族社会组织具有更大的凝聚力与竞争力?

(3)中国社会经济组织“腐而不败”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从本章关于组织行为学渊源及跨学科通论框架的论述中你能否得到一些启发性线索?

(4)中国要在21世纪中叶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在社会经济组织行为模式上应做哪些适应性调整和根本性变革?未来中国的“天下主义”文化能够战胜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文化吗?

章末注释：

［1］ 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中译本，第6页，第8页，第11页。

［2］ 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中译本，第15页。

［3］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38~39页。

［4］ 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中译本。

［5］ 关于这三位管理先驱者的生平和事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参见丹尼尔·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中译本)第四章“工厂制度的管理先驱”中的有关介绍。

［6］ 参见泰勒《科学管理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中译本。

［7］ 见德鲁克《管理的实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中译本，第233~236页。

［8］ 福特说：“我们希望工人做要求他们去做的事情。组织是高度分工的……没有最严格的纪律，我们就会陷入极大的混乱。”为了“严格纪律”，福特特别成立了专门监视侦查工人行踪、拥有50人的“社会部”，那些支持工会、酗酒或赌博以及有经济问题的工人都一概被解雇。他的企业运作管理是建立在“害怕”和“不信任”的基础上，他不受限制的控制能力以及傲慢的管人方式令人震惊。(见克雷纳《管理百年》，海南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第33~35页)

［9］ Fayol，Henri，Administration Industrielleet Générale,Paris,Dunod,1916,1925; General and Industrial Management trans.by Coubrough,Geneva,1930;and trans.by Storrs,London:Sir Isaac Pitman and Sons,1949.其中译本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版,周安华等译,孔令济校。

［10］ 参见张春兴《现代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一章。本小节以下论述也参阅了此文献。更为详尽的文献，请进一步参阅B.R.赫根汉《心理学史导论》(上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汤姆森学习出版公司2004年中译本。

［11］ 《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1859年11月由英国约翰·穆瑞(John Murry)出版社出版，原书全名是：“论借助自然选择或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优良族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原著除卷首的“历史概述”和“导言”外，共有15章内容。1860年再版，从第3版到第6版(1872年)都有增订和修正，1877年第7版起内容不再有变动。1920年，我国学者马君武首先用文言文译出全书，以《达尔文物种原始》为名，由中华书局分4册出版。1954～1956年，周建人、叶笃庄和方宗熙用白话文合译此书，改名《物种起源》，由三联书店分3册出版，1963年起改由商务印书馆重印。1955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物种起源》谢蕴贞译本，后由陈世骧等重译和校订，1972年再版。上述几种中译本都由原书英文第6版译出。

［12］ 本小节内容参阅了B.R.赫根汉《心理学史导论》(上册)第八章“生理学的早期发展和实验心理学的产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汤姆森学习出版公司2004年中译本。

［13］ Maslow，A.H.，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New York：Harper and Row，p137. 1954.

［14］ 参见张春兴《现代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2页。

［15］ 见克雷纳《管理百年》，海南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第65页。

［16］ Elton Mayo,The Human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New York:Macmillan Co.,1933; —The Social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Boston:Division of Research,Graduate School of Bussiniss Administration,Harvard University,1945.

［17］ 1973年，美国心理学家B.B.伍尔曼主编的《行为科学词典》，就是从心理学的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两大方面，并汇总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编纂而成的。

［18］ 其歌词道：

“我们充满自豪地歌唱，

歌唱我们对沃森的尊敬。

他一直鼓舞着我们，

我们的歌声嘹亮地回荡在他身旁……。”

［19］ 参见张世鹏《什么是全球化?》，载《国际政治》2000年第1期。

［20］ 可进一步参见D.M.巴斯《进化心理学：心理的新学科》(第二版)，熊哲宏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译本。

［21］ 关于行为经济学的中文文献可详细参见：薛求知等《行为经济学：理论与应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阿兰·斯密德《制度与行为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译本；董志勇《行为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贺京同《行为经济学与中国经济行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关于演化经济学的中文文献可进一步参阅：理查德·R·纳尔逊、悉尼·G·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译本；杰克·J·弗罗门《经济演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库尔特·多普菲《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中译本。

［22］ “社会学”一词，最初是由法国哲学家奥格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在其著《实证哲学教程》第三卷(1838)中首次提出来的。面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社会混乱局面，孔德在穷困潦倒、精神空虚甚至有些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下，从他的实证哲学体系中引申出作为之治世之学的“社会学”，希望由此寻求“协调人类的各种社会行为”的良方。后来，德国哲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发表《社会学方法论》(1895)首次在方法论上界定了专门以客观的“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即凡是对个体产生“强制作用”的一切外在行为方式)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成为社会学的“独立宣言”。由于社会现象的多元复杂性，社会学的思想渊源和学术传统也是多元的。在孔德时代，尽管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和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没有直接使用“社会学”术语，但其思想(如“阶级斗争”和“革命”学说等)对后来的社会学研究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在涂尔干时代，经济学家威尔弗莱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关于“均衡”和“社会选择”理论以及“精英统治”的思想，对后来社会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则跨越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广阔领域，深刻地透析了人的社会行为背后所潜藏的精神动力；此外，英国人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社会进化论、德国人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的社会交往理论以及关于社会分析层次的观点，都是社会学的重要遗产。现代社会学形成了一些不同的流派，主要有功能论、冲突论、交换论和交往论等。功能论，认为社会学应该致力于研究社会各个部分彼此之间及其与社会整体的相互关系，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总是处于均衡和稳定状态；冲突论，认为社会秩序是不同利益集团相互斗争的结果，不一致、不协调、分化和冲突才是社会的常态；交换论，强调利己、趋利避害是人类行为的最基本原则和主要心理动机，认为交换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行为，平等交换行为是现代社会宏观结构和秩序得以建立的微观基础；交往论，，或称符号互动论，完全从主观立场出发，来研究人们日常交往中语言符号的实质意义。此外还有进化论、结构论、批判主义和后现代解构主义等不同流派。有兴趣的读者，可进一步参见邱泽齐《社会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以及其他专业社会学文献。

［23］ 在中西文中，“政治”一词的辞源意义演变大致是这样的：西文对应词语，英语politics，法语politique，德语Politik，都来自希腊语“阿克罗波里”，简称“波里”(πολιζ)。这是古希腊的雅典人对修建在山顶的卫城之称呼，城邦制形成后，就成了具有政治意义“城邦”的代名词，后又与城邦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活动联系起来，衍生出政治、政治制度、政治家等词语。中文的“政治”一词，在《尚书》、《周礼》等文献中就已出现。如《尚书·毕命》有“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周礼·地官·遂人》有“掌其政治禁令”。其他典籍中也有“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政治内定，则举兵而伐上”等等说法。但在国学典籍中，更多情况是“政”与“治”分开使用，“政”主要指制度、行政、准则、道德等，一般表示：朝纲、制度和秩序，统治和施政手段，符合礼仪的道德和修养，或朝廷君臣政务活动等；“治”是指治理，即管理国家和教化民众，一般表示：一种安定和谐的社会状态，或统治、治国等治理活动。大体上，在古汉语中，“政治”一词指君主和官吏管理国家、统治民众之事务。现代汉语中的“政治”词义，来自于日本人翻译西语(Politics)时的汉字借用。例如，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见《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2～693页)其解义后来被国人普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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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激励理论：透析组织经济行为

第3章组织制度：激励意义与运作规则

第4章激励管理：从内容到过程

第2章激励理论：透析组织经济行为

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科学，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经济分析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

加里·S·贝克尔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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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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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领会经济学精神，特别是其解析人类行为的特殊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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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刻理解组织经济行为(激励)内在的基本矛盾，即“绩效”与“薪酬”在组织运作管理中的对立统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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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晰认识组织经济行为(激励)的两个基本层面，特别是组织制度激励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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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架构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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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故事引导

美国西南航空公司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不过是仅有三架飞机的地方性小公司，而至目前已成为美国第五大航空公司，总资产达40亿美元，员工近3万人。更令人称奇的是，在竞争异常激烈、每家公司都对竞争对手的经营策略及营运状况了如指掌的美国航空市场上，西南航空却能将其成本维持在业界最低水准，并创下26年连续获利的纪录，同时无论是航班准点起降还是行李遗失率和旅客抱怨申诉情况评比结果，其服务质量均居行业领先地位，成为世界最安全、最受吹捧仿效的航空公司，被誉为“世界航空业最伟大的典范”。

从商业运作模式及策略上看，西南航空的竞争优势最直接地表现在低成本、高效率上。以“可载量座位里程”为单位计算，1994年西南航空的成本约为7.1美分，而在同时期行业平均成本要高出15%至40%。班机从抵达目的地机场、开放登机门上下旅客至关上登机门再度准备起飞，西南航空班机只需要10分钟就可完成，而同样的作业内容其他公司则平均需要35分钟；1998年，每位员工服务的旅客数，西南航空超过2500人次，而业界平均水准不到1000人次；西南航空飞行员每月平均飞行70小时、年薪10万美元，而其他公司的飞行员则是每月平均飞行50小时，年薪20万美元。

那么，西南航空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竞争优势是如何得到的?工作量如此大而薪水又不比其他同业公司高，为什么西南航空员工对公司的归属感和热爱几乎到了“癫狂”的程度呢? 这必须从其员工行为所获得的激励有效性中去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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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组织经济行为，首先要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恰当认识经济学精神及其独特的“思想方法”。众所周知，现实的人类行为是丰富多彩的，具有多重属性和层面；但是，各学科在观察和分析现实生活中的人类行为时，其实都有各自“抽象”的角度和方法。那么，经济学解析人类行为独特的角度和方法是怎样的呢?对此，我们应首先予以回答。

2.1.1经济人与经济行为

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行为的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其在具体“抽象”角度和方法上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它把一切人类行为看作是“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 /Economic Man)，这种人的行为特征，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一种“在稀缺环境约束下来追求自身预期收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这也就是所谓“经济行为”的基本含义。

如果历史地看，应该承认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有一个从狭到广的演变过程，其间如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1930~ )所描述的，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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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认为经济学仅限于物质资源的生产和消费结构，仅此而已(即传统市场学)；到了第二阶段，经济理论的范围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即研究货币交换关系；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规定。……凡是以多种用途为特征的资源稀缺情况下产生的资源分配与选择问题均可以纳入经济学的范围，均可以用经济分析加以研究。”贝克尔明确指出：“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科学，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的确，许多行为同时为几门学科所研究；例如生育行为是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甚至政治学考察的一部分。但我认为经济分析是最有说服力的工具，这是因为，它能对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作出一种统一的解释。”也就是说，在现实中，“人类行为不能被条块分割，这种条块分割认为人类行为有时基于最大化，有时不然；有时受稳定的偏好驱使，有时随任意的动机摆布；有时需要最优的信息积累，有时则没有这种需要。相反，所有人类行为均可以视为某种关系错综复杂的参与者的行为，通过积累适量信息和其他市场投入要素，他们使其源于一组稳定偏好的效用达至最大。” 所以，就“客观对象”即现实人类行为来看，经济学分析方法是没有限制的，作为一种统一的方法它“适用于说明全部人类行为”，“经济分析提供了理解全部人类行为的可贵的统一方法”。［1］


实际上，经济学研究人类行为的“抽象”方法有其独特的认识论基础：它认为“一切经济现象都可以看作是在交换过程中彼此会发生冲突的无数个人愿望和追求的结果，而且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出来的某种自发秩序协调着个人利益的冲突。”由此认识论引申出来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就是：从个人的经济行为出发来理解整体的人类行为。［2］
 从经济学这种的独特“抽象”角度和方法论来看，任何人类行为都是在稀缺环境约束下来追求自身预期收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其中包括三层基本涵义：一是“自利动机”，即追求自身利益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和基本目标；二是“环境约束”，即追求自利目标是在稀缺性资源条件和社会制度规则约束下进行的；三是“理性选择”，即人们总会“设身处地”地权衡自己的处境以及所追求目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终找到一条均衡的、“恰如其分”的最佳方式或路径，使自己所费成本最小而获得收益最大。这样，在经济学(家)看来，“人，无论在家里，还是在政府或私人的办公室里，无论在教堂里，还是在科学活动中，简言之，无论在哪里，永远是效用最大化者。”［3］
 总之，经济学就是从这样一种角度，利用成本收益分析等特有的方法，来研究“全部人类行为”的。

2.1.2自利动机与利他行为

经济学之所以坚持从个人主义立场，并认定人的“自利”本性是其理论分析的“内核”，其基本依据就是：自然存在的个人是“性质最稳定的一种社会经济系统基本元件和微观实体，是一切社会组织和结构拓扑变形的生成元”；在社会科学领域，自然存在的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本质“就是一个客观存在、性质已知却无法改变的原子核”。从物理学、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层次上看，人的自利本性最深刻的根源在于，一个人体作为一种自组织开放系统，就必然拥有基于生物遗传基因的自控制程式；也就是说，要改变这种本性“就要在物理学(热力学)层次上改变开放系统的自组织原理和在分子生物学层次上改变遗传基因控制程序原理。在人类文明史的全部记录中，还没有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的社会和人群表明上述原理曾经改变。”［4］
 其实，关于人的自利本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曾明确承认：对于每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个人总是并且也不可能不是从自己本身出发的。［5］
 概言之，追求自身利益是人的天然本性，这种自利本性最深刻地根源于任何开放系统(耗散结构)所具有的自组织功能和生物遗传基因的自控原理，是“最硬”即性质最稳定的生成元素，因而具有普适性。

可能有人会说，人是社会中存在的高级动物，怎么能完全服从哺乳动物的生物学限制而不去“反抗自利的、复制基因的暴政”从而“实现利他主义的真正人化”呢?按照贝克尔的理论解析，“利他主义的真正人化”也必须建立在“人是自利的”这一“坚硬内核”的基础上才能加以说明。［6］
 实际上，在“个人自利内核”基础上衍生的人类利己或利他行为方式，用生物学基因遗传原理可以得到统一解释。任何有机体的个体行为从根本上取决于“自私的基因”复制自身的对策性方式，包括“殊死搏斗”、“互惠合作”或“自我牺牲”等等，其一般原理是：通过拥有相同基因的生命个体互相拯救，以少数具有生命力的基因复制来获得整体基因遗传和保持，这就是生物界利他行为之所以存在的生物学根源。同样，人类社会中的利他主义也具有深远的生物进化传统，以现实中存在“利他主义”行为作理由，是无法否定人们客观存在的“自利”动机的。如果说“利他主义”是真正的“人化”特征，那么，人类正是在“自利人性”的基础上实现“利他主义的真正人化”的。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利他行为都是一种有条件的利他主义行为，即特定条件约束下为实现“自利”目标的利他行为，例如：面对危险或灾难等特殊变故的“同舟共济”性合作行为，遗产税、个人累进所得税等再分配政策条件下的“慈善捐献”行为，父母为自己“防老”或享受“天伦之乐”而对子女的养育行为，等等，所有这些“投桃报李”或“助人为乐”的利他行为，其实都是“千真万确”的自利行为，都是一种出于“自利”动机、为实现自身利益目标的“开明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行为。如果说这种行为是什么“利他主义”的话，那么人们在市场上的交换行为都是“利他主义”的，而经济学所专注研究的就正是这种行为。

我们应该将“自利”动机或目标与实现这种目标的行为方式区分开来。在实际生活当中，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自利目标会“理性”地选择自己应该采取的实现途径和方式，或直接地“自私自利”或“损人利己”，更多的时候是“开明自利”或“利他主义”。即使表面上看来极端无条件的利他主义行为，归根结底都基于文化遗传基因的亲缘选择和协同进化性质；从利己动机到利他行为之间，所不同的只是“迂回”程度有差异而已。“自私自利”的小人，其自利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手段或途径之间“迂回”度太低，太“直截了当”；而“大公无私”者，并不是说他真的没有自己的“自利”动机，而是因为他看待他的“自利”目标时所站的“境界”比较高，并能够将自己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进行“战略性”权衡，所以在实现自己的自利目标时能够选择较“迂回”的途径或方式，能够“放长线钓大鱼”，从而最终真正实现自己的自利目标。在现实中，这种“迂回”往往很具有“欺骗性”，不仅外人往往被蒙蔽，就是行为者本人在主观意识或显意识层面也自以为是(认为自己真的很“大公无私”)。应该看到，在特定社会环境中，人追求“自利”并非就只是“自私自利”，他人利益也可能进入其目标函数，追求自身利益并不意味着就“不管别人死活”。“自利”(Se1finterested)不应该与“自私”(Selfish)划等号，“自利”说的是基于人的理性，虽强调自己的利益，但却是从“理性”出发，遵循“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律，时刻准备为改善个人与他人的利益关系做某种妥协。［7］


由此看来，一些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抓住实际中存在非利己或利他的行为而否定人的自利本性，甚至在经济学界内部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自己承认经济学关于人的抽象不够“全面”，但以利他行为是“次要”的所以不足以推翻以“自利”行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理论，或者是由于发展阶段局限不得不这样“务实”地作为“权宜之计”来假定或抽象(言下之意，等到将来人类发展到很高的水平时人们就不是“自利”的了)，还有一些自称是“人本主义者”的经济学者也往往以需要的多层次来否定人的自利本性，其实这些都是“不得要领”。经济学对人性的抽象不是“全面”或“不全面”、“主要”或“次要”的问题，因为任何学科都是对现实中的人类行为在理论上的一种“抽象”，既然是理论抽象，肯定相对于客观现实中的“人”来说都是“不全面的”。如上所说，现实中存在的“利他”行为不是没有“利己动机”，而恰恰是为实现“利己”目标的一种“恰当”的甚至是“高级”的行为方式。同样，利己与满足需要的层次是不相矛盾，为满足生存层面的物质需要是一种利己行为，同样，为满足更高层次的社会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就要排除“利己”的经济学假定吗?如果排除了，那可能是别的什么“人本主义”学科了，就不是什么“人本主义经济学”了。

2.1.3关于“理性”与“非理性”

经济学家经常用“理性”来说明经济人的自利选择行为，它表达的意思主要是指在实际选择过程中人们总能“设身处地”权衡利弊得失而做出对自己最有益的选择，所以通常又称为“最大化行为”。但是由于词语歧义往往造成误会而引起不必要的争论，所以有必要正面对有关词语意义做出辨别和界定。

所谓“理性”(Rational)，在词源上是由希腊文“逻各斯”演义而来，通常作为潜在的、不自觉和不合逻辑的“非理性”(Irrational)的对词使用，其一般意义是指人类具有通过冷静思考、逻辑分析对于客观事物或事理规律进行认识、判断、把握和合理处置的能力。一般所说的“人是理性的动物”(Man is a rational being)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在古希腊时代和中世纪，理性是作为与信念、信仰伴随的人类思想、理念、理想、价值的别名来理解的，是一个笼统表达关于人类追求“真、善、美”价值理想行为的一般术语。

但是，自文艺复兴、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关于理性的含义逐渐被“科学化”或“工具化”了。也就是说，人们把“理性”越来越与科学技术认识活动以及通过科学技术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以致发展成为“科学理性主义”或“工具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与此同时，将此之外一切不以科学认识为前提、按逻辑推理行事的行为，包括情绪意念、感觉直觉、潜在意识、本能欲望、情感激动、灵感顿悟、性格意志、个性偏好和艺术爱好，甚至习俗惯例、宗教信仰、道德规范和生活观念等，都一概看作是“非理性”。

事实上，这些所谓“非理性”行为正是现实生活中人的真实写照，是人类社会活动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具体表现，是人类行为的内驱力之源泉；它们是人类经过长期进化而自然形成的“人性基因”，是理性得以存活的“有机土壤”，没有非理性支撑，理性是不能单独存在的。在现实中的一切人类活动，都是理性与非理性相互作用的结果；确切地说，人实际上是在非理性的基础上进行理性选择的。至于现实中存在的斗殴厮杀、抢劫越货、强奸卖淫、自杀谋杀、战争侵略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不能完全归结为“非理性”；就如同任何“正常”行为是非理性与理性相互作用选择的结果一样，这些“异常”行为也同样是通过非理性与理性相互作用选择的。［8］
 因此，将人类经济行为说成是“理性行为”，看来是一个词语上误会，有一定误导性。这里存在一个明显的悖论就是：自利就是出于人类的生物本能欲望，但它却属于“非理性”，而这恰恰是经济学所强调的经济人性。这种悖论与经济学新古典范式“误导”不无关系。

其实，正如樊纲(1989)所指出的，经济学新古典范式关于经济主体行为的“抽象”根置于其整个理论体系的“封闭性”特点。［10］
 其所强调的“理性”行为，即追求预期收益最大化，是与相应的外在背景约束条件紧密相联的，而外在环境已经包括了习惯、时间、信息、能力、禀赋等非“理性”所能控制的因素。人们所追求的是当时特定约束条件下的“预期收益”最大化，人之所以这样行为而不那样行为，就是因为处在“当时”的他认为这样行为优于那样行为，他“预期”这样行为对他“最优”；由于环境条件的不确定性，最大化“预期”行为的结果究竟如何也是不确定的，也许“更优”，也许“正好”，还可能“更糟”。所以，不能用结果“非优”来否定目标优化行为，从而否认最大化行为的普遍意义。

换句话说，“理性”行为从来就是“有限理性”，而且实际上归根结底也是根源于“非理性”(即非“理性”所能控制的背景条件)。只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家对各种外在背景条件及其变化“不感兴趣”，而只专注于“市场变量”决定的市场交换关系，才使新古典理论越演绎越狭窄，越发展越走向极端化、机械化和空洞化。在这个意义上，赫伯特·西蒙(Herbent Simon，1947)针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行为全知全能“奥林比亚山神模式”的批评，以及他所提出的“有限理性”，其贡献并不在于他指出了“理性是有限的”这个基本道理，而主要在于他的批评给予不关心背景条件而仅想为自己所信奉“教条”辩护的新古典学者当头一击，使他们走出狭窄、极端、机械和空洞的天地，积极对于自己理论范式给予修改、矫正和完善，从而使后来贝克尔等人得以在广阔的领域拓展出更完善的“新经济人”理论体系。

因此，经济学中所讲的最大化理性行为，不能在绝对意义上理解为一种“全智能利益计算机”，最好理解为“最大限度”、“相对最大”；其实质所指是：任何人都能够在各种主客观条件约束下，设身处地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适宜行为，这是一种在“理性”或“非理性”情景中敏捷地随机实施“条件极值”策略的行为。这样，“最大化行为”与“有限理性”就不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内在关联的。总之，只要摆脱关于“理性”与“非理性”机械割裂的思维定势，跳出仅局限于论证市场机制“伟大、光荣、正确”而不管外部世界丰富多彩变化的理论范式，将经济行为看作是在环境约束下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有限理性”行为，就可以实现经济学解析所有人类行为的“帝国主义”目标。

2.1.4自利行为与社会秩序

更进一步，将个人利益放在社会环境中考察得出的一个自然推论就是：要给每一个人以充分的自主决定其行为的“自由”。就是说，承认个人“自利”的存在，也就必须承认每个人天然是他们的自身利益的判断者。我的利益在什么地方，这样行为对我有利还是那样行为对我有好处，谁最清楚?回答是：只有我自己！除了我之外的任何一个“外人”，不管这个外人是谁，是我的亲朋好友还是智者伟人，都没有我自己清楚！这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实证”问题而是一个“规范”的价值判断问题。在实际当中，可能存在弱智与高智、傻瓜与聪明的分别，一些人由于种种原因可能就是没有别人清楚自己的利益究竟在哪儿，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描述的就是这种情景。但是，这里的问题不是在就事论事，而是讨论关于科学方法论和价值观原则问题，认定个人在判断自己利益方面无智商差异，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重要的自由主义原则，否定了这条原则也就否定了民主社会制度的基础，逻辑推演的结果自然是走向独裁制度，或者如哈耶克所说的，是“通向奴役之路”。因为如果我们承认在判断个人利益上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聪明”，那么自然的逻辑推论就是，“聪明人”应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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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聪明的人”做打算、做决策，而在“聪明”的人中还有“最聪明”的，“最聪明”的是谁?就是那些应该统治“不聪明”之民众、权利至高无上的独裁者，他们往往以“精神领袖”、“最高统帅”、“社会精英”、“伟大人物”等等面目凌驾于广大民众之上。所以，奉行个人自由主义价值观是经济学的“精神”，它坚持认定：个人利益以及追求个人利益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每个人天然是他们的自身利益的判断者，每个人是他自己行为的主人。在这方面，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所言，“哲学家”和“街上的挑夫”没有太大差别；他们对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最为清楚，把个人的选择权交给一个外人(不管他是政治家或是立法者)，“是再危险没有了”。［11］
 所以，在经济学家眼里，没有“大人”、“小人”之别，“好人”、“坏人”之分，都是偏好既定下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人”。

从此观点出发，将个人(及其利益和行为)看作是任何社会活动的基本单元或基础，并且，一切集体的行动、群体的互动、社会的活动以及政治的程序或过程都是一种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总结果，任何超越或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的所谓集体利益都是不应该存在的，分析人类(经济)行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观察个人的行为表现——这种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被认为是一种“最恰当或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显然，这种自由主义价值观并不否认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观点，其真实含义只是说：从整体意义上所说的社会活动、政治秩序和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说来都是个人自愿地、自主地按照自身利益进行交往、交涉和交易的结果；社会正义、政治公正和经济公平等的最终目标或结果，都需要建立在人们个人自觉、自为、自主的“自由”基石之上，并且只有通过他们互动而形成的自然秩序或过程(即所谓“无形之手”)，借助孔子所说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律，或亚当·斯密所说的基于“同感”(Sympathy)互动的“社会情感”(Social Passions)，才能真正实现或达到。

从西方社会发展的史实来看，这种基于自利本性“大恶”(基督教叫“原罪”)建立起来的自然秩序和法制社会，最终导致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大善”，确实“历史地”发生了。在中世纪，当时的西方人也与长期处于皇权统治下的中国人一样，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只不过他们要存的“天理”不是皇帝天子的三宫六院、玉帛金山而主要是教皇牧师的虚伪说教、骄奢淫逸，但他们要灭的“人欲”则都是社会中下层劳苦大众的基本生存自由。在类似于中国臣仆儒生的神学家那里，同样视人的自利欲望如洪水猛兽，认为它会引起人们互相争斗和性欲冲动，从而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因此处处防范和干涉一切牟利行为。幸运的是，西方社会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运动，在商业社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诞生了以16、17世纪中下层民众现实生活为真实写照、以普遍存在的市场交换行为作为理论抽象“原型”的经济学，有了这种“思想解放”的武器，西方经济社会在一次次技术和产业革命的推动下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随之逐渐建立起以民主法制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而反照中国之所以长期处于落后的“发展中”状态，当然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但没有挣脱“存天理，灭人欲”的儒家道德钳制，从而彻底获得“存人欲、有天理”的人本主义经济学思想解放，在市场自然秩序之上建立起健全的法制化社会制度，无疑是一个重要得不能再重要的决定性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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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1：相关文献

经济学精神

经济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它影响到人们的情趣、信仰和道德规范。对经济学的思考和遵循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在最高境界中，经济学不是一堆结论，不是一组数学公式，也不是一种逻辑，甚至不是一种分析方法，而是一种信仰，一种文化，一种精神。

经济学的真正魅力并不在于它是一门科学，而在于它不是科学。科学起源于对物质世界的观察，经济学则起源于对人类社会的关注；科学告诉人们有关宇宙的知识，经济学则告诉人们这种知识的边界；科学告诉人们可以做什么，经济学则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么。经济学传统是是对自然秩序的遵从和对人类自身理性有限性的承认，其对人类的主要功用，恰恰在于纠正由科学所引致的人类对自己理性的过度夸张和狂妄自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典文化的基本精神，诸如对产权的肯定，对秩序的珍视，对均衡状态(道、仁、义、和)的追求，以及更为重要的，对自然秩序的赞颂和崇敬，是与经济学精神相吻合的，是“有效率的”。

经济学精神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制度就是人与人互动形成的规范，因此，制度是重要的，尤其是那些自然形成的习俗和道德规范是“有效率的”。一个人最有效率的行为或对策，就是遵从道德，采取合作态度，拥有自律和替他人着想的精神。

市场是人类经济制度中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自然秩序”。经济学鼻祖关于“每个人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繁荣”的论断，不仅有思想理论价值，而且有审美价值，经济学令人陶醉之处也恰在于此。但可惜的是，没有包医百病的制度安排，“传统”的家庭制度、宗教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与“现代”的市场制度、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互为补充的。

经济学的方法，简而言之，就是成本—收益分析。讲成本和收益的概念推而广之，几乎可以无所不包，因此经济学在研究领域上具有“帝国主义”倾向。但是，无逻辑矛盾的理论必是不完备的，完备的理论必有逻辑矛盾。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一种对人类行为的“解释”，也不可能既相容又完备，因而不应该认为经济学理论可以解释一切，恰恰相反，认识到经济学本身的局限性正体现的是经济学精神本身。

资料来源：摘编自盛洪《经济学精神》(载其同名随笔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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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经济行为，即在既定环境条件约束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是现实人类行为的一个基本层面、重要属性或表现形态。当然，所谓“理性”行为从来就是“有限理性”，而且实际上归根结底也是根源于“非理性”，或者说，都是一种在“理性”或“非理性”情景中敏捷地随机实施“条件极值”策略的行为。人类正是在“自利人性”的基础上实现“利他主义的真正人化”，个人自主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恰是市场自然秩序和社会法律制度得以建立的人性基石或行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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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激励”(Motivation)已经成为人们使用频率极高的习语，其传达的基本意思，简单地说就是“调动人的积极性”。人的“积极性”从何而来?经济学告诉我们，人的行为是由需要引起的利益而驱动的，人总是在为追逐不同层次需要满足的个人利益目标而奋斗。所谓“组织经济行为”，就是组织成员在特定的组织环境约束下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行为；但是，这些追求自身利益(薪酬)行为有可能与组织(绩效)目标相一致或相契合，也可能与之不一致或相矛盾。也就是说，个人需要(薪酬)与组织目标(绩效)的利益冲突是组织经济行为的内在矛盾或基本问题。因此，积极应对和处理组织经济行为的这种内在矛盾或基本问题，调动或强化那些与组织目标相契合的个人逐利行为，引导组织成员在实现个人薪酬欲求的同时去为组织绩效目标而奋斗，这正是组织激励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

2.2.1组织激励基本问题

任何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一些各有目标和行为动机的个人，最初可能“来自五湖四海”，只因“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之所以要加入组织，成为组织一员去干事，就是因为想干那些他们自己单个干不了的事情，这种“共同目标”就构成了一个组织的基本宗旨和战略目标；但是，就个人角度来说，加入组织的各个成员其最初动机和最终目标可能并不就是要为达成“组织目标”而干事情，他们可能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特殊”利益和目标，因此在实际干事中就表现出种种各异的个人行为状态。这些行为有些与组织目标相一致、相吻合，有些可能与组织目标不一致、不协调，有的甚至相矛盾、相对立，总之，组织目标与个人行为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这可以看作是组织经济行为内在固有的基本矛盾，如何解析和处理这种矛盾也就构成组织激励理论研究的内核或主题。所谓“激励”，就是要强化、鼓励、奖励那些与组织目标相契合的行为，弱化、调和、协同那些与组织目标不一致的行为，矫正、规制、惩戒那些与组织目标相矛盾、相对立的行为，使每个组织成员的个人行为与组织目标契合在一起。

为了更直观地解析组织经济行为的基本矛盾以及组织激励的实质意义，我们可以借助日本学者中松义郎的“人际关系方程式”来描述。［12］
 中松义郎利用三角几何提出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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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组织激励基本问题几何解析示意图

式，很直观清晰地表达了激励过程中个人行为与组织目标之间的基本关系。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两个假定：

(1) 一个人的能耐是既定的。也就是说组织中的成员，他们每个人的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存量有大有小，对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来说是一个给定的量，这里可以用一个圆的半径来表示。如果他能耐大，即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存量大，就将圆圈画大些；否则就画小些，反正是一个给定的变量。

(2) 一个人如果自己给自己干活不存在“激励”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讨论问题时，假定一个人为自己干事情会“不遗余力”，有多大能耐使出多大能耐。当然，在实际中，一些人即使给自己干活也可能“吊儿郎当”，但这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因此就通过这个假定把它“抽象”掉。

于是，在这两个假定下，我们就可以用图2-1的三角集合图形，来描述我们所关注的组织激励问题了。

图中：Fmax
 表示一个人潜在的最大能力；F表示一个人实际发挥的能力，也就是激励效应；θ(夹角)表示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一致性或差异性。则，三者之间的关系可表达为：

F=Fmax
 ·cosθ(0°<θ<90°)

显而易见，当个人努力方向与组织目标完全一致时，即当θ=0，cosθ=1时，F=Fmax
 ，就是说，个人的潜在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运用，激励效应达到最大；如果个人行为方向与组织目标成直角，即θ=90°，cosθ=0时，F=0，说明没有激励效应。这样的直观解说，适合于0°<θ< 90°的情况下，如果θ>90°就不好直观说明了。但是如果忽略“精确性”，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一个极端的情况可能是，如个人行为方向朝西走，与组织目标正好方向相反，即θ=180°，cosθ=-1时，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可能也会有多大能耐使出多大能耐，但是他在“拉倒车”，组织获得的是最大限度的“负激励”。

简而言之，所谓“组织激励”，就是通过设计一定的中介机制，使个人与组织目标最大限度地一致起来，以调动每个人的精神创造力，让他们有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发利用其人力资源，在组织工作过程中各尽所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组织激励的实质意义或核心问题就在于此。

2.2.2关于“组织绩效”的含义

所谓“组织绩效”(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可以一般地理解为特定时期组织成员个人工作成绩表现、团队运作效率或总体业绩效益以及外部社会效果的总称。组织绩效问题的实质不是“技术性”的，而在于如何依照组织基本宗旨和经营目标要求在战略层面上处理好“人的问题”。德鲁克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一个组织，无论是工商企业还是其他公共机构，都面临三项最基本的任务，即：完成某种特殊使命和目的；通过富有活力的工作使组织成员取得成就；处理本组织对社会的影响并承担责任。［13］


首先，一个组织为特定使命和目的而成立，因此组织最首位、最根本的绩效目标和任务，就是实现特定的组织使命和运营目标。以最佳途径和方法完成特定的组织使命和目标，这是组织“绩效”最原始、最朴素也是最真实的含义。

其次，一个组织要通过富有活力的群体或团队工作使组织成员获得好处、取得成就。按照德鲁克的说法，任何组织，从根本上说来，只有一项真正的资源，那就是组织成员及其人力资源。管理者在组织内部面临的最关键、最困难的任务，远不是按照其本身的逻辑将工作组织起来，而是要让工作(“事”)适应于组织成员(“人”)。按照“人的逻辑”将工作富有活力地组织起来，使组织成员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这可以说是组织激励管理面临的最核心任务。

其三，组织作为“社会的器官”，都是为社会而存在的。一个组织的存在和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对外部社会做出贡献，为了供给产品和服务，并满足组织外部的社会成员需要。因此，组织管理者及成员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其所在组织对民众、社区和社会的影响，并积极自觉地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通过公共关系和危机管理，积极及时应对外部危机，把社会问题看作是组织的责任，能够恰到好处地承担社会责任，并将问题转化为组织发展的契机，这是组织激励管理所面临的一项最富挑战性任务。

总之，在技术、经济和社会三个基本层面上，以最佳途径和方法完成特定的组织使命和目标，是组织“绩效”的基本含义。在技术层面上，它意味着“效率”(Efficiency)问题，即如何把事情做好；在经济层面上，它意味着“效益”(Benefit)问题，即怎样为利益相关者带来好处；在社会层面上，它意味着“效果”(Effectiveness)问题，即能够保证做大家认为“正确”的事。

2.2.3关于“广义薪酬”概念

“薪酬”(Compensation)，其英语词义是“平衡”、“报偿”、“弥补”的意思，中文意思与提供“柴薪浆醋”基本生活条件有关，日文则是指给予员工及其家庭生活必需的“给料”。

实际上，“薪酬”概念也是一种历史范畴。工业化初期，从事体力劳动的雇佣工人从工厂获得的“工资”(Wage)，就是他们维持真正具有“柴薪浆醋”性质之基本生活条件的“薪酬”；工业化社会，“薪酬”概念扩展到整个社会各种组织劳动者群体，对于“白领雇员”或“政府雇员”来说，它就是“薪水”(Salary)；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人们工作不仅仅是为了物质生活层面的“谋生”，而是要从工作本身获得“自我价值实现”的精神满足。这时候，“薪酬”概念就更加广义了，仅用货币收入和福利的外延就不能表达其丰富的内涵了，而且也越来越难以表达其特别关注的重要涵义了。

在当代社会，“薪酬”概念寓意十分丰富。对于一个人来说，它不仅是其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决定其生活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因素，更重要的是其(人力资本)价值和社会存在价值的具体体现。对于作为组织成员的个人来说，“薪酬”不仅是对自己劳动成果和工作贡献的认可(因之通常称作“劳动报酬”)，是组织对员工人力资本要素贡献的回报，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组织对待自己的“态度”(是故通常人们才有“待遇”的说法)。对于组织管理者来说，“薪酬”不仅是一种“保健因素”，而是决定员工工作态度、工作方式和工作绩效的重要“激励因素”。对于作为企业财务或物质资本所有者的股东来说，“薪酬”不仅是决定“人工成本”高低的要素价格，即作为人力资源要素价值市场表现形式的“人力资源价格”，也远不是劳资集体谈判中讨价还价的一种“报价”或“筹码”。当今公司制企业面临的重大“薪酬”问题已经是：组织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如何与其“平起平坐”的人力资本所有者一起，如何在制度安排上对企业剩余索取权进行分割、再分配和分享。

总之，“薪酬”是组织经济行为基本矛盾方面之一，是关于组织激励的一个关键变量、焦点问题和核心内容。最广义地理解，凡是员工从组织中得到的一切个人好处，包括直接的或间接的，内在的或外在的，货币的或非货币，所有形态的正面报偿，都属于“广义薪酬”范畴。

2.2.4组织激励的两个焦点

我们说，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是组织经济行为及其激励的基本矛盾。在实际运作中，“绩效”代表的是组织运营目标，而“薪酬”代表的是个人行为动机或目标，因此，绩效与薪酬实际上就是组织经济行为及其激励基本矛盾的两个方面，是观察分析组织经济行为的两个基本变量、标志和指标，是组织运营管理的两个焦点和控制变量。

从组织层次上来看，绩效可以划分为员工个人绩效、群体或团队绩效及组织总体绩效等三个层次来量度。绩效是一个多维变量，它是一定时期组织内外在多种因素综合耦合作用的结果，我们可借助简式将绩效的多因性表达如下：

P=f(S，M，O，E)

式中P——绩效；

S——知识和技能；

M——主观努力程度或激励机制的有效性；

O——机遇或工作条件；

E——其他外部环境因素。

个人绩效，即员工个人的工作表现和成绩，如个人的生产率、生产质量、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等。个人绩效的取得除与外在的工作条件与环境有关外，主要取决于个人努力程度、个人能力与素质、个人对组织战略和期望意图的感悟和理解以及对薪酬公平性的感知或评价等四个因素的影响。其中，个人工作努力程度的大小，取决于个人对内外在薪酬价值、特别是内在薪酬的主观评价，以及对努力—绩效关系和绩效—薪酬关系的主观感知情况。组织群体或团队绩效，除了与个人绩效有关的因素直接有关而外，组织结构、工作设计以及相应的战略管理模式都有重要影响。至于组织整体绩效，除了与个人、团队绩效有关的因素直接有关而外，组织间的博弈状态以及外部的社会经济环境对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此外，从动态发展的角度看，绩效是相对于组织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要达成的组织目标来说的。例如，企业作为一种在市场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经济组织，具有创新学习目标、运作效率目标、市场营销目标和财务营利目标等多维的目标追求。相应地，从组织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看，绩效在动态上也就有多维的观察量度。

同样，组织薪酬项目也有多维性(见图2-2)。一般地，可以将薪酬项目分为内在薪酬与外在薪酬两大类，前者指员工从组织生产劳动和工作过程本身所获得的报偿，后者是指员工从组织生产劳动和工作之外所获得的报偿。内外在薪酬又可分为直接薪酬与间接薪酬。直接内在薪酬是指富有意义的工作性质带来的好处；间接内在薪酬主要是指优越便利的工作条件带来的好处。直接外在薪酬，一般是依据员工贡献大小直接支付给个人的货币报酬，包括基本薪酬、短期奖酬和股权收益等；间接外在薪酬，即通常所说的“福利”，它是以组织成员身份而享受的优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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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组织薪酬项目分类体系

内在薪酬，是员工从组织生产劳动和工作过程本身所获得的利益。直接内在薪酬，是指富有意义的工作性质带来的好处。具体包括：工作富有挑战性；工作具有趣味性；工作给予个人成长和发展的机会；工作能够参与决策管理而有权威感、责任感和成就感；以及工作具有令人鼓舞的团队精神和氛围等。有学者实证研究证明，这类薪酬与良好的工作绩效有最为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好的工作绩效是用工作本身来奖励的，而且，由于工作绩效好而得到奖励会进一步导致更好的工作绩效。内在间接薪酬，主要是指优越便利的工作条件带来的好处。如：宽松的工作环境；满意的办公设施和设备；弹性的工作时间；便利的交通通信条件；体面的头衔；名誉的社会地位以及和谐的人际关系，等等。这类薪酬与工作绩效也具有同时共生性，对工作绩效具有直接激励作用。

外在薪酬，是指员工从生产劳动和工作之外所获得的货币或非货币性报酬。这是人们通常所关注的薪酬类型，其在激励中所起的作用就是通常所说的“物质刺激”。外在直接薪酬包括基本薪酬、短期奖酬与股权收益三项基本内容。基本薪酬是组织对员工劳动或工作贡献的基础性回报，是按照时间和劳动定额支付的固定性劳动报酬。与固定性的基本薪酬比较，短期奖酬与股权收益是一种带有不确定性的风险收入，它是通过让员工参与剩余收益分配，随工作努力程度或工作绩效不同而获得一定比例的剩余价值。外在间接薪酬即通常所说的“福利”。所谓“间接”，是指这种薪酬通常不直接支付给员工个人，它的享用与员工个人的工作绩效不直接挂钩或根本无关；一般来说，员工是作为某种组织成员身份而间接享受有关福利待遇的。福利性薪酬的直接目标不是提高员工个人的工作绩效，而是希望以此为手段达到吸引、保留和凝聚员工，从而达到提高组织整体和长期绩效水平的目的。

员工福利类型，除法定社会保险福利外，一般可以分为基金补助型福利、带薪休假型福利和生活服务型福利三大类。基金补助型福利，是组织根据员工不同情况提供的有关福利基金项目，如退休金、互助储蓄基金、辞退金、住房津贴、交通补助费、免费工作午餐、海外津贴及人寿保险等。带薪休假型福利，即组织员工享有薪酬待遇的非工作或休闲时间，如支薪病事假、公休日、节日假、工间休息、带薪度假或旅游及脱产培训等。生活服务型福利，包括组织为方便员工生活而提供的各类服务项目，如法律顾问、心理咨询、贷款担保、托儿所养老院、子女教育补助、内部优惠商品或服务等等。

在实际运作中，如何在操作层面将组织绩效目标与员工薪酬目标有机结合起来，使员工在实现自身利益欲求的同时有效达成组织使命和目标，这是组织激励和组织行为管理最具根本性、最富挑战性的任务，也是组织激励理论和组织行为学研究的主线和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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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所谓“组织经济行为”，就是组织成员在特定的组织环境约束下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行为。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是组织经济行为及其激励的基本矛盾。在实际运作中，“绩效”代表的是组织运营目标，而“薪酬”则代表的是个人行为动机或目标，因此，绩效与薪酬实际上就是组织经济行为及其激励基本矛盾的两个方面，是观察分析组织经济行为的两个基本变量和衡量指标，是组织运营管理的两个焦点和控制变量。将二者在实际操作层面有机契合，是组织激励及组织行为管理最具根本性、最富挑战性的课题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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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组织经济行为，即组织成员在既定的组织环境条件约束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基此，研究组织经济行为特征和规律要着眼于两个基本层面：一是要研究组织环境条件对组织成员个人逐利行为的限制和影响，重点从“制度”层面研究激励机制设计问题；二是要关注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特定动机和具体情景，注重从日常“管理”策略上研究有效激励实现问题。二者相辅相成，构成完整的组织激励理论。西方传统激励理论研究，实际上仅关注后一个层面，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前一个层面。因此，为了区别于传统激励理论的偏狭性，我们姑且将同时考虑两个基本层面并予以全面系统阐释的激励理论新架构，称作“广义激励理论”。

2.3.1组织激励制度及其特性

按照经济学的观点，人们追求自身利益是“合情合理”的，激励问题的关键是“因势利导”设计约束人们行为的有效制度规则。在组织运作和管理中，要调节和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实现“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即每个组织成员的自利行为结果与既定的组织目标相一致，最好的或最根本的办法就是，遵循“利益关系原则”改革约束人们行为的制度规则。关于组织激励策略，经济学给出的“基本招数”就是：通过民主参与(这是制度形成的前提和基本规则)，建立“产权明晰”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责权利相统一”的组织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公正、公开、公平的一整套具体“规章制度”，以此来防止任何“机会主义”倾向，惩治“败德行为”并规避“道德风险”。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激励相容”。

在既定的制度环境约束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乃整个人类行为最基本、最普遍、最具主导性因而也是最重要的规定性和表现形态。因此，一个组织在经济行为上要实现“激励相容”，就必须遵从其天然所有者这种经济本性，按照“一视(都是经济人)同仁(同样的制度约束)”的公平原则，设计和建立统一的、规范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激励制度，并在整个组织范围内贯彻实施之。这是组织激励制度的最基本特性和要求。

组织激励制度作为一种“公共品”，从根本上说，是组织成员群体公共选择的结果。其“供给”是由大家即组织成员以平等的契约当事人身份“讨价还价”而来的，或者说，是由所有成员长期互动博弈形成的；只有在大家即组织所有成员“都同意”并自觉遵守的情况下，组织激励制度的供给或维持才具有现实可能性和可行性。一旦形成，组织所有成员都会通过“制度消费”满足其“制度需求”，各得其所、各获其益。因此，在总体上，民主互动、尊重组织成员人力资本主权的权能权益，乃是组织激励制度安排的又一基本特性和内在要求。

在所有的组织制度安排中，最根本、最核心的是“产权”制度。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就是这个道理。这就要求从组织所有权安排和治理结构高度确立人力资本的产权地位，保证其主体权能和权益的实现；就工商企业组织来说，就是设计和实施全员持股、民主控制的激励计划和措施。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系列绩效考评和奖酬制度，以及团队精神和组织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建设。但是，无论人力资本产权制度还是具体的规章制度、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其建立和实施都非一日之功，而是要经过长期的互动博弈和潜移默化的累积渐进才能实现。因此，保持制度规则相对稳定性以及制度变革的循序渐进性，也是组织激励制度的基本特性和内在要求。

总之，在组织战略层面和操作实务中，激励制度安排为“激励相容”的有效实现提供了制度前提、组织保障和人文环境，任何激励措施及其实施必须建立在民主互动的制度基石之上。

2.3.2组织激励的实现形式

实际中，组织成员的个人行为是由“动机”引发的。一个人的“动机”与其“需要”紧密相关，动机以需要为基础，有动机必有需要；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很难也无须区分何者是“需要”，而何者为“动机”，但二者在理论含义上毕竟有些差异。所谓“动机”(Motive)，则是由需要引起的、促进个体采取某种满足需要行为的内在驱动力。一般说来，“需要”(Need)侧重表达的是个体缺乏生命资源的某种客观状态；而“动机”则体现的是个体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形成的主观状态，它与个体的人格和社会文化环境约束有关。在特定的组织环境约束下，一个人的一系列动机中在某时刻最为强烈的动机即“优势动机”，就会变成其“目标”，目标引导人们去采取行动，这就是所谓“行为”(Behavior)。在组织的特定激励制度条件约束下，一个人的基本行为方式可以通过图2-3来描述。个人行为的结果无外乎两种情况：达到目标，动机实现，需要满足，产生“满意感”或“成就感”，否则，就会产生“不满意”或“失落感”；然后，反馈回去影响下一周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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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组织激励中的个人行为周期模型

关于组织激励中个人行为动机要素和周期过程，构成传统组织行为学激励理论关注的焦点。传统激励理论侧重研究的是“人性”、“需要”、“动机”、“目标”和“结果”等这样的个人行为要素及其关联机制，认为这些才是决定激励有效性的基本要素，是组织激励过程和机理的基础或关键环节。基于此种理论解析，组织要实现“激励相容”，就要从满足人的多层次、多元化“需要”出发，针对不同员工设定绩效标准和奖酬值，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员工的劳动、工作“动机”，使他们按照组织所要求的“行为”方式去积极、能动和创造性运用其人力资源，从而最大化地实现组织的预期目标。

但是，现实中的人是一种复杂的、有七情六欲的社会动物，人的行为也是因人、因时、因地异常多样和多变的。因此，组织“激励相容”的具体实现形式也是多样复杂的。在组织运作过程中，组织成员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具有现实多样性的个体，组织经营管理者与普通成员往往形成某种非对称的人际关系，组织“激励相容”的具体实现形式往往以某种科层性的、行政性的、不对等的程序和方式表现出来。此外，组织“激励相容”的具体实现形式，还与大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很大关联，例如，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性对于组织激励模式就有很大影响。大致说来，西方文化强调“契约制度”，而东方文化注重“人伦纲常”，这样，在组织激励机制的设计和运作上自然各有侧重。总之，实现激励相容不简单是一个“知”的问题，而是“行”的问题，必须在“干在学”，由实践来解决。

2.3.3“广义激励理论”及其意义

我们将“组织激励理论”界定为基于组织经济行为基本特征和规律，专门研究组织目标与个人行为相容途径、方式和方法的组织行为学理论分支。但是，组织激励问题在广泛和完整的意义上有两个基本层面：一是激励约束条件，激励理论要研究组织制度环境对组织成员个人行为的限制和影响；二是激励实现过程，激励理论要关注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特定动机和具体情景，研究组织激励的具体实现途径和方式。但是，西方组织行为学中的传统激励理论只局限于后一个层面，而对于前一个层面却很少关注。鉴此，我们提出“广义激励理论”，以便将组织激励问题两个基本层面统一纳入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下，立足中国本土实践，进行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经过数百年在市场经济体制大环境中的自然演进，西方社会中的组织、特别是企业组织在“制度”层面已经达到相当完善的地步，现实中组织激励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突出表现在既定组织制度下的“管理”水平高低问题上。因此，在当代西方组织行为学中，传统激励理论主要关注在既定组织制度环境条件约束下组织成员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特定动机和具体情景，注重从日常“管理”策略上研究组成成员个人行为的基本要素及其关联机制，而关于组织制度环境条件本身对组织成员个人逐利行为的限制和影响则很少正面予以关注，也不注重从“组织制度”层面研究激励机制设计问题。

但是，中国本土的社会背景和组织情况有很大不同。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人治”文化传统的发展中大国，目前又正处在从传统计划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转型的关键时期，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的时代大背景是中国企业、政府和公民社会组织面临的基本制度环境或体制背景约束。在现实组织运作中，我们遇到的很多矛盾和难题主要还不是日常“管理”水平低下以及如何提高的问题，而是在组织“制度”层面存在基本规则缺失、秩序混乱，其关键问题是究竟怎样从根本上改变低效或无效的制度规则，建立健全公平、公开、公正而有效的激励制度和机制。因此，提出“广义激励理论”，特别“制度激励理论”以及激励机制设计理论，对于中国本土企业、政府和公民社会组织来说，具有更为重要的、更为特殊的理论指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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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研究组织经济行为特征和规律的激励理论，应着眼于两个基本层面：一是要研究组织环境条件对组织成员个人逐利行为的限制和影响，主要侧重于从“制度”层面研究激励机制设计问题；二是要关注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特定动机和具体情景，注重从日常“管理”策略上研究有效激励的实现途径和方式问题。一个组织要实现“激励相容”，必须在实践中使“制度激励”与“管理激励”二者有机整合在一起。广义激励理论对于解析中国本土组织经济行为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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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有一个重要理论分支，叫做“经济机制设计”，专门研究在一个经济社会中，对于给定的社会目标，能否以及怎样设计有效的经济机制，使社会成员的自利行为所带来的资源配置结果为最优。其中，“激励”问题，即在既定的机制下，每个成员即使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目标，其客观结果是否也能正好达到既定的社会目标，就是其重要研究课题之一。我们认为，经济机制设计理论的激励模型可以引入到组织行为学之中，这对于认识、分析和研究组织经济行为及其激励问题可能具有重要的理论启迪意义。

2.4.1经济机制设计理论

经济机制设计理论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前沿研究领域。其所讨论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在一个经济社会中，对于给定的社会目标，能否以及怎样设计有效的经济机制，使社会成员的自利行为所带来的资源配置结果为最优。它所阐释的基本原理同样适用于解析组织经济行为。

进一步看，经济机制设计问题又可分解为两个层面来研究：一是“信息”问题，即所设计的机制是否是“信息最有效”的，也就是说，能否借助最少的信息量来实现既定的资源配置目标；另一个就是“激励”问题，即在既定的机制下，每个成员即使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目标，其客观结果是否也能正好达到既定的社会目标。后者与我们所讨论的组织激励问题直接相关。

因此，经济机制设计理论由“信息理论”(Information Theory)和“激励理论”(Incentive Theory)两部分组成，其研究涉及博弈论、微分拓扑等高深数学工具，因而晦涩难懂。这里根据有关经济学文献，对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做一通俗化介绍，以资研究组织经济行为及其激励问题借鉴。［14］


2.4.2经济激励模型

从组织经济行为角度来看，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关注的激励问题可以表述为：作为组织“主代理者”的管理者应制定什么样的制度规则，才能使组织成员追求个人预期利益最大化的自利行为结果与给定的组织目标相一致?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一个完整的激励系统模型(见图2-4)应有如下四个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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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机制设计理论的经济激励模型

(1) 激励环境，即组织激励得以实施的基本约束条件；

(2) 激励机制，即经济资源在组织成员间配置的过程与规则；

(3) 激励行为，即组织成员作为自利经济人的行为方式；

(4) 激励目标，即组织资源配置活动的预期结果。

这四个要素的数理关系及过程形式化表示出来，就是(如图2-4所示)所谓“经济激励模型”。此模型表示：给定激励环境E、配置规则h及假定的自利行为准则b，资源配置结果Pπ
 在数理上可以看作是激励环境向配置空间的一个“映射”，即 Pπ
 ：E→Z；或表示为复合函数形式：

Pπ
 (E)=h［b(E)］

2.4.3激励环境

关于激励的经济环境，是指一个经济组织中激励所及的所有成员，以及他们所拥有的初始资源基础、技术经济条件以及外生的心理偏好结构(效用函数)等。

假定一个经济组织中有N个“经济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一个经济单位，诸如工作团队、生产车间、分支公司或机构等。作为自然经济人或个体成员，他或她可能有特殊的“偏好结构”特征，记作Ri；作为经济单位，它可能有特定技术条件约束下的“生产可能性集”，记作Yi；此外，进行激励时的初始资源配置状态，作为外在条件，记为Wi。

这样，激励环境可以看作是这个经济组织中所有成员的经济特征集合，记为：Ei=(Ri，Yi，Wi)，i=1，2，…，N。

2.4.4激励机制

关于激励的经济机制，即经济资源在组织成员间配置的过程与规则。

假定在E中，每个成员都知道自己的特征而不知道别人的特征。每个成员的特征集合称作“信息空间”，记作Mi，i =1，2，…，N，所有成员的信息空间组成整个组织的信息空间M。通过信息在组织成员间的传递，投入的经济资源经过组合配置形成一定的产出结果，称为“配置空间”，记为Z；其遵循的制度规则集合称作“配置规则”，记作h，它在数理上可以被看作是信息空间向配置空间的一个“映射”，即h：M→Z。

经济激励机制就是由信息空间M与配置规则h组成的，记为π=(M，h)。

2.4.5激励行为

关于激励的行为基础，即组织成员作为自利经济人的行为方式，记为b。它在数理上可以看作是激励环境向信息空间的一个“映射”，即b：E→M；或表示为m*
 =b(E)∈M。其意义是：组织成员出于预期利益最大化的自利动机，决定自己的经济特征集Ei中哪些是可以向其他组织成员(包括主代理者)传递的信息Mi。

组织成员的自利行为b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配置规则h。管理者在激励过程中，主要是通过设计和调整配置规则来调控组织成员的自利行为，以最大限度地有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

2.4.6激励目标

关于激励的组织目标，是指一个组织资源配置活动的预期结果，记作F。它可以看作是配置空间Z的一个子集，即：F∈Z，也就是已知的或想要达到的某种资源配置状态。激励目标设置的准则可以有很多，一般在理论上经常讨论的有如下几种：

——“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um)配置，即在这种配置下，没有办法在不损害其他成员利益的情况下使得至少一个成员的利益得到增进。这是一个经济组织最易被成员认可和达成共识的目标设置准则。

——所谓“经济核”(Economic Core)配置，即在不存在某些成员组成的小集团的情况下，人们只利用他们自己所拥有的初始资源使其景况得以改善，而其他成员的利益都不受损害。比如，市场竞争机制所产生的资源配置状态就属于这种配置。

——“林达尔”(Lindahl)配置，即在涉及公共品资源配置的经济组织中，如果所有成员在既定的(公共品和私人品)价格下所形成的总需求不超过资源供给总额，那么，这样的配置状态就称作林达尔配置。

——“公平”(Fair)配置，关于“公平”可以有不同的价值判断，最极端的界定是“收益均等”的配置，有的则定义为“每个人都不羡慕别人”的一种配置，还有的认为是每个人都拥有“按贡献大小获得利益”权利和机会的配置，等等。

2.4.7经济激励意义

按照上述激励理论模型，传统经济学研究的一般思路是：沿着E→M→Z 路线，在既定的h(如市场机制)下来研究Pπ
 ，即研究某一种机制(如市场机制)能否导致资源的优化配置。这种思路在传统激励理论中，就体现为关注既定组织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下的个人行为动机及激励实现过程，而不太关注组织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本身的激励效应。

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及其激励模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而清晰的理论参照系，有了这个参照系，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将视线移到这样一个关键问题上，即：当激励环境E及自利行为准则B都给定的情况下，应设计和实施什么样的激励机制π=(M，h)，特别是配置规则h，才能达成组织预期的激励目标F。这正是制度激励或激励机制设计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总之，利用经济机制设计理论的激励模型，我们可以更全面客观地观察、解析有关组织激励问题的两个基本层面，并更紧密地与中国本土实践相结合，从根本上提高组织激励效率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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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经济机制设计理论的激励模型，为人们研究组织经济行为的特征和规律提供了一个通解性逻辑架构和基本理论参照系，它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这样一个核心问题上，即：当激励环境E及自利行为准则B都给定的情况下，应设计和实施什么样的激励机制π=(M，h)，特别是配置规则h，才能达成组织预期的激励目标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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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要内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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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行为，即在既定环境条件约束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是现实人类行为的一个基本层面、重要属性或表现形态。当然，所谓“理性”行为从来就是“有限理性”，而且实际上归根结底也是根源于“非理性”，或者说，都是一种在“理性”或“非理性”情景中敏捷地随机实施“条件极值”策略的行为。人类正是在“自利人性”的基础上实现“利他主义的真正人化”，个人自主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恰是市场自然秩序和社会法律制度得以建立的人性基石或行为基础。

[image: image]
 所谓“组织经济行为”，就是组织成员在特定的组织环境约束下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行为。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是组织经济行为及其激励的基本矛盾。在实际运作中，“绩效”代表的是组织运营目标，而“薪酬”则代表的是个人行为动机或目标，因此，绩效与薪酬实际上就是组织经济行为及其激励基本矛盾的两个方面，是观察分析组织经济行为的两个基本变量和衡量指标，是组织运营管理的两个焦点和控制变量。将二者在实际操作层面有机契合，是组织激励及组织行为管理最具根本性、最富挑战性的课题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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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组织经济行为特征和规律的激励理论，应着眼于两个基本层面：一是要研究组织环境条件对组织成员个人逐利行为的限制和影响，主要侧重于从“制度”层面研究激励机制设计问题；二是要关注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特定动机和具体情景，注重从日常“管理”策略上研究有效激励的实现途径和方式问题。一个组织要实现“激励相容”，必须在实践中使“制度激励”与“管理激励”二者有机整合在一起。广义激励理论对于解析中国本土组织经济行为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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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机制设计理论的激励模型，为人们研究组织经济行为的特征和规律提供了一个通解性逻辑架构和基本理论参照系，它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这样一个核心问题上，即：当激励环境E及自利行为准则B都给定的情况下，应设计和实施什么样的激励机制π=(M，h)，特别是配置规则h，才能达成组织预期的激励目标F。

[image: image]
 复习思考问题

(1)经济学是如何解释人类行为的?试尽量用自己的话语概要说明之。

(2)什么是“绩效”?怎样理解“薪酬”?为什么说二者是组织经济行为激励的基本矛盾?

(3)关于组织激励的两个层面应该怎么理解?其重要意义何在?

(4)经济机制设计理论模型对于全面理解组织经济行为及其激励机制有何启迪意义?

[image: image]
 自我认知练习

快速检核学习情况

说明：不要回看课文，直接对下面陈述快速作出正误判断，以检验自己对本章内容的掌握程度。完成后对照正文相关内容再去一一核对。

(1)经济学可以解释全部人类行为，因为它是全面研究人类行为的一门学科。

(2)经济学的方法，即成本-收益分析，对于解释人类行为具有普遍适用性。

(3)所谓理性行为，就是指结果最优的行为。

(4)经济学承认人的自利本性，因而无法解释利他主义行为。

(5)组织经济行为只存在于工商企业中，政府和非营利性组织的行为是非经济行的。

(6)所谓激励，就是指薪酬激励，与绩效管理没有关系。

(7)薪酬就是对员工的物质报酬，没有必要与工作成就感等扯上关系。

(8)组织激励就是调动员工积极性，即基于员工个人需要激发其工作动机。

(9)组织经济行为就是组织中的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行为。

(10)在组织中，员工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大都是自私的或不道德的。[image: image]
 情景个案研讨

经济学家谈道德?

樊纲

作家梁晓声在他的《九三断想——谁是丑陋的中国人》中提到了他与我的一次“争论”。那指的是：在一次讨论有关“人生观”问题与社会现象的写作计划会上，我发言时说我们不能强求人们都按一种方式生活，各种活法对不同的人来说可能都是最好的“活法”；因此我们也不能总是教人们应该如何活着。梁先生听后不以为然，说不能认为那些堕落的活法是好的活法，社会总得有点“正确与错误”、“好与坏”的标准与主张，等等。我在学术界、理论界已习惯了各人有各人不同的观点，开会的目的首先就是把大家找到一起来“吵架”，摆不同观点，所以我对梁先生的反对并不介意。他讲得也很温和，也是有理有据，所以我也并不觉得发生了什么“争吵”。事后甚至都忘记了，直到有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梁先生在他的著作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讨论那次的争论，解释他当时还没有看我的书(《求解命运的方程》)，对我的思想不大了解，并还向青年朋友推荐我的书等等。当然，更重要的是在书中进一步阐发他的观点，仍然认为我们不能容忍堕落，《九三断想》全书主旨也是批判生活中种种丑恶，书中充满着一种义愤、一种激情、一种正义感。

梁先生在他的书里对我有一句褒词，说从我的书中看到我是很有“一份责任感”的，以至想要写书来分析人生……，不过我倒是想用这句话来回敬他(绝不是贬意的“回敬”)，他才是真正认真、执著、充满责任感、道义感的人，不像我这样对什么都漠然处之，似乎什么都不再激得起“义愤”、“激情”。他搞文学，接触的丑恶现象比我多，按说更该“司空见惯”，他却不是，可见骨子里的道义、情感要比我们这些人多不知多少倍。现在为道义、为“正确”而振臂高呼、呕心沥血、痛心疾首、面红耳赤的人已日渐减少，而梁晓声是我所知道的仅存的不多几个之一。

梁晓声对于他与我的差异的解释是：“……还由于，我们对现实社会的，以及我们写一本书时的立足点和视野的幅度是分明有很大差别的”。他说我是在为那些正常的、有理性的人们写一本如何理性地分析人生与社会的书，是在“摈除了‘恶’的‘活法’之后，对普通人的‘活法’娓娓的论说”；而他所要做的则正是要在善与恶之间划出一道界限，正是要面对、批判我们现今社会的种种“丑恶”的“活法”。

但我想我与梁先生的差别恐怕首先是职业上的差别。

我是搞经济学的。经济学不像有的人认为的那样是“数钱”的。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的行为，当然首先是“怎么挣钱”的行为(顺便说一句，经济学本身研究的是“别人”、即社会上的大家“怎么挣钱”，而不一定是自己怎么挣钱，那是“工商管理学”的问题)，但同样涉及不挣钱而也是为了追求某种“满足”的行为。“挣钱”不过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可以用钱换来的物质上或精神上的满足，但天下还有许多用钱买不来或不必用钱买或没有钱也能“买”的满足。问题在于关于什么是“满足”这件事对不同的人是不同的，有的人吃咸、有的人吃甜，有的人抽烟、有的人喝酒，有的人好吃、有的人好穿，有的人重“精神”，有的人重“物质”，有的人好为别人操心，有的人只知道“自私自利”。不管这些“口味”、“偏好”是先天形成的，还是后来学来的，反正当分析人们的一种行为时，经济学得把它假定为“事先已经存在的”，并把它们当作人们行为的各自不同的“目标”，用这些目标来解释人们为什么这样行为而不那样行为(为什么“买”那个而不“买”这个)，或者告诉人们你要想达到一定的目标，应该如何利用和配置你的资源，以达到“满足的最大化”。

不同的“口味”、不同的“偏好”，说到底也就是人的不同的“价值观”，其中就包括“道德观”，因为不同的“偏好”也就是一个人关于“什么好”、“什么坏”、什么较好，什么较坏，什么“值”、什么不值、什么不那么值等等的一种评价。为了挣点钱，不顾“廉耻”，说明对于他来说，那些“钱”要比他的“廉耻”更“值”；“舍己救人”，说明他认为“救人”很“值”或“救人”这件事好，“见死不救”不好，等等，这与我认为抽烟比喝酒好，你认为猪肉比羊肉香的道理是一样的。

问题在于，经济学作为一种实证科学，在它的分析过程中，假定各人不同的偏好是“事先给定的”、“已知的”。这其实就是在说，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对你有什么样的价值偏好、道德标准，没有办法，“管不着”，我们只是在你们已有的价值标准条件下研究你的行为和你的行为的后果，以及你的行为对社会上他人的影响，或者告诉你怎么才能实现你的愿望，或者告诉别人怎么“对付你”，你又怎么“对付”他人。原则上说，经济学家就其职业本身来说，可以为希特勒服务(第三帝国有从职业标准上说很合格的经济学家，虽然我们作为个人来说不能从人格上、道义上认为他“好”)，也可以为邱吉尔服务；可以为黑帮服务，也可以为政府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就其学科、就其职业来说是“道德中性”的，经济学家是“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只从一个角度谈“道德”、谈“价值观”，那就是分析不同的道德观。偏好体系会对经济行为有哪些影响，要求社会经济制度做怎样的改进，道德观、价值观变化的经济原因，以及道德观、价值观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所会产生的各种影响。但经济学家对价值观、道德观本身对的“好与坏”不做评价。经济学分析离不开道德观、价值观一类的东西，但它们只是经济分析的前提之一、“约束条件”之一，而不是经济学的分析对象本身。现在有的经济学家也在著书立说，大谈“市场经济应该有什么样的道德”，告诉人们什么好什么坏，从职业角度说，这是“不务正业”。当然，经济学家也是人，作为个人，他当然可以就价值观、道德观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但他这样做的时候应该明确地意识到并告诉他人，他只是作为个人而不是经济学家在发表看法，因为从经济学本身中我们得不出关于道德观的论断(其实，从任何可以称为“科学”的学问中都得不出这样的论断)。

什么人“管这件事”呢?伦理学家、政治家(不是政治学家)、文学家以及“牧师”等等一切用各自方式管理“意识形态”的人们(当然还有我们每个人，即作为无“职业特征”的社会的普通人)。是他们在构造着、改变着、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是非观，等等，是他们在就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正确、什么错误进行着研究与评判，教导着人们应该这样生活而不是那样生活，做这样的选择而不是做那样的选择。总之，那正在梁晓声的职业范围之内。

我不知道人们是“因为性格的差别”、所关心问题的差异才选择了不同的职业，还是不同的职业在重塑着人们的性格。比如说我不知道梁晓声是因为本来有十分强烈的是非感、道德感，才选择当了作家，以文学为手段，宣传自己的观点、净化他人的灵魂，还是因为他当了作家，更多地关心着人们的心灵活动，关心着社会道德，才变得更加“热血”。而我自己，也不知是因为学了经济学才对道德问题变得这么“无动于衷”，还是我本来就不关心“终极价值”而是更关心说明人们的行为逻辑本身，只想分析事实而不想改变人性，才会选择了经济学这一“冷漠”的学科为自己的职业。不过我倒是对我们一些科学家(这里主要指社会科学家)、理论家在他们从事自己的专业活动、写他们的专业文章中夹杂了太多的感情色彩、太多的“是非”观念、太多的道德说教，很不以为然。不是那些东西本身不对，而是说那会影响到你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客观性。我们作为个人或许“热血”一点为好，但在职业领域内，却应该是冷漠的。

我想这就是现代社会分工合作的优点，我们大家谁也不必面面俱到，而只需从某一个角度来分析人生、思考社会。不过，在这种分工的条件下，也就需要大家相互理解和尊重各自的职业特征，在相互争论中加深大家对人生与社会的理解，而并不会因此而伤什么“和气”。所以我想说：如果梁先生与我真的发生了什么“争论”的话，那只是件好事，我们不妨更多地争论，如果我们有时间、感兴趣的话。

　　最后让我以一个一般个人的身份说一句“非职业”的话：我非常赞赏梁晓声关于善与恶的“道德说教”，我们确实应该好好批判一下当今各色“丑陋的中国人”。

资料来源：樊纲《经济文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原载《经济学消息报》1994年12月8日)

研讨方向指示：

(1)你怎样看待樊纲与梁晓声发的“争吵”?他们之间的分歧是由于“隔行如隔山”导致的，还是存在别的什么原因?认为经济学(家)不讲道德，还是要讲道德或者怎么讲道德?作为经济学家讲道德与作为社会中的个人讲道德有什么不同?或者“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与“讲道德的作家”存在什么差异?

(2)请搜集更多关于道德的经济学研究文献，包括“道德外生说”、“道德功利说”和 “道德博弈说”等，并作归纳总结，谈谈对于人类行为来说，道德究竟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 你对“经济学作为一种实证科学，在它的分析过程中，假定各人不同的偏好是‘事先给定的’、‘已知的’。” 这句话是怎么理解的?

(3)这个学术争论的案例对于我们研究组织经济行为有什么启迪意义?难道我们讨论组织经济行为就可以“不讲道德”吗?如果“讲道德”那该怎么讲法?人们在组织中的“道德行为”与“经济行为”究竟是什么关系?

章末注释：

［1］ 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中译本，第3页、第7页、第11页、第19页。引文中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我国学术界和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误解则是，普通老百姓和农民、 商人等的行为可以看作是经济行为，一些高尚的人如领导、教师、军人、劳动模范的行为就不能说是经济行为；农业、工业、商业等是“经济部门”或“经济活动”，教育、文化、科技等就是“非经济部门”或“社会活动”，否则就觉得“不伦不类”、有悖“常识”。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观念变革过程，完全澄清尚需时日。

［2］ 见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0页。

［3］ 见斯蒂格勒《经济学家和说教者》，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中译本，第90页。

［4］ 见赵德志《论人本主义经济学(二)》，《学习与探索》1988年第6期，第34页。

［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3卷，第86页，第274页。

［6］ 参见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中译本，第13章“利他主义、利己主义及遗传适应性：经济学和社会生物学”，第333~350页。

［7］ 见汪丁丁《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页。

［8］ 当然，如果非要用“理性”作为量标来说事，那么也可以将我们这里所说的“非理性”叫做“超理性”(Superrational)，而将实际当中发生的“异常”行为叫做“反理性”(Nonrational)；或者将科学主义或工具意义上的“理性”理解为“价值理性”(或“目的理性”，Rationality of Ends)，而将这里所说的“非理性”理解为“工具理性”(Rationality of means)，这样“非理性”概念就留给了日常人们所理解的那些“异常”行为了。

［10］ 见樊纲《论经济学的五个基本要素(续)》，《天津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第21页。

［11］ 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第15页，第27~28页。反观历史和现实，亚当·斯密所说的这种“危险”经常变为“真实的悲剧”，小到家庭悲欢离合大到国家民族兴衰。在中国，传统家庭生活中子女的婚姻之所以必须父母包办，就是因为在父母眼里子女永远是“不懂事的孩子”，即使“成人”以后决定关于娶谁嫁谁能够获得幸福的决策，他们自己也是“傻瓜”的，由此酿成了多少“人间悲剧”！关于传统计划经济的弊端，现在看来已经不成问题，但是真正了解这种体制的“反动思想根源”的并不很多。坚持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原则，但正如薄一波在一篇题为《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文章(载《人民日报》1992年12月21日、22日)中所深刻指出的那样，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形成和建立的基本思想基础和方法论原则就是“不相信群众、不走群众路线”。在“精英”的计划者眼里，老百姓都是“傻瓜”，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这一切计划者最清楚，于是要让他们经过“综合平衡”测算确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分配和消费的“计划指标”，然后通过行政命令下达，这样就可以使这个国民经济实现所谓“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结果是什么?就是大家在事后有目共睹的一系列“弊端”，就是“国民经济到了几乎崩溃的边沿”。

［12］ 转引自张德《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第171页。

［13］ 参见德鲁克《管理：任务、责任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

［14］ 参见田国强《激励、信息及经济机制设计理论》，载汤敏、茅于轼主编《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第3章组织制度：激励意义与运作规则

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人其实是在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的。当代制度经济学是“经济学”本该就是的那种经济学。

罗纳德·哈里·科斯

［《新制度经济学》(1984)］[image: image]
 学习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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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特性、制度形成和变迁以及组织制度激励问题的研究方法论和理论分析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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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晰把握企业制度激励问题的研究脉络，深刻认识企业所有权制度安排的“通解”意义，充分理解现代公司制下人力资本股权化的必然趋势和制度激励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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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清公共组织的基本制度特征，全面了解政府公共组织的基本制度框架、再造战略和变革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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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非营利组织的制度特性和运营特点，以及全球公民社会浪潮兴起的时代背景和基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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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架构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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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故事引导

海尔售后服务人员的敬业精神,在全国是众所周知、交口称赞的。海尔是怎样使他们的售后服务人员单独上门服务时，也永远能像雷锋那样热情地对待顾客?

对顾客来说，海尔产品的服务质量好，不但表现在售后服务人员本人的态度好，而且还可以随后得到一位柔声细语的小姐电话问候:“您试用我们的产品还满意吗?安装有没有问题?若有问题请随时告诉我们，……。”这个电话至少有三重意味:一给顾客送去温暖；二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探寻改进创新机会和途径；三对售后服务人员实行监督。事实上，打电话小姐与售后服务人员不是同一团队的，这类电话都是从青岛总部打过来的，它是“互锁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环。

其基本规则是:当海尔产品卖出后，商场就将购买顾客姓名、地址、电话以及安装时间等，马上通过电传发到青岛总部；在上门安装时，售后服务人员必须严格按照公司明确规定的服务规范给顾客提供服务；当上门安装工作完成以后，电话小姐就从总部直接打到顾客家中去询问服务情况。由于售后服务人员与电话小姐根本不认识，且相隔千里，这就很好地起到了监督作用。一旦发现顾客对售后服务人员有不满意的地方，就可以及时纠正和改进。当然，电话小姐也需要另外的系统来监督。

海尔这种“三角互锁”的监督制度其奥秘何在？组织制度的激励意义和运作规则是什么？工商企业组织与政府公共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在制度激励机制上有哪些差异性？这正是本章要探讨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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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经济学的观点，人们追求自身利益是“合情合理”的，组织激励问题的根本和关键所在：如何“因势利导”，遵循利益互动博弈的基本原则，设计、调整或改革各类组织中制约人们行为的制度规则、环境和条件。在现代社会中，组织制度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三类，即市场经济中的工商企业组织制度、国家政治中的政府公共组织制度以及公民社会中的非营利组织制度。在这三类不同的组织制度规则、环境和条件约束下，人们的经济行为特征和规律是很不相同的，其激励意义及其实现的规则和机制也有很大差异。本节首先简要介绍有关当代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及一般原理。

3.1.1制度与组织制度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可用“交易”(Transaction)作为基本标尺来描述和衡量。就是说，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任何“交互影响的行动”，都可看作是一种“交易”行为 。交易的实质，是经济行为主体为了某种共有的好处(共惠互利)，而进行的博弈或交往活动；因此，要使交易取得成功，当事人必须遵循各方都认可的某种规则来行事。这种规则就是所谓“制度”(Institution)。可见，所谓“制度”，可以一般地定义为社会行为规范或交易规则，它反映的是人类经济行为所面对的特定社会历史约束条件。当然，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制度也可以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来看待，因为建立和维持一种制度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可以看作是一种“公共品”资源，因为其消费不具有排他性，而具有很强的“外部性”。

美国制度经济学家约翰·康芒斯(John R.Commons，1862~1945)把交易活动按不同的规则分为三类：(1)“买卖的交易，通过法律上平等的人们自愿的同意，转移财富的所有权”；(2)“管理的交易，用法律上的上级的命令创造财富”；(3)“限额的交易，由法律上的上级指定，分派财富创造的负担和利益”。［1］
 在现代社会经济中，这三种交易实质上相对应于市场、企业和政府这样三种基本的制度安排。其实，在英文中，Institution除了有法律传统、风俗习惯和规则设立的意思而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就是指公民社会中的非营利组织，特别是如孤儿院、养老院等慈善组织或社会福利机构(Organization for Social Welfare)。康芒斯认为，按照英美的惯例，制度就是“运行中的组织”，凡是“有业务规则使得它们运转不停”的组织，从家庭、公司、工会、同业协会直至国家本身，都可以成为“制度”。［2］
 因此，在行为规则的意义上，“制度”、“组织”或连称“组织制度”，在不严格的场合，它们可以作为同义词互换使用。由此，我们可以将组织制度大致分为三类，即市场经济中的工商企业组织、国家政治中的政府公共组织以及公民社会中的非营利组织。

一个社会或组织通行或采纳的各种制度或“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包括正式制度，如宪法、法律、规章等；也包括非正式制度，如习惯、习俗、道德、价值观、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所有这些制度安排的总和，构成一个社会或组织的完整制度框架和体系，一般称为“体制”、“治理结构”或“制度结构”。用博弈论的观点来看，制度在性质上是一种博弈规则，但它是博弈内生的，因而也是博弈均衡的产物。

3.1.2制度的性质

从横向静态的角度看，制度无非是约束人们行为、协调人际关系的一套规则。这种规则是由一定社会群体在特定时期普遍认可、广泛通行或被权威公共机构所采纳的，因而在性质上属于“公共品”(Public Goods)；反过来说，只有当一套规则被当时社会上或特定群体的人们普遍认可、广泛通行或被权威公共机构所采纳而具有“公共性”，以致于可以约束个人在社会或组织中的行为，因而具有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特殊组织功能时，这套规则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制度”。

首先，制度是一套“社会性”规则，它是规范约束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普适性规则。制度作为普适性规则，直接关系到社会中一群人的“公共利益”，影响到社会或组织经济活动中每个行为主体和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同时，也只有大家都认同和遵守的情况下，一项制度才能真正形成和有效执行。大致说来，制度有三项“普适性”准则：一要有“一般性”，即“制度不应在无确切理由的情况下对个人和情境实施差别待遇”，或者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制度应“适应于未知的、数目无法确定的个人和情境”；二要有“确定性”，即制度必须是可以识别的(显明的)，可以对未来的环境提供可靠的指南；三要有“开放性”，制度要留出空间，允许人们通过创新行为对新环境做出反应。［3］
 总之，制度不能“看人下菜”，将人分成三六九等来区别对待，并能给人传达清晰而规范的信息，而且给他们在各种方向上自由创新留出充分空间。

其次，制度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或规则，其有效性要有惩罚机制来保障。制度要能够抑制和威慑社会交往活动中可能出现的投机性“不合作”违规行为，并毫无例外地对之施加某种惩罚。制度的核心内容就是给出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行为空间、界线和分寸，规定人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必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以减少或防止混乱、任意及随机行为所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和负面效应。因此，制度可以是指令性的，也可以是禁令性的，还可以是劝诫性的。按照实施惩罚的方式来划分，制度大致可以分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两大类：正式制度如戒律、法律、规章等，往往有明确的、严格的惩戒措施，对于犯规行为一般由某些社会成员以有组织的方式实施惩罚；非正式制度如生活习惯、民俗禁忌、文化传统、意识形态、道德伦理规范等，其惩戒往往是无形的、有弹性的或潜移默化的，违规惩罚往往未得到正式机构和运作机制加以认可或支持。制度要有效运作，其惩罚措施或违规不利后果应该是“可信”的，否则制度没有威慑力，其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

其三，在一个社会或组织中，制度往往不是单一孤立的规则，而是由一系列单项制度安排组成的“成套”规则。一个社会或组织的制度体系，即“制度结构”或“治理结构”，是由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具体“制度安排”构成的。这些不同的制度安排在一个国家制度结构(体制)或组织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有差别的，有些是基于人类基本价值的道德共识或意识形态，如人权保障、人道主义、自由观、和平理想等，它们框定了人类社会组织的基本发展指向；有些属于一个国家、民族、社会或组织的根本性“大法”，如党纲、宪法、公司基本法，它们决定着其他制度安排的性质、选择空间、变革形式和方向，这在很大程度由“政府”或组织当局说了算；而其他一些具体的制度安排，如交易规则、合约、规章、组织文化、习惯习俗、伦理道德规范等，则往往是在长期交往中“自发”形成的。

总之，在稀缺的资源环境约束下，一群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人们要能和睦相处地从事社会性或组织性活动，就必须有一套化解冲突、解决矛盾、协调利益的规则，对每个人的行为空间、权利、责任和义务等给出相应的界定，以减少交易成本及交易后果的不确定性。这就是制度内在的基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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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1：相关文献

制度何以重要？

如果在一些问题上达不成某种共识，一个人就不可能与他人相互交往。这些问题包括：其他人会做出何种反应，以及在其他人做出武断或违约反应时将会受到哪些制裁等。民间的个人和企业只有在确信其预期能够兑现的情况下才可能购买、销售、雇佣、投资和进行创新。个人间及组织间的大量交易都属于重复性交易，我们希望这些交易是可以预见的，以减少摩擦和不确定性。人类的相互交往，包括商业交易活动，都依赖于某种信任；信任以一种秩序为基础，而要维护这种秩序，就要依靠各种禁止不可预见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规则。这就是所谓“制度”。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与许多陌生的人和组织打交道，但却可以预见其行为并给予很大信任。我们会将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交给不认识的银行出纳员，我们会让陌生医生给我们做手术，我们会向来自国外的送货商预先付款，如此等等，我们都相信可以获得值当的服务，为什么？就因为他们都受制于共同的市场制度规则约束，如果违约肯定会招致惩罚。可见，我们的生活其实是建立在各种制度规则之上的，没有规则或规则得不到遵守，我们的生活就会陷入混乱，生活质量和水平就会下降。维护制度就是维护我们自己的生活水平、安全感和社会交往关系。

事实上，由于制度规则的差异性，不同的国家、地区乃至组织机构在经济实力、生活水平和运作秩序上存在很大差异。在20世纪后半期，当一些西方国家、东亚地区经济和人均收入获得前所未有快速增长的时候，一些非洲和前苏东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却出现大幅度衰退。经济成败的背后，是各种制度及其价值体系的差异。有些制度规则可以大大激发人们的进取心，可以更有效地激励人们去克服发展障碍并积极学习和创新，而有些制度规则却相反。

资料来源：柯武则、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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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非正式制度及其意义

在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中，几乎所有的“制度”规则，包括组织制度，最初并不是某种“有计划安排”或“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自发形成”或“自然扩展”出来的一种“自然秩序”。通常所说的“习俗”(Customs)、“习惯”(Habits)或“惯例”(Conventions)，在学术上称作“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或“非正式制约”(Informal Constraints)，其所指都是由历史传统给定或在长期“互动”自发形成的某种行为规范、交往秩序或人际均势。在“现代”社会中，由传统给定的习俗秩序具有正式的、外在的制度安排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作用。［4］


首先，在正式的、外在的制度安排中，有关当事人“责任”和“产权”界定，无论如何精确和完善，都总要存在一定的技术性障碍和边界，再完善的正式制度安排都存在它“鞭长莫及”的微观行为空间，在这样的微观活动范围内，非正式的习俗秩序往往是最方便、交易费用最省、技术上最具可行性的一种制度规则。例如，家族成员的关系，如果完全依靠婚姻法等正式制度安排来协调，其成本可能会很高，以致无法现实地在操作层面有效解决矛盾、化解冲突。

其次，由于度量规则和惩罚机制的“一刀切”、无弹性特点，正式制度安排的实施往往表现出“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局限性，而获得广泛认同的、内在的习俗秩序，往往由于其约束机制具有“弹性”、“迂回”和“人性化”的特点，在相当多的场合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实施效果，具有“以柔克刚”、“潜移默化”的优越性。例如，在法律制度中，死刑惩罚是非常严厉的，但其实施结果很可能导致更加“丑恶”的犯罪行为；而在习俗秩序中，当事人往往因为违反习俗觉得“内疚”、“无脸见人”，他们很害怕被人“唾弃”或逐出族群没人“理睬”，所以在实际选择行为中很少有机会主义违规行为发生。

此外，所有正式制度的存在和实施都离不开习俗秩序的阐释、修正、支撑、配合和拓展，正是由于习俗秩序的“弹性”特点，以及其在“边际”上的演化，才为正式的制度安排乃至整个制度结构的调整、变革和创新，提供了潜在机会或可能空间。例如，法律制度必须符合“公序良俗”，否则会因为缺乏“法理”不被公民所接受；各级政府部门颁布了很多“红头文件”，但往往形同虚设无法实施，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同和习俗秩序的支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看起来“很好”的政策，其实施结果往往是一种“哭笑不得”的尴尬，原因何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习俗秩序将之“扭曲”而致。

总之，基于历史经验累积形成的习俗秩序是社会组织制度形成、存在和维持的“自然基础”。习俗秩序演变的基本方式，一般说来是互动试错式的、边际渐进式的、自然淘汰式的和随机应变式的，其大致情况是：被经验证明为“好”的或有益的习俗秩序，如人际交往中的礼貌、尊称、守时、诚信等习惯或惯例，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接受和采用，当其参与者群体的人数超过一定阈值，并逐渐地以“边际”调整的方式传播演变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最终形成某种正式的制度安排；而那些被经验证明是徒劳无益的或“坏”的习俗秩序，经过参与者“千百万次微小的反叛”活动，将被越来越多的人“唾弃”，最终会退出制度演化的历史舞台。

3.1.4制度形成和变迁的逻辑

从纵向动态的维度上看，按照日本制度经济学家青木昌彦的说法，所有制度其实都是某种“博弈内生规则”(Endogenousrulesofthegame)。就是说，如果追根究底，制度并不是在人类活动领域外生给定的，任何制度说到底都是社会成员在“重复博弈”状态下通过长期互动而内生的，是有关利益集团或个人基于其自利动机“自发”进行选择和长时间博弈妥协的结果。关于“博弈内生规则”的观点，不仅使关于制度起源和变迁的动态分析具有内在的逻辑自洽性，也为分析经济发展中各项制度相互依赖关系提供了很强说服力的理论框架，为透视制度结构的多层次性以及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视角，从而对有关制度变革或体制改革的公共选择决策和战略政策导向具有重大指引意义。［5］
 从历史变迁过程来看，制度是一种“均衡导向型”(the Equilibriumoriented)博弈，可以用经济学上的均衡方法来分析。

经济学中所说的均衡与非均衡，一般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变量均衡和变量非均衡，指对立变量相等的均等状态和对立变量不相等的偏离状态；二是行为均衡和行为非均衡，指对立势力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具有改变现状的动机和能力的均势状态及相反的离异状态。变量均衡和非均衡是形式，行为均衡和非均衡是实质，它们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某种变量均衡或非均衡背后必有对应的行为均衡或非均衡，反过来，某种行为均衡或非均衡总是特定利益关系驱动的结果，因而总可以表现为某种变量状态。因此，用变量或行为关系任一涵义来定义均衡和非均衡概念，都可以认为是相互等价的，实际研究中人们之所以“分而治之”主要是因为未能将其所研究的变量关系(行为关系)与相应的行为关系(变量关系)很好地对应起来进行适当的比较分析所致。［6］
 将均衡与非均衡概念引入制度分析中，有助于描述制度变迁的某种历史状态和动态过程。

任何“好的”或“不好的”制度，都是为参与其中的人们提供某种公共服务、满足其特定需要并使他们获得某种利益或好处。大致说来，制度的基本功能(正效应)有：简化“识别负担”(Cognition Task)，提供信任基础；排除外部干扰，保护个人自由；化解利益矛盾，防止人际冲突；限制霸权垄断，维护公平正义。［7］
 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或制度结构，能够为人们提供一组有关权利、责任和义务的清晰规则，为一切创造性和生产性活动提供最广大的空间，使每个社会成员的主观努力与个人收益、行为选择和行为后果高度正相关，从而使他们都无动机或机会通过占别人便宜、掠夺别人财富而获得利益，而是想方设法通过增加生产性劳动来增进社会财富并由此获得个人福利。［8］
 面对特定的制度环境，每个社会成员、利益集团或社会组织都各自处于不同的地位、发挥不同的作用、具有不同的选择行为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他们总是基于有限理性倾向于选择效率最佳、能使他们获得最大利益满足的制度安排或制度结构，而规避、反对那些无效率或“不好”的制度安排或制度结构。

所谓“制度均衡”，就是人们对既定制度安排或制度结构普遍感到满足或满意，因而无意也无力改变现行制度的一种行为均势状态；相应地，“制度非均衡”就是人们对既定制度安排或制度结构的一种不满意或不满足、意欲改变而又尚未改变的状态。［9］
 制度非均衡形成的原因可以从制度均衡的条件设定中反推出来。一般说来，导致制度非均衡状态的原因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其一，由于人们选择行为对初始条件有敏感依赖性，利益集团不对等所造成的制度非中性，基于相对福利最大化考虑的非适宜制度选择倾向，以及人们在进行公共选择过程中“合乎理性的无知”、“搭便车”或“路径依赖性”等等原因，使得人们在初始选择时所选制度本身就可能不是最优的；［10］
 其二，在“开放”的制度环境中，以前未曾进入选择范围的、更优越的制度类型出现在选择区间里；其三，与既有制度相联系的自然生态环境、交易技术结构或社会文化条件发生变化，如自然资源开发引发交易技术经济关系变化，生产力水平提高和社会分工复杂化，技术进步导致产业结构高度化，市场容量扩大带来规模效益提高等，也是导致制度非均衡的重要原因。

制度非均衡只是制度变革的必要条件，或者说是制度变革的第一逻辑阶段。制度变迁或变革作为从制度非均衡走向新的制度均衡这样一种历史演变过程，从理论上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逻辑阶段：1)制度非均衡的出现；2)对潜在额外收益的认知；3)制度创新集团的组成；4)制度改革方案的选择；5)制度非均衡加剧，新制度框架形成；6)制度趋于均衡，变革完成。［11］
 制度变革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在理论上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变革取向”问题，在制度“初始条件”和“变革成本”给定的情况下，变革方向的选择问题将被归结为如何使作为“目标模式”的新制度净收益最大化；二是“变革方式”问题，在制度“初始条件”和“目标模式”给定的情况下，制度变革路径的选择问题将被归结为如何使变革成本最小化。这两个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是从不同角度展开关于制度变革成本收益比较分析这个核心问题，其基本结论是：只有在把变革成本(包括“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也考虑进来之后，新的制度安排或制度结构净收益高于旧的制度安排或制度结构，制度变革才会实际地发生。［12］
 对于这个核心问题，还可以利用其他一些新古典方法，例如从“制度供求”的角度，来展开描述分析。［13］


所谓“制度变迁”，就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活动，使新的、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替代旧的、无效的制度安排，从而使整个社会或组织的制度(治理)结构不断优化。一项制度或制度安排，作为一种“公共品”，它之所以“有效”或有用，就是因为它能适应人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通过一组尽可能明确的有关权利、责任和义务的约束规则，为人们提供从事创造性生产活动、实现最大化收益的机会和空间。当一项制度或制度安排不能提供这种“效用”而变成无效率或低效率的旧制度以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当事人就会为获得潜在收益而进行制度创新，经过“认知与组织”、“发明”、“选择”、“启动”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和改革阶段，新的、更有效的制度得以最终确立，制度非均衡回复到新的均衡态。［14］
 一系列微观诱致性制度创新导致宏观制度结构逐渐趋向“合理化”，为人们生产性努力、资源优化配置提供更大的选择机会和空间，使各种交易活动的成本费用在技术极限上趋于零，而经济活动效率和效益得以不断提高。这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在人与人关系层面所呈现的另一种图景。

如果从实际的变革路径来看，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大致是：政府或当局强力控制着作为“根本大法”的制度安排，首先框定制度选择和变迁的大环境和大方向，而后由社会公众和各种利益集团根据自己对既有制度安排与备选制度安排的优劣绩效所进行的感知和评价，在相互讨价还价、斗争妥协过程中推动某种特定制度安排的改革，在互动中逐渐抛弃旧的制度安排，选择和认同乃至确立一些新的、更优的制度安排，最后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向官方或当局正式的制度安排“施压”，导致相应的“修宪”行动，最终使整个制度体系发生“质”的变革，完成制度转型或体制改革。

3.1.5组织制度激励问题

制度这种博弈内生的交易规则，在“微观”层面最普遍的表现形态之一，就是“组织制度”或“组织治理结构”。我们已经知道，所谓“组织”(Organization)，就是人们在一定社会环境中为了特定目标而组成的相对独立群体。一个组织，首先要依赖特定社会环境而生存和发展，与所处的外部环境不断交换信息、要素、产品或服务；其次要以特定组织宗旨或目标为指引发挥相应的社会功能；其三要拥有支撑组织运作的核心技术和独特的文化系统；其四要形成自己特定的组织结构，即组织中各工作单元间具有持续的分工协作关系和协调运作方式。组织结构是一个组织的核心要素、主要内容及关键标志，一般可以从部门专业化、控制层级化和运作规范化三个基本维度来观察。这些要素的整合构成了我们称之为“组织制度”或“组织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

其实，组织制度形态是复杂多样的，企业及公司治理结构只是作为市场交易主体的一种典型组织形式或制度安排，除此之外，还有家庭、学校、医院、社团、协会、学会、俱乐部、代理机构和政府机关等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及组织制度安排。传统组织理论认为，普遍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的组织，就是在无序社会中追求有序规则的单元，其基本功能是通过理性的秩序、法制的规章、严格的控制取代社会中存在的“非理性”混乱状态。而现代组织理论则认为，社会本来就是由一个个组织构成的，在组织之外不存在什么非组织化、非理性的社会，所有个人都是“组织中人”，所有公民都是在组织中生存和发展的特定职业者。因此，用外在的、非人性化的手段去对待组织成员，就是非人性化地对待所有社会成员，是不“道德”的或“恶劣”的，因而也是不允许的。组织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应该追求内在、人性化的价值导向。

制度激励的基础或根本出发点是“经济人理性”假定，激励就是针对每个人追求自身预期收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通过规范的、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引导和约束员工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努力。在组织管理实践中，激励之所以往往成为“问题”，很多情况下都与制度安排“问题”密切相关，其中契约化管理规范具有重要意义。所谓“制度激励问题”，乃是指：由于制度安排方面的原因，组织成员个体的工作或劳动付出得不到相应的回报，或者个人不须承担其行为的部分或全部后果。我们知道，从“社会生产方式”来看，任何组织其实都是一种“团队生产”(Team Production)方式，即一种产出物是由若干集体成员共同努力、协同生产出来的，任何成员的行为都将影响其他成员的生产率，而每个成员的个人贡献无法精确分解、观测和计量，因而也就无法按照每个人的真实贡献支付报酬。这就导致了两个层面的制度激励问题，一是“搭便车问题”(Freerider Problem)，一是“委托-代理问题”(Principalagent Problem)。

搭便车问题，又称“偷懒”问题(Shirking Problem)，是指在团队生产中，由于团队成员的个人贡献与所得报酬没有明确的对应关系，每个成员都有减少自己的成本支出而坐享他人劳动成果的机会主义倾向，团队成员缺乏努力工作的积极性，这样就导致团队工作无效率或低产出。［15］
 为了避免这种问题，就需要在制度安排上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让团队中的部分成员专门从事监督其他成员的工作；而为了使监督者真正有“监督”的积极性，必须赋予他们一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这样，在组织中就形成了作为监督者的经理人员与作为被监督者的一般职工之间的基本管理关系，以及命令-服从式的科层管理链条。沿此思路，激励问题的解决就有赖于组织治理结构及其产权制度安排，以及通过一系列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来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力度。

所谓“委托-代理”，其实是一种广泛存在于工商企业、慈善机构和政府机关等组织中，在契约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行为主体之间的经济博弈关系。在契约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拥有信息劣势的一方(委托人)不得不为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代理人)承担成本或风险，这就是所谓“委托-代理问题”。上述“搭便车”问题，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委托-代理问题”，即在契约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一部分组织成员不得不为另一部分成员支付成本或承担风险的问题。可见，在广泛的意义上，代理成本实际上就是在契约不完备和信息非对称情况下的一种激励问题。凡是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就是“代理人”，他可能不以拥有信息劣势的一方即“委托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从而引发一系列“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16］
 这正是“委托-代理理论”［17］
 所要研究的主题，也是现代组织制度激励理论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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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所谓“组织制度”，就是在一个特定的组织环境中，由组织成员互动而内生形成的一套约束、规范和调节人们行为的规则。任何制度，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都是社会或组织成员在“重复博弈”状态下内生形成的。有关利益集团或个人基于各自利动机进行制度创新，促使新的、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替代旧的无效制度安排，从而使整个社会或组织的制度(治理)结构得到不断优化。所谓制度激励，就是针对个人追求自身预期收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通过规范的、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引导和约束员工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努力。制度激励问题，乃是指：由于制度安排方面的原因，组织成员个体的工作或劳动付出得不到相应的回报，或者个人不须承担其行为的部分或全部后果。制度激励问题的典型表现有二：一是“搭便车问题”，二是“代理成本问题”。



[image: image]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实质上是由股东、银行、员工、客户及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组成的一种社会经济组织。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相当多的激励矛盾、冲突和问题都是制度性的。企业制度激励问题及其解决思路，构成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企业理论研究的一条主线。

3.2.1企业制度激励问题的提出

自古典学派以后，经济学发展路径大致分为两支：一支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路线，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政治”传统，以“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为焦点，将注意力集中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根本矛盾”方面，深刻地揭示了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制度弊端；另一支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路线，他们回避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根本矛盾”，去掉古典经济学的“政治”二字，只注重分析“人与物的一般关系”，没有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矛盾，所以被马克思斥之为“庸俗经济学”。正是因为回避了“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没有办法回答“企业”这种由人组成的特殊组织形式，其制度性质和规则究竟如何等这样一系列本源性问题。

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中，其所谓的“厂商理论”只是把企业简单描述为一种承担投入产出技术性转换(即“生产函数”关系)职能的黑箱系统，也就是说，企业作为一种“生产函数”，其基本职能就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函数，把投入要素加以技术性组合并将之转化为产出；至于实际当中究竟是如何“转换”的，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来说，那是外生的“技术问题”，而不是“经济分析”要回答的问题。这样，就将企业的组织性质问题一起给“回避”掉了，于是“合乎逻辑”地将企业排除在了其理论视野之外。所以说，在新古典学派的话语体系中，实际上只有所谓“厂商理论”而没有真正的“企业理论”，它主要从技术层面将企业看作一种以利润最大化为单一目标的“生产函数”，而完全忽略了企业内部的制度特征及其“激励”问题。

1937年，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Coase，1910~)发表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成为日后兴盛起来的“新制度经济学”(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之奠基石或开路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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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帜。［18］
 新制度经济学在反叛新古典范式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其“新意”何在？其实说穿了，就是回归古典经济学的“政治”传统。科斯认为，传统新古典理论体系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回避了“人与人的关系”，那么，人与人的关系是什么？从经济学角度看，人与人之间都是某种“交易”关系。“市场”是一种(两两人之间对等)交易方式，而“企业”也是一种特殊的(命令-服从)交易方式。如果像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那样，人与人之间的交易不会存在问题，要买就买要卖就卖，任何交易都不会发生摩擦成本，也就说“交易费用=0”，那所有的“交易”都通过“市场”这一种方式来进行就可以了，还需要“企业”干什么？而实际中之所以存在“企业”这种与“市场”不同的交易方式，就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新古典那样的理论假定，而是恰好相反，任何交易方式都是有“摩擦”、有成本的，也就是说交易费用总是大于零的。于是，他就由此发明出所谓“科斯定理”，其基本意思

就是：如果不存在交易成本，包括企业所有权这样的制度问题就不重要；而实际中企业所有权这样的制度问题之所以如此地重要，就是因为实际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是要花费成本的，而且成本还很高甚至太高。因为所有的交易都通过市场去进行太“费事儿”，所以才形成“企业”这样的特殊契约交易方式去替代一部分市场交易。这样，通过引入“交易费用”这样的革命性概念，科斯以“契约论”为核心，对企业的组织性质和结构问题做了正面的解说，从而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现代企业理论体系。

简单地说，现代企业理论的基本论点就是：相对于市场完全契约关系而言，企业本质上是要素所有者(人与人之间)缔结的一种长期性“不完全契约”。企业无非是一种特殊性质的市场契约，它不同于一般市场契约的特殊性质就在于：其长期合作关系具有“不完备性”，即企业利用要素所有者提供的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要素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时，要遇到各种市场不确定性风险，而这些风险在事前无论如何是“说不清楚”的，并且是无法预料和在保险市场上投保的。换句话说，拥有独立产权和契约自由的要素所有者，由于某种相通意识或共同目标，按照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形成特定的契约关系，共同分担责任、分配权力和分享利益，并把要素组合起来形成专业化生产经营，这样的交易方式或组织形态就是“企业”。

这样，现代制度经济学通过“交易费用”的概念革命，以“契约论”为核心和主导，对企业组织的制度性质和治理结构问题，从各个角度和层面进行了严谨规范的理论界定与解析，形成了较完整的现代企业理论体系。具体说来，各家各派对企业组织的制度性质又有不同的解说，诸如“间接定价论”、“资产专用性论”、“团队生产论”、“委托-代理论”、“企业家-契约论”以及最新的“利益相关者论”等等。［19］
 于是，企业制度激励问题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被引入到经济学本来就应有的理论视野中。

3.2.2企业制度激励问题传统解析思路

关于“企业”(Enterprise/Firm)，其词语意义原是指需要勇气或难以进行的冒险事业，或多人所从事的持续经营性商务活动。企业原始形态是“独资企业”(Enterprise of Sole Proprietorship/Individual Proprietorship)，即由一个自然人出资并负无限责任而独立进行经营管理的个体性经济组织，包括业主制、个体户或独资商号。后来，逐渐演变为“合伙企业”(Enterprise of Partnership)，即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自然人通过订立合同、共同投资设立和经营的营利性经济联合组织。在合伙企业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法人企业形式，即谓“公司”(Company/Corportion)。公司最初起源于14、15世纪英国皇家特许经营的垄断性贸易组织，如“康枚达”(Commenda)、“索塞特”(Societas)等；后来，从16、17世纪起，逐渐发展出“合股公司”(Jointstock Company)，并在政府法律规制下逐渐发展出无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两合公司等公司形式。现代公司制企业的典型形式是股份有限公司，即由一定人数以上的股东共同出资设立，并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负责，而公司以独立法人资格进行自主经营的企业组织形式。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股份公司“两权分离”及其引发的激励问题日益凸现：一方面，股权逐渐社会化、分散化；另一方面，是公司控制权越来越内部化、集中化。由此造成的制度激励性矛盾和问题，成为当代企业理论产生和形成的现实背景。

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就开始关注和研究被传统理论所忽视的企业内部管理效率及制度激励问题。美国经济学家阿德弗·伯利(Adolph Berle)和戈登纳·米恩斯(Gardener Means)于1932年在《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中首先明确提出，“管理权与控制权相分离”是现代公司的基本制度特征，而且，由于股权分散化，现代股份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已经落入管理者手中。兹后，鲍莫尔(Baumol，1959)、玛瑞斯(Marris，1964)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1964)等循着这一思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管理者与所有者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对公司制企业中如何激励管理者代理行为，使之与股东委托的利益目标相一致的“委托-代理”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20］
 这里特别说明一下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1932~)的研究思路。威氏以交易为基本单位，对不同组织行为的“交易费用”进行了系统的经济学分析，着重从机会主义行为、不确定性、小数目竞争和资产专用性等四个方面，研究了在什么情况下会使市场的交易成本提高到使它失效的程度，从而揭示了企业制度激励的一系列特征。其基本结论是：正是因为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不确定性、竞争的不完全性以及资产的专用性才会使市场活动产生交易费用，其费用越高市场作为一种交易管理机制的效率就越低，甚至到完全不可行的程度，因此，企业作为替代市场交易的一种特殊组织，其主要特征和优越性就表现在组织性激励、灵活有效的控制机制以及所谓“内在结构优势”等方面。近30多年来，在科斯、伯利和米恩斯等人所开创的现代企业理论基础上，很多经济学家纷纷投入到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企业制度激励问题遂成为一个非常热点的前沿经济学研究课题。现代经济学关于企业内部的制度激励问题，是于1972年由阿尔曼·阿尔钦(Armen Alchian)和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在其团队生产理论中正式发展出来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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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按照传统理论思路和说法，就是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即管理人员受社会所有者委托而“代理”进行经营管理，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就会产生与“代理成本”有关的一系列激励问题。这里，企业制度激励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作为“主代理者”的管理人员应制定什么样的制度规则，才能使员工的努力与报偿高度正相关，使他们个人预期自利行为结果与给定的组织目标相一致？这个问题是由迈克尔·詹森 (Michael Jensen，1939~)和威廉·麦克林(Willianm Meckling，1921~)于1976年在《企业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和资本结构》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22］
 其基本观点大致是：“代理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它来源于管理者不是企业完全所有者这样一个事实。所谓“代理问题”，可以一般描述为：由于管理者不是企业完全所有者，管理者努力工作可能承担全部成本而仅获得部分好处，如果他不努力工作而增加“在职消费”却能获

得全部好处而只承担小部分成本；于是，企业收益价值就小于他是完全所有者时的收益价值，其差额就是所谓“代理成本”。显而易见，解决“代理成本”问题的最根本办法，就是让管理者成为完全剩余权益的拥有者，这样可以降低甚至消除代理成本。但同时，由于管理者受自身财富限制，要成为完全剩余权益的拥有者往往就需要举债，而这又要发生“代理成本”，故均衡的所有权结构是由“股权”的代理成本与“债权”的代理成本折中来决定的。显然，让代理人承担全部风险并享有全部剩余索取权，委托人的利益即为零，这在现代公司制下是非现实的，除非资本利率为负。这种思路实际上就等于用取消“代理”制度安排的办法来解决“代理”问题，所以具有“根本性”或“彻底性”。

解决“代理成本”问题的最直观办法，就是由委托人对代理人进行直接监督，通过惩罚或奖励的办法加以解决。但应该注意到的是，这里发生的“监督成本”只不过是“代理成本”的另一种说法。一方面，因存在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直接监督尽管能约束代理人行为上的偏差，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积极性”问题，从而不可能完全消除代理成本；另一方面，委托人可能因监督成本太高而“得不偿失”，还不如不监督为好。通常这种激励措施只能应用于代理人行为结果易于判断的简单情况，如工业化初期机械加工或矿山开采企业中利用工头监督体力劳动者那样的场合。但现代经济社会中，大多数社会经济关系是在“契约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发生的。

因此，代理成本问题的解决最终还要“从实际出发”，从委托-代理关系发生的这样两方面约束条件考虑对策。这无外乎两种办法，即契约解决法和股权解决法。所谓“契约解决法”，就是针对“契约不完备”的情况，通过完善契约条款，如在契约增加尽可能详尽的“应变条款”，把各种可能发生情况及其各方当事人在这些情况下应该做些什么或不能做什么，都事先预料到、规定好，以此化解激励矛盾和冲突。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及其引发的“逆向选择”问题，注定了任何契约在本质上都是“不完备”的；因此，这种想通过事前完善契约的“契约解决法”只能是相对有效的。而所谓“股权解决法”，主要是针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明智地承认“契约不完备”的事实，赋予代理人部分剩余索取权，使之承担部分风险，将剩余收益与经营绩效挂钩，以解决管理者的“积极性”问题。这种“股权激励”措施是目前绝大多数公司对经理人员和职业技术人员进行激励的普遍做法，只是在实际操作中，剩余索取权的具体分配比例可能有大有小。这里，在构建代理人收入结构模型时，为减少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风险收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控制变量。当然，解决“代理成本”问题，实现“激励相融”，仅有对代理人收入结构的技术设计是不够的，如何改善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减少由此而来的激励偏差，也是应该注意研究的关键问题。

此外，还应该注意，在企业组织的形成过程中，除了有形的、法定的或外显的契约关系外，还存在无形的、非正规的或内隐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对于企业制度激励的有效性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企业，作为一种不同于一般市场契约的特别“不完全合约”，其特别之处恰在于这种隐含层面，就是说，正是由于存在大量无形的、非正规的或内隐的契约关系，才使企业合约具有特殊的“不完全性”。而内隐契约之所以能够实际形成并发挥防范“机会主义”、降低“代理成本”的重要作用，主要原因是存在一种“声誉”激励机制。关于“声誉”(Reputation)的激励意义和作用，管理学家、心理学家及行为科学家早就关注并作过详尽研究；经济学关于“声誉”激励机制的正面研究，则是近20多年来随着博弈论的兴起并将之应用于解析代理成本问题才开始的。经济学从自己最大化理性假定出发，认为企业成员的良好“声誉”是长期动态重复博弈的结果。在多次重复博弈的情况下，委托-代理关系即使没有正式契约维系，当事人仅仅出于自己长期利益的考虑，也会看重并追求“声誉”等隐性制度激励及约束因素。声誉机制就是建立在长期信任基础上的委托-代理关系，是有助于降低代理成本的一种隐含性制度激励机制。

1982年，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1948~)和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1945~)等人提出的“声誉模型”，很好地解释了静态博奔中的“囚徒困境”难题。当只进行一次性交易时，理性的参与者往往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通过欺诈等“非名誉”手段来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其结果只能是“非合作博弈均衡”。但当重复多次交易时，为了获取长期利益，参与者通常需要建立自己的“声誉”，一定时期内“合作博弈均衡”就能够实现。1980年，尤金·法玛(Eugene Fama，1939~)在《代理问题与企业理论》一文中指出：在竞争性经理市场上，经理人员的市场价值决定于其“声誉”即过去的经营业绩；从长期看，经理人员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即使没有显性激励机制，他们也会积极努力工作；因为，这样做可以改进其在经理市场上的“声誉”，从而提高未来的收入。［23］
 1982年，本特·霍姆斯特姆(Bengt Holmstrom，1949~)将法玛上述思想模型化为“代理人市场-声誉模型”。［24］
 声誉机制的激励约束作用在于：经理的“声誉”即过去的工作绩效是显示其人力资本的一种信号，“声誉”好者人们对他的预期就好，其内部提升或被其他企业重用的机会和几率就大；相反，“声誉”差者人们对他的预期就差，其内部提升或被其他企业重用的机率就小。因此，在声誉机制激励下，经理人员懈于经营将意味着断送其职业生涯、人生前程和市场价值。当然，随着职业生涯临近完结，“声誉”的未来贴现减少，声誉机制的激励约束作用也就随之减弱。［25］
 应该看到，声誉机制只是这个激励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其能够有效解决激励问题是有条件限制的：

(1) 机会主义行为对当事人来说“不值得”；

(2) 由于信息显示或监督机制较完备，机会主义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很大，并且被发现后的惩罚力度足够地大；

(3) 委托-代理关系是长期的、多次的重复博弈，代理人要具有足够长的未来预期；

(4) “声誉”在制度的宏观环境中有质量保证，即在反映代理人工作绩效时具有“真实性”，不含“水分”。

3.2.3企业产权制度“通解”要义

按照利益相关者论的通解，企业是一种“关系契约”的网络。在这种网络中，拥有独立产权和契约自由、以及某种相通意识或共同目标的要素所有者即“利益相关者”，他们按照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形成特定的所有权结构来共同分担责任、分配权力和分享利益，并把要素组合起来形成专业化组织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进行生产经营，在动态成长和发展过程中根据约束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责权利关系。契约当事人作为企业“真实的利益相关者”以独立平等的产权主体身份向企业投入某种“专用性”资产，其在企业所有权结构中的权能和权益，在市场原则和法律规范上是彼此平等的，他们都具有要求和分享企业所有权的平等地位与天然权利。至于他们在事实上和博弈结果上是发挥的委托人还是代理人、监督管理者还是生产劳动者职能，是获得固定收入还是获得剩余收益，亦或是双重职能和权益都要求以及按什么样的比例要求，那是在定价技术特性、资产专用性大小、非对称信息分布状况、监督难易程度等外部环境约束下，有关当事人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26］


企业所有权制度安排的核心问题，就是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在企业来利益相关者主体之间如何分配，以及两权对应关系如何处置和决定。经济学理论证明：一个“最优所有权安排”，即最大化企业预期总收益的所有权安排，必定是一种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在实际操作的意义上实现尽可能对应的状态。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拥有企业的控制权，相应地，谁也就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剩余索取权(控制权)跟着控制权(剩余索取权)走。［27］
 既然全部要素所有者都是企业契约平等自主的产权主体，那么对于具有“不完备性”的企业契约之执行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自然要有企业全部要素的所有者或成员来承担。对于每个契约主体来说，其契约收益都有一个除去固定收入的剩余收益部分，所不同的仅是，不同成员之间收益的固定部分和剩余部分各自大小及其相互比例会有所差别，而不是绝对地谁拿固定收入谁拿剩余收益的区别；相应地，对于每个契约主体来说，其为应变契约的“不完备性”而采取的对策，或者对于采取何种这样的对策所拥有的发言权或投票权，即企业控制权的拥有，也都只有形式和大小的不同，而非绝对有无的问题。所以，企业所有权安排的“状态依存”特征，与其如张维迎(1996)所言表现为“在什么状态下谁拥有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问题，倒不如说是一种“在正常状态下企业所有当事人各拥有多大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及如何行使”的问题。在现实中，上述对应关系在利益相关者主体之间究竟如何配置，则要取决于当事人在既定的契约条件下所拥有的谈判能力。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看，影响企业所有权安排在契约当事人间分布之事后均衡性的因素有两大类：一类是内在因素，即当事人自身的谈判能力，包括资产专用性、监督难易程度和风险经营才能等因素；一类是外在因素，即契约订立的外部环境约束。具体可以归纳为六大决定因素：

(1) 资本所有者投入要素的资产专用性；

(2) 当事人行为后果的可监测性；

(3) 契约者承担风险、进行创新的能力；

(4) 私人信息的价格显示机制；

(5) 资本要素市场的供求状况；

(6) 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外部制度环境约束。

如果把企业成员扩及到所有“利益相关者”，即签订企业这种特殊契约的各方当事人，则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包括工人、经理和企业家等，当然，他们也可以同时是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另一类是外部非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他们纯粹提供非人力资本要素且与非人力资本的具体支配使用权相对脱离开来，主要指股东和企业债权人，也包括重要供应商和主体客户。这样，企业就可以看作是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所订立的一种不完全契约。既然人力资本所有者和非人力资本所有者都是企业契约的当事人，那么，对于具有“不完备性”的企业契约之执行所带来的风险，自然既要由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又要由人力资本所有者来承担。因此，无论企业所有权制度安排的最终结果如何，从契约自由平等的根本原则和事前的应然权利要求来看，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都有平等的权利要求参与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分配。在绝对的意义上，因为无论人力资本还是非人力资本的所有者，都要在契约形成以后的相当长时期，或多或少地承担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因而对于每个人力资本或非人力资本的所有者来说，其契约收益都有一个除去固定收入的剩余收益部分，所不同的是不同成员之间收益的固定部分和剩余部分各自大小及其相互比例会有所差别，而不是绝对地谁拿固定收入谁拿剩余收益的区别；相应地，对于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来说，其为应变契约的“不完备性”而采取的对策，或者对于采取何种这样的对策所拥有的发言权或投票权，即企业控制权的拥有，也只有形式和大小的不同，而非绝对有无的问题。

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具体实现形式即所谓“公司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它是指关于企业利益相关者责权利关系处置，特别是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配置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程序规范和机构设置，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通用的和特殊的。企业所有权安排并不存在唯一或单一的不变成式，而是随不同的契约条件在当事人互动博弈过程中不断变迁，且可有无限多样的优化选择方向；对应于不同的所有权依存状态，公司治理结构也表现为一种“共同参与、相机治理”的状态。既然企业所有权是一种“状态依存”所有权，企业治理结构是一种“相机治理”结构，这状态如何“依存”、治理怎样“相机”则具体取决于上述内外在等六大因素。因此，人力资本产权在企业所有权和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要从上述六大方面的因素去解析。但在一般意义上说，人力资本在企业所有权结构中具有不同于非人力资本所有权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企业是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特别契约，而企业这种契约组织的特别之处(不完备性)，与其说是因为财务资本或物质资本的预期不确定性所致，倒不如说是因为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使然。

正是由于人力资本因其使用与其天然所有者个人的不可分离性从而具有个人自主性或决定性，才使它与非人力资本相结合进行生产经营时无法采用“事前全部讲清楚”的一般市场契约模式。进而言之，在企业制度安排中，非人力资本只起着一种“消极货币”或“被动物力”的作用，其所有者既可以作为企业内部成员参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也可以完全脱离开企业而仅作为“局外人”来与企业间接打交道。但对于人力资本所有者来说，由于这种资本具有个人自主性或私人决定性的产权特性，却必须“亲临其境”， 成为企业经营活动的直接参与人，在企业中扮演“关键角色”，发挥着“积极货币”或“主观能动”作用。［28］
 简言之，人力资本产权在企业所有权安排中具有一种特殊决定性的地位和作用，即：无论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中具体拥有多大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都少不了人力资本所有者作为企业内部成员对企业生产经营的直接控制，非人力资本产权权能和权益必须通过人力资本的直接参与和使用而间接发挥作用和实现。

企业产权制度安排随契约条件的改变而在企业成员的互动博弈中实现变迁，现代企业中人力资本股权化是制度变迁的自然历史结果。就人类社会从前工业化社会到工业化社会再到后工业化社会这样大的历史发展趋势来看，企业制度大致走过了由古典手工工场业主制到近代机械化工厂合伙合作制再到现代股份公司制的演进路径；这期间，历史演变的基本趋势就是：人力资本产权相对于非人力资本产权在企业所有权制度安排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弘扬光大，其变迁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力发展和变革引发“契约条件”改变从而使企业所有权安排不断重新调整。在古典企业“资本雇佣劳动”制度下，那些具有专业技术技能、经营管理才能，同时又能很容易筹措到财务资本并设计、制造或购买到特定的物质资本的人，往往既是发明家、企业家又是资本家，但实际中却以笼统的“资本”所有者角色，雇佣“劳动”即作为一般人力资本供给者和所有者的“劳动大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支付给他们事先规定好的固定性工资，而自己则从经营成果中索取并占有“剩余”价值。在这里，自由契约的形式上平等在实际中表现为“资本雇佣劳动”的事实上不平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合约当事人的地位和谈判能力会发生变化，企业所有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会随之改变。首先，在长期的生产劳动过程中，雇员可以通过教育培训和边干边学取得并积累自己的专业化人力资本，其人力资本的资产专用性不断提高；同时，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人力要素、特别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其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而且其能力显示机制亦会得到不断改善；另外，生活的进步、民主化运动的开展，雇员通过工会组织采取集体行动，使得他们面对雇主和政府，越来越显得“有力量”。这样，企业制度安排就从过去单一的业主制演变为包括合伙制、合作制、分享制、公司制等多样化的制度格局。

3.2.4现代企业制度及其股权激励机制

现代企业制度，是在公司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一种所有权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企业治理、具有多元化制衡机制的企业制度安排。现代企业的典型形式是取得永续法律生命的公司制。而一旦企业建立在有限责任制度基础上获得永续生命，便会在协调利益相关者多元目标的互动中求生存谋发展。［29］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股东、债权人、董事、经理和职工乃至客户等在企业中进行了“专用性投资”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形成多元的、复杂的、相互制衡的企业所有权结构和治理结构。20世纪以来，投资风险的有限性使相当数量的资本所有者逐渐从实业经营活动中脱离出来而成为专门的食利阶层，社会大众也能通过股票市场进行适合自身情况的投资组合，这样使企业投资主体逐渐分散化和多元化。同时，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推进和工业化的纵深发展，专业技术知识和管理技能即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居于决定性的地位。这样，在公司外部有产品市场、经理市场和股票市场组成的网络化市场体系和机制约束，在公司内部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人员组成的有效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二者有机结合就形成了规范的法人治理制度体系。但是，用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来看，现代公司制度的实质，与其说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倒不如说是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巧妙分工条件下更加凸现人力资本的直接、能动和决定性作用的一种制度安排。

人力资本股权化是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变革的基本趋势。就公司制股权性质和要求来说，只要所有权主体将其资本要素投入公司而具有不可收回性，并能以投入数额为限承担责任和取得收益回报，那么，无论其投入的是非人力资本还是人力资本要素，都可以“股份化”为股权形式从而拥有剩余索取权和相应的控制权。具体地说，对于非人力资本来说，如果其所有者不愿承担企业经营的“应有”风险，将其资本要素投入企业还要求按期收回，那么他就可以得到较固定 (相对说来风险较小)的债券收入(利息)，虽然在有关债务安全的决策上他也拥有一定的控制权；如果其所有者愿承担企业“应有”风险，将其资本要素投入企业后就不能要求退还，那么他就作为股东拥有较大的企业控制权，取得相应的剩余收入(股息红利)。这就是说，非人力资本可以是股份资本，也可以是非股份资本，可以具有股份性也可以是非股份性的。同样，对于人力资本来说，如果其在企业中的重要性较小、专用性不大(即具有较强的通用性)，从而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即可以方便地将其投入从企业中抽走，那么其所有者就可以得到较固定(相对说来风险较小)的工薪收入，虽然在有关工薪支付等决策上他也拥有一定的发言权或投票权；如果所投人力资本要素在企业中举足轻重，具有较强的专用性和团队性，以致很难将其投入从企业中抽走，或要流动就要付出高昂的成本或代价，甚至一旦离开企业其价值就会荡然无存，那么其所有者就应该拥有较大的企业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以股权形式取得风险收益。也就是说，在现代公司产权制度安排中，人力资本要素可以是非股份性的，也可以股份化为股份资本形式。

在现代公司制下，实现人力资本股权化既有逻辑合理性又有现实可能性。现代股份公司制度的最大优越性和特色，正如张维迎(1996)所言，就在于解决了“能”(人力资本)和“财”(非人力资本)在社会大众之间分布不对称的问题，它既为那些“有财无能”(即有财务等非人力资本而无企业家才能等人力资本) 的人创造了赚取收益的机会，又为那些“有能无财”(即有企业家才能等人力资本而无财务等非人力资本)的人提供了从事经营管理职业和其他工作的机会。这就是说，股份公司制度在内在逻辑上允许一些企业成员“出钱不出力”的同时，也默认一些企业成员即人力资本所有者“出力不出钱”， 二者都是“合法”的。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企业家年薪收入一般包括基本薪水和红利报酬两部分，既拥有薪水、奖金较固定的收入，又拥有利润分成和股票期权等剩余收入；同时，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公司大力推行利润分享和雇员持股计划，使一般员工也成为企业所有者。虽然企业内部成员拥有股份并不是以其人力资本直接作资入股的，但许多企业确实是以优惠价格或其他优惠形式把股份“送”给企业经营者或职工的；这种优惠或无偿送股凭的是什么?其实质就是默认“出力不出钱 ”，将人力资本部分“股份化”。因此，绝对地认定排斥人力资本作股是现代股份制企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有失偏颇的，既在理论逻辑上讲不通，又与实践不相符合。

在现代公司制企业中，人力资本所有者扮演着比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更直接、更重要、更主体性和更本位性的角色，因而也具有更需要在制度安排上加以维护和保障的权能和权益。既然人力资本、特别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由于其资产专用性和团队性而不能轻易退出企业，既然人力资本、特别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所有者具有“亲临其境”直接进行企业财富生产和价值创造的特殊重要性，那么，人力资本、特别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分享企业剩余和企业控制权，就既是必然合理的又是现实可能的。而“资合”性质的公司制下，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就具体体现为股权，一切权能和权益都要体现为股权并最终通过股权来实现；因此，为了维护和保障人力资本、特别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产权权益，应将人力资本所有者投到企业的人力资本资产“作资入股”，转化为股权，按照股权平等的原则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和利润分配。在当代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很多工商企业组织广泛开展的员工持股和经理人员期股权激励实践，正是这种理论逻辑统一于历史现实的产物。

所谓“股权激励”，就是在现代公司制下，通过将企业内部成员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直接作资入股，使之在价值上不仅得到补偿性回报，而且能得到增值性或剩余性收益。其主要实施途径和方式有“员工持股计划”(ESOP)、“管理层收购”(MBO)和“经理股票期权”(ESO)等。在西方，ESOP是股权激励的一个基本途径和实现形式，最初是由美国企业金融投资律师路易斯·凯尔萨(Louis O.Kelso )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30］
 70年代开始，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很快得到推广应用，后来流行于西欧和东亚各国。在现代企业中，经理层持股的实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归纳起来无外乎两大类，即经理层收购(MBO)和经理层期股权安排。前者是指由公司经理层借助金融杠杆购买本公司股份，通过资产重组改变以公司所有权结构，从而达到经理层持股控制企业所有权的目的；后者是指在既定的公司治理结构框架下，公司最高权力机关对经理人员或特殊员工授予股权以期获得长期激励效应的“一揽子”激励制度安排之总称，包括干股、绩效股、优惠售股、延期股和虚拟股票等，而ESO就是其中一种常用的期权激励计划。其基本操作原理是：赋予公司高层经理人员或技术骨干一种购股选择权利，即持有者可以在特定时期以事先确定的行权价(一般是授予期权时的公平股市价)购买本公司的股票。这样，持有期权者在行权时，如果股市价格上升，股票持有者就会行权并获得可观的差价收益；否则，股票期权就失去价值，放弃行权任何收益没有。西方学者有关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股票期权计划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的迅速成长，对核心员工提高长期绩效具有明显的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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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相对于市场契约关系而言，企业本质上是要素所有者缔结的一种长期性“不完全契约”。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按照传统理论思路，就是所谓“两权分离”，即管理人员受社会所有者委托而“代理”进行经营管理，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就会产生与“代理成本”有关的一系列激励问题。对此，学者们提出了诸如完善契约、股权激励和声誉机制等对策建议。按照利益相关者论的通解，企业其实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就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互动博弈而形成的一种特别合约；因此，企业制度激励问题的核心就是要按照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使人力资本所有者在拥有控制权的同时，享有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相当的部分剩余索取权。在公司制为基本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下，通过适当的股权激励制度安排，使一些专业化人力资本要素实现股权化，此乃实现企业制度激励相容、提高企业经营绩效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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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是人们生产和配置具有“私人品”(Private Goods)性质的资源之最佳组织形式，那么，在公共选择领域中，政府机构则是为大众或社会成员提供“公共品”(Public Goods)或公共服务的主导组织形式。当然，公共组织不就是政府组织，还可以是非政府组织，本节先讨论公共组织制度的基本特征以及政府组织制度激励的相关问题。

3.3.1公共组织基本特征

在公共领域，因为涉及公众的利益，相关资源配置和有关决策，就应该在全体社会成员或相关成员“一致同意”的前提下，进行“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但是，在一个很大群体(如一个民族国家)中，要达到“一致同意”的决策目标，成本可能会很大，以致在现实中往往不可性，所以，就在社会成员的“互动”中，通过推举代理性机构来行使公共决策，或受社会公众委托而代理提供“公共品”供给或公共服务，这样的机构即“公共组织”(Public Organization)。相对于企业等私人组织(Private Organization)，公共组织的根本特征在于，其与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对象(公民、社会公众、社区成员)之间不是市场交换关系，而是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委托代理关系的独特之处在于，公共组织是在社会公众隐含的、疏散的、泛化的委托授权下，作为单一的、长期的、非市场选择性的代理组织存在和运作的。由此引申出不同于市场机制和私人组织的一系列非市场制度安排、运作机制及规则。

首先，就外部环境来看，除了在非常时期通过政治或暴力的强制手段面临被颠覆的压力，或在社会公共选择机制下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外部竞争危机而外，一般情况下，公共组织的外部环境(包括辖区内和辖区外的主权威界限)是相对稳定的，在特定的社会范围内其地位和功能具有一定的自然垄断性或非充分竞争性。这就需要通过外在的、规范的法律契约及其他相应的制度安排，来规制和约束公共组织的公共品供给行为，保证公共组织在社会公众“授权”的范围内开展活动和行使职能。

其次，从组织宗旨和目标来看，公共组织的基本宗旨就是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直接目标是提供公共品供给或公共服务。实际上，任何组织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对社会“有用”，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即向社会或市场提供产品或服务；但私人组织与公共组织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性质及规则根本不同。私人组织的基本宗旨和直接目的是通过市场交换机制向人们提供私人品或私人服务，从而获得“营利”即经营利润或好处；但是，公共组织不是为了组织成员自己“营利”，而是在接受作为委托人的社会公众授权下，为大家提供公共品或公共服务。当然，这并不是说公共组织成员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大公无私的慈善家，而是说他们获得利益或好处不能直接从“经营”的公共事业中获得，而应该从社会委托人那里间接来获得“代理性”的服务报偿；这也不是说公共组织就是“非经济的组织”，它可以不讲经济核算、不讲效率和效益，恰恰相反，公共组织也要特别注意运作效率和经营效益，否则可以绝对地判定它不可能是以“公共利益”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

其三，从组织技术和文化角度来看，支撑公共组织运作的是与公共选择密切相关的服务性、信息性技术和民主性、政治性文化。公共组织的活动，诸如公共预算编制、公共资源使用和公共项目优先顺序确定，以及各种公共事务的日常决策和管理等等，都必须按照一定法律程序和操作规范，在社会公众广泛的民主参与下进行公共选择。在公共选择过程中，公共组织会面临一系列服务性、信息性的技术难题，以及民主性、政治性的文化矛盾和冲突，例如“搭便车”(Freerider)、“投票悖论”(the Paradox of Voting)、“囚徒困境”(Person Dilemma)以及利益集团、集体行动和官僚扩张的特殊逻辑等等，就构成了公共组织特有的技术基础和文化氛围。

其四，在组织结构上，相对于非公共组织，公共组织具有更为明显的专业职能部门化、控制层级化和运作规范化的特点。公共组织要按照法律授权和明文规定而行动，公共事务管理要遵照等级原则和职责分工原则，依靠行政权力进行层层控制、照章办事，并且公共组织成员的行为和活动必须完全公开，要通过适当的民主机制，广泛接受外部社会公众的监督和约束。这就使得公共组织的结构模式，往往倾向于经典的官僚科层制，而要向现代开放型模式变革，则具有天然的局限性、保守性和惰性。

3.3.2政府组织基本特性及职能

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必然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利益对立、矛盾和冲突，其结果便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调节社会关系的强权组织机构，这便是“国家”。所谓国家，简单地说，就是在既定领土上通过垄断性权威来控制一定人群社会活动的民族实体。国家意志的表达谓之于“政治”，国家意志的执行谓之于“行政”；所谓“政府”就是国家机关的总称，它是行使国家主权的工具，亦即表达和执行国家意志的公共组织系统。

国家政治制度为公民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具有“稳定的政治保障”的宏观制度环境。按照青木昌彦的“六域博弈分类法”，在政治域中，“包含一个独特的中心参与人——政府，它拥有私人参与者不对称的决策集合”。这里，政府具有“排他性的管制权利”，如单方面转移支付和再分配财富(如征税，补贴、罚金)，强制动员私人服务(如征兵)、垄断供给某些公共服务(行政管理)或施加有组织的暴力手段(如法办)等；而私人参与者，包括公民、利益集团、产业协会、工会、各阶级阶层群体等，无法通过选择逃避政府行动的影响，但可以选择支持或抵制政府行为。当围绕这样的“权力斗争”所进行的公共选择，最终形成某个“中心参与人”充当稳定的政府角色时，这一博弈均衡的结果就是国家政治制度。［31］
 广泛地看，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体系应该由如下三个基本层次构成：宪法制度，是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程序正义法则和国家机构组成规则的根本大法；议会成文法制度，包括公法和私法在内的各种具体法律条文规范；行政法规制度，即政府行政部门司法实践中颁布实施的各项法规政策措施。用组织的制度经济学观点来看，“政府”可以定义为通过国家权威强制供给公共品或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组织。这种公共组织通过法律权威强迫“少数”服从“多数”做出公共选择和决策，把大家享受公共服务或获得公共利益的成本以“征税”的方式收上来，并通过统一预算、投资和支出来供给公共品或提供公共服务。广义地看，政府组织即“国家”，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通常所说的政府组织主要狭义地指“行政机关”。

政府组织作为一个社会中最重要的公共组织形式，其基本职能就是为国民提供“国家级”的公共品，具体包括：产权法制保护，即通过立法和司法，对社会成员个人和私人组织的产权关系进行界定和保护，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宏观经济稳定，为市场经济主体正常开展生产、交易活动提供一个持续稳定的国民经济宏观环境；公共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基础科学研究、基础义务教育、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交通系统等等；社会公共服务，包括，社会环境保护、城市建设规划、公共医疗卫生、消防安全救济、社会福利保障系统等；国际和平环境，通过适当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活动，为国民提供一个和平安全、有利于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现代政府组织专业化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由重政客官僚向重专业技术化发展；由重制衡低效向重行政高效化发展；由重权威治人向重平等治事化发展。［32］


3.3.3政府公共组织制度框架

政府公共组织制度框架包括三个基本部分：(1)公务员制度。此制度形成于19世纪中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民主与绩效是现代国家公务员制度设计的基本准则，相应地，国家公务员制度基点有二：一是实行以公开考试为核心的考任制，二是实行以工作绩效为基础的功绩制；从具体制度运作系统来概括，就是四句话：两官分途而治，行政职业常任，政务执行中立，选任能力本位，这样形成四位一体的完整体系。(2)组织制度。包括公共人事管理体制和公共职位设置体系两个方面，前者有部外制、部内制和折中制三种基本类型，后者一般包括制定职位组系说明和职位等级规范两个方面的内容。(3)廉政制度。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公务员也是在既定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如果没有严格合理的廉政制度约束和民主监督规制，公务员就会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谋取个人私利，即产生所谓“腐败”问题；因此，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通过制度创新反腐败是廉政制度建设的核心理念和基本思路。由于文化传统、发展背景、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特殊性，中国公共人事制度框架表现一系列不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特点和特殊问题。［33］


政府公共组织中的雇员一般称为“公务员”。一般地是说，公务员泛指一个国家各级政府机关中，依法行使公共权力，执行国家公共行政管理事务和为国民提供公共服务，并由公共财政支付其报酬的所有人员。现代国家普遍建立和实行的公务员法律制度体系，简称“公务员制度”，它是国家公务人力资源规制管理的法律依据、制度基础和核心内容。现代国家公务员制度形成于19世纪中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目前，世界上大约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正式的国家公务员制度。公务员制度设计的基本指导思想，概括地说，就是两个基本准则，即民主准则与绩效准则。基此，国家公务员制度基本内容也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实行以公开考试为核心的考任制，一是实行以工作绩效为基础的功绩制。从具体制度运作层面来看，国家公务员制度以分类规制、职务常任、政治中立和功绩主义等四项基本原则为核心，实行两官分途而治、行政职业常任、政务执行中立和选任能力本位等四位一体的制度安排。［34］


现代公务员制度在政治层面上的具体体现，就在于相对于传统官僚吏治下的政党分赃主义，严格奉行在法律地位平等基础上公开选任、公平竞争的现代民主和公共管理思想。同时，公务员制度为政府公共行政高效运作提供了有力支撑，通过公开竞争方式吸纳社会贤达和精英人才担任公职，通过严格职位分类制度抑制政府规模膨胀和降低行政运行成本，通过功绩制最大限度地激励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坚持民主准则，旨在优化政治制度环境，抑制吏治腐败；坚持绩效准则，旨在提高公务办事效率，降低行政运作成本。公务员的任用一般有选任制、委任制、聘任制和考任制等方式。选任制是以直接或间接选举的方式任用公务员，主要适用于政治领导人即“政务官”；委任制是由政府首长直接委任其下属，适用于对行政首长负责的助手和秘书等辅助人员；聘任制是指政府以定期契约的形式聘用专家学者或科技人员；而考任制，即通过公开竞争性考试以成绩优劣为标准公平选任公务员，则是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基本标志和基石，是国家公务人力资源引进和形成的主体形式和制度安排。在历史上，英、美、法、日、德等国家进行吏治改革，建立现代公务员制度，都是从实行考试录用开始的，公开考任制也是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公务员选任的通行做法或惯例。

实行两官分途而治、行政职业常任和政务执行中立，是保证政府公共组织长期稳定运作的三项基本制度安排。两官分途而治，即区别政务官和事务官加以管理，前者以政府更替而进退，其选任和管理适用于宪法、选举法和组织法等，后者不受政府更替影响，其选任和管理适用于公务员法。政务官对选民或议会负政治责任，以其政治观点是否受选民拥戴和支持而获得或失去其职位，主要职能是制定公共政策；事务官对政务官负行政责任，以其治事才能和行政效率获得职位，主要任务是执行公共政策。行政职业常任，即行政事务官不随政府更迭而进退，其职务由法律保障，非因法定事由和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辞退和开除，以实现公共行政管理的职业化、专业化和连续性。政治中立原则是西方国家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在国家公务员制度层面中的具体体现和必然要求，其基本涵义是：行政事务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对政党政见和政治问题应采取公正超然和缄默的态度，应不受政见影响地忠实执行政府方针政策和提供公共服务，实行行政事务非政治化管理，以确保行政行为的公正性和连续性。同时，功绩主义原则是现代国家政治民主化、政府职能多样化和政府高效运转的必然要求,政府公共职位向全社会开放，任何公民都可以通过平等竞争获得公职，公务员的任用和配置主要根据其实际治事才能和工作绩效。世界各国公务员制度普遍实行以工作绩效为基础的功绩制。对公务员功绩制，各国称呼不尽相同，如法国称“鉴定”，日本称“勤务评定”等，但实质上都无太大差别，即通过对公务员工作能力、努力程度特别是工作绩效等的考核，进行职务升降和奖惩等人事管理。功绩制的具体内容和方法，不同国家和地区根据其具体情况有各自详细规定。

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公务员制度正式建立，是中国干部人事管理科学化、法制化的里程碑；但与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不同，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和具体运作层面有自己的特点。首先，从国家公务员构成来看，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体现了独特的分类规制原则，国家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公务员职务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并按照工作性质分为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三大类进行管理；其次，从政治化性质来看，中国公务员制度的突出特点是，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不搞甚至是排斥所谓“政治中立”原则，要求公务员积极参加到国家政治活动，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并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从行政职业性质角度和功绩制原则来看，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也力图建立公务员职务常任机制，使公务员享有“非因法定事由和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行政处分”的权利，也特别强调功绩主义原则，但要真正实现职务常任法治化、高效化管理，尚有很多操作层面的问题要进一步解决。

国家公务员规制管理要依托一定的组织系统(System of Organization)来进行，这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层面：一是外在的、较宏观的层面上表现出来的“管理体制”，即关于国家公共人事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其权限划分的制度体系；一是内在的、较微观具体的层面上表现出来的“职位体系”，即关于政府组织系统中公共职位结构框架内“人”与“事”关系的界定标准或配置规范。国家公共人事管理体制，是关于国家公共人事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其权限划分的制度体系，在狭义上主要是指国家依法设立实施执行公务员法、专门负责公务员(事务官)规制管理的机构，在广义上也包括执政党、议会、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司法机关等所有间接指导和影响国家公共人事管理活动的国家机关，二者的关系和权限划分，传统上普遍认同的方法是按照直接人事管理机构与间接机构(政府行政组织)的关系，分为部外制、部内制和折衷制三种类型。政府机构是一种典型的科层网络组织，其外部环境相对比较稳定，内部工作职位体系有相当大的法律确定性，而且组织规模庞大、纵横向关系复杂，因此，职位分类在国家公务员制度和公共人事管理中具有特别突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管理体制与职位体系是国家公务员规制管理的制度基础，管理体制改革及职位体系变革对于国家公务员管理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制度创新意义。

此外，按照现代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行使公共权力的国家公务人员也是在既定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所谓“腐败”，简单地说，就是“以权谋私”，即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私利。腐败产生的客观基础是公益决策目标及其与具体决策人私人利益的矛盾，只要存在公共决策的领域和活动，也就存在着产生腐败现象的客观基础和可能条件。当然，腐败的滋生蔓延还取决于决策体制、政纪法制、道德约束和意识形态等广义的制度因素。因此，如果没有严格合理的廉政制度约束和民主监督规制，公务员就会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谋取个人私利即产生所谓“腐败”问题。就中国情况来看，激励机制的扭曲、机会结构的畸形发展和约束结构的软化一起，构成了转型期中国腐败猖撅的主要制度原因。［35］
 应树立民主参与、公开透明、法治规范、竞争效率、服务效能、责任明确的“善治”(Good Governance)新理念，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大刀阔斧地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工作程序和运行机制。在实际中，“三机关一部门”，即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以及拥有行政审批权的部门、财政金融部门和组织人事部门等，由于执掌着国家经济命脉和拥有社会资源分配权，是腐败易发多发的“重灾区”，因此反腐倡廉应重点抓这些部门的廉政制度建设。

政府组织是伴随市场经济发展而不断变迁的。在自由竞争时期，“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理念深得人心，“小政府”是民众推崇的理想模式；到19世纪末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由天才设计而由白痴管理”的传统官僚制政府模式逐渐形成对公共领域的专权垄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传统官僚制政府模式日益显现出反应迟钝、无能为力的弊端。于是，随着1983年和1984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工党政府竞选以及1988年英国撒切尔政府“下一步行动”机构改革措施的出台，以及9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衰退及其给各级政府带来的棘手财政危机下总统许诺要再造政府的大选推动，所谓“政府再造”(Reinventing Government)运动在西方各国全面铺开，目前政府体制改革和行政革新已成为时代风潮，各国创新措施层出不穷。其普遍做法(见专栏3-2)是：在政府组织系统中进行分权，将责任转移至较低一级的政府部门；重新审视政府应该做什么，应该付出什么，哪些是政府应该付出却没有付出的，哪些是既没有去做也没有付出的；削减公共服务的规模和范围，实行公共活动的私有化、民营化与公司化；寻求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的公共服务提供途径，如签约外包、市场机制及使用者付费等；采取顾客取向，为公共服务提供明晰的质量标准；实行标杆管理和绩效评估；简化规制、降低成本的改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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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2：相关文献

政府再造五项战略

所谓“政府再造”(Reinventing Government)，不是简单地减少浪费、政治欺诈或权力滥用，不就是缩减政府规模和范围，不就是私有化或民营化，不是通过提高效率来获得一个“廉价的政府”，也不只是“全面质量管理”(TQM)或“企业流程再造”(BPR)的同义语。它是指：基于大幅提高政府组织的效能、效率、适应性及创新能力，通过变革组织目标、组织激励、责任机制、权力结构以及组织文化等，来对政府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型改造；换句话说，就是要用企业家精神来改造官僚体制，即寻求能够引起组织变革的“基本杠杆”即关键战略，以建立起具有创新惯性和质量持续改进功能的公共组织体制。如果将政府组织视作一个生存、成长、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或消亡的复杂有机系统，那么政府再造就是一种“基因再造”，也就是改变这个有机体的DNA(即决定有机体性质和状态的编码指令)，使它更成功地适应环境。政府组织DNA最基本的要素就是体制目标、激励机制、责任机制和权力结构及组织文化，它们都是在复杂的政府体制背后潜伏着的具有根本性杠杆作用的变革因素。政府再造就是要抓住这些因素，修改政府体制的遗传密码，达到重塑政府角色和职能以适应变化的目的。由此引申出五项(5C)政府再造战略。

核心战略(Core Strategy)：明确组织角色和目标。政府所扮演的最重要角色是“掌舵”。核心战略就是明确界定政府“掌舵”与“划桨”两种不同职能，并将“掌舵”作为政府组织的核心职能，从中央决策层革除那些对有效的公共目标不再起作用的职能，以及私人组织或其他低层级执行机构可以做得更好的职能，使政府专注于方针政策和战略方向，而关于公共服务的提供则授权给执行机构去完成。其基本步骤是：明确目标，准备行动；明确角色，将掌舵与划桨分离；明确方向，改进目标。基本工具和方法有：项目评估，优先选择审查，定期重新授权，资产出售，租赁，授权代理，竞标，建立掌舵委员会，长期预算，战略开发等。

效果战略(Consequences Strategy)：创设高绩效系统。通过为绩效设定后果自负职责，政府再造者可以修改官僚制下赋予公务员的“遗传密码”以改变“不怕无为就怕有问”的激励机制。在适于设定绩效目标(财政底线)时，可以把公共组织直接推向市场，迫使其进行“企业化管理”(Enterprise Management)，并使之依靠向顾客提供服务取得收入；在不适于设定绩效目标时，可以选择“有序竞争”(Managed Competition)，即采用合同制在公共组织与私人组织之间(或者是公共组织与公共组织之间)制造竞争环境，就像英国所采取的“市场检验”和“强制性竞争招标”那样。如果两者都不可行，则可以引进适当的绩效管理系统，通过绩效评估并设置绩效奖励、精神补偿、奖金、增益分享、共享节余等工具，以创设积极的绩效后果。市场和竞争可以形成极为有力的激励作用，因而可以带来显著的绩效改进，但并非所有的公共活动都能够置于竞争性市场或者竞标之中。

顾客战略 (Customer Strategy)：直接对服务对象负责并提高其满意度。大多数公共组织都只是对民选官员负责，因为民选官员创设了公共实体、决定其职能并提供资金；由于民选官员一直处于回应利益集团需求的压力之中，因而他们关心的只是公共资源消费到什么地方，而不是用这些公共资源能“购买”到什么样的结果。为了防止政治权力滥用，官僚体制设计者建立了一支职业化公务员制度，使管理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公共管理者只须要求公务员遵循有关规章制度，并负责对民选官员所划拨的资金进行开支即可，几乎没有任何人被要求对结果负责；这种情况下，公民根本没有现实途径可以让公共组织对其绩效负责，甚至无法对绩效提供反馈。顾客战略针对公共组织对谁负责的问题，使公共组织直接转向顾客，从而成为涉及责任问题方面最有力的战略。它赋予顾客选择公共服务提供者的权力，并为这些组织设置必须达到的顾客服务标准，例如英国梅杰政府所开展的“公民宪章”活动就是将顾客战略付诸实施。其途径有三：一是让顾客即公共服务对象直接选择公共组织；二是让顾客控制资源(如公共教育资金)将其置于相互竞争的公共服务提供者(如学校)之中；三是制订顾客服务标准，对于达标者给予奖励而未达标者得到惩罚。这样，公共组织的管理者和雇员就可以承担并兼顾对民选官员与服务顾客的双重责任。

控制战略(Control Strategy)：将决策权从高层和中央移走。在传统官僚体制中，大部分权力都集中在组织等级制度的顶层，中低层管理者的选择权责十分有限，其日常管理工作受制于细节详尽的财政预算规程、人事权限规则、采购审计制度等，一般公共雇员几乎没有任何自主权，他们只对上级命令而不是对变化了的环境或顾客需求做出回应。控制战略是指通过组织系统向下层、雇员乃至社区授权，将决策权下放甚至外移至社区，使控制方式从复杂的规章制度和等级命令中解放出来，转换为一种基于共同使命并承担绩效责任的机制。其基本工具和方法有：放松管制，现场管理，选择退出或特许经营，再造实验，豁免政策，减少管理层级，工作团队，集体合作，雇员建议，社区治理机构，合作规则，社区投资基金等。

文化战略(Culture Strategy)：创造企业家文化。政府组织文化的“遗传密码”，包括价值观、行为规范、态度及期望值等，具有很大的历史惯性和滞后性。官僚体制运用极其复杂的制度规则，诸如职能单位、程序规则和工作描述等，来框定和约束公务员行为，一来二去形成胆小怕事、相互推诿、自我保护、故步自封的官僚文化传统。政府再造过程中的文化战略通常有三种途径，即：塑造组织的习惯、心灵和心智，让人们尝试新体验来形成新习惯；转换人们的情感承诺，以强化新行为；建立对未来的共同愿景等心智模式，来支持公共组织成员达成新的心理契约。

资料来源：奥斯本等《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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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改革也陆续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如推行政府机构改革、服务承诺制、行政首长责任制、政府采购制度、公共服务承包、竞争上岗以及社区建设等，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都属于“政府再造”行动。但是，由于中国具有特殊的制度转型和发展背景，真正实施像西方国家那样的政府再造工程，尚有待时日。中国政府改革是在市场化制度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其基本取向和内容概括地说就是：适应市场化改革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反对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精简机构编制，减轻财政重负；理顺工作关系，完善行政运行机制。经过近30年的“自觉革命”和艰难变革，中国政府组织机构和管理方式已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社会各界对政府职能和角色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和评判准则等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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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相对于企业等私人组织，公共组织的根本特征在于，其与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对象之间不是市场交换关系，而是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委托-代理关系的独特之处在于，公共组织是在社会公众隐含的、疏散的、泛化的委托授权下，作为单一的、长期的、非市场选择性的代理组织存在和运作的。“政府”可以定义为通过国家权威来强制供给公共品或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组织，其制度框架包括公务员制度、组织制度和廉政制度三个基本组成部分。两官分途而治、行政职业常任、政务执行中立和选任能力本位是公务员制度的四根支柱。“政府再造”，是指基于大幅提高政府组织的效能、效率、适应性及创新能力，通过变革组织目标、组织激励、责任机制、权力结构以及组织文化等，来对政府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型改造，具体包括五项(5C)基本战略。中国政府改革有其特殊的市场化制度转型和社会主义大国发展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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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经济组织的宏观制度框架，是由市场经济、政府主导和公民社会组成的一种“三位一体”治理结构。从组织层面来看，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公共政治中的政府以及公民社会中的非营利组织，也是三位一体的分工合作关系，是内在联系和有机统一的。前两节分别讨论了企业和政府两种组织制度激励问题，本节讨论非营利组织的制度特征及相关的激励问题。

3.4.1公民社会

所谓“社会”，广泛的意义上是人类区别于非人类的一种高级物质运动形式，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人类活动领域。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必然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利益对立、矛盾和冲突，其结果便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调节社会关系的强权组织机构，这便是“国家”。狭义的“社会”，即“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它是一个与“国家”相对的范畴，其基本含义是指外在于国家权威控制的社会互动领域及其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按照西方经典政治文化思想观点，所谓“公民社会”是指存在于政治权威领域与私人活动领域之外的“第三领域”(Third Sector)，它是为了捍卫公民个人权利，阻止政府权威过度干预，而独立于政府权威同时又受法律保护的、基于血缘或地缘等“社会关系”自愿形成的互助行为或社会运动；其基本理念就是“社会先于国家，社会外于国家”，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是制衡的、对抗的、共生的、参与的以及合作互补的等多重关系，强调个人主义、多元互动、公开开放、平等参与、自主管理、法治保障等价值原则和活动规则。所以又称作“独立部门”(Independent Sector)、“志愿部门”(Voluntary Sector)、“利他部门”(Altruistic Sector)等。

公民社会组织形态在西方国家的称谓五花八门，如美国就叫“非营利组织”，英国叫做“慈善组织”，德国喜欢叫“志愿组织”，法国称作“社会经济”，意大利习惯称“基金组织”，而在日本法定称呼是“公益法人”等等，而且具体界定也差异很大。考虑到中国国情和传统习惯，可以用“民间公共组织”或“社会事业组织”称之，但本书沿用“非营利组织”的一般名称。

3.4.2非营利组织特征

公民社会的组织形式是多样复杂的，但在性质上都属于受公众委托代理提供公共品或准公共品的公共组织；同时，又明显不同于完全依靠国家权威支撑运作的政府组织，所以又称作“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即非政府的公共组织。如果在“国家-社会”二维空间上去看待公民社会，将公民社会看作是国家公共事务以外的所有社会活动领域，即将视点转向整个“民间”，那么就可以用“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NPO)来称谓，即不同于“营利性”私人组织的公民社会组织形态。如上所说，我们在这里沿用后一名称。除了“非政府”、“非营利”的一般性属性而外，这种组织在运作层面的基本特征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把握。［36］


首先，从法律规制角度来看，非营利组织一般是享受免税或税收优惠政策，按照“非营利”机构特殊性质登记成立和运作的组织，所以又称作“慈善组织”(Charitable Organization) 或“免税组织”(Taxexempt Organization)。如美国税法规定：享受免税的非营利组织不得影响立法或干预公开选举，其所从事的主要活动完全是慈善性、教育性或宗教性的事业，组织净收入不得用于使个人受益方面。日本民法规定：有关祭祖、宗教、慈善、学术、艺术及其他公益社团或财团，不以营利为目的，经主管官厅许可，可以成为法人。应该注意的是，非营利组织并不是不能有帐面盈余，也不是不能从事营利性商业活动，亦不意味着不能向为其提供服务或要素者支付报酬，而是不能向控制组织的人员(包括成员、管理人员、董事会成员以及受托人等)分配利润或剩余收益，这就是所谓“不分配限制”原则。

其次，从经费来源构成来看，非营利组织的经营费用或收入包括会员缴费、社会捐赠和政府资助以及少部分的服务收费，但主要(如一半以上)是来自于会费和捐款。也就是说，民间公共组织在本质上主要是为了促进公众利益或团体利益而受公众或团体委托代理提供公共服务，而“会费”和“捐款”实际上就是代理费；如果其经费来源主要来自政府资助、并且代行国家行政职能，实际上是一种准政府机关而不属于这里所说的(相对独立于政府的)非营利组织，当然使用政府事业经费、但不执行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则属于此列。

其三，从活动领域的性质来看，应该特别注意的是，由于在习惯上国人将“社会”理解为“国民经济中除物质生产部门(所谓‘经济’)而外的领域”，因此就认为民间非营利组织就是这些“社会事业”领域中的公共组织。这是一个很大误解。非营利组织所提供的公共品或公共服务并不是按照“行业”划分的，如认定“社会事业”就是指医疗卫生“事业”、文化教育“事业”和科学技术“事业”等，或者凡是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就(都)是“事业”，而农业、工业、商业等所谓“产业”领域就(都)是“非事业”。其实，“各行各业”即所有社会领域都有属于“私人品”资源市场配置的“产业”活动，同时又有一些属于“公共品”资源配置的“事业”活动。民间公共组织的“业务”性质不能按“行业”来界定，而应该按资源配置活动是否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来区别。当然，实际当中非营利组织在“行业”间的分布可以是很不均衡的，可能较多地集中在卫生、文化、教育和科技等所谓“非经济”的社会领域，但不能将非营利组织活动领域与此等同。

其四，从组织运作特征来看，非营利组织是在体制上独立于政府，直接面向社会公众自主志愿地提供公共服务的开放型组织。一般有如下几种类型：一是政府资助模式，即主要依靠政府财政资助但相对独立地履行非政府的公共职能，通过自主经营为社会大众提供公益性服务，如通常所说的主要从事公共交通、公共卫生、公共文化、公共通讯和基础设施等公用事业的组织机构，大都属于此种模式；二是志愿组织模式，即参与组织活动者以志愿为基础，组织工作人员的全部或大部分是志愿者，组织经费和收入全部或大部分来自志愿捐款，这种组织模式通常集中在贫困救助、社会慈善、环境保护等领域；三是会员组织模式，通过会员缴费共同参与的俱乐部制，来向社区成员或共同爱好者群体提供俱乐部性质的公共品，如文化、娱乐、保健、体育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四是基金组织模式，通过多种途径筹集建立社会公共基金，为社会成员提供各种保险性公共服务。

3.4.3非营利组织发展状况

20世纪末，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政策研究所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莱斯特·赛拉蒙(Lester M.Salamon)发表一项关于全球22个国家非营利部门比较研究成果，声称：如同19世纪晚期民族国家的兴起一样，20世纪末期发生了全球性的“社团革命”(Associational Revolution)。［37］
 这股全球“公民社会”浪潮兴起的背景情况大致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福利国家，近年来越来越严重的“福利病”(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危机以及政府官僚主义)导致公民社会福利水平趋下，因而传统社会福利政策不断遭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质疑；前苏联东欧等转型经济国家，其在市场化过程中累积的经济困境、政治腐败和社会危机，也有愈来愈严重和恶化的迹象；非洲、中东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府腐败和无能以及由此导致的饥谨贫穷、民族冲突、战争动乱、环境恶化等，几乎成为广大民众的生活常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独立于市场和政府之外的“公民社会”，它由数以千计的社区团体、医疗诊所、社会俱乐部、日托中心、职业培训中心、人权组织、体育保健俱乐部、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咨询服务代理机构等无比多样的非营利组织构成，近年来在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重要作用。

非营利组织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总的来说，是填补市场和政府都无法提供的社会服务空白。与政府倾向于反映“中间选民”(Median Voter)偏好而提供单一化、标准化的公共品不同，公民社会的非营利组织以“志愿主义”为原则，以小型化、人性化、更加灵活有效的运营模式来运作，采取向目标公众收取部分服务费的办法，可以更好地满足社会大众对差异化的准公共品和公共服务需要。例如，如果社会福利制度以志愿努力来补充，使民间志愿组织作为“压力集团”对政府管理机构构成竞争刺激、约束抑制和舆论批判，同时可以将自由实验、开拓创新精神和力量注入社会福利制度体系，对于提高公民福利水平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再如，在一些直接涉及“民生”的社会领域，如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慈善服务等，由于其产品或服务在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着“信息非对称性”问题，使得消费者往往缺少足够的信息来评估服务或产品的质量，而非营利组织提供这些服务就具有政府机构和私人营利组织所没有的优越性；此外，对于具有俱乐部品性质的公共服务，如果以各种社团、协会或社区俱乐部等非营利组织来提供，则可以通过向社团成员缴纳会费的办法有效地满足特殊的群体利益。

赛拉蒙领导的非营利部门比较研究项目显示：1995年，即使排除宗教团体，22个国家的非营利部门相当于拥有1 900万全职工作人员、营业支出达1.1万亿美元的产业。其增加值达到8 400亿美元，占这些国家GDP的3.5%；如果将它比作一个国家实体，那么将成为继美国(GDP7.2万亿美元，下同)、日本(5.1)、中国(2.8)、德国(2.2)、法国(1.5)以及英国、意大利(均为1.1)之后的第八经济大国，比巴西(0.7)、俄罗斯(0.7)、西班牙(0.6)和加拿大(0.5)还要领先。就业人数占非农产业就业人数的5%、服务行业的10%、所有公共部门的27%；如果包括志愿者的非全日工作时间，那么折合的全日制就业人数将达到2 960万，上述三个数字要分别达到7%、14%和41%；它相当于这些国家最大私营企业就业人数的6倍多，比这些国家的公用事业、纺织制造业、造纸印刷业或化工制造业的就业都要多，相当于运输通讯业的就业规模。非营利组织规模在国家或地区分布上差异很大，多数发达国家规模较大，拉美和中东欧的规模较小。

从非营利组织的行业分布看，按照赛拉蒙等人设计的“非营利组织国际分类体系”(ICNPO)［38］
 ，一项对法、德、意、日、英、美6个主要发达国家非营利部门的比较研究发现：各国的非营利组织主要活跃在教育科研、医疗卫生、社会服务和文化娱乐四个领域。这四个部门运营支出占非营利组织总支出的80%；其中，教育科研所占比重最高(占27%)以上，而且主要用在研究生和大学教育上；其次是医疗卫生领域(26%)，主要用在医院和诊所方面；社会服务主要涉及家庭咨询、戒毒、日托等服务，也占近20%；文化娱乐领域占10%，主要包括交响乐团、艺术博物馆、剧院、体育俱乐部等。此外，各种职业协会、住房协会及其他领域也分别占了非营利部门总支出的9%、5%和1%。［39］
 从就业分布来看，根据约翰·霍普金斯22个国家非营利部门比较项目研究结果，非营利组织就业人数也主要是集中在这四个领域，阿根廷、比利时、巴西、爱尔兰、以色列、墨西哥、秘鲁和英国等以教育领域为主，日本、荷兰、美国以卫生保健为主，奥地利、法国、德国、西班牙以社会服务为主，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以文化娱乐为主，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和芬兰等非营利组织就业则比较平衡。

从非营利组织的收入构成情况来看，来自私人、公司和基金会的慈善捐赠仅占11%，而来自会费及其他收费收入就占到近一半(49%)，来自公共部门的支付也不少(占40%)；如果包括志愿者，非营利组织收入构成则发生较大变化，三者比例分别是27%，41%和32%。22个国家中有13个国家的主要收入是会费收入，其中墨西哥最高85%，捷克最低47%；其他9个国家大多数以公共部门的拨款为主。从非营利组织收入分布的领域来看，其分布的十个领域中有六个都是以会费和服务费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其中，职业性及文化娱乐性组织以会费和服务费为主；而有关发展性组织因为包括了住宅性组织在内，故会费和服务费所占比重较大；公民性和倡导性组织会费和服务费收入，则略多于公共部门支付比重。卫生保健、教育和社会服务等领域的非营利组织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公共部门。慈善组织的个人捐赠部分较大，但也没有会费收入比重大，只有国际援助领域是以个人捐赠为最大收入比重。

综上可见，西方发达国家的非营利组织主要分布在教育科研、医疗卫生、社会服务和文



[image: image]




〖〗化娱乐等部门的公共事业领域；然而即使是非营利组织最为发达的西方国家，这些领域也不是非营利组织一统天下，且政府公共部门也是非营利组织经费的主要来源；同时这些领域的很多服务都是可以引入市场机制，或者采取私人营利性组织形式进行商业化经营、产业化运作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推动、法制环境改善以及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累积产生的现实需求，中国各类民间非营利组织，包括行业自主性组织、社会运行监督组织、市场咨询及技术型服务组织、市场监督组织、就业服务型组织、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组织等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对促进政府改革以及“大社会”格局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依托和带动作用。

3.4.4非营利组织运营特点

非营利组织与私人企业组织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市场营利导向”而是“公共利益导向”的。正如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1909~2005)所说：非营利组织的“共同点其实并不在于这些机构都是‘非营利性’的，而在于它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也不在于它们都是‘非政府的’，而在于它们所做的工作既不同于企业，也不同于政府。企业提供的不外乎商品或服务，政府则进行调控。一旦顾客购买了某一企业的商品，付了费用并对其感到满意，该企业就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一旦政府的政策卓有成效，则政府就算履行了自己的职能。而非营利组织既不提供商品或服务，也不实施调控，其‘产品’既不是一双鞋，也不是一项卓有成效的法规，而是‘经过改变的人类’。非营利组织是人类改造的机构，其‘产品’可以是一个康复的病人、一个有学习能力的孩子、一个年轻人成长为自尊自重的成年人，也可以是一个完全被改变的人生。” ［40］
 鉴此，非营利组织行为管理所遵循的要则应该是“精神激励为本”，而“物质刺激”乃在其次。

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框定和行政官僚主义运作机制的惯性作用，中国相当多非营利组织，包括教育、文化、科技、卫生等事业单位以及各种类型的协会、学会、基金会等社会团体，在组织管理方面往往感到“人才危机”、员工没有积极性和凝聚力或缺乏“志同道合”的志愿者加盟，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在于缺乏明确的组织使命和战略规划。虽然很多非营利组织在登记成立的时候，都专门为审查部门或资金捐赠者在所谓“组织章程”中写上既好听又好看的“目标”或“宗旨”，但实际上并没有基于内外部环境变化而动态调整的清晰发展目标和可操作性计划，自然无法做到“事业留人”，而在物质待遇如工资福利方面又肯定没有企业那样的吸引力，结果只能是人才流失、人心涣散，最终导致组织衰败和消亡。

也就是说，由于缺乏私人企业组织所具有的“商业基准”，非营利组织应该“以使命为先”。所谓“使命”(Mission)，就是一个组织存在、运作的基本宗旨和事业目标，是组织成员共同认可与心之所向的“愿景”(Vision)。也就是说，非营利组织要有“以点化人类为目的的事业”，所谓“使命为先”，就是通过建立在共同愿景基础上的“事业”给予组织成员以“使命感”，并以这种使命感吸引、凝聚和驱使员工和志愿者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人力资本，使他们在获得自身“成就感”的同时达到公益性的团队绩效和组织目标。简言之，非营利组织更需要借助基于使命的战略规划、特别是人力资源战略规划，来整合人心并进行运营管理。为此，德鲁克基金会以德氏“五个最重要问题”为框架发展出一套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程式。［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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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3：相关文献

遵循规则，直到伤害自己

盛洪

(2003年4月3日于北京郎家园)

记得曾在华盛顿听过德雷莎修女的一次演讲，大部分内容我都忘掉了，但有一句话却铭记在心，这就是：爱，直到伤害自己(Love until it hurts)。后来我在几处文章中都提到过这句话，并对它做了点“篡改”：遵循规则，直到伤害自己。如今天则所已经快10年了，如果有一句话能够解释这个奇迹的话，那就是这句话。

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均衡点。爱是“给予”，而遵循规则是“不拿”。与爱相比，遵循规则是较低的要求，只是“底线伦理”。然而，做到这点也不容易。尽管自然形成的规则是人们的“集体最佳稳定对策”，但并不是在每时每刻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如果人们在规则有利于自己时才遵循，就不会有规则。遵循规则，就意味着有时会伤害自己。在很多情况下，由于社会存在着外在强制力，人们不得不遵循规则。但在两个极端上，没有外在强制力。一个是在利害较小的领域，人们只靠道德约束行为；一个是在宪法层次，这时约束别人的“外在强制力”往往很难被约束。因此在这两个极端上，“遵循规则”就意味着“要自觉地伤害自己”。而在利害较小的领域中，人们往往能够做到，这是因为偏离道德的收益不大；但在宪法层次，自觉地遵循规则却是难上加难。

社会之所以发展，文明之所以繁荣，正是因为人们创造出了更有约束力的伟大道德。我们想起康德所说的“绝对命令”，那是根本不计利害的；我们也更理解孔子的“克己复礼”，顺从欲望是不可能恢复礼乐制度的；在孟子心中，正义规则的价值高于生命，人们甚至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宋儒看来，“圣人则更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不当为”。正是这些伟大道德奠定了社会的宪法原则，人类社会才会放出文明的光辉。

一个社会如此，一个机构也如此。所不同的是，表现为国家的社会有更多的强制性，而一个机构要更多地依赖自律；一个较大的国家往往有垄断性，而一个机构必在竞争中。竞争中的机构更要仰仗超越的道德律令，遵循不可或缺的宪法原则。作为一个非盈利机构，天则所缺少盈利的压力，也缺少如上市公司那样的外在监督，在另一方面，外部环境也还不够宽松，她之所以走到今天，完全依赖于知识界及社会各界的支持。这种支持完全建立在对天则所宪法原则的信任上，这同时意味着他们相信天则所的成员有着高尚的自律精神。一旦他们发现不是如此，天则所将会顷刻瓦解。

德雷莎修女又说，假如你爱至成伤，你会发现，伤没有了，却有更多的爱。如果我们都遵循规则而不惜伤害自己，我们也会发现，伤害没有了，而我们所有人都会获得巨大的回报。这不仅因为爱心能使人们把付出当作获得，而且也会“被爱”。当我们都遵循宪法原则时，不仅会因更高的确定性和效率而收益丰厚，作为一个机构，天则所也会因知识界和社会对她的信心而立于不败之地。

资料来源：博客网http://column.bpkee.com/7296.html(200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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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我们的使命是什么(What is Our Mission？)。驱动成功的使命需要具备三要素，即机会、竞争力和奉献精神。首先要基于资源条件向外寻求机会和社会需求，其次要知道使命是有情感的，认真审视我们真正“信仰”什么。首先要问：我们的组织为什么而做事？其存在的理由是什么？组织的发展目标又是什么?，进一步要问：组织当前的使命是什么？我们面临哪些方面的挑战？我们的机遇和机会何在？组织的使命需要修改吗？

第二个问题：我们的客户是谁(Who is Our Customer？)。社会事业组织一般有两种类型的客户：一种是基本客户(The Primary Customer)，即服务对象，如对于一些“社会工作”组织，其基本客户就是那些生活状况通过组织工作得以改变的人，包括残疾人、妇女、儿童等社会工作服务的弱势群体；一种是支持客户(Supporting Customers)，即为促进组织使命达成需要配合工作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群体或个人)，包括组织员工、志愿者、会员、社区、合作伙伴、基金管理人等等。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要问：谁是我们的基本客户？谁是我们的支持客户？我们的客户将会怎样变化?

第三个问题：客户认知的价值是什么(What Is the Customer Value?)。德鲁克认为，这也许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很少被提及的问题。一般可能会认为，客户认知的价值就是社会事业组织提供服务的质量以及组织推动社区发展的方式，其实不是。客户认知的价值应当包括客户的“需求”(Needs，即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客户的“欲求”(Wants，即何时、何地和如何得到服务的愿望)和客户的“追求”(Aspirations，渴望得到的长期结果)。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要提的问题是：我们确信的基本客户和支持客户认知的价值是什么？我们需要从这些客户那里了解什么信息？每个成员将怎样参与以获得这些信息?

第四个问题：我们期望的结果是什么(What are Our Results？)。社会事业组织期望的结果是指经过界定的关于社会公共生活条件改变或生活质量提高的目标，包括人们的行为、环境、健康、希望和能力等方面。在回答这一问题时，需要问：我们是怎样定义结果的？我们能否成功？我们应当怎样定义结果？我们应当强化或放弃什么?

第五个问题：我们的计划是什么(What is Our Plan？)。计划是组织目的和未来方向的简要概括。计划包括使命、愿景、长远目标、短期目的、行动步骤、财务预算和评价标准等。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需要重点从两个方面提问：组织的使命应当调整吗？我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德鲁克强调说：“企业与非营利组织之间最大的差别莫过于人力资源管理和关系网络管理的差别。”［42］
 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志愿者社团组织相当普遍，公众中作为志愿者参加非营利组织活动的比例相当高。例如，在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公众参加非营利组织活动的比例分别达49%、9.3%和21.4%。［43］
 在这些国家，各种宗教组织、地方政府议会以及许多非营利性公共组织中都有大量的志愿人员参加，文化教育、社会服务和医疗保健机构等非营利组织为社会公众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从事志愿者公共服务机会，如出任组织董事会成员或委员会成员，充当非营利组织所举办的体育娱乐活动教练，帮助非营利组织职员实现组织使命或开展募捐活动等。随着公共领域志愿者活动越来越普遍、规模越来越大，志愿者行为管理也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社会化和规范化。［44］
 对于非营利组织、特别是志愿者社团组织来说，如何通过“使命为先”的战略规划有效地调动志愿者积极性，有效吸引选拔、培训评估和管理使用志愿人员，是一个最为核心、最具战略性和挑战性的组织行为管理问题。

[image: image]


精要提示

从法律规制角度来看，非营利组织一般是享受免税或税收优惠政策，按照“非营利”机构特殊性质登记成立和运作的组织。非营利组织并不是不能有帐面盈余，也不是不能从事营利性商业活动，亦不意味着不能向为其提供服务或要素者支付报酬，而是不能向控制组织的人员分配利润或剩余收益。从组织运作特征来看，非营利组织是在体制上独立于政府，直接面向社会公众自主志愿提供公共服务的开放型组织，其提供公共品或公共服务并不是按行业划分的，虽然在行业分布上有可能是不平衡的。非营利组织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总的来说，是填补市场和政府都无法提供的社会服务空白。由于缺乏私人企业组织所具有的“商业基准”，非营利组织应该“以使命为先”，更需要借助基于使命的战略规划、特别是人力资源战略规划，以整合人心并进行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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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要内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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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组织制度”，就是在一个特定的组织环境中，由组织成员互动而内生形成的一套约束、规范和调节人们行为的规则。任何制度，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都是社会或组织成员在“重复博弈”状态下内生形成的。有关利益集团或个人基于自利动机进行制度创新，促使新的、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替代旧的无效制度安排，从而使整个社会或组织的制度(治理)结构在变迁中不断优化。所谓制度激励，就是针对个人追求自身预期收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通过规范的、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引导和约束员工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努力。组织制度激励问题则是指：由于制度安排方面的原因，组织成员个体的工作或劳动付出得不到相应的回报，或者个人不须承担其行为的部分或全部后果。制度激励问题的典型表现有二：一是“搭便车问题”，一是“代理成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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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市场完全契约关系而言，企业本质上是要素所有者(人与人之间)缔结的一种长期性“不完全契约”。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按照传统理论思路，就是所谓“两分离”，即管理人员受社会所有者委托而“代理”进行经营管理，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就会产生与“代理成本”有关的一系列激励问题，对此，学者们提出了有完善契约、股权激励和声誉机制等对策建议。按照利益相关者论的通解，企业其实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围绕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进行互动博弈而形成的一种特别合约，因此，企业制度激励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按照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使人力资本所有者在拥有控制权的同时，享有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相当的部分剩余索取权。在以公司制为基本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下，通过适当的股权激励机制和计划，使一部分专业化人力资本以“股权化”的方式获得全能权益，这是实现企业制度激励相容、提升企业经营绩效的必然选择和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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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企业等私人组织，公共组织的根本特征在于，其与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对象之间不是市场交换关系，而是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委托-代理关系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公共组织是在社会公众隐含的、疏散的、泛化的委托授权下，作为单一的、长期的、非市场选择性的代理组织存在和运作的。“政府”可以定义为通过国家权威来强制供给公共品或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组织，其制度框架包括公务员制度、组织制度和廉政制度三个基本组成部分。两官分途而治、行政职业常任、政务执行中立和选任能力本位是公务员制度的四根支柱。“政府再造”是指，基于大幅提高政府组织的效能、效率、适应性及创新能力，通过变革组织目标、组织激励、责任机制、权力结构以及组织文化等，来对政府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型改造，具体包括五项(5C)基本战略。中国政府改革有其特殊的市场化制度转型和社会主义大国发展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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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法律规制角度来看，非营利组织一般是享受免税或税收优惠政策，按照“非营利”机构特殊性质登记成立和运作的组织。非营利组织并不是不能有帐面盈余，也不是不能从事营利性商业活动，亦不意味着不能向为其提供服务或要素者支付报酬，而是不能向控制组织的人员分配利润或剩余收益。从组织运作特征来看，非营利组织是在体制上独立于政府，直接面向社会公众自主志愿地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开放型组织，其提供公共品或公共服务并不是按行业划分的，虽然在行业分布上有可能是不平衡的。非营利组织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总的来说，就是填补市场和政府都无法提供的社会服务空白。由于缺乏私人企业组织所具有的“商业基准”，非营利组织应该“以使命为先”，更需要借助基于使命的战略规划、特别是人力资源战略规划，来整合人心并进行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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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习思考问题

(1) 什么是“制度”？为什么说“制度很重要”？

(2) 制度既是“博弈规则”，又是“博弈均衡”。对此应该怎么理解？

(3) 组织制度激励的实质是什么？其面临的基本问题又是什么？

(4) 现代企业理论在学术演化脉络上是怎么形成来的？按照契约论的观点，企业在组织制度特性究竟如何界定？

(5) 按照人力资本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现代企业组织制度特性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和把握？

(6) 为什么说“人力资本股权化”是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变革的基本趋势？

(7) 在现代企业中，实施股权激励一般有哪些途径和方式？

(8) 什么是公共组织？其基本制度特征有哪些？

(9) 政府组织的制度特性是什么？其制度框架由哪三个基本部分组成？

(10) 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基本准则和主要内容是什么？中国公务员制度的特殊性何在？结合实际能否就中国政府改革谈谈自己的看法？

(11) 什么是非营利组织？其主要制度特征有哪些？

(12) 近年来各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背景和状况如何？能否联系实际就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谈谈自己的意见？

(13) 相对于工商企业，非营利组织在运营管理上有什么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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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认知练习

个人日常规则意识测试

说明：这里有10个陈述，按照你认为符合自己的程度，在陈述后面选择0(不符合)、1(比较不符合)、2(比较符合)、3(符合)四个级别打分，完成后统计分数，最高得分者即制度规则意识最强者。测试结果仅供参考。

(1) 走到路口过马路时，无论什么情况，我一直等到绿灯亮了才行走。0123

(2) 排队时，无论多么紧急，我从来不加塞儿。0123

(3) 我认为考试作弊是可耻的，因而从没有做过弊。0123

(4) 在公众场合我从不高声喧哗。0123

(5) 上课或开会，我从没有迟到或早退过。0123

(6) 如果偶尔犯规，哪怕是很不起眼事情，我都会内心不安。0123

(7) 即使没人监督，我也不会随便在马路上丢废物纸屑。0123

(8) 我从不在公共建筑物上乱涂乱画。0123

(9) 上班时，我从来不用办公室电话或电脑干私事。0123

(10) 遇到不遵守规则的情形，我会毫不犹豫地出面制止。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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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个案研讨

格莱珉与尤努斯：穷人的银行和银行家

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由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1940~)于20世纪70年代末创立，是孟加拉一家专门为因贫穷而无法获得传统银行贷款的创业者提供“微额贷款”服务的乡村银行。2006年,这家穷人的银行与其当家人一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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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之路

尤努斯，1940年出生于孟加拉(东巴基斯坦)吉大港一个富庶的穆斯林家庭。他们家族在港口吉大港附近巴图亚拥有土地，其父辈是祖父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制造商和珠宝饰品商人。母亲共生了14个孩子，5个早夭，尤努斯是家里排行老三。尤努斯对母亲充满深情，他回忆说：“她十分善良并富有同情心，总是周济从遥远乡下来看望我们的穷亲戚”，“是她对家人和穷困人的关爱影响了我，帮助我发现了自己在经济学和社会改革方面的兴趣。”

尤努斯少年立志理想当一名教师。21岁毕业于达卡大学，尤努斯从那里获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随后任教于吉大港大学。这家大学是由英国人在1836年创建的，属于南亚次大陆最著名的大学之一， 尤努斯在那里任教五年。这期间，他还创办了一个包装与印刷工厂，雇用了100名工人，并且运作得很成功，也使其商业才能初露锋芒。但尤努斯还是对学习和教书有兴趣，后于1966年获富布赖特奖学金赴美留学，1969年获美国田纳西州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学位。在田纳西，尤努斯遇到了两位重要人物，一位是影响他事业成功的导师尼古拉斯·杰奥杰斯库-勒根，另一位就是后来嫁给他的美籍苏联姑娘薇拉·弗洛斯坦科。国内政局变幻改变了尤努斯的生命轨迹。

孟加拉的现代历史走势大致是这样：早在1947年，当时尤努斯7岁，巴基斯坦从印度独立出来，东孟加拉成为新生穆斯林国家的一部分。然而，被印度领土分割开来的巴基斯坦东西两翼，除了共同信仰伊斯兰教之外，在语言和饮食等方面几乎毫无共同之处。由于中央政府在西巴，外援资金和财政收入多被用于西巴，东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长期停滞。不愿从属于西巴的东孟加拉人开始寻求独立。1971年，巴基斯坦政府军队进驻孟加拉，独立战争爆发，年底战争结束，孟加拉人以300万人死亡、1 000万人逃亡的沉痛代价赢得了独立。1972年，尤努斯回国后一度被派往政府计划委员会工作，但除了看报整日无事可做，经多次抗议后辞职，又回到吉大港大学做经济系主任。

1974年，孟加拉国发生大饥荒。在这场饥荒中，瘦骨嶙峋、衣衫褴褛的人群像洪水一样流动在大城市的港口和车站，有大约150万人被活活饿死。这场灾难深深触动了尤努斯，并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价值观。“当在我课堂对面的门廊里正在饿死人的时候，我那些优雅的经济学理论又有什么用呢？我讲述的经济学课程就像那些‘总是好人获胜’的美国电影，但当我走出舒适的教室面对城市街道上的现实时，……我才突然发现自己是多么傲慢无所，并开始痛恨自己。……为什么那些一天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7天的人都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尤努斯决定，把那些穷人作为他的老师，着手对他们及他们生活中的问题进行研究。于是，尤努斯开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挑战贫困与饥饿的实际行动之中，积极寻找解决对策，如到乡村试验高产种植办法、在干旱季节组建农民合作社修建水利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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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乔布拉村启程

1976年，尤努斯走访乡村中一些最贫困的家庭。一个生名叫苏菲亚的年轻农妇，她生养有3个孩子，每天从高利贷者那里借贷5塔卡(相当于22美分)用于购买竹子，编织好竹凳后就交给高利贷者还贷，结果每天只能得到50波沙(约2美分)的收入，这使她的家庭长期陷入贫困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第二天，他组织学生进一步调查，发现这种情况很普遍，村里还有42个同样的人，他们共借了865塔卡，合27美元。这使他震惊恼怒：难道这42户人家的苦就是因为差这27美元吗？于是，他拿出27美元，让学生借给那42个人，让她们还给放贷人，等产品出售后再还自己钱，讲好不要利息。结果农妇们很守信用，实现了诺言。

这种情况使尤努斯异常震惊。他写道：“在大学授课中，我对成千上万美元的金额做理论分析，但在这儿，就在我的眼前，生与死的问题却以‘分’为单位来展开的。这是怎么了？苏菲亚的悲惨生活现实怎么没有进入我们经济学家的视野呢？” 这也使作为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尤努斯平生第一次“为自己竟是这样一个社会的一分子感到羞愧”。

我们生活在其间的这个社会、这么多冠冕堂皇的金融机构，竟然不能向几十个赤贫农妇提供区区几十美元的贷款！同时，我们这些在象牙塔高谈阔论经济学理论的专家教授们，尤其是那些身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们，平日里对如何如何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津津乐道，而对自己身边的贫困与饥馑却漠不关心，也让尤努斯感到愤慨和不解。在他看来，漠视贫困、漠视真实世界中人的痛苦与愿望，是经济学最大的失败；而不能用经济学知识去缓解并消除贫困，乃所有经济学人最大的耻辱。

尤努斯认识到：造成他们的穷困的根源并非是由于懒惰或者缺乏智慧的个人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即“缺少资本”。这种状况使得穷人们不能把钱攒下来去做进一步的投资：一些放贷者提供的借贷利率高达每月10%、甚至每周10%，所以不管这些人再怎么努力劳作，都不可能越过生存线水平。因此，所需要做的就是，在赤贫穷人的劳作与所需资本之间提供一个缓冲，让他们能尽快地获得收入。就这样，向这些没房没产的穷人提供借贷的创新点就由此形成。

于是，从把27美元借给42位贫困的村民，以支付他们用以制作竹凳的微薄成本，免受高利贷的盘剥这样的事情做起，尤努斯以吉大港大学附近的乔布拉村为试点，倡导实施“吉大港大学乡村开发计划”，主要面向无力提供贷款抵押的贫民，资助他们购买工具、设备开办自己的实业，这样不仅可以避免中间商和高利贷者的盘剥，而且可以通过自我创业摆脱贫困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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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穷人自己的银行”

随后，尤努斯去找一些银行家，试图说服他们向这些穷人们提供无需抵押的贷款，而得到的回答是：穷人是不值得信任的，连饭都吃不上，哪有借债；如果真要借钱，就应有抵押和担保；穷既无可抵押的，也找不到担保，那怎么借钱给他们！原来，我们的金融体系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悖论基础上的：你越有钱，越能贷到更多的钱；反之，你越没有钱，你就越贷不到钱。

尤努斯并未气馁，在接下来的数年间，他在在吉大港近郊以及孟加拉国的东、西、南、北、中五个地区农村着手试验，尝试以自己为担保人从银行借款，然后向农妇们提供小额贷款。结果，穷人们用这些小额借款，精打细算、精心经营，获得较高的收入，且按时以高于商业银行的利息还了借款，也使自己的生活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同时，他不断去游说孟加拉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采纳他的试验方案。1979年，孟加拉央行终于答应开展这个名为“格莱珉”(意为“乡村”)的项目，一开始由7家国有银行支行在一个省份进行试运作，后逐渐推广开来，到1981年增加到5个省份，到1983年止，格莱珉银行86个支行使5.9万名客户摆脱了贫困。

随后，尤努斯决定辞去学术工作，全身心投入这项对抗贫穷的伟大事业中去。1983年10月2日，格莱珉银行正式成为独立法人机构，并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壮大。随着银行的发展,除微型贷款外,银行还为穷人提供住房、渔场、灌溉项目、高风险投资、纺织业和其他活动等方面的贷款服务。1998年，受孟加拉洪灾等影响，格莱珉银行险遭困境。 2001~2004年，格莱珉银行完成了从“经典模式”到“格莱珉二代”的转型。到2004年,有超过6 600万人获得资助。

目前，格莱珉银行已成为孟加拉国最大的农村银行，拥有2 226个分支机构，为71万多个村庄、千百万穷人提供信贷服务，而且偿债率高达98%；同时，这是一家名副其实的“穷人银行”，每位借贷者都拥有一份不可转让的股份，占银行总股份的92%(余额由政府持有)。按照乡村银行网站提供的数据，他们向71万余个村庄派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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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莱珉模式

尤努斯认为：“格莱珉模式”，即自成一体地向贫困人口发放贷款的融资方式，是帮助穷人们摆脱贫困的一种有效方法和重要途径。格莱珉银行为那些想做些事的穷人们提供少许的“种子式”资金，让他们去实现自我雇用，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自己创造自己的工作，这样才是真正主动创造就业，才能彻底摆脱贫困；同时，为了确保还款,银行要求贷款者以“团结组”的非正式组织方式一起申请贷款,由小组成员联合担任还款保证人,并互相支持、努力改善经济状况。这对传统银行贷款规则是一个颠覆性挑战。

在格莱珉银行里，人们看不到电话、打字机或者地毯，尤努斯的员工们主动下到村里田间地头，去走村串户拜访借款者；他们之间也不签署正式的借款合同，因为大多借款人都目不识丁、没什么赚钱机会的妇女们。银行向穷困潦倒的客户们收取每年20%左右的固定单利，这相对孟加拉商业贷款15%的低复利利率；这样的还贷压力，对于小心谨慎、精打细算、勤劳持家的农妇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贷款申请人需要清楚了解格莱珉银行的运作方式，通常从借款第二周开始循序渐进地还贷。借款者要有6~8人构成“团结小组”，相互监督贷款的偿还情况，如小组中有人逾期未能偿款，则整个小组都要受到处罚。每6个小组建立一个中心，贷款者参与中心活动，借款发放和偿付，通过每周一次的“中心会议”公开进行，这在孟加拉到处滋生着腐败的各种机构中是罕见的。

具体地说，格莱珉模式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为穷人所拥有，贫穷的借贷者们(其中绝大部分为妇女)拥有银行94%的股权，银行只为这些穷人服务；(2)不要求任何担保抵押物、法律文件、团体担保或连带责任，偿还贷款是每一位贷款者个人的责任，而小组与中心要以负责任的方式关注每个人的行为，以确保不会有任何人发生偿付贷款的问题；(3)无捐款，对外贷款百分百由银行内部资源(自有资金与存款储蓄)提供，68%的存款来自银行的贷款者，仅存款储蓄已达到待偿贷款的97%，如将自有资金与存款储蓄两项相加，则达到代偿贷款的130%；(4)低利率，小额贷款项目为11%的统一利率，创收目的贷款利率20%，住房贷款利率8%，学生贷款利率5%，艰难成员(乞丐)贷款免息，所有利率都是简单利率。存款利率最低为8.5%、最高为12%。

在格莱珉银行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些批评也纷至沓来。最强烈的批评是说他们反伊斯兰教教义，也有人对其“自助式”营利运作模式表示怀疑，但尤努斯认为，格莱珉模式的优越性恰在于：在过于依赖捐赠的情况下能够为妇女和穷人提供资助和服务，他们不仅仅满足于把贫困降低到社会可容忍的程度，而是要彻底消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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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价值观

从尤努斯的十条信念和格莱珉银行的十六条决议，人们可以清楚地解读这个“穷人的银行”和“穷人的银行家”所遵循的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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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莱珉银行总部

十条信念是：

1. 施舍不能解决贫穷，而只能让穷人丧失主动性而使贫穷永远存在。

2. 每个人都是都是一名消费者，但每个人也都是为财富的生产者，都是未开发的宝藏，具有无穷无尽的潜能。

3. 信贷是一种人权，信贷权利是人类社会摆脱贫困的基本要求，“信贷”意思就是“信任”，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放贷-受贷的正当业务关系。

4. 贷款释放出来的力量是巨大的，这是计划精英们或社会科学家们想象不到的。

5. 人们不应该到银行来，相反，银行应该到民众中去。

6. “整借零还，按周还贷”模式大大优于传统银行的“整借整还，到期还本付息”模式。

7. 利率大大低于高利贷者，但略高于传统银行，可以有效防止了富裕者套贷。

8. 家庭住房即工厂，妇女们可以边工作边照看孩子，一年四季都能在舒适的环境下工作，对创造经济效益有直接帮助，以家庭为基础的自我雇用生产模式同样能够产生规模效应。

9. 人们以彼此的社会和经济责任感参与其中，这是一种乡村社会变革的“民权运动”。

10. 如果我们能够消除乡村的苦难，就会减轻使穷苦人四处奔波涌入城市的压力。

格莱珉银行的十六条决议是:

1. 在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我们都将遵守并促进格莱珉的四项原则：纪律，团结，勇气与苦干。

2. 我们要使我们的家庭繁荣。

3. 我们不要住在破房子里。我们要修缮我们的房屋，并努力工作争取尽早建造新房子。

4. 我们要一年四季种菜，我们要多吃青菜，而把剩余的卖掉。

5. 我们要在种植季节尽可能地多多种植秧苗。

6. 我们要做好家庭计划，保持小家庭，要尽量节省开支，照料自己并保持健康。

7. 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孩子，一定要教会他们挣钱谋生，并为他们付学费。

8. 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孩子们干干净净，环境清洁卫生。

9. 我们要修造并使用厕所。

10. 我们要饮用从管井中打出的水，如果没有管井的水，我们要把水烧开，或是使用明矾把水纯净。

11. 在儿子的婚礼上，我们不会接受任何嫁妆；在女儿的婚礼上，我们也不会送嫁妆。我们要使中心远离嫁妆的诅咒。我们不会实行童婚。

12. 我们不会做任何不公正的事，我们也不允许任何人这样做。

13. 我们会集体承担较大的投资，来争取更高的收入。

14. 我们随时准备互相帮助，如果任何人有困难，都会得到我们大家的帮助。

15. 如果我们得知在任何中心出现违犯纪律的情况，我们大家都会到那儿去帮助恢复纪律。

16. 我们要在所有中心引入体育锻炼活动，要集体参加所有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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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重道远

格莱珉模式创造了资金回收率100%的奇迹,是国际上公认的最成功信贷扶贫模式之一,它以其扶贫面广、扶贫效果显著，且银行自身可以按市场机制运作，并具有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目前全球有59国家正在复制，其中，既有发展中国家又有发达国家，联合国甚至将2005年命名为“国际小额信贷年”。

但是，全球反贫困任重而道远。格莱珉银行也仅仅覆盖了孟家拉75%的穷人，在其他国家地区还只有10%。因此在1989年，尤努斯创建了格莱珉信托基金，募集资金为亚、非、欧、拉丁美洲等30多个国家100多个组织在复制格莱珉银行时提供支援，目前已提供了1 600多万美元的援助资金。

1998年，一场世纪洪水肆虐孟加拉长达2个多月，造成大量穷人家破人亡，尤努斯也在此时对格莱珉银行20多年的运作进行了反思，最后作出了大胆的改革，推出了全新体系的“第二代格莱珉银行”，取消了原有的一些贷款种类、借款约束以及“团结组”，取而代之提供了住房、高等教育等贷款项目，并根据借款者的情况量身定制，提供更为灵活宽松的贷款方式以及年金储蓄计划，以吸引了更多的借贷者加入。

在全球进入信息时代后，尤努斯意识到信息技术将是穷人们手中的“阿拉丁神灯”，于是在1996年底创办了非赢利性的“格莱珉电信公司”，让40多万妇女能够使用上通讯服务，还鼓励她们去经营电话租赁业务以赚取利润。2003年，他把目光瞄准孟加拉数百万计的乞丐，发起“奋斗成员”项目，帮助了7万多名乞丐改善生存条件，最终摆脱乞讨生涯。

尤努斯最近的创举还包括建立格莱珉-达能食品公司，向穷人们提供营养而廉价的婴儿食品，下一步，他还将开展低成本的眼睛保护以及视频会诊的乡村医院项目。他希望在2015年前，能把这个世界的贫穷现象消灭掉一半。“一个人要去征服贫穷，那必须要具备革命精神，并且要敢于去想别人所不敢想象的东西。”这就是尤努斯精神的光芒四射之处。

资料来源：尤努斯《穷人的银行家》，吴士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中译本。

研讨方向指示：

(1) 银行业的组织治理结构也是三位一体的：中央银行负有金融宏观调控职能，商业银行实际上营利性工商企业性质，而尤努斯在孟加拉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系统支持下创办的格莱珉银行，则属于一种具有扶贫功能公民社会(非营利)组织。结合此案例，进一步谈谈工商企业、政府机构和公民社会三种组织制度的相互联系以及在运作机制上的差别究竟何在？

(2)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在这篇文章中，茅先生指出：学者们惯常的行为是：替富人办事，因为富人有钱，替富人办事可以赚大钱，这样有好处，有的经济学家甚至号召人们到富人聚集的地方去，如沿海、大城市，那里遍地黄金；为穷人说话，因为这样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还可以赚得好名声。因此，他老人家也向尤努斯一样，在山西农村搞小额贷款项目，想为穷人实实在在办点事；但他声称“为富人说话”，却引来网友民众搬砖猛砸，搞得老人家哭笑不得。孟加拉同样是发展中国家，尤努斯逆大多数银行为富人贷款的传统惯例而行，为穷困潦倒的村妇贷款资助她们脱贫致富，不仅没有亏损破产反而获得巨大成功；而在中国至今小额贷款项目属于非法活动，实际运作步履维艰，负责此项目的经济学家还被骂得狗血喷头，其原因何在？请结合此案例，就此谈谈你的看法。

(3) 结合格莱珉银行“小组互助-中心监督-分步还款”的特殊运作模式，同时认真检核尤努斯的十条信念和格莱珉银行的十六条决议，谈谈组织制度激励中，应该如何有效处理外在监督约束与内在价值激发之间的平衡关系？

章末注释：


［1］
 见康芒斯《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中译本，第86页。


［2］
 同上。


［3］
 见柯武钢、史曼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2年中译本，第148页。


［4］
 参见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译本。


［5］
 “总之，这种均衡导向的内生博弈规则方法对制度的分析前景是光明的，这是由于(1)制度内生化的处理；(2)对多种制度形式的认可；(3)给出了制度相互依赖性的工具；(4)对制度多种作用的洞察；(5)揭示制度演进变迁的性质；以及(6)对制度演进路径不相适应的一些有害政策建议的提防。“(见青木昌彦《沿着均衡点演进的制度变迁》，载克劳德·梅纳尔编《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第25~30页)


［6］
 参见樊纲、张曙光等《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406~414页。


［7］
 参见柯武刚、史曼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2年中译本，第142~148页。


［8］
 见樊纲《渐进之路：对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2页。


［9］
 张曙光《论制度均衡和制度变革》，载《经济研究》1992年第6期。


［10］
 张宇燕《个人理性与“制度悖论”》，载《经济研究》1993年第4期。


［11］
 刘世锦《经济体制创新的条件、过程和成本》，《经济研究》1993年第3期。


［12］
 樊纲《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


［13］
 关于制度供求分析的文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参阅新张曙光《论制度均衡和制度变革》，《经济研究》1992年第6期；杨瑞龙《论制度供给》，《经济研究》1993年第8期等。


［14］
 可参见L.E.戴维斯和D.C.诺斯《制度创新的理论：描述、类推与说明》，载《财产权利与 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中译本。


［15］
 关于“搭便车“效应，半个多世纪前一个名叫英格尔曼的德国科学家所做的实验，很能直观说明问题。他要求工人们分别以单独组、二人组、三人组、八人组等来拉动一根绳子，以测量其力量大小。结果发现：随着一起拉绳子人数的增加，总力量越来越大，但平均每个人的力量越来越小。当一个人单独拉时，其力量达到63公斤；当三人一起拉时，平均每人的力量下降到53公斤；当八人一起拉时，平均每人的力量下降到31公斤。为什么拉的人数越多而每个人出的力越少？这就是因为在团队生产情况下存在“搭便车”效应所致。转引自James A.Brickley等著《管理经济学与组织架构》，华夏出版社(2001)，第161页。


［16］
 经济学上所说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即事后不负责任的偷懒行为，而“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则是指事前隐瞒信息而对有关方面造成损害的行为。


［17］
 委托-代理理论，由威尔森(Wi1son，1969)、罗斯(Ross，1973)、米尔利斯(Mirrlees，1974)、霍姆斯特姆(Holmstrom，1979)以及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 & Hart，1983)等人开创。


［18］
 见：Ronald Coase，1937：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4,PP.386~405.中译文献请参见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中译本。


［19］
 关于企业制度激励问题的研究脉络，可参阅张维迎在其博士论文《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所做的文献综述。


［20］
 英文原文分别参见：Baumol,W.J.,1959:Businiss Behavior,Value and Growth, New York:Macmillan;Marris,R.,1964:The Economic Theory of Managerial Capitalism,London:Macmlllan;Williamson,O.E.,1964:The Economics of Discretionary Behaviour:Managerial Objetives in a Theory of the Firm. Englewoood Cliffs,New Jersey:Prenticehall.


［21］
 参见A.A.阿尔钦，H.德姆塞茨：《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原载《美国经济评论》1972年6月号；中译本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2］
 其中译文见陈郁编《所有权、控制权与激励代理经济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23］
 Eugene Fama，1980：Agency Problems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88:PP.287~307.中译文参见路易斯·普特曼和兰德尔·克罗茨曼编《企业的经济性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中译本，第384~402页。


［24］
 关于“代理人市场-声誉模型”等的数理推导和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张维迎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5］
 多年来，中国固有企业普遍存在的经营者“59现象”很能说明这个原理。为发挥声誉的激励作用，退休制度安排很有学问可讲。


［26］
 参见杨瑞龙、周业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7］
 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经济研究》1996年第9期。


［28］
 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载《经济研究》1996年第6期。


［29］
 杨瑞龙、周业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版。


［30］
 参见凯尔索《民主与经济力量》，赵曙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中译本。


［31］
 青木昌彦将博弈形式，按照参与人集合是可变的(退出-驱逐的可能性)还是固定的，以及决策集合是对称的(水平的)还是非对称的(层级的)两个方面的标志，划分为公共资源、交易、组织、组织场、政治、社会交换等六领域。(参见其著《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第24~27页)


［32］
 见李映洲《外国政府制度》，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


［33］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参见拙著《公共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第6章)，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34］
 参见刘俊生《公共人事管理比较分析》，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0页。


［35］
 参见何增科《反腐新路：转型期中国腐败问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36］
 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非营利组织比较研究中心从五个方面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界定：(1)组织性，非营利组织必须有内部规章制度、有负责人、有经常性活动，非正式的、临时性的、随意性的聚会不能算作非营利组织；(2)民间性，非营利组织在体制上独立于政府，即不是政府的组成，也不受制于政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完全不拿政府的资助，或完全没有政府官员参与其活动；(3)非营利性，非营利组织的利润不能分配给所有者和管理者，非营利组织可能赚取利润，但利润必须再用于和服务于组织的基本使命；(4)自治性，各个组织自己管理自己，既不受制于政府，也不受制于私营企业，还不受制于其他非营利组织；(5)志愿性，参与这些组织的活动是以志愿为基础的，但这并不等于说，组织的收入全部或大部分来自志愿捐款，也不等于说其工作人员的全部或大部分是志愿者，只要参与者是志愿的就算满足此条件了。这种界定充分考虑了“非营利组织”概念在内涵上的本质特征，是目前最普遍认同的定义。


［37］
 这些国家包括：(1)西欧国家：奥地利、爱尔兰、比利时、荷兰、芬兰、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2)其他发达国家：澳大利亚、以色列、日本、美国；(3)中东欧国家：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4)拉美国家：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参见赛拉蒙等《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中译本。以下有关数据均引此文献，不再一一加注。


［38］
 ICNPO将非营利组织分为12大类24小类：1)文化与休闲类：文化与艺术；休闲；服务性俱乐部。2)教育与研究类：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其他教育；研究。3)医疗卫生类：医院与康复；诊所；精神卫生与危机防范；其他保健服务。4)社会服务类：社会服务；紧急情况救助；社会救济。5)环境保护类：环境保护；动物保护。6)发展与住房类：经济、社会、社区发展；住房；就业与职业培训。7)法律与政治类：民权与推促组织；治安与法律服务；政治组织。8)慈善中介与志愿行为鼓动类。9)国际性活动类。10)宗教活动和组织类。11)商会、专业协会、工会类。12)其他类。


［39］
 此项研究数据转引自郑国安等《非营利组织与中国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8页。


［40］
 参见彼得·德鲁克《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前言)，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中译本。


［41］
 参见邓国胜《非营利组织评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132页。


［42］
 见彼得·德鲁克《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中译本，第144页。


［43］
 1995年，西欧国家，包括奥地利、爱尔兰、比利时、荷兰、芬兰、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其非营利组织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如果不含志愿者为7%，而若含志愿者(折合的全日制就业人数，FTE)则上升到10.3%；其他发达国家，包括澳大利亚、以色列、日本、美国，其非营利组织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如果不含志愿者为6.9%，而若含志愿者则上升到9.4%。在日本，大概有21.4%的公众参加过非营利组织的活动，可折合70万个FTE，这使日本非营利组织的就业人数达到280万人，相当于全国总就业的4.6%；在澳大利亚，大概有9.3%的公众参加过非营利组织的活动，可折合17.714 8万个FTE，这使澳大利亚非营利组织的就业人数达到58万人，相当于全国非农就业的10.1%；在美国，大概有49%的公众参加过非营利组织的活动，可折合500万个FTE，这使美国非营利组织的就业人数达到1 350万人，相当于全国总就业人员的12%，使非营利部门成为继零售业的第二大非政府领域。(分别见赛拉蒙等《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译本2002年中译本，第14页，第53页，第71页，第226页，第269页，第287页)


［44］
 例如，美国国家志愿人员中心、国家志愿工作信息中心、国家志愿行动中心、志愿部门协会、统一之路志愿行动中心以及明尼苏达州志愿服务办公室等机构都为志愿人员的招聘和管理提供 有关书籍、宣传手册、培训材料以及录像资料等，还为志愿人员的招聘和使用提供培训。志愿人员管理协会甚至还为志愿工作管理人员提供合格证书。(见Joan E.Pynes《公共和非营利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页)

第4章激励管理：从内容到过程

管理人员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对组织资源和运作方式做出适当安排，以使人们能够通过将他们自己的努力用于实现组织目标，从而最好地达成他们自己的目标。

道格拉斯·麦克雷格

［《企业的人性面》(1957)］[image: image]
 学习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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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了解马斯洛需要层次论、麦克利兰三种需要理论和阿德弗ERG需要论，能够准确把握其各自的学术研究背景、方法思路、核心思想及其相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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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刻理解麦格雷戈X-Y理论与赫茨伯格激励-保健因素论的核心思想及其政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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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准确把握关于激励过程论的弗洛姆模型和波特-劳勒模型，以及亚当斯公平论的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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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实际思考和掌握组织行为激励整合管理的内容要素及策略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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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架构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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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故事引导

香港的李嘉诚、海尔的张瑞敏，都是响当当的成功企业家，但与大多数成功的管理着一样，他们都是从基层普通职员干起，最后成为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因此，对于激励管理有着切身透彻的体悟。在大学讲坛上回答青年学子提问时，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值得我们体味。

在汕头大学的一次“经济沙龙”上，李嘉诚在回答同学提问时说：我自己也曾经打过工、受过薪，我知道他们的希望是什么。所以，我的所有员工，在过去数十年历流动是香港公司中最小的，高级管理人员流失率低于1%。为什么？第一，你给他好待遇；第二，你给他好前途，让他有一个责任感，你公司的成绩跟他是百分之百挂钩的。另外要有个好制度……接着，他谈到“亲人”并不一定就是“亲信”，激励管理要“任人唯贤”而不能“任人唯亲”。

在青岛海洋大学的一次讲座中，张瑞敏谈到：我也当过工人，也是从被管理者的位置上走过来的，我清楚被管理者最需要什么。最需要什么呢？就是我干完工作，干得好你不能抹煞我，要认可我，有问题你要告诉我，该做什么努力和改进。就这么简单……他还以擦玻璃为例，说明怎么实施他的OEC管理法，怎么进行分工，将责任落实到人，等等。

他们二位在谈话中，都谈到了员工的“希望”、“需要”，也谈到了希望或需要的“不同层次”，还涉及到管理激励的“过程”。 这正是本章要讨论的激励管理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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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层次论(Needhierarchy Theory)是最著名、最经典的激励基础理论。人本主义心理学代表人物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1908~1970)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中首次提出，后又于1954年在其名著《激励与人格》(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中更加详细地论述了需要层次论。［1］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是凭借直觉推演出来的假说，几乎没有得到实证支持。1961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戴维·麦克利兰(David C. McClelland，1917~1998)在批判吸收马斯洛理论的基础上，从管理工作的社会性特征角度提出自己的需要层次论。［2］
 此外，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耶鲁大学组织行为学教授克雷顿·阿德弗(C1ayton Alderfer)在其一系列著作中重组了马斯洛的需要层次，并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ERG需要论。［3］


4.1.1基本概念

所谓“需要”(Need)，在生理和心理学意义上，是指生命个体在其生存和发展中所必须具备的内在要素或外在条件得不到满足时，大脑神经中枢所感知的生理失衡或心理紧张状态。例如，食物能量缺乏会使体内血糖浓度降低、血液成分失衡，从而通过神经系统刺激大脑皮层产生“饿”的感觉，以及进食的“生理需要”；物质生活条件缺乏会使人受生存环境压力而感到“紧张”或“痛苦”，从而产生“挣钱”改善物质条件获得幸福生活的“经济需要”；在一个不安全、无友爱、互相敌视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会感觉不安、孤独和紧张，从而产生对于安全、社交和自尊的“社会需要”；在被控制、无思想自由和创新激励的条件下，人会感觉没有成就感和价值追求目标，从而在内在精神驱动下会产生自我价值实现的“精神需要”，等等。简言之，“需要”就是个人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由于赖以维持生存、成长和发展的要素、手段或条件缺乏，而引起的生理、心理及精神紧张状态。

“动机”与“需要”紧密相关，动机以需要为基础，有动机必有需要；在很多情况下，人们难以也无须区分何者是“需要”，而何者为“动机”。但二者毕竟在学理涵义上有些差异。所谓“动机”(Motive)，则是由需要引起的、促进个体采取某种满足需要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当某种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时，个体就会激发、维持和调节从事相应特定目标性活动的内驱力。需要侧重表达的是个体缺乏生命资源的某种客观状态，而动机则体现的是个体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形成的主观状态，它与个体的人格和社会文化环境约束有关。但在下面有关讨论中，如果不特别说明，我们将不再区分“需要”与“动机”，二者往往互换使用，如“需要层次论”又可以称作“动机层次论”。

在特定的社会环境约束下，一个人的一系列动机中，某个时刻表现得最为强烈者即“优势动机”，就会变成其“目标”，目标引导人们去采取行动，这就是所谓“行为”(Behavior)。行为的结果无外乎两种情况：达到目标，动机实现，需要满足，产生“满意感”或“成就感”；否则，就会产生“不满意”或“失落感”。无论如何，都会引起人们强烈的身体生理反应、情绪情感激动和行为动机调整。然后，反馈回去影响下一周期行为。总之，人的行为是由需要引起的动机驱动的，人总是在为满足不同层次需要而努力奋斗。

4.1.2马斯洛需要层次论

心理学研究发现，需要是有层次的。有基于生理或生物的、非习得或本能性的“基本需要”，如饥饿、口渴、睡眠、怕痛、性欲及母爱等，这类需要满足或动机达成，须通过减少刺激或缓解紧张来实现；也有一些需要，不一定存在生理或生物基础，但同样是非习得或本能性的，称作“一般需要”，如好奇心、控制欲、活动要求及情感需求等，这类需要满足或动机达成，则须通过增加刺激或紧张来实现；还有的需要或动机，是后天在特定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中习得的“次级需要”，如权利威望、阶级地位、事业成就、社会保障、亲朋好友等。所谓“需要层次论”就是以此为基本线索通过思辨提出来的。

马斯洛需要层次论的要点有三：(一)人乃有“需要”之动物，人的行为是由需要推动的，一旦需要满足即无“动力”，只有当需要还未被满足时才有激励作用；(二)人的需要有轻重缓急不同层次，它们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只有在低一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时才能产生高一层次的需要；(三)低级与高级需要获得满足的途径是不同的，前三个层次的低级需要主要借助外在条件的改善来获得满足，而后两层高级需要则须从内在驱动才能得到有限满足。马斯洛在1954年出版的《激励与个性》中，将人类基本需要分为五个层次(见图4-1)，即：

第一层：“生理需要”(Physiological Needs)，包括饥饿、口渴、睡眠、性欲及其他身体方面的本能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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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马斯洛需要层次论

第二层：“安全需要”(Safety and Security Needs)，包括身体生理安全、免受心理伤害或情感安全以及其他社会性保障方面的需要；

第三层：“社交需要”(Social Needs)，或称“归属与爱的需要”(Belongingness and Love Needs)，包括关爱、鼓励、支持、归属感、相互接纳、友谊、亲和力等方面的需要；

第四层：“自尊需要”(Selfesteem Needs)，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诸如自主性、成就感、社会地位、权利权威、被认可和受关注等；

第五层：“自我实现需要”(Selfactualization Needs)需要，这是马斯洛提倡的最高境界需要，它意味着个人潜能、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充分实现。

关于需要层次的分类，马斯洛在临去世新版著作中，又在第四层与第五层之间加进了“认知需要”(Need to Know)和“审美需要”(Aesthetic Needs)两个层次，前者指对己、对人、对事物及其变化有深刻理解的需要；后者指对美好事物欣赏并希望周遭事物遵循真理、结构合理、井然有序等心理欲求。马斯洛将前四个或六个层次的需要称作“基本需要”(Basic Needs)，其共同点均系由生理或心理上某些缺憾而产生，故而又称“匮乏性需要”(Deficiency Needs)；而又称自我实现需要为“成长需要”(Growth Needs)，即基本需要满足后基于内在精神丰富性而激发的需要，其特点有：容易消失，强度较弱，主观色彩较浓厚，很难达成或完全实现可能性较小等。

马斯洛需要层次论得到普遍认同，具有广泛影响力。但是应注意的是，马斯洛需要层次论仅是一种凭借直觉推演出来的假说，几乎没有得到实证支持。而且，马斯洛只是在一般意义上讨论需要层次问题，并没有将它与组织中人的工作动机以及组织激励问题直接联系起来。此外，马斯洛本人强调的并不是人的低层次需要，他自己特别关注的，恰是人在基本需要满足后所进入的“自我实现”状态，即一个人不断实现潜能(能力或天赋)，完成使命(召唤、命运或天职)，趋于内在统一(整合或协同)的过程。

4.1.3麦克利兰“三种需要论”

从20世纪40、50年代起，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麦克利兰就开始对人的需要和动机进行研究，提出了著名的“三种需要论”(Three Needs Theory)，并得出了一系列重要实证研究成果。

麦克莱兰突破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学派的传统思想方法，认为人的需要和动机有特殊性，不应该将人的行为主要归因于性和动物本能的低层次需要或动机，应该采用系统、客观的科学方法，特别针对人的高层次需要与社会性动机进行实证研究。麦克利兰认为,马斯洛过分强调个人的自我意识和内在价值，而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因此，他利用“主题知觉测验”等心理实验方法，着重对人的社会性需要进行测量研究。基此，麦克莱兰提出人在组织工作情境中有三种需要：(1)成就需要(Need for Achievement)，即“在竞争中有出色表现的需要”；(2)权力需要(Need for Power)，即影响或控制他人或事态的需要；(3)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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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Need for Affiliation)即建立友好亲密人际关系，寻求被他人喜爱和接纳的愿望。

麦克利兰将成就需要界定为：“个人在做事时与自己所持有的良好或优秀标准相竞争的冲动或欲望”，他认为追求成就的行为是由两种方向相反的心理需要作用产生的：一种是“求成需要”(Need to Achieve)，另一种是“避败需要”(Need to Avoid Failure)；只有在前一种需要大于后一种需要时，个人追求成就的行为才会显现出来。成就需要引发最高层次的工作动机。在组织中，高成就需要者的基本特征是：渴望成功，看重成就，喜欢可以立刻见效和及时反馈的工作环境；善于独立思考，在工作中积极进取，乐于在实际工作中克服困难、解决难题；有很强的个人责任感，倾向于提高工作效率，尽量将工作做得更为完美；有内在

精神追求，不太看重成功所带来的物质奖励。可见，麦克利兰所说的“成就需要”实际上属于马斯洛“自我实现需要”的一部分。

权力其实是一种影响力，人们在组织活动中或多或少都有支配、影响他人或控制事态发展的需要。麦克利兰认为，权力需要有两种类型：一是针对组织利益的制度性权力需要；二是针对自己利益的个人性权力需要。对于前一种权力需要较高者，更加关注组织功能，更倾向于通过利他或服务的方式来影响和控制他人；而对于后一种权力需要较高者，在运用权力时更加关注个人地位、威信和形象，更喜欢“意气用事”或“发号施令”，喜欢具有竞争性并能够体现较高地位的工作机会、工作场境或工作效果。前一种人在组织中具有鼓舞士气、提高团队凝聚力的积极作用，而后一种人对于组织行为则有较多的负面影响。在一定意义上，相对于成就需要来说，制度性权力需要对于组织行为激励和管理成功，可能更为重要。权力需要与马斯洛所说的“自尊需要”较为接近。

希望通过亲密友好的人际关系获得互助、友谊和理解，也是组织中人的一种基本需要。高合群需要者善于理解他人，乐于帮助他人，容易与他人合作，渴望友情，回避人际矛盾和冲突，不喜欢竞争激烈的工作环境，往往表现出对失去某些亲密关系的恐惧。合群需要是保持组织中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条件，与马斯洛所说的“社交需要”较为接近。不过，关于组织中人的合群需要有关实证研究，麦克利兰做得较少，后来的研究成果也不多。

可见，麦克里兰的“三种需要论”，其实是对马斯洛需要层次论的补充和完善，其所说的成就需要、权力需要与合群需要，实际相当于马斯洛“五层次说”后三个层次的需要。麦克利兰的特殊贡献在于，他首次将需要层次与组织行为联系起来，特别关注三种需要对于组织管理者的意义。他认为，这三种需要都是一个组织管理者成功的必备要素，三者缺一不可，但三者的权重大小不同。其中，成就需要对于一个成功的管理者来说最为重要，通过训练培养较强的成就感，能使管理者倾向于承担个人责任、希望获得工作反馈和喜欢适度冒险或挑战性工作环境。但是，一个高成就需要者不一定是就最优秀的管理者，一个优秀的组织管理者除了高成就需要而外，还应该有高制度性权力需要，以及一定的合群需要。

此外，麦克利兰还在方法论上对组织中人的成就动机及其行为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他通过在实验中引入“主题统觉测验”(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TAT)来测量个人的动机。其一般步骤是：首先通过实验唤起所欲测量的动机；然后使用投影仪给一组被试者呈现图画，让他们据此写出故事，从中观察实验所唤起动机对故事内容的影响；最后，采用一种简化计分方法，即将故事按特征进行分类，来观察各类特征在被试故事中是否出现，以测量人们内隐的、潜意识中的动机。20世纪60年代后期，麦克利兰及其团队经过大量深入研究发现：从根本上影响个人绩效的不是智力高低，而是“才能”(Competency)，即“能区分在特定工作岗位和组织环境中绩效水平的个人特征”，诸如成就动机、人际敏感性、团队影响力等。此后，麦克利兰进一步以此成果创造了“行为事件访谈法”(Behavioral Event Interview，简称BEI)和“才能模型”(Competency Model)，并首次在美国政府甄选驻外联络官(Foreign Service Information Officers，简称 FSIO)的项目中使用，取得了公认的效果。

4.1.4阿德弗ERG需要论

1969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阿德弗在《人类需要新理论的经验测试》一文中修正了马斯洛的观点，并以实证研究为基础提出人有三种核心需要，即“生存需要”(Existence Needs)、“关联需要”(Relatedness Needs)和“成长需要”(Growth Needs)，简称ERG理论(ERG Theory)。后来，阿德弗又在《生存、关系及发展:人在组织环境中的需要》(1972)和《关于组织中需要满足的三项研究》(1973，与本杰明·施奈德合作)中，进一步完善了他的理论。

阿德弗ERG理论在需要层次分类上，其实是对马斯洛需要层次的进一步归并(见图4-2)。阿德弗所说的生存需要(E)，相当于马斯洛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第二种需要即关联需要(R)，相当于马斯洛的社交需要和自尊需要的外在部分(指对于名誉、威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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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三种需要层次论比较

扬、注意或重视及赞赏等方面的需要)；最后，成长需要(G)相当于马斯洛所说自尊需要的内在部分(指对于力量、成就、合格、自由和独立等方面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

与马斯洛需要层次论不同的是，阿德弗ERG理论证实：生存、关联和成长三层次需要可以同时存在或一起发挥作用，其中任何一个的缺少或得不到满足，不仅会促使人们去追求该层次的需要，也会促使人们转而追求高一层次的需要，还会使人退而更多地追求低一层次的需要。在更多的情况下，如果高层次需要不能得到满足，那么满足低层次需要的愿望会更强烈，受挫折可以使高层次需要倒退到较低层次的需要。例如，甚至在生存和关联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一个人也可以为成长而工作；无法满足社会交往的需要，可能会导致对工资或工作条件的更强烈需要。在实际中，人们追求需要的层次或先后顺序并不是严格而清晰的，优势需要相对于劣势需要也不一定那么突出，因而多种需要可以同时作为激励因素，组织激励措施可以多样化。

当然，不同的人其偏好及偏好结构不同，具体的需要层次结构是多样的，也会随所处的社会环境、人生状态变化而变化，不同社会文化中的人其需要种类的排列顺序是不一样的。相对于马斯洛需要层次论，阿德弗ERG理论更适合用于解析和把握组织行为特征和规律，对于组织激励实践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在组织中，有的员工生存需要占主导地位，有的是关系或成长需要占主导地位，组织管理人员应该针对每个员工个人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来满足其不同需要，以便激发和控制组织成员的行为去实现组织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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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需要”即个人由于赖以维持生存和发展的要素、手段或条件缺乏而引起的生理、心理及精神紧张状态；而“动机”则是由需要引起的、促进个体采取某种满足需要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在特定的社会环境约束下，一个人在某时刻最为强烈的动机即“优势动机”，就会变成其“目标”，目标引导人们去采取行动，即所谓“行为”。需要和动机是有层次的，组织中人的需要所处的不同层次，是决定组织行为特征和规律的重要因素。需要层次论是最基础、最经典的激励理论，它由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一般意义上首倡，后由麦克利兰和阿德弗在与组织行为相联系的实证意义上进行了补正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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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激励问题的“双因素论”(Twofactor Theory)，其基本宗旨和思路可以这样来归纳，即：借助理论抽象和实证研究方法，将影响组织行为的诸因素分为内在和外在两个层面，进而观察和分析组织激励的根本动因所在。本节主要介绍两个著名理论，即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 M.Mc Gregor，1906~1964)的X-Y理论和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Frederick Herzberg，1923~)的激励-保健因素论，前者主要通过理论抽象方法分析组织中人的两种本性及行为假设，后者主要借助实证方法研究组织激励的根本动因。本节拟以这两种理论为主线，讨论评述双因素论的核心思想及政策含义。

4.2.1麦格雷戈X-Y理论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组织行为学家麦格雷戈通过实际观察发现，组织管理者处理员工关系的方式和风格，往往是建立在关于组织行为的不同人性假设基础上的。在理论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性假设：一种是消极的、性本恶的，另一种是积极的、性本善的；前者导致独裁式的组织管理风格，后者引出民主式的组织管理风格。基此，麦格雷戈在《管理评论》杂志1957年11月号上发表《企业的人性面》一文，提出了著名的“X-Y理论”。 ［4］


麦格雷戈把传统组织行为的人性观点称作“X理论”(Theory X)。其要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五：(1)大多数人是懒惰的，他们将工作看作是外在负担，一有机会就尽可能地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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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懒；(2)大多数人都缺乏信心，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和责任心，在工作中宁可让别人领导和控制；(3)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是相互矛盾的，为了达到组织目标必须靠外力严加管制；(4)大多数人都是基于满足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要，选择那些短期内可以获利最大的事去做；(5)组织中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多数人符合上述假设，少数人能克制自己，所以应由后者负起组织管理职责。

麦格雷戈为“X理论通行于美国工商界，并实实在在地影响了管理战略”而感到悲哀。他认为，虽然当时工业组织中人的行为表现同X理论所描述的情况大致相当，但是，这些行为表现并不是源于人的固有天性，而是传统工业组织在特定历史阶段上的制度属性、管理理念和经营实践所造成的。在人们基本需要尚不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胡萝卜加大棒”的组织激

励模式在一定的环境中能够合理发挥作用；但是，当人一旦达到了相当的生活水平而主要由较高级需要来激励时，基于X理论的激励模式必然失效。在现代社会环境下，一个组织要想真正有效地运作和管理，就应放弃关于人性的X理论假设，否则，即使有时采用了授权、民主协商、目标管理等新策略，那也只是“新瓶装旧酒”。

与X理论消极的人性观点相对应，麦格雷戈提出了“Y理论”(Theory Y)。其主要内容是：(1)一般人并非天生讨厌工作，工作中体力和脑力的消耗，完全可以像娱乐游戏一样自然而愉快；(2)人们愿意通过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来完成应当实现的组织目标，而外在控制和惩罚并不是促使人们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努力的好方法；(3)人的自我实现需要和组织要求的行为是没有矛盾的，如果策略和方法得当，完全可以将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统一起来；(4)一般人在适当条件下可以学会接受和担当职责，逃避责任、缺乏抱负以及强调安全感，通常是经验的结果而非人的本性；(5)大多数人在解决组织困难问题时，都能发挥较高的想象力、聪明才智和创造性，但在实际中，一般人的智慧潜能王文远未发挥出来。 根据Y理论，对组织中人的激励主要是给予来自工作本身的内在激励，即赋予其更多的自主权，让他担当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承担更多的责任，提供更多机会和条件让他们满足其自我实现的需要。

麦格雷戈的X-Y理论，实际上是从现实组织管理行为的人性假设层面，对马斯洛需要层次给出了进一步的归并性解说，即X理论假设较低层次、外在的基本需要支配着组织行为，而Y理论则假设较高层次的内在需要对组织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麦格雷戈认为，与X理论的假设相比，Y理论更实际有效，而且是真正能够实现“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相结合”的激励理论；并且，在实际操作层面，关键不在于采用“强硬的”还是“温和的”策略，而在于要在管理思想理念上从X理论变为Y理论，这样才能是组织管理模式真正从“独裁-监督”式转变到“参与-社团” 式。当然，在实际中，并无确切证据证实某一种理论假设和模式绝对是更为有效的，因而，不可以机械分割式地使用X或Y理论，来分析、研究和解决实际组织激励问题。

4.2.2赫茨伯格的激励-保健因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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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美国心理学家赫茨伯格与莫斯纳(Mausner，B.)和斯奈德曼(Snyderman，B.)合作，对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一家企业200名工程师和会计师工作满意情况进行了实验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工作激励》一书，首次提出激励-保健因素(Motivationhygiene Factors)论。［5］
 1966年，赫茨伯格在《工作与人性》一书中对于激励-保健因素论作了进一步的阐发。［6］
 1968年，他又在《哈佛商业评论》1~2月号上发表《再论如何激励员工》一文，再次回顾了激励-保健因素论提出的背景、主要观点及其政策含义，受到了广泛好评并产生深远影响。

赫茨伯格等人先后进行了十余次相关的调查研究，样本总共包括1 685人，调查对象涵盖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基层经理人员、职业妇女、农业管理人员、退休经理、医院维修工、制造业经理、饮食业主、军官、工程师、科学家、家庭主妇、教师、技术员及会计师等。他们采取关键事件访谈调查方式，即通过访问被调查者，请他们回答在工作中哪些事件使其感到“非常满意”或是“非常不满意”。经过分析调查结果(见表4-1)，赫氏发现：对于工作感到“满意”的因素与“不满”的因素是有明显分别的。当被调查者对工作“满意”时，他们倾向于认可与工作内在有关的因素，诸如富有成就感、工作成绩得到认可以及工作本身具有挑战性、负有重大责任、充满晋升机会和成

表4-1赫茨伯格激励/保健因素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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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erzberg,F.One More Time:How Do You Motivate Employees?Harvard Business，Review,1968.(1/2).

长发展前景等等；而当感到“不满意”时，他们则倾向于抱怨那些属于外在条件方面的因素，如公司政策不合理、监督管理不当、与主管关系不协调和工作条件差等等。

赫茨伯格发现，虽然由于调查对象和条件的不同，各种因素的归属有些差别，但总的来看，上述基本情形都是存在的。据此，赫兹伯格认为，“满意”的对立面，并不像通常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不满意”，而是“没有满意”；相应地，“不满意”的对立面，是“没有不满意”，消除工作中的“不满意”因素可能带来“安定团结”的局面，但并不必然带来工作“满意”，因而不一定有激励作用。赫兹伯格把导致“不满意”的因素称为保健因素(Hygiene Factors)，而只有强化成就感、认可、敬业精神、责任心和晋升机会等这样令人“满意”的激励因素(Motivation Factors)，才能起到有效的激励作用。

表4-1中，左半部分表示，在1844件使被调查者感到非常不满意的事件中，导致他们对工作产生“不满意”(消极的工作态度)的各类因素出现的频率；右半部分表示，在1753件使被调查者感到非常满意的事件中，导致他们产生“满意”感(积极的工作态度)的各类因素出现的频率。需要说明的是，无论左半部分或右半部分，各种因素出现的频率综合都超过100%，这是由于引致同一事件的往往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因素。在所有导致工作不满意感(消极的工作态度)的因素中，69%是保健因素，31%是激励因素；而所有导致工作满意感(积极的工作态度)的因素中，81%是激励因素，19%是保健因素。

赫茨伯格之所以将公司政策、管理措施、监督、人际关系、物质工作条件、工资、福利等等因素称作“保健因素”，就是因为这些因素的满足对员工产生的影响类似于卫生保健对身体健康所起的作用：卫生保健从人体所处的环境中消除有害于健康的事物，有预防疾病的效果；但它只是预防性的，而不是治疗性的，其本身并不能直接提高健康水平。当这些因素如果恶化到员工“难以承受”的程度(即认为“可以接受”的水平以下)时，就会产生对组织(工作)的“不满”；但是，当这些因素好到人们可以接受或更好时，它只是消除了“不满意”，这并不会导致员工积极的工作态度，并不意味着“满意”状态的达成。那些能带来积极态度、满意和激励作用的因素，诸如成就感、得到赏识、工作具有挑战性和责任感，以及成长与发展机会等，才是真正能够促使员工提高工作绩效的“激励因素”。当然，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不是截然分开的，各类因素都有或多或少的重叠情形和双重效应，只是偏向、权重不同而已。

可以看出，赫兹伯格的双因素论与马斯洛需要层次论也是兼容的，他所说的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分别相当于马斯洛理论前三个层次的需要和后两个层次的需要。不过，赫兹伯格不像马斯洛一般性地研究需要和动机，而是进一步实证研究哪些需要才能真正成为引导人们提

高工作效率的“动机”。当然，激励-保健因素论也遭到各方面的批评。例如，在实证方法论方面，“满意=激励=效率”的假定显然存在局限，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积极性以及工作绩效水平不能等同；关于调查数据可信度，人们主观评价往往会存在倾向性偏误，即在主观判断上，人们时常会把好的结果归结于自己的努力，而把不好的结果归罪于客观条件或他人影响；此外，在调查对象和适用范围上，也存在主要对白领阶层采样的偏在性等问题。但总的来说瑕不掩瑜，这些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否定赫兹伯格双因素论的深刻性和普适性意义。

4.2.3双因素论政策含义

关于组织激励的双因素论具有深刻而普适性的重要政策含义。它告诉人们：满足各种需要所引起的激励强度和效果是不一样的，工作之外的生活条件满足是必要的，未满足会导致“不满”，但即使得到满足其激励作用也是很有限的；组织激励的核心任务不是对付“不满意”，而是千方百计使组织成员感到“满意”，这就要通过改善工作内在因素来达成，如工作丰富化，加大工作成就感、责任感和挑战性，使员工有成长和发展更好的条件、更多的机会等。

双因素论所提出的人性化管理理念，实际上触及到更根本的人生哲学问题，这就是：“工作”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意义。传统经济学、特别是劳动经济学将工作假定为一种给人带来“负效用”的东西，是人们“谋生的手段”。其基本理论基础就是：劳动是为了谋生，工作就是为了吃饭，人们都是为了“挣钱”、“吃饭”而不得不劳动和工作。其实，这是极其表象化、肤浅的偏见，甚至可以说是极端“不符合实际”、“不负责任”的想当然假定。

从人本主义的观点来看，劳动是人区别与其他低等动物的根本标志，工作是人类实现自我潜能和价值的基本途径。恩格斯当年曾写过一篇著名文章，即《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充分肯定了劳动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源意义。他讲到，“政治经济学家们肯定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但是劳动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并且是重要到如此地步，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7］
 也就说，人需要通过劳动或工作求发展，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其本身就是“人生的意义”。

虽然广大劳苦大众深受辛苦劳作的“煎熬”，就如同“虫”一般，一辈子都处于忙忙碌碌“闹饭吃”的状态；但他们明白“生活就是这么过”、“劳作就是生活”的道理，所以作为“闹世虫”的社会底层民众也有自己的“幸福生活”。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无论生存手段完备到什么程度，物质条件优越到什么程度，也会是过着“猪猡”般的非人生活。一个没有劳动机会，被动失业，不仅仅是一个“没饭吃”的简单问题。在现代社会保障体制下，一个劳动者即使失业，其生活也是会有基本保障的，吃饭不会成问题；那么，失业之所以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保障充分就业之所以成为各国政府首要的经济政策目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劳动权、工作机会本身涉及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重大“人权”问题，如果失业就意味着失去了做“有用之人”的机会，意味着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丧失了创造价值和人生意义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的必要条件。双因素论所强调的，即工作本身对人具有更直接、更重要的“内在激励”意义，其要旨正、精髓思想和意义主要是在这里。

总之，工作事大，关乎人权。当然，“没有工作，生活就会腐化堕落。但若工作是无情的，生命就会窒息而亡。”“烦人的苦工是工作意义的结果而不是工作本身带来的结果。技术永远不能消除劳苦，但正确的社会关系却能办到。” ［8］
 这是人本主义关于工作价值的一个基本观点。工作有质的差异，工作对于人的激励意义大小，关键要看其中有多少“精神创造性”含量；工作越能够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就越有“人性”、越“人道”、也越“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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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1：相关文献

工作丰富化要领

1. 不是所有的工作都能或都需要丰富化。实施丰富化的工作，应具备如下特点：在管理工程方面的投资不会导致成本的大幅度增加；员工对该项工作的态度很糟；花费在保健因素方面的成本越来越高；激励将导致员工不同的工作表现。

2. 应当深信这些工作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是能够改变的。

3. 尽可能多地列出使工作丰富化的新主意，而不要先考虑其可行性。

4. 审查这些新主意，剔除涉及保健因素的建议，保留真正的激励建议。

5. 剔除诸如“给他们更多的责任”这样一些模棱两可的说法，彻底摒弃形式主义的做法。

6. 剔除一切从水平方向扩大工作范围的建议。

7. 为了避免保健因素和人际关系的干扰，最好不要让那些工作范围将被丰富化的职工直接参与工作设计及相关计划制定事宜。

8. 在开始实施工作丰富化计划前，应进行一次针对激励因素的可控实验；事后通过针对“激励因素”的工作表现和态度调查，以检验工作丰富化的效果。

9. 实验组在头几个星期内可能出现的工作绩效下降，对此应有思想准备，因为对新工作的不适应会导致暂时的低效率。

10. 要事先预见到，一线管理人员可能对变革产生忧虑和对立情绪，他们会害怕影响工作绩效和失去监督权威；但如果实验成功，他们会很高兴，意外发现许多过去忽视了的或未曾想到的有效管理方式。

资料来源：赫茨伯格《再论如何激励员工员工》，载《哈佛商业评论》1968年第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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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工业革命，曾给人类带来不断涌流的物质财富和越来越丰裕的生活条件，但同时，也给工作中的人们带来了“非人”的苦难。专业化分工是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源泉，其好处被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做过精辟描述和肯定；但是，如果工作设计过度强调专业化分工，就会走向反面，会大大影响工作效率的提高。

更主要的问题是，在大机器工业生产体系中人被物“异化”，人的劳动、人本身变成了机械化生产系统一个被动的“螺丝钉”。在极端的专业化分工体系中，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干着一种单调乏味的机械性操作劳动，人失去了整体任务感和责任感，无法进行创造性劳动，也谈不上什么工作成就感。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对于人的“人性”意义何在？以此为基础的组织行为激励管理不是“非人道”和“非正义”的，又是什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赫兹伯格才从他的双因素论中引出了“工作丰富化”(Job Enrichment)的政策含义来(见专栏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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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双因素论借助理论抽象和实证研究方法，将影响组织行为的诸因素分为内在和外在两个层面，进而观察和分析组织激励的根本动因何在。麦格雷戈X-Y理论和赫兹伯格激励-保健因素论分别从现实组织管理行为的人性假设之理论层面，以及提高组织绩效的工作动机之实证层面，对马斯洛需要层次论做了进一步的两因素归并性解说。关于组织激励的双因素论具有深刻而普适性的政策含义，它告诉人们：相对来说，较高层次的需要以及工作本身的内在因素才是对组织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激励动因；组织激励的核心任务不是对付“不满意”，而是千方百计改善工作内在因素而使组织成员感到“满意”，这就要借助工作丰富化设计等策略来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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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过程论，从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相关联的角度，侧重于研究激励实现的基本过程和机制。其奠基性理论是由美国著名组织行为学家维克托·弗洛姆(Victor H.Vroom)激励-期望值理论，后来，莱曼·波特(Lyman Porter)和爱德华·劳勒(Edward E.Lawler)有在此基础上做了修正完善，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关于组织激励过程及运作机制的理论框架。

4.3.1弗洛姆模型

关于组织激励的“期望理论”(Expectancy Theory)，是弗洛姆于1964年在其名著《工作与激励》中首先提出来的。［9］
 其基本观点是：在组织中，员工个人之所以能够从事某项工作并达成组织目标，是因为这些工作和组织目标会帮助他们达成自己的目标，满足自己某方面的特殊需要；因此，人们从事组织工作的积极性，取决于他预期达成该工作绩效的可能性，以及他由此所能得到的预期价值大小。换句话说，组织激励效应强度的大小，取决于个人通过努力达成组织期望的工作绩效(组织目标)，以及由此而得到的满足个人需要的奖酬(个人目标)相一致、相关联的程度；一致程度或关联性大，则激励效应就大，否则就小。这就是所谓“弗洛姆模型”(见图4-3)的基本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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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弗洛姆模型示意图

弗洛姆模型中有三个关键变量：E为“期望值”(Expectancy)，即个人对付出努力后能达到组织所期望工作绩效水平(组织目标)的主观概率；I为“工具值”(Instrumentatlity)，即个人达到组织期望绩效水平后能得到其所需奖酬(个人目标)的主观概率；V为“效价值”(Valence)，即不同奖酬在当事人心目中的相对重要性(权重)赋值。所以，弗洛姆的组织激励理论又被称作VIE理论。如果用M表示激励强度，即促使个人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努力的程度。那么，弗洛姆模型可表达为：

M= E·V

V=∑n〖〗i=1IiVi

式中：变量取值，-1≤M≤1，0≤E≤1，0≤I≤1，-1≤V≤1；i表示个人目标的多元维度，i=1，2，3，…，n。

显然，弗洛姆模型是建立在个人理性假定基础上的，即人们必须能够清楚判断期望值、工具值和效价值及其相互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想化或非现实的。因此，在实际组织行为管理策略上，弗洛姆模型提供不了具有技术操作性的指导意见，但它毕竟为描述和分析现实组织激励过程提供了一个具有较大包容性、普适性的一般理论框架和思路。

具体地说，弗洛姆模型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image: image]




〖〗——以简单明了的形式揭示了组织激励过程中复杂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基本机理，即激励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个人努力行为、组织工作绩效以及吻合个人目标的奖酬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这就为组织管理者理解现实激励问题提供了一个(类似经济学边际分析那样)的重要理论工具；

——它提醒组织管理者：在实际激励工作中，奖酬设置应因人而异，因为不同人的效价维度范围和权重取值是不同的，管理者应关注大多数成员认为效价最大的激励措施，设置激励目标时应尽可能加大其效价的综合值；

——在组织激励策略上，可以根据效价大小的不同，适当调整期望概率与实际概率的差距以及不同人实际所得不同效价的难易程度，拉开和加大组织的期望值与非期望行为的差异，这样会增强激励效应。

4.3.2波特-劳勒模型

1968年，美国行为科学家波特和劳勒在弗洛姆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条反馈回路，补充了四种影响因素，从而导出一种更加完备的激励过程模型，称作“波特-劳勒模型”(见图4-4)。［10］
 它为人们分析和认识组织激励的一般过程和机理提供了一个更加完整清晰的总体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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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波特-劳勒模型示意图

波特-劳勒模型显示：工作绩效是一个多维变量，它除了受个人努力程度决定外，还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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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四个因素影响：(1)个人能力与素质；(2)外在的工作条件与环境；(3)个人对组织期望和战略意图的感悟和理解；(4)对奖酬公平性的感知。该模型说明：个人工作努力程度的大小，取决于个人对内外在奖酬价值、特别是内在奖酬的主观评价，以及对努力-绩效关系(即期望值E)和绩效-奖酬关系(即工具值I)的感知情况。

波特-劳勒模型的一个重要启迪意义在于，直观清楚地表达了激励基本矛盾，即组织目标(工作绩效)与个人行为动机(薪资奖酬)之间的基本关联性，说明了“绩效”与“薪酬”在组织激励机制中的焦点位置和关键作用，这就为我们在第2章曾经提出的组织激励焦点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线索和对策性研究思路。波特和劳勒将薪酬明确分化为两大类：一是主要满足基本需要的“外在薪酬”，包括工资、提升、地位、安全感等，并认为这种薪酬与工作绩效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二是与自我实现需要的“内在薪酬”，如工作有价值、有意义、有成就感和责任感等，并认为这些对工作绩效具有更直接、更重要的意义。

波特-劳勒模型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在于，它将公平问题引入到激励机制的理论解析中。如果一个人如同孤岛上鲁滨逊，是独立存在的，那么其期望获得的奖酬绝对值越高，则激励效应就越大；但人是一种社会性存在，在组织中人们获得奖酬的多少，往往关键不在“绝对水平”的高低，而在于相互比较中的“相对水平”，这就涉及到了所谓“公平感”的问题。对此，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详细讨论。

4.3.3公平与激励

关于公平感问题的经典研究，是由美国心理学家斯塔西·亚当斯(Stacy Adams)于20世纪60年代完成的。［11］
 所谓“公平感”，其实是一种主观价值判断，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下，其标准也会有很大差别，如中国封建小农经济社会奉行“平均主义”的公平规范，现代福利国家或未来理想的“大同”社会中人们憧憬“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一般奉行的是“贡献律”，这正是亚当斯“公平论”(Equity Theory)的理论前提或立论基础。

亚当斯认为，当一个人努力工作获得报酬时，他不仅关心所得报酬的绝对量，而且关心所得的相对量；他要进行“社会比较”以确定自己是否受到公平待遇，所以其公平论又称作“社会比较理论”。所谓“公平”，就是员工把自己的工作绩效和所得报酬，拿来与他人的工作绩效及所得报酬进行主观比较时，由此产生的一种积极性心理平衡状态；相反，若比较时产生的是一种消极的、不平衡心理状态，就是“不公平”。这里，作为比较的参照对象既可以是组织内的也可以是组织外的，还可以是员工过去或者现在组织内外其他工作职位中的情景。

现设，Qp
 、Qx
 分别表示当事人主观上认为是目前状态与比较对象状态下的所有任何形态之“收益”；Ip
 、Ix
 分别表示当事人主观上认为是目前状态与比较对象状态下的所有任何形态之“付出”。那么，

1) 当(Qp
 /Ip
 )>(Qx
 /Ix
 )时，就产生歉疚性不公平感；

2) 当(Qp
 /Ip
 )<(Qx
 /Ix
 )时，就产生不满性不公平感；只有：

3) 当(Qp
 /Ip
 )=(Qx
 /Ix
 )时，才有公平感。

一般说来，由于心理判断的主观性和内外不对称性，在第一种情形下，人们很容易“找”到“理由”而“心安理得”，或通过积极的行为调整，如更加努力工作等，来使自己“扪心无愧”；遇到第三种情形也不会有问题；关键是在第二种情形下，要消除不公平感，除了在心理上改变参照对象或公平价值观外，主要问题或大多数情况下是会导致逆向的或消极的行为，如“争好处”、“怠工”、“拆台”、“窝里斗”或干脆“走人”等等。总之，亚当斯公平论说明，公平感是影响人们行为倾向和激励强度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性因素。

4.3.4激励过程论的意义

总之，激励过程论表明，组织激励实际上是一种多因素耦合、环环相扣的复杂过程。在实际组织激励管理中，“结果公平”，即个人对内外在奖酬值的主观评价，固然对激励效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产生结果公平的“过程公平”(Procedural Justice)，对激励效果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12］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际上每个人都得到其独有的“信息”，而只有当他“主动合作”时，这些信息才能得到应用。这种“主动合作”的积极性来自于“信任”和“承诺”， 而信任和承诺又产生于有效的激励机制——不仅是公正的“激励结果”，而且还与公平的“激励过程”有关。“主动合作”行为引导人们去创造、去奉献、去牺牲，这与“公正过程”紧紧相连。

在实际组织行为管理中，人们的确很关心“结果”究竟如何，但他们也关心产生结果的“过程”是否公平。“结果”固然重要，而产生结果的“过程”也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那么，什么是公正的组织激励过程呢？其基本点可以概括有“三E”，即广泛沟通、宣传解说和明确要求。［13］


——首先是“广泛沟通”(Engagement)，意味着组织管理层对员工个人想法的尊重，应鼓励人们参与，提出反驳意见，并更好地集中大家的智慧。沟通导致更好的管理决策及执行那些决策的合作和承诺。

——其次是“宣传解说”(Exploration)，意味着使一切有关人员了解最终决策是如何做出的。对形成决策的基本思路进行解释，可以使人们确信管理者充分考虑了他们的观点，并且是从公司整体利益出发来做决定的。即使雇员的观点未被采纳，解说也可使他们信任管理者的意图，从而构成一个强化理解的反馈环节。

——再就是“明确要求”(Expectation clarity)，意味着管理者要把新决策的游戏规则阐述清楚，让员工知道他们在新规则下工作所遵循的目标和标准是什么，以及出错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在一定意义上，了解新规则比新规则本身更重要。

总之，公正的组织激励过程给予每个人均等的机会，但公正过程并不是要求“一致同意”，也不是要通过折衷调和每一个人的观念、需求和利益以赢得人们的支持，甚至并不意味着管理者要放弃他们在制订决策、规则、程序等方面的特权。公正的激励过程总是追求最好的解决问题思路、途径和方式，而不管它是什么人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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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激励过程论侧重从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相关联的角度，研究激励实现的基本过程和机制。弗洛姆从个人理性假定出发，为描述和分析现实组织激励过程提供了一个具有较大包容性、普适性的一般理论框架和思路。波特和劳勒在此基础上，导出了一种更加完备的激励过程模型。激励过程论表明，组织激励实际上是一种多因素耦合、环环相扣的复杂过程。在实际组织激励管理中，“结果公平”固然对激励效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产生结果公平的“过程公平”也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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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社会，任何一个组织所面对的都是变化不定、充满挑战的动态环境——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经济形势周期波动，社会政治动荡不安。外部环境的所有这些变化、机遇、挑战、竞争、矛盾和冲突等等，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是组织中人在全面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是组织在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和人力资本优势较量上的竞争，是组织绩效目标与个人薪酬欲求的矛盾和冲突。一个现代组织要在这样的环境中求生存、谋发展，必须具有极强的激励整合能力，建立一套能够弹性权变的整合管理机制。以激励为核心来构建组织经济行为整合管理系统，既符合组织行为学的理论逻辑，也顺乎应对战略性挑战的实践要求。

4.4.1组织行为整合激励意义

所谓“整合”(Integration)，是指基于放大组织“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结构性功能效应，对组织内部各种因素和力量进行重组、调整及磨合的一种战略管理活动。组织行为整合激励管理的基本任务就是：以激励为核心，通过协同调控组织成员的目标动机和行为倾向，使他们自觉地把自己的人力潜能充分调动起来，并最大限度地凝聚和转化为组织整体绩效及战略竞争优势。

在组织实际运作中，领导管理行为依托于组织成员的个人行为而发挥作用，组织成员的个人行为倾向性对战略管理目标实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所以，组织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组织行为的整合激励，是通过有效激励策略使组织成员在既定组织制度约束下充分“互动”，并在互动中不断调试自己行为以适应组织目标的过程。组织行为的整合激励过程，就是个体或团队行为在组织系统中不断实现有序化的过程，也是一种寻求不断趋近并达成组织目标的最佳协力的过程(其意如图4-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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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整合激励过程中组织行为的阶段性状态示意图

从新科技革命和新经济时代背景下人力资源流动和竞争态势来看，以激励为核心整合组织行为，是现代组织应对战略性竞争挑战的必然选择。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是当代社会经济，特别是21世纪国际社会和全球经济的一种最强劲的变革动力、最生动最活跃的成长因素和最宏大的发展趋势。近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企业并购浪潮风起云涌，其结果使具有不同意识形态、民族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的人走到一起，并变成“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组织成员，因此组织人文性质的多元化、多样化也是所趋大势。这样，一个组织能否获取并保持其核心人力资源、特别是专业化人力资本整合优势，如何将这些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和多元价值观的个体行为有机整合起来，不仅直接关系到组织运作和总体绩效提升，而且是一件悠关组织生死存亡、前途命运的大事。

此外，产业和职业结构的急剧变化，终身化教育和学习化社会的形成，人们职业选择、职业生涯发展路径越来越宽广和多样化，外部就业机会和发展机遇也越来越丰富多彩；加之，社会政治环境日益宽松，经济和产业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人们的自主自强意识、民主参与意识、创新精神和自我价值实现欲求也越来越凸现和强化。在这样的社会和市场环境中，组织中“人的问题”将日益凸显，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竞争将日趋激烈，一个企业、非营利性组织或政府机构如果缺乏有效的组织行为整合激励策略，没有有效的凝聚人心、保持和整合人力资本的政策策略和技术措施，就很有可能陷于“被动挨打”的危机局面和“四面楚歌”的尴尬境地。

4.4.2组织行为目标设置及协同

目标是指引人们努力工作的向标，也是衡量和控制一个组织绩效状态的基本依据或标准。人的行为是目标导向的，目标本身可以激发潜能，具体、明确、富有挑战性的目标本身就是一种内在激励动因。关于目标设置本身的内在激励意义，美国组织行为学家爱德温·洛克(Edwin Locke)于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目标设置理论”(Goalsetting Theory)，首次在实证研究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释。洛克认为，目标是人类行为的直接调节者，大多数工作绩效都是通过目标设置来激发工作动机而实现的，而且无论达到目标的可能性如何，人们工作的绩效行为表现随目标难度增加而提高。后来，洛克与他的同事在历时20多年、针对8个国家88家企业的4 000多人进行调查试验的基础上，又对他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14］


目标设置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组织绩效目标与员工个人行为最大限度地协调起来。这里，“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即个人对于能否胜任工作的认知、把握和掌控程度，是衡量目标设置是否有效的一个主要控制变量，是决定目标设置激励效应大小的一个关键因素。［15］
 自我效能感越强，说明组织目标契合员工个人行为的程度越高，其激励效应也越高。因此，目标设置的首要任务，可以说，就是千方百计建立和提高组织成员的自我效能感。在组织中，工作目标设置的状态，包括难度大小、明确不明确、具体还是笼统，以及员工接受、认可和参与的程度，还有反馈及时性、灵敏度和简捷程度等，都直接决定着组织中员工的自我效能感强度，以及组织行为的内在激励效应状态。一般来说，在组织成员能力所及的限度内，目标越具体明确、越具有挑战性，且能够得到员工认可和积极参与，绩效结果可以得到及时反馈，那么，员工的自我效能感越强，目标设置的内在激励效应就越大。

其实，在组织实际运作管理中，目标设置并不是一次性的静态技术设计，而是不断调试的动态管理过程。以目标为导向对组织行为进行动态调控与管理，这就是德鲁克所倡导的基于自主绩效控制的“目标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MBO)。［16］
 目标管理的实质就是以组织使命和目标为导向来整合人的行为。其最大优点在于，使每位组织成员能控制自己的成就，使人们能用“自我控制”的管理来代替由“别人统治”的管理。基于自我控制的目标管理实质上是一种组织原则、一种管理哲学，它在基本人性和行为假设上，认定人们是愿意承担责任、积极贡献和有所成就的，要求组织行为具有“自我纪律”约束。“自我控制”意味着更强的激励，意味着一种要做得最好而不是敷衍了事的愿望，意味着一种更高的成就目标和更广阔的眼界。

德鲁克认为，在一个组织的所有重要领域中，都应该提出一些明确而共同的衡量标准。这些衡量标准不一定是定量的，也不一定要十分精确，但必须清楚、简单、合理；必须与业务有关并把人们的注意和努力指引向正确的方向，必须是可靠的——至少其误差界限是大家所公认并为人了解的，必须是自明的、用不着复杂的解释或哲学式的讨论就能理解的。每位成员本人都应该能够直接、及时地得到衡量自己成就所必需的信息，以便能自我控制、作出必要修正并获得所需成果。基于自我控制的目标管理，能够把客观的需要转化成为个人的目标并保证他能自我取得成就，而且这是真正的自由人的成就。因此，目标管理适用于各种层次和职能的管理人员，适用于大大小小的各种组织。事实上，经过半个世纪的推广应用和实践探索，基于自我控制的目标管理已经被世界各国工商企业及其他各类组织普遍采纳，成为各类组织激励管理的基本方法和操作平台。

4.4.3组织行为强化矫正理论

以激励整合组织行为，是一个包括设置目标、制定计划、调控实施和绩效反馈的动态管理过程。其中，在组织运作过程中，随时根据绩效反馈，针对具体的工作行为表现进，行不断进行调试控制，对于保证激励有效性和组织目标顺利实现，是至关重要的。关于组织行为反馈调控过程和机理，美国新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创始人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1904~1990)，在巴浦洛夫条件反射理论基础上提出的“强化理论”(Reinforcement Theory)，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和论证。强化理论为“组织行为矫正”(Organizational Behavior Modification)以及组织绩效和薪酬管理，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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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性条件反射”(Operant Conditioning)是斯金纳新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核心概念。他把行为分成两类：一类是应答性行为，这是由已知刺激引起的反应；另一类是操作性行为，是有机体自身发出的反应，与任何已知刺激物无关。与这两类行为相应，斯金纳把条件反射也分为应答性条件反射和操作性条件反射两种类型，又分别简称为S(Simulation) 型和R(Reaction)型。斯金纳认为，人类行为主要是由R型反射构成的操作性行为，它是一种作用于环境而产生结果的行为，尤其是在学习情境中更是如此。斯金纳通过实验发现，动物的学习行为是随着一个起强化作用的刺激而发生的，有机体必须先作出所希望的反应，然后得到“报酬”，即强化刺激，使这种反应得到强化。他认为，虽然人类学习行为比动物复杂得多，但也要通过操作性条件反射来实现；人的行为几乎都是操作性强化的结果，人们有可能通过强化作用的影响去改变别人的反应。所谓“强化理论”就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

所谓“强化”(Reinforcement)，就是通过“强化物”(Reinforcer)，即随时间推移能增加反应可能性的任何刺激，以增强某种行为的过程。根据强化物的主

观(好恶)性质不同，强化可分成“正强化” (Positive Reinforcement)和“负强化”(Negative Reinforcement)两种。前者是获得“可喜”刺激强化物以加强某个反应，即在期望的行为发生后提供进一步的正面鼓励；后者是去掉“可厌”刺激强化物以鼓励而某种改善行为，也就是当某种不符合要求的行为改变时，通过减少负面刺激以使其改善后的行为再现或增加。这两种强化都增加了反应再发生的可能性。应该注意的是，这里所说“负强化”与“消退”、“惩罚”不同，后者是减少反应再发生的可能性。“消退”(Extinction)，是指对于某种行为不予理睬以表示对此轻视或某种程度否定，或者是由于疏忽或情况改变对原来正强化建立起来的、认为是“好”的行为不再正强化，从而使其出现的可能性下降直至完全消失；而“惩罚”(Punishment)，则是企图呈现负强化物或排除正强化物去刺激某个反应，只能暂时降低反应率而不能减少消退过程中反应的总次数，因此是一种对被惩罚者和惩罚者都是不利的“治标”手段。在广义上，四种方式都可以看作是强化激励的某种表现形式(见表4-2)。［17］
 对于影响组织对员工所期望行为发生率来说，正强化是最有力、最有效的，相反，惩罚与消除只能用来减少组织成员非期望行为的发生率，而负强化在实际中运用往往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要求建立一种“可厌”工作环境并持续到所期望行为发生为止。

表4-2组织行为广义强化激励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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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金纳用“强化相倚”(Reinforcement Contingency)这一术语表示反应与强化之间的一致性关系，其基本关联环节是：辨别性刺激——行为或反应——强化性刺激，又称“三项相倚”(Threeteem Contingency)或“刺激-反应链接”(Stimulusresponse Connection)。在一个序列链接中，某个操作-反应过程发生后就出现一个强化刺激，这个操作再发生的强度就会增加，基此，组织激励成功的关键就是精确地分析强化效果并设计特定的强化列联。在某一行为发生后，强化时机和程序的把握对于强化激励效应也至关重要。强化可以是连续的和非连续的，而间隔强化的程式，又可以根据强化物提供的间隔时间分为“固定时距程式”(Fixedinterval Schedule)与“可变时距程式” (Variableinterval Schedule)，根据行为发生次数与强化次数的关系分为“固定比率程式”(Fixedratio Schedule)与“可变比率程式”(Variableratio Schedule)。基此，在实际组织行为激励时，可以相机选择相应的强化策略和程式，以调控组织成员的特定经济行为。

4.4.4组织行为激励管理要点

在本章中，我们讨论了激励内容论，包括马斯洛需要层次论、麦克利兰三种需要论和阿德弗ERG需要论，以及麦戈雷格X-Y理论和赫茨伯格激励-保健理论，都是关于组织激励管理的传统经典理论；我们还讨论了激励过程论，包括弗洛姆模型，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波特-劳勒模型，对组织激励管理的一般过程和运作机制作了全面系统的理论阐释，并特别说明公平性，包括结果公平性和过程公平性，都对组织激励有效实现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基于本章有关激励内容论和激励过程论的阐释，以及本节关于组织行为的目标设置和管理理论以及强化矫正理论的介绍，实际中组织激励管理可以归纳为三个基本要点，即目标管理、行为矫正和绩效薪酬。

目标管理从明确组织使命和核心价值观着手，并在此导向和驱动下形成战略愿景和总目标，以统摄统领全局、整合组织相关绩效管理行动。首先要做的重要事情就是，通过检核组织宗旨和使命以确立组织发展的战略愿景和总目标(Overall Objectives)，即在组织使命、特别是核心价值观驱动下所要达到的战略愿景陈述。其次，要进行组织结构变革、工作丰富化设计和团队建设，打造目标传承基架。最后，将组织与团队目标具体落实到个人层面上。

目标管理面临的基本任务就是：如何将个人、团队和组织三个层次的绩效置于目标管理平台上加以评估、反馈和监控。基于目标管理框架，将绩效评估工作寓于目标管理过程，以主管与员工事先确定的目标及其实现程度作为绩效评估的依据和衡量标准，对其工作成果进行考核评价。其基本实施步骤如下：

第一步：明确整个组织下一工作周期的总目标和任务；

第二步：各部门与组织领导共同商定分部门的工作目标；

第三步：部门主管与下属员工协商讨论，确定每个员工的个人目标，即为实现本部门目标任务自己须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第四步：根据既定的具体量化目标，在期末对员工个人的工作绩效进行考核评估；

第五步：召开定期绩效评估会议反馈信息，对每个员工的目标实现程度和进度及今后改进方向等提出指导意见。

目标绩效评估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关注的不是工作行为而是工作成果，是员工为实现组织目标所做的个人贡献大小；由于目标是员工与主管共同协商制定并认可的，利用此法进行评估，有利于建立员工的团队精神和主人翁意识，使之积极配合、主动参与，把自己与组织的命运紧密相连，大大提高组织的团队活力和整体绩效水平；同时由于把绩效评估寓于目标管理系统，使事后评估与事前的计划控制相结合，并使评估更具有动态管理的功能和效果。但目标绩效管理法也存在其局限性。由于目标的制定是因部门、因人而异的，所以利用此法进行评估不易于在员工、部门之间进行横向比较。而且要真正按照目标管理中所要求的SMART原则［18］
 确定个人目标，在实际当中也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同时，由于外部环境因素和所谓“棘轮效应”的影响，也会使目标管理法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

行为矫正应用组织行为矫正模型，组织激励管理的基本程序是：确认绩效行为；确定基准性测量标准；针对组织行为进行功能性分析；开发和实施行为干预策略；评估并进一步反馈绩效结果。［19］


第一步：确认对组织绩效有重大影响的关键行为，这可以由一线工作者来决定其核心行为，也可以通过内部专家或外部顾问，利用工作分析技术进行系统审查来确认；

第二步：通过观察、计算或抽取现有记录，获得所确认的关键绩效行为在组织当前条件下发生的频率数据；

第三步：进行A-B-C功能性分析，即对确认的绩效行为(B)之事前线索(A)和事后结果(C)进行甄别分析，以辨识员工是否能够执行所确认的绩效行为，以及缺失的前因后果是什么；

第四步：采用正强化、负强化或惩罚策略进行行为干预；

第五步：采取柯(Kirkpatrick)氏四级评估模型，即从反应、学习、行为和绩效四个层次上对组织绩效状态进行评估和反馈。

绩效薪酬绩效与薪酬是组织激励的两个焦点，如何将二者有机联系起来，通过设计相应的“绩效薪酬”项目体系，以最大限度地赢得组织、团队和个人工作的高绩效，这是组织激励管理需要研究解决的最核心、最根本问题。所谓“绩效薪酬”(Pay for Performance/Incentive Compensation)，就是指与员工工作表现直接挂钩的薪酬项目。一般地说，开发和设计绩效薪酬计划方案时，应遵循如下原则：

首先，要确信业绩同薪酬相挂钩，要让员工明白组织所要求的工作目标任务是什么，并且通过自己努力可以达到，提高生产和工作效率后可以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

其次，绩效薪酬方案要有可行性，必须为大家所理解和接受，收益计算方法简单易懂，便于操作，使每个员工个人都能方便地计算出各绩效水平所对应的报酬或收益档次；

其三，绩效标准应明确具体，要有公平性，被大家所认可和接受，且以“平均先进”水平为基准，使大多数员工经过积极努力可以达到的；

其四，绩效薪酬计划应该实现制度化、契约化，一旦订立并开始运作就要严格执行，并有相应的配套措施保证计划能够顺利实施；

最后，还要注意将绩效薪酬计划与基本薪酬项目相衔接、相配合。

绩效薪酬的类型可以根据不同的员工群体加以划分。例如，就企业组织来说，一般分为生产操作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市场营销人员等类别。生产操作人员绩效薪酬，其典型形式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计件工资”，即以预先确定的劳动定额和计件单价为标准，依据工人生产合格产品量或完成工作量来确定劳动报酬。一般有如下几种类型：按照工资收入有无限制，可分为有限计件工资与无限计件工资两种类型；按照计件工资覆盖收入的范围，可分为全额计件工资、超额计件工资和差额计件工资；按照生产工人和辅助工人，可分为直接计件工资和间接计件工资；按照计件单价确定办法，有承包计件工资、联质计件工资和产值计件工资等形式。管理人员与整个企业经营绩效密切相关，其绩效薪酬，除股权收益外，一般以年度为时间单位采取在底薪基础上加年度红利的年薪制形式，年度红利的确定要考虑资格条件、基金规模和支付数额三个基本问题。一般情况下，市场销售人员的绩效薪酬大都采取销售佣金的形式，这是由于多数销售工作无法监督的特点所决定的。佣金制是按销售额的一定比例确定销售人员的薪酬，它倾向于激励销售人员“扩大销售额”而不是发掘和培养长期顾客。

此外，针对企业全体和部分员工群体推行的绩效薪酬策略，还有“利润分享计划”(Profitsharing Plan)和“收益分享计划”(Gainsharing Plan)等等。前者是针对全体员工的一种综合性绩效薪酬计划；后者则是针对下属经营单位的经营绩效(如成本节约、劳动生产率提高等)实施的一种综合性绩效薪酬计划，由于收益分享衡量标准更具体、更明确，其对员工群体的整合激励更直接、激励效果也更显著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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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组织行为整合激励管理的基本任务就是：以激励为核心，通过协同调控组织成员的目标动机和行为倾向，使他们自觉地把自己的人力潜能充分调动起来，并最大限度地凝聚和转化为组织整体绩效及战略竞争优势。首先，人的行为是目标导向的，目标本身可以激发潜能，具体、明确、富有挑战性的目标本身就是一种内在激励动因，基此，洛克、德鲁克等人关于组织行为目标设置及管理理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其次，以激励整合组织行为，其实是一种组织行为不断校正的动态过程，对此，斯金纳的强化理论给予了很好的阐释，为保证激励有效性和组织目标顺利实现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指引。总之，将组织绩效目标与员工薪酬欲求直接挂钩，灵活开发、变通实施各种“绩效薪酬”策略，是实现组织管理激励相容一项最核心、最关键和最重要的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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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要内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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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即个人由于赖以维持生存和发展的要素、手段或条件缺乏而引起的生理、心理及精神紧张状态；而“动机”则是由需要引起的、促进个体采取某种满足需要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在特定的社会环境约束下，一个人在某时刻最为强烈的动机即“优势动机”，就会变成其“目标”，目标引导人们去采取行动，即所谓“行为”。需要和动机是有层次的，组织中人的需要所处的不同层次是决定组织行为特征和规律的重要因素。需要层次论是最基础、最经典的激励理论，它由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一般意义上首倡，后由麦克利兰和阿德弗在与组织行为相联系的实证意义上补正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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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因素论借助理论抽象和实证研究方法，将影响组织行为的诸因素分为内在和外在两个层面，进而观察和分析组织激励的根本动因所在。麦格雷戈X-Y理论和赫兹伯格激励-保健因素论分别从现实组织管理行为的人性假设之理论层面，以及提高组织绩效的工作动机之实证层面，对马斯洛需要层次论做了进一步的两因素归并性解说。关于组织激励的双因素论具有深刻而普适性的政策含义，它告诉人们：相对来说，较高层次的需要以及工作本身的内在因素才是对组织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激励动因；组织激励的核心任务不是对付“不满意”，而是千方百计改善工作内在因素而使组织成员感到“满意”，这就要借助工作丰富化设计等策略来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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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励过程论侧重从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相关联的角度，研究激励实现的基本过程和机制。弗洛姆从个人理性假定出发，为描述和分析现实组织激励过程提供了一个具有较大包容性、普适性的一般理论框架和思路。波特和劳勒在此基础上，导出一种更加完备的激励过程模型。激励过程论表明，组织激励实际上是一种多因素耦合、环环相扣的复杂过程。在实际组织激励管理中，“结果公平”固然对激励效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产生结果公平的“过程公平”也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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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行为整合激励管理的基本任务就是：以激励为核心，通过协同调控组织成员的目标动机和行为倾向，使他们自觉地把自己的人力潜能充分调动起来，并最大限度地凝聚和转化为组织整体绩效及战略竞争优势。首先，人的行为是目标导向的，目标本身可以激发潜能，具体、明确、富有挑战性的目标本身就是一种内在激励动因，基此，洛克、德鲁克等人关于组织行为目标设置及管理理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其次，以激励整合组织行为其实是一种组织行为不断校正的动态过程，对此，斯金纳的强化理论给予了很好的阐释，为保证激励有效性和组织目标顺利实现提供了很好理论指引。总之，将组织绩效目标与员工薪酬欲求直接挂钩，灵活开发、变通实施各种“绩效薪酬”策略，是实现组织管理激励相容一项最核心、最关键和最重要的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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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习思考问题

(1) 什么是需要层次论？试比较评述马斯洛、麦克利兰和阿德弗的需要层次论。

(2) 试对照说明麦格雷戈X-Y理论与赫兹伯格激励-保健因素论。

(3) 联系实际阐释和说明双因素论的基本原理及其深刻而具有普适性的启迪意义。

(4) 弗洛姆模型的理论及政策含义是什么？

(5) 用图解说明波特-劳勒模型的基本原理。

(6) 为什么说“产生结果公平的‘过程公平’也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能否用实际例子予以说明？

(7) 组织行为整合激励管理的基本任务是什么？

(8) 什么是“自我效能感”？其与目标设置有什么关系？

(9) 简要说明斯金纳的强化理论原理，以及它对组织行为整合管理的启迪意义。

(10) 目标管理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其基本操作步骤有哪些？

(11) 在企业中通常采用“绩效薪酬”策略有哪些？试简要说明。

(12) 能否在综合复习本章内容的基础上，总结归纳、概要阐释关于组织激励管理的基本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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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认知练习

个人动机类型测试

说明：这里有27个陈述，结合你的日常行为或工作经历，根据实际情况或内心真实感受，从1~5五个等级的数字中，选择最吻合自己的数字，并打上标记。

(1) 我非常乐于改进现状以提高成绩。12345

(2) 我喜欢各种比赛竞争性获得以便从获胜中获得乐趣12345

(3) 我在日常中喜欢与人聊天，而不太在于是否与工作有关。12345

(4) 我喜欢干有挑战性的事情。12345

(5) 我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中乐于承担责任。12345

(6) 我在与人打交道时总想给他人留下个好印象。12345

(7) 我在干完一件事情后总想知道干得怎么样。12345

(8) 我总能够坦然面对哪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12345

(9) 我乐于和他人建立亲近关系，与自己不喜欢的人也能和睦相处。12345

(10) 我在实际中善于设置并很好完成一些可行性的目标。12345

(11) 我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影响他人。12345

(12) 我在组织或群体中往往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12345

(13) 我很向往完成一项艰难任务后那种惬意的感觉。12345

(14) 我在工作或生活中往往为了控制局面而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12345

(15) 我喜欢成群结队而不愿意单独相处。12345

(16) 我对有趣的工作本身很看重。12345

(17) 我觉得在工作中如果能够遇到一个好上司那就太幸运了。12345

(18) 我在工作中特别喜欢听到赏识和表扬的话。12345

(19) 我工作纯粹是为了获得舒适的生活保障。12345

(20) 我特别看重工作中自我成长和发展的机会。12345

(21) 我对拥有一个有社会地位、有声望或体面的工作很向往。12345

(22) 我在工作中敢于负责任，也乐于负责人。12345

(23) 我很看重舒适的工作环境，比如漂亮的办公室、便利的交通等。12345

(24) 我在工作中乐于学习、积极进取，把握一切发展机会。12345

(25) 我对公司方针政策、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的合理性很敏感。12345

(26) 我对自己可以做好并获得成功的工作充满激情。12345

(27) 我喜欢稳定的工作。12345

以上陈述中，前15个是按照麦克利兰三种需要论设计的，后12个是按照赫茨伯格激励-保健双因素论设计的。请将你选择的数字填写在下列表格中，以累计总分多少来判别你属于那种动机类型，或对你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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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个案研讨

激励管理情景三则

一则：海尔通过创立规范的、即时的内外在奖酬体系，实现特定的战略性激励目标，充分挖掘和发挥员工的潜能和积极性。在工资分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海尔一直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每一个岗位、每一个动作都进行了科学的测评，计点到位，绩效联酬。每位员工都有一张“三E卡”(三E即每人Everyone、每天Everyday、每件事Everything)。劳动一天，员工就可根据当天的产量、质量、物耗、工艺等9大项指标的执行情况计算当日的工资，即所谓“员工自己能报价”。管理人员则根据目标分解(年度目标、月度目标和日清目标)，计算出当月的应得工资。人人的工资都公开透明，只按效果，不论资历，由“同岗同酬”转变为“同效同酬”。为鼓励员工搞技术发明，集团颁布了《职工发明奖酬办法》，不断探索各种精神激励措施，如以员工名字命名的小发明，如“启明焊枪”、“云燕镜子”、“召银板手”等，招标攻关。此外，还设立“海尔奖”、“海尔希望奖”、“合理化建议奖”等各种奖项，根据员工对企业创造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分别授奖；其中最高奖为“海尔奖”，这是对人才最权威的奖励，由总裁签发；为了开展全员性合理化建议活动，专门设立“合理化建议奖”，以此来激发员工的工作责任感和创造力。在海尔，高素质、高技能获得报酬，人才的价值在工资分配中得到了真正体现，极大地调动了员工的生产积极性。

二则：李聪丽自小独立性较强，从小学到中学乃至大学学习成绩一直都很优秀，经常因此受到家长和老师的奖赏和鼓励。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一家公司做销售工作，平时工作能力也很强，做事麻利干练，工作业绩一直名列前茅。后来被派到上海分公司，被提升为营销部经理，薪水也大幅度提高。但是，上海一直是她喜欢的海滨城市，但到那儿后，她工作却没有了从前在北京总公司时的热情。原来，李聪丽到上海分公司后，那里的主管对她很不信任，对她负责的营销部工作总是掣肘，经常干预，而且还派人暗里监控，使她无法施展拳脚，营销业绩也不佳。这令李聪丽异常沮丧，万般无奈，她只好提出辞呈，应聘到另一家跨国公司的上海分公司工作。虽然，在这家新公司薪水没有原先的高，但公司组织氛围宽松，鼓励自主创新，自由发挥空间大，因而李聪丽感到如鱼得水，工作热情大大高涨，工作业绩也节节升高，使她很有成就感、很满意。

三则：一次，台湾某高科技公司发放奖金，最后决定每人增发一个月薪水，但技术人员另外加发20%。行政人员听说后大有意见，他们认为，公司业绩是全体同仁之功，要发奖金，就应该一视同仁，不应厚此薄彼。于是，行政人员便派代表去质问主管。主管以技术人员是公司核心员工，对公司贡献较大为说词，并强调这一决定在经理大会上已达成共识。结果，各执一端，争吵不休，引起一片混乱。面对这种情况，主管无可奈何地感叹：“有很多的事情，早在大专联考放榜(按：台湾大专联考的制度，理工科的分数比文法商科的分数，平均略高20%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了，为什么到现在还在吵?……”最后，不得不取消奖励方案。

研讨方向指示：

(1) 试根据本章所讲基本原理，从激励对象、激励环境和激励策略等不同角度，分析海尔OEC管理何以能够获得好的激励效果？

(2) 试利用需要层次论和双因素论，对李聪丽个案作出你自己的分析和评价？

(3) 试结合台湾某高科技公司发奖金风波这样的典型情景案例，谈谈组织激励管理中的公平问题，在实际管理工作中如何才能避免这种“二桃杀三士”的激励负效应？

章末注释：


［1］
 Maslow，A.H.，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New York：Harper and Row，1954。


［2］
 McClelland，D.C.，The Achieving Society，Princeton，N.J.：Van Nostrand，1961。


［3］
 Alderfer，P.C1ayton，Existence，Relatedness，and Growth，New York：Free Press，1972。


［4］
 麦格雷戈的《企业中的人性面》(The Human Side of Enterprise)1960年又以书的形式出版。关于X-Y理论，在他以后的有关著作中也有进一步的发挥。


［5］
 Herzberg，F.，Mausner，B. and Snyderman，B.，The Motivation to work，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59.


［6］
 Herzberg，F.Work and the natue of man,Cleveland,OH:World Publishing,1966.


［7］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0页。


［8］
 分别见卢兹、勒克斯《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挑战》，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第173页，第177页。


［9］
 Vroom，Victor H.，Work and Motivation，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64.


［10］
 Porter，L.W.and Lawler，E.F.，Managerial Attitudes and Performance，Homewood，Ill.：IrwinDorsey，1968.


［11］
 Adams，J.S.，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Inequity，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November，1963，pp.422~436.


［12］
 有一个来自实际生活的小例子很能直观说明问题。说的是，英国伦敦有一名警察，他以莫须有的理由处罚了一位妇女，罚她交通违章，这位妇女将他告上了法庭。但当开庭审判时，她刚开始发言，法官就制止了她，并立即宣布她胜诉。这个妇女觉得非常丧气。她说:“我为公正而来，而法官却不让我解释发生了什么。”用另一句话说，虽然她喜欢这个公正的“结果”，但她不喜欢产生此结果的“过程”，她感到“不公平”，因为法庭没有给她必要的“过程公平”。


［13］
 见苏桃摘译哈佛大学商学院院刊文，《企业管理》2001年第2期.


［14］
 参见Locke,E.A.1968:Toward a Theory of Task Motivation and Incentives.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3:157~189;Locke,E.A. & Latham,G.P.1990：A Theory of Goal Setting and Performance.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


［15］
 关于“自我效能感”的概念，最初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1925~)于1977年在《心理学评论》(第2期)发表的《自我效能：关于行为变化的综合理论》一文中首先提出的，其一般含义是指个体对自己在特定情境中是否有能力得到满意结果的预期。经过20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1997年完成出版了《自我效能：控制的实施》一书， 对自我效能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总结和的论述。


［16］
 “目标管理法”是德鲁克于1954年在其著作《管理实践》中首先提出来的，后来于1974年在《管理：任务、责任和实践》中又以“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为题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此外，“目标管理”英文原词是Management by Objectives，但亦有Management by Results，Management by Goals等，以MBO(Management by Objectives)为普遍接收的说法。


［17］
 如果广义地定义“惩罚”，后两类强化又可分别称作“负惩罚”(Negative Punishment)和“正惩罚”(Positive Punishment)。


［18］
 所谓SMART原则是指：具体性(Specific Results)；可度量性(Measurable)；可接受性或可实现性(Accepted/Attainable)；工作关联性(Relevant)；时效性(Timebound)。


［19］
 参见弗雷德·鲁森斯《组织行为学》(第9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第391~397页。



第2篇组织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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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群体互动：组织社会行为原理

第6章工作团队：从理念到建设

第7章有效沟通：组织行为整合的基石

第5章群体互动：组织社会行为原理

人，力不如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力则多强，强则胜物……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

《荀子·王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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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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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知社会心理学关于社会认知、社会知觉与归因以及社会行为的理论界说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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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刻理解社会群体的重要意义，把握群体特征，了解群体类型，知晓关于群体发展的“五阶段说”和“间断-均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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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组织中群体互动的观察分析方法，能够清楚说明群体互动的过程和机制，以及群体凝聚力与群体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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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架构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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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故事引导

人是群居动物。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会随时随地遇到“社会互动”的情景，而且往往“不由自主”或“不假思索”地陷于一个又一个“社会行为互动原理”中而不自知。

例如，当你明明不喜欢一个人，但却无法拒绝他或她提出的要求，这是你很可能陷于对方巧妙设计的“互惠原理”之中；当你踊跃参加保洁等大公司发起的“有奖征文”活动，你很可能被这些公司玩了一把“一致-承诺”的社会互动游戏。

再比如，受过正规专业训练的护士，往往会毫不犹豫地执行主治医生漏洞百出的处方指示，这就是组织中“权威”的影响力；铺天盖地的自杀事件报道，会引发更加频繁的自杀行为，这是由于“社会认同原理”在起作用。如此等等。

这样的“社会互动”情景在组织中随处可见。社会心理学是怎么解释这些现象的?在组织中社会群体是怎么形成的?其特征和意义何在?有哪些表现形态?群体互动的动力机制和运作机理是怎样的?这些问题都是本章要一一讨论和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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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群体性的社会行为。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类所面临的许多重要适应性问题，诸如争取社会地位、维持社会交换关系、维护社会声誉、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等等，本质上都属于社会性问题。为了解决这些社会性问题而形成的适应器即社会心理机制，这正是“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所要关注和研究的主题。社会心理学所关注的，并非客观的社会环境，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即在社会活动中人们的行为是如何受其对社会环境(他人言辞、行为或仅仅是在场)的主观认知或构建影响的；换句话说，社会心理学将人的行为放置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去观察，试图解析那些超越人格差异的群体心理现象及行为表现，例如社会认知、社会认同和从众、人际吸引、承诺与守信、互惠互助、利他或攻击倾向、偏见和歧视等。社会心理学一系列相关前沿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对于研究现代组织中的“社会行为”都具有理论奠基性意义。［1］


5.1.1社会认知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即人们思考自身及社会性世界的方式，包括人们如何选择、解释、识记和运用社会来做出判断及决定。关于社会认知的思维方式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种是“自动性思维”(Automatic Thinking)，这种思维方式往往“不假思索”地迅速而自动地做出判断和决定；一种是“控制性思维”(Controlled Thinking)，这种思维方式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主观努力和思考才做出判断及决定。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认知是二者的有机结合，但也常常分裂而发生矛盾和冲突。

自动性社会认知，是基于先前经验和既有知识来帮助人们了解新情况，它是无意识的、不带意图目的、自然而然的并且不需要特意努力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日常理论家”，我们往往依赖自己在生活经验中形成的社会心理结构图式来进行自动性思维，结果，时常在组织社会环境中不自觉地陷于刻板、无知和犯错的尴尬境地。但是，自动性思维，即能够稳定地将新的社会情况与旧的经验图式衔接起来，对于人们的正常社会行为来说，是必不可少而且是至关重要和相当普遍的。由于个人经验的特殊性，一些图式或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就处于更为优势的地位，在我们对于外部社会性世界做出判断时就具有更大的“可提取性”(Accessibility)，就更容易“启动”(Priming)；而且，由于观念具有“固着性”(Perseverance)，人们的社会行为往往表现出一种“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困境，即人们对于其他人如何行为产生某个预期，这会影响其对待他人的行为方式，而这种行为方式又反过来导致他人行为与其最初预期相一致，从而使自己的预言成为现实。实证研究表明，自证预言困境往往是在匆忙或疲惫的压力环境下不自觉而自动产生的。例如，在组织招聘过程中，当面试官分神、无法集中精力时，自证预言困境最可能发生。另外，在社会认知过程中，当遇到特殊情境没有既定图式可供参考或图式太多无所适从时，人们借助一系列心理“捷径”(Heuristics)快速而有效地做出判断，这些心理捷径主要有：“可用性”(Availability)法则，即一件事进入脑海的容易程度；“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法则，即根据一事物与已知某典型事物的相似程度来加以归类判断；“锚定和调整”(Anchoring and Adjustment)法则，即以一个数字或数值为起始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整，来做出往往很不充分的判断。

控制性社会认知，是一种有更多意识参与的、控制程度更高的社会认知，其思维方式往往是有意识、有意图、有目的和需要刻意努力做出的。人们在社会认知中，通常可以自由地开启和关闭这种思维，并充分意识到自己在想些什么；就它所需心理能量来说，这类思维往往是需要努力、有时间、有精力才能实现的。控制性思维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制衡自动性思维。人们在社会认知中最容易陷于自动性相信，因此，在初步接受社会信息时，我们可以提醒自己“请等一等”来冷静评估所接受信息的真实性，并在必要时加以拒绝。值得注意的是，控制性思维也会给人们的社会认知带来一系列心理困境。例如，在日常社会交往中，人们往往倾向一种“思考抑制”(Thought Suppression)，即试图通过寻找替代性思考对象来转移注意力，以避免想起一些不愉快而宁愿忘记的事情；这里，实际上包括了自动性思维和控制性思维两个环节，前者是在意识中自发寻找要避开的事物，后者是通过替代物来思考以转移注意力；但是，当人们疲倦或心不在焉即处于所谓“认知懈怠”的状态时，人们就不能进行控制性思维，这样自动性思维不断找出不受欢迎的想法，而控制性思维无法加以约束，结果使人们陷于无端的烦恼旋涡不能自拔。另外，还有一种困境可能是，当人们经历某种“功败垂成”的负面事件后，往往运用“反事实推理”(Counterfactual Thinking)，即在心理上改变过去某个环节以便想象事情结果可能有所不同，从而对社会影响产生巨大的情绪反应。如果控制性思维使自己陷于反事实推理困境，也就是说反复地集中精力于不能改变结果的负面事件，会使人们陷于无限“悔恨”的恶劣心理状态。

可以看出，在现实社会认知中，自动性思维与控制性思维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且时常“难分难解”，错综复杂。因此，要改善社会认知，最为重要的办法就是，对于我们自己的社会认知能力，在态度上要稍微“谦虚”一点，要克服“过度自信智障”(Overconfidence Barrier)，清楚地知道：“适度的怀疑是理智的灯塔”，最严重的认知错误就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盲目性自信所带来的错误，同时持有正反两方面的看法是“社会智人”或社会活动家的最重要特征。当然，适当的方法论、逻辑推理和统计分析训练，对于人们提高社会认知水平也是必要和重要的。

5.1.2社会知觉与归因

“社会知觉”(Social Perception)，是社会心理学众关于人们如何形成对他人的印象以及如何对他人做出推论的又一个核心概念。社会知觉是社会情境与社会行为之间的纽带，是一种复杂的社会认知过程。在社会交往中，我们往往通过观察他人的非语言行为，包括面部表情、目光、说话语调、动作、姿态、身体位置和关系等，来形成对他人的印象，并由此理解和预测他人的行为。但是非语言行为往往是复杂多变的，例如所有人都能知觉愤怒、快乐、惊讶、恐惧、厌恶和悲伤等六种面部表情，但面部通常有情绪混合、情绪掩盖等情况；而且，因不同文化表达规则不同，面部表情及其他非语言行为也相应表现出很大差异性；此外，男女性社会角色差异，其非语言行为也很不相同。面对复杂而丰富的社会情境——他人的非语言行为，人们可以借助“内隐人格理论”(Implicit Personality theory)猜测对方的人格特质，如以“善良”人格推断“大方”行为等；但是，内隐人格理论只是给出一个大致的判断，在很多情况下并不保证能够正确无误地反映真实情景。如何从他人行为中推论真实原因，这个问题是“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所要研究的主题。

在社会知觉中，知觉者往往以己度人，以自己的个性特点来看待别人的个性，自我接受度高的人更可能看到别人的积极方面，习惯于通过简单归类来判断他人。而且，一个人在社会组织中的地位和角色以及视觉特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他成员的社会知觉判断。这样，在实际中往往会引发两类社会知觉错误：一是“刻板印象”(Stereotype)，即将一个人强行归入某个特定社会阶层或人格类型，并以既定阶层或类型总体所固有的一般特征，来机械认识这个人丰富多样的个性特点，从而发生社会错觉；二是“晕轮效应”(Halo Effect)，即以偏概全地去判断他人，将对他人的整体社会知觉建立在某一方面的刻板印象基础上，或者说，将某一方面的外在或内在特征凌驾于所有其他属性或特征之上，由此去判断一个人的行为表现，例如，印象中黑人是懒惰的或妇女是软弱的，就想当然地判断有色种族或女性员工的工作绩效差，如此等等。

归因理论假设人是理性的，他们会自觉去识别和理解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因果结构，研究他人行为的内外在原因是什么。被誉为“归因理论之父”的弗里茨·海德(Fritz Heider，1958)将归因分为两大类：一是“内在归因”(Internal Attribution)，即将一个人的行为归结为与己有关的个人因素，如人格、态度、能力或努力等；一是“外在归因”(External Attribution)，即将一个人的行为归因为外部环境有关，如规则、气候或运气等，并假设大多数人在同样的情境下会做出同样反应。［2］
 海德认为，一般地说，相当于外在归因来说，人们对内在归因更为偏好，也就是说，人们大多数情况下更倾向于将行为起因归结为内在的个性特征。但是，实际的社会知觉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同样的行为表现，在一些情景中可能倾向于内在归因，在另外一些情景中可能倾向于外在归因，在一些场合倾向于正面的内在或外在归因，而在另一些场合可能倾向于负面的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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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 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哈罗德·哈丁·凯利(Harold Harding Kelley，1921~2003) 发表《社会心理学的归因理论》著名论文，对海德归因理论进行了扩充和发展，提出“协变原理”(Covariation Principle)，即：如果某个因素一旦出现就会看到某种行为，而该因素不出现就看不到这个行为，那么，人们就会将该因素归结为该行为的原因。凯利认为，人们总是从多种事件中积累信息，并利用协变原理来解决不确定条件下的归因问题。基此，凯利运用立方体模型来描述归因过程的三个基本维度：一是客观刺激物，即行为者知觉的对象；二是行动者个人因素；三是行为者所处关系或情境，也就是行为产生的外在环境。其中，前后两个维度属于外在归因，中者属于内在归因。任何归因又都取决于下列三种行为信息：

(1) “独特性信息”(Distinctiveness Information)，这类信息表示行为者对同类其他刺激不会做出相同反应，或在众多类似场合不会而只是在个别场合才偶然表现出该行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越大说明独特性高；

(2) “一贯性信息”(Consistency Information)，这类信息表明行为者在其他时间和其他情境下对同一刺激物做出相同反应的频率大小，频率越大说明一贯性越高，其行为越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

(3) “一致性信息”(Consensus Information)，这类信息说明其他人对同一刺激物做出与行为者相同反应方式的可能性大小，这种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说明一致性越高。

凯利认为，当这三种行为信息来源结合为两种形态之后，我们就可以做出清晰的社会归因(见图5-1)：当独特性及一致性低而一贯性高，人们可能做出内在归因；当独特性、一致性及一贯性都很高时，人们倾向于做出外在归因；当一贯性低时，无法做出清楚的外在或内在归因，人们可能认为是特殊情况下的偶然或奇特现象。凯利假定人们总能够以理性、逻辑的方式，并按照其模型所揭示的路径进行归因；当然，实际中的情形往往是多样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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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凯利社会归因模型

凯利模型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于人们社会知觉中的归因过程给出了系统、合理、逻辑的分析和解释。但是，人们实际中往往得不到这个模型所要求的信息，不知道某人在以前同样场合中的行为，也很难知道其他人在同样场合中的行为表现，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并不是多方观察、收集足够的信息而后像统计学家那样进行“科学”分析来进行归因的，而往往是凭借生活经验形成的某种图式，根据自己的需要、期望和所掌握的有限信息，以极其简化、方便、迅速的方式进行归因。这也就是凯利所说的“单线索归因”，相反，能够在多次观察同类行为或事件的情况下的归因，称为“多线索归因”。鉴此，凯利又进一步对其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提出“因果图式说”，即在具体的归因过程中，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关于各种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基本认知结构，往往会被特殊事件唤醒而参与到行为归因中来。后来，凯利又为其归因理论补充了几条原则，包括：打折扣原则，即人们对于他人行为的归因，可能事先有几种假设，如果其他潜在因素事后逐渐显露，那么最初假定就因不可全信而打折扣了；增强性原则，即如果行为发生在有连续性的抑制原因出现之时，那么一个可能的促进性原因将被理解得更为显著；补偿性原则，即内在原因、外在原因、抑制性原因和促进性原因对于行为结果是互相补偿的。

在实际社会归因过程中，人们往往会由于面对和使用的信息“不完全”，或为满足自己自尊需要而下意识或“故意”扭曲信息等原因，而出现一系列归因偏误。一般说来，人们的所作所为往往起因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而非他们所处的具体社会情境；在判断他人行为的原因时，人们往往倾向于低估外在因素而高估内在或个人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人们推论他人行为往往根据其内在的人格(个性)特点，而不是行为信息来做出。这称为“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或“一致性偏见”(Correspondence Bias)。它在实际情境中变化多样的具体表现：

——“两步归因流程”(Twostep Process of Attribution)，即从动态过程来看，人们在观察别人行为时，往往先自动做出内在归因，而后才想到可能影响行为的情景因素，并做适当且常常是很不充分的调整。

——“探照灯效应”(Spotlight Effect)，即人们往往凭直觉意识到他人对自己做出归因时也偏好内在归因，因而倾向于高估自己行为和外表在他人眼里的显著程度。

——“当事人与旁观者差异”(Actor/Observer Difference)，即由于当事人与旁观者存在信息不对称，当事人比旁观者掌握更多有关他们自身的一贯性或特殊性信息，对旁观者而言显著性信息是当事者个人，而对于当事者而言显著性信息则是情景，因此，人们在观察他人行为时偏好在内在的个性归因，而在解释自己行为时却更倾向于强调外在情景因素的影响。

——“自我服务归因”(Selfserving Attributions)，即人们往往出于自尊的心理需要，在对自己行为进行归因时，倾向于把成功归因于内在因素(如能力强或很努力)，而把失败归因于外在因素(如运气差或环境不利)。

——“防卫性归因”(Defensive Attributions)，即使我们不受客观意外悲剧性事件影响或困扰的主观解释，如不切实际的盲目乐观，认为好事较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而较不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坏事则很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不太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依据“善有山报、恶有恶报”的公平信念简单地对社会事件进行归因判断。

此外，还应该注意的是，在社会归因中，情景可能是相对于人格来说更为强有力的影响因素，而文化就是一个无所不包、具有更高整合性的情景因素。例如，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人们更倾向于对他人作内在的性格归因；而相比之下，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更偏好外在的情景归因。因此，“西方文化中的人看起来更像人格心理学家，从性格角度看待行为；相反，东方文化中的人看起来更像社会心理学家，会更多地考虑行为的情景原因。”［3］
 毫无疑问，文化差异与归因偏误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社会归因涉及到人们如何解释自己与他人的行为。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往往是在社会交往中互动产生的；通常，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会努力以一种社会期望的方式展现自我，以给他人留下好印象。利用归因理论所揭示的原理，管理和控制他人对自己所形成的知觉，以企求他人以自己期望的方式来看待自己，这就是所谓“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在组织中，员工一般采用两种基本的印象管理策略：一是自我逢迎策略，如通过争取名分、自我宣扬、强调困难、“胡拉八扯”或“移花接木”等手法，以便最大化自己对积极成果的贡献度，或让自己看起来比实际更出色；一是自我防御策略，如通过解释辩护、制造借口、道歉谢罪和推脱干系等手法，以便最小化自己对消极事件所负的责任，或让自己看上去更无辜。如果能够适当引导，员工印象管理对于组织绩效行为和组织公民行为有正面激励效应，并且对于组织成员角色定位和职业成功具有重要意义。

5.1.3社会行为表现

现实中的人都是“社会人”，即都是被特定社会环境塑造的人，其一切行为都是一种“社会行为”表现。一个人的成长其实就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即被社会环境连续影响的动态过程。一个组织就是一个小型“社会”，一个人进入组织就自然有一个“组织社会化”的问题，相应地，人在组织中的行为也表现出种种“社会行为”。

在现实组织中，人们往往发现自己被困在社会影响的网里不能自拔，唯有改变自己以适应他人期望才可以解脱。这种情况下就会发生“从众”(Conformity)行为，即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受真实或想象的他人影响而改变自己的行为。从众行为一般受两种社会影响：一是“信息性社会影响”(Informational Social Influence)，即当面临的情景模糊不清或相当危急时，人们往往相信他人(尤其当他们被认为是“专家”时)的判断或解释比自己更正确，并以此作为信息依据来选择适当的行为方式，这类从众可能会导致个人公开顺从，也可能导致真诚地私下接纳；二是“规范性社会影响”(Normative Social Influence)，即当群体很重要、没有帮派同盟尤其是崇尚集体主义文化而个体有低自尊效应时，人们为了得到群体、组织其他成员接纳和喜爱，往往会接受特定“社会规范”，也就是群体或组织认可的价值观和信念所框定的内隐或外显行为规则，这类从众会导致个人公开顺从，但不一定导致私下接纳。实际中，人们常常陷于信息性和规范性交织影响的社会压力环境，从而导致一系列极端化的从众行为。组织管理者可以积极地利用社会影响来促进有益于组织的行为发生，如通过“命令性规范”(Injunctive Norms)或“描述性规范”(Descriptive Norms)来影响组成成员的行为，一般来说，前者传达的信息在改变行为方面作用更大。

社会行为实质上是一种群体互动性的交换关系。在组织或群体中，成员之间因为彼此物理空间的接近，人格、性格、观点、兴趣和经验的相似性，互惠式的好感，外表的吸引力，人际互动行为表现出千变万化的差异。“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认为，人们对人际关系的感受取决于他们对这段关系“收益”与“成本”的知觉评价，包括他们对应得到何种关系的知觉，有多大可能性从其他人际交往中得到一段更好关系的知觉，以及这二者之间的主观权衡。从动态意义上看，社会行为其实就是交换双方寻找最佳交换比率(均衡点)的过程，而且，这种社会交换也有一个长期投资的问题。

按照是否有利于他人的动机差异，社会行为可以区分为“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和“攻击行为”(Aggression Behavior)两大极端类型。任何以利于他人为目标的行为即亲社会行为，包括“利他主义”(Altruism)、“近亲选择”(Kin Selection)和“互惠规范”(Norm of Reciprocity)等行为表现。亲社会行为的发生，与当事人的人格、性别、心境、文化差异以及情景等因素有关。在所有文化中，亲社会行为都更可能帮助那些被认为是“内群体”(Ingroup)成员的人，而更少可能帮助那些被认为是“外群体”(Outgroup)的人。以引起他人身体或心理痛苦为目的的故意行为即攻击行为，有“敌对性攻击”(Hostile Aggression)和“工具性攻击”(Instrumental Aggression)，前者是指源于愤怒、旨在将痛苦强加于人的攻击行为，后者不是为了直接造成伤害，而是以攻击为手段来达成某种目的的攻击行为。攻击行为具有生存价值，但是否会表现出来，则取决于人类生物习性、先天和后天习得的抑制反应以及社会规范等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组织管理者可以通过多种策略，例如宣传沟通、情感宣泄以及适当处罚等，来鼓励亲社会行为、减少攻击行为，以增强组织凝聚力。

此外，偏见与歧视也是普遍存在的社会形象。“偏见”(Prejudice)，是一种态度。而“态度”(Attitudes)，一般有三个组成部分：情感或情绪成分，代表与态度有关的情绪类型，以及态度的极端程度；认知成分，涉及构成态度的信念和思想；行为成分，即态度的外现行动。偏见是一种概括性的态度结构，即基于对特定群体成员相同特征的概括，以刻板印象形成对他人的情绪、认知和归因，其外现行为就是“歧视”(Discrimination)，即因为他人属于某群体成员而采取不公正、负面或有害的行为。在组织行为管理中，由于内外群体非对称性知觉倾向、假性相关错觉、基本归因错误、资源稀缺性竞争以及偏在社会规范等诸多方面的原因，都会引发偏见和歧视；管理者可以通过使内外群体融合的办法，让他们在共同的目标导向下，以“公开、公平、公正”的制度规则相互依赖，并尽量频繁地进行非正式的人际接触，以减少组织成员的偏见和歧视行为，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组织行为的整合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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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社会心理学将人的行为放置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去观察，试图解析那些超越人格差异的群体心理现象及行为表现。“社会认知”，即人们思考自身和社会性世界的方式，包括自动性思维和控制性思维两种基本方式。“社会知觉”，即人们如何形成对他人的印象以及如何对他人做出推论，刻板印象与晕轮效应是两种常见的社会知觉错误。凯利三维协变归因模型对于人们社会知觉中的归因过程给出了系统、合理、逻辑的分析和解释。人们推论他人行为往往根据其内在的人格(个性)特点，而不是根据行为信息来做出，这种“基本归因错误”在实际中有各种各样的具体表现。利用归因理论所揭示的原理，管理和控制他人对自己所形成的知觉，以企他人以自己期望的方式来看待自己，这就是所谓“印象管理”。从众、人际吸引、亲社会行为与攻击行为，以及偏见和歧视行为等，都是组织社会行为及其管理经常面对并需要有效解决的焦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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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凝聚力是社会力量的重要表现，对于组织凝聚力的形成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群体由多个具有相互联系、显著共性并相互顾及的人组成，这些人在群体中各自担任相应的社会角色，按照一定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其具体类型可以说是多种多样。

5.2.1“人以群分”

人是一种“社会的”动物。先秦儒家三大人物中，荀子(公元前约298～238)属于偏右翼的现实主义派，他的人性恶学说与孟子性本善说形成鲜明对照。在荀子看来，人是社会的产物，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在后天社会环境中习得的，人的职责是利用天地提供的东西来创造文化和价值。《荀子·王制篇》中说：“人，力不如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力则多强，强则胜物……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4］
 就是说，人类的力量来自于社会的特殊组织形式，来自于分工基础上形成的群体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整合力。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人的力量与其说是作为物质实体存在的自然力(体力)，倒不如说是以自然力为基础的精神力。因为如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ǒhmBawerk，1851～1914)所说，“人在生产中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人的力量是具有双重缺陷的：比起所要降服的物质的体积来人是太渺小了，比起物质的结构来人是太粗糙了。” 人之所以“能使自然力按照人的意志在何时、何地以及按照何种方法进行活动”，以致创造出无限丰富的社会财富，全在于“人类的智慧”使我们能在自然的宝库中找到“使自然自相对抗和自然力自相矛盾的手段”。［5］


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来看，人力的精神创造力意义更表现在改进人与人之间分工协作及利益关系的社会组织能力方面。人力是存在于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中的人，因此，社会文化传统、人际交往关系、分工协作组织及各种制度知识经过长期积累凝结在这个人身上，形成某种社会性的精神创造力。单个人的能力，即使是智能精神方面的创造能力，总是有限的，原因在于单个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其用于增长学识和技能的时间就总是有限的；而在有分工的社会环境中，就可以实现知识技能在人与人之间的互补、替代和积累，使整个社会的精神创造力在规模上无限扩张、在动态上加速增长。

因此，“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俗语，可以改写为“人以群分，群以神聚”。这里所说的“神”，是指一个人通过群体获得别人帮助、认可、爱戴和友善，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安全感、自尊感、权威感、满足感和成就感等等精神情感。它有从外在到内在、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等不同的层次性，从而使不同的群体表现出各异的“凝聚”(Cohesiveness)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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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1：经典演义

从《西游记》看“社会群化”意义

拿《西游记》来看，其实就是用神话形式讲述“人以群分，群以神聚”的人间故事。整个故事情节讲述的，无非就是这样一种“成为人”的社会历史过程：一群具有“猴性”或“猪性”、妖气十足、鬼魅怪异的“非人”，如何通过“社会群化”，经过艰苦卓绝的修炼磨难，变得具有“人性”、有佛性善德的“至善”之人。

由灵根孕育的“无业游民”孙悟空，像猪一样好吃懒做的猪八戒，“八百里流沙河水怪”沙和尚等，都是在佛祖“神灵”(人类精神力)的召唤和指引下，逐渐去掉聚积在他们身上的“兽性”——孙悟空无法无天的猴气、猪八戒好色贪财的俗念以及沙僧前世贪污腐化的恶习，从而接受了社会群体交往的行为规范。

如果说到“个人”的“社会群体性”力量问题，最典型地表现在孙悟空与如来佛祖之间的关系上。孙悟空，他有多了得的能耐！有七十二变、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自以为“天下老子第一”，上天入地、大闹天宫，但再有能耐也是有限的，你出不了如来佛手掌的圈，一到关键时候无计可施时，还是要腾云驾雾去找菩萨帮助(即我们平常所说的“找组织去”)，因此不靠集体群力无法单独取来“真经”，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总之，天宫神仙、地下凡人以及介于神人之间的妖怪，他们之间的争胜斗法、情仇恩怨，都无不是人在社会群化过程中所经历的爱恨喜怒、情愁离恨之现实写照和艺术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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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群体及其类型

什么是“群体”(Group)?按照社会学的定义，群体是对彼此行为有所期待的人在一起互动形成的一种集团。或者说，一群人都自以为属于某个集团，彼此也期望其余成员应有某种行为，而对外人则无此期望，那么这样一群人的集团就叫“群体”。

也就是说，在社会学意义上，不是随便在一起的一群人，或具有某些相同特征的人群都是“群体”，它是有特指的，即：成员之间具有某种认同感、明显的归属感，彼此有企盼、有互动，并有一定程度的身份分异(如“核心人物”、“从众者”)，群体成员构成有相对稳定性。例如，街上一起行走的人流，车厢里坐一起的乘客，菜市场一起卖菜的商贩，戏院里一起看电影的观众，在一个社区居住的居民，大家都是男人或女人、年轻人或老人、河南人或河北人，等等“身份性群体”(Identity Group)，就不属于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严格意义上的“群体”范畴。

其实，这种界定只具有相对意义。在绝对的意义上，所有人群都或多或少有一定的认同感、归属感、交往互动规则和角色地位分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神”；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也就是说，人群“神聚”的程度有差异，从而形成不同层级、各类各样的群体：从上述极其松散的各种“群类”，如在统计学意义上按特定分类的阶层、职业和年龄群等；到比较稳定的一般群体，如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的“同事”、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家庭”等；再到我们将要在第6章特别讨论的“工作团队”，最后到比较稳固、规模较大的各类社会“组织”，如机关、学校、工厂、银行、社团、协会等等。

在这些群体中，由于“神聚”的因素、形式和程度不同，其表现形态也各种各样。有些是一种具有明显功利性的“利益共同体”，有些是一种具有较高凝聚力的“命运共同体”；有些属于亲密无间、由亲缘关系情感凝聚的“首属群体”或“初级群体”，有些则属于由特殊目的而特别组成的“次属群体”或“次级群体”；有些是能够直接面对面沟通交往的“小群体”，有些是规模庞大、具有正式机构的“大群体”。此外还有“正式群体”与“非正式群体”，“异质性群体”与“同质性群体”，“命令型群体”、“任务型群体”、“利益型群体”和“友谊型群体”，以及“联盟制群体”、“会员制群体”或“委员会制群体”等多种组成形式的群体。而且，这些群体之间也不是截然分开和绝对分离的，而是相互关联和转化的。例如，“家庭”初级群体关系可以转化为“家族企业”的次级群体关系，企业经过特殊的“文化建设”也可以像联想那样变成一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如此等等。

对于一个人来说，他所属的那个群体叫“内群体”，相对地，他不属于的那些群体就是“外群体”。因为“内外有别”，大多数人在心理判断上或社会交往中，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在内外群体之间采取“双重标准”，如美国大佬在“人权”问题上所做的那样。但是，话又说回来，正是因为“内外有别”的群体规则或身份标识(如徽标装饰、俚语“黑话”等)才使群体分异开来的，否则就无法区分群体成员和非群体成员。任何群体成员，都有一种对内群体认同和忠诚、对外群体疏远和敌对的倾向，而且这种“内外有别”的心理意识会因组织界线明显而得到强化，尤其是在存在群间矛盾和冲突时，更是具有“一致对外”的显著指向。因此，边界标识是群体构成的要素，它使群体成员归属感、团结精神和凝聚力得以强化。

5.2.3群体的形成

群体的形成首先要有一定的“规范”(Norms)，即群体成员共同接受的行为准则。一个人要加入到群体中来，就必须首先明白在特定环境下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哪些做法是群体期望的并被群体成员共同认可和赞扬的，哪些行为是不合理、不正确或是群体成员共同反对、排斥的。群体规范涉及群体利益目标导向，群体成员共同体征表现(如着装打扮、言谈举止等)，群体成员社会交往规则或潜规则，以及群体成员利益分配原则等。群体规范往往受一个社会的整体伦理道德规范约束，并通过群体成员的长期互动博弈而内生形成；在此过程中，特定成员的明确陈述或说明，一些关系群体全局利益的关键事件，以及最初成员或新加入成员的示范性行为等，都会对群体规范的形成和演变起到催化、强化的作用。

其次，群体的形成要有相关人员的角色定位。群体成员在特定位置上应该和必须扮演的角色，是在群体规范约束下个体的特定地位所决定的。所谓“地位”(Status)是指一个人在群体结构中的特定位置，是群体其他成员对某个成员在群体中的层次或职能所进行的社会性认定，这种认定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是群体成员“心安理得”认可或接受的。地位决定群体成员所扮演的“角色”(Role)，当然角色还会因情景而变化，它是一个人在群体中的特定地位和具体情景共同规定的。在一个群体中，大多数人扮演建设者、通讯者、评价者、调解者、督导者等不同的积极性角色，也有一些人则扮演操纵者、同情者、逃避者或阻挠者等消极性角色。一个人在群体中的“角色协同性”(Role Identity)，一方面取决于个人的“角色知觉”(Role Perception)，即受他对自己在特定群体情景中应该做出什么样行为反应的认知影响；另一方面取决于群体其他成员的“角色期待”(Role Expectations)，即与他人认为一个人应该在什么情景中表现出何种行为的环境压力有关。当一个群体成员面临多个角色期待而自己的角色知觉又发生紊乱时，就会发生“角色冲突”(Role Conflict)行为。角色冲突是群体发生内耗的一个重要原因。

群体的形成还需要具备特定文化、知识和技术。一般来说，在跨文化、需要多元化、多样化知识技能的情况下，群体往往难以形成，即使能够形成，由于年龄、性别、文化和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异质型群体内部的相互作用、合作和协调方面也会非常困难，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如果群体由“同类者”(Cohorts)构成，特别是群体成员具有相近的“群体人口统计学”(Group Demography)特征，那么群体就较容易维持，并能够保持长期稳定。在当今全球化、跨文化的历史大背景下，社会群体的分化和融合是十分频繁的，社会群体协调的矛盾和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当然，群体稳定性还与规模大小有关。一般说来，二人群体依赖性最强、互动最直接，也最容易情感卷入；三人群体最不稳定，成员之间成三角对立状态，容易发生矛盾和冲突并走向解体；群体规模在三人以上，两两关系成几何级数增加，矛盾也越来越复杂。根据有关研究，小群体规模以五人为最佳，因为在这样规模的群体中，一来成员之间可以形成犄角平衡态势，二来若分裂为几个更小群体也不会有太大游离性，此外，成员之间的角色转换起来也比较方便容易。［6］


群体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间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关于这方面的理论解说，被普遍认可和规范接受的，就是“五阶段说”和“间断-均衡模型”。［7］
 五阶段说将群体发展阶段划分为“形成”(Forming)、“震荡”(Storming)、“规范”(Norming)、“运作”(Performing)和“休整”(Adjourning)五个阶段。首先，在群体形成初期，成员自发摸索大家可以接受的行为规范、利益目标以及应该所扮演的角色；当大家感觉到群体的存在，在相互矛盾中之间形成协调行为；而后，群体成员角色定位逐渐明确、相互关系渐次密切，群体结构慢慢稳定下来，最后表现出一定的凝聚力；接受，群体结构和规范开始发挥作用，群体成员的注意力逐渐集中为群体利益目标而努力方面；最后，群体或长期稳定下来，或完成使命而终止。

显然，五阶段划分只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理论概括，在实际中，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并非完全按时序一一经历上述五个阶段。“间断-均衡模型”(Punctuated Equilibrium Model)显示(见图5-2)：在“任务型群体”(Task Group)的动态发展中，群体成员的第一次聚首活动非常关键，它决定着群体的发展方向，然后群体活动以惯性而进行；接着，大多数群体都将经历一个中断性震荡期，群体会发生一些分化和变革，由此调整确定了新的发展方向；此后群体活动又进入惯常状态，直到最终完成群体既定目标和任务。“间断-均衡模型”同样是一种理论概括，不过它是根据任务型群体的特殊情景，通过现场观察和实验室研究归纳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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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任务型群体发展的间断-均衡模型

如果结合五阶段说来看待“间断-均衡模型”，后者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前者在任务型群体特殊性情景下的具体表现。实际上，它是将五个阶段简化为三个阶段，以此来描述群体动态发展的基本特征，这就是：任务型群体通过形成和规范化阶段而存在，接着经历一个震荡和规范的执行任务阶段，最后以一个较高绩效的运作状态完成任务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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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类的力量来自于社会的特殊组织形式，来自于分工基础上的群体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整合力。按照社会学的定义，群体是对彼此行为有着期待的人在一起互动形成的一种集团。群体有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小群体与大群体、内群体与外群体之分，而且是完全相对和可以彼此转化的。群体的形成需要有一定社会规范，相关成员的角色定位，以及相应的文化、知识和技术条件或要素。群体形成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动态过程，对此，在理论解说上有著名的“五阶段说”，以及特别针对任务型群体情景的“间断-均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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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动力学”(Group Dynamics)，起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乔治·艾尔顿·梅奥(George Elton Mayo，1880~1949)等人的奠基性研究。如同物理学中氯化钠分子有别于其组合而成的盐元素，由不同个体组成的群体具有自身的社会生物学特征；在组织中，个体成员间面对面的群体互动是怎样形成并保持强劲群体凝聚力的，这正是群体动力学所研究的核心问题。本节首先讨论如何通过社测量法对组织中的群体互动给出总体分析，然后概略描述组织成员群体互动的过程和机制，最后总结说明影响组织群体行为凝聚力的相关因素。

5.3.1群体互动分析

关于组织行为的群体互动情况，研究者可以通过所谓“社会测量法”(Sociometry)来进行分析。其基本做法是：首先，借助直接观察、面谈或问卷调查，如询问员工：你愿意或不愿与谁共事?业余时间最愿意或最讨厌和谁相处?你经常请谁出主意?等等，来了解和掌握群体人际情感信息；然后，根据调查来的数据和信息，可以绘制如图5-3所示“社会关系/网络图”(Sociogram /Social Network Charts)，以直观形象的视觉方式来描述和分析组织中的群体人际互动状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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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组织成员“社会关系/网络图”示例

在一个组织的“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群体或称“簇”(Clusters)，包括正式的群体如职能部门、工作团队、任务小组或委员会等，称作“规范性簇”(Prescribed Clusters)，也有一些非正式群体如联谊会、兴趣小组等称作“自发性簇”(Emergent Clusters)；一些为了达到特定目的而暂时结合在一起的簇，叫做“结合体”(Coalitions)，而一些更为持久、相互间存在友谊关系的自发性簇，叫做“小团体”(Ciques)。在组织成员的社交网络中，那些人际网最密集者即“明星”(Stars)，能够联系两个或多个簇从而起到连接点作用者就是“桥梁”(Bridges)，能够联系两个或多个簇而不属于任何簇的人叫做“联络人”(Liaisons))，而那些与社交网几乎没有联系的人是“孤立者”(Isolates)。在图5-3中，A就是一个“明星”，B就是一个“桥梁”，C可以大致看作是一个“联络人”，而D则是一个“孤立者”。

在进行群体互动分析时，不能仅仅局限于微观层面和人际情感方面，还应特别注意组织大环境和外在条件约束的客观影响。在组织中，一系列施加于群体的外部环境条件，诸如组织战略、权力结构、正式规范及潜规则、组织资源稀缺性、绩效评估和薪酬体系、组织文化和技术系统等因素，都对组织成员人际互动产生复杂多样的影响。对此，在进行群体互动分析时，要有宏观战略视界和敏锐的洞察力，借助多种分析工具和方法，仔细辨别这些因素各自的影响方向，深刻体察相关因素影响的力度，分清大小主次、轻重缓急，以为组织社会行为管理提供确凿依据。

5.3.2群体互动过程与机制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在群体情景中，由于绩效评估条件和任务复杂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一个人的社会行为表现往往有很大差异。大致说来，通常有两种基本倾向(见图5-4)：一是“社会促进”(Social Facilitation)，即在他人在场且个人表现将会得到评估的情况下，人们绩效行为往往在简单任务上表现较佳，而在复杂任务上表现较差；二是“社会懈怠”(Social Loafing)，即在他人在场且个人表现无法得到评估的情况下，人们绩效行为往往在简单任务上表现较差，而在复杂任务上表现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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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社会促进与社会懈怠

在群体互动过程中，个人努力程度能否被有效评估，对于一个人的行为影响很大。如果能够被评估，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就会处于“唤醒”状态；相反，如果不能被评估，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往往就处于“放松”状态。其次，群体互动过程对于群体绩效和群体成员满意度的影响，还受群体任务的复杂程度和相互依赖性影响。大致可以将群体任务分为两大类：一是简单任务，即常规性、标准化、相互依赖性较低的任务；二是复杂任务，即非常规性、不熟悉并需要协作完成的任务。这样两个变量相互耦合，群体互动过程就表现出“社会促进”和“社会懈怠”两种作用机制下的四种行为倾向和绩效结果。

在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无论是群体成员还是群体外的成员，只要个人行为表现可以得到直观评估，由于存在警觉、评价焦虑和分心冲突，人们就会处于“唤醒”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遇到的是简单任务，警觉、评价焦虑和分心冲突的正面效应就会大于其负面效应，人们就会表现出“得心应手”的高绩效行为；如果遇到的是复杂任务，警觉、评价焦虑和分心冲突的负面效应就会大于其正面效应，人们就会表现出“不知所措”的低绩效行为。假如个人努力程度无法被直观评估，或者无法与他人区分开来，这时就不存在警觉、评价焦虑，人们就会处于“放松”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遇到的是简单任务，由于没有外在压力和内在激发，人们就会表现出“懒洋洋”的低绩效行为；如果遇到的是复杂任务，由于不再担心怎样评价、不存在分心冲突而更加容易激发“放松性警觉”，从而变得更富创造性，人们就会表现出高绩效行为。

在群体互动过程中的个人行为表现，不仅对于群体绩效结果影响很大，而且对于群体决策及其有效性也有重大影响。多人参与的群体决策，可以综合更多的信息和知识，增加方案和思路的多样性，提高决策的可接受性和合法性；同时，存在时间长、从众压力、少数人控制和责任不清的局限，个人往往受“群体性思考”(Groupthink)和“群体性转移”(Groupshift)的影响，而做出不客观、偏保守或偏冒进的决策。特别是在面对面的“互动性群体”(Interacting Group)情景中，由于从众压力使群体成员对不寻常、少数人或不受欢迎的观点造成压制，导致“群体性思考”困境，例如，群体成员往往将他们做出假设的任何意见不恰当地合理化，对于那些怀疑群体成员大多数信念或观点的人施加直接压力，而后者往往在从众压力下保持沉默或弃权并被当成是赞成或支持者。此外，在群体决策过程中，群体最初形成的观点往往在群体讨论中被不断强化，保守的更加保守、激进的会更加激进，从而带来“群体性转移”偏误。群体成员构成、群体领导者行为、群体开放性和决策责任界定等因素，对于群体决策后果是否发生上述两种负面效应以及有很大影响。

为了避免群体决策受“群体性思考”或“群体性转移”的影响，在组织群体决策中往往在操作层面采取“名义群体法”(Nominal Group Technique)、“头脑风暴法”(Brainstorming)、“电子会议法”(Electronic Meetings)和“德尔斐法”(Delphi Technique)等一系列有效技法，来化解个人行为的从众倾向、责任淡化和相互影响问题。这些方法的具体程序和形式不同，但其基本思路都是一致的，即：试图利用规则、沟通媒介或通讯技术等，适当限制群体过程决策中的从众倾向和人际影响，来提高群体决策的有效性、追求性和客观性。这里，我们仅用一个简表(见表5-1)进行概要的对比说明。

表5-1群体互动决策优化方法比较



[image: image]




总之，在群体互动过程中，由于特殊的人际影响，往往会发生一系列负面效应，诸如：“去个体化”(Deindividuation)，即处于群体中个人因为放松行为规范性约束而导致极端或冲动行为增加；“过程损失”(Process Loss)，即群体交流和决策中往往由于个体间相互掣肘而无法达成最优解决方案；“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即群体决策比成员先前的个人决策倾向更容易走向极端；“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即所有人都采纳了对个人最有利的行为，结果在宏观效果上造成对所有人都不利的结局；“公地困境”(Commons Dilemma)，即群体中的公共资源因个人过度使用而枯竭，等等。如何有效解决这些矛盾、冲突和问题，以实现群体有效和良性互动，提高群体“协同”(Synergy)整合效应，是组织群体社会行为管理面临的一项挑战性任务。

5.3.3群体凝聚力

所谓“群体凝聚力”(Group Cohesiveness)，是指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吸引并愿意留在群体中担当角色、贡献力量的程度，它具体表现为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同度、群体对成员的吸引力以及成员对群体的忠诚度和向心力。群体凝聚力受成员接触频度、加入群体难易程度、成员性别构成、群体规模大小以及外部威胁压力等因素影响，群体凝聚力与群体生产力、群体绩效和员工满意度以及整个组织凝聚力都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显然，群体成员之间的物理空间越接近，彼此在一起的机会越多，接触的越频繁，那么，他们之间的吸引力就越大，从而群体意识和归属感就越强，凝聚力就越大。其次，加入群体的难度越大，群体成员要付出很大代价和磨难才能加入到一个群体之中，那么，他们就会非常珍惜自己的群体身份，其对群体的向心力就越强。相对来说，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合作，其与同伴、朋友和同事的竞争也较少，因此，女性群体、男女混合型群体比男性群的凝聚力要高。而且，随着群体规模的增大，彼此面对面接触、相互沟通和作用越困难，群体内部产生小集团的可能性就增大，群体整体凝聚力就会降低。此外，在外部攻击下，如果群体成员认为群体无力应对且群体安全保障作用不大，或者认为群体放弃存在或解体就可以终止外部攻击，群体凝聚力就会降低；否则，外部威胁会加强内部合作压力，群体凝聚力反而会提高。简言之，群体成员彼此接触机会多、群体规模不大且女性成员占多数，因群体成功而存在一定的外部威胁和压力，那么一般来说，群体凝聚力就会较高，否则就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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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群体凝聚力与群体绩效的关系

群体凝聚力直接影响群体成员的士气和满意度，间接影响群体绩效。社会心理学家研究表明，群体凝聚力与群体绩效呈多向度不确定关系，既可能是正相关、也可能是负相关(见图5-5)，其关键变量在于群体目标导向。如果群体是高凝聚力的，在积极目标导向下，群体绩效有明显提高；在消极目标导向下，群体绩效受到明显抑制。反之，如果群体是低凝聚力的，在积极目标导向下，群体绩效有微弱提高；在消极目标导向下，群体绩效有所抑制。［9］
 可见，群体凝聚力高低，通过目标导向的难易程度和效应，间接影响到群体绩效的变化；高凝聚力的群体较易引导，如果做正面引导群体绩效会大幅度提高，如果做负面引导群体绩效会大幅度降低。

对于一个组织来说，其整体凝聚力和绩效水平的高低，不仅受群体互动和群体凝聚力的影响，还受群体间互动性质和状态的影响。群体间互动是否有利于提高组织凝聚力，要看个群体目标的协同度、群体间相互依赖的程度、任务及环境的确定性、时间周期和工作节奏的协调性、群体行为选择的自由度、各群体的相互影响力以及组织文化氛围等诸多因素影响。如果群体目标协同度高，群体间相互依赖度高，任务和环境具有很大不确定性，不同群体的时间周期和工作节奏较一致，群体自由选择的空间较大，组织资源配置机制较合理、文化氛围较宽松，那么就容易形成积极的、具有建设性的群体间互动，这样就有利于提高组织整体凝聚力。否则，就会降低组织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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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在组织中，个体成员间面对面的群体互动是怎样形成并保持强劲群体凝聚力的，此乃群体动力学所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群体情景中，由于绩效评估条件和任务复杂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一个人的社会行为表现往往有很大差异。大致说来，通常有“社会促进”和“社会懈怠”两种基本倾向。在组织群体决策中，为了避免群体决策受“群体性思考”或“群体性转移”的影响，往往在操作层面采取名义群体法、头脑风暴法、德尔斐法和电子会议法等多种矫正方法。群体凝聚力与群体绩效呈多向度不确定关系，其关键变量在于群体目标导向。对于一个组织来说，其整体凝聚力和绩效不仅受群体凝聚力影响，还受群间互动性质及状态影响。

[image: image]
 精要内容提示

[image: image]
 社会心理学将人的行为放置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去观察，试图解析那些超越人格差异的群体心理现象及行为表现。“社会认知”，即人们思考自身和社会性世界的方式，包括自动性思维和控制性思维两种基本方式。“社会知觉”，即人们如何形成对他人的印象以及如何对他人做出推论，刻板印象与晕轮效应是两种常见的社会知觉错误。凯利三维协变归因模型，对于人们社会知觉中的归因过程，给出了系统、合理、逻辑的分析和解释。人们推论他人行为往往根据其内在的人格(个性)特点，而不是由行为信息来做出，这种“基本归因错误”在实际中有各种各样的具体表现。利用归因理论所揭示的原理，管理和控制他人对自己所形成的知觉，以企他人以自己期望的方式来看待自己，就是所谓“印象管理”。从众、人际吸引、亲社会行为与攻击行为，以及偏见和歧视行为等，都是组织社会行为及其管理经常面对并需要有效解决的焦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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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类的力量来自于社会的特殊组织形式，来自于分工基础上的群体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整合力。按照社会学的定义，群体是对彼此行为有着期待的人在一起互动形成的一种集团。群体有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小群体与大群体、内群体与外群体之分，而且是完全相对和可以彼此转化的。群体的形成需要有一定社会规范，相关成员的角色定位，以及相应的文化、知识和技术条件或要素。群体形成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动态过程，对此，在理论解说上有著名的“五阶段说”，以及特别针对任务型群体情景的“间断-均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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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组织中，个体成员间面对面的群体互动是怎样形成并保持强劲群体凝聚力的，此乃群体动力学所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群体情景中，由于绩效评估条件和任务复杂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一个人的社会行为表现往往有很大差异。大致说来，通常有“社会促进”和“社会懈怠”两种基本倾向。在组织群体决策中，为了避免群体决策受“群体性思考”或“群体性转移”的影响，往往在操作层面采取名义群体法、头脑风暴法、德尔斐法和电子会议法等多种矫正方法。群体凝聚力与群体绩效呈多向度不确定关系，其关键变量在于群体目标导向。对于一个组织来说，其整体凝聚力和绩效不仅受群体凝聚力影响，还受群间互动性质及状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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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习思考问题

(1) 什么是“社会认知”?社会认知一般有哪两种基本类型?其关系如何?

(2) 什么是“社会知觉”?社会知觉错误通常有哪两种?

(3) 试图示解析凯利三维协变归因模型的基本原理。

(4) 何谓“基本归因错误”?其具体表现有哪些?

(5) 在组织社会行为管理中，所谓“印象管理”一般有哪两种基本策略?

(6)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社会行为通常有哪些表现形态?

(7) 何谓“群体”?都有哪些类型?

(8) 关于群体形成过程理论上有哪些解说?试简要说明之。

(9) 试简要说明群体互动分析的一般方法。

(10) 在群体情景中，个人行为是怎样受绩效评估条件和任务复杂程度因素影响的?

(11) 什么是“群体性思考”和“群体性转移”?实际中一般可以采取哪些方法来避免其对群体决策的影响?

(12) 群体绩效与群体凝聚力是什么关系?其关键影响变量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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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认知练习

群体互动控制能力测试

说明：这里有10个日常行为陈述，按照你的心理定势，在每个陈述后面选择你认为适合的数字(0为不适合，1为比较不适合，2为比较适合，3为适合)做标记，完成后统计频数，数字越大说明你的群体互动控制能力越小。测试结果仅供参考。

(1) 我认为便宜没好货，所以买东西尤其是贵重物品时，价格越高对我越有吸引力。0 1 2 3

(2) 我经受不住别人的好心好意或小恩小惠，因而往往陷于被动，处境很尴尬。0 1 2 3

(3) 我会毫不犹豫或心安理得地享受“免费服务”。0 1 2 3

(4) 看到别人在抢购东西时，我也会不由自主地去排队。 0 1 2 3

(5) 在街上遇到需要救助的紧急情况时，我会惊慌失措，大喊大叫求救。0 1 2 3

(6) 遇到自己喜欢的人，我就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他或她的任何请求。 0 1 2 3

(7) 只要是我所爱的人，就应该不加选择地接受他或她的一切我以为这就是爱。 0 1 2 3

(8) 在听权威专家作演讲时，我会十分崇拜，觉得他讲得都有道理。0 1 2 3

(9) 我时常会被群体激奋的场面所感染，常常热泪盈眶。0 1 2 3

(10) 看到仪表堂堂、气度不凡的人，我在心里就自然生出无限敬仰畏惧之意。0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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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个案研讨

家乐福遭民众抵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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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缘起

2008年4月9日前后，奥运火炬法国站传递结束当天，国内所有形式的媒体，包括电视、广播、报纸、门户网站、网络论坛，QQ和MSN等，都作了广泛、持续、高密度报道，尤其是对中国残疾女运动员金晶保护火炬英勇行为的报道，所传播的信息几乎如出一辙：以法国，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在纵容藏独，抵制圣火。

从10日开始，国内主要网络论坛出现第一版“动员令”，称家乐福的大股东捐巨资支持“藏独”，因此号召北京地区抵制家乐福；随后十来天，在QQ群、MSN红心和BBS论坛持续传播。13日，北京女艺人张萱在白石桥家乐福举牌抗议(即网上流传的白石桥mm)。随后，人们手机上纷纷收到朋友传来的相关抵制信息。

下面是两则具有代表性、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抵制信息”：

“5月8日~24日，正好是北京奥运会的前三个月，所有人都不要去家乐福购物，理由是家乐福的大股东捐巨资给达赖，支持‘藏独’。那我们现在就来抵制一下家乐福，为期与北京奥运会同长，前后17天。让他们看看中国人和中国网络的力量。请转发给你所有的手机、QQ等的联络人，并且让他们的家人一起参与，让家乐福门可罗雀17天。”

“各位同胞：奥运圣火不断受到骚扰，尤其在巴黎。巴黎市政府竟把藏独标语挂上市政大厦！欧洲议会通过决议支持藏独为北京抹黑，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抵制中国奥运！德国总理公开支持藏独，不参加奥运!面对21世纪的中国八国联军想干什么?让全世界看看中国人团结的力量！5月1日，让全国的家乐福冷场!6月1日, 让全国的肯德基冷场!每人转发10个，你就是优秀的中国人！每人转发20个，你就是最爱国的中国人！中国人万众一心，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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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态激化

接着，著名网站天涯论坛上以“武汉家乐福4·16降半旗”为题发布的帖子，又把家乐福推向舆论风口浪尖。发帖者称，当日晚上在武汉市洪山区洪山广场多角度拍摄的一组图片显示，洪山广场家乐福店门前三根旗杆的中间一根中段赫然挂着一面五星红旗，而左右两旁的法国国旗和家乐福标志旗帜仍在高高飘扬。一些网友看到后，被“气得无法用语言表达心中的极度愤怒！强烈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彻查此事！” 很快，这些图片迅速被怒火中烧的网友转贴到各大论坛。

家乐福公关部人员称，得知此事也感到十分诧异，可能有误会，因为升降国旗的绳子绑在旗杆下方，任何人都能去把国旗降下来，家乐福的工作人员不会做这种事情，并认为可能是有人故意把国旗降下来炒作。针对网友提出“抵制家乐福”的活动，相关负责人称，这些门店很无辜，家乐福在武汉四家店都是合资公司，从店长到店员全是中国人，卖的商品绝大部分是中国制造。当天，家乐福店已对旗杆上的绳索进行加固。家乐福的解释得到了部分网友的理解。有网友表示，真相现在还未查明，如果“降半旗”事件真是一些人用极端的方式恶搞、制造话题，则是件蠢事，可能触发其他无法预计的不理智的想法和行为。

武汉市治安管理处负责人则表示，对于企业门前降半旗行为，治安管理条例中没有明确规范。企业这种行为，虽不排除无意识、非人为故意，但也说明企业对国旗升降管理不严格，既然国旗升起就要保证它一直飘扬。而且目前处于敏感时期，企业更需注意自身行为规范。

17日下午，家乐福的中国网站一度被黑，有不明人士在该网站上贴出了抵制家乐福的诗歌。据报道，当日14时30分左右，家乐福中国主页出现“抵制家乐福”的口号。进入家乐福中国主页后，点击上方导航栏的“热门促销”，进入后，当时页面上方出现大片白色背景和黑色文字，以诗歌的形式号召中国消费者抵制家乐福。大体内容为：“如果你为了看到自己国家的火炬，而被警察扔催泪弹；如果桥上的巴黎人都向你扔垃圾；如果……你都没有反应，那我无语了。”下方促销内容仍然正常。15时10分左右，该背景消失，家乐福中国页面开始恢复正常。然而，18日上午，家乐福网站再度被“黑”，其官方网站一直无法打开。

16日，200多人在昆明南屏街家乐福店门口抗议，他们用巨幅的五星红旗堵住家乐福仅有的两个入口，并对每一个出入大门的市民表示鄙视。昆明家乐福门口,反对抵制的朱先生被抗议者推搡，并遭矿泉水瓶袭击。从18号开始，合肥、武汉、西安各地都有不同规模的到家乐福店抗议活动。抵制名单包括LVMH集团旗下的LV、迪奥、芬迪、娇兰、倩碧、Kenzo，丝芙兰化妆品卖场，以及轩尼诗等葡萄酒、香槟酒和干邑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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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家声明

16日，家乐福中国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国伟(ERIC LEGROS)发表《家乐福中国对近日出现的一些不实传闻的声明》称：作为一家在全球拥有员工50多万, 在超过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跨国企业，家乐福集团的宗旨是促进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家乐福集团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做任何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有关家乐福集团支持个别非法政治组织的传闻完全是无中生有和没有任何依据的。家乐福将保留对恶意制造和传播上述谣言的组织和个人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家乐福集团始终积极支持北京2008年奥运会，在中国和法国倡议组织了形式多样的支持北京奥运的活动。目前，家乐福北京的各家超市正在为迎接奥运会而积极筹备。同时, 作为北京市长国际企业家顾问单位，家乐福集团衷心祝愿北京2008年奥运会取得圆满成功，家乐福集团总裁和家乐福中国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将荣幸地亲临奥运会开幕式，成为这一历史时刻的见证者。

20日，法国家乐福集团总裁迪朗在法国《星期日报》接受专访时说，家乐福从未资助过“藏独”势力，他“最坚决”地否认所谓家乐福“资助达赖喇嘛”的传闻，这些传闻没有根据，家乐福集团从未直接或间接地向任何政治和宗教活动提供支持。迪朗表示，直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内消费者抵制家乐福超市还是“局部”现象，没有对家乐福在中国的营业额产生明显影响。不过，集团对目前形势也非常重视，家乐福每天平均有200万中国顾客光临，对一些顾客抵制活动不能轻率对待，应该理解大部分中国人的心情。

22日，迪朗又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呼吁抵制奥运会是别有用心的行为，家乐福将尽全力支持北京奥运会。迪朗说，奥运会之所以交给中国举办，就是让中国能够有机会展现其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他本人就是这些年来中国变化的见证人，也正是这些变化给家乐福带来了在中国13年来与合作伙伴的共同发展，因此，家乐福将全力支持北京奥运会，而且他本人也将前往北京参加奥运会开幕式。

对于目前中国一些城市发起关于抵制家乐福的呼吁，迪朗表示理解中国人民此时此刻的感情。他说：“很明显，4月7日奥运圣火经过巴黎时所发生的多起破坏事件是事情的起因，这令中国人民感到震怒，并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我希望人们现在能够平静下来，让奥运会最后的准备工作能在祥和的气氛中进行。因为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是有利于所有人的。”迪朗同时对家乐福集团新加坡分支机构向达赖喇嘛提供资金的传闻也予以否认。他表示，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谎言。家乐福集团及其分支机构没有向任何政治团体或宗教团体直接或间接地提供过任何帮助。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家乐福集团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将来也不会这么做。

另外，对于互联网上指责武汉一家家乐福商店在3月14日拉萨暴力事件后，在门前降半旗以示对“藏独”分子同情的事情，迪朗表示自己并不知情。他说，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过，他只能对此表示最强烈的谴责。他再次声明，家乐福作为一个商业集团，无论是在集团总部，还是其分支机构或某个商店，都不会参与别国的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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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反应

18日，新华网发表时评《办好自己的事就是最大的爱国》称：最近，达赖集团分裂国家、策划组织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破坏奥运火炬传递活动的行径，激起了举国上下的强烈义愤，激发了人们空前的爱国主义热情。我们要百倍珍惜这种激情，把对祖国深深的热爱，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搞好经济建设、办好北京奥运会的自觉行动。时评强调了“三要”：

——我们要集中精力办好北京奥运会。伴随着圣火的传递，北京奥运会正一步步临近。这是中华民族期盼已久的盛事，更是全世界人民共同期盼的盛事。在一体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办好奥运会，需要全世界人民共同参与。我们要以开放的意识和胸怀，和全世界人民一起，共襄盛举，办好北京奥运会。历史已经告诉世界：中华民族是重友谊、讲和谐的民族。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都有责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世界：中国张开双臂欢迎世界各国的友人，把出色的奥运会奉献给全世界。

——我们要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正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我国经济具有应对各种困难的强大动力与活力。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面对国内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中央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各地各部门都在下功夫把中央确定的各项政策措施真正落到实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科学发展”这篇文章做好，符合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

——我们要集中精力做好本职工作。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坚持正常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经济运行秩序，必须有一个有序的生产生活环境。这是我们搞建设、谋发展、办好奥运会的重要条件。落实到每个人的职责，就是要从自己做起、从本职做起，在自己的岗位上，用自己的本领，做好自己的事情。大家齐心协力做好本职工作，每个人的努力必将汇聚成对繁荣伟大祖国、振兴中华民族的贡献！让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就是当前最大的爱国。

21日，法国参议院议长克里斯蒂安·蓬斯莱率法国参议院各政党代表专程来上海看望两周前奥运火炬巴黎传递中受到袭击的中国残疾女运动员金晶，并带来法国总统萨科齐的亲笔慰问信，这一行人员民意机关的身份无疑是为了使这次探望和慰问披上厚重的民意色彩，传递出“两国人民要友好”的意味。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希望中法双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法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向前发展。新华社也发表评论说：“多元化的国际社会必定存在局部的分歧，在全球一体化的格局下，有些分歧和摩擦还会带来相当的不快，这一点我们坦然面对。由于局部的利益分歧而抵制普世性的价值共识，这无异于逆历史潮流而动。”

22日，中国商务部就“家乐福事件”表态：一是要求该企业为中国民众提供优质服务；二是欢迎该企业在事件后表态反对“藏独”、支持北京奥运，但是并未像中国外交部和新华社那样呼吁民众克制。商务部负责人表示：家乐福1995年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在华雇用4万多人，占全部员工的99％，年销售额近300亿元人民币，所销产品95％由中国制造。我们希望家乐福等外资企业全力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我们也注意到，近期法方政府和企业做出了一些有利于改善和维护双边关系的举动，家乐福等一些企业表态反对“藏独”，支持北京奥运会，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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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声音

对于这起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并借助现代网络传媒手段、以爱国、民族主义为主题的“自发抵制洋货”民众运动，社会各界反应不一，多数人的态度是：可以理解，但反应不理性，行为不可取，其结果只能是自己伤害自己。

有人经过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分析后提醒说：“西藏”和“奥运”只是西方国家绑架的两个“人质”或“幌子”，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西藏，也不是奥运，而是以此为要挟，要中国为他们的经济衰退买单。不买单：搞乱你，要死大家一起死。买单：坐下来谈，你答应我我就息事宁人！ 因此，抵制家乐福完全是无的放矢。中国政府的冷静是对的，死死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才是关键。经济如果一跨，那就什么都跨了。国民要冷静，要相互理解，不要给政府出难题。还是那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压倒一切的是稳定。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能预料到，我相信政府能从容应对。我们要支持政府打赢这场表面上看起来是舆论战，而事实上是经济的战争。

著名网络作家韩寒也发表文章，表示：“我觉得，抵制家乐福其实挺没有出息的。……去家乐福闹闹，挺没有腔调的。其他国家侮辱你，你在自己国家为难一个超市……这些行为都有点拿不出手，甚至是猥琐加惟恐天下不乱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怎么那么脆弱和表面呢?人家说你是暴民，你就把人家骂一通恨不能打一通，然后说，我们不是暴民。这就好比小明说你是笨蛋，你就对着小明女朋友的弟弟的狗举个大牌子，上面写，我不是笨蛋。这个讯息的确会反馈给小明，但小明依然觉得你是个笨蛋，就像你觉得自己很委屈，而小明其实更加笨一样。”

有网友反驳道：你说路易威登犯了错，而路易威登是家乐福的大股东，所以要抵制家乐福，那我引申一下：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世界第二，可以说是美国的大股东，那是不是说美国打了伊拉克战争，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朋友因此要抵制中国呢?

还有学者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引用西方著名学者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的话说：当人们聚集成一个群体时，一种降低他们智力的机制就会发生作用；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群体的情绪简单、夸张、易受暗示、轻信，所以不懂怀疑与不确定性；观念只有采取简单明了的形式，才能被群众接受，只有进入无意识领域，变成感情，才会产生影响。并从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由“文化民族主义”到“网络民族主义”的历史演化角度，认为“抵制家乐福经不起理性考验”，极端民族主义没有出路，未来之路只能是“宪政爱国主义”。

更有人从传播学角度分析说：在网络热点事件中，抵制家乐福这样基于“事”的热点事件，绝对没有“网络推手”，只有关键媒体在起推动作用；这次家乐福事件，真正有新意之处在于网络传播中，QQ群和MSN成为关键工具，尤其是前者。“QQ群”是个“小社区”，在其参与下，门户网站和大型社区类似航空母舰，产生“主要内容”；中小型网站和博客类似护卫舰，产生“补充内容”；QQ群类似舰载飞机，他们“飞”出去，专门负责“传播内容”。至于MSN，这次“红星爱中国”的行动能广泛传播，关键得益于前段时间MSN慈善签名活动的“预演”，由此启蒙了多数MSN用户使用签名来表达心情，否则它不可能会这么火。

研讨方向指示：

(1) 就有关社会认知的两种思维方式，能否谈谈在抵制家乐福事件中民众认知方面的成因?

(2) 人们将爱国激愤情绪发泄在一家跨国公司身上，使利用“归因理论”分析一下其形成的机理和原因?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群体知觉偏误?

(3) 能否从社会群体互动的角度综合分析一下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理是道非?

(4) 你能否站在家乐福组织行为管理的角度对事件进行合情入理的分析?

(5) 此事件涉及的背景、问题和因素十分复杂，请开放思路、认真分析，由此案例中你肯定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启迪或感悟，不是吗?

章末注释：


［1］
 本节讨论主要参阅了Ellio Aronson，Timothy D. Wilson，Robin M. Akert：《社会心理学》(第五版)，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年中译本。


［2］
 Heider，F. 1958：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New York:Wiley.


［3］
 Ellio Aronson，Timothy D. Wilson，Robin M. Akert：《社会心理学》(第五版)，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年中译本，第104页。


［4］
 转引自邱则奇《什么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页。


［5］
 见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中译本，第49页，第52~53页。


［6］
 见邱则奇《什么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213页。


［7］
 分别见：Tuckman,B. and Jensen,M. Stages of Small Group Development Revisited, Group and Oganization Studies, 1977,2,pp.419442;Gersick,C.Time and Transition in Work Teams: Toward a New Model of Group Developme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88,31,pp.9-41.


［8］
 分别参见：斯蒂芬·罗宾斯《组织行为学》(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1997年中译本，第231~232页；Tichy N.M.,Tushman,M.L. and Fombrun,C.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for Organiz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net Review,October1979,pp.507519；David Krackhardt and Jeffrey R. Hanson, Informal Networks:The Company Behind the Chart,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ulyAugust 1993,pp.104-111.


［9］
 Schachter，S., Ellerson,N.,Mcbride,D. and Gregory,D.: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Cohesiveness and Productivity,Human Relations,March 1951,pp.229-238.

第6章工作团队：从理念到建设

工作群体的绩效主要依赖于成员的个人贡献，而团队的绩效则基于每个人的不同角色和能力而尽力产生的乘数效应。

J.R.卡曾巴赫，D.K.史密斯

［《团队智慧》(1993)］[image: image]
 学习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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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了解现代组织变革中工作团队化的背景和意义，以及工作团队的基本类型和构成要素；

[image: image]
 重点掌握工作团队建设中角色搭配和技能整合的操作要领；

[image: image]
 深刻领会塑造团队精神及其对于打造高绩效卓越工作团队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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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架构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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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故事引导

在数字化、全球化、跨文化的多变环境中，团队成为越来越多组织首选的工作方式。美国《财富》杂志曾做过统计：在世界公司500强中，有80%以上的公司都在倡导团队工作方式。这里仅举一二。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施乐公司通过正式制度安排，如设立团队杰出奖，团队成员平分奖金等，确立了工作团队在企业经营中的核心地位。获奖标准规定：由2~12位施乐员工组成，所有成员都很清楚共同目标是什么，能并肩发明使用各种高质量、高效率的手段和流程，并能够实现团队目标。施乐总裁阿莱尔(Allaire)称：我们坚信团队协作的力量，施乐公司75%的员工都能够积极参与各种质量改进和解决问题的工作团队或项目小组。

星巴克公司的辉煌业绩，与其食品制作和服务人员的团队合作精神是分不开的。走进星巴克店面，人们看到店员工作状态就如同精心编排的芭蕾：精细制作咖啡饮品，及时给顾客上甜点，飞速记录菜单，礼貌回答顾客问题，相互协助帮衬……而且，店员如同舞台上的演员，显然也自我陶醉在快乐的工作艺术氛围之中。在星巴克公司的使命陈述中，“提供绝佳的工作环境并彼此尊重”是核心指导性原则之一，所有员工都必须接受星级技能培训，内容涉及：如何保持和提升他人尊严，如何倾听并表示认可，如何提问等等。此外，还通过优厚的薪水福利待遇、股权激励计划和畅通的沟通网络等方式，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在星巴克，所有员工都是公司的“合伙人”。

总之，未来组织工作方式将更加依赖于团队。那么，工作团队的意义究竟何在?工作团队通常都有哪些类型?其是如何形成的?怎样在组织中塑造卓越的团队精神?这些正是本章要讨论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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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推动下，全球一体化和经济知识化趋势日趋明显，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社会进步日新月异，文化冲突不断发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现代组织面临的外部社会经济环境以不确定性为常态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组织战略目标要随着这种变化因应情势及时加以调整。实际中，一些工商企业组织、政府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在其生命周期阶段上，也确实都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官僚危机”困局，提出了学习型组织变革的现实要求，工作团队化就成为现代组织横向扁平化新型组织结构下激励性工作设计的一个核心内容。这里，我们先简要讨论一下关于工作团队的意义、基本类型和构成要素。

6.1.1工作团队的意义

在组织中，成员可能由于命令链、层级关系、共同利益或友情等而组成一定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群体”(Group)。两个及以上相互依赖的个体组成正式的“工作群体”(Work Group)，如生产车间、行政办公室、销售门市部、研究开发处等，往往是由于工作性质相同或相似而被“放”在一起的，这样就形成了传统组织中以工作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纵向部门制结构。在被科层命令链串结和区格的部门中，群体成员聚合在一起互相帮助，可以共享资源和信息，这样会产生某种“规模效应”，可以使成员更“经济”或更有效地承担起共同的职能和责任。但是，在这样的工作群体中，成员不一定需要、有机会或能够参与须相互配合和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集体行动，因此，往往难以产生一种积极的协同效应或整合作用。

为了弥补纵向职能制部门的缺陷，近数十年来很多大型跨国公司，如GE、摩托罗拉、丰田等，都纷纷大刀阔斧地进行组织改革。其一般的做法和变革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先是借助跨职能的信息系统，或设置专职联络员或整合员，沿横向设置“事业”部，以叠加、改善原来的工作流程和结构(见图6-1B)；进而，围绕问题、项目或任务等组成“工作团队”(Work Team)，以彻底重组原来的工作流程和结构，从而增强组织横向联系和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应变能力(见图6-1C)。与传统纵向部门中的工作群体比较，工作团队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围绕特定问题、项目或任务等而组成的目标导向群体，需要有凝聚成员协作、协同或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并通过其成员的积极协作和共同努力，能够获得远大于个体成员绩效总和的整合绩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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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现代组织结构横向团队化演变趋势

关于工作团队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三个基本点：(一)明确的目标导向，工作团队是围绕特定问题、项目或任务等而组成的目标导向性群体；(二)恰当的角色搭配，团队成员在分工协作网络中各自担当一定的“角色”、独当一面承担责任；(三)认同的行为规范，成员能积极协作，按照认同的行为规范共同努力获得放大整合的绩效水平。工作团队化已成为现代组织变革的基本方向和趋势。工作团队的组建和运作具有灵活、快捷的组织优势，有利于组织更好地配置和整合其人力资源来应变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从而使组织能够在不增加人力资源存量的情况下大大提高组织绩效产出水平。

6.1.2工作团队的基本类型

工作团队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例如，一些工作团队是从一个组织或特定群体外部派入主要提供咨询监督意见的，如特别调查小组、项目委员会、审计监督团等；在组织中，大量的工作团队是身处一线，担当日常生产经营特定任务，以及负责组织某个方面职能或协同某几方面职能的管理任务。一般地，根据团队的组织目标、功能和有机程度，现代组织中的工作团队可分为“解决问题型团队”(Problemsolving Teams)、“自我管理型团队”(Selfmanaged Teams)和“综合功能型团队”(Crossfunctional Teams)三种基本类型。［1］
 此外，在现代通讯和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很多组织和组织间出现了一种叫做“网络虚拟型团队”(Virtual Teams)的新型工作团队。(如图6-2所示)

[image: image]


图6-2工作团队基本类型图示

解决问题型团队这是工作团队的初级形式。其成员有的是来自同一个部门，通常由5~12位职责范围部分重叠的员工及主管人员组成，更多的时候是由不同部门的代表组成，实际上是一种围绕某一特定问题、特别是跨部门问题而组成的任务组或临时工作委员会。他们或是每周用几个小时的时间来碰碰头，或是由某一事业部的专职整合员牵头形成较规范的研究合作小组，共同讨论研究诸如产品质量改善、生产效率提高或工作环境优化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全面质量管理曾一度成为西方企业管理时尚。全面质量管理运动中曾流行的一个响亮口号，就是：“没人完美，仅有团队”(Nobody’s perfect；only teams are)。很多著名企业，如、GE、惠普、福特、IBM、摩托罗拉等，在实施全面质量管理的过程中，都曾普遍推行一种叫做“质量圈”(Quality Circle)的工作群体，就属于这种类型的工作团队。质量圈一般由成10名员工和质量监督员组成，定期(如一周数次)会面，研究有关质量方面的问题，如发现问题可向管理层提出改进方案或建议。这种质量圈，当时主要是作为民主参与决策的方式，以及加强横向员工协作或部门间联系的重要途径来加以利用的，但已经具有不同于传统部门工作群体的团队特性。在这种工作团队中，成员可以就如何改进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互相交换看法或提供建议，但几乎没有独立权力根据这些建议单方面采取行动，因而在调动员工参与决策的积极性方面显然存在很大局限性。

自我管理型团队这是新兴横向型组织结构的基本工作单元，是一种具有真正独立自主权的工作团队，团队不仅要研究存在的问题，而且制定和执行解决问题的方案，并对工作结果承担全部责任。这种工作团队的基本特性，概括起来有三：(一)团队拥有完成整个工作任务所需的物质资源、信息资源和其他条件；(二)团队成员拥有互补的专业化技能和综合性技能，可以整合设计、生产和营销等方面的职能去完成团队目标和任务；(三)团队拥有自主决策权，独立进行目标规划、实施步骤、过程监控、绩效评估和外部协调等。团队可以挑选自己的组成成员，通常由10~15人组成，他们承担着以前由主管上司所承担的一些责任，如制定工作节奏、分派工作任务、安排工间休息以及在成员间相互进行绩效评估等。采取这样的团队运作方式，部门经理责任下放，员工具有很大的工作自主性和积极性。目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很多著名大公司、特别是高科技公司大都采用这种团队形式运作，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也有些企业采用团队管理，其结果却令人失望。

综合功能型团队这是一种不仅跨越纵向的职能部门而且跨越横向的事业部门组成的多功能综合型工作团队。其成员一般由来自同不同工作领域(职能部门或事业部门)的员工组成，以完成临时性的某项攻坚性任务为目标。这种工作团队是现代大型公司普遍采用的一种有效组织运作方式。它通过组织内(甚至组织之间)不同领域员工相互交流信息、互动学习，激发新观点，解决面临的特殊难题，协同攻克复杂的管理问题、研究课题和开发项目。一些世界著名的大型汽车制造公司，包括丰田、尼桑、本田、宝马、通用、福特、哥勒斯勒克里斯勒等，都曾采用多功能团队来协调完成复杂的项目，其他一些高科技公司也往往采取这种团队管理方式。当然，综合功能型团队在其形成的早期阶段，团队成员往往要用大量时间才能学会处理复杂多样的工作任务，尤其是要在那些文化背景不同、经历和观点各异的成员之间，建立起信任并能真正地协同合作，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耐心。

网络虚拟型团队这是在现代网络通讯技术支撑下形成的远距离协作完成知识创新性任务的新型工作团队。其基本特征是：(一)团队成员不需要面对面接触和交流，而是主要通过现代电子通讯技术和网络媒介，如电子邮件、网络聊天室、电视电话会议、传真、卫星传输和网站，进行远距离沟通并共享知识、数据和信息资源；(二)团队成员可以很广泛，可以跨部门、跨组织联络相关各界各领域人士，组成超大型具有综合功能的协作集团，进行科技、管理等多方面具有挑战性的知识创新任务；(三)团队运作具有高度的运作弹性和适应性，可以超越时空限制、组织边界和专业领域局限，根据快速变化的内外部环境条件，以临时契约、战略联盟和其他多种形式，灵活变换具体组织形态和运作方式。显然，实际中网络虚拟型工作团队的形成和有效运作，需要具备高科技物质基础平台，有特殊凝聚力的群体意识和合作精神，以及高水平的战略管理能力。

6.1.3工作团队构成要素

首先，工作团队要有明确的目标导向。团队要有一个大家共同追求的、有意义的目标，它能够为团队成员指引方向、提供推动力。成员通常会用大量时间和精力来讨论、修改和完善被大家普遍接受的共同愿景，并会把它转变成为具体的、可以衡量的、现实可行的绩效目标。通过互动讨论、形成并修改和完善一个在集体层次上和个人层次上都被大家接受的目的，并将之转变成为具体的、可以衡量的、现实可行的目标。目标决定了团队最终要达成的结果，但高绩效团队还需有领导和机构来提供具体行动方向和方式，决定诸如怎样安排工作日程、须开发什么技能、如何解决冲突以及怎样作出和修正决策等问题，确定各成员具体的工作任务内容，并使工作任务适应团队成员个人的技能水平，等等。在团队运作中，领导角色并不一定是组织正式任命的职位，而在更大程度上是每个成员都有责任担当的职责，每个团队成员都可以通过扮演不同角色在维持关系和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团队成员这种特殊“领导力”的形成和发展是工作团队建设的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其次，工作团队须有适当的人员搭配和角色分工。团队的规模一般不应太大，否则相互交流就会遇到障碍，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从而难以形成凝聚力、忠诚感和相互信赖关系并顺利开展高效率工作。在人员组成和有效配置上，一个工作团队需有不同技能类型的人互补：一要有技术专长者；二要具有解决问题和决策技能，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权衡各种建议，然后做出有效选择决策的成员；三要有若干善于倾听反馈意见、解决冲突及其他人际关系技能的协调人员。此外，人们的个性千差万别、各有不同，如何使成员的工作性质与个性特点相匹配，是工作团队构建的又一关键问题。团队成员不同于正式组织结构中的“岗位”或担任特定的“职务”，他们在团队中各自扮演一定的“角色”。 角色不是由工作合同、职务说明书或岗位规范明确规定的，而是根据各人的天赋爱好、技能特长自觉地经过磨合形成的，是在面对和挑战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以合作精神来处理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关于团队中成员所扮演的角色，一些组织行为学家各有不同角度的分析，我们将在下文专门讨论。选择团队成员的基本原则是要保证发挥个人优势，并使工作任务分配与团队成员偏好风格相匹配，使成员在集体层次和个人层次上都能为团队的目的、目标和行动方式承担责任，最大限度发挥互补性、专业化、信息共享及相互学习等正面效应。

其三，工作团队要有一套广泛认同并形成默契的行为规范。工作团队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搭便车效应”。在团队中，由于个人贡献往往无法直接衡量，个人可能会隐身于群体中而成为惰化的一员；高绩效团队必须通过恰当的绩效评价系统和行为规范约束，以及竞价选任、工作轮换、竞争机制及相互评判等制度安排，使其成员在集体层次和个人层次上都为团队目标的实现而承担责任，以最大限度发挥互补性、专业化、信息共享及相互学习等正面效应，同时最大限度地消除职责权益不清造成的搭便车倾向，并使工作团队的协同整合效应显著大于搭便车效应，从而获得高水平的团队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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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工作团队化是现代组织横向扁平化新型组织结构下激励性工作设计的核心内容。工作团队是一种具有明确目标导向、恰当角色搭配和默契行为规范的工作群体。其基本类型有三种，即解决问题型团队、自我管理型团队和综合功能型团队，而网络虚拟型团队，则是在现代通讯技术支撑下形成的一种新型工作团队。确定团队愿景和目标，物色、选拔团队成员并界定其角色，形成有效默契的行为规范，是构建工作团队的三项基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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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团队建设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做好相关成员的角色定位，并对其专业技能进行有效整合。围绕团队目标和任务，团队成员必须清楚其特定的角色定位，具备履行相应工作职责的胜任能力，做到各自角色与技能相互匹配，并与其他成员形成默契的技能整合和协作协同关系，这样建立起来的工作团队才是高水平、高绩效的。本节专门就此展开讨论。

6.2.1九种团队角色

关于工作团队中成员应该扮演那些角色，组织行为学家有不同的解说。按照美国圣迭戈州立大学的罗宾斯(Robbins，S.P.)、英国剑桥大学的贝尔宾(Belbin，M.)等学者的研究，团队成员大致有九种角色(见表6-1)。［2］


表6-1九种团队角色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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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新者，承担团队创造革新职能。基本特征是：不墨守成规，富有想像力和创新性，善于提出具有原创性的新观点、新概念和新思路；行为具有个人主义倾向；独立性较强，喜欢在宽松环境下自己安排工作日程并按照自己的方式、节奏进行工作。但是，容易脱离实际，忽视细节或规程，往往会由于过于专注自己的创意而陷于孤立。

(2) 传播者，承担团队探索倡导职能。基本特征是：性格外向，具有良好的沟通、谈判和外交本领；善于观察、把握新机会，乐意接受、支持和发展新思想；擅长通过宣传利用新创意激发他人热情，并在别人帮助下找到资源和办法实施之。但是，可能会过于乐观，一旦热情减退就会立马失去兴趣，不一定总有耐心和控制才能来使别人追随新事物。

(3) 主事者，承担团队支持维护职能。基本特征是：性格成熟，充满自信，具有较强的自我克制能力；往往处于“主事”的权威地位，对目标有清晰的感知、对做事的方式有强烈的信念，通常为其他人确定角色和划分工作边界；在支持团队内部成员的同时会积极地保护团队不受外来者的侵害，是增强团队的内聚力、稳定性的重要力量。但是，他们并不一定比其他队员更聪明或具有创造力，往往给人以操纵他人、只说不做的嫌疑。

(4) 挑战者，承担团队任务驱动职能。基本特征是：性格强悍，精力充沛；有进取精神，任务导向；不怕矛盾和冲突，喜欢设置挑战性目标并积极应对挑战，在压力环境下能够随机应变地处理紧急事务。但是，他们往往感情脆弱、易怒、急躁，自我中心主义，容易伤害他人情感、引发矛盾和冲突。

(5) 监控者，承担团队监测评价职能。基本特征是：性格内向，公正无私，办事谨慎沉稳；善于理性思维，有很高的战略眼光和分析技能，能够在决策中客观思考、权衡利弊、精确评估并做出明确判断；关心各种标准、规章制度的建立、完善和贯彻执行。但是，他们可能不热情、很冷漠，缺乏激发他人的能力，有时会因过分吹毛求疵而延误时机。

(6) 协调者，承担团队联络协调职能。基本特征是：性格温和，具有人际敏感性，他们是很好的听众和交际家；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善于通过社交化解人际矛盾和冲突，特别擅长协调缓解一对一式的人际关系；倾向于了解所有人的看法，是调查研究者和协调者，不喜欢走极端。而且尽力在所有团队成员之间建立起合作关系。但是，他们往往缺乏变革的勇气和动力，易受环境和他人影响，关键时刻往往优柔寡断。

(7) 执行者，担负团队任务实施职能。基本特征是：有自律精神，不管自己喜好与否都非常愿意做一切需要做的事情；经验知识丰富，工作勤奋、忠于职守，办事高效利落；擅长制定具体操作程序推进实施，往往会在实际工作中有条不紊地设定目标、制定计划、调动资源和组织人力，建立起种种规章制度以保证按时完成任务。但是，他们往往缺乏弹性和灵活性，趋于保守，对新事物反应迟钝、接受慢，甚至会有反感变化、反对变革的倾向。

(8) 完善者，承担团队总结核查职能。基本特征是：焦虑内向，勤勤恳恳、尽职尽责；特别关心活动成果，着眼点主要在于按时完成任务以保证所有的承诺都能兑现，以自己工作或生产成果合乎标准引以为荣；有完美主义倾向，善于核查细节，并保证避免出现任何差错。但是，往往有杞人忧天、事必躬亲、吹毛求疵的行为倾向。

(9) 专业者，承担团队专业拓展职能。基本特征是：目标专注单一，追求自我实现，喜欢独立自主；属于特定领域的行家里手，专注于获得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在专业领域充满激情和奉献精神。但是，他们缺乏宏观思维和全局意识，对自己专业领域以外的事情不感兴趣。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九种角色的提出和界定是高度抽象的，只能将之作为理论参照系来使用，且不可将它作为算命星座预言之类的呓语，教条地、机械地去框定实践情景，以为实际中恰好就有一个九个人组成的完美团队。事实上，有研究表明，九个人的团队并不是理想的团队规模，一个有效的团队所需要的人数要少于九个人(有人认为六个最合适)；很多人都不可能完全吻合某种理论角色定位，往往只是同时兼具几种角色特点，而非常擅长和愿意承担其中两、三种角色。

从内外部关系角度看，九种角色中也是有侧重和分工的。创新者、传播者、主事者和挑战者主要关注外面的世界，而执行者、监控者、协调者、完善者和专业者则主要关注内部的情况。大多数人倾向于这两类之一，要么外向要么内倾；在同类中可以兼扮两、三种不同角色，例如，有些创新者也可能同时是传播者，一些执行者同时也可能是称职的监控者和完善者，等等。一般来说，一个团队至少要同时具有外向和内倾两类角色，而有些角色可能不是必有的或不必要有的。例如，智囊性团队可能不需要完善者，微型团队可能不需要协调者，对于事务性团队来说也许创新者和传播者就是多余的角色，许多团队不需要专业者，等等。

6.2.2个性心理测验

一个人究竟适合担任什么角色，可以通过个性心理测验、无领导小组讨论及其他方式进行测试鉴别。在工作团队组建时，可以根据个人个性特征和角色优势来选择团队成员，并使工作任务分配与团队成员偏好风格相匹配。这里对个性心理测验及其相关方法作简要介绍。

所谓“个性”(Personality)，又称作“人格”，是指个体所具有的稳定性心理特征，如品质、气质、态度、情绪、兴趣等。个性测试的方法一般有两类，即个性投射测验和个性问卷量表。个性投射测验，是在应试者并不知悉测验目的的情况下，由测试者向应试者提供一个刺激情景即所谓投射物，如一个图画或图片或某种实物等，要求应试者进行即兴反应或想象作业，使之不自觉地会将自己的情感、愿望、态度或思想等个性投射出来。常用的心理个性投射测验有罗夏墨迹测验、主题统觉测验等。

个性问卷量表，通常是把有关个性特征的一系列问题以是非式、选择式或等级排序式的形式编制成量表，由求职者自陈答卷，最后评出分值以判断个性特征。由于人的心理个性内涵丰富、具有多维规定性，个性问卷量表可以是侧重于测量个性中某一方面的单一性量表，如情商(EQ)量表、兴趣量表、态度量表等；也可以是测量个性多方面的综合性量表，如著名的“卡特尔16种人格特征问卷量表”(Catell 16 Personality Factor Test)，可以测试16种基本人格特征。关于个性心理测量有很多方法，这里主要介绍一种与团队角色匹配密切相关的DISC个性测验方法。［3］


DISC测验通过设计24组描述个性特征的形容词，要求应试者凭借第一感觉从每组四个形容词中选出最适合的和最不适合的，着重测试其“支配性”(D)、“影响性”(I)、“稳定性”(S)和“服从性”(C)等四种与团队绩效有关的人格特征，其特点是：测验费时少，简便易行，使用范围广，有比较完善的解释体系。DISC个性测验主要从四个维度对人格特征进行定义(见表6-2)。除一般描述外，每个维度都分别从对团队的贡献、理想的环境条件、压力下的倾向和可能的缺陷等四个方面加以定义：高D的情绪特征为愤怒；高I的情绪特征是乐观；高S的情绪特征是冷静(非情绪化)；高C的情绪特征是恐惧。

表6-2DISC个性测验四维度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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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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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DISC测验报告样式

DISC个性测验题一般要求被测试者在每一组中选择一个最接近或最适合和一个最不接近或最不适合的词，用“√”标在后面相应的括号中，并说明这不是关于好坏或应该如何的评价，而是对自己的客观描述。24组词是相互独立的，每一组都要回答，不要有遗漏。测验时，采取纸笔或电脑做答均可，不限制时间，整个测验大约需要10分钟左右，基本操作要求是：依据预定测试人数选择适宜的测试地点，应试环境应安静整洁，无干扰，采光良好；准备好测试所用材料；应试者入场后要宣布注意事项；答完后检查核实回收试卷。最后给出被测试者“个性测验结果报告”，其基本样式见图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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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九型人格”图

这里值得提及并特别讨论的是，与上述团队的九种角色大致相对应，心理学家从古老的禅宗、天主教、犹太教等宗教文化传统中发展出了一套“九型人格”(Enneagram)测验理论和方法。［4］
 从词源意义上看，“九型人格”的英文Enneagram，来自于希腊词汇“九”(Ennea)和“尖角”(Grammos)的组合，其基本含义就是用数学上的“三元”(Trinity)与音乐上“七律”(Law of Seven)组合的九角星图，来直观表达人类性格的九种基本类型。“三元”代表着事物生发的三种基本力量，如天主教中的圣父、圣子、圣灵，印度教中的创造神(Brahma)、保护神(Vishnu)、生殖和毁灭神(Siva)，也代表人类智慧中的本能、情感和精神三种力量；“七律”代表现实世界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如音乐中的Do、Re、Mi、Fa、So、La、Si。三、七耦合生成九角分割图，代表九种基本个性类型(见图6-4)。

(1) 完美型：完美主义者(The Perfectionist)。对自己和他人都有极高的要求，相信总有一种正确的方法，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自认为总比别人强；因怕犯错而往往犹豫不决、推迟行动，经常使用的词语是“应该”或“必须”之类。此类个性的人如果能够进入高层心境，往往可以成为非常睿智的精神偶像。

(2) 助人型：给予者(The Giver)。要求获得他人的好感和认同，希望成为他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此获得被爱、被欣赏的感觉；愿意时刻满足他人的需要，具有很强的自控力以及在不同朋友面前展现多样自我的能力，往往引人注目，具有很强吸引力。其正面表现是乐于助人、富有同情心。

(3) 成就型：实干者(The Performer)。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和成就来获得他人的尊敬，乐于接受竞争挑战、追求成就感，总把自己想象成胜利者并拥有相当的社会地位，注重外表形象、精心打扮，往往把真正的自我与工作角色混为一谈，看上去常常比实际上更为出色。此类个性的人进化后能够成为有效领导者、优秀组织者、成功团队领军人或能干的推销员。

(4) 自我型：悲情浪漫者(The Tragic Romantic)。被不切实的幻想所吸引，其理想状态从来不是此时此地，性格内向、忧伤、敏感，具有艺术气质，往往会因失去朋友或痴心恋者而伤感。此类个性的正面表现是富有精神创造力，热衷于美好事物和充满激情的生活。

(5) 思考型：观察者(The Observer)。总是在情感上与他人保持距离，注重自我隐私保护，不愿意被牵涉到别人的生活中去，宁愿孤立也不愿参与，对自己的义务和他人的需要感到厌倦，喜欢将责任与义务分开，不愿与他人分享和体验情感。此类个性如果正面发展可以成为优秀决策制定者、学院派学者和洁身自好的休闲者。

(6) 忠诚型：怀疑论者(The Devil’s Advocate)。用怀疑的目光看待一切，因怀疑而害怕而疲惫，用思考代替行动，遇事怕受伤害而犹豫不决，愿意自我牺牲且很忠诚，有反独裁倾向。此类个性者正向发展后可能成为团队中为理想和组织目标而工作的好成员、忠诚的战士和朋友。

(7) 欢乐型：享乐主义者(The Epicure)。始终保持童真，渴望永葆青春，只求一知半解、蜻蜓点水、虎头蛇尾、半途而废，感情肤浅易变，爱冒险、喜美味，不愿做承诺、负责任，喜欢热闹气氛、前呼后拥的场面。此个性者进化后可以成为高谈阔论的理论家、优秀的业务总管和多才多艺的人。

(8) 领袖型：保护者(The Boss)。有很强的保护能力，积极好斗、喜欢挑战、主动负责。自控能力不强、倾向显示自己，吃硬不吃软，富有攻击性，往往暴饮暴食、自由放纵。此类个性者可以正面发展成为英雄式领袖人物、强有力的支持者或助手。

(9) 和平型：调停者(The Mediator)。充满自我矛盾，愿意为他人而放弃自己，为日常琐事而忙碌，瞻前顾后地总是想兼顾各方面利益，为人亲善、具有很强的人际敏感性。此类个性经正面引导能够成为优秀的调解员、顾问、谈判者。

在九角星图中，3-6-9号角代表的是核心个性，其两翼的邻角代表的是核心个性外化和内化变异的结果。例如3号及其两翼2号和4号所代表的精神特征都是富有想象力，其情感特征都是基于自我感觉；6号及其两翼7号和5号所代表的精神特征都是多疑妄想，其情感特征都是基础出现畏惧心理；9号及其两翼8号和1号所代表的精神特征都是有忘我倾向，其情感特征都是易于发脾气。前者(2、7、8号)是核心个性的外化，后者(4、5、1号)是核心个性的内化。每个个性都由日常状态、行动状态和安全状态三个方面构成，在图中，每个角代表的个性是日常状态下的自我“常态”类型，其行动(受压力)状态下的个性是箭头指向角所代表的个性，而安全(毫无压力)状态下的个性则是尖头来源角所代表的个性。如，5号观察者，在压力下就会向7号享乐主义者发展，在安全状态下就会向8号保护者发展。

人类拥有理性、情感和本能三种智慧。在九角星图中，三种智慧的分布是不均衡等的，其大致表现是：位居顶部的三个角，即8号、9号、1号所代表的个性，相对来说本能感觉较为敏锐；位于右面的三个角，即2号、3号、4号所代表大的个性，相对来说情感知觉较为敏锐；位于左面的三个角，即5号、6号、7号所代表的个性，相对来说理性思维较为敏锐。其中，每一种个性都有像自己相邻角个性发展的可能，而且在压力和安全状态下还会发展成另一种个性。因此，即使通常认为不同的个性，也会在九角星图中的某个位置找到结合点，从而就结合点的一些共同点产生共鸣。总之，借助“九型人格”图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人所具有的不同个性特点及特定压力和安全状态下的发展方向，在进行团队组建时尽量做到成员个性与角色相匹配。关于九型人格的简易测试量表，读者可进一步参见章末“自我测试练习”栏目。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心理个性测试，一般应由心理学专家主持和实施，心理测试量表和测验工具、特别是反映众多样本共性特征值的所谓“常模”指针的设计及其标准化，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和反复检验，而不断地修正完善，否则很难收到应有效果。

6.2.3个性与角色相匹配

关于团队建设中成员个性与角色匹配问题，有组织行为学家认为，一个有效团队的组建需要具备如下六个基本条件：1)有一位符合“主事者”角色特征的负责人；2)需要有一位(最好不要多于一位)担任“创新者”的角色；3)团队成员心智分布较为宽泛、合理，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足够聪明的和多个不太聪明的，要有一个合理的搭配和分布状态；4)个性分布最好覆盖较多的团队角色，以便成员有机会选择和担当自己能够和愿意担任的角色；5)团队成员个性特征与其责任之间要有很好的匹配；6)团队自身具有自动识别及调整处理团队角色不均衡问题的能力。［5］


当然，要特别注意从动态上把握团队角色均衡。在项目或任务推进的不同阶段，各种角色的权重和作用是有差异的。在早期阶段，创新者、传播者和监控者可能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个好的主事者将会成为团队领导角色；在中期阶段，专业者、执行者和协调者的角色举足轻重，而当遇到困难时挑战者则起着关键作用；而到后期阶段，完善者对于任务的最终圆满完成关系重大。有时，随着任务的推进，一些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角色，往往已无用武之地甚至变成负担或障碍；这时明智的做法是，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导并集中到下一个新的团队目标或运作周期上，使得他们不仅不会对目前工作造成影响，而且能够保证团队运作连续不断地进行下去。

此外，团队角色技能整合状态还受环境、任务性质和项目规模大小等多种因素影响，应该因应情景权变处理。有些团队所处外部环境较为稳定、任务性质属于持续经营性业务，这样的情况下，其团队角色技能搭配可能长期保持不变，调整和均衡角色的问题就没有那么突出；而一些在外部环境变化剧烈的情况下运作的团队，或者项目规模巨大、工作任务需要在竞争压力下快速反应和变动的团队，其角色技能分布弹性和因应情景调整余地的大小就事关重大。

在团队组建中，如果发生团队角色不匹配和不均衡的情况，可以采取如下办法来加以调整和纠正：

——通过在两个或多个成员之间调换工作使他们担负更好的角色；

——将任务重组以使工作性质与角色特点相匹配；

——将角色相互冲突的团队成员隔离开来，或者增设具有在二者之间起桥梁或调和作用的角色；

——如果团队改组，在团队之间交换成员或重组团队；

——吸收所需要的新成员；

——通过学习训练项目开发团队成员的潜在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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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6-1：经典演义

西游取经团队成员的角色搭配

唐僧师徒的取经班子，在工作团队角色搭配方面，可以说是完美无缺、天衣无缝。

唐僧，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其个性优点是：境界高远、意志坚定，追求事业、坚持原则，行为得体、注意分寸；但缺点是：慢慢吞吞、优柔寡断，注重程序、官僚倾向，过于刻板、近于自虐。唐僧是取经团队的队长，属于任务主导者，负责领导决策工作。他学贯中西，具有很高的佛家道德思想修养和缜密的业务理论造诣，有执着追求真善美的坚强意志，由这样的人物承担团队领导角色自然是再合适不过了。

孙悟空，是一个效率主义者。其个性优点是：注重效率、办事果敢，专业精湛、本领高强，善于应变、喜欢创新。但缺点是：态度粗暴、轻率浮躁，自负傲慢、惟我独尊，目光短浅、容易冒进。孙悟空属于团队的技术专长者，作为业务骨干，承担创新性、挑战性工作。孙悟空头脑灵活(悟性好)、业务技能高超，有火眼金睛，会七十二变，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可见他具有很强的应变力、创新力和执行力，整个工作团队离开这样的角色可就一点玩不转了。

猪八戒，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其个性优点是：注重实际、乐观知足，想象丰富、合作心强，为人坦诚、心直口快。但缺点是：自私自利、贪财爱色，干事毛糙、浅尝辄止，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猪八戒属于团队的沟通协调者，担任的是信息监控职能，维持推动团队运作。他讲求实际，活泼热情、爱说爱笑，懂得如何将工作与生活有机结合在一起，也喜欢监督别人、打小报告，一个工作团队少了这样的主儿，可能就会变得死气沉沉、没有“生气”(生活气息)。

沙和尚，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其个性优点是：谨慎持重、镇定自若，脚踏实地、办事稳妥，冷静耐心、为人和蔼。但缺点是：缺乏进取、唯唯诺诺，逃避矛盾、回避冲突，听天由命、得过且过。沙和尚是团队的合作平衡者，他为人和善，头脑冷静、循规蹈矩，在团队众起着平衡关系、化解矛盾、缓解冲突的作用。

此外，白龙马也是取经团队的一个重要成员，他集给予者、实干者、保护者和观察者等个性特点于一身，在正常状态下属于默默无闻的具体办事者角色，承担着日常搭载行李和唐僧的事务性工作，不遇到紧急情况从不说话，像一个无名英雄一样任劳任怨、踏实肯干，但遇到关键危机他也能够挺身而出，出谋划策、表现不凡。

总之，取经工作团队一行五位，性格各异、角色互补，团队规模适中、结构合理，总体看来个性与角色搭配等可谓至善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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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工作团队建设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成员的角色定位及技能整合。一般认为，有九种基本角色，一个人究竟适合担任什么角色，可以通过DISC个性量表和“九型人格”星图进行测试鉴别。在工作团队组建时，可以根据个人个性特征和角色优势来选择团队成员，并使工作任务分配与团队成员偏好风格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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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优秀而卓越的工作团队，总体来说定是“价值导向”的。这种团队的共同点就是：拥有一个大家共同追求的、有意义的目标，它能够为团队成员指引方向、提供推动力，让团队成员愿意为之贡献力量；在团队成员之间形成相互高度信任，彼此相信和认可各自的人格正直、个性特点及工作能力；卓越工作团队具有高度凝聚力，所有成员能够在工作中彼此达成“灵犀之通”般的精神默契，为团队目标而高效通力合作奋斗。概括地说，塑造“团队精神”是打造和建设卓越工作团队的核心。

6.3.1以愿景目标为导向

卓越工作团队必然是目标导向的。这里所说的目标，是全体成员基于共同目的所做的承诺，它不是外在强加的，而是内在激发的，是由团队成员共同的信念和一致价值观生发出来的事业愿景。卓越工作团队成员要有卓越的能力，更要有“志存高远”，有高境界的理想追求，还要有“共同干一番大事业”的激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每个成员哪怕“来自五湖四海”、各自“身怀绝技”，但都清楚地知道相互依赖、协同合作的重要性，并清楚必须彼此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才能圆满完成。

卓越工作团队要有基本奋斗目标，它是基于核心价值观和使命形成的“共同愿景”。首先，团队要立足成员共有的“核心价值观”，它是由团队成员在奋发实践中借助理性思考、特别是内省自悟出来的一种“主观信念”，是一种关于团队所承担“社会责任”的深刻认识，是指导团队成员应该如何行为的基本准则。其次，基于核心价值观要进一步“由外向内”思考，明确工作团队的“使命”，即从团队在组织中的社会功能或作用来反向审视：一个团队为什么而成立，其在组织中所应承担的责任是什么。进一步说，使命是指：在工作团队存续期间，基于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所有成员应该始终固守并追求卓越的事业究竟是什么?对它进行清晰陈述和说明就形成“共同愿景”。所谓“愿景”，就是所有成员都真正心之所向的事业目标，是实现团队使命的基本方针和行动纲领；同时，“愿景”要真正是“共同”的，即“我愿中有你，你愿中有我”，就必须经过全体成员的充分讨论和互动协商的办法，最后达成一致，并利用简洁、可验证的、可行性的、令人鼓舞并激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语言陈述出来。最后，卓越工作团队还要将“共同愿景”有效转化为具体的、可以衡量的、具有现实可行性的绩效目标，并通过领导协调和分工结构来“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

以目标为导向，其核心是建立共同愿景，即汇集个人愿景，塑造整体图景，最终达到全体成员“我愿中有你，你愿中有我”的境界。建立共同愿景的策略，可以有五个可能的出发点，应该首先评估你的现实状况，而后循序渐进地逐步推开。［6］


(1) 告知阶段：“我们一定得这么做，这是我们的愿景。假如这个愿景不能打动你，那么请你最好重新考虑你在公司的前途。”有研究表明，当人们被“告知”时只能记住其中25%的信息；如果共同愿景是被“告知”的，人们或许可以遵照执行，但真心奉献者肯定寥寥无几。精通“告知”的小窍门：

——表达方式要直接、清晰，且要前后一致；

——要如实描述公司现况；

——清楚说明哪些事情可以妥协，哪些事情不容置疑；

——要适度描述细节。

(2) 推销阶段：“我们已经有了最好的答案，现在，关键就要看能不能说服你们了。”回答可能是，但仅此而已，要想得到更深层次的承诺就要进入下一个阶段；如果不是，你除了向前走外，还可以退回到前一阶段。推销的“窍门”有：

——随时保持反馈渠道的畅通；

——帮助员工自发地投入，而不要操纵他们；

——加强同员工的人际关系；

——不要只顾勾画愿景，而要将重心放在愿景带来的好处上；

——要注意在措辞上不要以“我”的意志代表和强加到“我们”身上。

(3) 测试阶段：“这个愿景的哪部分打动你，而你对哪些部分不以为然。”其局限性在于，员工的想法是很难通过测试方式表达完全的。你可以采取以下技巧进行测试：

——要详细描述愿景的细节以提高反馈质量；

——不要在问卷上面设陷阱、玩把戏；

——将问卷调查与面谈访问相结合；

——想办法测试员工的利益、动机和能力。

(4) 商谈阶段：“我们的共同愿景中有哪些是组织成员提出来的?” 其局限性在于，最初提议是自上而下地形成的，而不是多种愿景自主有机整合的。可以采取如下措施改进商谈：

——运用“串联”的工作流程收集资料；

——注意不要扭曲信息；

——收集并公开发布讨论结果；

——不要同时进行“告知”和“商谈”两项策略。

(5) 共同创造阶段：“大家一起来创造共同向往的未来。”基本步骤和策略包括：

——从反思和描绘个人愿景着手；

——平等对待每一个团队成员，千万不要伤害任何员工的感情；

——寻求相互合作，不强硬追求一致意见，求同存异；

——鼓励团队成员休戚与共，能够从大局着眼考虑问题；

——避免片面地依赖“抽样”的工作方式；

——每个人只能代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期望和培养彼此尊重的观念；

——必要时可以考虑采用“过渡愿景”来鼓舞士气；

——不要只满足于愿景宣言，而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深度汇谈上；

——切忌脱离实际、纸上谈兵地创造共同愿景。

6.3.2培养成员相互信任精神

卓越工作团队成员之间有高度的信任感。信任是建立在团队成员相互之间了解的基础上，这须要通过有组织的相互探询来共同剖析问题，进行基于共同意义的集体思考，并建立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其一般步骤和要领如下：

(1) 积极参与，即在宽松的环境中邀请相关成员自愿参与，而不是按照行政系统或组织要求来开会；

(2) 建设性聆听，即在倾听时注意内心深处培养更深层次的沉默，使听者的大脑反应慢下来，以适应耳朵的自然速度(有必要的话可以戴上眼罩聆听)，并且自我超越的状态下能够听出来对方的言外之意；

(3) 明示假设条件，即将每个人各自的假设“悬挂”在面前，以便接受大家的审视和探询，将分歧作为学习的机会；

(4) 自由畅谈，即不要制定议事日程，不要进行一对一式的发言，所有参与者要视彼此为工作伙伴，要围绕一个中心位置和焦点问题进行集体自由交谈，必要时可由经验丰富者进行辅导。

从个人角度来看，要取得其他成员的信任，必须有正直、坦诚和忠实的基本人格素质，还要有基本的人际敏感性和沟通能力，此外，敏锐的判断力、开放的心智模式、持续稳定的行为倾向，也是优秀团队成员必不可少的。对此，有学者提出信任五个基本维度，即：正直(Integrity)，即诚实、可信赖；能力(Competence)，即具有技术性、人际性知识和技能；一贯(Consistency)，即行为具有可靠性、可预测性以及应对局势的良好判断力；忠厚(Loyalty)，即愿意为他人维持和保护面子；开放(Openness)，即愿意自由地分享想法和信息。［7］
 归纳起来，一个人要培养信任感，须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素质修炼，即自我超越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和心智模式转换能力。

从外在的组织环境来看，要使团队成员相互之间保持高度信任，必须营造“坦诚”的组织氛围。组织领导和团队领袖应该通过有效措施，建立宽松和谐的人际关系，创造彼此坦诚、相互信赖的人文气氛，成员之间可在公开场合与诚恳氛围中进行交流沟通，相互尊重，鼓励公开表达各自的想法、意见，共同探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在团队中，人们把矛盾冲突看作是工作互动过程的正常现象，而且是获得新点子与创意的基本途径和方式，遇到矛盾和问题时具有较强的自我控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建设性地快速化解矛盾和冲突并达成解决问题的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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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6-2：精英感言

韦尔奇论坦诚

我一直都是“坦诚”强有力拥护者。实际上，这个话题我在GE整整宣讲了20年。但是，直到从GE退休，我才意识到自己低估了“坦诚精神”的罕见程度。事实上，我甚至想宣称，缺乏坦诚是商业生活中最卑劣的秘密。

我这里所说的“缺乏坦诚”，并不是指那种恶意的欺诈，而是指有太多的人、在太多的时候不能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们不愿意直接了当同你交流，或无所顾忌地发表意见，以激起正直的争论；相反，他们把自己的意见保留起来让你更舒服，甚至粉饰坏消息以维护自己的体面。所有这些都是缺乏坦诚的表现，其影响绝对是毁灭性的。

坦诚通过如下三条途径引导企业走向成功：首要的一点是，坦诚将把更多的人吸引到对话中；其次，坦诚可以推动速度加快；最后，坦诚可以节约成本，而且是节约大量成本。但是，缺乏坦诚的行为却渗透到了商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缺乏坦诚精神会从根本上扼杀敏锐创意、阻挠快速行动、妨碍优秀的人们贡献自己的所有才华。它简直是一个杀手。

坦诚会使人感到紧张。但是当你探索坦诚的含义时，你实际上是在设法了解人类的本质。实际情况就是如此。从儿童时代起，我们每个人就开始学得世故起来了，我们要知道任何掩饰不好的消息，在令人尴尬的场面目前装得若无其事。最终，你会认识到人们之所以不说出自己的想法，是因为这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方便。可是，我们并没有想到，缺乏坦诚其实是最糟糕的得罪人的做法。如果为了拍别人的马屁而不坦诚做人，那将毁灭彼此的诚信，而且将由此把整个社会都腐蚀掉。没有了坦诚之后，人人都可以保住面子，组织则笨拙地向前发展。

坦诚精神虽然是取胜的关键因素，但要给任何一个组织或团队灌输这种精神，无论该组织的规模如何，都是一项艰难而费时的工作。说艰难，是因为你要同人类的本性做斗争，同公司里最根深蒂固的传统做斗争；说费时，是因为需要年复一年地坚持下去。是的，我们都要承认，坦诚精神与人的本性存在冲突。但日常管理准则哪一条又都是完全顺应人性的呢?

我的老板们经常告诉我不要过分直率。我被归如粗暴无理的类型，总有人警告我，坦诚直率很快就会妨碍自己的事业。现在，我在GE的生涯结束了，但要告诉你，是坦诚精神帮助GE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是这种精神把更多的人、更多的声音、更多的活力吸引到了GE的事业中来。

资料来源：杰克·韦尔奇《赢》，中信出版社2005年中译本，第15~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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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凝聚团队精神

团队精神是组织成员团队成员共同价值观和理想信念的集中体现，其一般表现为这样一系列“精神状态”，诸如：高昂的士气，默契的合作意识和协作关系，富有应变力和创造力，以及对团队具有强烈的归属感、荣誉感和主人翁责任感。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每个成员能够得到有效的激励去开发和利用自己的技能，并以自己的独特的优势和互补性的技能，积极、主动、创造性地为实现团队目标而努力工作。当然，团队精神的凝练和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形成和发展要经历准备、困扰、成型、行动、强化等一系列不同阶段的修炼。在各个阶段上，团队精神凝练的目标和重点会有所不同。

(1) 启动。在开始阶段，成员之间从互相打量、猜测、置疑到熟悉，寻找自己在团队中的相对位置。这时团队精神建设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营造良好环境，创造沟通机会，激发员工兴趣，论证团队建设可行性，制定目标和方案。

(2) 激发。进入困扰阶段，人们初步了解，个性开始显露，领导核心和团队雏形逐渐形成，人们尚缺乏积极主动、专注投入精神。这时，团队建设工作应重点放在树立共同价值观，建立多元化的沟通渠道，做到信息共享，鼓励成员参与团队决策与管理等方面。

(3) 整合。到了团队成型阶段，员工态度和情感开始交融，彼此认识到自己和他人的长处和局限性，各成员优长和贡献真正显露，在工作实践中开始相互学习、总结并吸取经验教训。这时应加强领导，培养成员沟通技巧，培样提高解决问题能力，形成自我约束机制和合作规则。

(4) 默契。成型阶段后进入具体行动阶段，成员彼此达成共识，形成默契的分工合作关系，建立起有效解决问题的的工作程序，自我约束、技能互补、团结合作、步调一致的团队精神正式形成。这个阶段，企业应明确团队目标，强化协作，做好授权，开好团队工作会议，注意团队间的协同。

(5) 凝聚。最后是强化升华阶段，团队目标明确，成员具有高度的组织归属感和责任感，充分信任，信息沟通，密切合作，遵循规范，开展创造性的工作。这样，最终建立起相互信任、志同道合、积极进取、高雅情趣、敬业奉献、精诚合作的团队精神。

当年，著名经理人吴士宏初入中国微软时，发现眼前竟是一个问题成堆的公司，而并不是一个团结高效的团队。这恐怕也是很多刚上任的管理者经常要面对的问题。专栏6-3是吴女士当初在微弱软中国公司亲自参与组织的一次团队建设活动的自述，对于我们这里所描述的团队精神凝练过程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注解，读来很有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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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6-3：经理亲历

微软中国公司管理团队建设纪实

吴士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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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奏与缘起

1998年2月，我出任微软中国公司总经理一职，负责中国业务。进入11月，我终于“凑”起来新的经理班子。其中一些是刚从外面请来的IT精英人物，有几位是从内部刚刚提拔到新的位置，还有几位是在微软中国公司服务了几年的，像华东、华南的分公司经理，财务和人事经理，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本地人。

但是，我的班子还远远没有成型，每个人向她负责，但彼此之间还没有默契。新来的，对微软的学习还没入门；新提拔的，需要建立威信。不错，这些人大多数都很优秀，有激情，有理想(共同的理想)，但是一群优秀的个人凑在一起简单相加，只有很小可能性能自然成为一个团队；因为优秀的人往往都有鲜明的个性和主见，反而往往容易产生更多的摩擦和矛盾。

我要把大家迅速“粘合”成一个团队。我注意花更多的时间把大家聚在一起，经常的聚会时间是晚餐时间，确切地说是“夜宵”时间，人人都加班，到精疲力竭时就呼啸一声去吃饭。每到晚上我早就累得根本吃不下什么，但从不想错过和大家聚会，哪怕有时“大家”只能聚起两三个人。这样做的好处是浅显直接的，能让大家尽快彼此认识、熟悉，并对各部分业务经常性地有所沟通，从而能有更多的配合，而不总是单组作战。但是离真正的“团队”距离还很远。暗暗急躁，如何尽快跨越这个距离。

这时，乔治提出一个建议，把我的队伍集中起来做一次“团队建设”(Team　Building)。“团队建设”?正合我意！但是对他的具体建议，我很不以为然了：为什么要从美国请一位顾问来?我可不愿意浪费我和经理们宝贵的时间去陪什么老外玩儿，还是个从未来过中国、对中国一无所知的老外，对我的团队能有什么“建设”作用?我见过许多这类的顾问，也参加过不少次Team　Building，那对于帮助比较成熟的团队提高团队修养能有些作用，我现在需要的是尽快把我的班子用急火淬成铁板一块的团队，距离能侈谈“修养”的阶段还早着呢。

我委婉地向乔治表达“有专业的顾问当然很好，但是所有经理聚起来两天实在是非常不容易，我想尽量紧凑有效地利用这段时间……”，乔治很容易听出来我的实际意思是“用外面的顾问是浪费时间，没用！”但是，他还是坚持“建议”这样做，我也就同意了。乔治在过去几个月里跟着干着急又使不上劲，我一直忙着也没顾上经常汇报请示，现在他兴致勃勃提出建议是好意想帮忙，我怎么也不能再拂他的面子，但心里还是不怎么乐意。不管怎么说，能把大家聚到一起“建设”一下感情联系也是好的。我没有太高的期望也没多管，就由乔治和那个顾问去商量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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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莫师傅”当教练

为了这次“团队建设”，公司特意从美国请来一位名叫斯蒂夫·莫尔的顾问，后来我们给他起了个很有意思的中文名字:“莫师傅”。训练之前，我对他说了我的期望:两天后，每一个人的态度完全积极、坦诚，相互支持，并能拿出具体可行的计划。

一早，莫师傅精气神儿高涨，声音洪亮，好像对着几百人而不是眼前的十几个人。“我先声明我不是顾问!”莫师傅的第一句话让大家莫名其妙。“我是教练。你们要服从我的训练方法，包括Julirt(注:吴士宏的英文名)也得服从，要不然我做不到她的要求。”

首先，他演示了一幅漫画:一个打手在台上手执长鞭介绍自己是“激励专家”，台下坐的人敬畏地玲听。莫师傅说，他就是那个专家，也有一条巫师的鞭子，随时会用鞭子催赶保证进度，把“球员”随时赶回训练场地。他把我期望的和不期望的都原封不动亮出来，说这就是必须两天内做完的事。

接着，莫师傅宣布了在这两天里必须遵守的十几条规矩。后来我们把这些继承为团队规矩，一直自觉遵守下来了。其中有几条我很喜欢，譬如:不含敌意的冲突是好的；附和意见之前先问自己:出了门是不是还会支持团队决议、为其辩护?等等。

接下来每个人只用十分钟介绍自己的工作职责和一件大家都从不知道的事情。我意识到我的经理们相互之间还是多么陌生。我想说的一件事是:“昨天晚上我拉着行李离开办公室，在走道上遇上几个员工，我告诉他们我们去做什么，他们提了一个请求，我答应了，要为公司带回来一个真正棒的经理团队。”我说完后大家都很安静，大家都知道，我们还不能称为一个团队，更别提“棒”了。员工的期望是对每个人的鞭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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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机会的宇宙”

训练开始了。莫师傅的方法是鞭策、激励、指导、示范、参与，甚至是不容分说的指令。与“顾问”启发引导的温文做派完全不同。我们像一群临时组合的球员，开始时缓慢、笨拙，但很快知道重要的是要听懂教练的号令，跟上全队的节奏。莫师傅一个接一个地下着指令:

“三分钟之内，每个人写出对微软中国最重要的市场机会，要量化！”

“三分钟，各组讨论，选定全组认定最重要的市场机会，不许超过三条!”

“五分钟，各组代表简要解释你们认定最重要的机会是什么，说明原因！”

我们分了四个组，每个组的代表都拼命在最短时间内说明自己组提出的是最重要的。这时白板上贴了十几条看法，有几条看法是各组不谋而合的，自然被大家公认是最重要的，对剩下的七八条，莫师傅要求：

“每个人可以有两次(只有两次)举手的机会，表决最重要的两条。”

如此这般二十分钟之内，墙上就张贴出来“机会的宇宙”这一条。常见的企业思维模式是，拿过去的业绩+现实的资源+已有的策略来制定“增长”的计划，最习惯看销售业绩百分比增长的梯形图形。莫师傅训练我们要脱离开与自己的过去相比较的窠臼，强迫我们习惯去看“机会的宇宙”(圆状分布图)，它代表与微软中国业务相关的中国IT市场的机会，小小的“一角”假设已有的市场份额，衬托出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莫师傅指着“宇宙”问我们想要多少?

以前我们太习惯和贯注于“救火”，两眼紧盯着“火情”，限制了向外的视野，只把扭转危机作为团队的最大目标。莫师傅豪情万丈指点“宇宙”，激活了我们向前、向外发展的想象力和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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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理想变成清晰的阶段性目标

别看莫师傅不会中文，他能“听懂”！每当我们陷入具体细节的争论时，他总能察觉，立刻叫停，问:“你们在争论如何抓到这些大机会吗?”一次又一次，我们被从习惯的思维中拉出来，直到摆脱束缚，形成新的习惯。

“停!转入下一项!微软中国今天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三分钟……”

“停!下一项!要抓住最重要的机会，最重要的策略是什么，七分半钟……”

在莫师傅的一个接一个口令呼喊声中，每个人的思维都被强迫脱离“我自己、我的部门”，大家开始统到“微软中国”的思维频道，我们的动作开始协调，越来越像一个团队的动作了。墙上的张贴越来越多:

——微软中国今天最迫切解决的最重要问题 (注意，最迫切的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反之亦然)；

——在最重要的机会领域里，较之竞争对手，微软所没有或不能为客户提供的价值是什么；

——微软中国的三年目标是什么；

——财年99下半年的目标是什么；

——实现目标的策略是什么......

渐渐地，我意识到这些顺序也是有道理的。先看清无限的机会与自己当前的限制，就能更现实地把握机会；对着无限的机会定出来三年的目标就显得一点也不可怕，而为了要实现三年的目标，下半年、明年的阶段性目标就必须订得很高；要实现很高的阶段目标就必须订出新的策略。

莫师傅有时也会让大家喘口气，讲上一些笑话或故事。

一次，老莫要求“每人写出其他三个部门最重要的策略，假设你是那三个部门的经理”。大家顿时鼓噪反对，说我们不懂其他部门，不是专家写不出来。莫师傅非常赞同专家意见的重要性，并立即举出一些权威专家的“经典”意见，诸如:“重于空气的物体飞行绝无可能”(Lord Kelvin，1895)，“所有可能发明的东西都已被发明”(Charles H. Duel，1889)，“任何有理性、负责任的妇女决不会参加选举”(Grover Cleveland，1905)，等等。

大笑之后，大家突然觉得不是专家也可以提“专家”意见。我特别喜欢这个换位训练，它不仅能使各部门互相关心，而且“外行”的意见特别能帮助“专家”与其他部门相配合。我后来常这样做，大家越来越默契，再不需要启发诱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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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关键，关上窗帘

莫师傅还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广场的杰弗逊纪念馆大厦年深日久，建筑物表面出现斑驳，后来竟然裂纹，采取若干措施耗费巨大仍无法遏止。政府非常担忧，派专家们调查原因，研究建国表明：原因是冲洗墙壁所含的清洁剂对建筑物有酸蚀作用，而该大厦墙壁每日被冲洗，受酸蚀损害严重。

但是，为什么要每天冲洗呢?因为大厦每天被大量鸟粪弄脏；为什么这栋大厦有那么多鸟粪?因为大厦周围聚了特别多的燕子；为什么燕子专喜欢聚在这里?因为建筑物上有燕子最喜欢吃的蜘蛛；为什么这里的蜘蛛多?因为墙上有蜘蛛最喜欢的飞虫；为什么这里飞虫多?因为飞虫在这里繁殖的特别快；为什么?因为这里的尘埃最宜飞虫繁殖；为什么?尘埃本无特别，只是配合了从窗子照射进来的充足阳光，形成了特别刺激飞虫兴奋繁殖的温床。

解决问题的结论是:关上窗帘。

后来，每当我们分析问题原因寻找解决办法时，总是互相提醒:“真的能关上窗帘了吗?”找不到问题的根源，就会天天重复冲洗表面，直到可能出现大的裂纹，大厦斑驳、剥落，甚至坍塌。

两天下来，满墙的张贴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文件，包括了使命，远期目标，近期目标，部门指标；财年99下半年六个月内的五个关键领域(代号“5KRA”)和各领域要产生的营销结果；以及战略，策略，实施计划，资源配备，等等。

莫师傅要求我们做的最后一个作业是:集体完成一篇文章，是预备六个月后财年结束时要向全体员工发表的对今后六个月里我们要完成的事的总结。文章共四段:开头，业绩总结(分两段，围绕5KRA)和结尾。分成四组，各写一段，同时在十五分钟内完成!我们已经习惯莫师傅的各种乖张指令，但这个是太离谱了!莫师傅坚决不让步，说“如果真的如你们所说，每个人都己经清楚团队的目标、任务和策略，你们就可以做到!我教练过好多团队，真正好的团队什么都可以做到，别说合作一篇文章了!”威逼利诱之下我们还是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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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的集合，跃动的激情

莫师傅把各组作业收齐，十五分钟竟然有了将近两千字的文章!每组的代表依次高声朗读，读的人激动，听的人也激动，每一个人都被我们的作品所震撼，真的是一篇绝妙文章。各组分别写的段落，都确切表达了整个集体的想法，其中跃动的激情又是团队的集合。我们意识到我们可以做多么“不可能”的事，文章描述的六个月后的业绩令人激动，我们充满实现业绩创造奇迹的冲动!我们可以是多么“棒”的团队!而个人能作为这个团队的一员又是多么可骄傲的事。

我感谢莫师傅超额完成我的期望，他说要告诉我个秘密，不过我得保证听完后不能克扣他的饷银，我答应了，他说:

“其实，所有的事都是你们自己做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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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声：让团队精神永放光芒！

我的团队成形了：有一个优秀的“头儿”(我)，一个共同的理想，一群能够实践的优秀的人，还有了将理想具体化而得成的清晰阶段性目标，接下去要以执著、凝聚(“如激光束般的集中专注”——莫师傅语)的精神去实现确定的目标……这些理论都读过很多遍的，但莫师傅教给我们的是如何去实践这些理论的方法，他帮助我们发现自己可以是多么的“棒”！

　　两天的熔炼把一颗颗金沙合成了一块金子，尽管仍然粗糙，但毕竟是金子了。师傅走了，该看我的团队和我这个队长的了！团队的速度、效率、成绩和精神，很大程度上靠队长和教练，我要兼任二者，要把我的金子团队修炼出更耀眼的光彩。

我和我的团队后来的实践证明，“运动队”式的团队精神不仅能形成危机中的凝聚力，在“和平建设时期”也非常有效。我们不仅做到了“不可能”的财年99下半年的任务，还做出漂亮的新财年计划。我的团队喜爱自己新的精神、新的风格，我们开始向更大的集体传播这种精神和风格，初见端倪，我即离去。

　　我有过很多难忘的团队回忆，但没有如此浓缩的类比，在无喘息余地的危难之中把颗颗金沙淬炼成金，把自己熔炼成金子团队的领袖，那是无法描述的惊心动魄的壮美。今后我还会不断有新的管理经验方面的领悟，但是，这一段的经验是永远无可替代的。我将与未来的团队发扬光大精英团队精神。也衷心希望我的微软旧部能保持我们共同学习、共同创造的团队精神，至少会保持属于我们每个人难忘的幸福回忆。

资料来源：吴士宏《逆风飞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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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一个优秀而卓越的工作团队，总是以愿景目标为导向的，成员之间有高度的信任感，并且能够形成一种高度凝聚的团队精神。团队精神的凝练和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形成和发展要经历准备、困扰、成型、行动、强化等一系列不同阶段的修炼。在各个阶段上，团队精神凝练的目标和重点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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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要内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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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团队化是现代组织横向扁平化新型组织结构下激励性工作设计的核心内容。工作团队是一种具有明确目标导向、恰当角色搭配和默契行为规范的工作群体。其基本类型有三种，即解决问题型团队、自我管理型团队和综合功能型团队，网络虚拟型团队是在现代通讯技术支撑下形成的一种新型工作团队。确定团队愿景和目标，物色、选拔团队成员并界定其角色，形成有效默契的行为规范，是构建工作团队的三项基本任务。

[image: image]
 工作团队建设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成员的角色定位及技能整合。一般认为，有九种基本角色，一个人究竟适合担任什么角色，可以通过DISC个性量表和“九型人格”星图进行测试鉴别。在工作团队组建时，可以根据个人个性特征和角色优势来选择团队成员，并使工作任务分配与团队成员偏好风格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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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优秀而卓越的工作团队，总是以愿景目标为导向的，成员之间有高度的信任感，并且能够形成一种高度凝聚的团队精神。团队精神的凝练和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形成和发展要经历准备、困扰、成型、行动、强化等一系列不同阶段的修炼。在各个阶段上，团队精神凝练的目标和重点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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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习思考问题

(1) 什么是工作团队?相对于一般群体，工作团队的基本特征有哪些?

(2) 在现代企业组织运作中，工作团队通常有哪几种类型?试简要说明之。

(3) 一般地说，工作团队成员要承担哪九种角色?

(4) 在团队建设中，如何进行角色搭配?要判断一个人适合担任何种角色，在心理测量学上可采取哪些测试方法?

(5) 什么是“九型人格”?试图示说明九型人格星图的含义。

(6) 在团队建设中怎样做到以愿景目标为导向?

(7) 试论坦诚在团队精神形成中的重要意义。

(8) 试简要说明在不同阶段上工作团队建设的主要任务和内容。[image: image]
 自我认知练习

九型人格简易测试

说明：这里有108个陈述，句末对应数字为“九型人格”号码。在你认为符合的陈述前面做标记，完成后统计各号频数，拥有最多标记的号数很可能就是您的个性类型。测试结果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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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很容易迷惑。/9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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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我不想成为一个好批评的人，但很难做到。/1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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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我经常喜欢捉摸宇宙的奥秘、大自然秩序所蕴含的哲理。/5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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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我很在意自己是否年轻，因为那是找乐子的本钱。/7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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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我倾向独立自主，一切都靠自己。/8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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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当我遇到困难时，我努力不让外人知道。/2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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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被人误解对我来说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4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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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施与比受赐会给我更大的快乐和满足感。/2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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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我经常设想最糟的结果，这使我陷于苦恼漩涡。/6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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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我常常试探或考验朋友、伴侣是否忠诚。/6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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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我看不起比我软弱的人，有时我会想办法羞辱他们。/8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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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身体舒坦对我来说很重要。/9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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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我能敏锐感触生活中悲伤和不幸。/4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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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看到不能完成本职工作的人，我很失望和愤怒。/1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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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遇事我经常拖延时间，不去解决。/9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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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我喜欢富有戏剧性、多姿多彩的生活/ 7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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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我觉得自己不够完美/4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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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我喜欢美食、漂亮衣服和身体感官刺激，并纵情享乐。/7 1 2 3 4 5 6 7 8 9

[image: image]
 19当别人请教我问题，我会头头是道地讲解。/5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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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我习惯表现自己，从不觉得难为情。/3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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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有时我会放纵并做出些越轨的事。/7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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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不能帮助别人会让我很难受。/2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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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我不喜欢被问到一些广泛、笼统的问题。/ 5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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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在某方面(如饮食、饮酒等)我有放纵的倾向。/ 8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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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我宁愿适应别人、包括伴侣，而尽量不违拗他们。/9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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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虚伪。/6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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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我知错能改，但因执著好强，别人还是感到有压力。/8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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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我常觉得很多事情都很好玩、很有趣，人生真是快乐。/7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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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我有时很欣赏自己，有自信；有时却优柔寡断，有依赖感。/6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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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我习惯于多付出、少接受。/2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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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面对威胁，我变得很焦虑，但也对抗迎面而来的危险。/6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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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我通常是等待别人来接近我，而不是我去接近他们。/5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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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我喜欢当主角，希望得到大家的注意。/3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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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遇到别人批评我从不回应和辩解，以免发生争执或冲突。/9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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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我有时期待别人指导，有时却不顾忠告径直去做想做的事。/6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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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我经常忘记自己的需要。/9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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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在重大危机中我通常能克服自我质疑和内心焦虑。/6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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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我是一个天生的推销员，说服别人对我来说轻而易举。/3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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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我不相信那些我一直都无法了解的人。/9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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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我爱依惯例行事，不大喜欢改变习惯做法。/8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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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我很在乎家庭，对家人表现得忠诚和包容。/9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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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我往往显得被动而优柔寡断。/5 1 2 3 4 5 6 7 8 9

[image: image]
 43 我很有包容力，彬彬有礼，但不愿跟别人有很深感情交流。/5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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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我沉默寡言，好象不会关心别人似的。/8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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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当沉浸在工作或我擅长的领域时，别人会觉得我冷酷无情。/6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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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我常常保持警觉。/6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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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我不喜欢要对别人负责任尽义务的感觉。/5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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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如果不能完美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我宁愿不说。/5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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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我计划要完成的往往实际完成的要多。/7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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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我野心勃勃，喜欢挑战以及攀登高峰的感觉。/8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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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我倾向于独断专行并自己解决问题。/5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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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很多时候我有被遗弃的感觉。/4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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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我很内向，常常十分忧郁，充满痛苦。/4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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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初见陌生人时，我会表现得冷漠、高傲。/4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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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我平日面部表情显得严肃而生硬。/1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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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我很飘忽，常常不知自己接下来想要什么。/4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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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我对自己很挑剔，期望不断改善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人。/1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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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我感受特别深刻，往往不屑于那些总是快快乐乐的人。/4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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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我做事有效率，也会找捷径，模仿力特强。/3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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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我讲道理，重实用。/1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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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我有很强的创新欲望和想象力，喜欢将事情重新整合。/4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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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我不求得到太多的关注。/9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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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我喜欢每件事都井然有序，但往往会被认为过分执著。/1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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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我渴望拥有完美的心灵伴侣。/4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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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我常夸耀自己，对自己的能力特别有信心。/3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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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当看到有人行为太过分时，我准会让他难堪。/8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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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我外向、精力充沛，喜欢不断追求成就，自我感觉特好。/31 2 3 4 5 6 7 8 9

[image: image]
 68 我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位忠实的朋友和伙伴。/6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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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我知道如何让别人喜欢我。/2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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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我很少看到别人的功劳和好处。/3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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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我很容易了解别人的功劳和好处。/2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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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我嫉妒心强，喜欢跟别人攀比。/3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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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我对别人做事总是不满意，挑剔一番后自己动手再做。/1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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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别人常说我是带着面具做人。/3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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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有时我会出于试探对方是否在乎自己而招致莫名争吵。/6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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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我会极力保护我所爱的人。/8 1 2 3 4 5 6 7 8 9

[image: image]
 77 我常常可以保持高昂兴奋的情绪。/3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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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我只喜欢活泼有趣的人，懒得与沉默寡言的人交往。/7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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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我常往外跑，四处帮助别人。/2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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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有时我会因求效率而牺牲完美和原则。/3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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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我不太懂得幽默，待人处事没有弹性。/1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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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我待人热情而有耐性。/2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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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在人群中我时常感到害羞和不安。/5 1 2 3 4 5 6 7 8 9

[image: image]
 84 我喜欢快捷练达，讨厌拖泥带水。/8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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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帮助别人获得快乐和成功是我成就感的重要来源。/2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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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为别人付出时，若不被欣然接纳，我会感到很沮丧。/2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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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我的态度往往显得硬梆梆，不习惯别人热情给予。/11 2 3 4 5 6 7 8 9

[image: image]
 88 除非是熟识和喜爱的朋友，我一般不喜欢社交集会。/5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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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很多时候我会有强烈的寂寞感。/2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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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人们很乐意向我表白他们所遭遇的麻烦。/2 1 2 3 4 5 6 7 8 9

[image: image]
 91 我不会甜言蜜语，但别人往往却觉得我唠叨不停。/1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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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我常担心自由被剥夺，因此不爱轻易作承诺。/7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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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我喜欢告诉别人我所做所知的一切。/3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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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我很容易认同别人为我所做的事以及他所知的一切。/9 1 2 3 4 5 6 7 8 9

[image: image]
 95 我渴求光明正大，为此不惜与人发生冲突。/8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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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我很有正义感，有时会支持不利的一方。/8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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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我注重小节而往往效率不高。/1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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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我容易感到沮丧，麻木多于愤怒。/9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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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我不喜欢那些攻击性或过度情绪化的人。/5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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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我非常情绪化，往往一天之内喜怒哀乐无常。/4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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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我一般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的感受与想法。/5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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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我喜欢刺激和紧张的关系，而不是稳定和依赖的关系。/1 1 2 3 4 5 6 7 8 9

[image: image]
 103 我很少关心别人的感受，只喜欢说说俏皮话或笑话。/7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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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我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很看重秩序和规则。/1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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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在日常中我很难找到一种感到真诚关爱的人际关系。/4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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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我不会以直接表白而是激怒对方的方式来结束交往关系。/1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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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我温和平静，不自夸，不爱与人竞争。/9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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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我有时善良可爱，有时粗野暴躁，很难捉摸。/9 1 2 3 4 5 6 7 8 9

总频数统计

资料来源：海伦·帕尔默《九型人格》，华夏出版社2007年中译本。文字内容被笔者作进一步修改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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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个案研讨

H教授亲历某航空公司培训部课程管理

南方一家航空公司与北京某高校签订了为期五年的合作项目，核心内容是由该校经济管理学院为该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提供系统的MBA培训，形式是由学院教师利用周末双休日时间到该公司给一线管理人员授课，五年一期，每期25位学员，授课10门，每门课上两次，占两周双休日时间。

2008年6月上旬，H教授被派前往讲授《人力资源管理》课程。可能是很不走运吧，或缘天气原因或有人为因素，两次南行都是颇费周折，搞得他失意沮丧、疲惫不堪。

第一次南行，按照公司方面的安排，培训部小贾告知他是周五下午四点半的航班。H教授三点到机场，在Q台换票时，服务小姐告诉他来早了，应该六点再来换票；H教授很奇怪：怎么四点半的航班六点才换票?回答说他乘坐的航班是晚上八点半的。这把H教授搞懵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打电话询问小贾，得到的回答是：原航班取消了，改到八点半了。教授有些不解：改航班你也该告诉我一声呀?回答是，上午给他打电话，但手机关机。H教授有些沉不住气了：手机关了，你可以给家里或院里打电话呀，也可以给我发短信呀，无论如何都可以在我下午两点出发前把信息传递给我呀，你这样就不管了?叫我三点来到机场怎么办?回去吧来回就够折腾个几个小时的，不回去吧愣坐在机场等五六个小时，这叫什么事儿?……不行！你得想办法补救一下。于是，经过来回几番协商，好不容易在原航班(原来该航班并没有取消，只是晚点一个小时)“加”了个座位。

最后，因为两边天气原因，到达目的地已经是晚上12点钟。因为天下瓢泼大雨，路上堵车，司机将H教授接到旅店(离机场很近，也是唯一一家接待酒店，每次老师授课都住该店)已经凌晨一、两点钟。H教授以为事先已经订好床位，但服务小姐说没有，几经周折才勉强住了下来。……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就到了上课时间。周六是小贾值班，他身上带着U盘，将课件交给小贾拷入电脑，就开始上课。下午下课时，小贾告诉H教授明天上课换一个教室，当天的教室面向飞机跑道太嘈杂了，教授心里很感激。第二天上课，到另外一个教室，一位高小姐告诉教授，今天是她值班，拿来电脑后又问H教授要课件，这时教授才明白：主要原因不是换教室，而是换了值班人员！他又从身上取下U盘让她重新拷到她自己的电脑上。授课自然很愉快，回来的时候，由于有班上公司方方面面管理“高徒”亲自照应，当然是一路顺风。

第二次南行，同样的时间同样的航班，公司培训部方面表示再不会像第一次那样出现问题了，而且为了表示重视，还专门在H教授到机场前安排一位服务小姐帮助提前换好票，并亲自带领到安检口，这使H教授很惬意，看来自己授课的内容起到了实效，因而还有几分得意。不巧的是，又一次遇上两边下大暴雨，快到目的地时因天气原因无法降落，后折回暂停武汉机场……这样一折腾，到旅店又已是凌晨两、三点钟。已经精疲力竭的H教授走到柜台前，解释说上周在这里住过，航空公司培训部与你们有业务关系，说已经订好房间了，一位小姐拿着电话瞥了教授一眼说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再问，回答说“对不起，我们已经没有房间了。”教授解释说，上周听小贾说，是因为电脑程序到0点之后就将订房信息自动删除了，会不会这次又是这样的原因呢?小姐说：根本没有的事儿，上次是他订晚了一天！教授问该航空公司培训班与你有没有业务关系，她说有，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次就是没订！……后就再也不理睬了，教授感到十分恼怒，又无可奈何。他本来脾气就大，这时又精神疲惫到了极点，于是，再也忍不住了，一顿乱吼，引来了负责人员，很快给办了个房间住了下来。本来已经疲顿到了极点，应该好好休息一下，天亮了还要上课，但他这么一顿乱吼，结果却将自己给吼兴奋了，迷糊了一会儿，狼狈地红着惺忪眼睛就去上课了。

到了课上，发现值班人员又换了，这次是小陆值班，他自然又搬着自己的电脑问教授要课件，H教授递过U盘笑说：你们这真是轮流值班、各管一摊儿呵！明天又轮谁值班了?果然第二天又换小王值班了，如此程序，H教授乖乖地又做了一遍。教授在授课时开玩笑说：你们公司培训部与我们管理学院是一个水平，我们管理学院自己的教学管理是一塌糊涂，你们培训部的管理也是糊涂一塌，彼此彼此……。H教授想：可能自己仅是个倒霉蛋个案，如果这样五年100人次的授课经历都如他这样下来，这样的MBA培训项目该是多么滑稽可笑呀！

研讨方向指示：

(1) 请从公司组织运作程序与培训工作性质相匹配的角度，分析如此简单的课程管理被弄得这么繁琐低效的关键原因究竟何在?

(2) H教授两次南行都遇到意外天气风云变幻，因此在旅程中发现了航空公司种种不能因应情势变化而仅按照既定程式机械化运作造成的种种矛盾和冲突。你能否从这个方面进一步分析该公司培训部日常管理程序在应变环境方面存在的弊端和问题?

(3) H教授了解到小贾是天津一所大学英语专业毕业，上年度刚分配到公司培训部工作。在私下交谈中了解到小贾性格很内向，不善与人交往，还听说他将来的职业理想是做一名培训讲师。H教授出于职业习惯，给小颊说了很多“语重心长”的话。假如你是小贾，你会对自己的工作做哪些反省?将来应该怎么设计自己的职业生涯，在工作中、尤其团队工作中做哪些自我改进?

(4)如果你是该公司培训部的主管，你会怎样有效安排这个培训项目的课程管理工作?

章末注释：


［1］
 斯蒂芬·罗宾斯《组织行为学》(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译本，第271~273页。


［2］
 分别见斯蒂芬·罗宾斯《组织行为学》(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译本，第275~276页；Belbin，M.:Team Roles at Work，Oxford：ButterworthHeinemann，1993,p.58


［3］
 参见王垒等《实用人事测量》，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161页。


［4］
 “九型人格”最初由俄国精神导师乔治·伊万诺维奇·葛吉夫(George Ivanovich Gurdjieff)根据苏菲教教义提出，后来经智利心理学家奥斯卡·伊察诺(Oscar Ichazo)进一步发展完善，最后由智利精神病学家劳迪奥·纳兰霍(Claudio Naranjo)集大成并与现代心理学对接起来，从而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西方国家得到广泛传播的。参见海伦·帕尔默《九型人格》，华夏出版社2007年中译本。


［5］
 参见Belbin，M.:Team Roles at Work，Oxford：ButterworthHeinemann, 1993。


［6］
 参见彼得·圣吉等《第五项修炼·实践篇》，东方出版社中译本，第339~356页。


［7］
 见Stephen P. Robbin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Concepts,Controversites,Applications, 清华大学出版社PrenticeHall International,Inc.1997，356~357.

第7章有效沟通：组织行为整合的基石

有效沟通，就理论上讲，实在并不复杂。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跟别人沟通，而且从小就一直做此事。可惜的是，在成人的世界中，真正的、有效的沟通实在是不可多得。

戴尔·卡耐基

［《人性的优点》(1948)］[image: image]
 学习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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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练掌握组织中人际沟通的基本原理，包括沟通的意义、方式、网络和策略；

[image: image]
 清晰理解PAC模型，熟悉交流分析(TA)的基本操作要领，了解神经语言程式(NLP)及其对解决信息传递问题的意义，知晓敏感性训练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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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刻认识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沟通的重要意义，对于文化差异多维度、特别是东西方文化差异性有系统深入的理论思考，初步掌握有关跨文化沟通的基本策略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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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架构图示

[image: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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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故事引导

春秋时，有个越国人一次设宴请客，宾客纷至沓来。

临近要开宴时，还有几位宾客未到，于是他自言自语道：“怎么搞的，该来的还不来?”

有几位客人听到此话，心里很别扭：“该来的”不来?噢，我们属于“不该来的”却来了！那就知趣点，走吧！……

主人见有人离席而去，喊道：“唉！怎么就走了?”那几位头也不回，愤然拂袖而去。此人非常失望，回头对剩下的客人说：“怎么不该走的就走了?”

其余客人心想：“不该走”的走了，那意思是说我们“该走的”没走，那我们也赶快走吧！于是大家纷纷起身告退。

最后就剩下一位多年的好友，知道他这人老实，不会说话，就责怪他道：“你看你，真是不会说话，把客人都气走了！”

那人也意识到自己言语有失，忙解释说：“不！我说的不是他们！”

好友一听，也气不打一处来：噢，你说的不是他们，那你说的是我了！于是也长叹一声，甩手而去。

这位越国人本想宴请宾客，结果却不欢而散，都是拙于言语沟通惹的祸。在现代组织中，如此这般因沟通障碍而“莫名其妙”导致的尴尬僵局，可以说也比比皆是。怎么排解之?请看本章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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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组织行为学角度来看，沟通是组织成员通过信息传递而达成相互理解、认可和默契的一种组织行为。沟通是组织社会行为及人际关系整合的基石，具有信息和情感交流、行为调控及督导激励等多种功能，是组织化解人际冲突、解决利益矛盾、传递工作信息的重要手段，更是达成心理契约、形成团队精神、增强凝聚力的基本方式和途径。

7.1.1沟通的含义

所谓“沟通”(Communication)，一般地说，是指两个或更多的人之间在特定情景中相互交流并彼此理解有关信息(包括各自想法、观点、情绪、情感和意见等)的行为或过程。沟通包括人、场景和信息三个基本要素(见图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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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沟通三要素

通常所说的沟通是发生在两个或更多人之间，是一种“人际沟通”(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虽然，从广义上说，一个人与自己也有一个“沟通”的问题，即所谓“个人内在沟通”(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但这毕竟超出了组织行为学关于群体社会互动中“沟通”问题的一般意义；［1］
 同时，也有教科书或文献将“小群体沟通”(Smallgroup Communication)和“公共场合沟通”(Public Communication)与“人际沟通”相提并论，分别看作是广义沟通的一种，但是，从组织行为学关于群体互动的特定议题来看，我们认为将二者看作是人际沟通在特定场景下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更为妥当一些。

关于沟通的场景要素，首先是沟通发生的物理空间，如是办公室还是在室外大厅，是建筑物内还是野外自然环境，是温馨的茶座酒吧还是正襟危坐的会议室，等等，都对沟通有很大影响。同时，沟通的媒介、渠道和方式，如电话、书面、广播、网络以及表演、讲话、闲聊、交谈等，也可以看作是重要的场景要素。这里，涉及的并不仅仅是沟通发生的物理性场景，而且涉及诸多社会性“情景”，例如上面所说的是“小群体”还是“公共场所”就是这样的情景因素，在很多时候这些因素对于沟通的影响可能更为显著。适当的场景可能给沟通带来很大方便和正效应，而不适当或不完善的场景往往从给沟通添加“噪音”(Noise)，造成一系列沟通障碍或负面影响。

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沟通其实就是一种信息传递过程，它包括信息编码-通道传递-意义解码-接收反馈等几个阶段和关键环节(见图7-2)。沟通过程的起始点是信息发布者，即期望并传达信息给他人的行为主体；发布者要将其传达的内容经过“特殊处理”，即“编码”(Encoding)，并借助“媒介”(Medium)和适当“途径”(Channel)将信息发送给信息接收者；收到信息后，接受者也要经过自己的“特殊处理”，即“解码”(Decoding)，然后将自己理解的内容再通过适当的方式“反馈”(Feedback)给发布者。显然，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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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沟通的信息传递过程

但是，沟通在本质上不是一种“技术事件”，而是一种社会行为。在沟通中，作为沟通主体的人及人际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其沟通的场景、情景和环境也是“千变万化”的，而且这里的“信息”在很多情况下不可以被简单、机械地编码，而是一个涉及人的“七情六欲”、“言谈举止”等各种信号，包括理性观点、情感情绪、思想方法、行为方式等在内的广义信息概念。三者非线性耦合的结果，实际中就会出现很多“难以预料”的后果。

7.1.2沟通方式选择

沟通方式是指沟通的工具、手段、媒介和方法等。一般可以归结为文字或口头语言沟通和非语言沟通两大类，也可以分为直接面对面沟通和间接传媒沟通。沟通方式的选择要视沟通者所处的时间地点状态、信息量的大小以及紧急性、秘密性等属性，还有沟通成本费用等因素而定。

文字语言沟通(Written Communication)方式，诸如书信便条、研究报告报表、备忘录、通知公告、工作手册以及定期刊物等，一般属于间接传媒沟通。由于书面信息可以长期保存，可以用全面、合乎逻辑且清晰的文字表达信息，但需要花费较多时间，沟通信息反馈速度相对较慢。

关于文字语言沟通方式，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一些企业组织通过“内刊”作为全体员工文化沟通的重要媒介和窗口，在展现企业创业历程、塑造和凝聚企业精神文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宣传功能。例如，《万科周刊》是以房地产为核心业务的万科集团的著名企业刊物，创刊于1992年，其基本定位是“企业视角，人文关怀”，在公司内外文化沟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还如联想集团的《联想》、四通集团的《四通人》、华为公司的《华为人》、金地集团的《金地》、清华同方的《同方月刊》、宁波彬彬有限公司的《彬彬时报》等，都办得有声有色。

口头语言沟通(Oral Communication)方式，诸如演讲报告、小组讨论、面谈、小道消息等，多数情况是面对面直接沟通，也可以是通过音像播放进行间接传播的情况。其好处是可以借助身体语言、声情并貌地传播信息，增强语言信息传播效果，可以进行即时互动交流、反馈信息，但信息稍纵即失，信息内容易受人际情感等因素干扰或歪曲。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如下方式进行口头语言沟通：

——论坛，在主持人引导下围绕某一主题表达和宣传各自的思想观点；

——讲座或专题报告，进行单向或双向专业研究成果交流；

——专题研讨会，以某专题为核心，与会者全体进行互动式交流；

——对话，有利益关系或互补关系的双方或三方进行平等互动式交流和讨论，例如，在政府协调下由雇主与雇员组织进行集体谈判，专业的与非专业的两个小组就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研讨，等；

——公开辩论会，参与者按顺序提出支持或反对某观点的意见和论据；

——大型集会，包括全体会议、分组会议、可视电话会议等形式，为组织和团队成员提供广泛交流的机会；

——口头报告会，报告者要有准备地向有关人员报告工作内容，提请大家审查和提问；

——小组活动，通过小组讨论、角色扮演、游戏等实验性演练方式，提高成员互动沟通能力。

非语言沟通(Nonverbal Communication)方式，有身体语言如手势语、面部表情、身体动作等，还可以借助色彩、图案、符号等等进行沟通。这种方式主要借助沟通环境的具体情景发布信息，是超越国家民族界限、进行跨文化沟通的一种重要方式。非语言信息比语言信息更为丰富，据研究，大约有65%的信息内容是通过非语言方式传达的，并且在它与语言信息发生矛盾时，往往会否认或覆盖语言信息；这种信息与文化背景有着更为直接和紧密的联系，往往不易被文化圈之外的人解码。可以通过如下方法提高自己的非语言沟通能力：

——向朋友征询对于自己非语言沟通的意见和建议；

——通过观察比较以便更深刻准确地把握沟通对象的非语言信息意义；

——不要先入为主，应利用多维假设、综合理解各种线索来解构非语言符号的可能寓意和实际意义；

——在讨论过程中，利用笑容、目光、手势、恰当的身体碰触或保持适当的空间距离等，表达自己的观点或鼓励对方表达观点；

——借助摄像机等自我表演，声情并貌、栩栩如生地表现自我，然后检视自己的非语言沟通状态和能力。

此外，当今企业组织内，电子沟通(Ecommunication)方式越来越普遍、越来越重要。所谓电子沟通，即通过电子媒介，诸如电话、公共通讯系统，闭路电视、电脑网络等，所进行的非面对面、往往是远距离的沟通。借助电子媒介可以快速跨越空间障碍准确及时地传播大量信息，进行单向或互动交流和沟通，但这种沟通的成本一般较高。

就纯技术的角度来看，沟通障碍和问题有“不发达状态”和“发达状态”两个方面的情况。过去在技术不发达时人们沟通遇到的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问题，随着现代网络通讯技术的不断进步，员工沟通已不再局限于公告栏、企业杂志、演讲协商会议等传统介体和渠道，从电话、录音、录像、图文传真到BP机、移动电话、电子邮件、语音信箱及掌上电脑等等，使人们沟通手段和途径更加丰富多样，沟通更加便捷和快速；但是，这种技术性替代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新的阻滞，电子沟通无法提供人与人直接沟通时所获得的人文意义传递、脑力激荡、身体语言(行为)沟通和必要的情感交流。

7.1.3组织沟通网络

在一个组织中，人际沟通的总体架构主要涉及纵、横两个基本维向，以及正式和非正式两种基本组织方式。相对来说，正式沟通(Formal Communication)一般是纵向的，以行政权力系统为通道进行与工作相关的信息交流；而横向沟通(Lateral Communication)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非正式的，主要是满足员工的社会交往需要，同时也可以简化垂直交流程序、加快工作进程和促进分工合作。这样，纵横交错，正式或非正式地，构成了组织沟通网络(Communication Networks)。

在以纵向为主的正式沟通网络中，垂直沟通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也可以是自下而上的。组织领导和管理者给下属宣传有关政策与工作规程，分配工作任务和指标，指出需要注意的问题和事项，反馈工作绩效评价结果，这些都是自上而下的沟通。自下而上的沟通渠道有：工作绩效报告会、意见箱、员工态度调查、申诉程序、主管与部属之间的讨论及非正式意见座谈会等。正式沟通网络一般有链式(Chain Form)、轮式(Wheel Form)和全通道式(All Round Channel)三种基本类型(图7-3)。链式严格遵循正式权力的命令-服从系统，精确性较高；轮式把领导者作为所有群体沟通的核心，适合强权型组织；全通道式允许所有的群体成员相互之间进行积极的沟通，有利于促成员工精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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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三种正式沟通网络类型

资料来源：斯蒂芬·罗宾斯《组织行为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译本，第297页。

在非正式网络中，各种与工作有关或无关的消息主要通过“流言”散布，当然也可以非语言(行为等)的方式传递，其方向、频率和流量往往是管理层无法用权力控制的。“流言”即通常所说的“小道消息”(Grapevine)的传播交流，很大程度上是以有利于传播者的方式进行的，不同的人侧重于散布传递不同类型的“小道消息”。［2］
 小道消息传播有单线式、闲聊式、随机式和簇式等不同形式。在传播过程中，小道消息往往被“过滤”(Filtering)或“发挥”(Elaborating)而是真，从而演变成为没有事实依据的“谣言”(Rumor)。谣言主要是特定情景下由人们的“兴趣”激发并不确定性地蔓延开来，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对组织行为会造成各种负面影响。

但是，对于组织成员有效沟通来说，非正式的小道消息传播也有其必要性、合理性和正面效应。人们常常认为“小道消息”主要来自于搬弄是非者的好奇心，其实不然。很多非正式沟通是出于缓解对所关心事件不明朗的心理焦虑，在逻辑上使某些问题自圆其说，或者是为了联络或团结群体成员，以及显示传播者的“圈内人”地位或权力等原因；特别是在决策不透明和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对诸如新老板任命、减员重组、薪酬改革等重大事件的有关消息交流，非正式沟通尤其盛行。通过观察和分析“小道消息”的传播情况，管理者可以了解到哪些事情是员工所关心的，有关重大决策在程序上尚存在哪些违反民意或不民主、不公开、不公正的地方，并有效预测和控制其流向、范围及负面影响。

7.1.4有效沟通的组织策略

组织中出现的沟通问题和障碍，归纳起来，无外乎三个方面：一是来自于沟通主体自身，由于发送者和接收者性别年龄等生理差异、个性特点、处世态度、语言习惯、知识技能及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原因，使沟通过程中信息编码和意义解码出现不一致、阻滞、误会或失真等问题；二是来源于沟通媒介方面，由于沟通层次较多、沟通网络混乱或沟通渠道狭窄单一而带来的信息过滤、扭曲或失真，消息传递阻滞，积怨日深等问题，或者是纯粹由于技术上的问题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障碍；三是组织大的文化环境和具体的沟通情景不适宜，例如在严格遵循正式权力的命令-服从系统的强权型组织中无法实行全通道网络式沟通，或者在公开场合随意散布个人隐私性消息必然会伤害别人、引发敌对情绪和人际冲突等。因此，要实现有效沟通，应针对上述问题，采取对应措施一一排除障碍。从组织角度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

首先，要构建宽松、坦诚的沟通环境，建立简单、直白的人际关系，营造容纳多元化个人于一体的组织氛围，以保证使每个员工都不会因为沟通而带来对自己不利的后果。一些日本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特别注意员工间的沟通以及沟通氛围的塑造，例如，通过经理与职员在敞开的办公室一起办公、工作之外全员社交活动等来淡化身份观念、营造宽松民主气氛等等，都很好地营造了良好的沟通环境和组织氛围。

其次，应最大限度地疏通沟通渠道，建立具有丰富多样沟通方式、对消息传递具有双向灵敏反馈能力的全通道式沟通网络。有效沟通的技术基础是建立能够及时快速灵敏传递信息的通道和网络，尤其是要注意那些非正式、开放型的沟通渠道。如一些日本企业，专设“出气室”以消解员工不满情绪，通过“质量圈”等活动让职工有机会积极参与决策过程，保证沟通渠道的畅通，在组织成员、上下级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计算机网络等现代电子通讯技术，更是为企业提高沟通效率奠定了技术基础，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应该注意及时引进先进技术改造其沟通网络。

此外，有效的沟通体系还须高层决策管理者从战略高度加以重视并在沟通操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在沟通中，管理者应有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沟通姿态，应把沟通视作一个基本政策和持续不断的过程，应恰当把握沟通的时机和频率，以自上而下的沟通为主导，高度重视面对面开诚布公的沟通形式和与员工的情感交流，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沟通紧密相结合。为了避免信息拥挤和繁杂造成的扭曲、阻障，管理者应该建立有效的信息流程控制系统，分级授权处理和控制信息流量与质量及其传播的优先顺序和方向。

总之，沟通在组织行为整合管理中具有重要作用。什么样的沟通才是有效的以及如何实现有效沟通，是值得研究的重要战略管理问题。组织沟通管理不能仅仅停留在设计和选择沟通网络这样的技术层面，更主要的是如何从组织行为整合的战略层次上，宏观把握组织中存在的沟通问题和障碍，选择和确定沟通优化目标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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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沟通是指两个或更多的人之间在特定情景中相互交流并彼此理解有关信息(包括各自想法、观点、情绪、情感和意见等)的行为或过程。沟通包括人、场景和信息三个基本要素。沟通是形成团队精神、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建设企业文化的组织行为基础。沟通方式有文字或口头语言沟通和非语言沟通、直接面对面沟通和间接传媒沟通。在一个组织中，人际沟通的总体架构主要涉及纵、横两个基本维向，以及正式和非正式两种基本组织方式。正式沟通网络有链式、轮式和全通道式，非正式的小道消息传播有单线式、闲聊式、随机式和簇式等不同方式。实现有效沟通有三大策略：营造宽松的沟通环境和容纳多元化个人于一体的组织氛围；建立对消息传递具有双向灵敏反馈能力的全通道式沟通网络；高层决策管理者从战略高度加以重视并发挥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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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理学的广泛意义上看，所谓“沟通”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内在沟通”，即通过潜意识中的“自我对话”所领悟到的内在思想感触；另一种是“外在沟通”，即语言、声调、表情、肢体动作等与外界、特别是他人进行交往交流。相对来说，后一种沟通、尤其是人际方面的沟通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人生活在社会中，人际关系是一个人心理健康、生活幸福和事业成功的关键因素。［3］
 当然，这两种沟通之间并不是不搭界的，其本身也有一个如何“沟通”的问题；正如有专家所说，善于沟通者，就是能有效地将自己的内在心灵与外界环境巧妙地、和谐地加以连接的人，他们“对内可改变自己的生命历程，对外可改变世界的历史”。交流分析(Transactional Analysis，TA)就是一种旨在通过内外在交流以提高人际心理沟通能力的普适技术。［4］
 TA训练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初，它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伯恩(Eric Berne)博士创立的一种小群体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方法，后经玛丽与罗伯特·高尔顿(Mary & Robert Goulding)等人的发展，推广应用于各个领域，成为培养员工自律自省、互动沟通、理解他人和宽容待人等人际交往能力的训练项目。

7.2.1PAC模型

中国有句俗话：“三岁看大，八岁看老”，是说一个人的命运往往在孩童时就决定了。按照TA理论的说法，一个人的“人生剧本”(Lifescript)是在童年时经父母“辅导”而拟订，后来在生活中随着阅历的增加而一个个角色、一幕幕、一系列主题和事件及特定结局逐步“修改”完善的。因此，每个人的人格中实际上都有三种自我，即家长式(the Parent Ego State)、成人式(the Adult Ego State)和儿童式(the Child Ego State)；每种自我都有各自的思想体系、情感状态以及相应的行为表现，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会因应情景而采取某种自我角色。这便是所谓PAC模型的基本思想。

家长式自我角色的主要特征是：这是父母影响自己行为方式的翻版,在交往中表现出与经验有关的行为倾向，如专断、冷淡、呵护、负责、批评、指导、保护、控制等，往往倾向于基于经验办事、照搬政策和标准而不以逻辑事实为根据，常用应该、不要、必须等口吻驱使和约束他人遵守规矩、听从命令。

成人式自我角色的主要特征是：在交往中表现出与理性有关的行为倾向，如精于算计、尊重事实、调查研究、客观分析和解决问题等，在工作和生活中往往试图通过寻找事实、处理数据、估计可能性和展开基于事实的讨论等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代表性的问题用语有：是什么，为什么，何时何处，怎么样，谁，有可能吗等。

儿童式自我角色的主要特征是：在交往中表现出与感性有关的行为倾向，如害怕、愤怒、莽撞、兴高采烈、腻烦、哭鼻子等，往往反映出由于童年经历所形成的本能的、依赖性的、创造性的或逆反性的情感特征，处于这种自我角色状态的人往往在工作中希望得到上司批准、他人关心和爱护，更喜欢立即表扬、赞赏和回报等。

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三种自我角色往往会发生多种交互作用(见表7-1)，其中有些是互补性的，即沟通双方自我行为角色是对口的；而有些可能是非互补性的，即双方沟通角色交叉或对立。一般来说，人们主要遵循童年时期形成的“人生脚本”而行为，但在实际生活中，每个人都不停地从一种自我状况转换到另一种状况，任何时刻和场景的行为都与当下的某种自我状况相关联；而人际沟通过程中的冲突与矛盾，往往就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用某种曾经合适而现时不再有效的自我角色与人交往，如果能很好察觉和把握自我角色定位及其转换，那么就可能有效避免矛盾和冲突。

表7-1三种自我角色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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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内部工作场合的人际交往中，如果能够形成成人对成人的交互作用，双方都以对方同样理性相对待，这样可以减少情感冲突，形成健康的人际关系，因此一般会产生最好的沟通效果。而其他互补式交互作用，如主管以父母式自我对下属说话而下属以儿童式的自我应对，也可能形成一种良好沟通和有效工作关系，但会产生情感依赖和不平等问题；当出现非互补式交往时，如主管以成人式自我与下属沟通，但下属却以儿童式应对等，则很容易产生沟通障碍和人际冲突。

7.2.2TA基本操作要领

人是“寻求意义的动物”，工作不仅是为了求生，更是为了完善生命意义、实现自我价值。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个体，人们除了工作本身而外还有感情、婚姻幸福、家庭美满及个人爱好等方面的追求。TA就是让人们透视自己、认清自我、善待他人，深刻领悟和把握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奥妙，以全面提升工作绩效、生活质量和人生价值。其训练要点就是：

——从内心着手，先改善“心智模式”进行自我认识，帮助人们充分了解自己的人格状态、信念心态、沟通模式以及“常玩的心理游戏”是什么，做好内在交流再解决外在沟通问题，通过内动力驱动与他人外在的交流动力；

——着眼于“改变行为”，不仅心里知道在人际沟通方面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做，还要能够行动起来将思想转化为行为，因此，训练的核心任务就是在充分了解自我的基础上经由导师引导，找到超越自我的特殊行动方案；

——作为一种契约式心理疗法，其训练目标与历程以一种“成人对成人”(Adult to Adult)的契约关系为基础，训练当事人双方均被契约界定了各自的责任，以此使当事人专注在目标上并对其有明确行动承诺；

——训练程序和方法讲究科学、系统、有针对性，课程设计针对受训对象进行个性化量身订制，采取互动式、演练式、体验式教学，循序渐进，持续累积地收获改善效果。

TA训练的基本形式有三种：一是两两交谈，使人们学会在工作中以成人的方式沟通、影响和相处；二是小组讨论，通过三至五人组成的小组讨论，帮助学员在与人交往中体认自己的人生观、处世态度和价值取向等；三是沟通分析，在训练过程中，受训人员必须首先确认自己和谈话对象所处的“自我状态”，然后从理论到实践分析研究学习不同自我状态下的人际沟通模式，并基于自我存在状态设想提出在人生旅途中自我实现的目标和途径。其大致程式是：首先达成训练契约；然后进行自我状态描述和分析；最后重新设定行为角色并采取转换行动。具体地说，有如下几个操作环节：

第一个环节：就训练目标达成共识性契约。TA训练的前提条件是：参与者有意并愿意改善自己的心智模式和行为方式，对自己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后果敢于承担责任。训练开始前，要由指导人员与小组成员之间达成一个渐进式的弹性训练契约，明确想要实现的训练目标是什么，确定以什么方式达到和何时到达的衡量标准，以及双方共同和各自分担的责任是什么。

第二个环节：进行自我状态描述与分析。从四个方面进行：一是人格结构分析，以PAC为基本理论架构进行人格系统分析，帮助成员学习如何鉴别和分析自己的惯化自我状态，了解哪些是自己需要改善的排斥性、混杂性自我状态，并反省其对当前生活和工作的实际影响；二是沟通模式分析，帮助成员分析自己与别人沟通时惯常采用什么样的沟通模式，是互补式(Complementary)还是交叉式(Crossed)或对立式(“牛眼型”Bow Eyes )沟通，以及这些沟通类型在其人生时间维度上的分布情形(生命型态)；三是心理游戏分析，通过“戏剧三角”(例如由三名成员分别扮演迫害者、受害者和拯救者)角色扮演游戏，帮助受训者检视自己在人与人互动过程中借助潜意识在不知不觉所玩的“操纵性”、“漠视性”等种种心理游戏和防卫策略，以及自己在人际困扰中所表演的角色及其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程度如何；四是人生脚本分析，从文化、次文化(特殊群体或阶层)、家庭和个人等三个基本层面研究一个人成长的背景及历史，去了解他对未来及目前行为所作的设定。指导者可以要求参与者回忆他们童年时所喜欢的民间传说、典故、伟人、明星及生活故事，自己是怎样不知不觉地受这些影响并融入自己的人格模式；可以通过角色扮演让参与者了解其童年时期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以及后来是维持种种禁令和约束；也可借助一份问卷来激发成员对过去生活脚本进行分析。

第三个环节：重新设定行为角色并采取转换行动。指导者可以从当事人最近某事件开始，引导参与者返回到其童年的自我状况，或以游戏方式重现早年经历以及重新体验当时自己和他人的反应及感受，帮助他们冲破僵滞于童年的角色困境，顿悟自己是如何经由行为习惯和思维模式长期维系着不良状态，并发现替代性选择路径。在这个团体历程中，团体成员会以新的方式开始体验和行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鼓励参与者行动起来，将训练情景中的行为和态度改变成果转换到日常生活中去，并创造性地应对人际交往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目前TA已经发展成为全球60亿人类通用的系统心理沟通技术，并成立专门的国际TA协会，已在全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TA研究分会。现在，TA已是一套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有数千培训小时的人格心理训练方法，TA不仅对个人树立自信心、缓解精神压力、消除心灵创伤、增进家庭和谐、提高沟通能力和领导亲和力等有显著效果，而且也被全球上千家大公司运用到营销谈判、团队及文化建设等方面，成为高级经理人和企业家的必修课。

7.2.3神经语言程式(NLP)

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加州大学语言学家约翰·葛林德(John Grinder)和数学家兼电脑专家和心理治疗师理查·班德勒(Richard Bandler)提出的“神经语言程式”(Neuro Linguistic Programming ，NLP)，可以看作是广义TA理论的一个学派或TA训练课程体系的一个分支。［5］
 当时，两位学者研究的兴趣和目的是，想弄清楚那些在人际关系中能够出色进行沟通交流者究竟是具备了什么样的素质?众所周知，心理治疗师一般是最善于沟通交流的人，于是，他们共同研究了一些在临床心理学界极为卓越的治疗师，如“完形治疗”(Gestalt Therapy) 大师费兹士·波耳士(Fritz Perls)、家族治疗权威维珍尼亚·沙维雅(Virginia Satir)和催眠治疗大师米耳顿·艾力逊(Milton Erickson)，以及善于沟通交流、成就卓著的英国人类学家格利葛利·拜特森(Gregory Bateson)等，他们将这些大师级人物在卓越沟通过程中的思想、语言和行为模式进行分类编辑，结果发现沟通能力与信息过滤、传递和接受方式有关，基于这个结论他们进一步归纳总结了一整套提高有效沟通能力的NLP操作技巧。

NLP在词语含义上，N(Neuro)即“神经”系统，意译“身心”，指思维过程乃至整个行为；L(Linguistic)即“语言”，意指内心对外界进行信息交流的一系列指令、路径和方式，包括姿势、表情、手势等“身体语言”，以及态度、好恶、偏见等存在于潜意识层的语言；P(Programming) 即“程式”，描述的是人们行为如何由语言信息系统控制以及身心对语言信息反应的运作模式，故合称“神经语言程式”。实际上，NLP是综合运用了脑神经学、生理学、心理学、语言学和控制论等多学科知识，研究了人们在沟通交流过程中信息传递和处理规律，即人们是如何选择、摄入、认知、储存、融合和运用来自外部环境及他人传递的信息的，从而发展出一套帮助人们通过改变心态来实现有效沟通和提高人际关系技巧的自我修练方法。

人们在人际交往中，实现有效沟通的最大障碍不是别的，而是心智模式及人们常说的“心态”问题。NLP实际上就是一套关于心智模式调整和改善的修炼技法，它专注于帮助人们修正和重新设计心智模式，十分注重心态的改善和提升，使人们通过修炼具有丰富的内心力量和清晰深邃的洞察力，在日常交往中无论面对什么人际挑战都能轻松自如地应对。NLP 的基本观点就是认为，人的交往行为模式由“神经语言”即心智模式决定，所以研究把握二者之间的作用规则就会帮助人们思考和改善人际关系状况。

从人们交往过程双方信息传递的角度看，“神经语言”无外乎四种情况：我知你知，我知你不知，我不知你知，你我都不知。即使是第一种情况下，如果对方的情况你“了解”但不能给予“理解”也不能算“知”，只有“了解”对方情况并能给予“理解”的情况下，才能够有效沟通。在这样“知”的情况下，日常交往中遇到更多的是“我知你不知”或“我不知你知”这样两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形，这里的沟通问题主要是一个信息传递的问题。但是，绝大多数情况是“我不知你也不知”的潜神经语言沟通难题，“不知”的东西只有在特殊的外在压力下或由内在的情爱和意志激发才能“看”出来，这也是人与人之所以“不一样”的关键原因以及人们沟通障的关键所在。

NLP沟通预设的先决条件(NLP Presuppositions)［6］
 可以简要归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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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与人不一样，人要改变人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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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象无疆界，重要的是主观效用，沟通的意义取决于对方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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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旧行为只会得到旧结果，任何问题都至少有三个解決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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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总会选择最佳行为，人人都已具备成功所需条件，专注就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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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胜于不选择，任何局面都是由最有灵活性者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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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失败，只有反馈；动机和情绪不会错，只是行为无效。

NLP理论认为：每个人作为一个意识主体，都会以其独特的角度和方式去感知世界。你有你的看问题角度，我有我的处世态度，他有他的思考方法，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在接受信息方面，有些人是“视觉型”的，有些是“听觉型”的，还有的属于“触觉型”或“嗅觉型”的人；在处世态度上，有些人属于“豹子型”的粗犷率直，也有“孔雀型”的矫揉造作，还有“猫头鹰型”的精打细算，以及“海豚型”的慢条斯理。在与人沟通过程中，关键是要了解对方“神经语言”属于什么类型和模式，以便“看人下菜碟”。

沟通的实质意义在于双方的回应和感受。“人活得没有道理，人生就是一种态度”，与别人沟通主要不是绝对地“了解”对方的“道理”或情况，而重要的是要“理解”对方的“态度”，知道什么是他高兴的什么是他反感的。因此，在交往过程中，光有美好的动机是不行的，关键要看你给对方是带来了好感还是反感，沟通的意义不看动机只问效果。当然，我们在与人打交道时，其反馈回来的结果有些是我们所期望的，而有些往往不是自己想看到的。对于前者，人们一般会很高兴，而对于后者的反应，人们往往有种被挫败的感觉。其实，这关键是一个心智模式的问题。如果将所谓“失败”仅看作是一种“不合意的反馈结果”，将它作为循序渐进逼近目标的必经步骤，或激发你改善对策或调整策略的动力，那么必然会不断进步最终达成目标。

7.2.4敏感性训练

“敏感性训练”(Sensitivity Training)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布雷德福(Bradford，L.)在进行无领导小组讨论研究中发现的一种人际观念训练技术。其基本思路是：在模拟实际工作情景的实验室中组成训练小组，以提高受训者对于人际关系的敏感性，使他们能够自省自己的情感和动机并建立更现实的个人行为标准，正确地感受自己行为对他人和他人行为对自己的影响，增强对人际差异的宽容、达观及平和态度，进而改善个人、团体和整个组织的行为。敏感性训练属于典型的无领导小组实景演练法。其主要特点是：

——没有预设固定的课程结构，也没有严格的日程表和操作程序，无严密组织程序，讨论无主席、无议题、无议程；

——在敏感性训练小组中，成员都是以其实际工作当中的本来角色，进行面对面的“无结构式”的小组自由互动和讨论；

——组织者仅以辅导员的身份进行必不可少的行为指导和保护措施，以防止过分的心理压力和伤害情形的发生；

——通过团队活动、自我观察、自由讨论、自主表白等环节，使学员直接面对自己的心理障碍和挑战，并重新建构健康完善的人际心理状态。

敏感性训练的操作要点是：在行为科学专家的辅导下，通过10人左右为一组的无领导小组自由讨论方式，帮助来自不同组织、同一组织不同工作团队或同一团体的成员在真实的角色体验和人际关系中互动交往；按照事先拟好的训练纲要，经过“旧态度解冻-敏感性体验-新态度巩固”三个基本阶段，通过数十次有循序渐进控制的聚会讨论，以提高受训者的人际敏感性。

组织训练时，主持人要特别注意下列问题：训练场地设置要尽可能舒适宽松，以免给学员造成心理压力；训练小组一般不超要过15人，训练持续时间最好控制在1至2周内；由于主持人只说明训练的程序、规则与目的，讨论完全交付所有学员共同参与并完成，因此主持人要特别注意避免在实际互动过程中有可能造成某些学员的心理伤害；主持人最后评价总结要注意鼓励、赞许学员自我超越的行为和勇气，并着重增进人际关系，相互学习、促进合作，鼓励学员根据实际工作中的情景和问题调整行为，巩固学习效果。

敏感性训练的局限性在于：所需的时间较长；有造成学员心理伤害的可能与危险；对组织支持者专业素质要求较高；可能学员由于不愿外显实情进入实际角色等而影响整个训练进程效果。所以进行敏感性训练，需根据不同类型人员的特点，针对具体问题，采取扬长避短的有力措施加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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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交流分析(TA)是一种旨在通过内外在交流以提高人际心理沟通能力的普适技术。它基于PAC模型，通过两两交谈、小组讨论和通过分析三种基本形式，让人们透视自己、认清自我、善待他人，深刻领悟和把握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奥妙，以全面提升工作绩效、生活质量和人生价值。其大致程式是：首先达成训练契约；然后进行自我状态描述和分析；最后重新设定行为角色并采取转换行动。神经语言程式(NLP)作为广义TA理论的一个学派或TA训练课程体系的一个分支，是指综合运用脑神经学、生理学、心理学、语言学和控制论等多学科知识，在研究人们在沟通交流过程中信息传递和处理规律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套帮助人们通过改变心态来实现有效沟通自我修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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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浪潮推动下，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大趋势。全球化必然带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跨文化交流和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下，组织社会行为组织沟通管理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应对组织内部成员之间以及与其他组织成员之间的跨文化矛盾、冲突和挑战。本节专门就此问题予以简要介绍和讨论。

7.3.1全球化

“全球化”(Globalization)，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以来，很快就成为一个涵盖面极广的现代性概念，现在已经成为人们日常工作与生活中使用频率极高的习用语；诸如“经济全球化”、“企业全球化”、“市场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人才竞争全球化”等等，几乎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们的口头禅。

其实，“全球化”是一个多元复合概念。首先，全球化，作为一种关于客观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描述，往往在日常中被作为一个“无主语的模糊术语”来使用，其中包含了“成为全球性的”、“扩展到全球范围”、“上升到全球水平”、“在全球范围内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全球范围内组成一个整体”、“着眼于全球范围进行思考”以及“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等多种含义。同时，全球化也是一种“世界观”，即人们关于外部世界时代性变化的主观感受和判断，诸如“地球变小了”、“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地球上”、“地球村”、“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等等术语所表达的意思。这些概念和想法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信息通讯技术革命扩大了人的“感觉”范围，扩大了人的社会交往活动范围，使人们像长了“千里眼”、“顺风耳”和“飞毛腿”一样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意识”，即对于人类共同面临的许多全球问题与自己切身的感受、情感和利益有了从未有的直接或近距离感应。总之，全球化可以在“全球性”(国际化、全球一体化发展过程)和“全球主义”(国际社会意识、全球化思维方式)两个基本层面来理解。［7］


关于全球化历史发展进程的描述，《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著作很有代表性和影响力。他于1999年出版的《了解全球化：凌志汽车与橄榄树》畅销书，提出新科技、全球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认为全球化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当时在西方学界曾引发了一场关于全球化问题的大争论。后来又推出《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再度引起轰动。他在这本书中，进一步将全球化泛化扩展地加以解说，并按照“大历史”发展时间顺序“粗线条”地划分为三个阶段：(1)“全球化1.0”时代，始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而持续到1800年前后，主要是国家间融合和全球化，其进程主要由劳动力推动，这期间世界从由“大”变“中”；(2)“全球化2.0”时代,从1800年一直到 2000年，主要是公司之间的融合，其主要推动力是各种硬件的发明和革新——从蒸汽船、铁路到电话和计算机的普及，其间曾因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而被迫中断，这期间世界由“中”变“小”；(3)21世纪开始“全球化3.0”时代，个人成为了主角，肤色或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不再是合作或竞争的障碍，软件的不断创新和网络的普及，让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和印度的人们可以通过因特网轻松实现自己的社会分工，因此新一波全球化正在抹平一切疆界，世界变“平”了，从“小”缩成了“微小”。［8］


其实，真正的“全球化”问题起源是他所说的第三个阶段，即所谓“全球化3.0”，其源头应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首先伴随着跨国公司并购重组浪潮席卷开来，而跨入21世纪已呈“汹涌澎湃”之态势。据2000年统计，每天世界货币市场成交总额已超过10 000亿美元，近年来美国每月都有700亿美元以上的兼并事件发生。全球化不仅意味着货币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重组，而且表现为人力资源的全球化流动和配置，据统计，世界各国目前至少有7 500万人在外企工作，其中有2 500万人给美国企业打工，发展中国家在美国企业工作的也有1 200万人，另据调查显示500家最大公司90％的人都认为5年后公司有实力的主管将在世界流动；现在处于社会中上层人们不大重视在哪里工作，而重视自己的事业在哪里才能得到发展，白领员工不太在乎国籍，而在乎哪里有更多朋友、更多信任自己的雇主。［9］
 当然，在经济发展进程的层面上，真正谈得上全球化的主要是金融市场和资本流动，至于劳动力市场或人才流动，目前基本上还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的流动，真正跨国或“全球化”的人力资源流动和配置仍然面临一系列现实障碍和挑战。

但是，从目前状况和未来发展大趋势来看，人力资源国际化流动和竞争的全球化可以说已成不可扭转之势。21世纪人类社会经济将全面跨入所谓“新经济”、“E经济”、“知识经济”的新时代。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和基本手段，2000年美国在线公司与时代华纳有线电视公司进行的总资产规模达500亿美元的大合并标志着互联网进入全球化的新世纪。未来，真正拥有全球经济的霸权的是知识产权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产权，真正有力量的是掌握知识产权或高水平人力资本的所谓“符号分析人员”。他们的从业范围和业务性质是“全球化”的，即跨越多元文化，在不同国家、企业或其他组织中，通过“网络”介体进行合作与交流，在全球范围内调动着一切可以调动的经济资源，从事着各种全球化、跨文化的经营和管理工作。

7.3.2文化与跨文化

“文化”(Culture)，广义地说，就是一群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10］
 一群人在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下生息繁衍，常此一往便形成特定的社会习俗习惯及生存生活方式，这就是所谓“民族文化”。进一步，不同层次的细分群体，也会各有其独特的“亚文化”(Subcutures)，如城市文化、乡村文化、社区文化、组织文化等等。文化具有差异性、多样性、多层次性或多元性的表征。这些特征，我们可以从一个人和人群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饮食习惯等外在行为观察到，也可以从他们的空间概念、时间意识、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做事态度等内在维度上去感知。

人人有人生，家家有本经；各个国家都有一部荣辱兴衰史，哪个民族也都有自己特殊的沧桑记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们，在复杂的特殊自然历史环境因素耦合作用下，沿着自己特殊的文化路径一路走来，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历史演化，最后累积遗存在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和风俗习惯上，从而使他们在空间概念、时间意识、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做事态度等多方面“历史地”表现出文化差异性，这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同时，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世界是个万花筒。多样性也是大自然的本质特征，是造物主为了维护自然系统安全、增强世界运作稳定性而特别设计的一种“冗余”机制。人是大自然造物主的“杰作”，文化是人类历史自然演进的产物，文化多样化也是人类文明为应对不确定性风险而形成的一种“冗余”机制，多样的文化形态和类型是人类文明演进的自然历史特征、生命力体现和内在要求。俗语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说的其实就是人在这种自然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多样性。

总之，就如同生物界自然选择过程中物种形态的多样化和多元化一样，文化多样化和多元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选择的必然结果；而“组织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只不过是文化多样化和多元化大背景下一个层面上的“小生境”，其本身也具有无限多样化和多元化的表现形态。无论是在组织中还是在组织外，人与人的交往或多或少都是 “跨文化”(Across Cultures)的，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组织变革与发展必然引发更大范围、更加多样化和多元化的跨文化交流。全球化其实是作为开放系统的市场自然秩序不断扩展的必然结果，而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民主性、自主性和多元互动性，由此引发人们在日常行为中各个方向、各个层面的探索、变革和创新，从而使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朝着无限多样化方向发展；特别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技术革命浪潮，更为这种多元化和多样化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和加速推动力。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和复杂性，自然会给组织行为整合与管理带来一系列特殊的跨文化矛盾、冲突和挑战性问题，如何应对之?此乃组织行为学要研究的一个前沿课题。

7.3.3文化差异多维度研究

关于文化的多样化和多元化，中外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分类思路，并做过很多大规模的实证调查研究。我们这里举出几个著名的研究成果，以作为我们讨论组织跨文化沟通问题所参照的宏观背景。

1961年，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Kluckhohn，F.)和施特罗特贝克(Strodtbeck,F.L.)提出，文化特性可以通过观察人类面对共同问题时所采取的不同解决方式来进行分类研究。［11］
 其基本问题有如下五个方面：

——自然态度维：对待自然时所采取的态度是什么?

(顺从，征服，还是协调?)

——人性假设维：人们对人性的基本信念是怎样的?

(人性善，人性恶，还是中性或混合的?)

——人际状态维：人际关系是如何处置的?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还是层级或官僚主义?)

——行动取向维：人们在实际活动中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取向?

(注重干工作，生活享受，还是注意逻辑理性?)

——时空观念维：人们在时间和空间上注意追求什么?

(注重传统和尊重历史，注意眼前短期利益，还是强调长期可持续发展?公开亲近，注重隐私，还是混合取向?)

例如，中国文化的特点表现在：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人际以官本位为核心形成复杂的亲缘关系；崇尚实用主义生活方式；比较沿袭传统，但不太尊重古人和历史，也不注意尊重他人隐私权利。而美国文化的特点表现在：注重利用科技征服自然；注意性本恶假设建立法律制度；人际关系基本上属于个人主义的；强调行动、成就和工作；在乎现在，讲求短期绩效，尊重他人隐私权利。

20世纪70年代末，荷兰跨文化管理专家吉尔特·霍夫斯坦德(Geert Hofstede.)通过对40个国家的不同文化层次的IBM公司职员以20种语言进行116000问卷调查，并在此基础上于1980年写就名著《文化结局》。［12］
 霍氏把“文化”定义为一定环境中人群共同拥有的心理程序，他通过对跨国公司雇员大规模问卷调查，提出“文化四维度论”，即认为所有文化差异都可以从如下四个维度上加以衡量和分类：

——权力差距(Power Distance)：

(反映社会成员在掌握社会或组织权力方面的差异程度以及认可程度，例如，是集权控制型的还是民主分权型的?)

——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

(反映风险偏好意识的强弱，表现为人们对控制机构数量的偏好程度)

——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Individualistic/Collectivist)

(反映人际关系倾向是个人主义至上还是集体主义至上?)

——阳刚或阴柔性(Masculine/Feminine)

(文化性格或核心价值观是崇尚权威、自信、占有和追逐物质利益，还是注重生活质量、情感幸福、人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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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后期，霍夫斯坦德又继续对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特征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于1991年著就《文化与组织》一书，提出了一个新维度，即长远或短期导向(着眼于现在还是放眼于未来?)。［13］
 认为，在这四个维度中，对组织领导方式影响最大的文化因素是“权力差距”和“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对组织结构影响最大的文化因素是“权力差距”与“不确定性规避”；而对激励效果影响最大的文化因素是“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与“阳刚或阴柔”。霍氏根据员工对有关关键问题回答的平均水平，对40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四维度给出了相应的指数值(得分)，这样就两两对应可以形成一系列平面分布状态图，图7-4显示的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在权力差距与不确定性规避及个人主义维度上的分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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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霍夫斯坦德文化维度实证分布图

资料来源：哈里斯和莫兰《跨文化管理教程》，新华出版社2002年中译本，第69，70页。

从图7-4的分布状态可以看出：权力差距大小与不确定性规避强弱大致呈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大多数情况下，权力差距大的文化往往不确定性规避也较强，而权力差距小的文化往往不确定性规避也较小；权力差距大小与集体主义倾向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大多数情况下，权力差距大的文化往往集体主义倾向也较强，而权力差距小的文化往往个人主义倾向则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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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中、韩、印、美四国五个文化维度指数值比较图

资料来源：陈晓萍《跨文化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就中国的情况来看，在五个文化维度上与美、印、韩存在明显差异(见图7-5)。在个人主义维度上，中国与韩国大大低于美国，印度居中；在权力差距维度上，印度最大，美国最小，而中、韩偏高；在不确定性规避维度上，中、印、美无显著差异，而韩国则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在阳刚性(事业成功导向)维度上，美国最高，韩国最低，中、印居中；在长期导向维度上，中国指数值最高，美国最低，而韩、印居中。

1993年，丹麦经济学家和咨询家特龙纳斯(Trompenaars，F.)在《文化踏浪》一书中，根据对47个国家、约15 000名员工所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进一步从与他人的关系、与时间的关系以及与环境的关系三个方面、七个维度，归纳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差异。［14］
 这七个维度是：

——普遍主义/特殊主义(是有统一规范还是关系随机导向?)；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是自我中心还是群体至上?)；

——感情内敛性/外露性(感情表达是强调理性效率还是自然率真?)；

——个人特殊性/广泛扩散性(人际关系是强调隐私还是公开?)；

——成就/归属(是成败论英雄还是身份论贵贱?)

——顺序性/同步性(过去，现在和未来/计划还是散漫?)

——内向型/外向型(认为自然、环境或局势是可控的还是不可控的?)

可以看出，在特龙纳斯的七文化维度中，大致涵盖了霍氏五维度，例如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与霍氏几乎同名同义，普遍主义/特殊主义维度、个人特殊性/广泛扩散性维度描述的含义与霍氏权力差距维度密切相关，成就/归属维度、感情内敛性/外露性维度与霍氏阳刚/阴柔维度相近。可以说，特龙纳斯只是以自己新的三元逻辑关系将霍氏五维度进一步细化，其中，前五维度都是描述人际关系的文化特征，第六个维度涉及关于时间观念的文化差异，而第七个维度描述的是受环境条件影响的不同文化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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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7-1：相关文献

美国文化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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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态度

人们如何理解行动?与“做”、过程、改变外部环境有关；乐观、努力。

偏爱何种生活节奏?快速、繁忙；充满活力的。

目标与手段在计划中有多重要?注重方法、步骤、技术。

生活的重要目标是什么?物质目标；舒适、痛苦；活动。

决定的责任在谁?每个个人都有做出决定的责任。

人们生活在哪种层面上?操作层面，以结果评定目标。

人们价值评判的基础是什么?实用性(即有效与否)。

由谁做决定?相关人。

问题解决模式的特性是什么?计划行动；预测后果。

学习方式的特性是什么?学习者主动(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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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关系

角色如何定义?自己获取；宽泛的；一般意义上的

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如何打交道?强调平等；将差异最小化；强调随意和自然。

性别角色如何定义?相似，重叠；性别平等；两性皆可为友；不太将其合法化。

一个团体的成员有何权利和责任?承担有限责任；加入团体以寻找个人目标；积极的成员能影响其所在团体。

人们如何评判他人?特别的兴趣能力；以任务为中心；局部接触。

友谊的内涵是什么?社会交往性友谊(短期承诺，共同朋友)。

社会交往中相互关系的特性是什么?真诚至上；各自独立(各付已账)；平等(各付已账)。

人们如何看待社会交往中友善的咄咄逼人?可以接受，有趣，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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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动机

什么是动力?成就。

如何评价人与人的竞争?建设性的，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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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观念

(自然)世界是什么样的?物理的；机械的。

世界如何运转?以一种理性的、可知的、可控制的方式；机会和概率。

人的本性是什么?与自然相分离，与一切等级制度相分离；非永恒、非固定、可变的。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怎样的?善是无限的；人类应为了自身的目的而改造自然；人们期望拥有健康的身体和舒适的物质享受。

真理的本质是什么?善的本质又是什么?试验性的(工作类型)；与具体情境相关；以两分法分析的经验。

时间如何定义?如何评价?将来(预期)；精确的单位；有限的资源；线性。

财产的特性是什么?作为自身之延伸的私人财产所有权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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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认知

用何种方式定义自身?扩散的、变化的语言；灵活的行为。

一个人的身份何在?在于自身(成就)。

个人的本质是什么?彼此独立的不同方面(意图、思想、行动、生活经历)。

一个人应该依赖谁?自己；非个人的组织。

人们尊重何种人及何种品质?年轻的(充满活力的)。

实现社会控制的基础是什么?说服，诉诸个人；罪。

资料来源：哈里斯和莫兰《跨文化管理教程》，新华出版社中译本, 第241~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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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东西方文化比较

在全球多元文化谱系中，东西文化差异最为显著，这引起了很多中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和多种探索。这里聊表一、二。

中国文化大师季羡林先生认为，文化是“天下为公”的，不管肤色，不择远近，传播扩散。文化虽然千差万殊，各有各的特点；但却又能形成体系，特点相同、相似或相近的文化组成一个体系。季先生认为，全人类文化可以划分为两大文化体系：一是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二是西方文化体系，即自古希腊、罗马一直沿袭到今天的欧美文化。东西方文化的最根本差异是思维方式的不同，东方主综合，西方主分析。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5］


1980年，美籍日裔学者威廉·大内(W.G. Ouchi)发表名著《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这是他经过长年对美国、日本各12家大型企业所做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成果。［16］
 大内所说的“Z模式”，是相对于典型的A(America)模式、J(Japan)模式而言的，即IBM等少数几家美国企业自然发展起来并具有许多日本企业相似特点的企业管理模式。

大内从七个方面对美日企业的跨文化特点进行了比较(见表7-2)。Z理论的核心论点是通过建立信任、微妙性和亲密性的文化来使每个组织成员的努力凝聚起来形成最高的团队效率，大内认为这就是美国企业所欠缺而日本企业所优胜的，如果能够建立一种有坚实信任基础、微妙性内在激励机制和亲密性人际关系并具有明确组织目标导向的Z管理模式，那么美国企业就能够应对日本企业的挑战。

表7-2大内日美企业文化模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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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特别是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其他中国学者，如冯友兰、梁漱溟、梁启超、胡适等，在早年(20世纪初叶)也都有大量的比较、讨论和探究。总体而言，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可以概略地归纳如下：

——思维方式：东方主综合，西方主分析；

——社会价值：东方是天下主义，西方属于社会达尔文主义；

——自然观点：东方是天人合一，西方是人定胜天；

——治理结构：东方长人治，西方重法治；

——权利层级：东方重官本位集权专制，西方重民自主分权制衡；

——人性假定：东方性本善，西方性本恶；

——人际关系：东方重群体人伦，西方尚个人自由；

——技艺特点：东方倾向以艺术推动技术，西方倾向以技术带动艺术；

——情商指标：东方人内敛含蓄，西方人热情奔放；

——风险意识：东方人图小康而安，西方人谋大富冒险；

如此等等，不已而举。总之，东西方文化各有优长，也都有局限，不能盲目排外也无须崇洋媚外，而应该开放交流、取长补短、相互融合。

7.3.5跨文化沟通策略

我们已经看到，在不同的文化中，人们的自主意识和空间距离感、语言及非语言交流体系、衣着打扮、饮食习惯、时间概念、季节观念、人际组织关系、宗教信仰、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学习思维方式以及劳动工作态度等等，都存在很大差异。在全球一体化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大趋势的情况下，任何组织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将国家的、行业的和组织的文化有机地统合在一起，对其成员有计划地进行跨文化方面的教育、培训和开发，以提高他们的文化敏感性，深刻理解他们自己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在语言和非语言交往方式上的差异，并能够将之转化为自觉适应跨文化环境、妥善处理跨文化关系和有效进行跨文化沟通的能力。

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跨文化沟通，首先要在指导思想上，坚决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抛弃文化虚无主义，用高度平和开放的心态和眼界去审视、比较、分析不同文化模式，相互尊重、平等对待不同文化背景形成的个体行为和做事方式。跨文化沟通与行为整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从吸收和保留开始，经由长期的磨合和协同，最后才能达到有机融合的佳境。

从组织管理层面来看，要特别注意如下跨文化整合策略：

——从一定的维度系统上，综合分析组织中存在的不同文化范式特性，以及其对组织整体文化模式的影响作用，调查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员工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状况，找出不同文化范式的差异性和共同点；

——寻找跨文化整合的契机或支撑点，例如，从追求真、善、美等的基本人性特点出发，找出人们面临共同问题时的共同心理情感需要作为跨文化行为整合的精神支撑；或从朋友亲属等个体交往关系和组织运作机制中找出大家认可的东西，作为跨文化整合的社会生活基础或工作合作机缘；

——根据组织核心理念和经营特点，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跨文化整合，哪些是可以相互吸收的，哪些是需要各自保留的，哪些是值得彼此借鉴学习的，对于差异性的方面应该如何沟通和兼容，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工作方式和协调机制来化解矛盾和冲突，等等，都需要做出操作性的计划和安排；

——注意从各个文化层面上综合考虑整合策略。在精神理念上，要善于总结和提炼属于“全人类文明成果”，注意处理文化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在求同的基础上策略地处理差异性的问题；在行为关系上，要建立有效的跨文化共同网络和机制，重视不同文化群体中“意见领袖”的作用，避免以先入为主的概念化文化模式简单机械地套用到具体的人际交往活动中，有针对性地处理跨文化沟通问题；在器物层面，要树立“管理无小事”的思想，从细处入手注意发挥物质文化的传播载体作用，使跨文化整合与管理的工作在潜移默化中走入不断完善的正馈循环，以最后达至佳境。

在全球化背景下，首当其冲的跨文化沟通当然是发生在跨国公司等国际性组织中。这种组织的跨文化沟通大致涉及两个层次，即跨国组织总部“本我文化”与域外分支机构“本土文化”之间的沟通，以及域外分支机构内部不同文化背景员工之间的跨文化沟通。前一种跨文化沟通关键在于：如何以外派高层管理人员为中介，兼顾和协调好总公司战略目标和经营管理理念与本土经营文化环境的关系；而后一种跨文化沟通的重点在于：如何消除来自不同国籍和文化背景的员工在观念、心理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和偏见，要选择是以“本土文化”还是以“本我文化”为主体统一其组织文化理念，加强日常整合管理工作，促进员工相互信任和理解。跨国公司等国际性组织应以“入乡随俗”的积极态度主动进行沟通，树立全球性视野和多元化价值观，尊重本土文化习俗和民族品格，尊重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平等地对待当地人和异域雇员，并注意依靠大众传媒树立组织品牌形象，宣传组织核心理念和经营宗旨，以诚信和高质量的服务打动人心，争取本土公众的认可和接纳，从而全面实现有效的跨文化沟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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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7-2：典型案例

摩托罗拉天津分公司的跨文化沟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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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发展概况

若干年前，当有人说到“大哥大”、寻呼机的时候，一些人会感到茫然不知所云；时至今日，别说成人，就连孩子也不是新鲜的东西了。促成中国人生活这一显著变化的一个重要事件，是1992年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在天津经济开发区建立了综合性电子生产基地。该公司是目前天律市投资最大、投产最快、效益最好的外商独资企业。

摩托罗拉公司原计划斥资1.2亿美元用4年分期完成，实际仅用了两年就建成。1996年6月，又增资1.6亿美元；紧接着公司执行总裁里奇·杨兹先生再次申请投资3.6亿美元，除用于扩大原有生产规模外，打算再新建一座占地面积27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工厂，生产半导体芯片和电子元器件。如此宏伟的投资计划和坚定的投资信心，显然来自卓有成效的经营业绩。1993年摩托罗拉销售额81 519万元，创天津开发区之最；1994年销售额25.6亿元，遥遥领先，稳居首位。

短短两年，摩托罗拉的名字已享誉全国，开发区的人们不仅是抽象地知道美国500家大企业排名第23位的摩托罗拉公司，更亲身感受到一个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的实力。来过摩托罗拉公司的国内外人士，对其经营管理业绩无不称道。同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90％以上的员工是中国人，却产生如此令人惊叹的经济绩效，这其中除了先进的技术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有效沟通成功实现了“本土化”和跨文化经营。企业员工的有效沟通和反馈是摩托罗拉这样拥有2 000员工的跨国分公司经营管理、特别是人力资源战略性整合管理运作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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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造跨文化沟通环境和沟通网络

摩托罗拉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管理的信息沟通具有正式规范的制度安排。日常的会议通知都是通过联网的计算机传递来完成的，这样的信息一般可提前三天或一周得知；部门经理的工作汇报一般每周-次，也是通过计算机传递到部门主管和相关部门；部门之间是否需要相互协作是通过部门经理每天的“晨报制度”来确定的，每天早晨各相关部门的经理们利用15分钟的时间聚会一次，各自通报所需对方协助的事情，以便相互配合。公司生产部门则是通过下班前15分钟的质量总结通报来传达日常生产各种情况和信息的。

作为跨国公司，“本土化”是公司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摩托罗拉汲取和提倡“诚、诺、信”的东方传统文化遗产，来营造坦诚、守信和相互信任的企业文化氛围，推行IDE(肯定个人尊严)测试问卷，其中包括六个固定问题，让员工(包括管理者)真实地表达他们对本岗位工作的意义、胜任程度、培训、职业前途的认识，对工作绩效的反馈以及对工作环境的看法。调查结果按具体职能部门层层反馈，再按不同的管理层面要求管理者和员工逐一交谈。公司注意考虑员工的个人特长、兴趣和工作需要，尽量使两者达成一致。员工相信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可获得个人发展的机会；上司把倾听员工意见看作是发现人才和留住人才、调动员工积极性的钥匙。

设立“建议箱”和“畅所欲言箱”是摩托罗拉公司的又一个重要信息沟通渠道，也是让员工参与决策、实行民主管理的一个重要方式。这可以使每个员工把自己工作范围内所发现的问题、建议快速地反映上去。两箱摆放在员工最常经过的位置，采取固定表格的形式，由员工自由抽取、署名填写；填表须署名，否则视为作废，这主要是为避免无中生有，扰乱正常的生产秩序。两箱的钥匙由一专人掌管，及时开箱，在把署名的小条仔细裁下后，将收集的意见或建议分发给各相关部门，各部门主管必须及时把改进措施反馈回来或对良好的建议加以肯定，对有些暂时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必须说明原因。这些反馈通常在公司壁报专栏中及时刊出，以便及时反馈改进工作，对提出意见者给予鼓励的目的，并使工作得到有效监督。

壁报专栏是摩托罗拉公司宣传交流、肯定成绩、鼓舞士气的好方式。它是借鉴中国的大、小字报，并兼容西方常用的布告栏，中西合璧结合而成。据说它在中国的传达效果胜过世界各地摩托罗拉公司。壁报专栏大都是由各个部门的员工亲手制作，内容涉及环保、安全、质量检查、技术达标、培训信息、健康、文娱活动照片、意见反馈和新出台的公司制度等等，一般采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纸张贴的方式，配有版面艺术修饰和生动的人物配图，图文并茂。一则消息很快能够通过壁报传向公司的每个角落。壁报多以表扬员工的成绩为主，但偶尔也会把个别员工的批评处理公开在其上，如某员工重复报销医药费的欺骗行为等，目的是警戒大家，重申公司制度的严明。1996年12月，公司向希望工程捐款300万元，就是通过壁报的方式实现的。此外，壁报的另一个作用是树立公司对外的形象，起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1996年6月，摩托罗拉公司举办了由公司员工家属大约7 000人组成的大型“家庭日”，借以向支持员工工作的家属们致以真诚的问候和感谢。员工家属兴高采烈地参观世界先进的公司格局和管理，参加别开生面的游艺活动，这一天成为公司这个大家庭的盛会。原来公司创始人罗伯特·高乐文就是一个极富家庭观念的人，作为公司传统，摩托罗拉公司每年都要选择一天来过这个节日。目的是提醒大家，家是最温暖的地方，公司也要成为所有员工的家，每个员工在公司里，要像在家中那样和谐、充满友爱与关心。

总之，摩托罗拉公司的企业文化是通过方方面面的沟通途径和方式体现的，渗透和凝聚在每个员工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中，构成了独具特色、井然高效的摩托罗拉办事方式。正如一位公司前辈所说，当你对公司的基本宗旨和文化理念深信不移、融会贯通的时候，你才会在遇到具体事情时不假思索而处理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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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要评析

对于像摩托罗拉这样的大型跨国公司来说，良好的沟通对其在东道国的本土化和跨文化经营的成败至关重要。而营造宽松的沟通环境和容纳多元化个人于一体的组织氛围，又是有效沟通的前提条件。摩托罗拉公司根据90％以上都是中国员工，结合中国东方传统文化中的“诚、诺、信”来营造坦诚、信用和信任的气氛，推行IDE(肯定个人尊严)测试问卷，让员工(包括管理者)真实地表达他们对具体岗位工作的意义、胜任程度、培训、职业前途的认识，对工作绩效的反馈以及对工作环境的看法。这样就有效地解决了管理者与员工的文化背景差异而带来的沟通障碍，使沟通有效进行有了宽松适宜的人文环境。

其次，摩托罗拉公司的正式沟通网络显然也是先进有效的。公司利用自身高科技企业的生产技术优势，以先进的电子通讯技术装备企业的正式沟通网络，取得了快速、灵敏、上通下达、高效率运作的沟通效果。更使人称道的是，公司在建立沟通网络时，注意疏通多元化的沟通渠道，意识到电子沟通的人文局限性，能够把先进沟通技术与传统沟通方式巧妙结合，特别是采取契合公司特点、中西合璧的意见箱和壁报专栏，以及将员工的婚姻家庭生活环境与组织内职业管理相结合的“家庭日”活动，所以这些，都无疑是大型跨国公司构建沟通网络的成功创举和典范。

此外，摩托罗拉将沟通作为公司人力资源整合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有效的沟通网络时员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大大地增强了员工对组织的组织归属感、主人翁责任感和成就感，员工与组织达成互依互利的心理契约，形成默契合作团队精神，使企业取得了惊人的人力资本整合效应和经营绩效。

资料来源：孙建敏等《MBA案例：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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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广泛的意义上来看，“跨文化沟通”不仅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在国际范围内员工之间的沟通。在当今崇尚个性张扬、自主性价值观成为民主社会基石，以及文化多样化、多元化成为大趋势的时代背景下，一个现代组织中成员之间在个性特点、处世态度、语言习惯、知识技能及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实质上都是“跨文化”性质的，因此“跨文化沟通”就成为一个具有一般性和普适性意义的主体性策略问题。从个人层面来看，跨文化有效沟通应该注意遵循如下一些基本准则：

——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需要有艺术家创作和欣赏人物角色的眼光，站在局外去看待和批判他人；

——利用经济学观点去看待和理解别人的处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自己与对方角色置换去看待与他人的关系；

——不要在心理上将跨文化差异看作是沟通的阻障，而看作是一种能够带来价值和收益的资源去开发利用；

——在没有证实文化相似性之前，先假定存在跨文化差异；

——当你遇到其他文化中某种对你来说不可理寓和接受的东西时，请想想动植物大千世界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奇形怪状的生命形态；

——在对他人观点和行为进行解释或评价时要有客观性描述作为事实基础和判断依据，在面对异域文化环境进行决策时先要做“假说”验证工作；

——在向别人发布观点、传递信息之前先要将自己置身于接受者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在接受信息时也要站在对方立场上进行换位思维、分析归因和意义解码；

——在跨文化交流中能够自如因应具体对象调整策略，例如对于沉默寡言者要以巧妙的提问激发其多说，对于爱生气过于敏感者要树立其自信和自尊感评判要对事不对人；

——无论对什么人都能够以礼貌尊重的、描述性而非判断性的语言去表达好奇心，例如：“当…时，对您意味着什么(或有什么感受，想到什么)?”“关于…，您怎么看?”或者“告诉我，什么对您来说是重要的?”；

——在跨文化交流中要注意文化“语境”的高低，特别是在高语境的东方文化与低语境的西洋文化之间进行交流时，要特别注意由此而引发的误会；

——应该通过“积极的倾听”获取对方有关信息并与其共享语境意义，从而与跨文化伙伴建立友好关系。

著名现代化问题专家亨廷顿曾经明确指出：后冷战的未来世界里，人类冲突的原因将基本上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或经济的，人类间大的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将是文化。［17］
 为此，组织要建立应对群体压力和冲突的有效解决机制。所有的人际矛盾和冲突几乎都属于沟通性的，而且通常可以采用某种沟通技巧来避免、缓和或解决。化解沟通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其基本做法是：首先需要理解关于人际冲突的三大假设，并了解冲突管理的可能后果；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实际中人际冲突的类型，进而采取适当方式解决之。［18］


冲突解决机制应该建立在如下三个基本假设上：

——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很自然的事情；

——冲突当事人不一定存在人品和道德问题，正当的冲突对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是非常必要甚至重要而有益的；

——冲突产生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关键是能够辨认具体情况应对解决之，避免消极结果(如断绝关系、因伤感而痛苦)而争取积极结果(如“不打不相识”)。

沟通中的人际冲突大致有三种基本类型：一是“简单冲突”，是由于目标或利益矛盾引发的，冲突双方都知道各自的利益目标，但找不到一种既无法放弃自己意愿又不阻碍他人目标实现的解决办法；二是“假性冲突”，是由沟通无效的结果，本来观点相同的人由于沟通不到位而发生误会性冲突；三是“情感冲突”，由于情感上受到伤害、为保护自我尊严而引发的零和性竞争。应该采取相对应的适宜反应方式和解决策略：

——遇到“简单冲突”，应该清楚地表达问题以使冲突简单化，可以采取“冷处理”将问题搁置一段时间，然后将冲突的问题放置在非竞争性背景下共同协商解决；

——面对“假性冲突”，要首先坐下来重新检讨问题，通过疏通沟通渠道、改善沟通方式，让自己与对方一起澄清各自的看法和观点；

——对于“情感冲突”，该闭嘴时决不要开口，等能够交谈时要简单地描述事情经过，不要去解释冲突原委，达成一致后寻求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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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从广义上说，文化就是一群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就如同生物界自然选择过程中物种形态的多样化和多元化一样，文化多样化和多元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选择的必然结果。在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推动下，现代组织跨文化沟通、整合与管理越来越举足轻重。为此，在指导思想上要坚决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树立文化多元主义理念，用高度平和开放的心态和眼界去审视、比较、分析不同文化模式，相互尊重、平等对待不同文化背景形成的个体行为和做事方式。跨文化沟通不仅局限在国际范围内，而且涉及一系列更具一般性和普适性意义的主体性沟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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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要内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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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沟通是指两个或更多的人之间在特定情景中相互交流并彼此理解有关信息(包括各自想法、观点、情绪、情感和意见等)的行为或过程。沟通包括人、场景和信息三个基本要素。沟通是形成团队精神、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建设企业文化的组织行为基础。沟通方式有文字或口头语言沟通和非语言沟通、直接面对面沟通和间接传媒沟通。在一个组织中，人际沟通的总体架构主要涉及纵、横两个基本维向，以及正式和非正式两种基本组织方式。正式沟通网络有链式、轮式和全通道式，非正式的小道消息传播有单线式、闲聊式、随机式和簇式等不同方式。有效沟通三大策略：营造宽松的沟通环境和容纳多元化个人于一体的组织氛围；建立对消息传递具有双向灵敏反馈能力的全通道式沟通网络；高层决策管理者从战略高度加以重视并发挥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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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分析(TA)是一种旨在通过内外在交流以提高人际心理沟通能力的普适技术。它基于PAC模型，通过两两交谈、小组讨论和通过分析三种基本形式，让人们透视自己、认清自我、善待他人，深刻领悟和把握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奥妙，以全面提升工作绩效、生活质量和人生价值。其大致程式是：首先达成训练契约；然后进行自我状态描述和分析；最后重新设定行为角色并采取转换行动。神经语言程式(NLP)作为广义TA理论的一个学派或TA训练课程体系的一个分支，是指综合运用脑神经学、生理学、心理学、语言学和控制论等多学科知识，在研究人们在沟通交流过程中信息传递和处理规律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套帮助人们通过改变心态来实现有效沟通自我修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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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广义上说，文化就是一个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就如同生物界自然选择过程中物种形态的多样化和多元化一样，文化多样化和多元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选择的必然结果。在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推动下，现代组织跨文化沟通、整合与管理越来越举足轻重。为此，在指导思想上要坚决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树立文化多元主义理念，用高度平和开放的心态和眼界去审视、比较、分析不同文化模式，相互尊重、平等对待不同文化背景形成的个体行为和做事方式。跨文化沟通不仅局限在国际范围内，而且涉及一系列更具一般性和普适性意义的主体性沟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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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习思考问题

(1) 什么是沟通?其基本要素和方式有哪些?

(2) 在组织人际沟通中，正式沟通网络有哪些?非正式沟通方式又有哪些?

(3) 组织沟通的基本策略有哪些?

(4) 在交流分析(TA)中，PAC模型含义是什么?其操作方式和程式是什么?

(5) 什么是神经语言程式(NLP)?其对于提高人际沟通能力有什么启迪意义?

(6) 试简要说明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沟通的重要意义。

(7) 关于文化差异性，可以从哪些维度上去进行比较分析?都有哪些著名的理论学说?

(8) 应该如何中西文化差异性?在理论上都有哪些论说?

(9) 从组织管理层面看，跨文化整合沟通应采取哪些策略?

(10) 从个人层面来说，在跨文化沟通时应该注意遵循哪些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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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认知练习

个人沟通能力测试

说明：这里有20个陈述，在你认为符合的陈述后面，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数字(5为最适合，1为最不适合)做标记。

(1) 我认为沟通容不下一点点虚伪。 1 2 3 4 5

(2) 我时常对他人保持开放态度，无论他的地位高低。 1 2 3 4 5

(3) 当我与他人意见一致时，他们大都认为我理解了其观点和思想。1 2 3 4 5

(4) 在与人聊谈时，我习惯于谈论一些对方感兴趣的事情。1 2 3 4 5

(5) 如果我错了，就坦然承认，从不狡辩。 1 2 3 4 5

(6) 在日常中我会毫不吝啬地赞赏别人。 1 2 3 4 5

(7) 我从不对别人发号施令，即使对下属或晚辈。 1 2 3 4 5

(8)我认为自己是非语言沟通方面的一把好手。 1 2 3 4 5

(9) 在与他人发生分歧时我总能设身处地从对方角度看问题。 1 2 3 4 5

(10) 在交谈中我总能耐心倾听对方讲话。 1 2 3 4 5

(11) 我觉得自己很有悟性，往往他人还没开口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 1 2 3 4 5

(12) 即使对他人话题不感兴趣，我也要假装在听。 1 2 3 4 5

(13) 我在听下属回报工作时，往往告诉对方只说明情况，少发表意见。 1 2 3 4 5

(14) 我喜欢在别人说话其间插话，或对方话刚一落音就急不可耐地发表看法。1 2 3 4 5

(15) 在日常中我很坚持原则，毫不客气地指出别人犯错之处。1 2 3 4 5

(16) 在听对方陈述时，我总在思考接下来我怎么与他对言。 1 2 3 4 5

(17) 在沟通中我只对哪些觉得有用的信息感兴趣，尽量回避不感兴趣的谈话。1 2 3 4 5

(18)与人谈话，我总是避免与对方目光正面接触。 1 2 3 4 5

(19) 我很健谈，什么场合都爱夸夸其谈，总是说的最多。1 2 3 4 5

(20) 说话人的音容笑貌常常影响到我对内容的倾听和理解。 1 2 3 4 5

完成后统计频数，前10个陈述得分越高说明沟通能力越强，后10个陈述得分越高说明沟通能力越低，一般情况下二者结果应该是相反的，即前10个得分高者后10个得分低，反之则反，但也许有意外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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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个案研讨

师生电子邮件通信中的沟通问题

这里是某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一位人力资源管理老师与一位会计专业大一学生的几封电子通信记录。在通信之前他们从没谋面，相互不了解，或存在信息不对称。

2008-06-17 17:55:08

尊敬的L教授,您好:

我是我校07级会计系学生X。结束了大一的经济学学习，我尚有一些问题和想法与老师所讲不符；而考试结束后，再联系老师就很难了。当然，即使能找到，说法也和课堂上是一样的。

期末考试结束后，学校却提供了一个机会：要求学生就自己所拟订的问题向教授咨询。您既为教授，必然能就我的些许浅薄问题指点迷津。因此，若您在7月初的任何时间有闲暇，希望您能给我一个机会，临听您的教诲，也表达我自己的看法。近期，我将为此准备，望您能在7月1号到5号中任意一天匀出1小时左右时间有所赐教。期待您答应这个不情之请，谢谢!

感谢老师于百忙之中阅读此邮件!

您的学生 X

2008-06-17 21:47:46

X同学：欢迎你与我交流。师生谈话不需要那么正式隆重，具体约请时间也不方便。你如果有什么问题，可在白天打电话(XXXXXXXX，我一般都在家)，我们可一起聊聊天，如果有特别重大的人生选择问题，我们再约时间当面谈，你看怎样?

L

2008-06-19 18:06:53

尊敬的教授:

非常感谢您能抽出时间为我做些许指点。根据学院安排，这门课程应该于英语四级考试后(即5月21日后)开展。届时我们会有一些“培训”，大约到6月底才会开始自主咨询。因此，现在还无法根据其具体安排明确具体的时间，对此深表歉意。我会尽快确定我们的咨询时间，最迟在下周五前再与您联系，以确定咨询时间。对此给您造成的不便，再次表示歉意!

在此，谨向您提出我欲咨询的问题，方便您的指点。

作为一名来自西部内地的学生，毕业后能留在首都是再好不过的事。这一点相信不仅是我，也是很多和我有共同背景同学的愿望。身为S大学子， 我有理由相信在毕业后(暂且认为是本科毕业)找到一份工作是极有可能的；但我们面临着更大的麻烦：住所。

当然首先应该考虑单位分房和自己租房，这是两种比较直接的解决方式；但这些以及类似的方法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我们终究要面对买房的问题。

我的问题就是：3年后，做为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北京的环境下，应该怎样规划买房?

根据我的一些想法，这理应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1.未来国家(或者说北京市)的住房政策是怎样的?依据是什么?

2.未来房地产市场的走势是怎样的?资金是流入还是流出?依据是什么?

3.未来的物价上升速度会怎样?依据是什么?(关系到房价的上升速度)

我会在近期查询政策，历史数据等相关资料并得出一些结论；届时希望您告诉我您对此的看法，并对我做出指导。

感谢老师于百忙之中阅读此邮件!若您有任何不便之处，请回复邮件或告知我(手机号码)。

您的学生 X

2008-06-19 21:34:59 L教授回复道：

我觉得你的想法存在方向性偏误，大学毕业不是想着怎么干事，而是满脑子“房子、房子……”，严重不着调！——恕我直言！有话当面再细说。

2008-06-21 21:58:30

尊敬的教授：

常言到“一文钱难到英雄汉”。话无豪情，却有深意。没有实际的物质支持，再多的抱负也无从实现。理想要转化为现实，还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您主张大学生做一番事业，我也如是想；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个连自身基本生活都不能解决的人，必然无法施展其他的才华。欲有为必先自立，而这不啻为一个自立的基础，您说是吗?

可以向您保证的是，这不是我的最终目的。如同英语只是一个交流的工具，这也属于生存的一部分；但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我们还是要学好英语。而这也是同样的。

对您的态度，高兴之余，十分感动。经济学是一门“实际”的学科，那么部分研究之人难免陷于市侩之流；只不过相比菜市场上元角分的斤斤计较，他们研究的数字相对较大罢了。显然，您的看法是建立在“做事”基础上的，虽然不知道您得到的具体成果，想必过程十分精彩。现在有许多理想的人，也有许多为之奋斗的人，但不被流俗所扰而坚持到底的，实在是寥寥。我的想法：为了避免被扰，自然要研究规避的方法，好为理想的路披荆斩棘。从前看过余秋雨先生关于“小人”的文章，他认为“小人”无处不在，而“好人”是斗不过“小人”的。因此，应该存在研究“小人”的学问，目的就是更好地避免遭到损害，以完成更多的事。既然未来不可避免，还望您指导我如何对付这个“小人”，让我不至于为此陷于市侩。言语中见得您是直爽之人，我也就冒昧直言了。词句中若有不尊之处，还敬请谅解。

感谢老师于百忙之中阅读我的邮件！

您的学生　X

2008-06-22 09:46:39

X同学：看来你是一个“有心”的青年，善于观察思考。

说得不错，“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欲有为必先自立”，但应该怎么“扫”?什么是“自立”?自立就是要买房子住吗?不“自立”房子从哪里来?我理解的自立就是有工作，能够独立地干出一些对他人、对社会有价值的事情(这不是大话，而是实实在在的真话！)，这样你的财源自然滚滚而来，房子也会不成问题。你工作都没有，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够干什么，一上来就那么气壮地要买房子?凭的什么?如果不是爸爸妈妈亲朋好友的资助，你有这个能力吗?——请注意，我不是从投资理财的角度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我也不同意什么“好人”斗不过“小人”的话，我不相信“我是流氓我怕谁！”，那是假话，我相信“我是君子我怕谁！”我是好人我谁都不怕。年轻的时候，我也像你一样，相信过某大师说的那些鬼话，现在不信了！

谢谢你与我交流思想，欢迎继续讨论。我喜欢你这样勤于思考的青年！

L

2008-06-22 11:55:37

尊敬的教授:

无庸质疑地，刚毕业后无法独立承担这份财务。因此就刚毕业来说，必然地是选择租房等手段暂时解决问题。如果是父母支付，那于情则远，于理则贵，因而必不会是在北京。这既是我的选择，所有在京“给养”问题自然也是独自支付，而这就是我大一就开始关心这个问题的原因。家中现也有几处房产，但我希望凭自己的努力挣得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

鉴于两个原因:1.毕业后短期内必然不会在这方面有充足的资金投入；2.有自己的住所越快越好，我才尤其关心这个问题，而这纯粹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的。此事我既没告诉家人，亦无打算靠他人“援助”。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那么信息当然是知道的越多越好了。由于专业的关系，当然希望学有所用，毕竟利用于实际才是经济学，也是所有学科存在的目的。

或许您认为这是急功近利的表现，但我觉得它是生存的基础。若您因我的“动机”有所不快，还请谅解。若如此，您大可把这个问题当成一个学生咨询的学术问题。我想，真正使您不快的原因应该是这与我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罢。如我咨询的题目是类似于“日本的经济泡沫产生原因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等等，虽然空泛些，想必不会令您如此生气。可是，您觉得一个农业大学出来的学生不会种田，音乐学院出来的不会演奏，那行吗?做为经管院的学生，若是连自己身边的经济生活都无从处理，那还真有点说不过去。

下周我们就要开始实践课程了，真诚地希望能够继续和老师交流。

感谢老师于百忙之中阅读我的邮件!

您的学生 X

2008-06-22 16:28:35

X同学：看来，我们沟通有些障碍。

你从我上封信怎么读出我“不快”了?我哪儿“不快”?“若您因我的‘动机’有所不快，还请谅解。……我想，真正使您不快的原因应该是这与我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罢。如我咨询的题目是类似于‘日本的经济泡沫产生原因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等等，虽然空泛些，想必不会令您如此生气。”这话我觉得莫名其妙。也许我没有表达清楚我的意思，也许我们说的话走了两茬，你也无须辩解什么，我只是根据你提问题的信息作了个主观判断，可能有偏误。我又不认识你，也不了解你的任何情况，我怎么会因为你提的问题与你的切身利益有关就不快呢?老师能狭隘到那步田地?你这样说话确实让我才不快了呢！看来文字沟通有障碍，再沟通吧……

L

2008-06-22 17:12:41

尊敬的教授:

既不存在主观上的问题，相信我们的交流会很愉快。咨询时间我会提前数天联系您的。

祝好

您的学生 X

研讨方向指示：

(1)他们二位在书来信往中传达了各自哪些信息、价值观点、情绪情感?在哪些方面引发了误会或不快?这些问题是怎么造成的?

(2)教授说“看来文字沟通有障碍”，究竟有多大问题是由种种沟通方式造成的?

(3)学生在咨询“房子”问题时，想向教授咨询的问题属于什么性质的?而教授因为自己的专业方向原因，将学生咨询的问题在另一个层面引申开来，因此教授回信说“请注意，我不是从投资理财的角度跟你讨论这个问题”，但学生没有在这个层面去领会。这样就如教授所说“也许我们说的话走了两茬”。看来，在沟通中“听懂对方”很重要。沿此思路，你还分析出了其他什么问题?

(4)学生说“既不存在主观上的问题，相信我们的交流会很愉快。”可以看出，教授在言语上不自觉地触动了学生的人格自尊。他们的沟通存在不存在跨文化问题?

(5)这个案例也涉及社会行为理论方面的很多知识点，请放开思路，能否试探着做出其他一些相关分析?

章末注释：


［1］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节专门讨论。


［2］
 英文中的Grapevine，字面意思是“葡萄藤”，起源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当时，传递情报的电话线在树与树之间穿越时，往往与葡萄藤缠绕在一起，因此导致信息传递经常混淆或出错，因此，人们就习惯性地将无中生有的谣言比作“葡萄藤”。今天，这个词语被推广应用于所有非正式传播的信息。(见约翰·纽斯特罗姆《组织行为学》(第十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中译本，第69页。


［3］
 世界著名的成功学大师卡耐基经过大量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在一个人的所有成功因素中，专业知识技能只占15%，而人际关系方面的沟通技巧则占到85%的权重。因此，可以说在工作和生活的大多数场合，人与人的差距并不在专业技能方面，而是在沟通技巧方面。


［4］
 其英文名称又作“TCA”即英文Transational Capability Analysis(交流能力分析)的缩写。


［5］
 对NLP发展完善做出贡献的还包括：Dr. Robert Dilts， Judith DeLozier， Leslie Cameron， Steve Andreas， Dr. William Tad James， Suzi Smith 等人。


［6］
 以下各条要则对应的英文原文分别为：

——No two persons are the same. One person cannot change another person.

——The map is not the territory. Usefulness is more important. The meaning of communication is the response one gets.

——Repeating the same behavior will repeat the same result. 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solutions to every situation.

——Every one chooses the best behavior at the moment. Every one already possesses all the resources needed. Where your mind focus， where you give energy.

——Choice is better than no choice. In any system， the most flexible person has the control.

——There is no failure， only feedback. Intentions and emotions are never wrong， only the behavior has not been effective.


［7］
 参见张世鹏《什么是全球化?》，载《国际政治》2000(1)。


［8］
 参见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湖南科技出版社2006年中译本，第8~10页。


［9］
 参见《中外管理》2001年第4期记者抑扬的文章。


［10］
 在中文里，“文化”的词语意义即“文治教化”，《周礼》有“关乎人文以化天下”的说法，英文(Culture)的原始词义是指人为耕作、培养、培育和开发出来的事物，与自然存在的事物相对。20世纪20年代一些中国文人对文化的意义做过一系列研究：梁漱溟认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是“人类生活的样法”。蔡元培指出“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梁启超将文化定义为“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胡适认为“文明”(Civilization)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而“文化”(Culture)则是“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


［11］
 见Kluckhohn，F. and Strodtbeck，F.L.，Variations in Value Orientations， Greenwood Press，Westport，Conn，1961.中译本文献可参阅特丰斯·龙彭纳斯和查理斯·汉普登-特纳《在文化波涛中冲浪：理解工商管理中的多样性》，华夏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


［12］
 见Hofstede，G.. Culture’s Consequences， Beverly Hills，CA:Sage，1980. 中文文献介绍可参见弗朗西斯科，戈尔德《国际组织行为学》，第24~2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


［13］
 见Hofstede，G..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s，London:McGrawHill，1991.


［14］
 见Trompenaars，F.，Riding the Waves of Culture:Understanding Diversity in Global Bussiness. London:The Economist Books，1993.


［15］
 季羡林《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载陆嘉玉、姚秉彦主编《企业文化在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16］
 见威廉·大内《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中译本。


［17］
 参见Huntington，S.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Simon &Shuster，1996.


［18］
 见Paul R.Timm & Brent D. Peterson:《人的行为与组织管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年中译本，第228~231页。



第3篇组织政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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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职场权谋：组织政治行为概说

第9章组织领导：政治行为的权变控制

第10章竞争合作：组织政治博弈论

第8章职场权谋：组织政治行为概说

组织，特别是大型组织，正如政府一样在根本上是政治实体。要理解组织必须要理解组织的政治，正如要理解政府必须要理解政府的政治一样。

杰夫瑞·费伏尔

［《理解组织权力》(1992)］[image: image]
 学习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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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权力”的含义，对于权力的来源和类型以及组织中的权力有概略了解；

[image: image]
 全面把握组织政治行为的内涵，了解其实际表现情况；

[image: image]
 能够准确辨认组织权力重心，着重掌握组织政治策略，特别是办公室政治游戏中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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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架构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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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故事引导

小安，29岁，是上海一家广告公司的策划人。她业务精通，多次获奖，虽然在公司已有七个年头，但她以为公司是“愚蠢的官僚机构”，常抱怨管理层“不称职”，不喜欢自己的老板。显然，她已从来自西部的纯真姑娘成为大都市组织中的愤青白领，并深深为自己在公司的前途担忧，也曾考虑过跳槽，但朋友告诉她“天下乌鸦一般黑”；她也觉得自己应该遵守和参与“公司政治”游戏，但总是做不到。她希望同事不要理睬她，以便自己能够专心做自己喜欢的广告策划工作，但现在她在公司中承担的事务越来越多，她感到情绪低落、无所适从。

大傅，34岁，是一家著名跨国公司经理。他八年前拿到MBA学位后，先在一家咨询公司干了五年，在摸爬滚打中学会了与人打交道，并锻炼成长为出色的项目经理。后来，他接受了当时作为其客户之一的现任职公司之高薪聘请，来到这个公司一生产性事业部工作。刚来时，他发现同事们对自己都充满排斥心理甚至敌意，而且要与工程部、制造厂和营销大军等一个个“小王国”打交道，此外，由于个人背景的差异，也常常使他在说服上司信任自己方面感到非常困难。小傅虽然对未来的职业生涯前景充满信心，但眼下与上司、下属和同事的复杂人际关系，以及在自己职责范围内难以获得应有控制权，却使他常常陷于郁闷和困惑。

老余，45岁，是北京一家大银行的副总裁。目前，银行业面临体制转型和竞争挑战，他很清楚自己所在银行未来长期发展方向以及五年内的主要目标和任务，但必须说服一些重要领导、部门和客户相信变革的重要意义，要应对转型后的管理重组难题，更重要的是这些建议将导致一些权重领导失去权力，所有这一切都将遭致阻力、反对和风险，弄不好可能会引发一场大规模的组织政治风暴。一想到这些，他就没有了底气，变得犹豫不决。

这三位老中青组织工作者遇到的困惑和难题，都属于本章要谈论的职场权谋及组织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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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一种社会动物，更是一种政治动物；由人组成的社会性组织，也是高度政治化的组织。所谓“政治”(Politics)，在广泛的意义上，就是指人际交往关系中一切与“权力”有关的现象。组织行为在“权力”关系层面上的表现，就是组织政治行为。为此，首先应对有关“权力”的性质、来源和类型及其在组织中的表现形态和重要意义，有一个概要的了解。

8.1.1权力定义

何谓“权力”(Power)？简单地说，权力就是一个人或群体在特定情境下对他人或他群体的某种支配性影响力。具体地说，权力有三个基本规定性或要点：(1) 权力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具有非对称性的社会关系；(2) 权力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组织情景以及资源配置状况密切相联；(3) 权力有多重表现形态，可以是一种可能性，也可能是一种潜在能力或现实力量。

关于“权力”，在东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里具有很大的“跨文化”差异。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在谈论金钱和性时，往往怕别人说自己“铜臭气十足”或“不正经”，故往往“忸怩作态”，而对权力的态度似乎要正面得多；相反，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人们说到权力，往往下意识地将它看作是一个与民主价值观格格不入、富有贬义或需要“捂鼻子”的词汇，若谈论金钱和性时却要坦然、自然和率直得多。［1］
 其实，权、钱、色在性质上有很多相通之处，拥有金钱和美色的人，对于他人的支配性影响，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也正如金钱和性一样，权力作为一种非对称性社会关系，其本身没有是非、好坏的伦理意义，而且是普遍存在于各个社会、组织或群体之中，每日每时、事事处处都在发挥作用的。

权力不是一种抽象存在物，而是与特定的社会环境、组织情景，以及相应的资源分配和配置状况密切相联的。在人际交往中，一方所拥有的环境条件、情景位置或资源特性，对他方来说是重要的、稀缺的和不可替代的，那么就会由此产生权力及权势，这种重要性、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越强，相应的权力及权势就越大。虽然，由于资源、机会和条件在人口分布上往往是不对等的，一些个人或群体相对于他人或他组织来说拥有的权力可能会更大些、更“强势”些；但是，总的来说，人们在组织、群体或社会中是因情景而相互影响的，因此，权力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在一种社会环境、组织情景或资源分配状态下，一些个人或群体可能拥有更大权力，而另一些人或群体则没有或少有权力；但在另一种变换了的环境、情景或状态下，权力结构和关系可能正好相反。权力会随时间、空间变化而不断转移的。

在实际中，权力关系有无限丰富的具体表现形态。权力可以是一种潜在的威慑力，也可以是一种显性的影响力；可以是一种心理状态，也可以是一种行为表现；可以是有形的组织结构或制度安排，也可以是一种无形的习惯势力或意识形态，如此等等。凡是能够使一些个人或群体拥有支配别人行为来达成自己目的的情景，或者说，凡是非对称性地拥有某种资源、金钱、暴力、条件、机会、可能、信念、情感、策略、知识、技能或力量等等，从而对他人或他群体构成支配性影响的，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力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权力现象具有普遍性，且具有无限多样、丰富多彩的现实表现形态。

总之，权力是一个极其复杂且多形态的社会现象，研究者或观察者可以从多个角度、不同的层面上去定义和认识它。例如，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将权力定义为：一个人或群体所拥有的机会，这些机会使得他或他们拥有通过集体行为(甚至是在他人反对的情况下)实现自己意志的可能性。［2］
 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则将权力定义为一种“利用暴力、财富或知识使别人按照自己需要和愿望行事的能力或力量”。［3］
 对于权力问题有专门研究的组织行为理论家杰夫瑞·费伏尔(Jeffrey Pfeffer)则将权力定义为一种“影响行为、改变事态进程、克服阻力或让人们进行他们本不会做的事情的潜在力量”。［4］
 具体说法不同，其基本含义并无实质差别。

8.1.2权力来源及类型

权力的基础，即形成一个人或群体非对称性支配性影响力的支撑点，可以有多种来源，从而构成不同的权力类型。不同的学者研究角度和目的不同，对权力来源的辨认和分类也有差别，例如有三分法、五分法或多分法等等。

韦伯在《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中，从官僚组织的制度形态和运作机制角度，把权力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是“法理性权力”，即理性的、法定的权力，其基础是行政合法性，建立在一套等级制度之上，是依法任命职务并赋予行政职权的权力；第二种是“传统性权力”，即古老的、传统的权力，其基础是不可侵犯的世俗神圣性，建立在由传统形成的正统继承性体系之上；第三种是“虔信性权力”，即超凡的、神圣的权力，其基础是宗教般的信仰，建立在对个人英雄业绩、高尚品德或人格魅力的崇拜和迷信之上。韦伯认为，这三种权力中，传统性权力以传统习惯形成因而组织效率较差，虔信性权力过于带感情色彩并且是非理性的，只有法理性权力才既是理性的又是有效率的，才适宜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是保证组织健康发展的最好权力形式。［5］


托夫勒在《权力转移》中，从大历史以及社会变革力量转移的宏观层面，将权力基础或来源归结为肌肉(暴力)、金钱(财富)和头脑(知识)三种类型。他认为，就如同日本神话中天照大神的三件圣物即宝剑、宝石和宝镜及其代表帝国力量的象征意义一样，暴力(或武力)、金钱(或财富)和知识(或信息)是任何权力赖以形成的三种基本力量，无论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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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集团在其私人关系中怎样组合使用多么复杂多样的权力工具，但归根结底都可以归并为这样三个“终极杠杆”。当然，这三种权力基础也不是等同的，而是有高下之分、“质量”差异的。一般地说，风险性越大、灵活性越差、互利性越低或非对称性差异越大，权力基础和来源就越不稳固，其“质量”就越低劣；反之，权力“质量”或层次就越高。由此判断，暴力、财富和知识显然存在依次递增的质量梯度，即由暴力或武力形成的权力“质量”最低，由金钱或财富形成的权力“质量”次之，而有知识或信息形成的权力基础则是最稳固的、其“质量”也是最高的，或者说，只有知识才是“真正的权力杠杆”。［6］


社会学家约翰·弗伦奇(John French)和伯特伦·雷文(Bertram Raven)在《社会权力的基础》中，将权力的组织来源分为五种基本类型，成为组织行为学界普遍认可和应用的权力分类方法。［7］
 这五种权力分别是：

——强制性权力(Coercive Power)，这是建立在惧怕惩罚而被迫服从的人际关系基础上的权力，面对这种权力，如果不服从就会招致降职、减薪及其他生理痛苦或其他精神打击等不利后果；

——奖励性权力(Reward Power)，与强制性权力对应，是一种可以给服从者带来好处或正面后果的权力；

——法定性权力(Legitimate Power)，即一个人或群体通过其在组织中正式层级结构中的职位而获得的权力，它既可以是强制性也可能是奖励性的，这是任何正式组织中最常见、最通行的一种权力类型；

——专业性权力(Expert Power)，这是一种以理性崇拜为基础，来源于专业知识、特长和技能的权力，一个组织的专业化分工程度越高，这种权力就越普遍、其强度就越显著；

——感召性权力(Referent Power)，这种权力与以理性崇拜为基础的专家性权力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它是建立在对个人特殊品质或人格魅力的尊重、信赖和情感认同的基础上。

可以看出，弗伦奇和雷文的权力五分法，其分类标志不是单一和统一的，前两种权力说的是权力接受主体所感受的外在性压力和内在性驱力，后两种权力强调的是权力掌控主体所拥有的理性权威性和感性权威性，而中者则侧重从环境条件或组织情景的外在合法性上去追溯权力的来源和基础。而且，如果联系韦伯的权力三分法来看，其所谓“法定性权力”、“专业性权力”与韦伯所说的第一种权力很接近，而“感召性权力”与韦伯所说的后两种权力、特别是第三种权力相类似，至于“强制性权力”和“奖励性权力”，则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权力作用性质和方向的二分法描述。在托夫勒的权力三分法体系中，以暴力或武力为基础和来源的权力显然是一种强制性权力，而以金钱财富为基础和来源的权力则大多是奖励性权力，当然由于分类标志不同，它们之间并不是严格对应的；以知识或信息为基础和来源的权力则很接近专业性权力，也有感召性权力成分；至于三种权力的法定性特征，可以说基本上是中性的，或考虑到它们由外在而内在的“硬度”差别，也可以说有依次递减的法定性差异。

此外，关于权力分类，有学者进一步细分为更多种权力类型，也有些学者则将权力反向笼统归并，比如分为“人际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两大类，还有学者则认为，弗伦奇和雷文的权力五分法其实是针对前者(人际性权力)的分类，而后者即基于组织结构性或情景性因素的权力，则包括知识性权力、资源性权力、决策性权力、网络性权力等。［8］
 实际上，任何权力都是在特定情景下的人际关系，因此与其他分类一样，这种划分也完全是相对的，如果过分强调反而会影响人们对权力关系的完整认识和全面理解。

8.1.3组织中的权力

人们在现实组织中的行为，无论是经济性激励行为，还是社会性的互动、参与和沟通行为，都表现为一种在非对称权力关系中博弈的政治行为。研究组织中的权力现象，包括决策权、领导权、索取权、控制权、分配权、选择权、自主权、职权、集权、分权、授权以及权威、权谋和权术等等，是现实地、深刻地理解和透析组织行为特征和规律的关键环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正如约翰·科特(John P.Kotter)在谈到权力对现代复杂组织的重要性时所明确指出的：“掌握沟通、参与和激励等观念固然有用，但是如果不把它们与权力、影响力及领导策略联系起来，也就很难抓住关键问题。”［9］
 例如，沟通本身只关注如何使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增进了解、减少误会，但人们往往没有想想：为什么高明的领导有时故意含糊其词？为什么有时候完全不交流反而是一种最有影响力的做法？同样，如果不考虑权力和影响力因素，参与似乎也是越多越好，但关键的问题是，领导者在决定“让谁参与”时往往会有非常微妙的选择，让谁或不让谁参与、在什么时间参与、以何种方式参与以及为什么参与、参与什么以及参与到什么程度等等这样一系列问题，在实际中往往与微妙的权力关系密不可分，而且变幻莫测。关于激励的情形也一样，并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一种简单的自上而下导向，关于“老板应该怎样激励部下”固然很重要，但是“称职的下属经理与专业人员应该怎样影响他们的上司以获得自己需要的信息、资源和支持？”也很重要，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更为重要。这些都与组织中具体的权力关系及领导策略有关。

权力具有两面性，权力关系具有复杂性。在组织中，如果将权力朝着个人化的目标和方向运用，就会产生负面效应，导致官僚主义的勾心斗角和本位主义的争权夺利，形成恶性循环的人际矛盾和冲突；如果将权力朝着社会化的群体目标和方向使用，则会产生正面效应，引发有序、凝聚的组织行为。同时，权力关系具有复杂性，一种权力的作用效应究竟有多大，既受权力关系双方主体的个人特性，诸如人格、智能、文化、年龄、性别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也受权力作用对象对权力拥有者的依赖性，包括能否脱离权力关系、有没有其他选择余地以及他是否认为从该权力关系中获得到“独一无二”的东西等，也就是说，要受权力对象的可塑性的影响，所有这些因素相互耦合的关系具有非线性、复杂性，从而造成组织权力关系网更像“一团乱麻”般难解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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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组织权力关系解析模型

当然，在理论上还是可以将组织中的权力关系归类分解的，如根据弗伦奇和雷文权力五分法的基础上，社会心理学家赫伯特·科尔曼(Herbert Kelman)给出了一个完整的组织权力关系模型(见图8-2)。［10］
 在这个模型中，权力关系有服从(Compliance)、认同(Identification)和内化(Internalization)三种。服从，是组织中大量而普遍存在的纵向权力关系，其形成并发挥作用取决于上司是否有能力对下属给予奖励和惩罚，也就是说他是否有办法控制下属获得的结果，以及对下属行为的监控能力。认同，是基于权力拥有者的感召性影响而形成并发挥作用的，并且要求权力拥有者具有显著的个人吸引力，这种权力关系具有短期时效性和情景易变性。内化，则是一种基于一致性价值结构而形成并发挥作用的权力关系，它需要权力主体拥有足以解决问题的专家水平和法定可信度，这种权力关系具有最持久、最稳固和最有效的影响力。现代组织变革的基本趋势，从权力关系层面来看，就表现为这样一种方向性调整和演变，即：从主要依赖服从的管理行为和方式，到主要依赖认同和内化的领导行为和方式。

科特认为，在当今的社会经济组织中，权力的两面性与权力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二者耦合形成的不确定性情景，取决于组织成员的多样性(Diversity)和互赖性(Interdependence)，以及二者于全球化背景下在组织各个层次上的不断强化。当今社会经济组织的工作性质和环境条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例如，企业经营的国际化、多元化成长，持续快速的技术进步，员工受教育程度以及异质性的不断提高，工作性质从个人性、管理性向团队性和领导性的转变，等等，这就要求组织管理者及一般员工必须熟练掌握领导、权力和影响力之道。［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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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权力就是一个人或群体在特定情境下对他人或他群体的某种支配性影响力。关于权力的来源和类型，有韦伯、托夫勒等的三分法，而弗伦奇和雷文的五分法，则是在组织行为学研究领域最为普遍引用的分类方法。人们在现实组织中的行为，无论是经济性激励行为，还是社会性的互动、参与和沟通行为，都表现为一种在非对称权力关系中博弈的政治行为。权力具有二重性，权力关系具有复杂性。在当今社会经济组织中，人们的多样性和互赖性不断增强，其在权利关系层面的政治行为变得越来越复杂，无论是对于管理领导者还是普遍员工来说，职场权谋权术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组织行为，也是越来越重要的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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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指出，权力关系具有普遍性。在一个组织中，权力并非管理者或领导者才独有，每一个组织成员几乎都有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人实施支配性影响的权力。任何一个权力拥有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或群体目标，在日常工作中以各种策略和方法对他人或他群体施行各种权力，由此而产生的行为就是所谓组织政治行为。

8.2.1组织政治行为定义

在英文中，“政治”(Politics)一词来源于希腊语politikos，其基本意思是：作为城邦“公民”，具有讲究实际的智慧，以及审慎、明智和具备交际手腕的变通策略；同时也有老奸巨滑、不讲道德、玩弄权术的负面含义。显然，作为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组织公民”，组织成员之间围绕权力运用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就是属于“组织政治”(Organizational Politics)范畴。关于组织中的政治行为(Political Behavior)概念究竟如何界定，在学术界上也是一种“众说纷纭”的状态。纵览各家言说，我们认为应该这样下定义较为恰当：组织政治行为是组织行为在权力运用方面的一种表现形态，凡是在组织活动范围内，一切旨在为自己、自己所在群体或组织整体谋取特殊利益而单方面利用特定权力去影响和控制他人的行为，都属于我们讨论的组织政治行为范畴。

首先，应该清楚组织政治行为是组织行为的一种属性、层面或表现形式，是组织行为在有关权力运用层面的一种表现形态。对于组织政治行为的理解，就像对于组织经济行为、社会行为的界定一样，不能将它看作是现实组织中某一类人、群体的特定行为，而应该看作是组织所有人都有可能存在的一种行为倾向或表现。不能将组织中的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社会行为作“机械分割”式理解，以为日常组织行为中张三的行为属于“经济行为”，李四的行为就是“社会行为”，而王五就是一位“政治行为”者。这种区分是“理论抽象”的结果，不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状态”。

其次，要注意组织政治行为的特定内涵是与权力运用有关。所谓“政治”，就是有关权力运用、权力关系处理、权力资源方面的事务，这些事务往往按照既定的权力组织系统来进行，有正式的、合法的程序和规则，也有一些非正式或非法的“潜程序”和“潜规则”。在组织中，人们可以按照规定程序提意见、结盟和制衡性互动等合法手段运用权力，也往往通过消极怠工、集体请病假、隐瞒信息、散布流言、串通客户破坏公司利益等潜规则或非法手段来运用权力。只要是在组织中有关权力运用的行为，凡是出于特定目的而利用权力关系对他人或他群体造成单方面或非对称性影响的行为，诸如：攻击或责备他人，截留或散布信息，假象或印象管理，寻找权利支持，赞赏、故施恩惠或阿谀奉承，建立权力联盟或拉帮结派等等，都属于组织政治行为。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关于组织政治行为的定义上，很多组织行为学家往往只强调组织政治行为中非正式、潜在的、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一面。例如斯蒂芬·罗宾斯将政治行为定义为“那些不是由组织正式角色所要求的，但又影响或试图影响组织中利害分配的活动。”［11］
 此外，还有学者特别强调组织政治行为是特指那些“试图通过某些策略行为对他人产生影响以达到个人目标”，或“基于人们进一步强化个人私利而不顾他人利益”的行为，有的干脆将组织政治行为等同于“潜规则”，即在正式制度之外或在种种明文规定背后存在着一种不成文但又获得广泛认可并起支配作用的规矩。我们认为，不能将组织政治行为等同于组织中的“坏行为”、“个人性权谋行为”或“潜规则”，就如同不能将国家政治行为等同于官员腐败行为、官场权力斗争或潜规则一样。如果将组织政治行为狭隘化理解，不利于全面、客观地认识和研究现实组织中的权力运用现象，包括诸如政治决策、政治领导以及权力运作中的集权、授权和横向权力分配等一系列重大组织行为问题。

按照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1939~)的归纳，政治行为对于组织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正面意义：(1) 政治作为一种相互影响系统，可以提供多元化的信息通道、晋升机会和展示空间，使组织中实力最强的卓越成员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方式行事，以确保其上升到组织的最高领导层，而将那些弱者或不适合者从权威地位上移开；(2) 民主化的政治机制和过程可以确保重大决策得到多方面充分辩论，以避免独断权力的偏误以及任何成员假公济私的腐败行为；(3) 政治系统可以激发那些被合法权力系统所阻挠的创新活力，作为组织中一只“看不见的手”为组织变革活动提供必要的推动力，为人们实施变革铺平道路。［12］


8.2.2组织政治行为表现

组织政治行为在实际中存在种种表现形态。实际中的组织政治行为，既包括对组织有负面效应的权谋权术行为，也包括对于组织有正面效应的权谋权术行为；这些行为可能是为了个人或局部私利，也可能是出于群体或组织总体利益；在权力手段上有些不好的、非法的、不地道的或不道德的行为，但也可能是在合法、合理或道德界限内发生的行为。这里，我们选择从权力策略、权力目标和权力效应等几个角度进行简要归类描述。

从所运用的权力手段和策略来看，组织政治行为可以表现为强权控制行为、利益诱导行为、信息操纵行为、理性劝导行为和情感鼓动行为等。强权控制行为是运用行政命令、威胁或恐吓使对方臣服的政治行为表现，例如攻击或责备他人、设置权力陷阱、建立权力攻守联盟等。更多的时候，权力主体通过利用各种物质的或精神的利益诱导策略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如许诺回报、故施恩惠、阿谀逢迎等。在组织中有意操纵信息，诸如故意截留信息、散布流言蜚语等，也是常见的政治行为表现。此外，理性劝导、情感鼓动也是比较普遍运用的政治策略，如演讲游说、专业咨询、技术报告、印象管理等，都属于这种类型的政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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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8-1：相关文献

11种政治策略行为

1. 理性劝导：运用逻辑证明和事实证据显示一个建议或请求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于所要达到的重要目标和任务是相关的。这种策略适用范围较广，有其适用于最初请求，效能也较高。

2. 告知利害：从对方的利益出发，告知一个建议或请求对其职业发展或工作有好处。多用于向下或平级方向，效能一般。

3. 精神激励：基于感情激发、价值导向或理想唤醒以获得政治支持。多用于向下影响，效能较高。

4. 咨询意见：通过邀请目标者参与计划、提供建议的方式获得理解和支持。多用于向下和平行方向，效能较高。

5. 承诺回报：允诺提供目标者期望得到的好处作为获得支持的交换条件。多用于向下和水平方向，或中间或随后的影响行为，效能一般。

6. 合作协议：在顺从行为较为困难时，如果对方给予政治支持，就可以得到联合努力实现一个目标或任务所必要的资源或协助。多用于向下和平行方向，效能较高。

7. 个人呼吁：要求某人处于对权力影响者个人的友谊或忠诚而表示支持。多用于最初请求，更多地用于向下或向上，效能一般。

8. 讨好表现：为了使目标者感觉更好而给予支持、主动表示友好或恭敬地行动。多用于初始请求，向下或平行方向，效能一般。

9. 合法依据：通过寻求合法依据如提供先例、政策条例或权威批示等来获得特殊支持。多用于向下和平行方向，以及中间或随后的影响行为，效能较差。

10. 压力控制：借助威胁、警告、重申或监控来督促人们执行建议或请求。多用于向下的、中间或随后的影响行为，效能较差。

11． 联盟行动：与同事、下属、上司或外部人员结成同盟联合采取行动施加影响。多用于平行和向上，中间或随后的影响环节，效能较差。

资料来源：加里·尤克尔《组织领导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译本，第187~192页，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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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权力运用的目的和利益目标来看，组织政治行为可以大致分为两类表现形态，一种是出于谋取组织或群体利益的政治行为，一种是出于牟取个人或局部私利动机的政治行为。如果在组织中，在特定的权力职位上，主要以组织目标和利益为职责要求，推动组织系统运作和实施权力运用，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组织管理”或“组织领导”行为。组织管理或领导行为的实质或基本要求，是权力主体必须运用组织权力谋取组织利益；但是由于实际中行使组织权力都是具体的个人，这些人与其他员工一样也有自己的私人利益欲求，因此，在行使组织权力进行管理或领导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夹杂或多或少的私利动机在其中。如果超过合理、合法的阈值，并且明显损害了组织或个人的利益，例如上司利用职权对下属进行性骚扰等，那就是一种“腐败”的政治行为。

从权力运用的效应性质来看，组织政治行为有正面和负面两种基本表现形态。这里又有几种不同的尺度或口径：(1) 针对主体是谁，即是政治行为的正负效应是针对组织或整体还是针对个人或局部来说的，有些对组织是正面效应的政治行为但对个人却是负面的，有的则正好相反，当然也可能是彼此一致的；(2) 按照合理性区分正负效应，即有些组织政治行为是合理的、可以理解的、遵循基本公序良俗或无伤大雅的，但有些就突破了这样的界限，搞拉帮结派、勾心斗角、搬弄是非、请客送礼等有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仍然是在合法的界线之内运作；(3) 按照合法性看是非，即有些政治行为是在合法的权力框架下运作，属于合法的政治斗争，但有些就走出了既定法律框架，做出违反国家法律、公司规章制度的事情。按照后两种尺度组合，政治行为可以大致划分为合理的、合法不合理和非法三种情况，当然在实际中，由于组织法律框架的不完善性，也可能会存在一种“合理不合法”的情况。

总之，在实际组织运作中，政治行为的手段策略、目标动机和效应表现，可以说是复杂多样多变的，往往难以清楚判断和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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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组织政治行为是组织行为在权力运用方面的一种表现形态，凡是在组织活动范围内，一切旨在为自己、自己所在群体或组织整体谋取特殊利益而单方面利用特定权力去影响和控制他人的行为，都属于组织政治行为范畴。组织行为对组织正常运作和健康发展有一定正面意义，不能将组织政治行为等同于组织中的“坏行为”、“个人性权谋行为”或“潜规则”。在实际组织运作中，政治行为的手段策略、目标动机和效应表现，可以说是复杂多样多变的，往往难以清楚判断和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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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政治策略，即关于组织政治行为操控的权谋权术，可以从组织及组织管理者与组织成员个人两个基本角度和层面来展开讨论。从组织及组织管理者角度来看，主要就是一个关于如何利用权谋权术影响下属和员工以实现组织目标的问题，当然，这也涉及了有关组织结构及权力体系设计、纵向权力关系分配，特别是决策集权与执行授权及其权衡把握等一系列问题；从组织成员个人的角度来看，所涉及的问题就更加复杂，有如何与上司打交道的问题，也有作为个体成员如何与其他成员互动影响的问题，还有如何适应组织政治大环境的问题。有关内容将在第10章进一步详细讨论，本节只就确认组织权力重心、办公室政治策略以及有关道德规范问题做概要评介。

8.3.1确认权力重心

在一个组织中，按照特定的组织结构(Organization Structure)设定，每一个成员都拥有基于其岗位职责(Responsibility)开展工作的权力(即“职权”Authority)。因此，组织结构图可以大致反映出一个组织的部门设置及其权力层级关系，其一般有三个基本维度：直线权力(Line Authority)，即组织中由上下级命令-服从链形成的权力关系，从组织最高层到最基层直线权力重心可能存在于各个环节上；参谋权力(Staff Authority)，即组织中一个成员对其他成员或组织决策和管理者施加其职责范围以外的咨询性或建议性影响力，这种权力关系也普遍存在于组织中的各个层级和领域；职能权力(Function Authority)，即组织中某一岗位或部门根据高层管理者授权对其他岗位或部门行使如计划、人事和监督等职能性权力，这种权力关系并不限于常设职能部门，也经常出现在临时专门授权的场合。由此形成诸如高度集权的U型结构(Unitary Structure)、多元化分权控制的H型结构(Holding Structure)以及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M型结构(Multidivisional Structure)等不同的组织结构模式。［13］
 但是，由于组织政治行为千差万别，同样组织结构模式下不同组织中实际权力关系往往错综复杂，一个组织中的实际权力重心究竟在哪里以及具体分配状况如何，往往难以从简单的组织结构图中反映出来，并做出准确判断。

就现代公司组织中权力重心分布情况来看，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三权分立制衡”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决定了公司权力(决策权、经营控制权和监督权)的基本配置框架。但是，在股权多元分散化的情况下，股东权力往往被淡化，公司权力实质控制重心落在了董事会手里，从而成为公司政治斗争的“火药桶”，各方利益相关者围绕董事会席位、表决权和经理任命等重大决策问题。同样是董事会，在实际权力分布上，有的类似“君主制”，由企业创始人“一统天下”；有的实行“立宪制”，适度限制“君主”权力；此外，还有推行近似“总统制”和“议会制”的，权力重心有一定的民主选举基础。在中国公司政治行为中，具有权威地位的董事长一人独揽公司权力的情况，不在少数；但是，随着公司规模和职业经理人队伍的扩张，原来处于“保姆”地位的经理人要“当家作主”的政治斗争也一直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对业主和老板构成了很大的政治威胁。如何推进组织变革，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公司组织政治行为协同管理的一项基本任务。

实际中，确认和判断组织实际权力重心是在哪个部门或个人手里，可以从回答如下一些指示性问题着手：

——组织高层管理者绝大多数都是从哪些部门提拔上来的？

——在组织的跨部门委员会或管理团队中哪些部门的代表人数最多？

——在组织总部大楼办公或离组织总部最近的是哪些部门？

——预算资金最充裕、办公室面积最大的部门有哪些？

——资深经理薪水较高者、员工晋升最快的是哪些部门？

——哪些人可以获得超支、超规则、超速度的特别待遇或礼遇？

——哪些人可以经常接触组织核心最高领导层？

——在组织重大会议和活动议程上哪些人总是必不可少的发言者？

8.3.2办公室政治策略

“办公室政治”(Office Politics)是现代都市职场“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们，基于自己日常亲身体验和感悟，而对组织政治行为给出的一个新名词；在日常工作中，凡是在办公室范围内(发乎办公室，止于办公室)围绕等级权力发生的利益斗争，都属于“办公室政治”涵盖的内容。正如有学者所描述的，办公室是一个组织中若干人聚在一起“办公”的相对私密空间，一室之内，男男女女，办公营私，公私难分，等级森严而散漫，权力集中还分散，利益现实又深远，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幕幕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政治“室内情景剧”。其中，有“办公室罗曼史”，也有“办公室性骚扰”；有“办公室会议斗争”，也有“办公室宫廷政变”；有“办公室里的故事”，也有“办公室茶杯里的风波”；有“土著办公室政治”，也有“西洋办公室政治”；有大搞、善搞、优雅地搞办公室政治，也有小搞、恶搞、下作地搞办公室政治；既有侦探推理小说的惊险，也有万能手册那样的生存秘笈，还有赏心悦目的“心灵鸡汤”，如此等等，可谓“气象万千”，不胜枚举。一个人要在办公室政治环境中自如生存，并有效应对各种矛盾和冲突，需要具备必要的政治权谋权术，遵循一些基本的行为准则。［14］


准则1：一切行为要看起来是从组织利益出发的。实际上，每个人的行为出发点首先是他们自己，但在办公室政治场景中往往需要巧妙“伪装”或“包装”个人利益动机，以便赢得“公共舆论”的支持，从而获得政治影响力。

准则2：在日常工作中注意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从进入办公室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了解组织文化，包括显制度和潜规则，并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是否“得体”，最好将自己修练成一位善于“印象管理”的专家，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适合自己特定的角色和身份，例如穿戴大家认为“中看”的服饰，适当的时候表现出“勇于冒险”或“老成持重”的风度，必要的时候拿出“平易近人”或“魅力四射”的领导风格，如此等等，这样就可以与办公室同事建立起“和谐美满”的人际关系。

准则3：千方百计攫取和控制组织的稀缺资源。这里所说的“千方百计”并不是纵容你“不择手段”，只是说你如果积极地攫取并有效控制了组织稀缺而重要的资源，那就意味着你在组织政治中必然拥有实际的权力，你在组织中就显得更有价值，你就可以“一言九鼎”地发挥你的政治影响力，你就更容易获得安全感和发展机会，你的意见也更容易被采纳。

准则4：适当的时候要会表现自己，并使自己显得必不可少。在办公室中老是“夹着尾巴做人”，时间一长会被同事忽视甚至轻视，要在适当的时候“露一手”，让他们瞧瞧你并不是不能干，只不过是不想“显摆自己”而已；而且如果必要的话，可以通过某些重大事件或活动将自己的才干发挥得“淋漓尽致”一些，以使自己显得具有“必不可少”的重要性，从而增强自己在组织的权力以及办公室里的影响力。有时候，你不必真的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也不需要办公室同事一致认为你是必不可少的，而只要赢得组织关键人物或最高决策者的认可和赏识就足够了。

准则5：在工作中要“自然而然”地让人了解你的成绩，最好成为大家心目中的“绩效卓著者”。在办公室中，绩效评估和管理很难做到完全“客观公正”，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参杂着很大情感印象成分的“主观判断”，因此，让领导和同事了解你的贡献和成绩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幸运地承担了一项“引人注目”的工作，你在办公室中的知名度会自然提高，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你可能“默默无闻”地工作，你的特殊贡献不怎么引人注意，这时你也切忌“喋喋不休”地炫耀你“劳苦功高”，而应通过间接的、隐晦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引起他人的注意，如在例行工作报告中突出自己的成就，或让满意客户向上司领导反馈表扬或感谢意见，与那些对你的成就评价较高者建立良好的联盟关系，等等，诸如此类的政治技巧都可以适当运用。

准则6：与掌权者建立牢固的个人友情关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去争取胜利。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那些“拍马溜须”、“趋炎附势”的行为从来就是令人讨厌的，但这样的人古今中外却从来没有灭绝过，而且往往还大行其道。这是由权力本身具有一种无限非对称的自然延伸性所致。在任何有政治行为的地方，就必然有对权力权势趋附行为，只是有一个“适度”与“过分”的分别而已。如何与那些有权势的人、有可能影响你的人建立友好的个人关系，如何与那些随时随地和你打交道的人(包括上级、同事或下属)“和谐”相处，并建立起强大的政治联盟，以便在必要或重要的关头，从他们那里得到你通过正常渠道或程序无法得到的支持、帮助和信息，这在办公室政治斗争中往往是至关重要的权谋权术问题。

准则7：在日常交往中尽量规避那些“危险人物”。几乎每个组织都有一些地位不稳固、喜欢投机捣蛋的“危险人物”，其绩效和忠诚往往是值得怀疑的，对这些人要尽量“敬而远之”，在工作和生活中注意保持适当距离。对他们应该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和准则，如果与这些人走得太近，对你在办公室政治中的“前途”可能随时构成很大威胁。

准则8：尊重领导，支持上司。在办公室中，你最近、最直接的“政治前途”把握在你的顶头上司手中，因此经常与顶头上司“过不去”甚至“顶牛”，至少在政治上是不明智、不成熟的。你可以不必“拍马溜须”，但日常做事要尽量与上司站到一边，应尽一切努力帮助你的上司取得成功并使他“春风得意”，在他受困时支持他并使他感到“如沐春风”，除非有违法或原则性问题，不要轻易拆上司的台，更不要在别人面前说他的坏话。

总之，办公室是人们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环境中学习生存之道最平常、最普遍也是最重要的演练场，无论采取多少策略或技巧，做人的根本原则还是要有的，要在“内方”的前提下实施“外圆”变通权术。组织在政治意义上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具有“办公”的名义，大家似乎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走到一起来了”；但另一方面又具有“营私”的追求，大家都是各怀特殊目的而互相利用甚至相互斗争的。因此，办公室政治也具有正负两面效应，它既是一种必要的生存竞争或日常的社会生态，也是一种“非血腥暴力”的无情争斗或惨烈斗争。因此，在办公室中，作为“同事”的人们面对纷杂甚至烦人的政治局面，消极回避是没有出路的，惟有以“平常心”积极参与进去并学会精巧应对，在处事态度上要“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在斗争策略上要“有理有节”，既要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采取“先发制人”策略，但且不要轻易去主动伤人害人，否则会陷于“零和博弈”死局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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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8-2：相关文献

组织权力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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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谋权五个阶段

第1阶段：低调积累在没有成功攫取权力之前，不要轻举妄动，要专注于做事，坚定和磨练意志，树立人格魅力，建立人脉关系，积累知识、资源和信息。

第2阶段：赢得赏识当你脚踏实地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干出一定成绩后，要抓住适当的时机和机会让高层领导了解你、赏识你，从而获得施展抱负的权力平台。

第3阶段：进退有道如果你位至权力阶梯的中层，就要懂得上下进退之道，在“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前提下，能够上下应对自如、左右变通逢源。

第4阶段：攀登高峰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场合把握住适当的时机登上权力顶峰，就可以“大展宏图”，带领组织成员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情。

第5阶段：艰难守权一旦达到权力巅峰，你也就成了“众矢之的”，弄不好遭致“万箭齐发，倒地而亡”的悲惨命运，因此要“盛时常做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在谋权揽权、集权逞权的同时要注意威权固权、掌权控权，并适当地分权授权、配权享权，在必要的时候选择适当的时机交权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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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权六大步骤

第1步：谋权揽权争做组织权君“近臣”，依靠上力获得更多权力机会，但要知道功高不能盖主和震主，善于忍耐、处惊不乱，有谋有略低获得权力。

第2步：威权固权在揽到权力以后，通过适当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思想文化专控，为自己尽快建立起与职权相符合的权威地位，以恩为先、恩威并举赢得成员认可和尊崇。

第3步：掌权控权掌权的关键是掌握组织运作状态、特别是有关方面“动作”的足够信息，对于重大决策权要能够坚定地“独揽”，实行强势集权领导；同时要能够“收放自如”地对无法专控的权力实行弹性控制。

第4步：分权授权领导者要懂得“抓大放小”，在把握重大方针的前提下通过有效授权、适当分权调动下属积极性，以“道”统“术”有序推动组织运作和发展。

第5步：配权享权做好权力在组织高层管理者之间的分配，通过公正透明的规则使组织利益相关者都能获得“各得起所”的权益。

第6步：交权扶权立足组织长期可持续发展，按照公平竞争、合法继承的原则做好“接班人”选拔工作，并在适当的时候交出权力并以适当的方式扶植继任者前行一段，然后“光荣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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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权五条法则

法则1：外来和尚难念经一个组织高层权力配置往往需要内部长期开发和培养，试图以“空降兵”的方式从外部引入组织当家人，其成功几率往往很低；除非有“刘备”那样的人支持“诸葛亮”这样的将帅才有可能立足下来，否则即使可以“空降”也不能是大权在握者，要大权在握也不可以长久，或能长久也会“遍体鳞伤”。

法则2：一山难容二虎斗“英雄要有用武之地”，在组织权力配置中，将唯我独尊的“英雄”放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中自然要引发“你死我活”的恶斗，这是必然法则。

法则3：帮派嫡系兄弟亲组织创业阶段形成的元老权威对于常规发展时期的权力配置有很大的决定性影响，非嫡系新秀与嫡系元老之间的权力争斗不能不顾及当初结义兄弟的特殊情份。

法则4：弄权倾向潜规则权力运作是一个人们在特定规则下互动博弈趋向均衡点的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潜规则往往重于显规则，熟悉潜文化、了解潜规则对于参与权力游戏者特别重要。

法则5：胳膊扭不过大腿权力具有天然的“非对称性”，成者为王败者寇，赢家通吃是法则，例如在公司权力游戏中，在大多数情况下资本权力与知识权力时常不对称，职业经理人被资本所有者驱逐出局的案例比比皆是。

资料来源：李曙光《公司权力》，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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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政治行为与道德规范

实际中，组织政治行为首先存在一个合法与非法的界线，而在合法的制度框架内，组织政治行为还有一个是否合乎道德规范的问题。关于道德伦理基本上属于一种主观价值判断范畴，但我们可以在最“客观”的层次上给出几个可以获得普遍认同的判断标准(见图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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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政治行为的道德判断

——政治行为动机和后果是否符合组织目标、是否有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

——政治行为是否以直接伤害他人个人权益为代价？

——政治行为是否符合公平竞争原则，是否属于典型的腐败(以公权谋私利)行为？

首先，一种政治行为，就其动机总的来说是以组织目标为出发点的，其结果也是有利于组织目标实现的，那么，从组织行为管理角度来看，它就是合乎道德规范的。否则，就是不符合道德规范的。例如，一名专业技术人员自己没有获得参与新产品设计的机会，就向客户散布流言说新产品设计存在安全性能缺陷，以使该产品设计团队难堪，结果使公司新产品推广受阻、销售收入遭受重大损失，这种政治行为就是不道德的；反之，同样出于政治斗争考虑，如果他在检验中偶然发现新产品设计确实存在某些安全隐患，而向有关上级领导打报告揭露问题，结果阻止了错误行为，使公司避免了重大损失，那么，这种行为就应该认为是合乎道德规范的。

其次，要看政治行为是否直接损害了他人权益。权力本来就是一种非对称性影响力，作为权力运用的政治行为也必然是针对他人的单向行动，在行使过程中很容易给对方造成伤害。如果一种政治行为明显以“损人利己”为特征，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惜对他人造谣中伤、歪曲事实真相或将他人作为“替罪羊”，这显然是有违道德规范的。例如，为了全面掌握对方的“动态”，不惜拆看其私人信件、窃听个人私密谈话或雇用私人侦探监控他人日常活动等，这就属于不道德的行为。

最后，一种政治行为是否符合公平竞争原则，是否属于典型的腐败(以公权谋私利)行为，也是检验其是否合乎道德伦理规范的一个基本标准。例如，一个部门主管在绩效评估和管理中，给自己喜欢的漂亮女职员不切实际地打高分，而对具有突出绩效表现但自己不喜欢的员工明显地打低分，这种行为显然是有违公平原则的。再比如，一位男上司对其女下属利用特定的职权进行性骚扰，就属于典型的腐败行为。

此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没有监督和制衡的权力往往容易走向不道德和腐败，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而没有权力的人想犯错误、想腐败都没有机会。因此，一个组织中政治行为的道德规范性与权力分配状况有很大关系，在权力分配存在严重失衡、缺乏权力有效制衡机制的情况下，组织政治行为很容易滑向负面的、非道德甚至是腐败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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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组织政治策略，即关于组织政治行为操控的权谋权术。组织结构图可以大致反映出一个组织的部门设置及其权力层级关系，但实际中不同组织权力关系往往错综复杂、千差万别，一个组织中的实际权力重心究竟在哪里以及具体分配状况如何，一般难以从简单的组织结构图中反映出来。确认组织权力重心所在，在工作中巧妙运用办公室政治策略，是组织工作中权谋权术的两个关键点。办公室是人们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环境中学习生存之道最平常、最普遍也是最重要的演练场，无论采取多少策略或技巧，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还是需要遵守的，做人的根本原则还是不能丢失的，要在“内方”的前提下实施“外圆”变通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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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要内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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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就是一个人或群体在特定情境下对他人或他群体的某种支配性影响力。关于权力的来源和类型，有韦伯、托夫勒等的三分法，而在组织行为学研究领域，弗伦奇和雷文的五分法是最受广泛认同并得到普遍引用的分类方法。人们在现实组织中的行为，无论是经济性激励行为，还是社会性的互动、参与和沟通行为，都表现为一种在非对称权力关系中博弈的政治行为。权力具有二重性，权力关系具有复杂性。在当今社会经济组织中，人们的多样性和互赖性不断增强，其在权利关系层面的政治行为变得越来越复杂，无论是对于管理领导者还是普遍员工来说，职场权谋权术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组织行为，也是一种越来越重要的生存和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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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政治行为是组织行为在权力运用方面的一种表现形态，凡是在组织活动范围内，一切旨在为自己、自己所在群体或组织整体谋取特殊利益而单方面利用特定权力去影响和控制他人的行为，都属于组织政治行为范畴。组织行为对组织正常运作和健康发展有一定正面意义，不能将组织政治行为等同于组织中的“坏行为”、“个人性权谋行为”或“潜规则”。在实际组织运作中，政治行为的手段策略、目标动机和效应表现，可以说是复杂多样多变的，往往难以清楚判断和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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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政治策略，即关于组织政治行为操控的权谋权术。组织结构图可以大致反映出一个组织的部门设置及其权力层级关系，但实际中不同组织权力关系往往错综复杂、千差万别，一个组织中的实际权力重心究竟在哪里以及具体分配状况如何，一般难以从简单的组织结构图中反映出来。确认组织权力重心所在，在工作中巧妙运用办公室政治策略，是组织工作中权谋权术的两个关键点。办公室是人们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环境中学习生存之道最平常、最普遍也是最重要的演练场，无论采取多少策略或技巧，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还是需要遵守的，做人的根本原则还是要有的，要在“内方”的前提下实施“外圆”变通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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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习思考问题

(1)关于“权力”概念你是如何理解的？究竟应该怎么界定才有利于认识和解决问题？

(2)对于学者们关于权力来源和类型的划分，试给出你自己的评述。

(3)你认为在理论上应如何更加全面系统地认识和把握组织中的权力关系？

(4)应该如何认识和界定组织政治行为？它在组织中有哪些实际表现？

(5)根据已有研究文献，你能否进一步归纳总结出更加周全清晰的办公室政治策略？

(6)在组织政治策略中，如何辨别把握“正当”的与“厚黑”的权谋权术之间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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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认知练习

个人政治敏感性测验

说明：对于下列问题作出最能反映你价值观和实际行为倾向性的回答。3为最肯定，0为否定。总分在55分以上为最有政治敏感性，40~55分为较高政治敏感性，20~40分之间为一般政治敏感性，5~20分以下为缺乏政治敏感性，5分以下为最无政治敏感性。

(1)经常对别人的工作表示真诚的兴趣，能够耐心倾听同事倾诉个人甘苦。3210

(2)能够达观接受同事忠告、建议和帮助。3210

(3)力所能及地帮助同事而不求立即回报。3210

(4)在待人处世方面，即使不是朋友，也不能变敌人。3210

(5)能够跟不同部门、不同级别的同事建立亲密友善的人际关系。3210

(6)对于上司，表现贴心，而非知心，从不炫耀式地表达自己对上司心意的判断。3210

(7)不论是私底下或是在公开场合从不对上司表现出轻视傲慢的态度。3210

(8)除非实在不得已，绝不轻易越级向上报告工作情况。3210

(9)从不公开发表挑战公司信仰和核心价值观的言论。3210

(10)拒不接受不属于自己的功劳或奖赏。3210

(11)不随意向同事“真情告白”或“大吐苦水”。3210

(12)给人好处时能恰到好处，做到“不轻给、不乱给、不吝给”。3210

(13)能够当众自然而然地在肢体或口头上来拥抱对自己怀有敌意的人。3210

(14)懂得妥协和退让的好处，遇到挫败能够沉得住气，不求一时一事之利。3210

(15)在工作中能够以自己的实力得到老板或上司认可和赏识。3210

(16)在日常工作中能够巧妙地回避那些挑剔难缠者的滋扰。3210

(17)平时特别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是否留给他人好印象。3210

(18)老板或上司交待的每件事都要办得妥贴利落。3210

(19)如果必要，在特定情境中可以适当作出一些“言不由衷”的承诺。3210

(20)讨论问题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尽可能避免卷入人际间无谓的是非之争。3210

[image: image]
 情景个案研讨

关于办公室政治的几个情境个案

个案1：老杜是个对当官没有兴趣的人。10多年来，他工作认真、业务娴熟，与上司、同事都能够融洽相处。直到有一天，原来在业务中当自己徒弟的小孙忽然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他突然感到闷闷不乐。本来谁当上司他都无所谓，但他觉得小孙这样“盛气凌人”的小人对自己吆三喝四实在有些“气不过”。小孙经常用命令的口吻对老人说话，还经常不懂装懂瞎指挥，老杜实在看不过去，曾跟他拍过两次桌子；后来，小孙就抓住他工作中出现的小毛病公开点名批评他，毫不留情面地借题发挥。最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老杜只好选择辞职。

个案2：小郑休完产假上班了，她怀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怯生生地走进了办公室。往事不堪回首。两年前，她被猎头推荐走进这家集团公司的上海分公司，先让她代理人力资源部经理职务，但没有发布正式任命文件。二周后，来了一位获得MBA洋学位的新同事小张，让她与其分管部门内事务。三个月后，总经理正式宣布任命小张为部门经理，这使小郑处在非常尴尬的位置上……她第一个念头就是辞职，但迫于维持月供房贷的生活压力只能暂时委曲求全，同时在外面联系单位寻求出路。出于自尊心，小郑在工作中处处与小张抵触，甚至不断发生争吵，最后演变成“没有硝烟的战争”；部门同事也都站在小张一边，连平日里要好的朋友都不敢与她说话，小郑感到非常孤立、情绪极度低落。眼看合同期限临近而自己又没找到合适工作，她深知公司不会再与她续签合同，而怀孕是受法律保护的，于是她决定怀孕生孩子……。现在产假结束了，成为母亲的小郑心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本想与小张修补关系、打破僵局，但是先前的积怨实在太深，她的态度不依不饶，同事依然不理不睬。想找公司总经理谈谈看能否调换个部门，可总经理一直推托说工作太忙没时间，就这样还处于哺乳期不可以被解聘的小郑就一直被痛苦地“吊”在那里……。

个案3：经理此时正被他的老婆和女助理情人搞得焦头烂额，根本没心思理营业部的事务，每天最多不过是来公司应个卯了事。不久，因为两个女人越闹越凶，直闹到了老板娘那里。老板娘最怕的就是老板在外面另外有女人，所以也最恨这种做人老公还在外面有女人的男人。这件事使得老板娘对她这个不争气的哥哥逐渐产生了不满，也不再信任他，进而想架空他在营业部的权利。于是，公司要在营业部提升一个经理助理的消息就散布开来，而且言之凿凿，似乎不日就见分晓。公司所有人心里都清楚，这个经理助理的职位非小霞莫属！小红赶在这个任命宣布之前提出了辞职，大家知道她是无法面对这个任命正式下达时她会有的那一份无地自容，小霞也知道她心里此时一定非常恨她！但小霞的心里又何尝没有无奈？她不怪小红恨她，也不怪自已这么对她，人在江湖，必然身不由已，谁不想越走越高？谁不愿越走越好？技不如人，招来的只有鄙视而绝不会是同情和怜悯。如果她识时务就应该会明白这么浅显的道理。不过在小红离开公司的那一天，小霞还是等同身受地感觉到了世态炎凉。小红一直住在公司宿舍，在搬离的那一天，她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找到经理，希望他能用车搭她一段路送到市区。可他居然连她最后这一个小小要求都拒绝了。他和其他员工一样，其实知道小红一直在暗恋着自已，没想到这一份全心全意的感情投入换来的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小霞站在营业部的窗边，看着公司大门口正在被保安仔细检查行李的小红，心里油然生起一阵兔死狐悲的落寞，她觉得这种办公室政治斗争是残酷的，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完全找不到“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感觉……。

个案4：小楚天生一张冷峻的脸，同那些天生有着甜美笑容的女孩子形成强烈反差。办公室不过5个人，小楚的位置夹在一老一小之间。左边的小童刚从学校毕业，尖刻凌人，不过比小楚早进公司三个月，按照文凭论工资级别比楚楚还低一等，却很自如地差使起小楚来。小楚虽有点气恼，但与这个活泼、毫无心机的小孩子计较，显得很没有风度似的。右边老的人称“严老师”，从业务水平到人生修养都有些欠缺，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她都喜欢，年轻人犯的错误她无一漏过。但人家能够在此地安安然然地生存到现在，总归有看不见的“绝招”在支持她。她办公桌平日里像单位开茶话会时的布置，天天瓜子、花生、核桃仁轮番登场，很快成为午间休息时大家聚居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严老师”居然在老公之外有一个老外情人，这是小楚无意间替她接了个电话发现的。严老师去洗手间了，她的直线电话响了好长时间，小敏决定帮她接听。拿起电话，还没来得及说“喂，你好”，一个中年老外的声音就迫不及待地喊起来：“Hey，baby，I miss you so much。 Do you come tonight？”小楚一时手足无措。突然想起一个故事说起过，当一个男士误闯女浴室后，最佳反应是说一声：‘噢，对不起，先生，走错了。’于是，小楚胡乱对着话筒说：“什么？你在说什么？打错了吧。”然后挂断。小楚就是每天在这样一种办公室丛林环境中艰难地挣扎着、好好地学习着。

研讨方向指示：

(1)老杜被迫辞职与小郑被“吊挂”的尴尬状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们在政治策略上有哪些欠妥当的做法是相近或似的？当你自己面临此种局面时，你觉得应该怎样妥善处理？

(2)小楚与小红的办公室政治斗争参杂了哪些复杂因素？小红为什么会遭致挫败？她们之间的政治斗争是如何陷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尴尬困境的？请给出自己的分析判断？

(3)小楚面临的办公室丛林环境具有典型代表意义。在办公室政治策略上，小楚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就小楚的个性和个人情况来说她需要进一步做哪些改进？

(4)试对以上情景个案中有关政治行为作出你自己的道德伦理判断。

章末注释：


［1］
 “权力是美国最肮脏的词汇。相对于权力而言，谈论金钱和性要显得容易得多。”(Rosabeth Moss Kanter，Power Failure in Management Circuits，Harvard Business Review，JulyAugust 1979，p.65.转引自弗雷德·鲁森斯《组织行为学》第9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第310页)；“权力已被人们描述为最后一个肮脏的字眼，在日常生活中，多数人更愿意谈论金钱甚至是性，而不愿意谈论权力。拥有权力的人矢口否认，追逐权力的人则尽力掩饰，而那些长于获取权力的人则对如何获取权力讳莫如深。”(斯蒂芬·罗宾斯《组织行为学》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译本，第354页)


［2］
 马克斯·韦伯《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中译本，第41~42页。


［3］
 Alvin Toffler，Powershift，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New York,1990;见阿尔文·托夫勒《力量转移》，新华出版社1996年中译本，第3页。


［4］
 Jeffrey Pfeffer，Managing with Power,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Boston,1992,p.30.转引自弗雷德·鲁森斯《组织行为学》(第9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第311页。


［5］
 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译本，第241页。


［6］
 参见阿尔文·托夫勒《力量转移》，新华出版社1996年中译本，第13~23页。


［7］
 John R.P.，French, Jr., and Bertram Raven, The Bases of Social Power, in D. Cartwright(Ed), Studies in Social Pow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59,pp.118~149.


［8］
 见D.赫雷戈尔等《组织行为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第418页。


［9］
 见约翰·P·科特《权力与影响力》，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中译本，第137页。


［10］
 Herbert C. Kelman, Compliance, Identific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Three Processes of Attitude Chang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March1958,pp.51~60；转引自弗雷德·鲁森斯《组织行为学》(第9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第314~316页。


［11］
 见约翰·科特《权力与影响力》，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中译本，第13~21页。


［12］
 见斯蒂芬·罗宾斯《组织行为学》(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译本，第367页。


［13］
 见亨利·明茨伯格等《战略历程》，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中译本，第191~192页。


［14］
 此分类由著名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姆森(Oliwer E.Williason,1932~)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与科层组织》中做出。


［15］
 参见斯蒂芬·罗宾斯《组织行为学》(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译本，第371~372页。

第9章组织领导：政治行为的权变控制

领导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

毛泽东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image: image]
 学习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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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了解领导与管理的区别，能够统观把握领导理论研究的基本脉络；

[image: image]
 知晓领导特质论的基本观点，重点领会德鲁克和柯林斯关于组织首脑领导角色定位的理论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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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著名领导理论研究者关于领导行为的二维分类思路，熟练掌握布莱克等人“领导方格”模型的理论框架思路与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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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系统掌握领导权变论的基本原理和实际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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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架构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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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故事引导

阿娇，是一家公司的财务主管。她业务干练，作风严谨，严格按照财务制度、公司规章制度和上级指示办事，而且上级领导乃至老板都很认可她，觉得她很忠诚、可靠，对她的评价很高。

但是，在财务部门内部，下属对她的领导行为多有非议。有的认为她过于讨好上司，甚至有些阿谀奉承，不喜欢她的领导作风。有人觉得她并没有真正关心过预算，也没有按预算严格控制过资金分配。不少业务能力较强的下属觉得她漠视自己的存在，不尊重自己的意见，每当提出一些建设意见时，总是被居高临下地一概否定。更多的财务职员觉得自己挣钱少、干活累，相对其他部门缺乏激励和工作动力。总之，抱怨和意见很多。

就阿娇自己来说，也明显感到夹在上司与下属之间“里外不是人”的尴尬，有一肚子“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的委屈。论业务能力，自己很自信，也自觉是一位很懂行的财务管理工作者；但一涉及人际关系，自己就有些“头大”，往往感到无所适从。面对领导和上司，自己往往不敢特别坚持原则，实际上往往倾向于唯命是从；而对待下属，自己本性独立自主的一面就会占上风，常常又表现得独断专行。这样，一方面对上“太圆”，另一方面对下又显得“太方”，在“外圆”与“内方”之间显得有些分裂，老做不到“辩证统一”。

像阿娇这样在组织中面临尴尬困境的主管不在少数，他们的问题究竟何在？是自己的领导和管理角色没有拿捏好，还是在特定情境中的领导行为没有权变调整到位？这正是本章所要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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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般意义上来说，“领导”其实是人类社会群体普遍存在的导向行为，关于领导的理论解说也是早已有之。但是，针对现代大型社会经济组织中的领导特质和行为，进行全面系统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则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组织行为学兴起以后的事情。与组织中的其他权力现象一样，组织中的领导，包括领导行为、领导过程及领导关系等，也是一种复杂多样、变幻莫测的景象，需要在理论上予以条分缕析。在本节中，我们首先要对领导的概念予以明确界定，并相对区分领导与管理在含义上的差异，最后对各种领导理论作出概要评述。

9.1.1领导定义

关于领导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五花八门的界定，其定义的数量几乎与试图定义这个概念的人数一样多。［1］
 从组织政治行为的层面来看，所谓“领导”(Leadership)，可以定义为基于组织目标对成员政治行为进行权变控制的导向行为。具体地说，领导概念的含义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首先，领导可以从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和政治学多个视角来定义，就本篇讨论的组织政治行为角度来定义，领导可以看作是一种基于团队或组织目标的政治行为。在围绕组织权力斗争展开的各种政治行为中，很多是组织成员出于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动机自发而为，这些都不能称作“领导”行为；只有那些立足于组织总体目标，能够对成员的政治行为因应具体情景进行权变控制，从而引导组织成员朝既定方向一致行动，这种具有战略导向性的政治行为，就是所谓“领导”或“组织领导”。

其次，领导可以从内在个人、二元关系、群体或团队乃至整个组织等各个层面去定义。关于内在个人层面上的定义很少，主要出现在从心理学角度探讨领导认知、领导品质和领导技能的一些理论文献中。关于二元关系层面上的定义，主要是从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过程来把握领导的内涵，这方面的理论探索主要在社会交换理论、领导效能理论以及一些与权力及影响力有关的研究文献中有所涉及。关于群体或团队层面上的定义较为普遍，主要是从正式或非正式团体会谈、影响和效能角度来把握领导角色或领导过程的特殊规定性。在组织层面上定义的领导即所谓“组织领导”，主要是将领导看作是在一个开放型组织系统中发挥权变控制功能的行为或过程，认为领导的基本职能和任务就是帮助组织适应外部环境，获取组织生存和发展所需资源，从而引导组织成员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奋斗。

此外，说到“领导”概念，其具体所指可以是“领导者”，也可以是指“领导过程”，还可以是一种“领导力”。总之，根据不同情形和研究要求，关于“领导”概念，可以从能力品质、角色定位、职位特征、行为模式、互动过程和权变影响等诸多层面来定义。

9.1.2领导与管理

关于“领导”(Leadership)与“管理”(Management)，有大量的文献在词语意义、理论内涵和实际外延上专门讨论过二者的分别。［2］
 其实，概念之争的背后是思想方法或理念的调整和变革问题。除去纯粹词语意义上的区别不谈，从大的学术传统和实践背景方面来看，从看重“管理”到强调“领导”，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其中。

在一般的意义上，“领导”是人类社会群体普遍存在的导向行为，“领导学”实际上是一门很古老的学问，其学术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2400年前的亚里士多德时代；而“管理”及“管理学”，作为一种典型的组织控制行为和专门学术研究领域，则显得相当“年轻”，它主要是工业化社会、特别是20世纪工业组织规模化运作的思想产物。但是，这样的“现代”组织在专业化经理人的“管理”控制下运作到一定程度，越来越失去了原始纯朴的“人性”、“激情”和“学习能力”，于是就自然提出这样一种要求，即：追寻组织存在的原始“价值”和“生存”意义，使权威控制的管理者改换角色、转换职能，回归到“满腔激情”、“众望所归”的领导者角色上，去引领组织“返璞归真”，再造组织学习功能及创新机能。

这样，相对于处于日常运作状态的组织以及进行层级控制式“管理”来说，处于学习型变革状态的组织以及需要进行自主激发的“领导”，就表现出一系列不同的组织行为特性。具体地说，作为组织领导者，其角色定位与管理者有如下差异：

——领导是在战略层面激发人们学习和创新以适应变化的领袖式人物，而不是教导人们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干事的管家或工头；

——领导是自己在前面冲锋陷阵号召队员“跟我上！”的人，而不是跟在后面踹你的屁股高喊“给我上！”的角色；

——领导是在团队成员中通过自己满腔热情和身体力行来激发、鼓舞、凝聚、带动大家朝共同愿景目标努力奋斗，而不是通过规范的层级结构和操作规程来将人们的行动控制约束在所需要的范围内；

——领导善于授权，让人们都能独当一面自主地创造性地干事，而不是事必躬亲，通过集权控制让所有的人都按照既定要求干事。

根据一些西方学者的论述，我们可以将领导与管理的差异罗列整理如表9-1，其比较乃相对而言，仅作参考。

表9-1领导与管理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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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些学者，例如德鲁克，对于区别管理和领导的做法很不以为然，甚至认为这是“胡说八道”。因为管理与领导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也如同左手与右手或鼻子和嘴巴的区别一样，在理论上将它们割裂开来加以区别是没有意义的。“领导就是责任，就是肩负职责，就是‘做事’。”那些不负责任的、具有个人魅力的所谓“领导”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误导，甚至会像希特勒那样给人类带来灾难。“对于一个领导者的考验不在于其有多大成就，而在于他离去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继承才是最大的考验。如果那些了不起的、富有魅力的领导人刚一离去，整个事业就毁于一旦，那就不叫领导，那属于——毫不客气地说——骗子。”［3］


其实，德鲁克所要强调的是，关于管理与领导的区分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它们是整个组织导向行为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层面，只是在组织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上各有侧重罢了；说管理侧重于运作控制方面并不能将它与因循守旧划等号，说领导注重在战略上激发组织学习和创新而不等于说就可以不负责任，恰恰相反，一个卓越领导者才正是要对组织未来发展高度负责任的人。如果在绝对意义上去强调二者的区别，很可能会造成误会和误导。

除去关于领导与管理的概念之争，由于20世纪典型的工业化组织中经典管理思想以及其他方面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在日常中人们对于“领导”角色性质往往形成很多误会和误解。有学者罗列了有关领导的七种谬见，很值得我们在把握领导问题时参照和思考(见专栏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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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9-1：相关文献

关于领导的七种谬见

谬见一：领导是一种罕见的才能没有比这更不真实的了，其实每个人都有当领导的潜力。当领导的机会很多，全世界有成千上万个领导角色，而且大部分都在人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人们可以在一个组织、场合或团队担任领导者，而在另一个组织、场合或团队做被领导者或追随者。

谬见二：领导者是天生的，不是后天培养的传记会误导人。由于名人传记往往将伟大领导者描绘得神乎其神，使得人们误以为他们天生就是当领导的料。其实，领导才能并不是一种抽象得无法定义、神秘得谁都不知道的天赐禀赋。任何人经由培养和训练都会成为领导者。

谬见三：时事造英雄(领导者)“时事造英雄”的说法试图使人们相信：领导者只是在特定的乱世突然冒出来的。言下之意：领导只与某种巨变或权利更迭有关，而日常环境中就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其实，在实际中，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人在各种情况下发挥着领导作用。

谬见四：领导者只存在于一个组织的高层如果我们将注意力集中于最高领导层，而忽视组织中可以有全体员工充当的领导角色，我们就会产生这样的谬见。企业界正在通过组织扁平化、有效授权和建立自我管理型团队，致力于发展多元化、多样化的领导格局。

谬见五：领导者所做的就是控制、指导、督促和操纵这恐怕是最有害的谬论了。领导重在有赋予他人以力量的能力，而不在对权力本身的运用。领导者应当把他们的力量与他人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他们吸引而不是强迫员工，给他们鼓舞而不是命令。管理者可以对下属发号施令、使用奖惩制度、用恐吓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控制——但领导者所借助的手段是与此截然不同的。很多组织常常被过分管理而领导不足，有的管理者试图以管理来代替领导，要知道管理绝不能替代领导。

谬见六：领导者都富有魅力有的是这样，但大部分并非如此。他们都是非常普通的人，会犯错误、有缺点，在外表上并没有什么特别过人之处。所谓“魅力”是有效领导的结果，而不是颠倒过来。

谬见七：追求领导权力是不道德的拥有领导权力是变革的关键前提，是通向目标的一种途径。领导权作为一种能量其本身是中性的，正如任何形式的能量一样，其价值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它。不能将领导权与暴力、征服和控制相混淆。

资料来源：见Paul R.Timm & Brent D.Peterson《人的行为与组织管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年中译本，第144～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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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领导理论概述

领导理论(Leadership Theories)，即关于有效领导特征、规律和方法的理论阐释，其有关研究及其成果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即领导特质论(Trait Theories of Leadership)、领导行为论(Behavior Theories of Leadership)和领导权变论(Contingency Theories of Leadership)。三种领导理论在时间上有一定的继起传承性。按照时间的顺序，领导特质论大致兴盛于在20世纪40年代末，也就是早期领导理论；20世纪40年代末至60 末，领导行为论的研究比较盛行；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出现领导权变论。近30年来，出现了关于组织领导风格(Leadership Styles in Organizations)的各种新理论。

领导特质论，又译作领导品质论、领导素质论、领导性格论等，着重研究领导者个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性或品质才能胜任领导工作。按其对领导特质来源的不同解释，可分为传统领导特质论和现代领导特质论。前者认为领导者所具有的特质是先天由遗传决定的，因此，领导理论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找出杰出领导者所具有的某些共同特质序列；后者认为领导特质有天赋成分，但更多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可以通过教育训练培养出来。由此，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理论归纳，提出了“五花八门”的领导特质理论序列，有五种说、六种说、七种说、八种说、十种说甚至十几种说等；后来又将具有某些特质的领导命名为某种类型，如魅力型领导、变革型领导、愿景型领导等等，以及关于管理者胜任力(Managerial Competencies)和领导艺术(Romance of Leadership)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后来演化为各种关于领导风格或作风的理论派系。

领导行为论，实际上是在领导特质论基础上，对有关领导品质或个性在外显行为表现方面的进一步归纳和发挥，侧重于研究领导者行为方式、风格和作风对领导有效性的实际影响。各路学者虽然角度、方法和说法各不相同，但最后研究的结果有“殊途同归”之趣，即一致认为“做事”与“做人”是领导行为最基本、最重要的两个行为维度，在此基础上再考虑其他因素如上级控制和下属参与等，形成了各种领导行为类型论，诸如三种领导方式论、四种管理方式论、领导四分图论、管理方格论、领导连续统一体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组织领导行为类型与群体工作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

领导权变论，最初起源于美国密歇根大学领导行为研究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tudies)和俄亥俄大学领导行为研究(Ohio State Studies)。这种理论将领导行为与任务结构、领导成员关系、领导权威、下属主导性需求等情境因素联系起来，从现实的领导动态权变过程来研究领导有效性问题。领导权变论强调领导有效性依赖于具体情境因素，并且认为情境因素可以在理论上被分离出来加以辨识，由此形成有效领导权变模型、领导者参与模型以及成熟-不成熟论、情境领导论和路径-目标论等解析模型或理论学说。但是，实际中很难确定领导成员关系、任务结构等权变变量，各种复杂的领导权变理论模型大多只有理论解析意义，而没有太大的实践指导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组织学习型变革浪潮的涌动，领导理论研究出现了一系列新动向。例如，领导归因论(Attribution Theory of Leadership)，从领导者对下级行为归因角度，提出避免领导者典型归因偏见，即把组织成功归因于自己而将把失败归因于外部条件或下级，对于提高领导有效性具有重要影响。领导魅力论(Charismatic Leadership Theory)，认为领导者利用其自身的魅力鼓励追随者并作出重大组织变革具有重要意义，现代组织迫切需要魅力型领导者的改革和创新精神以应对剧烈变化的环境挑战。此外，还有所谓变革型领导论(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Theory)、超越型领导论(Superleadership Theory)，以及愿景型领导(Visionary Leadership)、电子化领导(Eleadership)、领导创意人群(Leading Creative People)、跨文化领导(Leading Across Cultures)和伦理型领导(Ethical Leadership)等各种领导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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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从组织政治行为的层面来看，所谓“领导”，可以定义为基于组织目标对成员政治行为进行权变控制的导向行为；而“组织领导”，则是在一个开放型组织系统中发挥权变控制功能的行为或过程。相对于处于日常运作状态的组织以及进行层级控制式“管理”来说，处于学习型变革状态的组织以及需要进行自主激发的“领导”，就表现出一系列不同的组织行为特性。领导理论，即关于有效领导特征、规律和方法的理论阐释，其有关研究及其成果大致可分为具有承继性的三大序列，即领导特质论、领导行为论和领导权变论。近年来，随着组织变革浪潮涌动，领导理论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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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领导的“特质理论”(Trait Theories)，是最具基础性和一般性的领导理论，其研究起源于20世纪早期的“伟人论”，即主要侧重于对社会、政治、军事等领域“伟人”禀赋特征的归纳总结。到20世纪中叶，一些学者对领导具有普适性特质的问题产生怀疑，认为在多样化情景中不可能存在一套一成不变的普适性领导特质。进入80年代，一些西方学者重又对“特质理论”产生兴趣，通过调查研究证实领导者个人因素与情景因素一样都对领导力有着重要影响。本节在对有关一般领导特质研究概况进行总述的基础上，着重介绍德鲁克和柯林斯关于组织领导人特性的理论描述和实证研究成果。

9.2.1领导特质研究概况

传统领导特质理论的基本假定是，领导能力是少数领袖人物所具有的特殊天赋才能，因此，可以通过比较分析那些成功领导者身上的人格特质，就可以归纳总结出一套具有普适性的有效领导特质。

关于领导特质的实证调查研究，心理学家罗尔夫·斯托格迪尔(Ralph M.Stogdill，1904～1978)做出了奠基性贡献。他曾于1948年与1974年，分别对1904～1948年间124个领导特质案例和1949～1970年间163个领导特质案例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结果发现成功领导者往往强烈地为责任和目标任务所驱使，具有强烈而持久的使命感，在解决问题上能够大胆创新，在社会情境中积极主动，有自信和能力影响他人，能够为现实中的目标和任务而建立社会交互系统。［4］
 对于领导力效能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特质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10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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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敏，具有与团队成员相匹配的才智和洞察力；

[image: image]
 主动性，具有完成工作的内在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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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韧性，具有坚忍不拔追求目标的激情和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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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信心，即具有自我认同感和自我超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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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性，具有接受人际关系压力的心理准备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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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拓性，敢于冒险，善于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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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感，勇于承担决策和行为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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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容，能够忍受挫折和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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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力，即具有影响和带动他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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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能力，即能够恰当地处理人际关系。

此外，还有很多类似的相关研究成果。例如，1997～1998年富兰克林·柯维(Franklin Covey)研究中心一项关于领导者素质的调查研究，对回收的37000多份问卷做分类归纳后，得出频率最高的11项期望领导特质因素。［5］
 它们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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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于沟通(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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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正直：值得信赖，诚实，正直，坦诚，有道德(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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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团队合作(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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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远见卓识(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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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断决策(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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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心下属：富有同情心，服务大众，关切(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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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以身作则做表率(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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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身工作：对于工作甘心乐意，热忱，勤奋(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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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舞人心(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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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能力，有智慧，学识渊博(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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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勇无畏(3.0%)。

虽然有关领导特质研究总结出了一些领导特质因素，但并没有确认哪些人格品质或品质组合对于成功领导是必要或充分的。一个人拥有一些领导特质并不能保证其肯定成为一名成功领导者，研究者没有找到科学证据显示存在具有普适性的领导特质或人格品质组合。在寻找普适性领导特质的路子受阻以后，研究者将注意力转向与特殊成功指标相联系的品质特性方面来。

例如，一些品质可能更有利于提升领导职位，而另一些品质可能与更有效的领导绩效直接相关。由此，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以各种方式获得了各有侧重的研究结论。其中著名的研究项目如，麦克利兰等人(McCleland，1965；McCleland & Boyatzis，1982)以“主题统觉测验”的方式，研究了大型组织中经理动机差异与职位提升可能性之间的联系，结果发现：权力动机对于非技术经理人员职位提升最为重要，而低层经理的提升仅仅由成就动机所决定，技术经理的提升则更多取决于技能和表达能力。此外，还有人从离职经理的失败案例中，反面推测确认一个成功领导应该具备的特质，如感情稳定、正直、应变能力、人际交往、技术和认知技能等。将这些研究成果归纳到一起，大型组织中经理和行政长官有效领导最相关的个性特质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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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能量等级和忍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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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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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导向的内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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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稳定，性格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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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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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强烈的权力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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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等的高成就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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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低亲和需求。

关于领导特质，近年来有关研究者试图努力以最小数目的宽泛定义来加以归纳，例如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归类方法是“五大品质说”，即将领导特质归纳为应变、尽责、愉悦、调整和职能等五个基本维度。还有的将领导特质进一步归纳为技术技能、概念技能和人际技能三个方面，又有学者则进一步加上情商、社交能力和学习能力，更有学者认为应该加进与情境相关的技能，如处于不同组织层级所需要的技能、跨组织技能和应变外部环境的技能。这样一来，就又回到了多维度特质罗列的老路子上去了。

可见，领导特质论在方法论上显然存在非常大的局限性。它无法提供一个权威列表，指出什么样的领导特质在什么程度上与相应的领导效果相关联；有关列表中的特质项目往往重叠矛盾，给人一种似是而非、主观随意、无所适从之感。但是，这些研究毕竟从问卷调查和心理测试两个方面，为基础性领导开发提供了一种方向性的指引，并为后来的领导行为模式分析及领导权变动态研究开发提供了一个基本理论基础。

9.2.2“评价中心”领导特质研究

关于领导特质的大规模系统整合研究，最著名的是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研制开发的所谓“评价中心”(Assessment Center)项目。该是一套主要适合评估和开发领导特性的规范化程序体系，最初起源于“二战”期间美军战略后勤局利用情景模拟法测评选拔敌后情报人员。1956～1960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先后对422名基层主管或中层领导利用这套评估体系进行考核检测并获得成功，后于1975年通过第三次“评价中心”国际会议肯定和推广，在西方国家得到广泛应用。目前，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福特汽车公司、柯达公司等数百家知名的美国公司都建立了自己的评价中心，有上千家企业组织采用此法，每年以此法开发和选拔的管理人员达数十万人。

评价中心的基本要求是：评价须以确实成功的领导行为特征为依据，采用包括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多种主客观评价技术，使用不同类型的工作模拟方法；要求评价人员非常熟悉评价工作和具体工作行为，最好具有该工作的经验，并在评价中心受过系统的训练。评价活动是在团体中进行的，评价人员与被评价人员的典型比率是1∶2，通常是3个评价人员、6个被评价人员，或者6个评价人员、12个被评价人员，被评价人员以小组为单位，必须使每个评价人员都有机会观察和记录每个被评价人员的行为，以便评价人员有效地观察被评价者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设置评价中心开发项目要做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确定评价中心领导开发目标。通过对候选领导人员个人特质评价，或来挑选高层领导者，为他们提供一个自我发现、自我提升的机会，亦或是帮助他们制订个人培训和开发方案。当然，一种评价中心方案往往可以用于多种用途，大多数组织在开始时一般仅为一种目的而发展评价中心项目，在取得成功的经验后再用于其他目的。

——确定所要评价的职务级别和候选人。评价中心方法适用于各级领导人员潜力、素质和能力特征的评价及开发，尤其适用于行为结构较为复杂的领导者评价。只要申请者的组织背景和教育水平比较一致，就可以举办相应的评价中心项目。一般可先考察被评价者职务所包括的工作内容，然后找出重叠的部分，再根据经费和时间要求做出具体选择，最后从组织的不同部门抽调较高级别的评价人员进行兼容评价。从领导开发的角度看，被评价的侯选人员可以尽量宽泛些，以便较早或在较大范围内识别出有潜在领导才能的后备领导人选，对其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和实施领导开发计划。

——确定评价内容。首先，通过查阅组织现有文献、进行任职人员或上级管理者面谈以及问卷调查等方法，对要评价的职务进行工作分析和定义，进一步明确职务内涵，必要时用具体例子补充说明，以便使所有评价人员都能够正确理解定义的内容。

——选择评价方法。常用方法包括面谈、纸笔测验、心理测量、公文处理练习、管理对策研究和情景模拟训练等。模拟情景练习除了常用的“公文处理练习”和“无领导小组讨论”之外，常用的练习还有“小溪搬运练习”和“干扰建筑练习”和“翻越墙壁练习”等。［7］
 通过这些练习，评价人员可以客观有效地观察被评价人员在各种压力环境下的领导特征、能力特征、有效的智慧特征和社会关系特征等。

评价过程是分阶段进行的，一般需要花费二、三天时间，有的须持续一周。其程序大致是：首先由评价人员观察与记录被评价人员的行为，按某个非常清楚的、既定的客观标准评价，并将资料在评价人员之间进行交流，然后进行集体讨论并做出领导成功与否的预测。通常评价、开发和预测的领导特质包括：

√ 影响力；

√ 口头传达信息和描述的技能；

√ 书面表达能力；

√ 创造性；

√ 面对压力环境的承受力，顽强精神；

√ 说服能力；

√ 人际敏感性和灵活性；

√ 冒险性；

√ 积极主动性；

√ 独立工作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 计划和组织能力；

√ 委派授权能力；

√ 管理控制能力；

√ 观察、欣赏、分析和判断人们行为和活动的能力；

√ 决策果断性；

√ 培养下属的能力；

√ 技术和组织变革的适应性。

在许多企业和政府部门中，评价中心开发技术的有效性已得到广泛认同，特别是在估计管理者潜力方面的预测力比其他人事测评更为显著，因为它能够根据实际行为抽样而谋求领导职位者本人诉说进行客观判断。当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建立这一制度之始，曾对数百名领导人员候选人进行测试，随后将结果密封，八年后就直接提升的领导进行核对，结果64％在预测之内，凡采取任意提拔方式的正确性仅15％，经过领导部门提名的为35％，采取领导部门推荐结合评价中心测验的达76％。评价中心的经济效益也非常显著，如齐洛克斯公司曾测试一批销售领导，总共花费成本34万美元，而增加的收益达490万美元。［8］


9.2.3组织首脑领导特质研究

关于一个组织中“当家人”(如企业CEO)的“领导”角色及其特质，是近年来学术界和管理界特别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一个处于变革状态下的组织领导人，不是一般地控制日常运作的“管事人”，而是一种真正“众望所归”的领袖或精英集团。他们具有战略上的远见卓识，以“大无畏”的开拓进取精神领导组织成员进行战略性变革；他们能够以自己的热情在新机体中重新点燃和激发原始初动状态的那股“革命热情”，基于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去激发员工在无边界的状态下进行多元化探索和创新，从而将组织引向新生、带领大家走向新的辉煌。对此，管理大师德鲁克曾作过经典理论阐释，而著名学者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2001)等人的最新成果，也具有典型代表性和启迪意义。

德鲁克在谈到企业家的职责和使命时也曾敏锐地指出：“企业总是由并非永久存在的人创建的，但一个企业必须超出个人或一代人的生命期间而继续存在，以便对经济和社会作出其贡献”；因此，对企业来说，企业家的特殊使命就是“为目前的企业创造未来”，企业家一个最重要、最中心的任务就是：“使目前已经存在、特别是目前已经取得成功的企业，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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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继续存在并取得成功”。而令人遗憾的是，“实际中经常出现的情况往往是：管理中的大人物在他经营企业时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而他遗留在身后的却是一个乱摊子”。［9］
 德鲁克关于“企业家为企业创造未来”的话，同样适用于任何一个处于学习型变革的组织领导情形；因为，所谓企业家，如果一般地看，就是在不确定的市场经济环境中那些引领组织变革和创新的开拓创业者，而这正是学习型组织所需要的领导角色。在这个意义上，学习型组织所需要的高层领导角色，就是那种引领组织开拓前行、为组织创造未来的领袖式人物。

当然，正如柯林斯所说：在看待和研究组织中的领导行为时，如果我们将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归结于领导者的“领导能力”，那就如同中世纪的人们认为“上帝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一样，是在承认我们无知。

这并不是说领导人之于组织不重要，而是怕这样思维阻止我们更深刻、更科学地理解卓越公司的本质。［10］
 因此，在柯林斯关于卓越公司的著名研究项目中，最初并未刻意寻找关于“领导能力”方面的因素，但是实证的经验数据却势不可挡、极具说服力。他意外地发现：对照卓越公司与那些优秀不卓越的公司，或曾经优秀但终没有实现向卓越的成功跨越的公司，卓越公司领导人确有不同的地方，这就是卓越企业家都是顶尖的“第五级领导人”。［11］


柯林斯将组织领导人的能力划分为从低到高五个级别(见图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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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柯氏五级领导人模型

第一级领导人，即“能力突出的个人”，他们用自己的智慧、知识、技能和良好的工作作风做出巨大贡献；

第二级领导人，即“乐于奉献的团队成员”，他们为实现集体目标贡献个人才智，并能够与团队成员紧密通力合作；

第三级领导人，即“富有实力的领导人”，他们组织人力和非人力资源，高效地朝组织的既定目标前进；

第四级领导人，即“坚强有力的领导人”，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和执著追求清晰可见、催人奋发的战略远景，不断向更高业绩目标努力；

第五级领导人，在领导人能力的五层体系中，位于最高层的领导人。

所谓第五级领导人，即最高的顶尖级领导人，他们不仅能够根据既定目标有效配置组织资源，而且能够全身心投入并执著追求清晰可见、催人奋发的远景目标不断创造更高业绩，还能够将自己的谦虚品质与职业化的决定意志相结合，持续不断地创造卓越业绩。其基本特征为：

组织意志为先第五级领导人具有谦逊的个性和坚定的意志，他们个个都有雄心壮志，但不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而是把组织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注意代际接续第五级领导人培养接班人，为公司以后取得更大的成功做好铺垫，而以自我为中心的第四级领导人物色的接班人却导致组织的失败。

谦虚谨慎低调第五级领导人表现出一种令人折服的谦虚，他们都不爱抛头露面，保持低调；相反，对照组织的第4级领导人都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导致了身后组织的毁灭或持续平庸。

卓越业绩导向第五级领导人的领导并不等同于“公仆式的领导”，他们都被创造可持续业绩的内在需要所驱动和感染，为了使组织走向卓越，他们有决心做任何事，不管这些决定有多么重大，多么困难。

脚踏实地干事第五级领导人表现出一种“工人式的勤劳”，他们不是“表演的马”，而更像“拉犁的马”。

注重机制设计第五级领导人不是“报时”而是“造钟”，不仅是自己创造“英雄业绩”，而是为组织持续发展建立高绩效的工作系统和激励机制。

绝不居功自傲第五级领导人在成功时往往朝窗外看，把成功归于别的因素而非他们自己，但当业绩不佳时，他们看着镜子里，责备自己，承担所有的责任。而第四级领导人则相反，成功时他们看着镜子里居功自傲，业绩不佳时则向窗外看，埋怨别人。

柯林斯发现：在转变的关键时期，每个实现从优秀到卓越跨越的公司都拥有第五级领导人；从公司外请进来的被奉若神明的名人领导，与实现从优秀到卓越的过程呈负相关。在近代史上最具破坏性的一种潮流，就是选择令人目眩神迷的名人做首席执行官，而不是在公司(董事会尤为常见)内部选择第五级领导人；在11家实现跨越的公司中，有10家其首席执行官是从公司内部提拔的，而对照公司向外部求援的次数是实现跨越的公司的6倍还要多。［12］
 这说明，学习型组织的高层领导角色，从本质上并不是从外面任命输入的，而是从组织内部经由长期投资和持续开发而逐渐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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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传统领导特质理论的基本假定是，领导能力是少数领袖人物所具有的特殊天赋才能，因此，可以通过比较分析那些成功领导者身上的人格品质，就可以归纳总结出一套具有普适性的领导特质，但研究者并没有能确认哪些人格品质或品质组合对于成功领导是必要或充分的。在寻找普适性领导特质的路子受阻以后，研究者将注意力转向与特殊成功指标相联系的品质特性方面来。关于领导特质的大规模系统整合研究，最著名的是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研制开发的所谓“评价中心”项目。德鲁克和柯林斯关于组织首脑卓越领导特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代表着近年来有关组织领导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和前沿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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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行为论是直接于领导“特质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起源于20世纪40～50年代美国俄亥饿州立大学的罗尔夫·斯托格迪尔(Ralph M.Stogdill, 1904～1978)、密歇根大学的伦西斯·利克特(Rensis Likert，1903～1981)等学者的领导学研究活动，后来在60年代由德克萨斯大学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R.Blake，1918～2004)和简·穆顿(Jane S.Mouton,1930～)，以及日本九州大学的三隅二不二教授等，对领导行为论做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9.3.1二维领导行为

从学术传统和思想传承角度看，领导行为论实际上是以“特质理论”所列举的领导素质特征为基础，从行为分析的角度做了进一步的归纳总结，将领导行为分成“任务导向型行为”(Taskoriented Behaviors)和“关系导向型行为”(Relationsoriented Behaviors)两个层面，来研究领导者如何有计划地开发和在实际中协调运用这两种行为以提升领导水平。学者们在各自的研究中，虽然具体分类名称和研究角度所有不同，但关于领导行为二维分析的基本思路却是完全一致的(见表9-2)。

表9-2二维领导行为模式研究概况



[image: image]




领导行为论，最初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斯托格迪尔等人的研究。他们利用因素分析法，做了大量问卷调查和测量后，从1 000多种领导行为描述中抽出了两个基本维度(Two Dimension)，即“定规型”(Initiating Structure，或直译为“创立结构”)和“亲和型”(Consideration，或“关怀体谅”)。前者是指那些把重点直接放在完成组织绩效上的领导行为，强调通过计划、信息传递和工作流程等行为来实现组织目标；后者是指那些尊重和信任下级，以友爱温和方式关怀下级个人福利与需要的行为倾向。两个维度分别以高低两种程度划分，即可形成领导行为二维四分图，由此可以解析组织中不同领导行为方式的有效性。

与此同时，密歇根大学的利克特等人，也对企业、医院及政府各种组织机构的领导行为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1961 年，他们把领导者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即“工作中心型”(Jobcentered)的领导与“员工中心型”(Employeecentered)。前者指将任务分配结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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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严密监督，依照详尽规定行事；而后者重视员工行为反应及问题，给予组织成员较大的自由选择空间。其研究的基本结论是：高生产效率和低生产效率的部门，员工士气可能无差别；部门领导者凡是关心职工的生产效率就高，经常施加压力的生产效率则低；部门领导者与下级和职工接触多的，生产效率就高，反之生产效率则低；部门领导人注意向下级授权，听取下级意见并让他们参与决策的，生产效率就高，相反，采取独裁领导方式的生产效率则低。

此外，日本大阪大学三隅二不二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群体功能角度提出了著名的PM二维领导行为理论。他认为，群体具有两种功能：一种功能是实现组织群体特定目标，即工作绩效(Performance，用P表示)；另一种功能是维持组织群体自身正常运转，即群体维持(Maintain，用M表示)。领导者的作用就在于执行这两种团体机能，因此领导行为也就包括这两个因素。如果以P、M为坐标，并坐标中点各划一条线，就可划分出四种领导行为类型。

在二维领导行为理论中，以布莱克和穆顿的管理方格论影响最为广泛。他们将领导行为划分“对人关心型”(Concern for people)和“关心生产型”(Concern for production)两种类型。本节关于领导行为论的核心内容，我们主要以行为科学家布莱克和穆顿于1964年提出的“管理方格”(Managerial Grid)论、后来经过长期修订已发展成为日臻完善的“领导难题·方格解决”(Leadership Dilemmas Grid Solutions)理论为基本框架，兼顾其他理论学说，来介绍、分析和说明二维领导行为论的思路和方法。［13］


9.3.2领导方格解析模型

[image: image]


图9-2领导3R要素

资料来源：布莱克、麦坎斯《领导难题·方

格解法》，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年中译本，第2页。

根据布莱克等人的新方格理论，领导行为关键问题就是如何运用好“3R”要素(见图9-2)，即将领导行为看作是在一个组织中，借助人与人的相互关系(R2
 )，利用人力资源(R1
 )并调动其他资源，来获取某种结果(R3
 )的过程。在这个所谓“3R”的领导行为模型中，R2
 是最为关键和重要的，无论是解决矛盾、主动进取、调查研究、表达立场、决策方式、反馈批评等这样六个所谓领导元素中哪一种，领导的核心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如何在R2
 的竞技场上施展才能。

任何行为都是以主体的主观假设为基础的，领导行为也是这样。为什么一些领导采取这样的行为方式，而一些领导则会表现出那样的行为倾向，这与他们的行为假定即他们心目中所“关心”的事物不同有关。在组织的领导过程中，有两个基本层面的事物可以刻度领导心智模式的特征：一是“对人的关心”(作为纵标)，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R2
 )在其心目中所占的权重和位置大小；一是“对事的关心”(作为横标)，即利用人力资源(R1
 )并调动其他资源来获取某种结果(R3
 )在其心目中所占的权重和位置大小。

如果将两个维向按照九个等分刻度分别给出，同时将“对个人利益或组织目标的关心”作为竖标考虑，那么领导行为模式可以用如图9-3所示的方格图加以刻画和分析。以布莱克理论为基础，我们将几种典型的领导行为模式加以进一步修正描述如下。

9.3.3典型定格领导行为描述

(1，1)定格：保守主义行为基本行为特征是“对不起，但这不关我事”，以最低努力维持最低功能的组织运作。这种领导行为的心理个性和主观倾向，从正面说是尽量在“不参与”状态下能够完成工作岗位要求，从负面来看就是不要被解雇就行。保守主义典型的座右铭是：“无过便是功”，他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在场但不被看见”，日常典型的行为表现是熬资历、保职务、任自流、不介入、无主见等。

[image: image]


图9-3领导方格解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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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定格：泰勒主义行为基本行为特征是“我命令，你服从”，以“监工”身份通过严格的或权威的外在控制来完成短期既定任务。其遵循的行为假定是：人是很“麻烦的动物”，他们的个人利益与组织成果是矛盾的，只有在被控制和监督的情况下才可以好好干事；所以，在管理过程中应尽量减少人际关系方面的“麻烦”，通过监控将人际因素的“干扰”减少到最低限度，典型的座右铭是：“不干事，就滚蛋！”。这种领导行为的心理个性和主观倾向，从正面说是控制欲望，从负面来看是惧怕失败。当一个组织在这样的领导控制下，一些具体、微观层面的工作看起来可能很有效率，由于人文环境极差、缺乏团队合作精神，其整体业绩效果不会很理想，而日常典型的行为表现可能大多是争强好胜、办事武断、长官意志、按部就班、短期行为、互不信任、规避责任等等。

(1，9)定格：乡情主义行为基本行为特征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主要通过与他人建立友谊、同志、忠诚、亲切、快乐、宽松、和睦、团结的人际关系来推动做事。其遵循的行为假定是：人是“有情感、很情绪化的动物”，他们的个人需求对于组织目标的达成关系重大，只有在他们高高兴兴的情况下才可以好好干事；所以，领导的主要任务就是做好人际关系方面的工作，使大家都高兴、满意、快乐，典型的座右铭是：“别担心，高兴点，好好活着！”。这种领导行为的心理个性和主观倾向，从正面说是渴望被拥戴，从负面来看是惧怕被冷漠。当一个组织如果是在这样的领导笼罩下，就很酷似乡村俱乐部模式，而日常典型的行为表现往往是关心下属、和蔼可亲、缺少主见、唯唯诺诺、缺乏创新等。

(5，5)定格：折中主义行为基本行为特征是通过适当的人际关系和工作绩效之间的平衡实施管理，典型行为是通情达理、中庸之道,善于担负责任也乐于听取意见；代表性语言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虽然…但是…”或“可以理解，你看这样好不好？…”。折中主义者的座右铭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有所失才能有所得”，用一半的业绩损失换得一半的人际和谐。这种领导行为的心理个性和主观倾向，从正面说是追求群体归属感，从负面来看是惧怕陷于窘迫。

(9，9)定格：理想主义行为这是最为理想的领导行为模式，它能够充分调动全体成员的积极性(R2
 )，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R1
 )来达成组织目标(R3
 )。理想主义领导行为假定是，相信组织目标可以通过人们追求成就感的工作动机来实现，因此，在实际中可以真正实现“对事的关心”与“对人的关心”内在有机统一。这种领导行为的心理个性和主观倾向，从正面说是追求内在价值和成就感，从负面来看是避免外在自负和丧失远见。在理想主义领导下，组织辉煌成就的达成完全来自于成员的共同努力、分工协作和尊重信赖，人们在共同的事业中追求“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理想境界，工作自主效率、乐于学习进取、正视矛盾冲突、切实解决问题、积极激励员工、重视协同发展等是理想主义领导行为的典型行为特征。

(9+9)定格：家长主义行为9+9定格属于“9，1定格”与“1，9定格”的嫁接，基本行为特征是“让人拜倒在你的脚下！”，以“慈善的独裁者”面目出现进行“软硬兼施”：一方面通过正规渠道施行惩治等强硬措施控制人们，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另一方面试图通过私下的仁慈亲和及奖励手段激赏服从、忠诚行为，努力制造一种“大观园”式的封建家族气氛和树立家长的权威形象。典型的座右铭是：“我是最明白的！” 这种领导行为的心理个性和主观倾向，从正面说是喜欢搞个人崇拜、被顶礼膜拜，从负面来看是害怕被否定、憎恨不听话。利用“铁面无私”的严厉惩罚和富有人情味的个人化奖励，来认可下属的服从或防止、减少其不服从的行为，是家长主义领导行为方式的一个基本秘诀和判断标志。

(9×9)定格：机会主义行为机会主义领导方式的基本特点是，为了维持己见、个人利益或纯粹是为了打败竞争对手，可以“不择手段”地采取任何方格行为。其基本心态和思想方法是：“这样做我会有什么好处？”，机会主义行为是任何一种或几种甚至所有9×9=81个方格的嫁接组合，究竟怎样嫁接组合完全视增进个人利益的需要而定。机会主义行为的心理个性和主观倾向，从正面说是追求个人成功的欲望，说的不好听就是“野心”，从负面来看是害怕私心暴露。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他们善于装腔作势、哗众取宠，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意图和目标；至于是否考虑和有利于组织目标，这完全要看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在组织目标与个人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共益”而保“私利”。

9.3.4领导方格理论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将以上有关典型领导行为模式的理论分析当作机械化、教条化的东西去生搬硬套地理解。在实际运用中，读者自己可以根据领导方格理论提供的理论分析框架去灵活地发挥，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分解出其他一些领导定格行为方式，加以活学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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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9-2：精英感悟

韦尔奇论成功领导的八个行为准则

在你成为领导者以前，成功只同自己的成长有关；当你成为领导者以后，成功都同别人的成长有关。以前，你只需要做自己的工作；现在，你要学会做别人的工作。所有的领导者，每一位都会给你列出一长串有关领导行为的“准则”。如果有人问我的话，我会给他们列出八条来，但在我把它们付诸实践的时候，感觉上更像是关于如何带领别人做事的正确程序。

准则一：坚持不懈地提升自己的团队，把同员工的每一次邂逅都作为评估、指导和帮助他们树立自信的机会。非常简单，作为领导者，你需要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评估、指导和树立自信心这三类活动上。评估是为了让合适的人去做合适的工作，支持和提拔那些表现出色的人，把那些不适合的人调开；指导即引导、批评和帮助下属，以提高他们在各方面的能力；树立自信心是成功的助燃剂，就是向员工倾吐你的激励、关心和赏识，增强员工的可塑性、冒险精神和超越自己梦想的勇气。员工的成长应当是每天都要关注的事情，包含在时常工作的方方面面，因此在领导工作中随时随地都有促进员工成长的机会。其中帮助员工树立自信心可能是你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即使对于那些已经有一定自信心的人，你也要把握住每一个时机持续不断地鼓励他们，要毫不吝啬地加以表扬，越具体越好。

准则二：不仅要让员工抱有梦想，而且还要拥抱它、实践它。领导者应该为团队制订一个梦想，并且必须让大家的梦想变得真实、鲜活起来。因此，描述梦想不能用术语，指引的方向必须具体、旗帜鲜明，目标不能看起来很崇高而实际上很含糊。你必须坚持不懈地谈论自己的梦想——脱口而出，要对每一个人讲、尤其是将梦想贯彻到基层员工耳中，并且简直要说到被别人当成废话的地步，以致再听到都感到恶心。不能光讲，要拿出“真金白银”来兑现梦想行动。

准则三：深入到员工中间，向他们传递积极活力和乐观精神。领导作风都是有传染性的，令人感到不愉快的团队要想获胜是很难的。领导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同消极的引力做斗争，这不是说你要粉饰将要面临的挑战，而是要呈现出一种积极克服困难、无所不能的态度，与大家一起克服艰难险阻。

准则四：以坦诚精神、透明度和声望，建立别人对自己的信赖感。当领导者表现出真诚、坦率、言出必行的时候，信任就出来了，事情就这么简单。作为领导者，你必须战胜自己的本能，不要试图掩盖那些糟糕的信息，否则你会丧失团队的信任和能量。担任领导并不意味着给你授予了王冠，而是给你赋予了一项职责——使其他人身上最好的潜质发挥出来。为此，你必须通过坦诚、守信、实实在在的品质来赢得员工对你的信赖。

准则五：有勇气，敢于凭直觉做决定，说出得罪人的话。作为领导者，你的目标不是赢得竞选，而是要做好自己的工作。领导者总是感到直觉的作用。有时候，做决定的困难并不是因为它不受欢迎，而是它违反你的直觉，与所谓“科学决策”不相符合。你被选作一个领导人，是因为你阅历丰富，做对事情的时候多。因此，要学会倾听自己的直觉，它会告诉你某些东西。

准则六：以好奇心、甚至怀疑精神来监督和推进业务，要保证自己提出的问题能带来员工们的实际行动。提出各种问题是一个领导者的分内之事，你必须做好思想准备，要显得是部门中最无用的人。你必须确定，自己的问题能引发争论，并且让大家采取相应的行动。

准则七：勇于承担风险，勤奋学习，并成为团队的表率。犯错误不等于毁灭。对于自己的领导错误，你没有必要念念不忘或感到忧伤郁闷，实际上，你越是幽默一点、无忧无虑一点，就越能够从中汲取教训。你是老板，但并不意味着你就是全部知识的来源。要相下属学习，如果所有下属都比你本人优秀，那其实是再好不过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你就不能领导他们。

准则八：懂得欢庆。无论人们有多少借口，其实工作中的欢庆永远都不嫌多——任何地方都如此。工作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了太重要的位置，怎能缺少对成绩的欢庆呢？你需要尽可能地抓住欢庆的机会，让工作变得多姿多彩。欢庆能让人们有胜利者的感觉，并且营造出一种有认同感、充满积极活力的氛围。

资料来源：韦尔奇《赢》，中信出版社2005年中译本，第5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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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由于行为主体假定会随着情景而变化，这些定格行为方式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主导行为有限的情况下往往有一系列后备定格行为会随时随地发挥作用。例如，机会主义定格行为不是某些特定的人所独有的，按照行为经济学的观点，人人都有机会主义倾向，因此这也和其他一系列后备定格行为一样，它同样是人们经常的、普遍的一种后备行为方式。

领导方格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和实践指导意义。它为有效分析和把握组织领导行为及其形成原因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参照系，为人们改进领导方式、实现有效领导提供了全面、宏观的指导原则和开发思路。领导方格理论提供了一种理解和讨论领导行为的共有概念和通用语言，为领导者个人自我评价行为后果以及比较选择有效领导方式提供了有用的工具，也为组织绩效评估以及选拔、培养和开发有效领导的组织系统提供了一个基本模型。

领导方格实际上是分析人们在组织中各种行为方式的一般理论框架，具有广泛适用性。对于任何一种和别人一起并通过别人取得成果的情况，包括工商业、政府公共机构、教育培训和非营利性服务等不同规模组织中各种文化程度、职位层级和经验水平的人，领导方格理论都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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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领导行为论是以“特质理论”所列举的领导素质特征为基础，从行为分析的角度做了进一步的归纳总结，将领导行为分成“任务导向型行为”和“关系导向型行为”两个层面，来研究领导者如何有计划地开发并在实际中协调运用这两种行为以提升领导水平。领导方格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和实践指导意义。它不仅为有效分析和把握组织领导行为及其形成原因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参照系，而且为人们改进领导方式、实现有效领导提供了全面、宏观的指导原则和开发思路，实际上是分析人们在组织中各种行为方式的一般理论框架，具有广泛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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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权变论，实际上是在二维领导行为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影响领导效果的情景因素，研究领导者如何通过将自己的领导风格与情景变量相匹配来权变处理领导问题，以提高领导能力和水平。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理论有：弗莱德·菲德勒(Fred E.Fiedler，1922～)的“权变论”(Contingency Theory)；保罗·赫塞(Paul Hersey)和肯奈斯·布兰查德(Kenneth H. Blanchard)的“情景领导论”(Situational Leadership Theory)；罗伯特·豪斯(Robert J. House，1936～)的“路径-目标论”(PathGoal Theory)；乔治·格雷恩(George Graen)等人的“领导-下属交互论”(LeaderMember Exchange Theory，LMX)；维克多·弗罗姆(Victor Vroom)和菲利普·耶顿(Phillip Yetton)的“领导参与论”(Leader Participation Theory)等。［14］
 这些理论都可以笼统归结为“领导权变理论”，其核心思路都是研究“领导风格”(Leadership Styles)与“情景”(Situation)之间的匹配问题。本节主要以菲德勒的“权变理论”为主线索，并兼及其他理论，来介绍有关领导权变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9.4.1领导风格测量

如上文所说，在权变理论中，关于“领导风格”的描述同样沿袭二维领导行为分类法，即将领导风格划分为“任务导向型”和“关系导向型”两种。关于两种领导风格划分的标志，不同学者略有差异。

例如，利克特在“工作中心型”与“员工中心型”二维行为方式的基础上划，进一步划分了四种领导风格：专制权威型(Exploitative Authoritative)，主管人员发布指示，主要用恐吓和处分去激励员工，惯于由上而下地传达信息，把决策权局限于最高层；温和专制型(Benevolent Authoritative)，用奖赏兼某些恐吓及处罚去鼓励下属，对下属加以严格的政策控制，同时也允许一些自下而上传递的信息，向下属征求一些想法与意见，并允许把某些决策权授予下属；民主协商型(Consultative) 决策时征求、接受和采用下属的建议，通常试图去酌情利用下属的想法与意见，运用奖赏并偶尔兼用处罚以及让员工参与管理的办法来实施激励，既保证上情下达又能够使下情上达，上级主管部门制定主要政策并作出一般性规定，让下级主管部门作出具体决定和协商办事；民主参与型(Participative)，主管领导向下属员工提出挑战性目标，并表示相信他们能够达到目标，在诸如制定与评价目标及其进展情况时让员工积极参与并给予奖赏，既保证上下级纵向信息畅通又使同级人员横向信息交流无阻，鼓励各级组织部门自助作出决定，激发员工发挥团队合作精神。利克特倡议员工参与管理，推崇民主参与型领导风格。［15］


在赫塞和布兰查德的研究中，则将领导风格按照“指导性”(任务导向型)和“支持性”(关系导向型)的强弱程度两两组合形成四种模式：一是“指示模式”，即强指导弱支持型，通常向下属指出目标及其达成目标的办法，并对其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二是“教练模式”，即强指导-强支持型，在确定目标、策划运作方案的同时，注意从社会情感层面鼓励并支持下属开展工作；三是“支持模式”，即弱指导强支持型，领导将主要精力放在激发和促进员工工作热情方面，而将日常事务的决定权下放给员工自己处理；四是“授权模式”，即弱指导-弱支持型，即采取放任自流、无为而治的领导方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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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德勒将领导风格问题的研究从领导发生学和领导形态学转移到领导动态学方面，试图回答如下更为重要、更为现实的问题：民主型和专制型这两种领导风格分别适用于什么样的环境? 事实上，适用于任何环境的最佳领导风格是不存在的，某种领导风格只是在一定的环境中才可能获得最佳效果，在某种环境中富有成效的领导者或领导风格，可能在另一种环境中就不那么有效。例如：专制型领导在篮球队、勘探队、平炉车间等群体情境中表现得很出色，而在决策及各种创造性的工作情境中，能与下属维持友好关系的民主型领导则更容易做出成绩。因此，必须研究与领导风格相匹配的各种组织环境和工作情境，其中领导者

与下属的关系、任务结构和职位权力是最重要的情景因素。

为此，菲德勒主张从领导者对于下属合作状态的主观判断为标志，通过设计“最难共事者问卷”(the Least Preferred Coworker Questionnaire，简称LPC)测验来进行判断。通过自答式的LPC问卷测验(见表9-3)，可以判断一个人属于什么样的领导风格。大致标准是：得分较高者，被认定为关系导向型领导风格，他们能够在自己最不愿意与之合作者的身上也能找到积极的因素；得分较低者，则被认定为任务导向型领导风格，他们将完成工作任务放在首位；得分中等者，则属于远离工作情景、愿意独立工作、自我指导的领导风格。

表9-3一份典型的LPC测验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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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测验主要用来衡量领导者个人动机层面的因素。其基本假定是：任务导向型领导以一种否定的眼光看待“最难共事者”，因为这些人往往阻挠他们完成任务；而关系导向型领导则能够以更积极的态度来对待“最难共事者”，因为他们的首要目标是与人友好相处。显然，这种假定与现实情况是有一定距离的，在实际测验过程中，这种衡量也往往因受太多的主观和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而缺乏效度和再测信度。

9.4.2领导情景变量描述

关于领导的情景变量，赫塞和布兰查德主要是从下属“发展水平”(Development Level)，即员工对于所分派任务所胜任能力和热情(或责任心)的程度，来进行判断、描述和分析。他们将发展水平按照能力和热情的强弱组合划分为四个等级：D1，即能力不足，但热情度和责任心很高的情景；D2，即有一定能力，但缺乏热情和责任心的情景；D3，即能力很强，但热情度和责任心有限的情景；D4，即能力很强，热情度和责任心也高的情景。它们分别对应和匹配指示模式、教练模式、支持模式和授权模式(见图9-4)。豪斯的“路径-目标理论”不仅关注员工特性，而且还同时考虑工作任务特性，来描述和分析情景变量。格雷恩等人主要从“领导-下属交互理论”来定义情景变量。而菲德勒则同时考虑工作任务结构、职位权力状况和领导-成员关系三个情景变量，并一一给出了其具体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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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赫塞和布兰查德情景领导模型

“任务结构”(Task Structure)，是指工作任务的明确、清晰和程序化的程度。任务结构化程度越高，领导的控制和影响力就越大。具体量度工作任务结构水平的指标有如下四个：(1) 决策验证性，即某一解决方案或决定的正确性能用何种程度的逻辑程序或客观数据进行验证；(2) 目标明确性，即成员对工作目标要求明确清楚到什么程度；(3) 方法选择性，即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选择不同途径、程序、手段和方法来完成任务；(4) 问题复杂性，即解决问题面临的环境和条件如何。任务结构化程度可以由专家设计相应的量表(见表9-4)，用得分高低来进行测度。

表9-4任务结构化程度测度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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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权力”(Position Power)，是指领导者对于其下属实际控制能力的大小，包括奖励、惩罚、晋升、提拔、聘任、录用和辞退等人事决策方面的影响和监控势力。“职位权力”与正式职位高低没有绝对的关联，一些正式职位很高的，其“职位权力”可能不大；相反，一些正式职位很低的，其“职位权力”可能很大。“职位权力”的大小可以通过量表(见表9-5)来测度。

表9-5地位权力测度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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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成员关系”(Leadermember Relation)，即团队氛围以及成员对领导者信赖、尊重和愿意追随的程度。可以设计五级或八级量表来测验领导-成员关系的融洽程度。表9-6是菲德勒用来测度领导成员关系的一个五级量表。

表9-6领导-成员关系测度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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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4、表9-5、表9-6三个量表的总得分，可以表达领导情景控制力的大小，基本标准是：得分为50～70，属于高控制状态；得分为31～50，属于中控制状态；得分为10～30分，属于低控制状态。

9.4.3领导风格与情景控制力匹配

菲德勒实证研究了大量的工作团队领导情景，包括军事团队、董事会、体育球队、车间班组等，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任务导向型领导在最有利或最不利的情景中效率更好；而关系导向型领导在中间状态的情景中效率更佳。在图9-5中，纵轴表示LPC分数，均线以上为

[image: image]


图9-5组织领导风格与情景控制力匹配状况

关系导向型领导，均线以下为任务导向型领导；横轴表示情景变量，按照情景控制力大小，从1到8分高、中、低三种类型。从典型的高领导绩效团队情景变动趋势线可以清楚看出，1、2、3处于高控制力情景的三种类型，以及7、8处于低控制力情景的两种类型，恰是LPC分数在均线以下的任务导向型领导；而4、5、6处于中间控制力情景的三种类型，恰是LPC分数在均线以上的关系导向型领导。

在实际领导力开发中，了解了LPC与情景控制力得分后，就可以将二者结合起来，分析和检核实际的领导行为与权变模型指引的高效率模式项匹配。如果恰好吻合，就可以按现行状态继续前行；如果不匹配，就要考虑改变领导风格即LPC值，或调整领导情景变量，以提高领导效率。例如，当高LPC领导处于高控制或低控制情景时，要么调低LPC以适应高控制或低控制情景，要么将领导情景调整为中控制状态；当低LPC领导处于中控制情景时，要么调高LPC以适应中控制情景，要么将领导情景调整为高或低控制状态。一般情况下，要有效提高领导绩效，还是提高或降低情景控制力来得比较客观和容易些。

领导者可以根据匹配需要随机调控情景控制力。提高领导情景控制力的措施一般有：在领导-成员关系方面，可以有意识地与属下一起参加一些旅游、体育等业余活动，抽出时间与属下谈心、沟通信息；在任务结构方面，注意通过培训学习提高自己的业务技能，随时参加问题讨论，配备熟练工作人员，设计工作程序和操作规程等；在职位权力方面，可以请求上级授权，加强正式信息传输渠道建设，尽量独自决策和处理问题，等等。而如果要降低领导情景控制力，则可采取如下一些措施：在领导-成员关系方面，减少与属下非正式接触，有意将一些“异己主义分子”纳入团队；在任务结构方面，请求上级授权自己负责更大范围的工作，请求经验、意见相左者参加群体工作；在职位权力方面，向下属授权，与成员平等互动，鼓励员工自主处理问题，等等。

应该指出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上，权变领导论也存在一系列局限性。例如，在理论上如何解说其结论的逻辑关系，尚是一个“黑匣子”问题。此外，LPC问卷调查的信度和效度也受到人们质疑。还有，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该模型主要是针对领导者个人层面的，即告诉领导者如何去调整自己所面对的情景(而不是调整自己的领导风格)来改进领导绩效水平；但问题是，领导情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组织层面的变革问题，而不是个人可以随意调整的。这些问题在实际运用中都是需要加以注意的。

[image: image]


精要提示

领导权变论，实际上是在二维领导行为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影响领导效果的情景因素，研究领导者如何通过将自己的领导风格与情景变量相匹配来权变处理领导问题，以提高领导能力和水平。测量领导风格LPC分值，描述和分析领导情景变量状态，最后基于领导风格随机调控情景控制力，是实际中了权变领导力开发的三个基本操作步骤。权变领导论是研究最多、最成熟、成果最丰富的一种领导理论，当然在理论和实践上也存在一系列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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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要内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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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组织政治行为的层面来看，所谓“领导”，可以定义为基于组织目标对成员政治行为进行权变控制的导向行为；而“组织领导”，则是在一个开放型组织系统中发挥权变控制功能的行为或过程。相对于处于日常运作状态的组织以及进行层级控制式“管理”来说，处于学习型变革状态的组织以及需要进行自主激发的“领导”，就表现出一系列不同的组织行为特性。领导理论，即关于有效领导特征、规律和方法的理论阐释，其有关研究及其成果大致可分为具有承继性的三大序列，即领导特质论、领导行为论和领导权变论。近年来，随着组织变革浪潮涌动，领导理论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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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通过比较分析那些成功领导者身上的人格品质，就可以归纳总结出一套具有普适性的领导特质，但研究者并没有能确认哪些人格品质或品质组合对于成功领导是必要或充分的。在寻找普适性领导特质的路子受阻以后，研究者将注意力转向与特殊成功指标相联系的品质特性方面来。关于领导特质的大规模系统整合研究，最著名的是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研制开发的所谓”评价中心“项目。德鲁克和柯林斯关于组织首脑卓越领导特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代表着近年来有关组织领导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和前沿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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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行为论是以“特质理论”所列举的领导素质特征为基础，从行为分析的角度做了进一步的归纳总结，将领导行为分成”任务导向型行为“和”关系导向型行为“两个层面，来研究领导者如何有计划地开发并在实际中协调运用这两种行为以提升领导水平。领导方格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和实践指导意义。它不仅为有效分析和把握组织领导行为及其形成原因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参照系，而且为人们改进领导方式、实现有效领导提供了全面、宏观的指导原则和开发思路，实际上是分析人们在组织中各种行为方式的一般理论框架，具有广泛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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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权变论，实际上是在二维领导行为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影响领导效果的情景因素，研究领导者如何通过将自己的领导风格与情景变量相匹配来权变处理领导问题，以提高领导能力和水平。测量领导风格LPC分值，描述和分析领导情景变量状态，最后基于领导风格随机调控情景控制力，是实际中了权变领导力开发的三个基本操作步骤。权变领导论是研究最多、最成熟、成果最丰富的一种领导理论，当然在理论和实践上也存在一系列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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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习思考问题

(1)什么是“领导”，究竟应该怎样理解“领导”的含义？

(2)能否结合文学作品，如《亮剑》共产党干部李云龙与国民党军官楚云飞的角色特点，或《红楼梦》“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的故事情节，谈“领导”与“管理”的区别和联系？

(3)学术界都有哪些领导理论？你能否用图示方式详细勾画出关于领导问题理论研究的历史演变脉络和逻辑层次关系？

(4)试简述领导特质论研究的基本思路及其局限性。

(5)什么是“组织领导”？组织领导人的基本使命是什么？

(6)能否根据柯林斯关于卓越领导人(“第五级领导人”)与优秀而不卓越领导人(“第四级领导人”)差异的理论阐释，结合中国本土企业家成功和失败的案例，谈谈要能保证企业可持续长程发展需要企业“当家人”应具备什么样的领导境界、特质和风格？

(7)用布莱克“领导方格”图式详细清楚地讲解不同定格领导行为的特点，试探根据二维领导行为理论思路进一步给出自己的领导风格分类。

(8)描述赫塞和布兰查德的情景领导模型，并结合菲德勒的理论构架说明如何进行领导情景控制力测定。

(9)根据本章提供的文献线索，进一步检索近年来有关领导理论的最新进展，写一篇关于领导理论研究的文献综述或学术评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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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认知练习

管理/领导潜力评估

说明：下面是两位西方学者开发的关于评估领导/管理潜能的一种测试量表，该量表列举了常见的20种管理行为与20种领导行为。请仔细阅读这些行为描述语句，并在你认为恰当的重要性程度数字上画圈。将所有画了圈的奇数项加起来，并将结果填入A；将所有画了圈的偶数项加起来，并将结果填入B。可能的行为解释：1．如果A>B，说明你更需要加强领导力开发；2．如果B>80分，说明你”已经“具有相当的领导力；3．如果60<B<80，说明你需要”准备“加强领导力开发；4．如果B的得分远远低于A，说明你很不具备领导能力。5．其他解释？读者可以根据这份量表检核一下自己在领导/管理的倾向性和潜在开发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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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image: image]




资料来源：根据Elwood N. Chapman and Patricia Heim: Learning to Lead改写;转引自：Paul R.Timm & Brent D.Peterson:《人的行为与组织管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年中译本，第55～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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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个案研讨

柳传志：我怎样当总裁

在中国，“如何做一个好总裁”这个题目实在是博大精深，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无论是就我的实践经验，还是就我的理论功底来说都有困难。但我愿意跟朋友们一起交流。开始我想作四点说明。第一、我这里讲的“总裁”就是企业管理层的第一把手；第二、总裁要把管理企业当成事业来做，而不是打工的，他应该在自己的企业里有股份；第三、我尽量讲在中国这个具体的大环境下发生的事情，而尽量少谈书本上的东西；第四、我主要谈思路，谈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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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视中国环境下的特定风险

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总裁怎么去做?很多从海外回来的博士、留学生，过不去的往往就是这个环境关，每当遇到环境问题的时候就会暴躁，他就会认为中国这不行、那不行，就急着要回去。实际上他们缺乏的就是没有认识到环境因素在企业经营中的重要，至少认识得还不够。

政策风险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很多事情都还缺乏相应的配套政策，这样就使得在企业的生存环境中会有很多不应时的东西。

我随便举个例子，像打走私的问题，今年力度加大以后颇有成绩，但前几年为什么会根本打不下去呢?因为一方面有很多军队在办公司，这些还都是进出口公司，有直接的利益在其中，对自己直接利益的保护就使打击走私的政策本身不得力，政策就推不动。这样的结果让我们这些企业怎么办?是按照走私的方式来进行呢?还是不按走私的方式进行?因为政策上的缺陷，市场上许多进口的东西全是走私的，市场的价格就定在走私品的价位上。可如果真要按照走私的方式去做，一旦查出来，这种风险谁又受得了呢?

所以这些环境中的问题给总裁的经营带来非常大的难度。也就是说做总裁，就要考虑到对于大环境本身自己能不能进行改造?不能，那么局部环境的改造能不能进行?更小的环境能不能进行改造?有的时候改造小的环境是可以的，有的时候还不行，不行怎么办?不行就要忍耐，适应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然后等待时机，再来做大的动作。

机制风险在环境之中，机制是办好一个企业非常重要的必要条件。虽不能说有了好机制，企业就一定能办好，但它的机制不好，这个企业肯定办不好。这就是机制问题。

联想在创办初期的时候，虽然我们中科院计算所所长只给了我们20万块钱，但是给了我们3条非常重要的政策，即人事自主权: 不管什么时候，所里绝不塞人进来；财务支配权: 这使得我们可以做内部的激励，大大突破了国企的约束；经营决策权：所里对公司的经营决策绝不干预。这三点非常好，使我们能深刻体会到“民营企业”的实质意义是什么。“民营”就是四自，即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负盈亏、自我审查，联想是完全符合这四条的。其实20万元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其余全是我们自筹的，我们自负盈亏了，于是就给自己定义为“国有民营”。这意味着公司是国家所有，但经营权在我们这儿，做好了，成绩、利润是国家的，但是管理是由自己决定。虽然这本身也是不完善的，但在当时己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这时候我想起香港联想在1995年大亏损时的情况。当时，我们香港的合作总经理吕谭平先生真的非常辛苦，他从香港飞到美国，再从美国飞到欧洲，再飞回香港，根本不睡觉，就在飞机上打个盹，拼了命在那儿做。我感觉到是在大风大浪里边，我们就好像一条船，在风浪之中我和他就是站在船头的两个领班，全船就看着我们，我们不能有一点动摇，领着这个船一直往前走。但是越过风浪到达胜利彼岸后的情况怎么样呢?他就是那个船的主人了，利润里就有他一份，而我呢?成了船长，拿完工资就靠边站了。所以这就是机制上的一个很大问题。

那么联想今天发展得很快，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一群年轻人站到了第一线。跟我一抉起家的老同事确实是吃尽了千辛万苦，很不容易，但由于我们的出身全是做技术的，所以未必能跟上这个行业发展的速度，所以一定要换更有能力的年轻同事到第一线。但是前些年我们拿的一直是工资，如果这些老干部、老同事不到退休年龄，我对他们说你下来吧，换年轻人上来，这能行吗?这就等于是一棵树，你将浇水、施肥等工作全做了，等摘果子的时候你靠边站，这于情于礼都不通。但是如果他们不挪开的话，这个企业就办不好。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股东中科院给了联想员工持股会35%的分红权。有了分红权，我们就将它分配给这些 “元老”，这时候老同事从内心上就会非常高兴和愿意扶持年轻人到第一线上来。因此机制在这个时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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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解环境风险的两个要诀

那么，对环境，对机制， 总裁应该怎么做才能做好呢?在这里我提两点要求：

首先，总裁的立意一定要高。如果你做事情没有这种高的眼光，那么现实中就会有三件事情跟你过不去:第一件事情是跟企业员工的关系。由于你没有更多的钱，不能够以按劳分配的方式回报公司骨干的核心，只能是你自己多干少得来起模范带头作用，这实际是一种 “小德”。如果总裁立意不高，不是堂堂正气的话，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此总裁必须能够胸怀坦荡，站得更高，做得更多，一切为了企业的利益，这时候你才能成为这个企业的核心。第二件事情是要跟国家这个主人摆正关系。像国有企业，它的“主人”是虚无的，就是并没有人直接在这儿承担责任和义务。一旦企业亏损，只能是经营者自己去想办法，包括用个人名誉，以及各种资源去贷款。这些都是非常大的压力。但企业经营成功以后，利润主要的部分却是国家的，这个事实本身虽有它不合理的地方，但你要能承受委屈。第三件事情是跟某些国家公务人员本身水平不够高有关系。这时候你心情一定要平和，要积极，既不要为这个事情气得不得了，也不能动不动就说我不干了，我们还是要继续去积极工作。

像1988年的时候，我们的汉卡被海淀区物价局罚了40多万块钱。当时很不合理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因为汉卡是我们自己开发的产品，本不应由政府给我们定价，说我们的技术是多少钱。可政府非得按原器件的价格加18%，来计算我们要加多少利润，然后再来定价，这是不合理的。但是当时就是这么定的，定完以后，相关方面的负责人就说按照这个价格就要罚你们款。于是我们就要费非常大的力气来解决这个问题，最后大概由45万的罚金，减成40万。即便是这样，我们依然还是感到很委屈。当时我们的几个年轻同事，气得要开记者会。我说就算了吧，如果咱们的企业还要再办下去，千万别来这个，还是要心情很平和的来对待这些事情。这些年来逐渐的，我就能够很平和地、很积极地对待这些委屈了。其实在国内要做个好总裁，尤其对于创业者，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曾经有这么一个典故，讲唐太宗跟魏征发牢骚，说他以前给老百姓做了这么大的贡献，但是底下骂他的人还是有，因此很生气。魏征跟他说:你要做好皇帝就得有这个思想准备。你要是做好了，老百姓说这是风调雨顺，是上天给的;一旦收成不好，老百姓就埋怨是皇帝没做好，就要骂你。所以你要想做皇帝，你就要受这个委屈，要不你别干。唐太宗想了半天还是要做好皇帝。做个好企业家的道理也是一样。曾有一个杂志编辑跟我说：“做个好人真不容易，做个小人真快活。”这句话我听了以后想想还真有意思，做个小人你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你老去折腾别人，但你也就是一个小人了。所以要想做好总裁你就一定要想明白，就应该受这个委屈。

其次，学会 “拐大弯”。我给自己画了一个底线，就是我不要在改革中犯错误。这其实就是要求你必须弄清楚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不能在不行的时候强行去改造环境，那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这方面的教训很多。从1984年和我同时起步办公司的有好多出名的企业家，但今天还在位上的不多了。这些人当中有相当一批是对这个问题没把握好，比如诸时健。所以，要想把事情做好，就要注意审时度势，要“拐大弯”。“拐大弯”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事到临头的时候再急着拐。

举个例子，如果等到现在我们再来解决员工持股比例这一机制问题，那就很难解决了。我们当时是怎么做呢?关键是我们在从科学院拿到35%的分红权之前，在内部就先把分红权进行了分配。我们这个班子的人在一起讨论，如果有了分红权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分配。这个为什么重要？当对空饼进行分配的时候，就不容易产生矛盾。但当真的饼放在这儿的时候，而且是价值增长得很快的时候，分配就很难了。所以当只是空饼的时候，我们可以只就分配的原则谈，容易谈，今天我们再做微调时，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事前要看好，然后再拐大弯来做 它就好做得多。因此我觉得企业在改造局部小环境中，还是有作为的，不要老报怨。

要能够在高温中“孵出小鸡”。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中国目前的企业生存环境还不是最佳状态，就拿鸡蛋孵小鸡来比喻。鸡蛋孵小鸡的最好温度是37.5度到39度。我想我们在1984年办企业的时候，当时的环境温度是42度，太高了，大多数的鸡蛋孵不出小鸡，只有生命力非常顽强的鸡蛋才能孵得出来。到今天，我想大概还有40度左右，也不是很好，但己经不错了，已经有大批的鸡蛋能孵出来了，但是还要生命力比较顽强。我们一方面对政府呼吁，要改善环境温度。政府不要总是要求鸡蛋的生命力多顽强那是鸡蛋自己的事，政府应该努力的是如何改造环境，将法律规定得更合理。另一方面，我们这些鸡蛋在一起就是要更好地去研究怎么提高自身的生命力，以便自己能够在环境温度高一点的时候，依然能孵小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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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建班子”的几种常见病

那么当环境问题解决了以后，总裁应该怎么做好管理工作呢?在我看来，办好企业有点像爬珠穆朗玛峰，目标是爬到山顶。不管是北坡上，还是南坡上，只要能爬到山顶就是好方法。其实这些理论大同小异，关键在于怎样去归纳它。为什么一个企业要有一个自己的理论呢?就是你的这支队伍总不能一半人从南坡上，一半人从北坡上，队伍发散是不行的。所以企业里，假如有若干个事业部，有若干个子公司，就必须要有共同的管理语言。无论企业做得好，还是做得不好的时候，都要有对得上的语言以方便经验的交流。于是，就要有自己的一套管理理念。这也就像一个放东西的柜子，大家都知道剪子、刀子这些零碎放在哪个抽屉里，衣服放在哪个抽屉里，这样的话，便于我们内部交流。联想就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管理理念，而且在这一套理念中，最核心、也最能体现出中国本土特色的就是“班子”理念，现在就将其贡献出来与大家共享。 建班子的常见病往往有如下几种：

第一种 “病”：“1+1＜1”所谓“1+1＜1”，即前边那个1(指总裁)，加上后边的班子后，甚至比总裁一个人管还糟糕。这很可能是因为你的班子里有宗派，有各种各样的纠纷性的问题。如果有纠纷存在，那还不如不要班子，这就是“1+1<1”的问题。这种问题主要分下面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是把你调到那个单位去，那个单位以前就己经有宗派了，这时候问题很难解决。这种情况在国营企业还是很多的。我们调查过，宗派问题对某些国营企业一个先天的问题，怎么讲呢?就是国有企业的总经理，到了59岁，他不能走诸时健的路，这种路犯法，但是又希望能够保证一些正常的生活待遇不变。在这样的前提下，一个非常合理的方式，就是退休前，破格选拔跟自己感情非常要好的人。这确实对他个人会有好处，可是第一把手这么做，党委书记看得很明白，也会这么做，他也选一个亲信来提拔，然后第二把手也这么做。这样有两三个人这么做，而且下边还形成体系，这就形成了宗派。有了宗派后，问题就麻烦了，话就不能放在桌面上说了。说的东西都是很冠冕堂皇的，但是底下各自有自己的系统。到了这种时候，这个企业便相当难受了。

另一种情况，你所在的企业是一个新企业，或者说在这个企业里边还没有这样的问题时，你怎么去做呢?核心的一点就是看总裁本人是不是把企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你如果能够做到把企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能把话放在桌面上说，你就会制定出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这个问题就好解决。联想就有些笨办法、土办法。

比如联想有规定，绝对不允许子女进公司。这里边是有道理的，像我们是计算所出身的，我们的几个老副总、董事长的子女全是学计算机的，如果没有这个规定就都可以进联想。进了公司以后，夫妇本来就在公司里，然后子女再进公司，子女之间再联姻，那就管不了了。所以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而且领导子女进公司以后，对其他年轻人的发展会有影响，人家也会觉得不公平。所以在这点上，我们特别注意。还有一点，就是在社会上，有些大的用户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都会推荐他们的子女或有关的人到公司里来。现在这是社会普遍现象，对此，我们怎么做呢?第一，我们要对这个人进行笔试，考试通过后，要有三个副总裁同时签字来保证，这个人才能作为一个特殊情况进到公司里来，这就表示不是任何一个人的私人关系。而且我们绝不通过这个孩子跟他的家长进行特殊联系，比如说你是税务局的负责人，那我们绝不经过你的孩子跟你联系，要不然的话就会出别的问题。

我记得1985、1986年的时候，中关村一条街上有一间公司的老总在介绍经验时讲道:在他的公司里边，什么税务局长、工商局长等等的子女全都有，还有副市长的孩子，他做事如何如何玩得转。可两个月以后他就不这么说了，为什么呢?每一个小孩都是一尊佛爷，谁都碰不得，你碰了他，他后边的家长就让你玩不转，所以整个公司就没法管。这点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联想可能会有很多问题，很多是我们认为目前时机不到，我们不能管的，但是绝没一件事是我们想管管不了的。所以公司里边绝不能形成这种带有宗派性质的东西。

另外企业内必须解决无原则纠纷。很多企业里下级埋怨上级，说上级的坏话，或者对其他部门表示不满，而在联想这种情况确实是很少，几乎没有。因为我们这里有个明确规定，就是当各个部门的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与他的下级发生了无原则纠纷的时候，第一次我们会毫不客气地把下级调走，或者是降级，不允许无原则纠纷存在。但是处理完了以后，我们也会跟这个第一把手说:如果经调整，新换了人，一旦再有这个情况，你的位置就要注意了。

这样一来，每个人都会很小心地注意上下级怎么能够配合好。这种做法未必科学，但是解决了无原则纠纷，一会儿都不能让它存在。否则一个企业里像打仗一样，会带来很大的问题。1995年香港联想大亏损，实际上总经理和他在香港的部属在某些方面的无原则纠纷也是起了一定影响的。

第二种 “病”： “1+1＜2”“1+1＜2”，即有了这个班子后，虽然比你一个人强，但是你调动班子的积极性不充分，本来应该大于2和远大于2，让班子形成一个合力，结果却没做到。这其实是对班子的成员如何进行激励的问题。这里我们主要探讨一下如何进行精神激励?

假如一个人是班子里一个主要成员的话，那么做到以下两条我觉得就可以了：第一点，就是在这个班子里他要有责权利相统一的一个舞台，并要能得到保证。这就是说，他要明确，他的工作和整个大的战局是什么样的关系；他必须要知道自己负责的这块业务在大战局里是一个什么位置；自己的管理资源是什么；有什么条件。也就是让他自己来管理，做好了怎样，做不好怎样，他心里要明白。这时候，这个人感觉就不一样了，因为他有一片自己的舞台了。

第二点，就更进一步了，就是这个舞台怎么给呢?要用一定的规则方式给，而不是第一把手随意给。举一个例子，我们香港的那个合作伙伴，在分配认股权给员工的时候，他在私下告诉员工给你多少股，分配的数量未必少，但是这些香港员工虽然拿了认股权却未必把自己当主人，他完全觉得是从老板兜里拿的，是一种恩赐，这就不行。因此，应该有一套规则，我们共同来参与制定这件事情，如果规则有了，而且定规则的时候，是每个骨干签字认可的，你想这是什么感觉?这时候主人的感觉就出来了。

否则，就会出现：很多总裁很能于，他自己定下来该怎么做，他说完了，员工就去做，这可以；但当总裁不说的时候，员工就完全是一种被动的情况。V你又要员工主动，又要按照你随意性的意见去处理，那可能是做不到的。如果能像我说的这样，企业第一把手跟下级员工之间的关系，就是大发动机跟小发动机的关系，你所带动的就不是齿轮，不是螺丝钉。员工也可以成为一个发动机，而且能跟你同步。如果能做到这样，这个企业活力就非常大了。

[image: image]
 破解“建班子”的四大难题

第一个难题，班子成员不合格的时候怎么办?这时有两点一定要做到。首先，就是在一个企业里建班子的时候，要以德为主。我们“德”的标准就是看领导者能不能把企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德很重要，因为企业要由小变到大，班子本身的调整是必然的，如果这个人本身是要不择手段的为自身谋取利益，将来一定会出毛病。当然，德才兼备最好，实在不能得兼的时候，应该将德放在第一位；其次，要注意在班子更迭的时候，把话放在桌面上说。就是当某些成员不合格的时候，要明确的告诉他，有时关着门两个人说，有时当众说，但一定摆在桌面说，绝不能不说。这样，在调整上就不会有太大困难。我们联想在做这方面事情的时候，屡试屡应。

第二个难题，班子里有分歧怎么办?比如说班子里面共七人，结果这边四个人，另一边三个人。这种情况如果非要靠投票去解决总不太好，所以我建议大家注意一点把话从根上说起，从原则的地方说起。因为大家的利益归根到底都摆在桌面上，企业利益到底什么是可以说得清楚的，然后我们由此一点点往下捋，这时候问题就好解决了。比如像我们的认股权证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当初，对于认股权证给什么样的人，不给什么样的人，是全员拥有，还是骨干员工特有，有不同的意见。这时候大家就可以分析：到底认股权证是用来干什么的?主要是为了激励员工让企业有更好的发展。那么是骨于员工起的作用大，还是一般员工起的作用大?当然骨干员工起的作用大，因此就应该有一个倾向。但是没有一般员工的行不行呢?不行，因为企业内的空气会非常干燥，稍有个火星，就会打架。因此空气应该湿润些，所以普通员工也应该有，只不过少点就是了。从根上把问题想清楚以后，具体问题还是好解决的。凡是问题想不清楚，就应退到更高的一个原则角度去考虑。

第三个难题，班子的整体素质怎么提高?对于这个问题，要考虑阶段性这个因素，我们采取的方法是：(1)当班子成员素质比较低或者能力不是很强的时候，或企业规模比较小的情况下，可以采用指令性的工作方法，就是一把手说了算。这就要求一把手应该想得更多，拿出主要的权力来以你说的为准；(2)当班子的成员也逐渐成熟起来时，一把手可以将指令性方式变成指导性方式，就是大家一起来讨论，班子成员应该参与发表意见，你先提个意见，大家再针对你的意见来讨论，最后定下统一决策；(3)如果再进一步发展，像到了联想今天的规模，干脆就是参与性的方式，也就是将要解决的事情谈清楚，大概是什么情况，然后以班子里其他成员的意见为主，作为一把手则只是积极参与。现在我好像是个制片人，年轻同志是电影导演，片子怎么拍，以导演的意思为主，制片人只表示大方向。总之，用这样的方法就会不停地提高企业员工的素质，也会使年轻人一层一层的涌现出来。

第四个难题，选拔什么样的人才好?另外，组建班子，还涉及到如何发现和选拔人才的问题。对于人才，我们特别提出要善于总结和学习，因为不管你是做哪项工作的，它都有自己的边界条件，所以你做完以后，失败也好，成功也好，自身要善于总结和善于归纳到底这个仗是怎么输的，或怎么赢的。凡是做到这样的人，他就有可能晋升。光能把事情做好，那是不够的，所以联想强调要能干会说。说本身不光是口头表达，本质是进行归纳。其实一流的人才，就是一个善于总结的人。

最后，我也归纳总结一下，做一个好的总裁要做到哪些呢?第一、总裁要明白自己的企业里的事是个什么事；第二、总裁要明白什么样的人能做什么样的事，他应该出现在什么位置上，他具有什么样的特点，这个你要清楚；第三、你手里边的人是个什么状况，他们和你想要的状况肯定不一样，你必须得明白公司内的关键人员的特性；第四、你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使用自己手里的人，或者去发现更好的人才。把这几点做好了，总裁就当好了。

资料来源：《中外管理》2001年第1期。

研讨方向指示：

(1)在柳传志所讲的“怎样当好总裁”的叙述中，哪些是侧重于“领导者”的特制要求或行为表现，而那些更多的是作为“管理者”的职责规范和行为状态？或者，哪些是关于作为企业总裁的“特殊”，而哪些是关于领导者特质和行为的“一般”？

(2)为什么柳传志要强调“当总裁”的特殊环境，在中国环境中当企业总裁的特殊性究竟是什么？你能根据他的叙述按照自己的理解清晰归纳出几条吗？

(3)利用你在本章中所学的权变领导理论，结合柳传志的演讲，谈谈在中国企业当总裁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总体图景”？

(4)搜集更多的企业总裁或组织领导的背景资料，包括中外企业的，以及企业与非企业组织的，能否尝试“活学活用”地更进一步地深入思考和扩展谈论有关学习、研究心得？

章末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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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关于“领导风格”(Leadership Styles)，最早由德裔美国心理学家、拓扑心理学创始人、实验心理学先驱和格式塔心理学派后期代表人物克特·勒温(Kurt Lewin，1890～1947)做开拓性研究。他以权力定位为基本变量，将领导风格划分为专制型风格(Autocratic Styles)、民主型风格(Democratic Styles)和放任型风格(Laisseafaire Styles)，并认为民主型是最佳领导行为风格。利克特的领导风格分类可能受此影响。


［16］
 其他人也提出了与此相近的分类。例如：豪斯等分为“指导型领导”(Directive Leadership)、“支持型领导”(Supportive Leadership)、“分享型领导”(Participative Leadership)和“目标导向型领导”(AchievementOriented Leadership)；威廉·雷定(William J.Reddin)将领导风格分为密切者(Re1ated)、分立者(Separated)、尽职者(Dedicated)和整合者(Integrated)等。

第10章竞争合作：组织政治博弈论

随着工业文明在全世界丧失支配地位，随着新生力量在全球蓬勃兴起，我们还会遇到种种日益增强的权力斗争。

阿尔文·托夫勒

［《权力转移》(1990)］[image: image]
 学习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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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博弈论基本原理，并能据此认识组织政治博弈相关问题；

[image: image]
 明确组织中冲突的根源、冲突管理的基本原则以及应对冲突的基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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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大观认识和通解人际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了解组织心理契约及凝聚力形成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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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架构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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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故事引导

16世纪20年代初，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向天主教宣战，公开揭露和抨击教皇的腐败行为。教廷要求他公开忏悔并收回其主张，他坚辞道：“我不会收回任何一点主张，因为违背良心做事既不正确也不安全。……我将坚持到底，决不屈服!” 马丁·路德坚定的立场和毫不妥协的态度迫使教廷不得不做出让步，从而成功发动了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新教改革运动。

1956年2月2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闭幕的当天深夜，向与会代表作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和谴责斯大林大清洗运动。当他充满戏剧性的讲话刚一结束，台下就有人大叫起来，质问他自己当时又在做些什么。赫鲁晓夫请提问者站出来，报出自己的姓名。下面一片沉寂。赫鲁晓夫答道：“当时我也是这么做的。”

1962年10月，苏联在距美国本土只有90英里的古巴装备核导弹，将整个世界拖倒了核毁灭的边缘。肯尼迪政府经过10天的紧张讨论，宣布要对古巴实施海上封锁。如果苏联接受这一挑战，那么这场危机可能进一步升级为超级大国的核战争，肯尼迪本人估计这种可能性介于1/3到1/2之间。不过经过几天公开表态和秘密谈判，苏联最终还是决定避免正面冲突。为挽回苏联面子，美国也做了一些妥协，如从土耳其撤走美国导弹；作为回报，苏联也撤回了在古巴装备的导弹。

以上三个情景故事是有关政治博弈中比较典型的冲突对策案例。在组织政治博弈过程中，人们也会经常遇到类似这样的冲突情景，如何巧妙地因应情景采取适当策略避免或化解恶性冲突，以营造并保持组织和谐的人际关系，不断提升团队精神和组织凝聚力，这正是本章所要讨论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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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中，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需要相互“合作”(Cooperation)，在合作中由于共同面临的“资源稀缺性”环境约束又彼此“竞争”(Competition)，竞争中必然发生“冲突”(Conflicts)。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人们为了实现合作博弈的潜在利益并有效解决非合作博弈中的冲突，需要采取适当策略行为以便逐渐趋向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利益均衡点。对此，近半个世纪以来快速发展起来的博弈论可够为我们提供一种很好的理论参照和分析工具。

10.1.1博弈论

博弈论(Game Theory)，又译作“游戏论”或“对策论”，它是关于主体在彼此直接相互影响的情况下如何采取对策行为以便获得有利结局的一种跨学科行为理论解析体系。博弈论正式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20世纪后期得到快速发展，并在新世纪之交的十余年内因几位博弈论大家获得诺贝尔奖而备受社会各界关注。1994年，三位博弈论专家约翰·福布斯·纳什(John Forbes Nash Jr.，1928～)、莱因哈德·泽尔滕(Reinhard Selten，1930～)和约翰·海萨尼(John C.Harsanyi，1920～)分别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1年后，即2005年，托马斯·谢林(Thomas C.Schelling，1921～)与罗伯特·奥曼(Robert J.Aumann，1930～)又因“通过博弈论分析促进了人们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简单地说，博弈就是一种策略行为的相互依存状况，即：一方的选择行为所得结果取决于另一方会做出什么样的相应选择行为。按照在相互作用时当事人是否能够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捆绑协议”(Binding Agreement)，博弈可以划分为“合作博弈”(Cooperative Game)与“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如果双方能够达成合作协议，并基于集体理性有效执行协议并按照公平公正原则行动，就是合作博弈；否则，参与人不能达成一致协议，各自基于个人理性自主选择自以为最优的策略行为，这种博弈就是非合作博弈。其实，任何一个合作都可以看作是一个非合作博弈的均衡结果，因此，这种区分不是绝对而是相对的。从1944年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和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合作发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始的十余年间，博弈论的研究主题是合作博弈；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非合作博弈逐渐成为博弈论研究的主流。在博弈中，双方的利益可能是直接冲突的，一方之所得即令一方之所失，这种博弈称作“零和博弈”(Zerosum Game)；而更多的情况下是即有共同利益又有利益冲突，即“非零和博弈”(Nonzerosum Game)。博弈论早期的研究重点放在零和博弈上，其他博弈则被当作一种合作博弈来考察，即参与各方应该同时选择和实施他们的行动。后来，在纳什的推动下，博弈论研究才逐渐转向各自选择行动的非零和博弈问题。

在非合作博弈的场合，人们在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时，一般存在两个决策难题：一是“信息”(Information)问题，即参与人对有关其他参与人(对手)的特征、策略空间及支付函数(从博弈中获得的效用食品)等情况的了解程度；二是“时序”(Sequence/Time Order)问题，即博弈双方选择行为是同时进行的还是有先后时间顺序差异。从信息问题出发，博弈可以分为“完全信息博弈”(Games of Complete Information)与“非完全信息博弈”(Games of Incomplete Information)，完全信息博弈是指每一个参与人对其他所有参与人的特征、策略空间及支付函数完全知晓，否则，就是不全完信息博弈。从时序问题出发，博弈可以分为“静态博弈”(Static Game)与“动态博弈”(Dynamic Game)，前者是指在博弈中参与人同时选择行动，或虽非同时但后行动者无法判断前行动者的选择；后者是指参与人的行动有先后顺序，且后行动者能够观察到先行动者所进行的具体选择。由此，两两组合就有四种基本的博弈类型及均衡状态(见表10-1)。

表10-1非合作博弈类型及其均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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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在完全信息的情况下，如果是静态博弈，就需要按照“我认为他认为我认为……”的方式循环推理，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包含所有策略和结果的“博弈矩阵”(Game Matrix)，并以此按如下步骤选择行动：首先，看参与各方有没有“优势策略”(Dominant Strategy)，即无论对手采取什么策略该策略对自己来说都胜于其他策略，例如“爱过之后失去总比从来没有爱过好”那么爱就是一种优势策略，假如你有一个优势策略就照办，假如你没有而对方有一个优势策略，那就认定他一定会照办的情况下选择你自己的最佳策略；如果没有一方拥有优势策略，那么就看各方有没有“劣势策略”(Dominated Strategy)，即无论对手采取什么策略该策略都逊于其他任何策略，如果有就剔除掉不予考虑，如果简化后出现一个优势策略就照前进行，若得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结果那就意味着你找到了均衡结果；最后，假如既没有优势策略也没有劣势策略，或者经过了最大限度的简化，那就意味着一切有规则可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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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都有可能被对方运用，这就需要将你的策略混合运用。在一个静态博弈结局中，所有参与人都针对对方行为倾向而选择各自的最佳策略，由此得到的策略组合就叫做“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纳什均衡并不意味着全体博弈者都最有利，而且很可能是对各方都不利的“囚徒困境”(Prisoners’dilemma)，也就是说对各方最佳的并不一定对大家都有利，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往往存在冲突。

如果是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就需要按照“向前展望，向后推理”的方式寻找最佳行动方式，这样就可以借助“博弈树”(Game Tree)加以研究。在纳什均衡中，每个参与人在选择自己策略时都把别人的策略当作既定的，而不考虑自己的选择如何影响对方，这在动态博弈中是不能成立的；而且，实际中一个博弈往往不只一个纳什均衡(包括不可置信威胁情况下的纳什均衡)，究竟哪一个会发生是不确定的。泽尔滕

(1965)针对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提出了“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Subgame Perfect Nash Equilibrium)，即在任何时点上参与人都能够随机应变地向前看而做出最优决策，从而剔除掉不可置信威胁的一种纳什均衡。在动态博弈中，博弈各方都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彼此都知道对方知道，那么给定历史，从每个行动开始至博弈结束都构成一个“子博弈”(Subgame)。当且仅当参与人的策略在每一个子博弈中都是纳什均衡，即一个纳什均衡不包括或剔除掉了任何“不可置信的威胁”，那么就说它是“精炼的”(Perfect)。在本章“情景故事引导”中，如果马丁·路德“我将坚持到底，决不屈服！”的威胁是“不可置信的”，那么其与教廷的动态博弈均衡就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结局。在博弈中，为了使承诺可信，可以采取建立长期信誉、订立书面合同、切断沟通渠道、破釜沉舟同归于尽、临近不可自控威胁状态、得寸进尺步步为营、雇员代理人和团队合作等策略，以达到自己所希望的均衡结果。

关于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海萨尼(1967/1968)通过引入一个虚拟参与人，即只选择参与人“类型”的自然人，将“不完全信息博弈”转换成“完全但不完美信息博弈”(Complete but Imperfect Information)：自然人做出了自己的“类型”选择，但其他参与人只知道它选择的类型是哪些以及分布状态(概率)，也知道自己的真实类型是什么，以及其他人选择是如何依赖于其各自类型的；但不知道其他人的具体类型是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实际上会选择什么策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博弈参与者决策的目标就是在给定自己理性与他人类型之依从策略概率分布的情况下最大化自己的预期效用，其均衡结局叫做“贝叶斯纳什均衡”(Bayesian Nash Equilibrium)。贝叶斯(Bayes)是一位概率统计学家，以他的姓命名这种纳什均衡，其隐意在于博弈双方均衡策略组合是，博弈参与人都是考虑了对方属于某种“类

[image: image]




〖〗型”的概率分布来判断并做出对策选择，从而达成最大化自己期望效用的博弈均衡状态。

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贝叶斯纳什均衡与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精练纳什均衡相结合，就是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均衡结局，即“精练贝叶斯均衡”(Perfect Bayesian Equilibrium)。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基本要点是：当事人在博弈过程中要不断根据其所观察到的他人行为来修正自己对其属于何种类型的“信念”(即主观概率)，并由此决定自己的下一步行动；相应地，精练贝叶斯均衡就意味着：每个博弈参与者有关其他人类型的“信念”，都是按照贝叶斯概率法则从其所观察到的行为中获得的，并且在这种信念给定的情况下他所选择的策略是最优的。例如，大家熟知的“黔驴技穷”寓言故事，说的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及精炼贝叶斯均衡。

此外，我们需要特别关注一下谢林等人从博弈论

入手重塑关于人类交互作用的独特理论分析范式。谢林认为，许多人们所熟知的社会交互作用可以从非合作博弈的角度来加以理解，一些长期的社会交互作用可以利用正规规博弈模型来深入分析和研究。谢林在其1960年出版的著作《冲突的战略》一书中，首次从非合作博弈、非零和博弈的角度研究有关冲突和谈判问题，并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定义并阐明了威慑、强制性威胁与可信承诺在冲突和谈判中的重要作用，这样就将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极大地扩展到军事战略、军备控制、能源开发、环境政策、恐怖主义、团体犯罪、外交援助、国际贸易、种族隔离、卫生保健、烟草专卖、毒品走私以及子女教育等几乎所有涉及冲突和谈判的广泛领域。［1］


10.1.2组织政治博弈

在组织行为中，人与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团队与团队之间以及其他各种利益集团或群体之间的政治斗争，就属于典型的对策博弈关系。对此，博弈论可以给出一种有力而清晰的理论解析。

从博弈论角度，组织实际上是一种“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的矛盾体。首先，组织本身是一种“合作博弈”的产物，即组织成员为了一个“共同的利益目标”而自愿达成一种特别合约，承诺在此合约下进行合作完成组织使命；但同时，组织成员在执行合作协议时又有很大的“非合作博弈”空间，于是，组织政治行为就可以看作是组织成员在特定的制度框架(合作协议)下围绕各自利益目标而进行的一种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强调组织的“集体理性”(Collective Rationality)，强调组织公正(Fairness)、公平(Equality)和效率(Efficiency)；而作为一种非合作博弈的组织政治行为，往往是基于组织成员“个人理性”(Individual Rationality)、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对策博弈活动，其结果可能是有效率的、公正和公平的，也可能是无效率或低效率的，当事人所采取的策略行为也可能是有失公正和公平原则的。

在组织中，政治博弈关系无外乎横向与纵向两大方面，二者在权力性质上有些差异，但又相互联系。横向往往是在正式职权控制之外或没有正式授权情况下发生的一种平等竞争性博弈关系，其典型特征是“你情我愿，你敌我对”；而纵向则是一种上下级命令-服从链控制下的非对称性博弈关系，其典型特征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实际中，二者不是截然分开的，常见的情况往往是横向博弈中有纵向权力关系纠缠，而纵向博弈也需要疏通相应的横向关系。在组织中，人们在这两种博弈关系中都会遇到一些利益矛盾和冲突，需要有相应的处理技巧及应对策略。

在组织横向博弈方面，最常见的就是发生“同事”之间的“竞争—合作”博弈。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人们在交往中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走到一起来了”进行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这里，如果“共同目标”是单一的，那么往往会使同事限于“有你没我”的零和博弈困境；如果目标是多元的，同事之间就会少因利益冲突而陷入僵局，但也会因为实现目标的手段或资源的有限性而陷于“囚徒困境”，即本来是竞争(不合作)“两败俱伤”、合作“皆大欢喜”的事情往往却以两败俱伤而结局。面对“同事”竞争带来的人际困境，首先我们每个人都要有把自己在别人的位置上想问题的良好心态和习惯，淡化自我以顾全大局，通过合作协商来争取双赢结局；其次，从组织管理层面上，应该注意多设置多元的“共同目标”而少设置或不设置单一目标，使人们有“竞”而不“争”，也就是多进行“非零和博弈”而避免“零和博弈”所带来的“损人利己”、“你死我活”等人际陷阱。

一般说来，随着组织层级的上升，由于目标利益越来越趋同、越来越单一，横向关系的“零和”竞争性会越来越强，竞争性带来的人际矛盾和冲突会越来越大；但另一方面，随着职位的提高，横向合作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大，同时由于博弈人数的减少，小群体比大全群体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使得高职位的横向合作机会和可能性也越来越大，操作难度和成本也越来越小。因此，基层普通员工的横向博弈关系，只要规则侧重于非零和博弈，一般不会引发太大的“恶性竞争”问题，即使有一些局部的零和博弈活动，也不会引发危机全局的人事灾变。但是处于较高职位的横向“同事”关系，一旦陷于相互争斗死结，其影响可能是灾难性，它会葬送组织良好的发展机遇，危机到逐个组织的生存和长期发展。［2］


还有一种常见的横向博弈关系就是发生在一些跨部门协作的组织事务项目上。由于各部门之间没有正式的、直接的权力制约关系，彼此都从自己政治权益出发考虑问题，在相互之间打交道或需要协调的事情上往往会导致推诿扯皮的不合作博弈行为。在这种情形下，参与或负责相关事务的人员就应该通晓博弈的技巧：首先，围绕工作任务或项目目标，一一确认哪些是重要的横向关系，特别是哪些是很微妙、难以觉察但却举足轻重的横向关系；其次，对这些关系中的相关人员进行检核，看看谁有可能采取不合作或抵制行为，其原因何在，以及他会采取哪些策略反对、对抗到什么程度；其三，尽可能与这些人建立良好关系，通过沟通、说服和谈判等方式来减少或克服其大部分阻力；最后，可以精心选择并采取更加奇妙的、更加有理的政治策略，着力对付那些有可能死硬抵抗的行为。［3］


关于组织上下级之间纵向博弈关系，实际上又有两个角度：一是下属关系，一个管理者或领导者队核心下属的依赖程度要远远大于对职权之外其他人的依赖，其与下属的相互依赖程度要远远大于与同事、外部人员的相互依赖，其权威高度依赖于由下属组成的复杂人际系统；二是上司关系，一个员工如果得不到顶头上司的支持和帮助，就难以处理好与部下及其他同事之间的关系，如何了解上司的工作目标、工作方式和工作压力以及他的个性特点，并与他建立并维持一种互信互赖、默契灵通的人际关系，也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将二者结合起来说，纵向博弈关系关键在于如何有效授权。“授权”(Delegation)的实质是一种非对称性博弈关系，涉及在纵向人际“相互影响”关系链中上级对下级鼓励、指导和要求，以及下级对上级负责、支持和监督等，是对责、权、利在纵向上以“创造性”为宗旨的分配和整合。

一个基本事实是：权威是由领导掌握但是由追随者根据领导服务的能力和目的授予的。本来，权力是一种非对称的支配和影响力，往往表现为少数上级对多数下级的“发号施令”。但实际上，任何权力从根本上说来都是由“人民”赋予的，领导权威是由下属认可和支持而产生、以下属的创造性工作为基础而维持的。因此，纵向人际关系的和谐有效性就取决于这种上下“相互影响”的合理性，以及是否实施了有利于群体创造力发挥的授权。

实际当中，很多领导或管理者之所以不愿授权，主要是因为对下属不放心，过高估计自己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员工对工作的内在激励要求，害怕失去控制权或下属强过自己。其实这些担心都是不必要的。一般来说，在组织中职位越高管理的事情越原则化、越务虚、越综合，反之越具体化、越务实、越专业。所以，作为上司领导，你与下属的分工关系就是原则化与具体化、务虚与务实、综合与专业的关系，你不能与下属比具体、比务实、比专业，那肯定乱套；你之所以是领导、是上司，高就高在原则化、务虚和综合能力方面。作为领导你不要怕下属比你本事大，他(专业)本事大、你驾驭他(专业)的本事更大，怕什么怕？！凡是有效率、有竞争力的公司，大都是上下级分工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的组织，首脑“将将”，中层管理者“将大兵”，基层主管通过“将小兵”、直接在前线带兵打仗，上下级分工明确、各得其所。

有效授权意味着与下属和员工共担责任。通过有效授权，决策风险将成为学习创新的机会，信息分享成为增强信任感和创造力的源泉和途径。一个会“有效授权”的领导，要知道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状态下自己“不做”什么，能够让员工自主做出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决策，并对自己所做决策负责。共担责任的基本步骤和做法是：

——要让部属明白你对他们的基本要求，包括主要目标和法约规则；

——从小处(具体工作项目)着手，与可以负担责任的人讨论决定什么时候由谁做什么；

——协助下属制定明确的工作计划和日程安排；

——在实施过程中随时根据情况修正和调整计划，进行适当监控；

——在工作结束时要与下属回顾总结并庆祝一番。

在授权这种“相互影响”的纵向互动关系中，上司处于主导的地位，示范诱导、启动变革和宣传推广是管理者的基本职责。作为上司者，要进行有效授权，必须具备如下几个方面的能力：

——有效传递信息和分享知识；

——创造学习机会和多元沟通；

——恰当评估、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在底层(后方)向上层(一线)提供支持和服务；

——人性化设计塑造工作环境和氛围；

——持续不断地开发下属员工潜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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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0-1：经理亲历

一部门女经理遭遇下属投诉

看到小王的邮件，我脑子一片空白，说不清是愤怒、无奈，莫明其妙地号啕大哭起来。我觉得我好委屈好可怜！

邮件是小王告发老板并抄送给我的。洋洋洒洒数千字历数了我作为上司的种种不是，说我是一个无能的上司，既缺乏业务能力又不能激发下属，干事低效率，只能以疯狂加班表示勤政忠诚。看完信后，我气坏了，这小王也太放肆、太目中无人了，在她眼里我这个上季度的优秀经理简直就是一个废物。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小丫头片子哪里知道作部门经理的难处。

当时很冲动，想找老板澄清是非，给予我一个公正评价。可冷静一想我到老板那儿能说清楚吗？我能给下属争是非吗？她这样未必是最好方式，我争辩就能解决问题?王没有打小报告，告状不忘知会于我，说明她不是阴毒小人，她之所以用这样的方式至少说明我没有给她反映问题的机会，我们的沟通存在问题。

小王是我亲自挑选的，非常聪明、悟性很高，是块做市场的好材料。她与我的个性比较相似，所以我也很喜欢。她在很多具体业务上都由独到见解，但在市场的总体把握上她不如我。我想将她作为部门骨干来培养，但同时又对她不放心，事无巨细都要自己拿主意，不能放手让她干事。

这件事，老板迟迟没有给我回复，我也清楚他是在看我如何解决问题。于是我决定周末约王去爬山，直接面对面做个沟通。那天我们聊得很投机，彼此交流了想法，谈话结束时，我们就已经形成了一套解决问题的初步思路和办法。

周一上班在部门例会上，我们进一步研究了有关问题，会后我综合了大家的意见，形成一份完整改进方案上报老板。当天上级就同意了我的想法，于是很快解决了问题，使部门工作更加顺畅，下属员工积极性高涨，而我也不像以前那么累了。

资料来源：白洁《被下属投诉到老板面前》，载《经理人》第94期，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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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于权力，作为下属也无须“顶礼膜拜”，不可以做权力的奴仆，在日常工作中“太把领导当一回事”，见了领导点头哈腰，没有了一点做主人的尊严。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将心比心”的感悟能力，要知道老板也是“人”，他也要面子，尤其是有权力的人，你不给他面子，他要发起“威”来是很可怕的，所谓“权威”不就是这个意思嘛！所以你得“体谅”他，不要轻易得罪他，否则没你好果子吃的！毫无疑问，作为部属和员工，也要对领导和组织有一定的坦诚态度和忠诚意识，不要给上司意外，不要让他觉得你琢磨不定；永远要尊重上司领导的权威，千万不要自以为是，不给领导一点面子，或刚腹自用地直言贬低他们；在与上司建立良好互动关系的基础上，要敢于面对问题，勇于承担任务、担当责任，从不回避矛盾，能够在适当场合、以适当方式不失时机地向领导提出异议，帮助领导者善用其权、成就大业。

此外，分析研究组织政治博弈关系，同样可以从“信息”与“时序”两个基本参照系着手。在实际中，参与博弈者，无论是对横向关系还是纵向关系，要掌握绝对意义上的“完全信息”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但在可控的意义上做到“知己知彼”，在“试错”的过程中不断摸索和了解复杂而微妙的相互依赖关系，对于在政治博弈中获得主动权则是必要也是重要的。在组织中，除了一些博弈关系是同时进行的或一次性的，大量的博弈都是一种动态的、多次重复进行的“讨价还价”过程，对此都可以借助博弈论提供的智慧或技巧予以认知、分析和处理。

10.1.3冲突的实质

关于冲突(Conflict)，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以及各种行为主体之间都有形形色色的表现，各个学科的学者也都有对其五花八门的界定和研究。组织行为学主要关注组织中的冲突现象，但对此也有从广到狭的不同界定，各有侧重的不同视角和关注点。我们把冲突作为组织政治博弈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来看待，即：冲突是在组织政治博弈过程中有关当事人感知到的、且对双方及组织利益有可能造成不利影响的所有摩擦抵触情形，诸如价值错位、利益矛盾、情感纠葛、意见相左、关系紧张、资源竞争、程序失调和信息不对称等等，只要是可能对有关当事人造成负面不利影响或直接损害的，并被博弈参与者在主观上感知到且有可能采取对策行为的，都属于我们所要讨论的冲突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将组织政治博弈中发生的冲突现象与组织中人们日常交往行为的正常多样性、差异性和矛盾性区别开来。很多组织行为学教科书将冲突定义得相当宽泛，使人在感觉上似乎把组织中人们日常交往行为的正常多样性、差异性和矛盾性都纳入了“冲突”的范畴，并煞有介事地将冲突区分为“建设性冲突”与“破坏性冲突”、“正常冲突”与“非正常冲突”等等。我们觉得如果将冲突作过于宽泛的理解，这其实是取消冲突问题本身的特殊研究价值，因为后者是在组织行为学中各个章节中都已涉及并讨论了的，没有必要单独列出来泛泛而谈。冲突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需要专门研究，就是因为它有可能对组织造成“不健康”、“不正常”或“破坏性”的负面影响，而当事人之间之所以有可能起“冲突”，也是因为它们各自感知到利益受威胁或不利影响。当然，这种负面影响确实有一个相对于组织绩效来说“适当”或“过分”的程度差异(见图10-1)，这也正是冲突管理需要专门研究和控制的问题，但这与概念不适当的泛化混淆是两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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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冲突程度与组织绩效的关系

其次，组织中的冲突可能发生在个体之间，也可能发生在群体(包括团队、部门)之间，还可能发生在个体与群体之间。当然，由于组织是一个社会环境中开放系统，组织政治博弈过程中的冲突也可能超出组织范围，在个体、群体与组织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发生。有的研究甚至延伸到个体“内部”，研究个体自身在组织活动中的各种“心理矛盾”或“角色冲突”，显然这也犯了不适当泛化问题的毛病。我们界定的冲突问题，主要应以个体间的人际冲突为主，同时兼顾群间以及个体与群体间的冲突。

其三，从冲突的各种具体表现形态来看，可以说千变万化的，博弈双方在价值观上可能有错位而发生冲突，更经常地因为直接的利益矛盾而发生冲突，还可能由于特定场景的面子问题、情绪问题以及感情纠葛而发生冲突，在讨论问题时可能因看法不同、意见相左而冲突，在工作过程中也许仅仅是由于两人平日“关系紧张”而冲突，还有各种就稀缺资源争夺、相关程序和规则不协调以及沟通中的信息不对称等等而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冲突。如此这般，人们尽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按照原因、结果以及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联性等各种不同的标志，对组织中的冲突问题进行各类分析和研究。

总之，作为专门课题研究的冲突问题，是指在组织博弈过程中发生在个体之间、群体(包括团队、部门)之间以及个体与群体之间，并被相关当事人感知到具有不利的负面效应且有可能引发对策行为的各种摩擦抵触情形。它有三个基本内涵：一是客观存在并被当事人感知到的；二是属于组织范围内的政治博弈行为；三是必须是有可能造成负面影响而成为“问题”需要特别研究和处理的。三者结合在一起，共同界定了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组织冲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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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博弈论是关于主体在彼此直接相互影响的情况下如何采取对策行为以便获得有利结局的一种跨学科行为理论解析体系。博弈有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之分，以及按照信息完全还是不完全、时序静态还是动态分为四大博弈类型。在组织行为中，人与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团队与团队之间以及其他各种利益集团或群体之间的政治斗争，就属于典型的对策博弈关系。组织政治博弈可以从纵向有效授权与横向竞争合作两个方面加以描述和解析，而所谓冲突在组织政治博弈过程中有关当事人感知到的，且对双方及组织利益有可能造成不利影响的所有摩擦抵触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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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政治博弈中，一些看起来突然激变爆发的重大冲突事件，其实都有长期潜在根源和演化过程的，有组织行为学家甚至将冲突过程具体划分为五个基本阶段，即潜在对立或不一致、认知个性化、形成行为意向、行为外现和造成不利结果，来加以描述、分析和研究。［4］
 其实，现实组织中的冲突，很难在理论上分阶段进行机械分析，但是关于冲突发生的根源和机理，却是可以从特定角度，并借助一般性的理论模型来加以描述和分析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探索性地找出一些预防、处理或管理冲突的对策思路。

10.2.1冲突根源

关于组织中冲突发生的根源，很多组织行为学家都有分析研究。有的从关系、任务和过程等角度找根源，有的从个人、互动和结构等不同层面划分冲突根源，也有将冲突根源作更细致分析的，划分为五种、八种或更多种类型。归纳起来，冲突根源大致可以分为个人性因素、沟通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三个基本方面。

关于冲突的个人性因素，有学者认为冲突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人普遍具有“放肆本性”或天然的“攻击性”。这种在一般社会生物学意义上所作的分析有其合理性，但太流于一般性。其实，就个人性因素来说，人们对稀缺资源(权钱色)的普遍贪欲和追逐，以及在文化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政治价值观和心理情感偏好等方面的差异，特别是在组织和团队中个人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和本位主义行为倾向等等，都是冲突发生的个人性基因。应该特别说明的是，这些个人层面基于“天性”的因素，只能说是构成人际冲突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而且，这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一种无法或不能人为外在强行抹杀的“不可抗力”，不能寄希望于此来化解冲突。

在组织政治博弈中，由于专业化分工导致的相互依赖性，由于特定角色和目标差异导致的资源竞争性，职权范围、岗位责任不同导致的纵横向权力错位，以及组织规模巨大和结构错综复杂导致的各种内耗性摩擦，等等，都可以归结为结构性矛盾这一类根源。相对来说，由结构性矛盾导致的冲突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长期普遍性和可观察分析性。至于沟通性障碍而引发的冲突问题，实际上我们在第7章已作过专门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10.2.2冲突管理基本原则

冲突管理有个人与组织两个基本层面。就个人来说，冲突管理主要是如何在日常工作中提高识别冲突、避免冲突和化解冲突的能力。从组织管理者角度来看，冲突管理是关于如何通过制定、调整和完善组织政治博弈规则以有效预防恶性冲突，以及提高有效处理和化解冲突的政治技巧，从而使冲突水平保持在可以接受的适度区间上。无论是就个人还是组织层面来说，一般应遵循适度、预防和应变三个基本原则。

首先，冲突管理应该遵循“相对适度”原则。在组织政治博弈中，要完全避免冲突是不可能的，而且适度的冲突水平也有利于提高和保持组织绩效，因此适度原则既现实也必要，在一定意义上亦是重要的。况且，冲突管理本身也是需要成本的，就是从纯“经济”的角度来说，“适度”也是一个具有现实合理性和可行性的重要原则。

其次，冲突管理要遵守“预防为主”的原则。和而不同、以和为贵，既中国文化的精髓，也是组织政治博弈应该遵循的基本行为规范。在日常工作中，尽量避免正面的、直接的、具有伤害性的冲突，不涉及重大原则问题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应该成为冲突管理需要遵守的一条基本原则。

最后，冲突管理还应遵循“积极应变”的原则。面对实际中已经发生的冲突，相关当事人和管理者还应具有“积极应对、随机应变”的态度，具有“处惊不乱”的危机管理能力。遇到冲突，不消极逃避，也不焦躁草率，能够有条不紊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应情景全面把握局势，进而采取适当应对措施有效化解和妥善处理之。

10.2.3冲突应对策略

面对冲突，如何应对？组织行为学家有很多理论研究。这里介绍一下美国行为科学家托马斯(Thomas，K.W.)等人，从博弈双方利益满足度二维耦合角度提出的五种应对策略(见图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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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冲突应对策略解析模型

竞争(Competing)策略：或称“强硬”策略更确切。即遇到冲突，强硬地坚持自己立场，不考虑对方利益，通过辩解、恐吓、处罚等手段给对方施加压力，迫使对方退让或屈服。当处于紧急状态需要快速果断行动，或需要实施新规则、削减财务成本等重大举措，或双方竞争实力悬殊的场合，这种强硬策略往往比较有效。这种强硬策略在大多数场合不是解决冲突的好办法，如果不适当地运用，时常会使冲突升级乃至限于双输僵局。

合作(Collaborating)策略：相互兼顾对方利益，以积极合作的态度化解冲突，争取达到双赢结局。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发生冲突是双方共同的问题，因此应心平气和、平等协商地在正视分歧的前提下进行思想、情感和信息上的沟通，了解对方利益欲求的合理性，开阔思路，扩大选择范围，积极寻找整合性解决方案，争取获得双方都满意的结果。这种策略在解决大多数组织冲突问题，诸如劳资冲突、决策冲突等，是最积极有效、最理想、最有价值的管理策略。

回避(Avoiding)策略：既不考虑置身利益，也不关心对方利益，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不纠缠、不恋战、冷处理，或不介入、不合作、装糊涂，从而避免正面交锋、回避矛盾和问题。当遇到的冲突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原则问题而有更紧迫、更重要的问题需要处理，当觉得去正面应对冲突得不偿失或徒劳无益，当冲突双方相互依赖性很小只是偶尔遇到麻烦，或者当需要冲突双方冷静下来恢复理智时，这种策略往往是合理的、有效的。但是，当冲突属于长期累积的重大问题、相关当事人依赖度较高时，这种策略往往是无益甚至是有害的。

迁就(Accommodating)策略：克制自己、迎合对方，即愿意放弃自己立场、牺牲自身利益，去满足对方要求以化解争端。当发现冲突是自己过错而起，或觉得眼前利益于对方更重要而自己则可有可无时，抑或是觉得放弃可以获得更重要的长期利益(如赢得长期合作、获得通情达理好声誉等)，采取退让、屈从和顺从的迁就策略是适当的。但是，当冲突涉及重大原则问题、长期合作关系、资源分配或职责分工问题时，迁就可能导致对方“得寸进尺”而不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

妥协(Compromising)策略：经过谈判协商、讨价还价，双方都做出适当让步，最后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均衡点”，达成协议，最终化解矛盾、解决冲突。这是人们日常交往中最普遍、最常用也是最恰当有效的一种冲突管理策略。在组织政治博弈中，当事人往往旗鼓相当，各自都有其值得坚持的原则和道理，而且合作对双方又都很重要，这就需要当事人坐下来进行协商谈判，寻找到一个各方认可或满意的折中解决方案，这样冲突化解、皆大欢喜。但是，妥协策略的有效运用，要特别注意做好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的平衡兼顾，不能满足了眼前小利而损害了长期大目标。

需要说明的是，托马斯模型主要是从冲突双方行为意向(Intentions)角度进行的一种理论解析，在学习时应注意领会其“思想方法”，不能机械套用。例如，按此思路，你可以从关心“事”还是关心“人”的二维视点上做出类似的冲突策略分析，得出你自己的见解。在实际组织冲突管理中，要注意变通运用相关策略应对各种冲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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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在组织政治博弈中发生冲突的根源，可以大致分为个人性因素、沟通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三种类型。无论是就个人还是组织层面来说，冲突管理一般应遵循适度、预防和应变三项基本原则。按照托马斯行为意向模型，应对冲突有五种基本策略，即：竞争策略、合作策略、回避策略、迁就策略和妥协策略。在实际冲突管理中，要因应情势灵活变通运用相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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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政治博弈中发生的矛盾和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矛盾”、“情感冲突”。因此，从组织行为管理的角度，正视组织成员个人的利益矛盾，坚持“攻心为上、情感凝聚”的基本方针，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矛盾、避免冲突，不断提高员工的组织归属感，使大家最终达成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心理契约”，那么，这样的组织就可以说是“战无不胜”的，从而可以获得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

10.3.1达观透析人际关系

在组织中，虽然有大家认可的“共同目标”，但每一个成员又都是怀有各自利益欲求的个体，要整合人心，必须首先正视和整合利益关系。人际关系的实质是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个体之间的关系，组织中的人际关系也不例外。因此，这里我们试图给出一个“人际关系通解”，以便在认识和分析有关问题时保持理性的“清醒头脑”。

一般地说，组织中的每个成员，作为一个自利个体，其目标函数都会由三种类型的子目标变量组成：(1) “独立自利变量”，这种变量的取值与其他人的利益没有关系(零相关)，可用IX=(IX1
 ，IX2
 ，…，IXn
 )表示；(2) “利他收益变量”，这种变量取值与他人利益正相关，可用HX=(HX1
 ，HX2
 ，…，HXn
 )表示；(3) “损人利己变量”，这种变量的取值与他人利益负相关，可用DX=(DX1
 ，DX2
 ，…，DXn
 )表示。基此，若用U表示个人总利益，那么其目标函数可表示为：

MaxU=U(IX，HX，DX)

三种类型变量的具体取值大小，其在总目标中的权重如何，不同偏好结构的人或同样的人在不同的时空场合或环境约束中会很不相同。一个人在实际当中，是采取“自私自利”行为还是采取“冷漠处之”的态度，是“关心自己”还是“可怜别人”，是“损人利己”还是“损己利人”，等等，都不是有没有“自利”动机的问题，而是自利目标的具体实现策略和方式问题。

一个人在特定时点或场合可能会面临多种需要，现实中个人追求的利益目标并不是单一的，其自利目标变量可能具有多样性、多元性。［6］
 这些多元的目标变量不仅包括物质享受、货币收入等物质性利益，而且包括社会地位、名誉、尊重等社会性利益，以及人生价值、成就感幸福感等精神性利益。

用数学形式表达，设U为个人利益的目标函数，Z为实现自利目标的变量集合，假如分为三大类，即物质性变量(Zm
 )，社会性变量(Zs
 )和精神性变量(Zp
 )，它们又都是相应的物质资本要素(Xm
 )、社会资本要素(Xs
 )和精神资本要素(Xp
 )的函数，那么，个人的目标函数可以表示为：

U=U(Zm
 ，Zs
 ，Zp
 )

其中，

Zi
 =Fi
 (Xmi
 ，Xsi
 ，Xpi
 )，i=m，s，p

因为人们的偏好结构千差万别，这些目标变量具体组成的“函数关系式”也会各不相同，因而“人人都在最大化，并不意味着都在最大化同样的东西”，但就某一特定的个人来说，其目标函数的单一性和目标变量的多样性是内在统一的。

由此观点，在现实生活中一切人际关系，都可以看作是两个自利人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关系无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无关系，即零相关关系，即一个人的利益与另一个人的利益不相关，彼此没有如何关系，这种相互独立的关系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持一般说来不会存在什么问题；另一种是有关系，这种关系又有正相关与负相关两种情况。无论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的情况，再进一步考虑“主观动机”因素，所有的人际利益关系无外乎如下几种情形：

(1) “利己利人”行为，即“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有条件的利他主义行为”，用经济学的专门术语来说就是“外部正效应”，市场、工作或生活中大量存在的行为都是这种正相关关系；

(2) “利人利己”行为，即“主观为别人，客观为自己”，这就说日常人们多加颂扬的“利他主义行为”，其实折中行为之所以受到大家赞赏，主要是因为人们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主观为别人”，而没有放在“客观为自己”上，或者是行为人自己将“客观为自己”这个岔给“忘了”或无意识“蒙蔽”了，但之所以能够“淡忘”不是因为真的无自利在里面，而是因为“正相关”太强烈或太不成问题了，以致才可以达到“忘我”的程度。

(3) “损人利己”行为，大多数场合可能是一种“主观为自己，客观损别人”的情形，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所谓“外部负效应”，当然日常也常有“损人(结果)不利己”或“宁可不利己也要损人”的行为发生(这种行为之所以发生可能是当事人出于如嫉妒等某种心理上的“收益”)，这是些平常人们最讨厌并在道德上大加谴责的一种行为；

(4) “损己利人”行为，这是通常人们大加赞赏的高尚行为，但是这种行为往往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多是权衡选择的妥协行为；还有一种可能情况是在利益负相关的情况下双方处于僵持状态，既可能因为都想“损己利人”而陷于“势均力敌”的僵局，也可能由于看到各自的处境或主动达成互不干预的独立状态，结果或者两者谁也别想占利或者造成“两败俱伤”或“两利俱损”的结局。

这样，我们就可以对现实中人际关系，包括组织中的人际矛盾和冲突，有一个达观的、普适性、全面系统的认识和解析，为在组织行为管理中有效整合人心、提升组织凝聚力打下一个坚实的“思想方法论”基础。

10.3.2努力达成心理契约

组织行为学认为，在组织中，一个成员的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各自扮演的“角色”(Role)以及其他成员对他的“角色期待”(Role Expectations)所决定的。在组织中，员工的工作满意度、组织归属感以及工作绩效状态，与其角色及角色期待有非常大的关系。所谓“心理契约”(Psychological Contract)，就是组织与成员间彼此在心理上达成的角色期待，即员工与组织对于相互责任的期望，这种期望往往是“看不见”的，只存在于人们的“内心深处”，但却对组织行为发生导向和决定作用。

员工进入组织时，往往要签订一份正式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合同，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以及应尽的义务。事实上，在正式契约关系形成的同时，员工与组织间还缔结了一份“心理契约”，即彼此在心理上对对方的角色期待，希望在特定的情景中对方做出自己所希望的行为反应。这种契约虽然不是正式的，在法律上也没有可以追究责任的效力，但是如果“违约”，会实实在在地影响组织凝聚力和工作绩效。心理契约具有主观隐含性、互动互惠性和动态变异性，心里契约实际上是员工与组织间彼此吸引的均势状态，其有效性和最终达成是以双方准确判断对方的角色期待并予以适当满足为基础的。如果心理契约中隐含的角色期待没有得到满足，就会损害到组织雇佣关系、人际关系、权力关系以及群体和团队合作精神。

要达成心理契约，组织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建立“以人为先”的组织文化，打造“以人为重”的制度框架，在管理策略上要变硬性管理为柔性管理。在心理契约中员工对组织的角色期待满足后所产生的一种基本心理感受，叫做“组织归属感”(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又译作“组织承诺”)，主要表现为对组织价值观和目标导向的认同、尊崇、忠诚和奉献精神。组织归属感在本质上是一种态度、一种心理取向。它是由对组织的感知和认同，到对组织的情感依恋以及作为组织成员的自豪感，进而在行为上产生积极主动、热诚奉献等行为倾向和内驱力。组织归属感的形成是一个由浅入深的渐进互动过程(见表10-1)。培养和强化员工的组织归属感是组织精神整合管理的一个基本层次和重要任务。

表10-1组织归属感形成的层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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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归属感可以分为三个层级：初级归属感，或称“继续承诺”(Continuance Commitment)，是组织成员对离开组织所带来的损失有一定感知，为了保持特定的福利待遇而权益性地继续留下来；中级归属感，或称“情感承诺”(Affective Commitment)，是指组织成员对组织有感情上的依赖、认同和投入，其归属感主要来自于精神情感方面而非物质福利考虑；高级归属感，或称“规范承诺”(Normative Commitment)，是指组织成员对组织核心价值观高度认同，并表现出一系列显著的“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OCB)，即超越正式岗位职责限定积极自觉地为组织尽义务、负责任、作贡献的行为，包括高度责任感、利他主义、积极参与、无限忠诚、无私奉献、礼让宽容等等。

10.3.3不断提高组织凝聚力

心理契约是针对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的“默契”来说，组织归属感是从组织成员角度看待的这种默契程度；而所谓“凝聚力”(Cohesiveness)，则是从组织角度提出的一个描述总体契合程度的综合概念，即组织成员之间相互吸引并愿意留在组织中而为组织做贡献的内聚向心力。

高度凝聚力意味着组织成员的行为趋同性或一致性，但不能反过来说，凡是有一致行为者就一定有凝聚力。例如，靠分光吃光、长工资发奖金换得短期一致行为不能说是具有凝聚力，不讲效率、纪律松懈、一团和气不能说是具有凝聚力。凝聚力最终体现在工作效率和组织绩效上，只有那种真正具有默契的心理契约和内化的组织归属感，并能将成员的力量整合起来高效率地实现组织目标的群体心理和行为趋同性或一致性，才能形成真正的组织凝聚力。

组织凝聚力的形成受很多因素影响，诸如外部压力、领导方式、组织规模、信息沟通和人际关系等。增强组织凝聚力，一般说来有如下几个要点：

——寻找凝聚力生长点，即先要弄清楚组织成员的共同利益和自我实现的价值目标究竟是什么；

——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将成员个人行为导向组织目标；

——有效授权、民主参与，塑造团队合作精神；

——在更广泛的层次上构筑富有特色和创造性的组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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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组织政治博弈中发生的矛盾和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矛盾”、“情感冲突”。因此，组织行为管理应正视组织成员个人的利益矛盾，坚持“攻心为上、情感凝聚”的基本方针，在长期互动中与员工形成默契的心理契约，在心理契约中循序渐进不断增强员工的组织归属感，即员工对组织的角色期待满足后所产生的一种基本心理感受，从而使组织具有高度凝聚力，即组织成员之间相互吸引并愿意留在组织中而为组织做贡献的一种内聚向心力。那么，这样的组织就是“战无不胜”的，并能够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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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要内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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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弈论是关于主体在彼此直接相互影响的情况下如何采取对策行为以便获得有利结局的一种跨学科行为理论解析体系。博弈有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之分，以及按照信息完全还是不完全、时序静态还是动态分为四大博弈类型。在组织行为中，人与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团队与团队之间以及其他各种利益集团或群体之间的政治斗争，就属于典型的对策博弈关系。组织政治博弈可以从纵向有效授权与横向竞争合作两个方面加以描述和解析，而所谓冲突在组织政治博弈过程中有关当事人感知到的，且对双方及组织利益有可能造成不利影响的所有摩擦抵触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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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组织政治博弈中发生冲突的根源，可以大致分为个人性因素、沟通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三种类型。无论是就个人还是组织层面来说，冲突管理一般应遵循适度、预防和应变三项基本原则。按照托马斯行为意向模型，应对冲突有五种基本策略，即：竞争策略、合作策略、回避策略、迁就策略和妥协策略。在实际冲突管理中，要因应情势灵活变通运用相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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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政治博弈中发生的矛盾和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矛盾”、“情感冲突”。因此，组织行为管理应正视组织成员个人的利益矛盾，坚持”攻心为上、情感凝聚“的基本方针，在长期互动中与员工形成默契的心理契约，在心理契约中循序渐进不断增强员工的组织归属感，即员工对组织的角色期待满足后所产生的一种基本心理感受，从而使组织具有高度凝聚力，即组织成员之间相互吸引并愿意留在组织中而为组织做贡献的一种内聚向心力。那么，这样的组织就是”战无不胜“的，并能够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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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习思考问题

(1)博弈论的基本思想方法及其启迪意义何在？

(2)你认为应该如何利用博弈论看待和分析有关组织政治博弈问题？

(3)在组织政治博弈中，你认为应该如何看待和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4)有效授权的实质是什么？其在组织博弈中有什么重要意义？应该怎样实行有效授权？

(5)你认为应怎样正确看待组织中的冲突？冲突管理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

(6)从行为意向角度看，应对冲突的策略有哪几种类型？它们各适应什么样的冲突情景？

(7)应如何达观认识和通透分析组织中的人际(利益)关系？其对组织行为整合管理有何意义？

(8)什么是心理契约、组织归属感和组织凝聚力？其相互关系应怎样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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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认知练习

组织归属感测验

说明：对于下列问题作出最能反映你价值观和实际行为倾向性的回答。3为非常不符合，2为较不符合，1为比较符合，0为非常不符合。得分越高说明组织归属感越强。

(1)我心甘情愿为组织尽额外的责任和义务。3210

(2)我将组织看作是自己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场所。3210

(3)我愿意接受组织委派的任何任务。3210

(4)我很认同组织的核心价值观。3210

(5)我经常自豪地告诉他人自己所供职的组织名称。3210

(6)我觉得自己所供职的组织能够激发我最大的工作热情和成就。3210

(7)在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我宁愿选择留在本组织工作。3210

(8)我常常将组织的未来和自己的人生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3210

(9)我认为现在所供职的组织是一个最值得为它工作的组织。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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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个案研讨

李杰无奈中愤怒，刘能犹豫中烦恼

个案一：李杰，今年35岁，已经北京中关村某公司做程序员4年。虽然他没有大学文凭，但在公司中却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技术专家。一次岳父生病住院，他在探视期间与医护人员闲谈时，萌发了将自己公司产品用于相关医疗领域的念头。于是，向上司领导递交了一个调查研究报告，提出将公司某设备稍作改进，就可以在医疗方面大有用场的主张。上司很欣赏和认同他的观点，很快就同意他在两个月内与工程、营销和生产人员通力合作开放新产品，并对其经济可行性及市场推广前景进行全面调查研究。这对李杰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巨大内在激励，他以满腔热情投入到这项开发工作中。

最初，一切都很顺利，并成功地组建了项目团队，而且通过调查确认该项目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但好景不长，很快就遇到各种麻烦。虽然都是些小问题，但令李杰十分恼火且耗掉了他不少时间和精力。例如，有个邻居小伙子帮忙做了一天的金属切削活，李杰想付给他50元报酬，但被财务部门驳回，理由是不合公司财务规定。一个月后，更麻烦的问题接踵而来。工程部负责人说参与该项目的工程师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将另派一位年轻工程师替代，且每周只能在他这儿干5个小时，这一变故严重影响到该项目的正常进度，李杰怎么解说，那位负责人都没有通融余地。紧接着，生产部门负责该项目新产品成本核算工作的成员，又突然在外出了点小事故，什么时候能回来不得而知。第三天，更具灾难性的事件发生了，市场营销部门向公司递交最新报告，认为该项目市场规模只是原来预计的1/3，据此，李杰上司要求立即停止该项目。

到此，李杰再也忍不住了，感到十分委屈而且有些愤怒，立即辞职回家。上司再三挽留他，他也义无反顾。后来才知道，当初销售部一个主管听说该项目后，认为这方面恰是他们的弱项，于是特意指使一名部属炮制了“市场调查数据”，由此导致了他花费了很大精力和时间的项目流产。

案例二：刘能是一家大公司一个只有百余人的事业部负责人。在他接受该事业部半年后，发现他的一个负责营销工作的副总表现很成问题，不仅完不成既定业绩目标，而且时常与另外两名副总发生摩擦，给他提一些改进意见也总是置若罔闻。对此，刘能觉得问题很严重，应该尽快解决，但在仔细考虑各种情况后，却犹豫不决：这位副总能否继续胜任？如果不能，是解雇他呢还是换岗？若将他解雇那由谁来替补？而替补者要进入状态又需花多长时间？如果留任该副总等他改善工作又得多长时间？这期间又会出现什么样的负面问题和不确定风险？……

这些问题都难以捉摸。该副总之前是干财务出身的，缺乏“市场感觉”是可以理解的，他在很多市场营销问题上看法与自己相左，并认为在市场困难的情况下已经干得不错了，对此刘能也不能完全肯定他说得一点道理没有。如果给他半年或一年时间来改进营销状况，刘能觉得风险很大，万一他最后失败会给事业部整体发展构成毁灭性打击。而且，其他副总也不答应冒这样的风险，纷纷要求立即解决营销问题，否则会连带形成一系列矛盾和冲突。但是，如果炒掉这位副总或降级聘用，将会引发营销系统的“地震”，该系统大多数人员认为其上司还是负责和称职的；此外，无论是外聘还是内部提拔，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替补者也是很不容易的，也存在各种不确定风险。

最后，刘能还是决定不解雇这位营销副总。他用半年时间竭尽全力帮助这位下属，但结果却没任何起色，而且在营销部门内部以及在营销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出现了更多的摩擦和矛盾。到了第7个月，公司总部与部分大客户都发现有些不对头，刘能必须向他们做出解释。同时，他又要妥善处理下属日益激化的不满情绪，以及事业部日益复杂的“政治斗争”。最后，刘能不得不辞掉这位副总，尽管他觉得自己已经做得“仁至义尽”，但这位副总并不领情，而且反应激烈。刘能只好自己先兼任营销副总，其间他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平息营销人员的努气，劝解、安抚和挽留不满的客户，缓解基层员工之间的紧张关系，还要忧心忡忡、小心翼翼地向上级领导作解释。

研讨方向指示：

(1)为什么李杰这样有头脑、懂技术、敢创新的年轻专家，在运作一个本来前景看好的跨部门团队攻关项目时却遭致中途“流产”的难堪结局？

(2)刘能遇到的麻烦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在对待其下属营销副总的问题上刘能应该怎样处理才可以避免那样“左右为难”的尴尬结局？

(3)结合李杰的个案谈谈在没有正式授权的情况下如何消除相关部门人员的掣肘、抵触而赢得他们的合作？

(4)根据刘能个案谈谈在纵向权力关系中应该如何处理下属复杂的人际关系，及时有效化解相关人员的人际冲突？

(5)将两个情景案例联系起来，你能发现什么样的问题或得到什么样的启迪？

章末注释：


［1］
 参见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华夏出版社2006年中译本。


［2］
 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典型的教训就是当年联想发生的剧烈“高层震荡”。正如对此事件进行深度调查和报道的记者所言，作为一个相当成功的高科技企业高层领导，柳、倪之间旷日持久的“内耗战争”，其造成的震荡，是企业一般员工关系的矛盾和冲突所无法比拟的，它可以左右联想这辆“战车”的方向和生死存亡。记者评论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关于“科学家”与“企业家”的传奇故事，而一个令人痛惜的不该发生的高层人际关系事件，它提出的问题令人深思，关系到当代中国“企业家”的形成机制及生存状态，关系到未来中国企业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化市场竞争环境中奋力搏击、安全扬帆的前途命运问题。有没有想过，“告倒”柳传志，联想将会怎样?没“告倒”柳传志，倪光南又损失了什么?倪光南曾经是柳传志最真心相待的人，柳传志被倪光南誉为“十年难得的一知己”。在柳传志、倪光南这场“战争”中，倪光南没有“告赢”。倪光南没“告赢”，难道柳传志就胜了吗?没有。这场“战争”没有胜者，不仅两个人的心都在“交战”中被扎得鲜血淋漓，而且还影响到了联想的发展速度。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最大权限地向前跑，还不一定能追赶上世界的潮流，哪能还有人为的“内耗”。(参见《中国企业家》2000年第7期封面文章的深度报道)


［3］
 见约翰·P·科特《权力与影响力》，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中译本，第43页。


［4］
 见斯蒂芬·罗宾斯《组织行为学》(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译本，388~396页。


［5］
 Thomas,K.W.1976:Conflict and Conflict Managemengt.In M.D.Dunette(Ed.),The Handbook of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Chicago:Rand McNally,pp,889~935;1992：Conflict and Negotiation Processes,In M. D.Dunette & Hough,L.M.(Eds), The Handbook of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Volume3.Palo Alto,CA:Consulting Psychologists Press,pp,651~717.


［6］
 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之所以有如“利润最大化”等等的说法，主要是源于新古典经济学家试图通过数学形式来“精确”表达问题，结果使理论“抽象”、“简化”或“简便”的同时却将基于现实生活的古典经济学“思想精华”一起去掉，造成误导而引起大家误会。

第11章现代组织学习行为理论通解

组织振兴需要的是这样的管理者：他们有时理性化，有时受到制约，经常不知所措，但永远不会束手无策——他们深深理解一切有生命的系统都必须经历创造与毁灭的自然循环。

戴维·K·赫斯特

［《危机与振兴》(1995)］[image: image]
 学习目标要求

[image: image]
 清楚了解各学科关于“组织学习”的基本观点；

[image: image]
 认真领会赫斯特组织行为生态循环模型的理论通解意义，并能够联系实际分析和解说现实组织运作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具体学习行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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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刻体会并能够活学活用圣吉关于“学习型组织”五项修炼的基本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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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刻理解野中郁次郎关于组织学习的知识论解说，并能够运用ESCI模型广泛解析现实中各类相关组织行为表现、困境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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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瞻性地认识把握现代组织学习型变革和发展的基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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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架构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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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故事引导

1981年杰克·韦尔奇接手通用电气公司的情形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韦尔奇接手的通用电气公司就面临着严重的官僚危机。正如赫斯特所说：“管理者如果想避免遭受‘自然’灾害，就得制造危机。制造危机的目的就是“打破在传统生命周期最后阶段里束缚组织的有害制约因素”。

韦尔奇一上任就大刀阔斧地进行反官僚的组织变革，努力打破等级制，首先削减总部职员和中层管理人员，要求管理者“把自己看成是身兼教师、拉拉队队长和解放者三职的人，而不是控制者”，责成10万员工集中致力于他所认定的几大核心业务；进而积极动员他们的情感能量和创造精神，主张恢复“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的公开交流，强调“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理性”，推崇新式平等主义，要求公司“工作能力测验”评估系统将重点放在使企业领导人能够了解组织成员的意见、感觉、情绪、士气等工作氛围方面，使他们能够与员工公开对话并就地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

韦尔奇的目标实际上就是将公司从基于成功经验和专业化知识的常规组织学习系统，回归到基于团队精神和价值驱动的创新型组织学习状态，以便使公司经过危机激发的变革而获得新生。实践证明他成功了，并成为组织学习型变革的典例。



[image: image]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学习”、“人类学习”与“组织学习”等相关概念的词语意义予以甄别廓清，然后借助一个社会生态学通解模型，对组织学习的基本原理给出具有普适性辩证意义的解析。

11.1.1多学科概念释义

学习(Learning)，其最一般的泛化意义，是指有机动物体的一种生存方式和成长状态，即有机体为适应外部环境而积极积累经验所引起的行为能力和心理倾向之持久性变化，这种变化不是由遗传本能、生理疾病或药物作用引起的，而且也不一定表现出外显的行为变化。［1］
 人类社会是一种不同于一般生物和动物的高级有机体和有机组织形式。对于人类以及由人组成的一定社会组织来说，学习也是或者说更是其内在的、普遍的和经常的一种生存方式及成长状态。因此，人类学习和组织学习成为学习理论研究的焦点和重点。

学习，在人本主义者那里，就是特指人类学习，即惟一真正的学习就是人的自我发展过程和自我价值实现方式。人本主义者认为，人类个体作为“完整的人”(the Whole Person)，天然具有发展自我的潜能和动力，其基本生存方式和成长状态就是自我实现，即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和途径，并对自己的选择结果负责。所以，学习就是一个人从自己角度认识外部环境和世界，寻求自我发展路径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或方式。

人类具有学习能力，或者说学习是人类个体的重要生存方式和成长状态，那么，对于由人组成的各种社会组织来说，学习是否也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呢？或者说“组织学习”(Organizational Learning)的特殊问题和特殊规律性是什么呢？对此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各门社会科学都似乎有所涉及但几乎都没有给予正面的、完整的回答。［2］


首先显见的是，个体学习是组织学习的基础。心理学中关于个体学习的许多结论和原理，诸如无意学习、模仿学习、因果推断学习、动机导向学习以及已习得的知识结构在再学习中的积极和消极作用等等，对于组织层面的学习同样适用。同时，个体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社会群体中与其他个体“交互”决定和影响中进行学习的。因此，组织学习实际上是在个体学习的基础上，由成员通过特定组织结构或网络进行“交互记忆”，以获取组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群体知识和能力的社会认知过程。

其次，学习并非仅仅或主要发生在个人的头脑中，而是基于个人“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并通过“反思”展开的。这是社会学和组织社会学关于学习的基本观点。社会学对于学习之“实践”意义的强调，使组织学习更加关注行动。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看，组织学习实际上是组织中的人们基于制度化的社会关系积极参与和反思实践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即所谓“行动学习”(Action Learning)。

其三，学习不仅是人们一种“有限”的理性行为和结果，而且还是一种组织创新和变革活动。经济学关于组织学习的定义，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个经济实体在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进行群体知识创新和适应性变革，以不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过程、机制和结果。经济学关于组织学习的基本原理主要有：

——经济行为者是在不确定性环境中，利用有限的信息，或者说是在既定的成本约束下，通过简单模仿或启发方式进行学习的；

——经济行为者在其中运作的制度环境不仅提供了学习背景，而且会通过社会互动性(传统)和路径依赖性(历史)的相互作用推动学习过程；

——组织通过成员个人之间的相互博弈、专业化分工或专门培训项目积累知识和技能，组织学习效益呈现出某种规律性的曲线；

——学习的战略性意义不仅在于利用旧知识，更重要地在于创造新知识。创新是组织学习的一种重要形式和特性，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技术创新，一般说来有边干边学、科学研究和搜索学习等三种基本类型技术创新；

——组织的性质和形式对于组织学习具有决定性意义。

其四，组织也与个人一样有它的“行为”，组织学习也是组织这个有机体，为适应外部环境而对自身行为进行权变调整，以达成自己特定生存和发展目标的一种组织行为。这是管理学中组织行为理论的基本观点。由于管理学学科本身所具有的综合性、现实性和应用性，使得组织学习的管理学研究在所有社会科学学科中是最为全面、完善和深入的，其基本理论视角和结论大致如下：

——组织学习是基于组织系统内部决策变量和规则，在外部环境激发下随时间推移所显示出的适应性行为。组织是通过将历史经验权变推论而融入指导组织成员行为的“常规”里来进行学习的，这种常规包括组织所赖以建立和运作的形式、规则、程序、战略及技术等正式规则，也包括支持、诠释和影响正式规则的惯例、信念、范式、文化和知识等；

——组织学习是组织作为一种复杂的开放系统理解和分析所有相关因素的特征及其动力关系和网络功能的自组织或系统动力学过程，所以形成系统思考机制既是管理的一项基本任务也是组织学习的最高境界；

——组织学习可以看作是组织通过修改其知识系统(组织意识形态或心智模式)以改善其对内外环境的理解和评估，组织在特定领域所具有的知识和技能即“核心能力”既是组织学习的结果又是进一步产生组织学习的源泉，组织学习的实质就是组织中隐含性知识与明晰性知识的有机转化，并在这种转化中有效地形成一种创造和发展群体知识的网络或螺旋；

——组织学习是在组织层面上的行动学习，即组织成员围绕解决某种现实问题，将从经验中获得的程序化或明晰性知识应用到解决问题的行动中。

其五，在公共政治领域，组织学习被看作是人们为了在组织中获得和实施权利、取得权利平衡而进行的适应性调整。权利的失衡、转移不仅意味着危机，同时也意味着机遇。具有学习能力的组织可以巧妙地利用权利的“非均衡”获得其生存和发展的政治力量。

此外，组织学习还是一种人类文化现象和自然历史过程。

在本章中，我们将在“跨学科通论”的意义上，借助一种社会生态学模型来系统周延地阐释“组织学习”的基本原理。组织既然是人们在一定社会环境条件下为实现特定目标而组成的相对稳定性群体，其“行为”必然是社会运动的一种微观表现形态，而人类社会又是自然界大系统的一个“小生境”，因此，组织之于社会、之于大自然，就如同孙悟空之于如来手掌，其“学习行为”是无法超越社会生态学法则的。也就是说，关于“组织学习”最普适性、最具辩证意义的解析，应该是社会生态学意义上的，即组织这种有机体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一种生存方式和成长状态，它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自然历史或生命循环过程，也就是组织为适应外部社会生态环境变化，周而复始地积极积累经验所引起的行为方式之持久性变化。关于组织行为的社会生态学观点，赫斯特模型给出了一个最清晰、最形象也是最具启发性的描述和解析。

11.1.2赫斯特组织生态循环模型

1995年，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组织行为学家戴维·K·赫斯特(David K Hurst)发表了一部名叫《危机与振兴：迎接组织变革的挑战》的著作。［3］
 在这部著作中，赫斯特基于自己的亲身管理经历，结合《美国科学》杂志关于南非卡哈拉里沙漠上布希曼人(Kalahari Bushmen)从游猎到定居放牧转变过程中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以及原始森林从产生开发到成长维持进而从创造性毁坏中获得再生的隐喻类比，认为人类社会任何组织，包括现代企业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一种“战略上多属偶然，经济上每出意外，政治上源于灾难”，在管理上“应急行为”、“理性行为”和“被迫行为”因应环境交替出现，“学习”与“运作”矛盾统一的自然历史过程，由此他提出了一个形象化的组织生态循环模型(见图11-1)。在图中，黑实箭头线表示赫斯特所说的“运作环”，而黑虚箭头线表示他所说的“学习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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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赫斯特组织生态循环模型

在组织创立之初，创业者就如同以狩猎为生的布希曼人在沙漠中用鼻子寻找水源一样，一些具有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人凭借自己的非凡技术、丰富经验、特殊敏感和热情“嗅到”机会，因此“恰好处于一个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地方”，在具体情景和特定需要的激发下“走到一起来了”，形成“亲密无间”、无常规、随机应变性质的工作团队，并很快进入各自的“角色”，以某一共同的“理想”或价值观凝聚在一起，从而形成最初的以“使命”驱使的组织形态。

随着共同的组织目标即“使命”的形成和确认，组织成员逐渐形成理性化的行为方式，一些一再导致“成功”的、被证明是“正确”的行为方式，逐渐以组织纪律、准则或规范的形式出现，这时，作为组织“罗盘”的使命及其所代表的核心价值观，被管理当局总结归纳绘制成具有“地图”功能的战略(包括目标、阶段、步骤和措施等要素)。这时，原先各自随机担当的角色逐渐沉淀成固定明确的工作职位，工作团队网络逐渐被等级制的职能部门结构体系所取代；而起先凝聚组织成员的无形“认可”和精神激励机制也逐渐失灵，由有形“报酬”和物质刺激机制来发挥作用；起初那些“凭着满腔热情干革命”的创业元老们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被从正规教育系统出来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所取代。 这样，组织就逐渐按照一个既定的框架、流程和模式来运作，并在“复制自我成功”的过程成长壮大，组织的基础设施也大为改观——从最初的创业窝棚搬到豪华宫殿一样的“大地方”，此外，组织与周围的环境也逐渐“和谐”或“稳定”甚至达到能够预期、操纵和决定外部环境的地步。

由于外部环境压力的减少，组织管理行为逐渐工具理性化，管理当局将大量的资源和精力用于阐释和扩展已证明有效和成功的活动，并通过集权控制手段将它们移植到正规的、专门化的组织运作程序中去，以期永远保持可观的组织业绩。然而，组织在追求效率、将成功模式固化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人性、灵活性，由于命令-服从链条的拉长、“各管一摊”的专业化分工割据以及“照章办事”的运作方式，使得组织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越来越不敏感，对未来刺激的反应也越来越迟钝。这时，一旦外部环境发生灾变，这种像恐龙般庞然笨拙的组织就变得不堪一击，立刻会陷于危机状态。

接下来，组织生态循环进入“9.11”事件后那样的混乱状态。这时，组织要么坐以待毙，从此灰飞烟灭；要么在“创造性破环”中，经由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导引，重整旗鼓，通过大刀阔斧的业务集中、机构调整和重组等变革，东山再起，获得振兴和重生。很多昌盛不衰、“百年老店”式的国际著名公司，如GE、IBM、3M等，并不是一帆风顺从未遇到险滩和危机，而是具有在关键时刻化险为夷、在变革中振兴、在危机中重生的能力。

而所谓组织的“振兴”，就是“回归过去，走向未来”。“回归过去”，就是要通过适当途径，恢复原来创业时期的价值观，在新机体中重新激发原始初动状态的那股“革命热情”。这些途径包括：撤换过去高高在上、集权专断的当权者；实行扁平化的组织变革；采取随机应变、民主化的领导方式；开展工作丰富化、团队化再设计；面向客户形成网络化信息传递和反馈系统，等等。总之，以基于价值驱动的理性行为取代过去基于工具的理性行为，激发员工在无边界的网络结构中进行多元化的探索和创新，使组织在新的环境中抓住新的机遇，从而获得新生、走向新的辉煌。

就某一个组织来看，它的生命周期是有始有终、阶段性发展的，往往很少有组织能够进入“长生不死”的大组织生态循环圈。但从宏观的、动态的历史观点来看，正如图示中的“无穷号”形状所蕴涵的寓意那样，整个人类组织的生态循环是无限连续、无始无终的。赫斯特将处于前半环即用实线表示的传统生命周期上的组织称作“运作型组织”，而用“学习型组织”特指处于后半环即用虚线表示的变革振兴周期上的组织。如果我们将“组织学习”一般地理解为组织适应环境而调整并周而复始地积极积累经验所引起的行为方式之持久性变化，那么，我们就可以将用赫斯特组织生态循环周期来解说组织学习的周期性运作原理。

11.1.3自发型组织学习行为

组织在初创时期表现出典型的自发型组织学习行为。这种组织学习，是由一群具有“自我超越”精神和能力的人，在外部情景激发下“走”到一起，为了他们心目中某个共同的志向互动影响形成的。

所谓“自我超越”，就是一个人生命体中产生和延续的创造性张力，即一种不断追求其真正心之所向的能力，这是组织生命力的源泉。但是，在自发型组织学习的情况下，创业者们所具有的“自我超越”的精神和能力还不是在组织内部自觉地修炼得来的，而是外在于组织作为个人既得的人力资源或资本而存在的。这些人要么是“不守本分”的激进分子，要么是对某项事业具有特殊热情的狂热分子，要么是具有非凡技术和经验的活跃分子，总之都是有“自我超越”精神和能力的人。

自发型组织学习的启动不是由内部动力机制正规引发的，而是在外部“情景”下激发出来的。这种情景可能是市场一种尚未被觉察的潜在需求，或者是由于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引发的特殊机遇，还可能是某项技术发明或政府政策调整带来的新情况，更有可能是自然灾害、经济危机、政变或战争带来的意外困境。无论什么情况，由于这些人大都具有“自我超越”精神和能力，具有相近的“心智模式”即认识、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他们往往会不约而同地“嗅到”平常人感觉不到的机遇。

在自发型组织学习情况下，“共同愿景”的形成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创业者们由于“志同道合”，所以很容易“同志式”地讨论问题和进行沟通，相互之间做到信息知识共享，对组织初创时期面临的复杂、无序和棘手的问题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并灵活地应对和解决。在自发的价值驱动下“如饥似渴”地接受新观念、吸收新知识、共担新风险、共享新成果，成为组织学习最原始纯真的特征和形态。大部分组织在初创阶段大致都表现出这样一种自发型组织学习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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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1-1：典型案例

联想创业时期的自发型组织学习

1984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预算外收入”投资20万元，由11名当时还端着“铁饭碗”的科技人员，在中关村一间20平方米的小平房，创办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

一开始，创业者们对于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一点都不清楚，想尽快搞些短平快项目来积累资金，结果不到一个月20万元砸进去一大半。后来转而卖彩电，因为不懂得计算成本、没有将税金考虑进去，倒腾完一算帐赔了，后来通过贩卖蔬菜、旱冰鞋和电子表等才把亏损的缺口补上。

挫折之后，创业者们冷静思考自己的市场定位究竟在哪里？讨论结果很自然地指向了电脑：背靠中国最高水平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的独特优势和战略定位无疑是计算机领域，朝着发展高科技企业的方向迈进。

当时中关村的大多数公司都在做计算机贸易生意，从国外进口然后加价卖出去，一台286电脑零售价4万元人民币就可以赚2万元。新技术发展公司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这方面，而是依托自己的技术优势开拓计算机服务业务。从向中国科学院进口的500台IBM计算机提供验机、培训和维修服务业务(赚到70万元的巨额利润)开始，创业者逐渐开始明白自己的独特优势是自身的知识和技术，是专业化人力资本优势，要凭借这种优势寻找市场商机和发展瓶颈，才能获得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于是，他们开始潜心研究中国计算机市场情况。

结果发现，当时计算机在中国推广的首要障碍是西文没有汉化，解决西文汉化技术难题，开发汉字输入系统，是开拓中国计算机市场的关键环节，也是计算机市场的最大商机。最后将西文汉化作为公司的市场定位，将70万元全部投入到“联想汉卡”的研究开发上，并于1986年研制成功第一个拳头产品“联想式汉字系统”，很快推向市场，当年就获得300万元的销售收入，初步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

这样，在联想成立初期，柳传志及创业伙伴凭借“国有企业”这块金字招牌，“用足用活政策”，在政府与市场双重力量推动下通过自发型组织学习起步，并快速打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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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常规型组织学习行为

获得创业成功的组织，由于成员人数和业务量的增加，规模的不断扩大，逐渐达到了“羽翼渐满”的规模效应，组织开始形成专业化分工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组建有关职能部门和科层系统；随着细密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体系的建立和矩阵式部门网络构架的逐步形成，围绕不断加剧的集权和分权矛盾会形成“领导”或“控制”方面的危机。这时，需要有得力的领导精英明确组织进一步发展的使命、方向和目标，聚合组织成员个人和各方面力量带领组织朝前行进，并强化规章制度建设，进行权利界定，通过命令链实施集权化和程序化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学习表现为一种基于经验和专业化知识的常规性学习形态。

首先，在创业时期经过自发试错性组织学习获得的经验教训，经过长期累积沉淀下来，形成组织正式的行为规范。原先由无形“使命”价值驱动的自发型组织学习行为，逐渐转变为战略管理框架下的理性化组织学习方式；当初的“使命”及其所代表的核心价值观被管理当局总结归纳成组织“战略”，以原则、方针、规划、条文等形式框定约束和指导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或做事方式。这时，在创业的自发型组织学习过程中获得并累积下来的那些一再导致“成功”的、被证明是“正确”的行为方式，也逐渐以规章纪律、行为准则或操作规范的有形制度形式出现。

其次，原先由创业者自行选择、各自随机担当的角色，逐渐沉淀成有明确分工任务、固定工作内容、严格定额标准和操作规程的岗位。每个岗位工作被逐渐分解和细化为单一的、标准化和专业化的操作，工作者间的关系被既定的工艺过程或作业流程严格界定。在工作设计时，每“份”工作都须编制相应的一份工作说明书，通过书面文件的形式规定它所隶属的部门、工作性质、职责范围及资格要求等，以便工作者“有所适从”，并作为监督管理和绩效考评的依据。这样一来，组织学习对个体成员“自我超越”精神和能力的要求就完全不同了。当初，一个人仅凭对组织的满腔热情就能加入，而技能如何还在其次；现在，仅有满腔热情的学习精神就不够了，理性地掌握专业化的操作技能就成为首位要求。

再次，最初创业阶段形成的具有很大弹性和灵敏应变性的工作团队化网络，逐渐被等级制的职能部门结构体系所取代。赫斯特认为，“等级制是任何复杂机构生存下来的必要手段”，“在复杂的机构中，等级制就是历史，成功的现代组织无不在为之添砖加瓦”。随着组织走向成熟，规模逐渐增大，参与性强、技能种类多且具有较大灵活性的工作团队或生产小组就变得越来越不适应了，以一定的生产工艺流程和数据处理系统为基础、由既定规章制度所界定的专业化部门结构逐渐形成。这样，当初提供“密集”信息的网络结构被专门使用“稀薄”知识的专业化管理体制所取代，员工之间亲密无间的信息沟通“小道”也变成有正规渠道、间接分割的“命令-服从链”系统。同时，起先凝聚组织成员的无形“认可”和精神激励机制也逐渐失灵，由有形“报酬”和物质刺激机制来发挥作用。工作和任务一旦明确，相应的知识技能也就确定下来，工作进度也能够测定出来，一整套业绩评估体系逐渐被置于组织管理系统，人力资源开发以及职业规划管理成为整个战略管理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时，起初那些“凭着满腔热情干革命”的创业元老们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被从正规教育系统出来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所取代。新的职业化管理者往往雄心勃勃、目标远大，但是由于他们都是外在于组织的，对组织的历史和文化也了解得不多、没有深切感触，组织使命感和内在的价值驱动越来越弱化，而提高效率和业绩成了他们的主要目标和外在驱动力。

最后，随着组织与外部环境的界限变得清晰可见，组织与周围的环境也逐渐“和谐”或“稳定”甚至达到能够预期、操纵和决定外部环境的地步。这样，组织学习的基本方式也逐渐转变，从过去由情景激发而积极试错式地适应环境，变为通过条条框框来“过滤”外部信息，消极地、滞后地、被动地处理和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这样，组织就逐渐按照一个既定的框架、流程和模式来运作，并在“复制自我成功”的过程中成长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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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1-2：典型案例

康柏电脑公司由自发型到常规型组织学习的转变

康柏电脑公司是由原先受雇于德克萨斯仪器公司(TI)的三位职员，于1982年初辞职后另起炉灶创建的，其第一台电脑设计图纸就是在休斯顿一家馅饼店盘子垫上画出来的。

在罗德·卡尼恩的领导下，创业者们依靠开放型交流、团队精神、广泛协商和民主决策的“猎人社会动力机制”，不惜成本向市场快速灵活地推出高质量、配备有前沿科技的个人电脑，仅用了四年时间就跻身《财富》500家排行榜，到1989年销售额达近30亿美元。然而，到了1990年由于竞争对手大幅度降价，康柏公司销售迅速下滑，到1991年首次发生亏损，并大幅度裁员。

1991年10月25日，董事会接受首席经营官艾克哈德·法尹弗的观点，解雇卡尼恩，裁减25%的雇员，转而推行专业化控制的运作机制和常规型组织学习系统，以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为首要管理目标，结果两年后公司状况迅速改观，在没有增加核心生产设备的情况下电脑产量却翻了两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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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组织学习架构下，其突出优越性就是能够取得规范的专业化分工好处和技术操作效率。但是，由于它与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等天然本性相违背，就是说，在这里人仅仅作为组织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被使用，自然会使组织大大丧失社会性协作方面的好处或非技术性效率，从而会导致组织横向协同差、趋向保守和缺乏应有的灵活应变力。

11.1.5创新型组织学习行为

在常规型组织学习框架下，管理当局通过严格的科层系统进行集权控制，以期永远保持可观测的效率和业绩。但是，由于命令-服从链条的拉长、“各管一摊”的专业化分工割据以及“照章办事”的运作方式，组织逐渐丧失了人性、灵活性，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越来越不敏感，这样，官僚化运作的组织逐渐丧失了“学习能力”和创新活力。这时，一旦外部环境发生灾变，这种像恐龙般庞然笨拙的组织就变得不堪一击，立刻会陷于危机状态。

王安电脑公司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该公司成立于1951年，一度在专用文字处理器和VS微机产品领域独领风骚，其等级制结构曾在全世界范围内控制和协调着31 500位员工。到1989年，其经营业绩达到颠峰，年收入超过30亿美元，在《财富》500家排行榜中名列第146位。但是，三年后却迅速破产，其失败的直接起因恰恰是让康柏公司获得巨大成功的小型技术。实际上，王安电脑公司猝不及防的灾变和失败，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在于它自身逐渐丧失了组织学习和创新能力。

为了走出“官僚危机”，组织必须精简日趋巨型化的官僚机构和烦琐的规章制度，通过组建工作团队，引进顾客导向的创新系统，学习借鉴“小组织思维”，重塑组织文化，来整合、完善组织结构体系，这些就成为组织完善阶段变革的主要任务。这个阶段是组织生命周期中一种未止的、开放的、不确定的、不断创新求发展的时期，如果组织能成功地应变环境不断创新变革，那么就会获得新生，进入新的生命周期，否则就必然以衰落灭亡为结局。当外部环境以不确定性为常态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加之技术进步日新月异、文化背景变幻莫测，在这样的环境下组织要能够重新“振兴”必须随着这种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战略目标，通过适当途径，诸如：撤换过去高高在上、集权专断的当权者；实行扁平化的组织变革；采取随机应变、民主化的领导方式；开展工作丰富化、团队化再设计；面向客户形成网络化信息传递和反馈系统，等等，以便恢复原来创业时期的价值观，在新机体中重新激发原始初动状态的那股“革命热情”，以基于价值驱动的理性行为取代过去基于工具的理性行为，激发员工在无边界的网络结构中进行多元化的探索和创新，使组织在新的环境中抓住新的机遇从而获得新生、走向新辉煌。

近年来关于“学习型组织”(Learning Organizations)理论的提出，实际上主要是基于这样的组织运作阶段和背景来说的。其中，彼得·圣吉以及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广隆的理论很有代表性且影响较大，我们着重对其基本观点分别作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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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关于“组织学习”最普适性、最具辩证意义的解析，应该是社会生态学意义上的，即组织这种有机体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一种生存方式和成长状态，它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自然历史或生命循环过程，也就是组织为适应外部社会生态环境变化，周而复始地积极积累经验所引起的行为方式之持久性变化。按照赫斯特生态循环模型的通解，任何社会组织的运作和发展都是一种“战略上多属偶然，经济上每出意外，政治上源于灾难”，在管理上“应急行为”、“理性行为”和“被迫行为”因应环境交替出现，“学习”与“运作”矛盾统一的自然历史过程。基此，组织学习行为可以分为自发型组织学习、常规型组织学习和创新型组织学习三种基本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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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圣吉(Peter M. Senge，1947~)关于“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炼，从系统动力学的角度，对工业文明以及相关的专业化和社会分化给人类思想割裂和组织学习创新带来的一系列“智障”进行了革命性的批判，从而努力寻找出使已经进入正规运作状态的组织走出官僚危机重新获得创新性学习能力的途径。［4］
 本节中，我们对圣吉关于“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炼，即自我超越、心智模式、共同愿景、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在“多学科通论”的意义上做进一步演绎阐释。在这五项学习型组织修炼中，首要任务是发展、培育具有“自我超越”精神内涵的组织成员；关键环节是通过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和实现“团队学习”，把个体的自我超越精神整合成企业作为学习型组织所要求的群体精神创造力，将人力资源开发成能够为组织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人力资本；而修炼的最高境界，就是从组织发展战略的高度，形成和健全组织的“系统思考”功能。

11.2.1实现自我超越

学习型组织修炼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培育具有“自我超越”精神内涵的组织成员。按照圣吉的说法，所谓“自我超越”(Personal Mastery)就是个人成长的学习修炼，其精义便是学习如何在生命中产生和延续创造性张力，即一种不断追求其真正心之所向的能力，这是组织生命力的源泉。

在心理学中，“自我”概念最初是由詹姆斯引入的。詹姆斯对自我进行了“充满热情”的研究，他认为：自我是人们所有经验的中心，正是基于我们与他人的相互作用才使“我”与“非我”划分开来，因此，“自我感”其实是一种投射到“镜子中的自我”，随着环境和个体的变化，“社会交互作用”中投射的“自我”是多样和变化不定的。以此观点为基础，自我的社会认知观强调：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自我的本性和重要性是不同的。在具有个人主义文化传统的社会中，当被问及“你是谁？”时，往往倾向于回答其名字和所从事的工作，个人身份的界定以私人财产权和个人成就为基础；而在具有集体主义文化传统的社会中，当被问及“你是谁？”时，往往倾向于回答其所属社区和家族，个人身份的界定则以群体遵从和集体成就为基础。因此，“自我”的本质意义，可以说是在社会认知过程中观察外部世界、与别人打交道并随情景而变化的独特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自我超越”就是要在“社会交互作用”中对自己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在各种社会交往关系和情景中知道并理性地回答“我是谁？”的问题。

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人有一个从“自我知觉”(Selfperception)到“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或者说，是从“存在自我”或“主体的我”到“类型自我”或“客体的我”的转化过程。也就是说，人在成长过程中，首先是作为行动者和观察者的“我”(1)，大约从3个月到1岁期间，通过触摸感觉自己的身体有关器官，或者凭借视听自己以外的环境及声音之经验，来将自己与他人、物体区别开来，并发展起外部“物体恒常性”或“跨情景恒常性”，从而形成“自我”感觉即所谓“自我知觉”；然后，作为被观察的我或自我认知的对象(Me)，大约在15个月左右到2岁之间，才被觉察和认识(例如，通过镜子映像)，从而发展出“自我意识”即自我反省能力和将自己当作对象物看待或对待的能力，这时儿童开始用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将自己与他人加以区别，开始表现出尴尬、自豪、害羞等所谓“自我意识情绪”(Selfconscious Emotions)。由此，“自我超越”实质上就是能够理性地将“客体的我”与“主体的我”分开，在理性层面上能够不断强化和完善“自我意识”的一致性及其感知体系。换句话说，“自我超越”就是个体试图在自我知觉之间以及自我知觉与即将获得的信息之间寻求一致性，也就是试图让人们了解我是谁或相信我自己将会成为什么人，即所谓“自我验证”(Selfverification)； 或者个体试图寻找维持或提高自尊的信息，即试图让人们了解我愿意成为谁或成为什么人，即所谓“自我增强”(Selfenhancement)。

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论，人格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构成的个人行为内在动力系统。“本我”是人格结构中最原始的部分，它由人的基本需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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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本能构成，并依据所谓“唯乐”原则内在促动个体求生活动； “自我”是个体在后天现实的环境中由本我分化发展而产生的，即在现实情景约束下本我欲望和需求满足的具体形式；而“超我”则是由于个体在社会中接受文化道德规范而逐渐形成的自我理想和良心感知状态，是人格结构中居于“管制”地位的最高层次。弗洛伊德将人格结构分为两个意识境界：“自我”和“超我”居于上层，属于“意识境界”；“本我”居下，属于“潜意识境界”。“自我”介于“本我”与“超我”之间，对“本我”的冲动与“超我”的管制具有缓冲及调节的功能。从这个层面来看，“自我超越”的实质意义可以解释为：克制“本我”的本能冲动、争脱“超我”的约束和限制，使“自我”价值能够得到顺利实现，即在个体成长中其身心各方面的潜能获得充分发展，最后达到一种臻于完美、到达顶峰且超越时空与自我的心灵满足感，即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Peak Experience)。

要实现“自我超越”往往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这里天然地存在一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技术性障碍。如果说“自我超越”的第一层涵义，是通过禅宗佛教般的“修炼”来追求一种“身心合一”境界的自我超脱个性，使人们在个体生命中产生和延续一种内在的创造性张力；那么，“自我超越”的第二层涵义，就是要通过类似儒家道德所倡导的“内圣外贤”教育，来追求一种“人我合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际境界，使人们在人际交往关系中能够持有和固守一种超越自我中心主义的达观态度，具有随时随地与人为善、与人沟通、与人协商的现代自主精神和民主作风。“自我超越”追求的最高境界是，组织成员个体能够自觉地将自己融于组织去思考问题，将自己的命运和行为与组织的使命和目标紧紧联系在一起，教派般地信仰、崇尚、遵守和维护组织核心价值观和经营宗旨，发自内心深处地热爱组织的事业，视自己为组织不可分割的一分子，必要的话可以为组织目标的实现而“忘我”地奉献自己所有的一切(甚至包括生命)。如果一个组织都能够达到这种宗教般狂热的献身精神，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学习”的呢？肯定无论学习什么都会“无往而不胜”！

总之，关于组织成员“自我超越”修炼，很值得借鉴佛教徒的“修行”之道，需要讲究身心兼修、人我互动、天人合一之法。这意味着：首先要通过身心兼修，超越自身生命个体的天然智障；然后通过“人我互动”训练，超越人际交往过程中的社会障碍；最后才能实现“天人合一”，真切领悟人类自身的生命意义，达到自觉奉献、终极关怀、与时俱进、追求无限的最高境界。一个学习型组织的形成，必须视个人成长为组织发展之根基，持续不断地为组织成员实现个人的自我超越提供教育培训机会和组织氛围，帮助他们不断树立个人愿景以保持创造性张力，看清结构性冲突以坦然的心态面对现实，利用“同理心”融合理性与直觉，将自己置于组织整体中以廓清生命的终极目标与组织使命感的内在关联。

11.2.2改善心智模式

组织学习能力取决于组织成员的心智模式。所谓“心智模式”(Mental Models)，就是指来源于传统、根植于人们心中或组织运作中的思维定势或行为模式，具体表现为印象、成见、经验、习惯、假设、惯例标准、价值观、人生观、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等，它决定、支配或影响着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如何看问题以及采取什么样的途径、方式和方法去解决问题。如果个体成员的心智模式“自我封闭”，在工作和生活中表现出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状态，那么，整个组织学习就无从谈起；相反，如果个体成员能够实现“自我超越”，心智模式是一种不满现状的、超前开放的、互动沟通的状态，那么，组织学习就有了依托的坚实基础。因此，训练组织成员“自我超越”的心智模式，并将之凝结转化为团队和组织共有的心智模式(组织学习能力)，对于组织学习的实现及成败具有基础决定性意义。

心智模式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往往是很“硬”的，因为，除特殊例外，人们的任何行为都必须是在“想通”了或自以为“想通”了、“合情合理”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同时，心智模式又常常具有很大“惰性”，过去的经验、特别是顺境情形下形成的成功经验往往会“沉淀”下来，积郁在心中成为日后心智模式的精神元素。因此，心智模式大多情况下是“滞后”的，除非经过特别修炼加以克服，否则它总是“缩手缩脚”、“自己约束自己”、“自己与自己过意不去”。为此，要专门花工夫进行学习修炼，系统地、有组织地“摆脱过去”，明确规定要摆脱的“老的和无意义的事物”是什么，迫使人们进行思考和行动，使新思想、新行动、新事物得以立足的机会以及可以利用的资源。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所欲、施于人”是关于人际关系方面完全不同的两种心智模式。［5］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种人我和谐同一的人际状态，它是一种将自己看作组织中与其他成员一模一样的“普通一员”，在日常交往中，能够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自己不愿意的“讨厌事情”决不强加于他人；人们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无论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等多么不同，都会相安无事、和平相处，整个组织的人际关系才能整合凝聚在一起，从而才能有“组织的学习”发生之可能。而“己所欲、施于人”则提倡的是一种“伪善”，它往往从自己的良好愿望出发，而把别人当作没有他高明的“傻瓜”，去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结果往往是“好心办坏事”，用“积极”的态度做“消极”的事情，也容易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损害别人的利益，这样，团队和组织的学习修炼也就无从谈起。

总之，心智模式是人们持有的各种假设和信念，像有色眼镜轻易扭曲我们所看到的景象一样，心智模式决定着我们看问题的方式。个体成员的人力资源要融于学习型组织并形成具有整合价值效应的人力资本，就必须先把组织成员的个人心智模式凝结为团队和组织的心智模式，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得从这里开始；任何组织学习都必须舍得在心智模式修炼上进行必要投资(花时间、精力和金钱)，这可以通过反思检视、互动探询等组织修炼来实现。

11.2.3建立共同愿景

在个人愿景的基础上,建立组织成员我愿中有你、你愿中有我的“共同愿景”(Shared Vision)，即基于某种核心价值观和组织使命确立一个大家普遍认可、共同创设的未来景象，这是组织创新型学习的焦点和能量，是组织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共同愿景决定着组织员工在使用和发挥其知识技能实现组织目标时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大小，决定着组织成员的行为是“奉献”、“投入”、“真正遵从”、“适度遵从”、“勉强遵从”还是“不遵从”乃至“冷漠”——一句话，决定着人力资源使用效率和人力资本投资效益的大小。

所谓“核心价值观”，是指导一个组织运作和发展的永恒原则。核心价值观是组织的“灵魂”，它不是由专家根据逻辑推理“论证”出来的正确结论，而是由组织创始人或变革型领导人在带领员工奋发实践中，借助理性但更主要的是内省自悟出来的“主观信念”。它是一种关于组织所承担“社会责任”的深刻认识，是一种关于组织生命意义的敏锐判断和凝练概括，是长期指导和激发员工待人处事、经营管理和市场竞争等组织行为的永恒准则。根据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明确：组织现在和将来应该永远固守并追求卓越的事业究竟是什么？对它进行清晰陈述和说明就形成“共同愿景”。

如果正面界定，所谓“共同愿景”，就是基于核心价值观形成的关于组织未来长期性、战略性的发展目标。“愿景”是组织成员基于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而真正心之所向的目标，是实现组织使命的基本方针和行动纲领。如果说核心价值观是组织使命的“灵魂”、基本“志向”或“基石”，那么共同愿景就是实现组织使命的“指路明灯”或“标度盘”；核心价值观是“祖训”，是组织永恒不变的信条，而共同愿景则是基本行事“规则”，相对来说，可根据情况适当做一些策略性调整。同时，“愿景”要真正是“共同”的，即“我愿中有你，你愿中有我”，就必须经过全体成员的充分讨论和互动协商的办法，最后达成一致，对于组织期望的“三效”(效率、效益、效果)业务领域以及给利益相关者所带来的利益等，利用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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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刺猬理念”三环检核示意图

、可验证的、可行性的、令人鼓舞并激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语言陈述出来。

关于基于核心价值观的“共同愿景”具体业务领域之确认，可以借助柯林斯的“刺猬理念三环图”来进行检核(见图11-2)。［6］
 这里所说的“三环”，实际上就是组织三个基本绩效问题。确认基于核心价值观的共同愿景，可以通过检核三个基本绩效问题来进行：

——效率问题：我们在什么领域能成为最优秀的？

——效益问题：什么是驱动我们的经济引擎？

——效果问题：我们对什么充满激情？

“三效问题”是相互关联的：效率问题的回答可以提供一个富有洞察力的标准，它远远超越了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决不意味着你能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相反，能做到最优的可能并不是你现在所从事的领域；同时，所有实现跨越的公司都拥有穿透性的洞察力，对如何最有效地创造持久、强劲的现金流和利润率了如指掌；而且，实现跨越的公司对引发它们热情的活动全力以赴，这里的问题不是“刺激”热情，而是“发现”什么本来就能使你热情洋溢。

三环重叠的核心部分是组织核心价值观，即形成一种简单、明确的“刺猬理念”。一个组织要追求卓越，就要明确把握并固守三环的核心区域——“刺猬理念”！核心价值观的确认是建立在对三个基本绩效问题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并将这种理解转化为简单明确的基本原则，信奉并坚定不移地遵循它，就能够保证企业同时获得最高效率、最佳效益和最优效果。

实际中所从事的业务领域往往只能兼顾其二：如果你从事你永远不能成为卓越的工作而赚了很多钱，你将只能建立一个成功而不是卓越的组织；如果你成为某方面的权威，而你对它没有真正的热情，你就不会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即便你对想要的充满激情，但是如果不能成为最好的或者不能创造经济效益，你会享受到很多乐趣，但是你不能创造辉煌的成就。因此，组织共同愿景，相对说来，可以围绕核心价值观，同时至少兼顾解决其中两个方面的绩效问题，进行适当的策略性调整。

总之，基于核心价值观的组织共同愿景之认定，不只是树立目标或明确意图，而是信念感悟；不是虚张声势宣称什么，而是反复琢磨和认识沟通问题的过程。建立共同愿景的修炼，简单地说，就汇集个人愿景，塑造整体图景，最终达到全体成员“我愿中有你，你愿中有我”的境界。

11.2.4推动团队学习

一群具有“自我超越”精神的人，在价值理性驱动下达成“共同愿景”，进而经过系统的“团队学习”(Team Learning)修炼项目，使人人甘愿为实现组织目标而调动自己的全部潜能去全心全意地做“奉献”(Commitment)。这就是所谓组织“凝聚力”开发所要追求的理想境界。

如前文所述，所谓“凝聚力”(Cohesiveness)，就是组织成员之间相互吸引并愿意留在组织中并为组织做贡献的内聚向心力。组织凝聚力反映组织成员之间相互交流、影响和作用关系的一致程度，以及组织价值和目标对成员的吸引力，它可以用团队成员之间相互选择的数目与组织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选择数目总和的比率来测度。在高凝聚力的组织中，成员之间具有默契的心理契约，对团队具有强烈的组织归属感和主人翁责任感；在这种组织“精神状态”下，每个成员能够得到有效的激励去开发和利用自己的技能，并以自己的独特的优势和互补性的技能，积极、主动、创造性地为实现团队目标而努力工作。凝聚力的形成受很多因素影响，诸如人际沟通、外部压力、领导方式、组织规模等。其中，有效沟通、特别是在多元化和跨文化背景下如何实现有效沟通，乃是决定组织凝聚力的一个极为重要因素。

关于学习型组织修炼的第三个关键环节，就是通过所谓“深度汇谈”(Dialogue)实现沟通，组织成员可以通过正当的途径以适当的形式无障碍地把各自的行为假设“悬挂”在工作伙伴面前，以有效化解工作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及时消除“习惯性防卫”等心理障碍，明确各成员在团队中的角色和作用，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关系，从而达成提升组织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团队学习”目标。

11.2.5走向系统思考

学习型组织修炼的最高境界，是从组织发展战略的高度形成和健全组织的“系统思考”(Systems Thinking)功能。“系统”寓于“环境”之中，观察系统形态和处理系统问题需要用广角镜而不能用聚焦镜，将组织系统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全面考察清楚，将环境因素作为内生变量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一个社会经济组织面临的“学习危机”恰恰是由于在运作过程中太“内外有别”了，将自己的“内在系统”与“外部环境”分得太“清楚”了，运作秩序太“组织”化了而失去了天然的“自组织”特性，从而难以认识和应付现实中非线性的、复杂的、混沌的、自组织的、协同变化的矛盾及问题。所以，学习型组织的系统动力机制开发，就是要打破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内外“界限”，适应天然的“自组织”规律，将组织系统本身置于更大的“自组织”网络系统中，去探询和建立一种能够“高杠杆”推动组织健康发展的“自然动力”机制。

组织作为一种“动态系统”(Dynamic system)，具有因果关系非线性的“动态复杂性”(Dynamic Complexity)，由此会引发诸如“今日的问题来自昨日的解”、“愈用力推系统反弹力愈大”、“渐糟之前先渐好”、“对策可能比问题更糟”、“欲速则不达”等等使人们难以摆脱的困境。所谓系统思考的真义，就是基于动态系统的整体联动机制，通过分析研究复杂问题背后的简单结构即所谓“系统基模”(Systems Archetype)，从而帮助人们找出摆脱上述困境的“杠杆解”或“反直觉性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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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1-3：相关文献

三种“系统基模”类型全鉴

关于“系统基模”，简单地说，就是描述组织系统性问题的基础模型，它实际上是圣吉等人对组织中经常出现的典型系统性阻障问题所做归纳总结。［7］
 这里，我们根据圣吉等组织学习研究者的有关文献，运用前节所说的系统动力学观点，将组织中经常出现的系统性阻障问题归纳为三个基本类型加以描述和解析。

第一类：短期对策与长期目标的冲突。真实世界的事物往往是由复杂的非线性因果环连接起来的，但是由于视界局限，人们往往习惯于片段上直接因果关系的简单推断。结果，往往出现短期对策损害长期目标的事情。这类问题的主要表现有：

饮鸩止渴一个对策在短期内可以缓解矛盾、应付危机，但是长期而言却会产生越来越恶化的结果，这进一步加剧了对该短期对策的依赖，长此以往，不能自拔。今天的问题可能来自昨天的对策，前任者将矛盾恶化地转嫁给后继者，系统的根本矛盾没有触及且越来越欲盖弥彰。

欲速不达任何系统都有其自身自然演化的节拍和速率。不顾自然成长的最佳速率，采取一些急功近利、拔苗助长的对策，结果损害了组织长期健康成长的生理机制，反而迟延了组织目标的实现。特别是对于一个运作速度原本迟缓的系统，采取积极而急切的行动反而会产生不稳定的后果，如果再遇上增强的正馈效应，那么放大的反馈效应可能会振垮整个系统。

得不偿失前面已经提到，一个复杂系统的长期行为对初始状态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小小的“临界涨落”对整个系统的演化方向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回光返照，渐遭之前先渐好，那些短期给人们带来可见好处的小对策，往往会给组织的长期发展带来不可弥补的负面累积结果。

避重就轻有时并不是不明白解决问题的根本性对策是什么，而是怕付出高的代价，避重就轻，采取一些简单的、立竿见影的措施先去应对，结果不是没有效果，就是有些效果但因为缓解了症状而使人麻痹大意，反而错过了变革和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使系统长期陷于僵局而丧失了锐意变革和彻底解决问题的动力及能力。

得过且过当事人了解组织的长期发展目标，但是面对眼前状况，不是采取积极应对策略去努力达成目标，而是放弃或降低长期目标要求，退而求其次，得过且过，采取一些“低标准、松要求”的对策措施，结果使组织运作状态离目标要求越来越远。

第二类：局部竞争与整体协同的对立。组织中的系统性阻障问题，从空间维度上看，就是脱离开整体协同背景去孤立关注局部竞争状态所带来的结果。一方面，在组织内部，任何部门、团队、流程、项目和个人，都是整体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子系统与其他部门、团队、流程、项目和个人形成互动合作的协同关系；另一方面，从组织外部看，任何社会经济组织也都是一种典型的复杂非线性开放系统，只有与外界时刻保持信息、能量和物质的交换，才能得以生存并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因此，无论是组织内部还是外部，在整体协同背景下审视和处理局部竞争的矛盾和问题，都是组织系统学习所要采取的一种核心价值观和基本方法论。这类问题的主要表现有：

恶性竞争在组织中，相当多的矛盾、冲突和内耗来自于零和博弈格局中的恶性竞争。人们不能超脱自我，从整体利益出发客观考量与他方的关系，往往以我为中心，将矛盾、冲突和内耗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对方的行为，以牙还牙，冤冤相报，结果恰恰使矛盾升级、冲突激化、内耗加剧，形成恶性循环，两败俱伤，极大地损害了组织的整体利益。

能力依赖与恶性竞争相反的系统性阻障情形是，本来是为了整体或他方的利益，为其提供帮助，结果事与愿违，“好心办坏事”，使对方反而弱化、丧失了组织整体系统所要求的功能或能力。例如，组织从外部获得的政府资助补贴、专家咨询服务等，往往使组织产生政策和技能依赖而不利于其自身的动力驱动和能力开发。

马太效应“贫穷者愈贫穷，富裕者愈富裕”。此语出自《马太福音》，故后人将这种状态称为“马太效应”。在组织运作中，往往遇到这样的情况：平衡并行的两个部门、团队、项目、流程、部属或个人，其在组织发展的整体格局中是势均力敌、不分伯仲、旗鼓相当，但由于偶然因素使一方获得了较多的资源、较多的发展机会，结果使其状况越来越好，甚至蒸蒸日上、欣欣向荣，而另外方的状况则越来越糟，陷于苦苦挣扎、穷于应付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要从整体均衡协调发展的根本目标出发，以消除不良竞争关系或分配苦乐不均的倾向。

囚徒困境博弈论中关于“囚徒困境”的例子，在组织现实运作过程中也是时常发生的事情。本来两个合作伙伴如果坚守合作同盟对于他们双方都有好处，但是由于“自利心”和机会主义倾向的驱使，结果使他们选择了最坏的策略，双双落入最不利状态的陷阱。

成长极限任何有机系统的成长都是有极限的，它们遵循特定的生命周期演变规律。在开始阶段有一个快速扩张时期，但是随着外在限制条件的临界，成长终会减缓下来的，到后期实质迅速衰退。为了克服成长极限，强行违反生命周期运作节律是不可取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调整外界限制条件。

公共悲剧为了克服成长极限，须从外部获取系统所需要的资源。但是资源总是有限的，结果共享的资源条件也终于有一天要耗竭殆尽，结果成长极限真的到来，大家只有束手无策、仰天长叹。

第三类：政治策略与本质意义的矛盾。在组织中，系统性阻障问题，无论是短期对策与长期目标的冲突，还是局部竞争与整体协同的对立，都与组织文化氛围和制度机制有密切关系。在组织文化氛围和制度机制上，短期、局部的政治策略与长期、全局的组织宗旨和价值追求相矛盾，也是组织系统性阻障问题的一个重要层面。这类问题的主要表现有：

局部思考由于专业化分工体系和科层控制体系的长期制约，组织成员养成就事论事、局部思考的习惯。他们只专注于与自身工作或职位有关的个别事件，而不会将组织作为整体来考察相关工作职位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不会主动去为自己工作之外的事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二去就失去了整体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归罪于外在没有共同愿景和价值驱动的组织中，当事情出现问题或遇到麻烦时，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将责任赶快推脱掉，将责任归罪于外。归罪于外与局部思考有关，往往只片段式地看问题，只看到自己的成绩而看到的只是他人的问题，看不到自己的行为对他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什么，而当这些负面影响反过来伤害自己时更强化了其“自以为是”的认识。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组织与外部的关系上，他们看不到内外完全是相对的，将系统人为地切割为内外使人们永远无法认清存在于内外互动关系中的系统性问题及其解决之道。

政治游戏在一些具有官僚主义文化传统的组织中，就事论事做表面文章、程程序序走过场成为人们的工作常态。大家不会去追问某些活动、业务和流程的根本目的和实质意义究竟是什么，只是为了履行公务、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而去做事，只要自己不承担责任、没有麻烦或能够让领导满意就行。这样，自然就不会形成积极主动地去从全局系统地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意识及动力。

习惯势力长期形成的习惯势力对于人们学习创新具有很大阻障作用。大家对工作中的很不正常的问题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看出问题并试图去解决问题的反而成了“很成问题”的。在这种习惯势力下，凭经验办事，按程序运行，过去成功的今后也能成功成了普遍性的行为准则；这样，经验成了人们的学习障碍，成功成了失败之母。这种组织运作的结局，往往是像锅里温水中的青蛙被慢慢煮死。

管理竞争组织中的管理层往往不具有跨功能的整合功能，反而成为争权夺利的主力军。各部门的头头脑脑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为自己或部门局部利益的游说竞争上，同时佯装着都为组织的共同目标而努力。为此，他们或独断专行，或保守成见，或妥协圆滑，在这样的领导者主导下，组织中自然就充满了擅长避免追求真义、拒绝进取学习的人。

资料来源：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第二部)，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中译本；·圣吉等《第五项修炼；实践篇》(第二章)，东方出版社2002年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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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高杠杆解，最重要的是要有综观全局的大智慧，然后要有把握关键的艺术。而圣吉等人倡导的所谓“系统基模”图画，主要是操作技术层面的一种技艺性训练方法。其主要意思是：将组织中发生的有关问题看作是在开放的非线性复杂动态系统中相互关联的因素；在这种系统中，各因素之间的关联耦合关系，一要由正的或负的“强化反馈”(Reinforcing Feedback)机制引擎驱动，二也要由目标限制性的“调节反馈”(Balancing Feedback)机制进行自组织控制，同时还伴有单向不可逆的复杂时间滞延(即“时滞”)影响，通过将这三要素用线条方框连接绘制成直观的系统图画，可以清晰观察有关因素之间复杂变幻的联动关系，从而有助于寻找到系统性问题的根本原因及其高杠杆解。

现实中的很多因素是由正的或负的“强化反馈”机制连接的，形成常见的良性或恶性循环现象。如果这些因素所组成的系统与外界不相关联，这种良性或恶性循环就如同一个“孤立系统”中自然发生的无序性趋向(熵增加)，最终当熵达到最大值时，系统就耗尽了它所有变化的能力，达到了所谓的“热力学平衡”状态，这时系统的演化就会趋于停止，这也就是组织中经常会遇到的“成长极限”问题情景。

强化环路的情景可以由图11-3来一般地加以描述。例如，组织人力资源状况改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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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强化环路模板系统图

能是由于引进外部人力资源专家咨询帮助引起的；而人力资源专家的帮助，进一步会改善组织的人力资源状况，进而更加强化了对人力资源专家的需要。这是正的强化反馈情景。同时，组织本身人力资源管理能力的弱化，可能也是由于引进外部人力资源专家咨询帮助的结果；而人力资源专家的帮助，又会进一步会弱化组织的人力资源能力，反而更加强化了对人力资源专家的依赖。这是负的强化反馈情景。

组织本质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因此，在与外界交换能量和物质的过程中，系统性问题往往具有通过自我抑制和自动调节走向稳定发展状态的内驱力。众多的因素相互作用和竞争，往往形成某种自组织的均衡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在条件达到某个临界点，再加上某种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在某种因素趋向主导下就会“卷裹着”其他因素自发地进行“自组织”，使整个系统朝着某个稳态演化下去。“调节反馈”机制具有目标限制性的自组织调控功能，当系统运作的实际状态与自然设定的目标状态有“落差”时，就会对系统产生一种压力势能，驱使系统自动恢复到本该有的正常状态。

调节环路的情景可以由图11-4来一般地加以描述。例如，组织产品交货或服务等待周期迟延(与客户期望的目标相比)，使客户满意度下降，而这又进一步使组织声誉受到损害，结果造成组织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数量需求下降；为了提高需求或市场业绩，需要提高工作效率，以达到客户期望的产品交货或服务等待周期，这样使组织行为得到一定的回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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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调节环路模板系统图

如果考虑到经常被人们忽略的“时滞”因素影响，那么，系统性问题的动态复杂性就表现得更加突出。“时滞”因素既可以对强化环路造成影响，也可能对调节环路造成阻障。若将强化环路与调节环路相连接，同时考虑“时滞”因素的影响，那么，就会形成圣吉等人所描述的所谓各种“系统基模”图式。例如，图11-5、图11-6分别是关于“饮鸩止渴”和“成长极限”系统基模的基本图式。其他“系统基模”的基本图式，读者不须亦步亦趋地死板记忆圣吉给出的图式，掌握了要领，可以自主创造性地类推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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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饮鸩止渴”模板系统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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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成长极限”模板系统图式

我们以为，在进行组织学习训练时，关于“系统基模”图画的有关技法，可以“灵活效仿”，但不可以“机械模仿”。

圣吉是把“系统思考”作为学习型组织的“第五项修炼”提出来的。他认为：“自我超越”是不断反照个人对外部影响的一面镜子；改善“心智模式”能使人们以开放的方式体悟其认知方面的缺陷；建立“共同愿景”是为了培养成员对组织的长期责任感；而“团队学习”则是训练团队协同能力、产生整体放大效应的技术。最后，作为第五项修炼的“系统思考”，乃是在强化以上四项修炼的基础上，实现“一种心灵的转换”，使每一个成员将自己融于团队、融于组织，从而达到组织学习修炼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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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在关于“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炼中，“自我超越”是不断反照个人对外部影响的一面镜子，这是组织学习修炼的首要任务。组织学习修炼的三个关键环节是：改善“心智模式”，这可以使人们以开放的方式体悟其认知方面的缺陷；建立“共同愿景”，这是为了培养成员对组织的长期责任感；推动“团队学习”，则是训练团队协同能力、产生整体放大效应的技术。最后，作为第五项修炼的“系统思考”，乃是在强化以上四项修炼的基础上，实现“一种心灵的转换”，使每一个成员将自己融于团队、融于组织，这是组织学习修炼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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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组织看作是一种社会性的信息系统，而将知识广义地理解为“人”的一种“经过证明的真实信念”，那么，组织学习就可以看作是组织中的人通过“相互作用”而进行“群体知识创造”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国立一桥大学产业经营研究院院长野中郁次郎(Ikujiro Nonaka，1935～)等人陆续发表一系列关于“知识创造”问题的论著，提出了著名的“SECI模型”清晰阐释了组织创新的知识论意义以及被称作“群体知识创造螺旋”的组织创新框架和运作系统。［8］
 该理论在学术界影响甚广，且极具普适性的推广应用价值，故我们予以特别关注并进行专门介绍。

11.3.1ESCI模型

毫无疑问，组织整体创新能力的基础是人类创造性思维能力，也就是说，组织的“群体知识创造”是以个人知识创造为基础的。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组织中个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是如何转化为群体创新能力的，“群体知识创造”究竟是如何以个人知识创造为基础来实现的。按照野中郁次郎等人的观点，“知识”与“信息”不同，它不仅是发现、袒露和解释客观事物的“新观点”，而且是“经过证明的真实信念”，是关于人的信念、承诺、行为等具有价值意义的信息，它要“依靠扎根于信息持有人的信念和承诺的信息流而创造出来”。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知识只能是由个人创造的。没有个人参与，一个组织无法创造知识。组织可以支持有创造性的个人或为他们提供创造知识的环境。因此，群体知识创造应该理解为‘有组织地’将个人创造的知识放大，并将其具体化为群体知识网络中一部分的过程。”

完整地说，野中郁次郎的群体知识创造模型由四个方面的内容构成，即一个知识互动机制，两类知识存在型态，三层知识创造本体，四种知识转化方式。一个知识互动机制，即认为群体知识创造就是一个互动过程，它是通过知识在组织成员之间互动“传递”(Transfer)机制实现的。广义地看，组织中的“知识”包括“明晰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和“隐含知识”(Tacit Knowledge)两大类。明晰知识是把隐含知识外在化了的知识，是可以用语言逻辑证明、教授和传播的知识；而隐含知识则是将明晰知识内在化凝结于人体或组织实体之上，往往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是来源于个人高度主观感悟和亲身体验或组织团队精神及行动经验、具有高度专有性而难以传播和共享的知识。

三层知识创造本体是指：“个人”(Individual)，即组织中的成员个人，这是群体知识创造的基础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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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其所拥有的知识(Individual Knowledge)也就是个体人力资本；“群体”(Group)，即组织中所有成员形成的知识创造团队，他们共有的知识(Group Knowledge)形成组织创新能力；情景(Context)，即所谓“场”(日语叫“Ba”)，组织成员在知识转化过程中相互影响的场所或媒介体，它蕴涵着组织所特有的“情景知识”(Contextual Knowledge)。

组织中两类知识两两组合形成的四种转化方式，“SECI模型”也由此而得名(见图11-7)：“群化”(Socialization)，即从隐含性知识到隐含知识的转化；“外化”(Externalization)，即从隐含知识到明晰知识的转化；“融合”(Combination)，即从明晰知识到明晰知识的转化；“内化”(Internalizati)，即从明晰知识到隐含知识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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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7野中郁次郎SECI模型

——群化，即从隐含知识到隐含知识的转化。通常是通过交互作用的、有助于成员共享经验和思维模式的“场”进行的，它产生的是“认同型知识”，诸如共同的思维模式和技术技能。

——外化，即从隐含知识到明晰知识的转化。通过有意义的“对话或反馈”来触发，其中适当的自喻或类比可以帮助成员将难以交流的隐含知识清楚地表达出来，外化产出的是“概念型知识”。

——融合，即从明晰知识到明晰知识的转化。由新创造的知识和组织中其他部门的现有知识“网络化”而触发的，由此两种知识具体化为一种新的产品、服务或管理系统，融合产生的是“系统化知识”，诸如一个原型和新的部件技术等。

——内化，即从明晰知识到隐含知识的转化。通过“干中学”来实现，它产生关于项目管理、生产工艺、新产品使用和政策实施的“运作型知识”。

在这个意义上说，组织学习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活动：将凝结和隐含在组织成员个人身上的知识和技能(人力资本)，通过外化、内化、群化和融合等转化形式传播开来，使之以较高的“附加价值”体现在产品、服务及顾客满意度等组织产出系统中。因此，组织学习的实质意义，最主要的还不是体现在如何利用各种手段和途径尽量增大组织成员个人创造知识的能力(即提高个人人力资本水平)上，而最为关键的环节乃是通过外化、内化、群化和融合等知识转化途径将已经凝结和隐含在组织成员个人身上的知识和技能(即人力资本)，进行“群体知识创造”，从而获得高“附加价值”的组织产出成果。

按照通常观点来看，四种知识转化过程在性质上又可以归并为两种情况：群化与外化主要侧重于知识的形成，而融合和内化则主要侧重于知识的运用。［9］
 在前工业化社会和工业化社会，知识形成是生产活动的主焦点问题，个人隐含知识通过面对面的交互作用实现群化，是传统手工作坊的基本特点(即群化)；而将个人掌握的隐性知识进行系统化处理，进而使之变成在组织层面上可以大规模复制的、有巨大价值创造潜力的明晰知识(即外化)，则是(手工作坊向机器大工业转化的)工业革命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但是，进入工业大发展时期，知识运用成为人们关注的主流，通过“标准化”的现代教育体系将明晰知识大规模复制到人身上(即内化)，进而通过现代化大生产体系将明晰性的科技成果和工艺设计大规模复制到外在的有形产品成果上(即融合)，就成为公司经营运作的常态或主要业务层面。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如何通过知识的群化和外化，例如，通过个人专家系统和一对一对话方式，为用户提供“量身定制”的个性化服务，重新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10］
 而这正是现代组织学习背景下的创新理论及群体知识创造理论所要关注的重点。

11.3.2群化与情景学习

凝结在个人身上的隐含知识很难通过系统化的编码或语言予以传达，只有在特定的情景下才能动态地表现出来。要将你的隐含知识直接转化为我的隐含知识，将个人的隐含知识变成群体和组织的隐含知识，只有在人与人直接交往的社会状态(即所谓“原始情景场”)中才能达成。群化就是一个组织中的群体成员通过直接的面对面接触和交互作用，相互感应、影响和模仿学习，共享思维方式、经验感觉、做事习惯和操作技能的过程。群化是组织学习最原始、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形式。

在传统的手工业作坊中，徒弟要将凝结在师傅身上的隐含知识“学”到手，主要是通过在与师傅一起干活的过程(即所谓“原始情景场”)中模仿师傅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来实现的。就是在工业化时代的大机器生产过程中，一线生产工人和技术工人的操作技能相当程度上仍然是靠传统的“学徒”方式来获取的。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大量需要手脑并用的操作性技能，如电脑操作技能、骑自行车或驾驶汽车的技能、弹钢琴和演唱的技能等等，大都需要在“原始情景场”中通过直接模仿和演习来获得。

在一个组织中，个人之间的互相学习，可以使一个人的隐含知识传递给另一个人，即从隐含知识到隐含知识的转换可以发生在个人之间，但其结果并不仅仅局限在个人层面，而且会传递给所有成员组成的群体，形成所有成员都认同的群体性隐含知识。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组织价值观”、“共同愿景”或“组织文化氛围”等等，如联想公司的“文化模子”，其实就是联想人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的群化过程，将每个人的隐含知识聚集转化为所有联想员工都认同的一种群体性隐含知识。

群化的基本条件就是要创造一种“原始情景场”，其基本实现方式就是在这种“场”中所有成员之间直接互动学习，就如同原始游牧部落或乡村社区中人与人直接亲密接触、面对面沟通学习那样。组织学习的一个重要任务和内容，就是如何通过创新性变革使组织回到“原始状态”，有意制造一种宽松的组织氛围，使组织成员变得“天真无邪”，能够毫无戒备地率直待人，相互之间能够融洽交流和虚心学习，“我为人人师，人人为我师”，从而将所有成员的隐含知识变成所有成员隐含知识的直接源泉。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很多实行组织学习的先导公司在进行组织变革和激发学习的过程中，都特别注意在知识群化方面做出努力。例如，在章前情景故事引导中我们就已经看到，GE前任首席执行官韦尔奇当年在任上进行组织变革和创新管理时，就曾花相当大的力气去恢复“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的公开交流，推崇所谓“新式平等主义”，要求公司管理者必须了解员工的意见、感觉、情绪、士气等工作氛围状态，能够与员工公开对话并就地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试图开通“群化”的知识转化通道，以激发员工的情感互动能量，提高组织创新性学习能力。

在现代组织学习中，可以通过多样化的开发途径和形式来实现知识群化。例如头脑风暴法，就是一种激发引导个人隐含知识向他人和群体隐含知识转化的一个很好操作技法。其他诸如给员工配备“导师”的在职训练、经营管理游戏等，凡是属于“原始情景型”群体互动的方式，都能够产生一定的群化学习效应。组织管理者应该积极创造这样的环境、通道和机会，使群化学习成为组织正式的制度安排、常规的运作机制和成员习惯性的日常行为。

11.3.3外化与科技革命

外化，即从隐含知识到明晰知识的转化，是一种典型的科学技术研究行为和知识创造活动，也是现代工业化组织一种基本群体创新模式。

个人隐含知识的明晰化，是传统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的基本形式。科学家通过细心观察自然现象，利用假设检验、逻辑推理和灵感顿悟等方法，将自己特有的隐含知识明晰化，发现新原理、发明新技术和创立新学说。例如，古希腊物理学家和数学家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定律，就是在国王要他非破坏性检验皇冠含金量的外在压力下，将凝结在自己身上的数学、物理学知识和技能，借助洗澡的特殊情景激发，转化为用语言文字表述的明晰知识即“阿基米德定律”：浸在液体里的物体，其所减少的重量，等于同体积的该液体的重量。此外，如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富兰克林发现雷电原理，弗莱明发现青霉素，爱迪生发明留声机，贝尔发明电话，莱特兄弟发明飞机，池田菊苗发明味精，等等，都是通过个人隐含知识的明晰化来创新的典型例子。

在现代工业化组织中，外化更为重要的意义是体现在群体知识创造层面上。我们已经指出，工业革命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就是将组织成员个人掌握的隐性知识进行系统化处理，使之变成在组织层面上可以大规模复制的、有巨大价值创造潜力的明晰知识。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基本业务性质就是将个人掌握的隐含知识集结起来，通过有意义的“对话或反馈”(Dialogue)来触发集体智慧，借助适当的“自喻或类比”(Metaphor)可以帮助成员将难以交流的隐含知识清楚地表达出来，外化为可以大量复制的新工艺、新产品和新的服务项目，公司就是通过经营和出售这样的“明晰知识”而从中获利的。例如，亨利·福特就是通过创办福特汽车公司这样的工业化组织，才将自己机械师的特殊隐含知识与广大熟练个人操作技能这样的隐含知识集聚整合起来，研制出结构简单、坚固耐用的T型车，并建立了能够大规模复制的流水生产线及低成本扩张的经营模式，使福特汽车成为美国的“国民车”，并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最畅销的汽车。

野中郁次郎认为外化是日本公司创造新知识的主要途径，而本田公司的新产品开发案例就是一个典型注释。1978年，公司高层根据市场提出新概念车的开发任务，成立了由年轻工程师和设计师组成的新产品开发小组。项目组负责人渡边广雄利用类比隐喻来说明其知觉和内心见识，将汽车设计创新看作是一种有机体进化，提出“汽车进化”的口号；接着开发组成员通过互动讨论将自己的理解集结，进一步具体化为“人至上，机器至下”的设计理念；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大家的设计思路逐渐清晰，要对为外观而牺牲舒适的“底特律惯例”提出挑战，明确了汽车“进化”的方向应该是：机械空间极小化而乘坐空间极大化，选择高而短的球形设计，从而开发出被比作“高个儿男孩”的本田城牌汽车，这种更轻、更便宜、更舒适且更坚固的新概念车型成为后来流行日本和世界市场的汽车新潮流。

从此案例中可以看出，实现知识外化创新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组织高层需要提出操作层面“模糊”而实际意念明确的战略导向，为组织成员提供“充裕”的创新空间；同时，团队领导人具有运用类比隐喻激发团队成员个人经验和对话的技能，也是一个关键条件。例如，在本田公司的案例中，公司高层一开始只笼统地提出“让我们来搏一把！”，为开发人员提供广阔的创新空间；而项目组负责人渡边广雄提出“汽车进化”的口号，显然对于最终本田城牌汽车的开发成功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11.3.4融合与知识创新体系

融合，即从明晰知识到明晰知识的转化，它是正规大学机构在知识传播过程中进行自然科学技术创新和社会人文学术研究的典型模式。个人、科研团队或组织通过借助书本、报刊、电视和电脑网络等传播媒介，对前人长期积累的已有明晰知识进行检索、筛选、补充、整理、分析、加工以及重新组合，由此获得新的明晰知识，如提出新观点、新理论或新学说，形成新的学派、范式或学科体系。

从人类文明演进层面来看，所谓“融合”实际上是一种“研究型学习”创新活动。其基本运作模式就是：首先进行文献检索和综述，将前人已经提出的理论知识要素之间的关系梳理清楚，弄明白有关学术观点、理论、学科、学派就某一问题的阐释或解说，在角度、方法、方式或认识层面上有哪些差异，又有哪些是相通或异曲同工的，还有哪些是偏误或需要改进的地方，总之，将这些明晰知识融会贯通，而后加进或考虑进去新的情景影响因素，在新的角度、新的方法、新的方式或新的认识层次上进行新的组合，从而创造出新的知识体系来。这种在继承中创新的做法，其实是整个人类文明传承累积的正规途径和基本形式。

工业化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现代正规学校教育体系，实际上就是一种在虚拟或模拟情景下进行明晰知识大融合、大复制的典型组织机构。在传统上，正规学校教育注重传播的主要是明晰知识，老师在课堂上灌输、学生接受的大都是有“标准答案”的定式知识体系；接受完教育后的“毕业生”，他们学到的也仅仅是一些明晰性的“书本知识”，其拿到的“文凭”就能很形象地说明问题。“文凭”、“文凭”，不就只是一个人掌握了(实际上是“学过”或“经过”了)“书本知识”的一纸凭证吗！所以，这样教育体制下出来的学生往往“动手能力”很差，没有与情景有关的隐含知识方面的技能训练。特别是综合性大学教育，现在已经成为各国(科学技术)知识创新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教书”过程中进行科学研究，走的是一种典型的从明晰知识到明晰知识的融合转化路子，也就是典型“经院式”或“学究式”科学研究套路。

如果说现代学校教育是一种在虚拟或模拟情景下进行明晰知识大融合、大复制的典型组织系统，那么，现代工商企业则是在实际市场环境和商业运作情景中进行明晰知识大融合、大复制的典型组织形态。例如，福特汽车公司可以说就是一个将创始人研制的结构简单、坚固耐用的T型车(明晰知识)，与“流水生产线”工艺操作系统及“与民众分享现代汽车文明”的市场经营理念，这样两种“明晰知识”相融合，进行大规模复制、大批量生产、大范围销售的工业化组织体系。

在工商业领域，知识转化的融合模式通常是在微观层次的产品开发、工艺技术发明，中层层次的工作流程和组织系统创新，以及高层的远景战略构想或目标规划决策三者交互作用、相互契合的情况下进行的。特别是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技术支撑下，现代组织中知识融合转化依托计算机“网络化”信息系统和大型数据库很容易触发和实现，由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的明晰知识的融合转化，往往具体化为一种新的产品、服务或管理系统等“系统化知识”，这已经成为现代知识大规模融合转化创造的典型新模式。

11.3.5内化与组织核心竞争力

通过内化，将明晰知识转化为个人自身或组织群体的隐含知识，是人力资本形成和组织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基本形式。

从个人层面来看，学习明晰知识，并将明晰知识凝聚到自己身上，变成自己在未来可以用来获取收益的手段，是人力资本投资和形成的一条基本途径和方式。对于有些主要通过“动脑”就可以获得和掌握的明晰知识，借助传统正规学校教育系统就可以实现内化的知识转化。例如，学生通过学习逻辑学知识，使自己掌握了一定的逻辑推理和抽象思维技能，从而提高了实际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但是，对于需要“手脑并用”才能掌握的明晰知识，如机械操作原理、驾驶技术、管理方法等，其内化过程必须通过在实际情景中“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才能真正实现。

从组织层面来看，将组织内外的明晰知识转化为组织整体层面的隐含知识，实际上是组织核心竞争力形成的一条重要途径。在组织中，成员可以通过聆听或阅读创业故事、领袖文章或著书、内部电视广播或刊物等多种途径，接受和认同组织价值观、做事风格和文化氛围。组织成员也可以通过离职学习、出国进修、参观访问等形式，从组织外部获取明晰知识，并将之运用于组织的项目流程、生产工艺、新产品开发、经营管理和政策实施过程中，形成组织群体层面的“运作型知识”。将明晰知识内化为组织群体层面的隐含知识，这种隐含知识往往是别人无法模仿或窃取的核心竞争力因素。

有时侯，组织的一些运作管理系统表面上似乎很“明晰”，构成核心竞争力的这些管理系统实际上具有显著的群体隐含知识特征。例如，海尔文化中的“OEC管理法”，［11］
 其蕴涵的奥妙似乎很简单，用张瑞敏的话说，就是：“什么叫不简单？就是把大家认为非常简单的事认认真真地做好就叫不简单；什么叫不容易？就是把大家认为容易的事千百万次地做好就叫不容易。”从外部观察其微观层面的行为，“OEC管理法”看起来很简单，人们看不出它有什么神气或复杂的东西，但是其他企业通过模仿确实又学不来。而这恰恰就是塑造海尔核心竞争力的“灵魂”，是形成海尔“不平常”、“不简单”、“不容易”经营业绩的“精神动力”。

11.3.6动态创造螺旋

为了清晰展现说明外化、内化、群化和融合四种知识转化模式的不同性质及特征，在上面我们是将它们分裂开来加以描述的；但是，实际运作过程中，外化、内化、群化和融合这四种知识转化模式并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相互加强、辅助和影响的。

野中认为，群体知识创造实际上是隐含知识和明晰知识的一种连续和动态的交互作用过程，每一种知识转化模式所创造的知识内容在群体知识创造螺旋中是彼此交互作用。例如，涉及消费者需求的认同型知识可以通过群化和外化变成关于一个新产品构想的明晰概念化知识；这样的概念化知识通过融合变成一个用来创造系统化知识的指导方针，在融合阶段中新开发的知识和现有的工艺技术结合起来产生新的系统化知识；这种系统化知识也就是对于新产品的一个仿制生产过程，经过内化转变为面向产品规模化生产的运作型知识；而以经验为基础的运作型知识常常触发一轮新的知识创造循环。

在这种群体知识创造过程中，一个组织本身不能自我创造知识，群体知识创造的基础是个人的隐含知识，组织必须通过适当的激励机制调动个人创造和积累起来的隐含知识，而后才能在组织具备战略意图、个体自主性、波动即创造性混乱、信息冗余即要素多样性等启动条件时，通过四种知识转化模式，经历共享隐含性知识、创造理念、检验概念、建立原始模型和跨层交流新知识等五个阶段，使知识在更高的本体层次上具体化并从“组织”层面上加以放大，形成规模不断扩大的群体知识创造螺旋(见图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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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8群体知识创造螺旋中的五个阶段

从知识创造主体角度看，群体知识创造螺旋的动态过程表现为：知识中介管理者整合高层知识战略领导者和一线知识操作从业者的隐含知识(人力资本)，使之外化为具体可以“捉摸”或“意会”的明晰知识，并进一步协调和促进群化、融合和内化，使知识转化和创造的流程沿着“认识论”方向持续前行的同时，沿着“本体论”方向在组织的各个层次上贯通起来，步调一致地进行群体知识创造。组织群体知识创造启动条件包括：确立共同战略远景；通过授权下放创新自主权；对常规惯例等运作框架进行创造性破坏；拥有可以运用的冗余信息和必要的多样性。具备了这样的启动条件，组织群体知识创造螺旋在一个循环动态上可以按照五个基本阶段来推动：

第一阶段：建立知识前景，分享隐含知识。组织高层领导应创建并向员工传达“留有余地”、没有限度的知识前景，即关于获取、创造、积累和开发利用知识的总方向、主要领域和战略重点。这样有助于培养中层管理人员和一线员工的高度责任感，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从事的日常工作任务变得有意义，他们会对现有知识进行重组，有方向、有目标地自主追求新知识。高层管理者必须能以知识的眼力来看世界，激活组织内部每个成员的知识潜能去进行群体知识创造。组织本身不能创造知识，个人所掌握的隐含知识(人力资本)是群体知识创造的基础；但是，隐含知识主要是个人在特殊情景下凭经验而获得，如何在有不同背景、观点和动机的个人中分享隐含知识，就成为群体知识创造过程的关键步骤。为了分享隐含知识，就需要个人通过面对面对话和影响、能够分享经验并使成员形成身心节律同步的“场”，其典型形式就是如本田城牌汽车开发小组那样的自组织工作团队。借助这种组织形式，来自不同职能部门的小组成员可以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一起工作，通过小组成员必不可少的“多样性”来促进群体知识创造。而管理层的基本任务就是，通过制定挑战性目标来增添“创造性的混乱”，并赋予团队高度自主的权利，让他们自主自治确定任务及分工，直接同外部环境交流，同时积累群体的隐含和明晰知识。

第二阶段：推动知识外化，提出明晰概念。自组织团队成员通过互动交流形成共同的思维模式，将各自隐含的知识用集体认同和理解的文字词语明确表达出来，并最终具体化为明晰的概念。概念是经过自主互动、自由对话而逐渐明晰化的，这是隐含知识和明晰知识最强烈的交互作用影响阶段。在外化过程中，可以采用演绎、归纳推理的逻辑方法，也可以或更要注意运用形象化的语言如隐喻和类比。例如，在上面提到的本田城牌汽车开发案例中，开发小组运用了很多形象化的隐喻和类比，诸如“汽车进化”、“人至上，机器至下”和“高个儿男孩”等，这些隐喻和类比语言有利于提高成员间对话的质量，同时也引入了一些新的创造性思维因素和模式来合成新的知识。

第三阶段：对照“真实信念”，检验概念价值。知识是被确证的真实信念。因此，由个人或小组建立的新概念需要经过检验，以确定它对组织和社会是否真正有价值。检验标准既可以是定量的，如成本、盈利率等；也可以是定性的，如冒险、罗曼蒂克或美观等，还有些概念需要进行相互对照来检验。例如，在本田城牌汽车案例中，“高个儿男孩”的概念必须对照最高管理层原来的设想，即“提出一个根本不同于公司以前有过的产品概念，并要制造出一种便宜而又不是廉价货色的汽车”；也须要对照中层管理人员所清楚表达的生产线概念，即使汽车“人至上，机器至下”来进行检验。这样的检验不必严格客观和有实际根据，也可以是判断性看法和纯价值观性质的。在创造群体知识的组织中，高层管理的主要任务是以组织意图形式制定出检验标准，它可以用“战略”或“愿景”的方式来表述。中层管理人员也可以用中期构想的方式制定检验标准。虽然关键的判断标准是由高层管理层制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由中层管理制定，但这并不排除其他的组织单元有一定的自主权决定它们自己的次级标准。当然，一个组织的判断标准应该与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或价值伦理体系相一致，而这应该在组织愿景中恰当地反映出来。对照共同愿景和社会需要也是概念检验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四阶段：促进知识融合，建立“原始模型”。经过检验的概念进一步转变为有形的、具体的“原始模型”。“原始模型”的具体形态因情景而不同，例如，在新产品开发的情况下就表现为“样品”，而在服务或机构改革的情况下可能表现为某种模拟的运行机制或运作系统。无论哪一种情况，原始模型相当于新创造的明晰知识，它是将新的明晰知识(上面经过检验的明晰概念)同已有明晰知识结合的结果，所以这个阶段的主要知识转化方式相当于“融合”模式。建立“原始模型”类似于建筑师绘制蓝图的工作。为了建立关于新产品或服务的原始模型，应该通过适当的组织形式将研究开发、生产运营、市场行销、质量控制等领域的专家里手聚集在一起，制定出大家认同的产品规格或服务标准，并实际制造出新产品和新服务项目的“全尺寸结构”模型。同样，为了建立一个例如新的组织结构模型，也需要通过适当的组织形式将一线有关部门及人力资源、法律、战略规划等不同领域的专家聚集在一起，草拟新的组织结构图、岗位细则、呈报制度或运行程序。要完成这个阶段的复杂任务，需要以“共同愿景”为导向，将积存在组织中的多样化的信息、多种类型的诀窍和技术集合在一起，并促进人与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互动沟通，积极能动地进行创新合作。

第五阶段：知识跨层交流，动态无限循环。群体知识创造是一个不断自我提高、永无止境的动态循环过程。经过创造、验证和模型化的新概念，要进一步在组织内部进行知识的跨层交流，甚至走到外部与其他组织进行知识交流，进而跨入新一轮知识创造循环螺旋。在组织内部，任何领域和层次的新知识或表现为原始模型的知识，均能够触发新一轮的知识创造，并在整个组织内的横向领域和纵向层次上传递展开。在组织之间，一个组织创造的知识通过动态的相互作用，可以调动附属公司、客户、供应商、竞争对手等公司外部的知识。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创造知识的组织天然地具有开放性，它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运行，而应在一个经常同外界环境交换知识的开放系统中运行。因此，需要建立一个与外部世界联系的知识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创造知识不是简单地处理有关客户、供应商、竞争者、社区或政府等客观信息的问题，而是通过社会交往激活外界利益相关者们拥有的隐含知识，其典型事例和关键环节就是通过双向对话引发客户心中隐含的需要图景，或触发一小群有创造力的“舆论领袖”的明晰知识等。

综上所述，群体知识创造过程包括五个基本阶段：首先由分享隐含知识而启动，大致相当于群化；其次，由自组织工作团队共享的隐含知识以新概念的形式转化为明晰知识，这类似于外化；进而，对建立的概念进行检验，组织决定新概念是否具有值得追求的价值；通过检验后，概念转入第四个阶段，建立原始模型(如“硬”的新产品模型或“软”创新系统)；最后的阶段是推广应用新知识，如在部门内推广给其他人或向其他部门推广，甚至向一些外部相关部门推广，其中包括客户、附属公司、大学和分销商等，从而建立一个与外部世界联系的知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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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提示

按照野中郁次郎ESCI模型，组织学习的实质意义就在于，通过外化、内化、群化和融合等知识转化途径将已经凝结和隐含在组织成员个人身上的知识和技能(即人力资本)，进行“群体知识创造”，从而获得高“附加价值”的组织产出成果。群化是组织学习最原始、最具基础性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外化是一种典型的科学技术研究行为和知识创造活动，也是现代工业化组织一种基本群体创新模式；融合是正规大学机构在知识传播过程中进行自然科学技术创新和社会人文学术研究的典型模式；内化是人力资本形成和组织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基本形式。组织群体创造螺旋由五个基本阶段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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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处于运作危机状态的组织如果意欲重新获取学习能力，必须围绕环境适应性这个核心问题，从文化和技术两个层面入手，大刀阔斧地进行组织结构变革。其基本方向及趋势，概括地说，就是：在不稳定环境中以非常规任务为导向，为实现共同认可的“愿景”目标而积极自主地进行分工协作；组织结构以工作团队为核心，形成扁平化的横向互动联系为主的非规范网络体系；组织文化氛围和技术基础以“民主互动、开拓创新”为主导原则和特色。通过这样一系列创新和改革举措，建立起适应知识化(后工业化)市场经济环境的组织学习系统，从而获取并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竞争优势。

11.4.1目标导向愿景化

组织变革需要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组织目标是描述组织存在价值、使命、经营宗旨和主要任务的指示性系统。所谓“战略目标”，就是考虑了外部市场竞争环境情况的长期性、全局性努力方向，组织变革是由组织的战略目标调整导向的。组织结构有其固有的稳定性和运作惯性，而且其变革涉及到组织中所有成员、部门和层级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因此必须有高层管理者在战略层面发动和全员参与配合，同时结构本身又有某种相应的创新杠杆或机制，组织变革才能成功达成。

一般说来，任何组织，包括工商企业，作为“社会的器官”，都是为社会而存在，为了对外部做出贡献，为了供给产品和服务并满足组织外部的社会成员需要，而存在和发展的。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任何组织的管理者，时刻都要牢记、永远也不能忘记的一件事情就是：其组织运作对民众、社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并能自觉地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从组织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出发进行检核，就会发现组织为什么而存在的真正原因和意义，从而提炼和确认出组织的真正使命，使组织有了长期持续发展的方向和指针。特别是当一个组织获得初步创业成功时，及时提出并回答这一基本问题，是管理当局的重要职责，也是决定一个组织持续发展和成功的关键因素。

组织宗旨和使命的确认要“由外向内”思考问题。德鲁克认为，组织的宗旨只有一个定义，这就是顾客。这是因为，任何组织都是为满足客户需要而存在的，要回答“我们的组织是什么？”的问题，只有从外部、从顾客和市场的观点来看，才能找到答案。组织使命可以通过检核如下问题而认定：

——谁是以及谁应该是我们为之服务的客户？客户在哪里？

——客户的价值需要是什么？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变迁使客户和市场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们将凭借什么独特的核心理念和竞争优势来应付这些变化？

在检核以上问题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确认长期指导组织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的核心价值观究竟是什么。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关于企业所承担“社会责任”的深刻认识，是一种关于组织生命意义的敏锐判断和凝练概括，是长期指导和激发员工待人处事、企业经营管理和市场竞争等组织行为的永恒准则。核心价值观作为组织的“灵魂”，它不是由专家根据逻辑推理“论证”出来的正确结论，而是由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组织领袖在带领成员奋发实践中，借助理性但更主要是内省自悟出来的“主观信念”。

因此，组织核心价值观的确认和形成，要经由组织领袖和高层管理者激发，借助(也仅仅是“借助”)外部专家客观指点，但主要是经过全体成员长期互动、民主沟通和充分讨论。根据核心价值观，进一步追问：组织现在和将来应该将永远固守并追求卓越的事业究竟是什么？最后以精练的、不致产生歧解或使所有成员都能够明白其操作性含义的通俗语言或业务术语，将之表达和描述出来，就是“愿景目标”。愿景目标是组织成员基于“祖训”即永恒不变的信条而行事的基本方针和行为准则，是实现组织使命的“指路明灯”或“标度盘”，战略目标愿景化也是学习型组织战略变革的主题内容和核心路线。

所谓“再造工程”(Reengineering)，是近年来流行于欧美国家管理界的新理念，它是管理学家借用电子行业术语来描述以互联网为技术基础的新经济时代背景下组织所面临的战略性变革特性。这种战略性组织变革特性就是：以全新的“由外向里”思考问题方式，重新审视和评估组织业务流程，找出发挥组织独特优势的关键价值环节，以工作团队为基本单元组建横向型动态网络结构。要实施组织战略性变革，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摆脱过去”，克服变革阻力。变革的阻力可能来自个体的习惯势力、安全需要或对变化的恐惧尤其是出于保护既得利益等，也可能来自群体的惯性，变革推动者应以“众望所归”的领袖角色出现，通过教育、沟通、谈判、强制和民主参与机制来克服变革阻力，以使组织尽快摆脱过去进入新状态。

从组织学习动力系统来看，面临潜在危机和振兴任务的组织变革，需要有“众望所归”的领导系统进行战略性激发。所谓“众望所归”(Charismatic)，是指能够代表广大民众或某一群体意愿或价值取向，并以普遍认可的方式和途径号召并带领大家去为“愿景目标”而奋斗。“众望所归”是任何“好的”或“坏的”社会性变革和创新活动都具有的特征，它既与“最激动人心”的事件有关，也与“最令人胆寒”的灾难相连。一个现代组织的“学习型变革”应该通过适当的民主制衡机制，使“众望所归”的领导系统具有正面的价值驱动和精神创造效应，而避免和克制专权独断、损害大众利益的行为倾向。

很多组织往往是在“丧钟”已经敲响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变革，这时往往为时已晚，即使能够成功也是事倍功半；而在危机还未凸现时又很难启动改革，尽管这时成功的可能性会很大而且往往是事半功倍。面对这样的悖论情景，一个组织如果能够建立和形成“众望所归”的战略激发性领导系统，这对于组织变革的成功实现就具有关键决定意义。按照赫斯特的说法［12］
 ，在学习型组织变革过程中，管理者的角色如同园丁，其职能不是“拔苗助长”，而只能是“放任自长”，即创造最佳条件使植物天生的自组织能力得以发挥。具体地说，管理者要采取三步行动：

行动一：创造危机 为了避免遭受“自然灾害”，使组织在意外危机中丧生，管理者必须事先有意地“制造危机”，在经营业务看上去还很顺利但已经日益趋向保守的组织内部烧出一道“放火线”，打破组织生命周期最后阶段里束缚创新的有害制约因素——诸如：有可能奖励故步自封行为的薪酬体系，可能已经严重扭曲和滞后误导的信息系统，已经事过境迁的“既定”行事准则，只具有维持现状而无创新应变能力的专业化管理机制，等等。1980年，韦尔奇继任通用电气公司的CEO时，虽然也存在一些经营上的问题，公司股票价格低迷，但没有出现有目共睹的危机甚至在可见的将来可以说是“毫无危险”，但以韦尔奇为首的领导团队已经看到公司在官僚体制维持下所面临的潜在危机，有意地通过“标杆管理法”等举措将外部同行业的先进经验和创新精神注入到组织内部，并在内部进行战略性激发，故意“制造危机”，唤醒沉睡中的组织成员奋起变革，有条不紊地“烧掉”一些当时还很赢利但很快将衰败的成熟业务，使新的业务种子能够获取充足营养而茁壮成长起来。

行动二：言出必行 随着危机产生自然会出现一种“无所适从”的混乱局面，但这是一种“有道的无序”，即为组织振兴而创造的可控混乱局面。这时，领导系统就要对未来做出“众望所归”的展望，明确提出组织所期盼的行为是什么，并与成员一起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自己所倡导的实际改革洪流中去。生气勃勃、足智多谋、反应敏捷、民主平等、集体主义的英雄式领袖集团，对于学习型组织变革的战略性激发意义就在于：他们创造出一个能够让人们在其中自组织起来的环境。“众望所归”的领导角色是：他们在引导民众同时又被民众所引导，他们不是在后面通过发号施令驱使，而在前沿激发精神、统一意志、率先引领人们不断前行；他们通过以身作则的行动，树立和传播典型的模范事迹、共同的价值观、对未来的共同信念和自我超越的集体主义精神等，来建立责任感和信任关系，利用组织归属感带来的自尊和自豪来凝聚人心。在学习型变革过程中，管理者自己的一言一行就是振兴和变革行为的角色样板，通过自身的“行为”而不是“语言”示范出组织期待的行为来。正如赫斯特所比喻的：“管理者是厨师同时也是配料，每个振兴菜谱(即规划)的最后一步烹饪程序必须是：‘将你自己投入菜里’。”为了在需要变革的时候能够及时组建“众望所归”的战略激发性领导系统，一个组织最好能够保持一种宽松、宽容和弹性的环境，以便给那些不循规蹈矩的“异端分子”留下必要的生存空间。

行动三：培育环境 在振兴周期的第三个阶段，“众望所归”的战略激发性领导系统面临的基本任务，是培育和维持一种使学习活动在组织的所有层次上得以开展的压力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有广泛的空间和机会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交流；人人都是听从情势而自我引导的多面手，能够在工作过程中获得充分信任和授权，自主地学习、探索和解决新问题；每个人、各个工作团队之间的关系都是开放性的、弹性的、互动性的和互相依赖的，知识和资源可以共享，组织各个层次上的学习和创新行动都具有合法性。“众望所归”的战略激发性领导系统必须能够了解情势，通过处理矛盾、平衡关系和权衡利弊，把握变革节奏，在组织内把所有力量创造性整合起来：“他们有时理性化，有时受到制约，经常不知所措，但永远不会束手无策——他们深深理解一切有生命的系统都必须经历创造和毁灭的自然循环。”在组织变革和振兴过程中，对于何时应该行动而何时应该等待，何时应顺水推舟而何时应逆流而上，何时应该走前人的路而何时应该闯出新路才能前行，“众望所归”的战略激发性领导系统必须具备基于价值导向的敏锐感觉。

总之，“众望所归”的战略激发性领导系统需要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职能：一是开拓创新，为组织创造未来。正如德鲁克所指出的：组织总是由并非永久存在的人创建的，但一个组织必须超出个人或一代人的生命期间而继续存在，以便对经济和社会做出其贡献。［13］
 因此，“众望所归”的战略激发性领导系统一个最重要、最核心的任务就是：使目前已经存在、特别是目前已经取得成功的组织在未来继续存在并取得成功。二是价值驱动，为组织建立共同愿景。为了使组织在未来能够持续发展，“众望所归”的战略激发性领导系统需要基于共同的价值观为全体成员描绘出清晰的愿景目标，并通过身体力行的行为激发大家为组织愿景而奋斗。三是战略协调，为组织提供适宜的创新环境。审时度势，平衡和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矛盾和冲突，为组织所有成员和各个层次上的全方位学习和创新提供宽松适宜的条件及环境。

11.4.2组织结构扁平网络化

任何组织都是由“命令链”(Chain of Command)连接起来的科层体系。控制层级描述的是在组织中成员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命令-服从关系，决策是集中还是分散，谁对谁负责或报告传递信息，以及权威控制的跨度有多大。显然，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命令-服从链越长、控制跨度越窄，组织层级越多或越陡峭，组织管理人员与一般员工的比例相对越大，同时如果组织“集权化”(Centralization)的程度较高，决策和信息传递速度就越慢，越难于顾及微观多变的信息和情况，下属自主性往往越小；相反，命令链较短、控制跨度越宽，组织层级越少或越扁平，组织需要的中间管理人员相对就较少，同时如果组织“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的程度较高，决策和信息传递速度就较快，有利于充分调动和有效利用组织“各方面的积极性”。学习型组织结构变革在控制层级上的基本方向就是扁平化、分权化和网络化。

为了提高对外部环境的应变能力和速度，使组织具有学习功能，组织结构变革必须大刀阔斧地精简高层职能机构，缩减中间管理层级和中层管理人员，向下充分授权，加强横向交流，变传统纵向金字塔式科层结构为横向扁平化结构。进而需要淡化组织边界，并通过环形化组织设计和机构重组，使组织形成犹如同生命体那样的网络结构，形成向外部环境多元伸触感应的触角，具有可渗透性、柔性化的信息及能量交流功能。网络型组织结构是经年累月自然选择的结果，它具有应对复杂环境、灵敏适应环境变化的学习功能，具有以局部功能故障和受损来替代或避免整体系统危机的旺盛生命力。在这样的架构下，每个组织都呈现一种复杂的、非线性的多维网络形态，它们与外界环境融为一体，并在整体上形成相互依存、和谐有序的“生态系统”；学习型组织就是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不断地“学习”的，生态系统如同“箩筛”，它框定并不断地“抖动”着，组织在其间适应情景而变形、调整、革新、振兴和发展，演绎着优胜劣汰的悲喜剧。

运作机制描述的是一个组织的日常维持和运作状态，在多大程度上是依靠标准化的工作程序或明文的规章制度来规范和协调的，而又在多大程度上是通过随机的“现场干预”或自主调节来完成的。在传统高规范化运作的组织中，同类工作往往是以统一规定的工作程式来进行的，工作内容和要求被详尽的工作说明书加以描述和规定，员工行为及其奖惩激励都一概“照章办事”。这样，运作规范化容易做到：分工清楚、责权明确，规则公开、机会均等，奖罚分明、公平合理；员工行为有明确的预期，管理者省去许多事务麻烦，容易避免“窝里斗”等非生产性寻租行为或X效率损失。但是，建立专业化分工基础的规范化运作机制往往不具有应对变局的灵活性，处处照章办事，条条框框约束，一来二去必然形成官僚主义的僵化模式和按部就班、唯唯诺诺的工作作风，最终造成组织的低效率运转。鉴此，在运作机制上，学习型组织结构变革的基本方向就是从传统规范程式化状态走出来，向弹性虚拟化有机运作状态调整和转变。

学习型组织弹性虚拟化运作机制的基本特征，具体地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表现：(一)每个成员、团队和部门都能够敏感觉察外部环境变化情景并灵敏自主地做出反应和调整，任何“坏消息”都会快速地上传到组织的中枢神经系统并经由适当的执行层得到及时控制和恰当应对；(二)知识、信息和资源能够在组织成员间或工作团队和群体中得到共享，并通过实验、交流、修正和整合形成有效系统地解决问题的机制；(三)组织内外部边界虚拟化，成员能够基于核心价值观形成共同愿景，面对“意外”挑战都能心照不宣地超越既有“规范”，着眼于整体进行系统思考，自觉合作、默契配合，灵活地去应对解决组织的战略性挑战问题。

11.4.3团队工作设计内容丰富化

现代组织的学习化再造，意味着工作理念和工作方式的全新变革。在动态网络性组织结构中，专事重复性操作的“工人”会逐渐消失，“工作”将不再是某种“个体劳动”而是意味着“集体创造”活动，工作场所作为人类活动的“主空间”将会更加生活化、内在化和人性化，“工作生活”将被赋予更加深厚的人生价值意义，以“团队”为核心的激励性工作体系将成为主导学习型组织运作的基础架构。

在传统的部门制结构中，工作被分解和细化为单一的标准化和专业化操作，工作者间的关系被既定的工艺过程或作业流程严格界定。在工作设计时，每“份”工作都通过书面文件的形式规定它所隶属的部门、工作性质、职责范围及资格要求等，以便工作者“有所适从”，并作为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估的依据。这种工作设计的突出优越性是能够取得规范的专业化分工好处和技术操作效率，但由于它与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等天然本性相违背，自然会使组织大大丧失社会性协作方面的好处或非技术性效率，从而会导致组织横向协同差、趋向保守和缺乏应有的灵活应变力。

为了增加工作的激励效应，一种传统的改进做法是实行工作轮换。工作轮换是在原有专业化分工框架维持不变的情况下，按照事先确定的周期使员工在不同但相近的工作岗位间变换，以缓解操作单调带来的厌烦感，使员工“一专多能”具有强的工作适应性。这种改良做法在日本很多企业中被广泛采用，效果很好。再就是进行工作扩大化设计，其典型做法是：在水平方向上扩充工作任务和操作内容，增加工作定额要求，减轻工作节奏以缓解工作压力，等等。无论工作轮换还是扩大化设计，都是对传统专业化工作设计的改良做法，没有真正触及工作的内在激励特性。因此，赫茨伯格认为，这只是“用零代替零”或“用零加零”的无意义设计，真正的激励性工作设计是在纵向上扩大工作内容即“工作丰富化”。

在赫茨伯格等人激励因素论的基础上，一些行为科学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工作激励特性的理论描述模型。他们认为，工作的任务特性，如复杂性、挑战性等，以及人们对这些特性的主观评价是褒扬还是针砭，对于员工的激励效应关系极大。员工对工作是否感兴趣，一般存在三种层次的心理判断：首先要看工作是否有意义，这要取决于他们对前三个特性，即技能多样性、任务完整性和价值重要性，所做的主观判断；其次要看工作是否具有挑战性，这就要看他们如何判断工作所具有的决策自主性了；其三要看工作能否带来成就感，这显然与反馈灵敏性的工作特性有关。为此，工作丰富化设计可以采取如下五个基本思路来设计：

——重组任务，将零散的、相关联的工作任务组合起来，使之成为一种新的、内容更多的工作单元，以增加工作技能的多样性；

——加大责任，使工作内容扩展到“自然边界”，让员工负责有独立意义的整个工作单元，以强化“主人翁”责任感；

——面向客户，重建员工-客户关系，使员工更直接面对客户，这样可以提高员工工作的应变性、自主性和绩效反馈的灵敏性；

——纵向扩权，将以前高层管理者的责任和控制权下移给员工，扩大授权范围，以增强员工工作的自主控制能力；

——直接反馈，保证员工本人在工作过程中就能够直接得到有关工作绩效的信息反馈，而无须通过上司间接评估。

值得一提的是，工作丰富化设计发挥激励作用是有条件的。首先，“保健因素”的满足是工作丰富化设计的前提条件；其次，工作绩效低下主因在于“激励因素”不足，工作本身存在丰富化的潜力，是工作丰富化设计的必要条件；此外，员工认可、经济技术可行以及不存在其他更好改进途径等是工作丰富化设计的现实条件。此外，工作时间的弹性安排，对于调动员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有重要激励作用。因此，实际中很多企业，也往往通过调整工作时间，如缩短工作周和实施弹性工作制等，来强化工作的激励效应，是激励性工作设计的重要辅助手段。

11.4.4组织创新民主化

组织文化(Orgaizational Culture)，是指一个组织中所有成员共有和传承的价值体系，包括价值信念、思维方式、经营宗旨和人际关系等。而“技术”(Technology)则是组织将投入要素转化为产出的工艺流程、方式方法或物质手段。文化是硬性的“结构”框架得以完好内置于组织的软环境，技术是支撑组织结构及其有效运作的平台和物质基础。学习型组织文化和技术变革的基本方向，概括地说就是：民主为本，创新为先。

组织文化可以千变万化、各种各样，但就文化对学习型组织变革的影响来看，无论什么样的组织文化，都必须有利于应变外部市场竞争环境；否则，如果组织文化不能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越是具有凝聚力的强势文化，对组织结构变革的影响越不是正面而是负面的。例如，如果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大，组织战略重心和控制强度侧重于外部市场竞争问题，那么，最好的组织文化应该是支持探询未知、自主创新、承担风险等企业家精神和行为倾向的创新型文化。为适应多变的外部环境变化，组织需要鼓励成员广泛参与和共享信息，充分授权、民主化管理和团队创新精神的文化氛围对于组织学习和变革就具有重要意义。

组织的生产技术、服务技术和信息技术及其变革，同样决定和影响着组织结构的类型及其变革的方向。随着生产技术从传统制造技术向计算机一体化制造技术转变，与计算机辅助设计(CAD)技术、计算机辅助制造(CAM)技术和管理自动化系统等相适应的组织结构须具备如下特性：专业化程度低，团队化，工作具有较大的适应性和技艺性；层级少，控制跨度宽，决策分权化；自主控制，弹性工作制，用功能创造性、灵敏地满足供应商和顾客个性化需要。服务型组织的技术特点是：生产和消费过程合一，顾客参与组织活动，产出无定形或具有分异化弹性，人力资源密集型；与这些技术特点相适应，服务性组织结构相对于生产制造企业来说，其专业化程度较低但员工技能素质要求高，层级少、决策分权化，运作规范化程度也比较低。至于信息技术，乃是支撑组织中个人、部门、团队以及上下层级间沟通和协调的物质支柱和媒介系统。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电子信息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和服务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同时使企业组织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与此相适应，工作丰富化、项目团队化、层级扁平化、决策分权化和运作弹性化，成为组织结构变革的基本方向和大趋势。

总之，文化和技术变革具有重要意义。“文化非常像是鱼缸里的水，尽管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不易被人觉察的，但是它的化学成分以及能够支持生命的元素却深深地影响着鱼缸里的生物。一个要求转型的组织很像是一个其中的水质受到太多藻类污染的鱼缸，它需要在环境中实现各种因素的重新平衡。”［14］
 而组织技术及其变革则是实现这种生态平衡的辅助器或化学试剂，没有技术变革的支撑和推动，组织变革的历程将是一个很漫长曲折的过程。

[image: image]


精要提示

现代组织学习型变革的基本方向及趋势是：在不稳定环境中以非常规任务为导向，为实现共同认可的“愿景”目标而积极自主地进行分工协作；组织结构以工作团队为核心，形成扁平化的横向互动联系为主的非规范网络体系；组织文化氛围和技术基础以“民主互动、开拓创新”为主导原则和特色。概括地说，就是“四化”，即：目标导向远景化，组织结构扁平网络化，团队工作设计丰富化，组织创新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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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要内容提示

[image: image]
 关于“组织学习”最普适性、最具辩证意义的解析，应该是社会生态学意义上的，即组织这种有机体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一种生存方式和成长状态，它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自然历史或生命循环过程，也就是组织为适应外部社会生态环境变化，周而复始地积极积累经验所引起的行为方式之持久性变化。按照赫斯特生态循环模型的通解，任何社会组织的运作和发展都是一种“战略上多属偶然，经济上每出意外，政治上源于灾难”，在管理上“应急行为”、“理性行为”和“被迫行为”因应环境交替出现，“学习”与“运作”矛盾统一的自然历史过程。基此，组织学习行为可以分为自发型组织学习、常规型组织学习和创新型组织学习三种基本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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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关于“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炼中，“自我超越”是不断反照个人对外部影响的一面镜子，这是组织学习修炼的首要任务。组织学习修炼的三个关键环节是：改善“心智模式”，这可以使人们以开放的方式体悟其认知方面的缺陷；建立“共同愿景”，这是为了培养成员对组织的长期责任感；推动“团队学习”，则是训练团队协同能力、产生整体放大效应的技术。最后，作为第五项修炼的“系统思考”，乃是在强化以上四项修炼的基础上，实现“一种心灵的转换”，使每一个成员将自己融于团队、融于组织，这是组织学习修炼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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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野中郁次郎ESCI模型，组织学习的实质意义就在于，通过外化、内化、群化和融合等知识转化途径将已经凝结和隐含在组织成员个人身上的知识和技能(即人力资本)，进行“群体知识创造”，从而获得高“附加价值”的组织产出成果。群化是组织学习最原始、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外化是一种典型的科学技术研究行为和知识创造活动，也是现代工业化组织一种基本群体创新模式；融合是正规大学机构在知识传播过程中进行自然科学技术创新和社会人文学术研究的典型模式；内化是人力资本形成和组织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基本形式。组织群体创造螺旋由五个基本阶段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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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组织学习型变革的基本方向及趋势是：在不稳定环境中以非常规任务为导向，为实现共同认可的“愿景”目标而积极自主地进行分工协作；组织结构以工作团队为核心，形成扁平化的横向互动联系为主的非规范网络体系；组织文化氛围和技术基础以“民主互动、开拓创新”为主导原则和特色。概括地说，就是“四化”，即：目标导向远景化，组织结构扁平网络化，团队工作设计丰富化，组织创新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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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习思考问题

(1)简要说明各学科关于“组织学习”概念的基本观点。

(2)为什么说关于“组织学习”的社会生态学解析最具有普适性辩证意义？

(3)按照赫斯特模型，组织学习行为有哪三种基本类型？又如何界定和理解相对于“运作型组织”的“学习型组织”含义及特征？

(4)如何理解“自我”，实现“自我超越”存在什么样的技术困难？要在自我超越基础上改善心智模式须做哪几个方面的努力？

(5)什么是“系统基模”？它有哪些类型？如何利用系统基模图式进行组织系统思考？

(6)野中郁次郎ESCI模型在完整的意义上包括哪些基本内容？试简要描述四种知识转化方式。

(7)组织群体知识创造螺旋在动态序列上可以分为哪五个基本阶段？你能否根据自己的理解联系实际个案给出自己的描述和解析？

(8)简述现代组织学习型变革的基本方向和趋势。[image: image]
 自我认知练习

个人对变革环境适应性测试

说明：下面是关于组织工作状态的15种情景描述，按照自己可接受或喜欢程度，选择0~4数字，0表示最低，4最高。最后统计总得分，分数越高，说明适应性越强。

(1) 平常工作将1/3以上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本人职责范围以外的突发事件上。 01234

(2) 所干工作的绩效很难衡量，与工资福利待遇也没有多大关系。 01234

(3) 必须参加各种培训、不断学习才能应付了不断变化的工作状态。 01234

(4) 工作中必须与各种各样、四面八方的人打交道。 01234

(5) 现在的工作与一年前自己在大学所学专业已经没有什么联系。 01234

(6) 所在工作团队需要获得很多部门的支持和帮助，否则根本没法开展工作。 01234

(7) 上司领导从不给出明确指令，如何做全要靠自己动脑筋。 01234

(8) 工作地点总是变动不居，一周至少有两天不能回家居住。 01234

(9) 未来纵向职业通道对我来说已经被堵死，只能朝横向流动。 01234

(10) 我的工作空间是开放的，没有任何隐私可言。 01234

(11) 所在公司经常发生重组或机构调整，工作环境动荡不安。 01234

(12) 为了不落伍，每时每刻都要学习新东西。 01234

(13) 要召集下属在一起开个会，光时间安排就是个大问题。 01234

(14) 为了顺利完成工作，必须与同事密切合作。 01234

(15) 工作对高新技术依赖度很高，任何一项技术革新都可能直接影响到它。 0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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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个案研讨

耐克公司组织学习行为的转变

耐克公司创始人菲尔·耐特原是著名的田径运动员，同时获得有会计资格证书和MBA学位，他与他的教练、慢跑运动创立者比尔·鲍尔曼，都对当时跑鞋的技术性能“不满”而基于共同志向聚到一起，全身心投入高性能跑鞋的设计和研制工作。

1964年组建公司，当时叫“蓝带体育用品公司”(BRS)，直到七年后的1972年由加入公司的第一位雇员杰夫·约翰逊在梦中偶然想到“耐克”名字，而著名的勾形标识则是花35美元由一名学设计的研究生搞出来的，但这个“运动员的公司”标识所蕴涵的使命即“通过运动和健身来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早在公司创立之初就已经自发地成为组织的学习基因。

在最初的岁月，还没有“组织”来物色人选，人们通过无边界的网络关系随时以不同的角色加入其中，凭借着运动员之间的信任、伙伴关系和合作精神，以及创出最好成绩的共同愿望，通过直接亲密沟通互相学习。早期吸引到公司来不一定是好经理，却都是些优秀的球队队员选手，他们大都是具有“真实性”和“不守规矩的人”或“大型体育项目中的反传统人物”。

但是，后来随着生意的扩大，起初那种仅靠通才和热情来推动的做法已经不能适应，当锐步(Reebok)公司趁其不备打入健身用品市场时，耐克公司仍然以“运动员的公司”自居，热衷于所谓“真实性”，当时一名高级经理曾声言：“耐克决不会为那些搞健身的外行们生产鞋子。”结果，从1981到1987年锐步公司销售额增长了近千倍，耐克公司花了好几年功夫才赶上。

于是，耐克不得不雇佣一些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管理人员，1982年任命了一名总裁，并成立了一个政策与程序委员会，决定引进海氏评价系统来框定组织职位和薪酬管理体系。原先的创业者纷纷离开公司，或将自己的股权变现当阔老去了，或因分配不均而分道扬镳，到1988年所有老副总都离开了公司，伴随着创业者的退出，耐克逐渐走向基于经验和专业化运作的常规性学习组织。

研讨方向指示：

(1)根据上述资料提供的线索，请进一步搜索更详细的有关耐克公司背景资料，在此基础上详细绘制耐克公司历史发展轨迹和生命周期图式。

(2)按照赫斯特模型提供的思路，试分别描述和分析耐克公司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学习”状态，特别注意观察分析耐克公司不同学习行为的环境情景以及相互转化的关键阶段和事件。

(3)从本案例研究中进一步分辨出哪些是具有特殊局限性的做法，哪些是可以引伸出普适性借鉴意义的典例通则？

章末注释：


［1］
 施良方著《学习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2］
 关于各门主要社会科学对于“组织学习”的理论研究脉络和进展情况，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迈诺尔夫·迪尔克斯等主编《组织学习与知识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的第一部分文献。


［3］
 David K Hurst：Crisis and Renewal：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Orgnazitional。Harvard Business Press，1995。中译本见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版。后文有关引述不特别注明者皆出此著。


［4］
 管理界普遍接受和推崇关于“学习型组织”(Learning Organizations)的概念及设计与变革理念，应归功于彼德·圣吉(Peter M.Senge)。他被美国《商业周刊》推崇为当代最杰出的新管理大师之一，于1990年发表《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和实务》(The Fifth Discipline:The Art and Practice of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New York:Doubleday Currency,1990)，其中译本由郭进隆翻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出版。


［5］
 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己所欲、施于人”理念的根本性分别，茅于轼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做了专门论述，见其著《谁妨碍了我们致富》，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6］
 见柯林斯《从优秀到卓越》，中信出版社2002年中译本，第114~116页。


［7］
 请分别参见：圣吉《第五项修炼》(上海三联书店)“第二部 新思考、新思野”；圣吉等《第五项修炼；实践篇》(东方出版社)“第二章 系统思考”的有关内容。


［8］
 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Ikujiro Nonaka)和竹内广隆(Hirotaka Takeuchi)的观点见其著《创造知识的公司》(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 1995)，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司中译本。下面有关介绍内容如不特别注明，皆出自这部著作。


［9］
 Ikujiro Nonaka & Patrick Reinmoeller：《知识创造与应用的动态业务系统》，载查尔斯·德普雷、丹尼尔·宵维尔主编《知识管理的现在与未来》，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中译本，第108~109页。


［10］
 参见Robert M. Grant《世界经济的转变:知识管理的推动力》，载查尔斯·德普雷、丹尼尔·宵维尔主编《知识管理的现在与未来》，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中译本，第39~40页。


［11］
 所谓OEC即Overall(全方位)、Every(每人、每天、每件事)、Control & Clear(控制和清理)，总结起来叫“日事日毕，日清日高”；“人人有事管，事事有人管”。今天的事情今天一定要把它做完，今天的事情比昨天要有提高，天都有提高。


［12］
 赫斯特(Hurst，David K)《危机与振兴：迎接组织变革的挑战》(Crisis and Renewal：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Organization)，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中译本，第167~215页。


［13］
 见德鲁克《管理：任务、责任和实践》(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


［14］
 参见梅瑞狄斯·D·艾什比，斯蒂芬·A·迈尔斯《领导：全球顶级CEO的领导智慧》，辽海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第1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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